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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題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 
是该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編诺曼 • K _邓津 (Norman . K . Denzin ) 和 
伊冯娜 .S • 林肯 （Yvonna • S • Lincoln ) 更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国际旗手•即 
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車绝的工作，正 
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 所说：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裱应该芩作某个幸节或者某个幸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 
不情惠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为了最后期限和 頁数的 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 斗争； 关于各幸节的 a 
论性以及关于#些我们氤够明白钽其他人却 I 必明白的内客，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 
着斗争；关于各幸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 
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測试着作者们的讨性. 



正 ft 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 
盛宴 • 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离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 
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 
征得原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别是： 

《定 性研究 （第 i «): 方法论 基础》 （原书 Kl 、 2 部） 

《定性研究 （第2卷）：策略与 艺术》 （摩令蓽3部分） 

《定 性研究 （第 3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 (原令第4 部分） 

《定 性研究 （第 4 春）：评估、解释与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原书第5、6 部分） 



定价： 5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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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经过二十多人将近三年紧张的翻译工作，这本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事有盛誉的著作 
终于要以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慨。 

2000年8月，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的“美国社会学协会 ( ASA ) 第95届学术年会”。每年年会中的一项常规活动是各家 
出版社都将自己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新书拿到会场上来展览销售。那真是一些好书 
啊！在书展期间，我很快发现了这本刚刚修订出版的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这部有着蓝色硬皮封面、大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重重的“砖头式”著作，深深地吸引 
了我。虽没有购买，但心中却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一笔。 

时间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拿着一堆英文方法 
著作请我帮他们筛选时，我首先推荐了这本书。其原因除了这本书的影响大以外，更 
主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学术界的实际需要。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已有一些先 
后译成了中文，但专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则基本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当出版社邀请我主持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十分犹豫。一.方面，定性 
研究方法对于我（以及所有译者)来说相对生疏，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此 
书的篇幅巨大，非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必须组织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团 
队来承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手头不仅压着几本早就该写的书，同时还承担有几项 
科研课题，再加上平时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 
承担这一工作。后来，当出版社的编辑两次专程到南京拜访，我最终还是无法推托出 
版社的真诚邀请,接受了这份“苦差”，为此，我又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紧张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翻译工作既非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长项。特别是从经济的 

观点来看这更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千字的译稿通常要花费译者大半天甚至 

一整天的时间和精力，而区区几十元钱的翻译稿酬是无法用来衡量这种翻译工作的艰 
苦和价值的。细想起来，当初之所以承担此项苦差，一是出版社的盛情之邀难以推托， 
二是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提高作点贡献的情感使然。 

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 



有的获得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后已参加工作好几年，自身承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 
务; 有的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和 论文; 有的正在美国、香港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紧张地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有的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或为博士生入学 
考试而紧张地做着准备。但当我邀请他们参加翻译此书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 
积极的支持，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报酬，有的 
只是不计得失，认真尽力地查找资料,斟字酌句地翻译每一段话。没有他们的努力和 
合作，此书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向他们道一 句:大 家辛苦 
了！谢谢大家！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这本著作翻译的困难。虽然译者们的英文水平可以阅读 
英文书籍和资料，但自己看明白和将它用准确、恰当，甚至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却并不 
是同一件事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翻译工作的责任重大，非常认 
真地对待。在翻译过程中，当听到学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一个个被翻译工作压得抬 
不起头来的时候，我心中反倒充满了踏实感——只有认真的 、一 丝不苟的对待翻译工 
作、对译文反复推敲、不轻易放过一处疑问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才会使翻译 
者有这样一种感受,才会有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关于书名的翻译，需要略作说明。之所以用“定性研究”的概念，而不用诸如“质 
的研究”、“质性研究”、“质化研究”等概念，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习惯和误 
解。 与有的学者采用换一个名称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我们依旧使用定性研究这一名 
称，其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说明,定性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纠正目前存 
在的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的 偏误; 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读者,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类 
似于定量研究那样的，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特定的视角和策略、特定的操作方法和技术 
的具体研究方式,而不是像许多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定量”意义上 
的泛泛而论或纯粹的主观思考(那种泛泛而论和主观思考或许只能称为议论、只能称 
为思考，而不能称作研究 ） 。简言之，定性研究也有着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具体的方式 
方法，当然，其方式方法与定量研究的方式方法之间有着较大的不同。 

各部分的译者 是:第 1 章，风 笑天; 第 I 部分序言、第 2 章， 田凯; 第 3 章、第 14 章， 
周 晓春; 第 4 章、第 9 章、第 33 章， 邓锁; 第 5 章、第 23 章，张 艳霞; 第 II 部分序言、第 6 
章、第 7 章，赵 延东; 第 8 章、第 I 部分序言、第 V 部分序言，唐 美玲; 第 10 章、第 11 章， 
孙龙; 第 12 章、第 21 章, 张莉; 作者前言、第 13 章、第 19 章、第 20 章、第 36 章, 陈璇； 
第 15 章、第 17 章，王 晓辉; 第 16 章、第 24 章，郝 玉章; 第 18 章、第 34 章、第 40 章，易松 
国; 第 22 章、第 IV 部分序言，唐 利平; 第 25 章， 黄河; 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0 章，龙书 
琴; 第 27 章、第 28 章，聂 春雷; 第 31 章、第 32 章，罗 凌云; 第 35 章, 乐章; 桌 37 章，习 
涓、徐 连明; 第 38 章、第 39 章、第 VI 部分序言，苏 莹荣; 第 41 章，徐连明。各章译者翻 
译完后，由风笑天与陈璇进行了校订。 

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会存在一些误译和错译的地方，欢迎各位 
专家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以便重印时及时校正。 


风笑天 

2006年12月于南京 


作者前言 


本书第2版几乎是一本新书，第1版中的多半章节都由新的著述所替换。本版新 
增了 33位各章节的作者(含合著者），新增了 6个全新的主题内容，包括酷儿理论、表 
演民族志、证词法、女性研究中的焦点群体、应用民族志、人类学诗歌等。在第2版中 
保留下来的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第2版是第1版的继续。在第1版的前言中，我们曾断言，过去的20年在社会科 
学领域悄然进行了一场方法革命，学科间的界线正在模糊化。在理论与研究中对 i 全释 
性定性方法的共同关注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越来越靠近。我们认为，尽管这些 
趋势并非什么新趋势，但是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所发生的“定性革命”影响范围 
之广还是非常令人惊奇。人们对于第1版强烈、积极的反馈也肯定了我们的断言。对 
于第1版如此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诧异。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可从该版本中找到进行教 


学与开展新研究所需的有用资料。 

本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三大读者群依然是:想学习如何做定性研究的 
研究生，希望对本领域有更多了解的有兴趣的教学人员，那些已经是本书所讨论的某 
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仍然希望了解该领域最新发展的学者。我们未敢设想 
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也不敢想象本书会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 
课本，但它确实做到了。1998年，在第1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三册平装本的课本， 
即《定性研究方法导论》、《定性研究策略》和《定性资料的诠释》。 

正如托马斯.施瓦特所言（见本书第7章），我们可能发现定性研究即是“开始于 
1970年代的学术界的改革运动”的别名。在这场运动中，诠释范式和批判范式以其多 
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核心。托马斯.施瓦特认为实际上这场运动包含了多重范式 
的理论,还包含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的认识论与伦理的批判。现在该运动已 
经有了自己的期刊、科学协会、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学岗位等。 

发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领域的转型在随后这十年中继续不断地获得动 
力。到了 20世纪末，现在几乎没有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回顾这次叙述性转型。现在 
我们进而知道男人和女人对文化的写作是不同的，而且写作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 


活动。 




用实验法写作第一人称民族志文本现在已非常普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 
在探索民族志写作的新方法，其中许多人在写作小说、戏剧、表演文本，以及民族志诗 
歌等。社会科学的期刊在主持着关于虚构文本的辩论。公民新闻学正在塑造、在呼吁 
一种公民的或曰公众的民族志。 

目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定性研究实践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朝着积极的方向改 
变。所以，值此21世纪来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作为生产性调查形式 （ Peshkin ，1993) 
和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再一次地探讨。本书第2版 
的这一纲要就是要展示定性研究的话语如何能够被用来帮助创造、想象一个自由民主 
的社会。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某种形式支持这一课题。 

出版商告诉我们，理想的手册应该代表某一领域知识的 浓缩; 它应该成为一本综 
合现存文献的标志性的书卷，有助于界定和塑造该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正是这一训令 
指导了本书第1版的组稿。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带一本定性研究方面的书去一个荒岛 
(或者准备一次研究生的综合考试），那么你需要的就是一本手册。1996年的春夏我 
们再一次回到这一训令之下，问自己如何能够最好地展现本领域自1994年以来所产 
生的新成果。 

定性研究的“领域” 

本书封面设计(指英文原版）的布兰克林大桥图片别有蕴涵。就像这座复杂的建 
筑一样，本书在新与旧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连接了多种诠释群体，延伸到不同的领地， 
提供了一条在公与私、科学与神圣、学科研究与艺术表达之间自由进退的通道。 

无须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能发现，定性研究“领域”自1991年春以来已经经历了 
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我们正开始计划本书的第1版。我们再一次地了解到定性研究领 
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紧张、矛盾和犹豫徘徊来加以界定。这些紧张（许多都 
是1991年以后出现的）在本领域相互竞争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纵横捭阖。 

这些紧张并非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舞台之上。我们发现护理与传播学方面的定性 
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象征互动主义 
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与教育研究中批判理论家的兴趣也迥然不同。而且，定性研究 
者的学科网络未必相互连接，他们未必相互对话、相互阅读。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不同风格、类型研究的内在矛盾，以及跨越不同 
学科、民族、种族、文化和性别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再一次试图将定性研究领域凝聚、诠 
释、组织起来。在导语和结论章节，我们对这些张力如何自我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界定。 
各章节作者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领域的看法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在我们与许多作 
者的隐含对话中表现明显。为了读者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以那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困境，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张力与矛盾之中。 

诺曼 • 邓津负责的是文化研究、表演文本、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部分，强调社会文 
本及其建构的重要性。伊冯娜 • 林肯宣称是建构主义者,她极为注重的是理论和范式 
的形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后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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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给本课题带来的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邓津的基地是社会学、传播学、 
人类学和人文学科。这些倾向塑造了本书的结构，让我们直接进入彼此的对话。尽管 
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例如，关于各范式是否可以相互沟通、整合的问题），但我们 
俩的声音在本书中都常常可以听到。其他的编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视野，用不同的方法 
界定这一领域、建构本书。他们为每一主题选择不同的代言人,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 
不同的方法，或者干脆组织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组织是从一般到具体，从过去到现在。第 I 部分是对本领域的定位，从历 
史开始，然后转到应用定性研究传统，探讨实地研究的他者、政治与伦理。第 n 部分专 
门讨论现在正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之定性研究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与当代的主 
要范式。其相关章节包含从相互竞争的各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 
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检释性的视角。第瓜部分专门讨论研究者可以用于具体研究 
的主要研究策略(历史地讲是研究方法）。方法问题以定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 
而这种设计又总是开始于一个社会情境中的研究者，他的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 
( 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如此定位之后，研究者然后才提岀在任何研究中都能运用 
的方法的 范围。 第瓜部分的11章广泛探讨了这些研究策略的历史与应用。 

第 IV 部分检视了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它探讨的内容从访谈到观察，到运 
用文化物质文献和历史记录,到视觉的、个人的经历，再到数据资料管理、计算机应用、 
叙述、内容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分析方法。第 v 部分探讨的是解释的艺术，包括定性资 
料之适合性的判断标准、诠释的过程、写作文本，以及定性政策研究与评估等。第 VI 部 
分着重论述定性研究的未来与前景。 


修订版的准备工作 

1996年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全天的会议上开始了关于修订版的慎重讨论。作 
者中有两人，彼特 • 拉贝拉 (Peter Labella ) 和米奇 • 艾伦 （Mitch Allen ) ，参加了与来自 
Sage 和 AltaMira 出版社的编辑的会谈。我们冗长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 
从外部注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新的视角。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聚集了在国际上和 
跨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成编委会，这有助于我们挑选同样著名的作者、准备全 
书的内容，以及阅读每一章的萆稿（通常有多个草稿）。我们将编委会各成员视为一 
扇通往他们各自领域的窗口。我们就那些需要探讨的关键主题、视角和歧见搜索相关 
信息。在彼特 • 拉贝拉的帮助下，我们还回顾了来自选用本书第1版作为教材者的调 
查反馈。我们寻求发现他们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选择编委会成员和各章 
节作者时，我们试图跨越学科、性别、种族、范式和民族的界限。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 
视野来实现我们自己学科盲点的最小化。 

我们从编委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反馈,包括对于新章节以及每一章中不同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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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还有对于不同章节之作者的建议等。本书的每一作者（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 
获得了国际承认)都被要求探讨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历史、认识论、本体论、试验文本、 
关键分歧、竞争性范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 

对批评家的反应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实地的对本书第1版的巨大反响，特别是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 
地将本书（以某种形式)选作学生必读书目的教授们的反馈①。我们也感谢对本书的 
批判性反应。本书有助于开启一块长期被遗忘的对话的空间。许多读者将我们的方 
法用于实地时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指出了更多需要对话的地方。 

对于第1版的批判包括以下 这些: 框架不够张扬、对于芝加哥学派关注不够、太注 
重后现代时期、有一个过于武断的历史模型、选择性太强、过分强调第五阶段和代表性 
危机、太重视政治正确而对知识本身重视不够、对如何去做的相关论述不够。有些人 
觉得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也感到很 疑惑: 既然已经发生了叙述的转型，那么我们 
如何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呢？ 

我们不可能为本书第1版和第2版中总共八十多位各章节的作者进行辩护。每 
个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个立场。作为编者，我们试图展现多种相互竞争的意 
识形态和参考文献框架。本书既不是,也不试图成为邓津和林肯观点的传声筒。我们 
并不是在说,做研究只有唯一一种方法，也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所谓 
的旧方法就是坏的。我们只是在讲，这是将这一领域理论化的方法之一，而且我们发 
现这种方法很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并不简单。它超越了各部分之和，而且每一章节内部及各章节之 
间都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希望读者在这些空间之中发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 
们渴望在这些空间之中产生新的对话。这将是一种温和的、探索性的、邻里式的且具 
有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在构成今天所谓定性研究领域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诠释 
性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界定本领域 

这些诠释性群体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尝试运用定性的、诠释 
性的方法帮助他们 （ 以及其他人)理解那些用以界定世纪之初日常生活之令人生畏的 
背景②。这些人应用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以 
及文化研究等模式进行诠释。他们运用了本书第 Iff 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研究策略（+ 
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自传法、历史法、参与法以及临床法等）。作为诠 
释性研究者,这个群体的成员精于使用本书第 IV 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经验资料收集与分 


① 我们感谢伊萨穆 • 以托 （Isamu Ito) 教授对本部分的建议，感谢彼特.拉贝拉做出的评论。 

② 这一部延伸了邓津和林肯 （Denzin & Lincoln,1995)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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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方法。而且,作为本书章节的作者和诠释者，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文章时运用了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准 ®。 

这些学者构成了松散定义的国际诠释研究群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坏的”、淡 
然无味的、解放性的还是有问题的分析与诠释，他们逐渐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不 
断地挑战“真实”与建构之间的 界线; 他们认识到所有的事件和理解都可以调节，都可 
以通过人际互动和物质材料的实践,通过本领域的话语、对话、写作、叙述、科学论文、 
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表演故事等变为真实。 

这个群体在正在浮现的跨学科态势的中心与边缘都能起作用，而这一态势跨越了 
原来各自独立的一些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传播学、种族、民族、宗教与妇女研究、社会 
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健康护理，以及教育学等。 
这一点鲜明地表现为其整体状况上的悄然变迁，表现为跨国的、跨学科的对话,表现为 
实践与习惯上倾向实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实用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一场革命悄然发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与哲学的关注，它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主义 
传统。因而，它是一种理论立场，它认为实践与方法优先于反思与有意识行动。事实 
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预设话语对观察的优先权。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和后 
结构主义）只是让我们对待话语要像对待观察 ( 或者其他实地方法）一样严肃，让我们 
认识到话语是让我们与那些未亲临实地的人分享我们的观察的路径。 

正是这种焦虑帮助我们认识话语的潜在力量,该力量现在将我们留在了后现代主 
义的门檻边，向我们暗示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来临。事实上，当代定性的、诠释 
性研究存在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域之中。本领域目前的历史分六个阶段再加一个第 
七阶段——未来。这些阶段在相互循环、相互竞争、相互界定。在同一时间，话语向着 
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效果就是，既为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创造新空间、新机会和新局势， 
又将其他的方法搁置一旁。 

有些人会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版本的定性研究边缘化和政治化,将其等同于激 
进的相对主义、自我叙事和摇椅上的评论。有些人批评本书对于亲历亲为的实地法没 
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研究“真实的”世界的文本也没有给予足 
够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想为本课题寻找一种有倾向性的、正统的，却机敏灵活的版本， 
他们回归到芝加哥学派，或回归到当前正式的、分析性的、现实主义的版本。有些人会 
从目前局势的内部进行批判，认为话语对观察的优先并未产生评价诠释性研究的合适 
标准。当只剩下声音与诠释之时，他们疑惑的是以后怎么办。许多人还要求一个规范 
的框架评价他们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愿望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竞争、矛盾以及 
哲学上的紧张使得在这些问题上业已取得的共识显得不甚突出。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详细的历史比较,尽管每一章节都包含了描述历史的内容。 
我们所有作者的目的都是指向未来，指向十年以后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态势。当然， 


①这些标准包括从后实证主义的（信度与效度的变异，如信用与信任）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 
注重强调合著的、唤起式表演文本，这些文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了伦理上负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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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还是在早期历史阶段所界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它也应该如此。 
做检释性的定性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方法。我们这些诠释性研究者都是在比照着过 
去进行着现在的研究并探索着走向未来。 

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竞争性定义 

定性研究课题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人们永远抵制任何企图给该课题强加某个唯 
一的、像伞一样笼罩性的范式的做法。诠释性的课题有多种，包括表演民族志,立场认 
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志，与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课 
题,几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民族方法论的多个分支，预言性的、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为基础的批判文化研究模式，国际文化研究课题，等等。 

这些定性研究课题中的每一种一般都同时沿着四个方向发展 :①“ 在诠释理论中 
迂回徘 徊”； ②对代表政治的分析和对文学、文化形式的文本分析，包括其生产、分配 
与 消费; ③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定性 研究; ④对介人课堂与地方社区批 
'判文化研究的新的教育与诠释性实践的调查。 

谁的革命 

总之 ，一 个统一的但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论点组织了对本书中今日之定性研究方法 
论状况的讨论。首先，这个课题发生了变化，因为定性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 
变化。它变化了，也因为各地的诠释性研究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 不管是理论上还 
是方法上）。分裂与差异界定着全球文化经济。这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研究中 
有必要超越国家或当地群体来进行思考。 

其次，现在是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志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在电子化世界经济中 
流通。民族志可能是后现代世界中主要话语形式之一，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 
理所当然地了解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 
义的定性研究(参 见: Snow ， 1999, P .97)®。 全球与地方性的法律过程已经抹去了民 
族志研究者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个人的与制度的差距。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 
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 
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而且，不止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已受到 
起诉。 

第三，这是一个性别化的课题。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家质疑 
这样一种异性的、民族志叙事文本的传统逻辑， S 卩,在实际的叙述中，将民族志研究者 
反思性地定位成性别中性化(或男性化）的自我。经历、话语、自我理解和更宽泛的关 

①詹姆森 (Jameson,1990) 认为,现实主义文本建构其版本的世界是通过“将读者……编人 程序； 在新习惯 
新实践中训练读者……这种叙述最终必须产生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客观或外在世界的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是 
历史的，它可能在其他生产模式下进行决定性的修正，如果不是在以后阶段的话” （P. 166) 0 新民族志文本正在 
生产自己版本的现实,正在教读者如何介人这一视野的社会世界。 


作者前言 w 


于种族、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年龄等的文化假设相互碰撞。确定的身份已经决不可 
能 存在; 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要问的不是“我是谁? ”，而是“我在何时何地,我是何 
种状 况?” （ Trinh ， 1992, p . 157) 0 

第四，定性研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但它也是道德的、讽喻的、治疗性的课题。民 
族志不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民族志研究者写作一些小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不 
仅仅是文化差异的汇聚，也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重生。正如威廉姆•福克纳 （ Faulk ¬ 
ner ， 1967, p .724) 所言，研究者的故事写作是一种支柱，它帮助男人和女人们忍受和 
超越21世纪的黎明岁月。 

第五,尽管对定性研究领域的界定常常存在断裂与分歧，但是该课题一直有一个 
中心: 即明确地宣称从互动个体的视角人道主义地研究社会世界。从这一原则分化出 
自由与激进的行动政治学，其研究者分别来自女性主义、临床研究、民族研究、批判理 
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虽然在定性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诠释 
性群体，但是它们都统一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最后，定性研究的第七阶段将由民族志研究者贯彻以上假设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界 
定。这些状况为定性研究在21世纪的转型支起了一个平台①。 


本书背后的故事 


写作诸如此类的一本书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和任何其他相同规模课题的困难相似。 
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在本领域活动中产生的根本性张力与矛盾。在本书第1版中，许多 
“适合”某些章节写作的学者或者联络不到、太忙、负荷过重或者去海外做实地研究去 
了。因此，我们找其他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却证明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适合”。几乎没 
有重叠的网络覆盖我们所试图囊括的众多 学科。 尽管这一次我们对该领域了解更多 
了一点，但是关于应该向谁询问如何去做我们依然不甚知晓，还有许多未知空间。我 
们遭遇了学科的界线——包括我们自己的——发现了在不同的诠释性群体的内部围 
绕我们的每一主题存在不同的传统。要知道如何跨越这些常常很困难,而我们的桥梁 
又常常是移动性的建构。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关于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迥异的理论风 
格，其建构的基础包括学科的、认识论的、性别的、种族的、民族的以及国家的信仰、疆 
界、意识形态等。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 
情愿地进人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争端清楚地指出了本课题的政治特性，指出了一个 
事实，即每一章节都是一个潜在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多重诠释的领地。不止一次， 
我们和某个作者以及某个编委会成员产生了分歧。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要在编委们相 
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裁决，在意义形成与交际手段之间进行连接。很遗憾，在某些情 
形下我们造成了感情伤害，或者甚至损害了长期的友谊。如果有先见之明，许多事情 
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真诚致歉。 


①最后,我期待一个持续的定性研究的表演转向,作者为他人表演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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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及作者与顾问专家,努力地探询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术语的意义,这些术 
语包括理论、范式、认识论、诠释性框架、经验资料与数据、研究策略等。我们发现，定 
性研究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 

即使有两千多页的初稿,我们还是放弃了追求全面的目标。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 
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 
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 
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 
耐性。 


本书的阅读 

如果我们自己对本书作评论，我们将指出我们自己所见的不足。在某些意义上， 
这些不足类似于我们在1994年版本中的发现——过分依赖各自学科（社会学、传播 
学、教育学）的视角，缺乏对自我及其在实地研究情境中的位置的研究，对新的社会与 
文化历史的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努力地想避免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涉及了 
第1版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地试图涵盖应用定性研究的更多领域。我 
们帮助开启了各章节作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为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学）的更多 
的声音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依然缺少代表有色的及第三世界人们的声音。而你，读 
者，肯定对本书有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关注另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本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做定性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本书是一种社 
会建构，一种社会实施的、共同创造的实体。而且，尽管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随 
着一代代的学者、研究生反复地使用它、修改它，从它发起更多的方法论范式的、理论 
的、实践的研究，它将毫无疑问地被再创造。它并非一个最终的论断。它是一个起点， 
一个新思想、新研究的跳板。新的研究新鲜而敏感，模糊了学科间的界线，但总能深化 
我们对较大的人类研究课题的理解。 

尽管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我们希望这个课题有助于定性研究在人类研究学科中逐 
渐成熟并扩大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原来所受到的训令，我们希望它能说服你——读 
者，相信现在定性研究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使你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 
于定性研究传统之中。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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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定性研究的学科与实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RODUCTION： THE D 



在人文学科中，定性研究有着悠久的、卓著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历史。在社 
会学中，“芝加哥学派”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工作，建立起定性研究对于研 
究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性。在同一个时期的人类学中，博厄斯 （ Boas )', 米德 
( Mead ) ，本尼迪克特 （ Benedict ) ，依万斯一普里査德 （ Evans - Pritchanl ) ，拉德利克 
夫-布朗 （ Radcliffe - Brown ) ,以及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 关于学科定义的研究 
描绘出田野工作方法的轮廓 （Gupta & Ferguson ，1997 ; Stocki n g ， 1986,1989)。议 
程是清晰 的:观 察者到一个异质的背景中，去研究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风俗和习 
性（见本书第2章、第17章。对于这一传统的批评，又见：1108^€1 0 ，1989，1» { ).25- 
45) 。很快，定性研究又在其他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学科中得到应用，这些学科包 
括教育学 （ 特别是杜威的工作）、历史学、政治学、商学、医学、护理学、社会工作以 
及传播学。 

在本书第2章中，维迪奇（ Vidich ) 和莱曼< Lyman ) 描绘出这一历史的许多关 
键特征。在这一经典的分析中，他们 指出：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社会学和人类 
学中，定性研究“来自于对理解‘他人’的关注”，而且，痒种他人还是外国的他 
人，一种来自比研究者本国文明晖度更低的外国文化的、原始的非白人。当然， 
在有人类学家很久以前就有殖民主义者。尽管如此，殖民地将不再存在，现在后 
殖民地也不再存在，历史由于这种将黑皮肤的他人转变为民族志学者关注对象 
的探究精神而有所 不同。 

贝尔 • 胡克斯 （Bell Hooks , 1990, pp . 126-128 ) 正是把阋读《书写文化》 
{Writing Culture,CliSord & Marc US ，1986) —书封面上的著名照片作为这种精神的 
一个例子（另 见： Behar ， 1995, p . 8; Gordon ， 1988)。该照片描述了斯蒂芬 • 泰勒 
(Stephen Tyler ) 在印度做田野工作的情景。泰勒坐在离三个黑色皮会的人不远 
处。一个孩子从篮子里伸出头，一个妇女处在棚屋的阴影处，一个男人，肩上披 


①作者注 :我们 十分感谢许多在本章的撰写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包括埃贡 • 古巴，米奇 • 艾仑，彼特•拉 
贝拉，杰克 • 布拉奇 Bnrtich ) 和凯瑟林 • E • 瑞安。我们采用了格普塔和弗格森 (Gupta & Ferguson , 1997 
书名作为这一章的副标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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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黑白相间的披肩，肘部支撑在膝盖上，手停在面孔的一边，凝视着泰勒。泰勒 
正在记田野日志，或许是为了遮阳，一块白布搭在他的眼镜上。这块白色的点 
缀，标志出泰勒作为白皮肤男性作者正在研究这些被动的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 
们。的确，棕色皮肤男人的凝视显示出某种期望，或者对泰勒的某种依附。和他 
形成对照的是，妇女的凝视被完全隐藏在阴影中，用该书中标题的话来说，阴影 
覆盖了她的面孔（ hooks , 1990, p . 127 ) Q 所以，这一张在20世纪后半叶民族志方 
面或许是最有影响的著作的封面照片，复制了“两种在种族主义者想象中十分鲜 
明的观念 ：白人 男性作为作者/权威的观念……和被动的、什么也不做、只会盯着 
看的棕色/黑色男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观念” （ hooks ,1990, p , 127) 。 

在导论这一章中，我们将定义定性研究的领域，然后穿越、描绘和回顾定性 
研究在人文学科中的历史。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在其历史时期 （historial moments ) 
之内来确定这本书及其内容的位置（历史时期是某种人为的东西，它们是由社会 
建构的，准历史的，与惯例重叠的。不管怎样，它们将允许一种发展中的思想的 
〃表演”。它们也使得我们对有关民族志与定性研究的缺陷和许诺的强词夺理增 
加了敏感性）。我们将为阅读定性研究展示一种概念的框架，起到一种多文化 
的、对产生过程说明的作用。然后，将对后续的各章提供一个简要的介绍。再回 
到维迪奇和莱曼以及胡克斯的观察上来，我们将以一段简要的关于定性研究和 
^要的种族理论（另见本书第9.章和第35章）的讨论作为结束。正如我们在序 
言中所指出的，我们用桥梁来比喻后续各章的建构。我们把这本书看作是一座 
连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研究方法、各种范式，以及各种解释性学者的社团的 
桥梁。 


定义问题 


定性研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它横跨不同的学 
科、领域和主题①。在定性研究这一术语下，包含着由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 
术语、概念和假设所组成的家族。这其中包括基础主义、实证主义、后基础主义、 
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传统，以及许多与文化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联系 
的定性研究视角与（或）方法（参见本书第1卷第 n 部分的章节）②。一些分别 
地、详细地论及多种方式与方法的文献被归于定性研究的范畴中，例如个案研 


① 定性研究在教育学、社会工作、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组织研究、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有着各不相 
同的历史。 

② 这里我们列出某些定义。实证主义声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的说明。后实证主义认为，由于所有 
考察现实世界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因而我们只能对现实世界作出部分客观的说明。根据基础主义的观点，我们 
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最终的基础，这种基础包括对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的运 s (Schwandt ， 
1997, p.103) ;非基础主义认为，我们可以作出有关世界的陈述而不需要“求助于这种认识的最终的证据或基础，） 
(P. 102) ，■半基础主义则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新现实主义的标准，包括相应的真理概念，来作出有关世界的确定的 
知识断言,存在一种独立的可以被映射的现实(本书第34章）。 




1 导 论:定 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 


究、政治与伦理、参与性研究、访谈、参与观察、视觉方法和解释性分析等。 

在北美，定性研究在跨越七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 我们在下面将详细讨论这些 
时期）的复杂历史领域中发挥作用。这七个历史时期相互重叠，并且在目前同时 
起作用①。我们分别将它们定义 为：传 统时期 （1900 — 1950) ;现代主义时期或者 
黄金时期 （1950—1970) ;类型模糊时期 （1970—1986)； 表述危机时期 （1986— 
1990) ;后现代时期，即实验的和新民族志的时期 （1990 — 1995) ;后实验研究时期 
(1995 — 2000) ;以及未来时期，也就是现在 （2000 年以来）。未来时期，即第七个 
时期，将与道德对话及宗教文本的发展有关。第七个时期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成为有关民主、种族、性别、阶级、民族一国家、全球化、自由和社区的重要讨 
论场所 。 

后现代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一种对文学和修辞学比喻以及叙述性转折 
的关注 ，一 种对讲故事、对采用一种新方式构建民族志的关注来定义的 （Ellis & 
Bochner ,1996) 0 劳雷尔.里查德森 （Laurel Richardson ,1997, p . 173) 注意到这一 
时期是由一种新的敏感性、怀疑以及拒绝给予任何方法和理论以特权所形成的。 
但是现在，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叙述性转折已经被接受。许多人已经学会如 
何不同地写作，包括如何将他们自己置于其文本之中。我们现在正在为把定性 
研究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希望、需要、目标和承诺相连接而奋斗。 

认识论的连续不断的理论化浪潮贯穿了这七个时期。传统时期与实证主义 
的、基础主义的范式相伴随。现代主义时期或黄金时期以及类型模糊时期则是 
与后实证主义争论的出现相联系。同时，各种各样新的解释性、定性的视角，包 
括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文化研究以及女权主义都被采用②。在类 
型模糊阶段，人文学科成为重要的、解释性的理论以及定性研究项目广泛构思的 
中心资源。研究者成为了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参见下文），学习 
如何从各种不同的学科中进行借鉴。 

类型模糊阶段产生出下一个阶段——表述危机时期。 在这一 时期中，研究 
者为如何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对象置于反身的文本 （reflective text ) 中而斗争。 
一种方法论的双向传播发生了。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迁移，寻找新的社会理论、 
新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当地的、民族志的背景。社会科学转向人文学科， 
希望学习如何分析有着复杂结构和后结构的社会文本读物。从人文学科那里， 

.①詹姆森 ( J a m e so n ，1991， PP .3-4) 提醒我们，任何划分历史时期的假设都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拒绝直线 
的、类似于阶段的模式的假设。一个阶段所指那段现实从来都是不清楚的，用什么来划分出一个阶段而不_是另一 
个阶段也总是充满争议的。我们的七个时期只是希望在风格、类型、认识论、种族、政治和审美方面标 出可" 辨别的 
变换。 

②下面是某些进一步的定义。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一组嵌人语言中的相对立的类别所组成的。 
符号语言学是有关符号或符号系统的科学，这种系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项目。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 
种不稳定的参考体系，因此，要完全地掌握一种行为、文本或意图的含义永远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从 
二次世界大战以來发展起来的、不给任何一种权威、方法或范式以特权的当代意识。诠释学是一种强调先前的理 
解和偏见是如何形成解释过程的文本分析方式。现象学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它是与胡塞尔 （Husserl) ,海德 
格尔 （Heidegger) ，萨特 (Sartre) ，梅隆 一庞蒂 (Merl eau -Ponty) 和艾尔弗 雷德. 舒尔茨 (Alfred Schutz) 的著作相联系 
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复杂的、多学科间的领域，它融合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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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也学习到如何产生出不能按过分单纯化的、线性的、不容置疑的方式 
来阅读的文本。文本与背景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在后现代实验时期，研究 
者继续偏离基础的和准基础的标准（见本书第 34 章、第 36 章、第 40 章）。人们 
寻求替换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既根植于本土的理解，同时又能够被证明是具有 
唤起作用的、合乎道德的和重要的。 

任何定性研究的定义都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历史领域中起作用。定性研究在 
这些不同的时期中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初 
始的、一般性的 定义： 定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 
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活 
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陈述，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 
片、记录和自我的备忘录。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 
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 
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来解释现象①。 

定性研究包括使用和收集各种经验材料的 研究： 个案研究，个人经历，内省， 
生活史，访问，人文产物（ artifacts ) 研究， 文化文本和产品研究，观察的、历史的、互 
动的以及视觉的文本研究——描述日常事务和有疑问的环节以及个人生活中的 
意义。因此，定性研究者使用广泛的、内在相连的解释性实践，希望总是能够得 
到一种对身边的主题更好的理解。然而，不难理解，每一种实践都会以一种不同 
的方式感知世界。因此，一种常见的约定是，在任何一项研究中都运用不止一种 
解释性实践。 一 

作为用手头工具搞弄傪理者 （bricoleur) 和百衲枝喇作老 （quilt maker) 的走 
牲研先者 

定性研究者可能具有多种类别的 形象: 科学家、自然主义者、田野工作者、新 
闻记者、社会批评家、艺术家、表演家、爵士音乐人、电影制作者、百衲被制作者、 
随笔作家。定性研究的许多方法论实践可以被看作是软科学、新闻报道、民族 
志、拼凑物品、缝制百衲被，或者蒙太奇。类似的，研究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用手 
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一个缝制百衲被的人,或者，一个电影制作者，一个将 
各种图像装配成蒙太奇的人（关于蒙太奇，见下面的讨论以及 Cook l981pp 
m-I 77 ; Monaco ,1981, pp . 323-328； 关于缝制百衲被，见 hooks , 1990, pp . 1 15-122； 
Wolcott , 1995, pp. 31-33) o 

内尔森、特雷克尔和格劳斯伯格 （ Nelson,Treichler & Grossberg , 1992) ，利瓦 
伊一斯特劳斯 （ Levi - Strauss ,1966) ，以及维特根斯坦双氏 （ Weinstein & Weinstein ， 


①当然，所有的背景都是自然的一即日常经历所发生的地方。定性研究者在人们做事情的地方将人们 
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一起研究 （Beck er ，1986)。 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实地场所或者自然的地方并不存在 （ Gupta & 
Ferguson,1997 ) p.8) 0 这种场所由研究者的解释性实践所构成。从历史上看,分析家区分了实验的 （实验室） 与 
实地的（自然的）研究背景，因此，得出了定性研究是自然主义的观点。行动理论则抹掉了这种区别 （KeUer & 
Keller ，1996， p. 20; Vygotsky, 1978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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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说明了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和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的含 
义①。一个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是一个“万事通或一种职业性自己动 
手的人” （ Le V i - Stm USS ，1966， P . 17)。有许多种不同的摆弄修理者——解释性的、 
叙述性的、理论性的、政治性的（见下文）。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产生出一种利用 
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即一组凑合在一起、对一种复杂情景的细节做出 
的合适的描述。“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所得结果的解答（利用手头的东西 
拼凑成的物品）是一•种 （ 自然发生的）检释 ” （Weinstein & Weinstein ，1991， 
P . 161 ) 。当不同的陈述和解释工具、方法及技术被添加到这一难题上时，它改变 
并采取了新的形式。内尔森等人 （Nelson et al . ，1992 ， p . 2) 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描述为“一种利用手头的东西拼凑成的物品。这即是说，其对实践的选择是实用 
主义的、战略性的和自我反身的”。这种理解可以有条件地应用于定性研究。 

作为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者或者百衲被缝制者的定性研究者，运用审 
美的和带有其手艺的物质工具，并调动手边所有的策略、方法或经验材料 
( Becker ，1998 ， p . 2) 。如果必须发明或者凑集新的工具或技术，那么，研究者将 
会去做这一切。事先不必对使用哪种解释性实践进行选择。“研究实践的选择 
依赖于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背景 ” （Nelson et al . ,1992, 
P. 2) ，依赖于在背景中什么是合适的，以及在那样的背景中研究者能做什么。 

这种解释性的实践包括审美的问题 ，一 种超岀了实用主义或实践的表述美 
学。在这里，蒙太奇的概念是有用的 （ Cook , 198 l , p . 323； Monaco , 1981, pp . 171- 
172)。 蒙太奇是一种编辑电影画面的方法。在电影摄影术的历史中，蒙太奇是 
与谢尔盖 • 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 的工作，特别是与他的影片《波特金号战 
舰》 （7 %e Battleship Pofem 仏， 1925) 相伴随的。在蒙太奇中，几个不同的形象一个 
接一个地层叠出现，创造出一幅画面。在某种意义上，蒙太奇就像修饰痕的重 
现，在这种重现中，某些一直被涂在画面下层的图案（一种被画家“悔改掉的”或 
否定掉的图像）再次成为可见的，并创造出某些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正是一 
直被先前的图像弄模糊的东西。 

就像爵士乐一样，蒙太奇和修饰痕的重现，是一种即兴创作，它创造出某种 
将图像、声音以及理解混合在一起、交叠在一起的感觉，形成一种复合的、新的作 
品。图像似乎是相互塑造、相互定义，产生出一种情感的格式塔效果。这些图像 
经常在一种快速运转的电影情节中结合在一起，几个图像围绕着一个中心或者 
焦点画面或者情节，产生出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旋转的聚集。这种效果经常用 
于表示时间的流逝。 

也许蒙太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波特金号战舰》中敖德萨台阶 （Odessa 

①根据维特根斯坦双氏 （Weinstein & Weinstein, 1991 ) 的观点，“在法语日常讲话中, bricoleur 的意思是‘用 
他(或她）的双手和比工匠更曲折的方式工作的人’…… bricoleur 是实践的和干活的” （ p .161)。 通过将这一术语 
与德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格奥尔格 • 齐美尔 （Georg Simmel) 与鲍德莱里 （Baudelaire) 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两 
位作者提供了这一术语的一种历史。哈默斯利 （Haimnersley ，待出版）则抵制我们对这一术语的运用。遵循利瓦 
伊一斯特劳斯的观点，他把 bricoleur 错误地当作创造神话的人。他建议用造船者( boatbuilder) 的概念来取代这一 
术语。哈默斯利也不同意我们关于定性研究的“时期”模型，认为它暗示着某种进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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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 的情节①。在影片的高潮，敖德萨的平民正被拥护独裁统治者的军队屠杀 


于通向港口的石阶上。爱森斯坦剪辑了一位年轻的母亲镜头，她在开枪的军队 
前面将她的孩子推进马车穿过码头。平民们冲过她的面前，摇晃着马车，这使她 
很担心，便将马车推到下一段台阶的下面。军队在她上面，向平民射击。她被困 
在军队和台阶之间，她尖声喊叫。硝烟中来福枪迸发出的射线直冲天空。这位 
母亲的头转向后面，马车的轮子在台阶的边缘摇摇欲坠。母亲的手紧紧抓住她 
腰带上银色的搭扣。在她下面，人们被士兵追打。鲜血滴在母亲雪白的手套上。 
婴儿的手伸出了马车。母亲来回地转头，军队向前去了。母亲倚靠着马车 。一 
位妇女惊骇地看着马车的后轮滚出了阶梯平台的边缘。随着速度的加快，马车 
猛地冲下台阶，碾过死去平民的身体。婴儿在马车内来回撞击。士兵用来福枪 
向一群受伤的平民开火。当马车跳越过台阶，倾斜，翻倒，一个学生发出惊叫 
( Cook ，1981 ， p . 167) ②。 

蒙太奇运用简洁的图像清楚地创造出紧张、复杂的感觉。随着场景的铺开， 
蒙太奇引导着观众以一个个场景为基础去建构解释。这些解释建立在联想上， 
而这些联想的基础是对混合在一起的图像进行相互对比。蒙太奇的基本假设 
是: 观众是根据一种“不连续的，也不是一次一个的，而是同时性的蒙太奇序列” 
( Cook , 1981， P . 172) 来感知和解释镜头的。观众一次性地将所有的序列集中在 
一起，形成一种有意义的感情整体，就像匆匆一瞥那样。 

运用蒙太奇的定性研究者就像是一个缝制百衲被的人，或者一个爵士乐的 
即兴表演者。这种人将现实的碎片集缝合、编织在一起。这一过程创造并带来 
了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统一，成为一种可解释的经验。在当前的定性研究中有许 
多蒙太奇的例子（ Diversi , 1998 ; Jones , 1999 ； Lather & Smithies , 1997； Ronai , 1998) 0 
拉舍和史密西斯 （Lather & S m ithies ，1997) 用多样的声音，不同的文本形式，以及 
各种不同的字体，编织了一个复杂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艾滋病病毒阳性 
患者和女性艾滋病患者的主题。琼斯 （ Jones , 1999) 用来自于比莉.哈乐黛 
(Billie Holiday ) 所唱的优郁布鲁斯歌曲（蓝调音乐）中的抒情诗创造了一个表演 
的主题。 

在基于蒙太奇隐喻、缝制百衲被，以及爵士乐即兴表演的主题中，许多不同 
的事物在同一个时刻发生——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全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 
角。像表演的主题一样，作品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同时创造并制定了精神的含义。 
它们从个人的发展到政治、从当地的发展到历史和文化，这些都是对话的主题。 


① 布雷恩 • 迪帕尔玛 （Brian De Palma) 在他1987年的影片《贱民》 {/r« 0U cAa6fc) 中，再现了这一婴儿 
马车的场景。 

② 在港口，波特金号战舰的两门大炮的炮口慢慢地转向照相机。银幕上的文字在告诉 我们: “残忍的军事 
力量用战舰上的大炮来作出回答。”最后，一个著名的三镜头式蒙太奇序列首先显示出一个沉睡的卿子的雕塑， 
然后是一个从沉睡中醒来的狮子，最后是一个怒吼的狮子，象征着俄罗斯人民的愤怒 （ Coo k，1981, P . 167)。在这 
一序列中，爱森斯坦运用蒙太奇的方式来展开时间，为这一可怕的事件创造了一个心理上的持续时间。通过抽出 
这一序列，通过展现马车中的婴儿、向市民开火的士兵、滴在母亲手套上的鲜血、台阶上下滑的马车，他揭示出一 
种巨大的毁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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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利用积极的听众，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创造出互让的空间。它们所做的比将 
他人转变成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更多（见本书第15章）。 

定性研究在本质上是多种方法的焦点 （ Flick , 1998, P . 229)。然而，多种方法 
的运用，或者三角测量 （ trigulation ), 反映出一种获得对问题中现象的深度理解的 
企图。客观现实从不可能被捕获，我们只能通过事物的表现去理解它。三角测 
量并不是一种确认的工具或策略，而只是确认的一种替换物 （ Flick , 1998, p . 
230) 。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多种方法论实践、多种经验材料、多种视角，以及多 
种观察者的结合，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因而，严密性、广泛性、复杂性、丰富性， 
以及深入性都作为一种策略添加到任何的探究中 （ Flick ，1998 , p . 231 ) 。 

在本书的第36章中，里查德森就三角测量的概念进行了争论，他坚持认为， 
定性研究的中心形象是晶体状的，而不是三角形的。后实验时期的混合型主题 
就不止三个方面。与晶体状相似，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爵士乐独奏曲，或者缝制 
百衲被的碎片，混合型的主题,都如里查德森所说，“将对称性和带有一种无穷变 
化的形状、形体和颤变的物质相结合……晶体状生长、变化、更替……晶体状是 
折射外部和折射其自身内部的多面体，它创造出不同的颜色、形状和排列，向不 
同的方向释放。” 

在晶体化的过程中，作者从不同的视角来讲述同样的故事。例如，在《一个 
讲了三遍的故事 》 M Thrice-Told 7 We ， 1992 ) 中，玛格利.沃尔弗 （Margery Wolf ) 
用小说、田野笔记和科学论文三种方式，对在一个土著村庄的同一段经历进行了 
说明。类似的，安娜 • 迪典尔 • 史密斯 （Anna Deavere Smith ) 在她的戏剧《镜中 
之火 》（ Fires in Mim > r ，1993) 中，展现了一系列的表演片断，这些片段是根据对卷 
人1991年8月19日发生在克朗 • 海斯 （Crown Heights ) 的一场种族冲突的人的 
访问形成的（本书第35章）^该剧有多场谈话部分，包括与帮派成员、警官以及 
不知名的青年男女的谈话。关于这一事件，不存在“正确的”讲述。每一种讲述， 
就像光射中一个晶体一样，反射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观点。 

三角测量被看作是一种晶体状的形式、一种蒙太奇，或者一种围绕着中心主 
题的创造性表演，因而可以扩展作为有效性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替代。三角测 
量是多样的显示，同时折射出现实。每一种隐喻都“发挥作用”，创造出同时性， 
而不是依次的或者线性的。读者和听众因此而去探索相互竞争的有关背景的想 
象，并变得专注于或融合于所要理解的新现实。 

在方法论上，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的人擅长表演大量不同的任务，其范 
围从访问到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内省。理论性的摆弄修理者阅读广泛，在许多解 
释的范式方面（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建构主义、酷儿理论）知识渊 
博，这些范式可以运用到任何特定的问题。然而，他或者她可能感觉不到各种范 
式可以是相互结合的或综合的。这即是说，我们不能像跨越哲学体系特定的本 
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那样，轻易地在各种范式之间变动。各种范式代表着将使 
用者与特定世界观连在一起的信念系统。相反，视角则是较不发达的体系，我们 
可以十分容易地在不同视角之间变换。作为理论性摆弄修理者的研究者，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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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竞争和相互重叠的视角与范式之间及之内发挥着作用。 

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明白，研究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他或者她 
的个人历史、经历、性别、社会阶级、种族，以及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生活背 
景中的那些人的影响。政治性的摆弄修理者确信，科学就是权力，所以，所有的 
研究发现都具有政治上的应用。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科学。要寻求的是一种建立 
在信任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科学 （ Lincoln ， 1999) 。叙述性的摆弄修理者 
也认为，所有的研究者只是在讲述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故事。因此，科学家所做 
的叙述，所讲的故事，都是在通常定义为范式（例如，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 
主义）的特定的讲故事传统之内，对措辞和框架的说明。 

解释性的摆弄修理者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复杂的、像百衲被一样的拼凑的物 

品，一种反身的抽象拼贴画或蒙太奇-组流动的、相互连接的图像和描述。 

这种解释性的结构像一床百衲被，一段表演的文本，一个将部分连接成整体的描 
述片断。 

作豸多种鮮释性矣我场所的走牲研先 


作为一组解释性活动，定性研究不会给予某种方法论实践比其他不同的方 
法论实践更多的特权。作为一种讨论或对话的场所，定性研究很难作出清楚的 
定义，它没有明显的属于自己的理论或范式。正如本书第1卷第 n 部分 内容所 
揭示的，多种理论范式，从建构主义到文化研究、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研 
究的种族模式，都宣称是对定性研究方法和策略的运用。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 
的，定性研究也运用在许多不同的学科中，它不属于一个单独的学科。 


定性研究也没有一组完全属于自己的明显的方法或实践。定性研究者运用 
符号学、叙事、目录、对话、档案与音素分析,甚至统计、表格、图形和数字。此外， 
他们也利用和使用民族方法学、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扎根理论、解构主义、 
民族志、访问、心理分析、文化研究、调查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方法与 
技术 ®。 

所有这些研究实践“都能够提供重要的眼光和知识 ” （Nelson et al . ,1992, 
P. 2) o 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或实践比其他的方法或实践有更多的特权。这些方 
法或研究实践中的大部分一直应用于人文学科的其他背景中。每一种都带有其 
自身学科历史的痕迹。例如，在教育学中，有着民族志与人种学的运用和内涵的 
广泛历史 （ 本书第4 章）； 在人类学 （ 本书第17章、第29章、第37章）、社会学（本 
书第18章、第2?章、第24章、第31章）、传播学（本书第28章）和文化研究（本 
书第11章）中，有着参与观察与民族志学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在电影与文 


①这与认识到不同学科中都普遍使用的方法和只在各学科内部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有关。例如，民族 
方法学家把他们的研究方式作为一种方法，而其他的研究者有选择地借用这种方法，将其作为应用于自己研究中 
的一种技术。哈里•沃尔科克 (Harry Wolcott) (个人交流 ,1993) 提出了这种差别。这也与认识到在主题、方法、 
资料之间的差别有关。方法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主题来研究，比如说如何从事一项个案研究。在这种意义上，民族 
方法学的意识和方法，既是研究的资源，也是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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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有着文本分析、阐释分析、女性主义分析、心理分析、符号学分析以及 
叙事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8章、第37章）；在历史学、传记学和 
考古学中，有着档案学、物质文化、历史分析以及文献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 
历史（本书第26章、第20章）；在医学、传播学和教育学中，有着叙述分析与谈话 
分析的运用和内涵的广泛历史（本书第23章、第31章）。 

围绕着每一种方法或研究策略的众多历史揭示出每一种实践是怎样与多种 
不同的运用和内涵相联系。例如，文学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常常将文本作为自我 
包含的体系来处理。另一方面，一个采用文化研究或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者，则 
会根据这一文本在一种标有特定的性别、种族或阶级类别的历史时刻中的位置 
来阅读它。民族志在一项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将给这一项目带来一套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不被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所共 
享。类似的，后实证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会给历史研究的方法和 
发现带来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本书第20章）。这种张力和矛盾在本书的各章中 
都可以看到。 

定性研究在方法运用与内涵上的这种个别的和多元的特征，使得研究者要 
同意这一领域中任何基本的定义都很困难，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情①。但 
我们仍然必须在这里为我们的目的建立一个定义。我们从内尔森等 （Nelson et 
al . ，1992， P . 4 ) 对文化研究的定义中借用并重新释义得到下列 文字： 


定性研究是一■种学科间的、跨学科的 （ transdisciplanary ) , 并且有时是反 
学科的 （ counterdisciplanary ) 领域，它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 
定性研究在同一时刻意味着多种事物。它的中心点是多范式的，它的实践 
者对多方法途径的价值十分敏感，他们承认自然主义的视角和对人类经验 
的解释性理解。同时，这一领域本质上是政治的，并受到多种伦理的和政治 
的立场的影响。 

定性研究同时包含两种张 力：一 方面，它受到宽泛的、解释性的、后实验 
主义的、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和批判的敏感性的 吸引； 另一方面，它又受到 
更为狭窄定义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有关人类经 
验及分析的概念的吸引。而且，这些张力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相结合，使其 
同时带有后现代的和自然主义的，或者批判的和人文主义的视野。 

这一相当复杂的陈述意味着，作为一组实践活动，定性研究在其自身多学科 
的历史范围内，包含着持续的张力和矛盾，这种持续的张力和矛盾遍及研究计划 
本身，包括它的方法，以及它的结果和解释所采取的形式。这一领域在所有人文 
学科之间蔓延，同时横穿所有人文学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它 
的实践者以不同的方式承认现代的、后现代的、后实验的敏感性，以及这些敏感 
性所暗示的社会研究方式。 


①的确,任何给与定性研究一种基本定义的企图都要求一种对产生这种定义的环境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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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性研秃的阻汐 

定性研究所具有的专业的和学科的阻力说明了这一对话领域中所包含的政 
治。定性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很多。定性研究者被称作新闻记者或者软科学家。 
他们的工作被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仅仅是探索性的，或者是主观的。它被称作 
是批判主义而不是理论，或者它被政治地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或世俗的人道主义 
的一种伪装的版本 （ Huber , 1995; Denzin , 1997, pp . 258-261 ) 。 

这些阻力反映了一种传统上把定性研究者交给实证主义的或者后实证主义 
来评论的不安意识。但是，实证主义对定性研究的阻力超出了那种“经常存在的 
在硬科学与软学问之间保持一种区分的愿望” （ Carey , 1989, p . 99；本书第7章、第 
34章）。实验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经常被 
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最髙成就，在它们的实践中，通常假定“真理”可以超越看法和 
个人偏见 （ Carey , 1989 , p .99； Schwandt , 1997 b , p . 309 ) 0 定性研究被看作是对这 
一传统的一种攻击，这一传统的拥护者经常退却到一种“价值无涉的客观科学” 
( Carey , 1989, p . 104) 模式来为他们的处境辩护。他们很少企图“在他们自己可 
能的工作中”作出明确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承诺”，或者作出评论 （ Carey ， 19 89, p . 
104;本书第6章）。 

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断言，所谓的新实验的定性研究者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科 
学。同时，这些研究者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关于现实的陈述。人类学的诗歌和 
小说是经验科学死亡的信号，通过从事道德批评的尝试将一无所获。这些批评 
认定，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现实可以通过运用客观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来研究 
( Huber , 1995)。因此，定性研究的领域是有经验之生命的世界，因为这里是个体 
的信念和行动与文化互动的地方。在这种模式下，与构成陈述和描述的具体解 
释性实践一样，对话和方法都不存在当务之急。这样，文本的、叙述的行动就被 
实证主义者所抛弃。 

然后，后实证主义（见下文）和后结构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的反对立场被看 
作是对推理和真实的攻击。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科学对定性研究的攻击也被看 
作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有关现实的版本而压制其他版本的企图。 

•这种复杂的政治地形解释了定性研究的许多传统和趋势：英国传统及其在 
其他国家背景中的 表现; 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教育学中的美国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和解释性 传统; 德国和法国现象学的、诠释学的、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 
的、结构主义的，以及后结构主义的 视野； 还有女性主义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 
拉丁美洲人研究、酷儿研究、土著人和土著文化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政治创造了 
一种激活上述每一种传统的张力。由于定性研究面临一种变化的历史世界，新 
的理性立场，以及它自身制度的和专业的条件，这种张力本身也不断地被考査和 
被询问。 

小结: 定性研究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它的本质是双重的： 
一种是对其主题的某些自然主义的、解释性的方式的看法的承诺，同时又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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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对后实证主义的政治和方法的批评。我们现在转到一种对定量与定 
性的研究方式之间的主要差别的简要讨论上来。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定性研究内 
部正在形成的差别和张力。 

走性斫堯与走量研究 

定性的一词意味着一种对实体的性质和过程的强调，同时，其涵义不能通过 
实验来考察，也不能以量、数字、强度或频率来测量。定性研究者强调现实的社 
会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 
情景的限制。这种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他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即强调社会经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意义。与此相反，定量研究强调变 
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这种研究的拥护者声称，他们的工作 
是在一种价值无涉的框架内完成的。 

研究风 格：能 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吗 

当然，定性研究者与定量研究者都“认为他们了解社会的某些方面，并值得 
告诉其他人，他们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媒介和方法来交流他们的思想和发现” 
(Becker, 1986, p. 122 )。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五个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 
(Becker, 1996 ) 0 这些不同点体现出处理同一组问题的不同方式。他们总是返 
回到研究的政治，返回到谁有权力通过立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上来。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效用。首先，这两种视野都受到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中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见下面的讨论）。这两种实证主义的 
科学传统在有关现实及其理解方面持有自然的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立场。实证主 
义的观点所声称的是，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研究、捕获和理解的现实。而后实 
证主义者则认为，现实从来就不可能被完全把握，只可能被接近 （ Guba , 1990, 
P . 22 )。 后实证主义依赖于多种方法，将其作为捕获尽可能多的现实的一种方 
式。与此同时，他们将重点放在理论的发现和证明上，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比 
如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正如那种使他们能够进行结构分析（有时是统计 分析） 
的定性程序的使用一样。他们也可能使用计算机辅助的分析方法，进行频数统 
计、交互统计，以及低层次的统计分析。 

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传统像遮盖在定性研究设计上的长长的影子一 
样长期徘徊。从历史上看，定性研究是在实证主义范式的范围内被定义的。那 
时，定性研究者试图用不太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来做好的实证研究。20世纪中期 
的—■些定性研究者（例如， Becker ， Geer, Hughes & Strauss ，1961 ) 采用准统计的方 
式来报告参与观察的发现。直到最近的 1998 年，两位定性研究中扎根理论方法 
的领导者，斯特劳斯 （ Strauss) 和考宾 （ Corbin) ，还试图将好的（实证主义）科学的 
通常标准修改为适合于他们自己关于严格的研究的后实证主义概念（本书第 19 
章; Glaser ， 1992 )。 当某些应用研究者当声称与理论无关时，常常默认与实证主 
义或后实证主义的参考框架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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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克 （ Flick , 1998, PP . 2-3) 有效地总结了研究的这两种途径之间的差别。 
他观察到，定量研究常常被用于隔离出“原因和结果……对理论的关系进行操作 
化……（以及）测量和……量化现象……允许对发现进行概括”等目的。而目前 
的怀疑正是集中在这种设计上，因为“急剧的社会变迁及其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 
多样化使社会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和视野的情况不断增加……传统的演绎 
方法论……正在失势……而研究不断地被迫使用归纳的策略来取代从理论开始 
并检验它们……知识和实践被作为本土的知识和实践来研究”。 

斯平德勒双氏 （Spindler & Spindler ， 1992 ， p . 69) 总结了他们处理定量材料的 
定性 方式： “使用仪器和进行量化都是用于扩充和增强某种类型的资料、越过样 
本来解释和检验假设的简单程序。二者都必须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人们必须 
避免将它们作为一种安全机制过早地或者过于广泛地运用。” 

尽管许多后实证主义传统的定性研究者将使用统计的测量、方法和文献作 
为一种在大量的人口总体中确定对象群体的方式，但他们很少采用吸引定量研 
究者的各种复杂的统计测量或统计方法（例如，路径分析、回归分析，或者对数线 
性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 

后现代敏感性的认同。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 
定性研究者所拒绝。新一代定性研究者认为后结构的和/或后现代的敏感性更 
为重要（见下文的 讨论; 另见••本书第2章、第36章）。这些研究者认为，实证主 
义的方法只是讲述有关社会或社会世界的故事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可能不比 
其他方法更好或者更坏。它们只是在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 

这种宽容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Huber , 1995 ) 0 在评价他们自己的工 
作时，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思想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拒绝 
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标准。他们把这些标准看作与他们的工作无关，认 
为这种标准只是在复制一种类型的科学，即那种压制太多声音的科学。这些研 
究者寻求评价他们工作的替换方法，包括逼真性、情绪性、个体的反应性、人道的 
伦理、政治的惯例、多种声音的文本以及与对象的对话等。相对应的，实证主义 
者和后实证主义者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排除了个人偏见和主观性的好的科学。正 
如上面所提到的，他们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看作是对推理和真实的攻击。 

捕获个体的观点。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都关注个体的观点。然而，定 
性研究者认为他们通过详细的访问和观察，可以更加接近行动者的视野。他们 
认为定量研究者很少能够捕获他们的对象的视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更为远 
距离的、推论性的经验方法和材料。由解释性方法所产生的经验材料被许多定 
量研究者看作是不可靠的、易受影响的和不客观的。 

考察日常生活的限制。定性研究者更有可能面临和遇到日常社会世界的限 
制。他们将这个世界看作是在运转的，并将他们的结论嵌入其中。定量研究者 
从这个世界中进行抽象，很少直接地对其进行研究。他们寻求一种建立在由大 
量随机选择的个案所导出的概率基础之上的客位的 （ et i c ) 、发现普遍规律的科 
学。这种陈述高髙在上，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限制之外。但另一方面，定性研究者 







致力于一种主位的 （ emic )、 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 
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获得丰富的描述。定性研究者相信对社会世界的丰富描述是有价值的，而 
定量研究者带着他们客位的、关于普遍性规律的允诺，很少关注这种细节。定量 
研究者有意地不关注这种丰富的描述，因为这种细节打断了他们概括的过程。 

以上描述的五点差异（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效用、后现代敏感性的认 
同、捕获个体的观点、考察日常生活的限制、获得丰富的描述）反映了不同的研究 
风格、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承诺。每一种工作传统都受到其自身类 
型的 支配; 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它自身最推崇的表达方式、解释方式、信赖 
方式，以及文本评价方式 （ Becker ,1986， PP . 134-135)。定性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的 
散文、历史的故事、第一人称的陈述，以及照片、生活史、小说化的“事实”、传记和 
自传等其他材料。定量研究者则采用数学模型、统计表格和图表，并且通常采取 
非人称的或者第三人称的口气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写作。 

走牲研堯的々部张冷 

如果认为所有的定性研究者都赞同有关上面描述的五点差异的假设那就错 
了。正如下面的讨论所将揭示的，实证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以及后结构主义的 
差异决定并形成了定性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在解释性定性研究传统之内的现实 
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批评后结构主义者向文本的、叙述的方式转向。这些批 
评主张关注中心点。它提出了 “在自己和公众之间的一种聋子般对话”的条件 
( Silverman , 1997, p . 240 ) 0 那些试图在世界中捕获互动对象观点的研究者被指 
责为天真的人文主义和复制“一种罗曼蒂克冲动，这种冲动将经验提升到真实的 
程度” （ Silverman ，1997， p . 248 ) 。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认为，活的经验被那些向文本的、表演的方式转向的研究 
者所忽视。斯诺和默里尔 （Snow & Morrill , 1995 ， p . 361) 指出，“这种表演的转向， 
就像专注于谈话和讲故事那样，将使我们进一步远离社会行动的领域和日常生 
活的真实场面。因此敲响了作为一种根植于经验的事业的民族志学的死亡丧 
钟”。当然我们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掌握了目前这两种传统之内和之间的这些差别，我们现在必须简要讨论定 
性研究的历史。我们将这种历史分为七个历史时期，注意，任何历史的划分总是 
带有一些武断的，同时，也总是至少部分地由社会建构的。 

定性研究的历史 

正如维迪奇和莱曼在本书第2章提醒我们的，定性研究的历史揭示出现代 
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将“分析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类行为和社会过程”作为它们的使 
命。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见解预示着社会科学家有能力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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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性方法就是这种观察的一种主要工具 

在定性研究的整个历史中，研究者总是根据希望和价值，以及“宗教的信 
念、职业的和专业的意识形态”（本书第2章）来定义他们的工作。定性研究（像 
所有研究一样）总是被按照“这一工作是否向我们传达了或‘说’ 了些什么的标 
准”（本书第2章），根据我们是如何将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概念化 
来评价的。认识论就是历史地定义这些评价标准的词语。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 
出的，在当前的时期中，有关认识论的许多公认的观点现在正在被重新评价。 

维迪奇和莱曼的历史划分包含了下列（有点重叠） 阶段: 早期民族志学（到 
17世纪）；殖民地的民族志学 （17 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探险者）；美国印第 
安人作为“他者”的民族志学 （19 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人类 学）； “文明他人” 
的民族志学，或者社区研究，以及美国移民的民族志学 （20 世纪早期到1960年 
代）；种族区分和同化研究 （20 世纪中叶到1980年 代）； 以及现在，我们称之为第 
七个时期。 

在这每一个时期中，研究者一直被他们的政治希望和意识形态所影响，在证 
实先前的理论和信念的研究中发现结果。早期的民族志学者证实了遍及全球的 
人们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同时试图使这种多样性与一种关于历史、种族和 
文明起源的理论相符合。在20世纪民族志学的专业化之前，殖民地的民族志学 
者促进了一种殖民地的多样化社会形态，只要殖民地的管理机构能够为他们指 
定领导者，土著就能够留在他们自己的地域。 

欧洲的民族志学者研究了非洲、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有色人种。早期的美 
国民族志学者从征服者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把这种原始的生活世 
界看作是了解史前时期的窗口。加尔文教徒拯救印第安人的传教工作和活动不 
久就转变成拯救那些在工业化初期进入美国的移民“游牧部落”的传教工作与活 
动。对种族他人的定性社区研究从1900年代早期到 I 960 年代急剧增加，这其中 
包括了富兰克林 （ E . Franklin ) ，帕克 （Robert Park ) 和里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 及他们的学生，还有怀特 （William Foot Whyte ) ，林德 （ Lynd ) 夫妇，霍林 
斯海德 （Hollingshead ) ，甘斯 （Herbert Gans ) ，莱曼 （Stanford Lyman ) ，维迪奇 
(Arthur Vidich ) ，以及本斯曼 （Joseph Bensman ) 的工作。1960年代后期的种族区 
分研究向帕克和他的同行的“各民族融合”假设提出了挑战，并与那些试图控制 
分別对他们自己人进行研究的土著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以及非裔 
美国人进行分割的种族研究项目的形成相符合。 

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后现代的和后结构的挑战。它对每一个殖民化时 
期中组成这一早期历史的假设提出了疑问。维迪奇和莱曼在本书第2章中指 
出，跨越“后现代分水岭”的定性研究要求我们“抛弃所有已经建立的和事先形成 
的价值观、理论、视野……以及作为民族志研究资源的偏见”。在这个新的时代 
中，定性研究者不仅仅是在观察历史，他或她也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所 


①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定性的，因为“观察者处于研究过程的中心” （ 本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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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的是来自这一领域中的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反映出研究者与这一历史时 
期的直接的和个人的关联。 

维迪奇和莱曼的分析遍及民族志历史的全部范围。我们的分析则限制在20 
世纪和对他们的许多部分进行补充上。我们从早期英国、法国，以及芝加哥、哥 
伦比亚、哈佛、伯克利和英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基础性工作开始。这一早期的基 
础性时期建立了经典的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的规范 （Gupta & Ferguson , 1997； 
Rosaldo ，1989 ； Stocking ， 1989 ) 。 

定性研究的七个时期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本世纪在北美的定性研究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我们在 
下面逐一对它们进行描述。 

传晚时期 

我们把第一个时期称作传统时期（它涵盖了维迪奇和莱曼的第二和第三个 
阶段）。这一时期起始于1900年代早期 ，一 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 
时期中，定性研究者撰写“客观的”、有关实地经验的殖民化陈述，它所反映的是 
实证主义科学的范式。在他们的写作中，他们关注的是提供有效度的、可靠的和 
客观的解释。那些被研究的“他者”则是异族的、外国的、陌生的。 

下面是马林诺夫斯基 （ Malinowski , 1967) 对他于 1914—1915 年，以及 1917— 
1918年在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安德 （ Trobriand ) 群岛实地经历的讨论。他用自己 
的方式交换实地 资料： 

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做民族志的研究……总地来说，村庄给我的印象 

相当不快。组织的瓦解确定无疑 . 那些粗暴而又好争吵的人，以及他们 

持续不断的讥笑、凝视和谎言使我有些气馁……我到村庄希望照几张巴拉 
( Bara ) 舞的场景。我将半捆草烟分给大家，然后观看一些 舞蹈； 然后照 
相_——但结果十分可怜……他们的姿势还没有摆完曝光已经结束了。当时 
我十分恼怒地看着他们，特别是在我分给他们那一部分草烟后他们却全部 
走开了 （ Geertz, 1988, pp. 73-74 ) 。 

在另一部著作中，这位孤单的、沮丧的、孤立的田野工作者用下列文字来描 
述他的 方法： 

在实地中，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一堆混乱的事实 . 在这种天然的形式 

中，它们一点也不是科学的 事实； 它们绝对是难以捉摸的，并且仅仅只能通 
过解释来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只有定律和概括是科学的事实，田野工作 
只是由那种混乱的社会现实和独有的解释所组成，并从属于一般的规律 
( Malinowski , 1916/1948 , p . 328 ; 摘自 Geertz , 1988 , p . 81 ) 。 









16 定性研究（第 1 卷）：方法 论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是令人沮丧的。一方面，他们贬低田野工作，而另一方 
面，他们又在具有科学美名的语言范围内谈论它，用定律和概括将这种完全相同 
的经验塑造成特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中的田野工作者是被奉为名人的，他们被变成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们进人实地，然后带着有关陌生人的故事从实地返回。罗萨尔多 （ Rosaldo , 
1989 ， P .‘30) 将这一时期描述成孤单的民族志学者时期，孤单的民族志学者讲述 
的是一个男科学家在远方的大陆寻找土著人时去世的故事。在那里，这位人物 
“遭遇到他所探寻的对象……（并且）通过持久的‘田野工作’的极端折磨，最终 
经历了他的通过仪式”。带着资料回到家里,这位孤单的民族志学者写完了一份 
有关文化研究的客观说明。这些说明由经典的民族志学的规范所建构。这一神 
圣的术语束 （ Rosaldo ,1989, p .31) 按照四种信念和许诺组成了民族志学的 文本： 
一种对客观主义的许诺，一种带有帝国主义的共谋 ，一 种对纪念主义的信念（民 
族志学将创造一种像博物馆一样的文化研究图片），以及一种对永恒的信念（所 
研究的东西将不会改变）。他人是一个将要被存档的“客体”。同样能够写出有 
关研究内容的复杂的、晦淫难懂的理论的研究者的这种模型一直保持到今天。 

孤单的民族志学者的神话描述了经典民族志学的产生。马林诺夫斯基，雷 
德克利夫一布朗 （ Radcliffe-Brown ) ，米德 （Margaret Mead ) 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 的文本也被仔细地研究过，以便于了解在有关进行田野工作、纪实的笔 
记，以及写作理论方面，他们能够告诉初学者些什么。今天，这一形象已经被粉 
碎了。经典民族志学者的工作被许多人看作是殖民时代的遗物 （ H 0 sa ldo ， P .44) 。 
尽管许多人对这一段往事充满怀旧之情，但是，其他人则庆幸这些已成为过去。 
罗萨尔务引用一位退休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杜博伊斯 （Cora Du Bois ) 的话来 
反映人类学中的这种危机。这位教授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哀叹这一 过去： 
“从复杂性和杂乱状态来看， （ 我觉得）与我曾经发现的一种无可非议的和充满挑 
战的学科（有了一段距离）……它已经像是从一个髙贵的艺术博物馆变成了一个 
现场出售旧货的地方。” 

杜博伊斯把经典的民族志学看作是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永恒的艺术品，而在 
现场出售旧货的混乱状态中她觉得不自在。相反，罗萨尔多 （ Rosaldo ,1989, 
P- 44) 却被这种比喻所吸引：“（现场出售 旧货） 提供了—种准确的后殖民地情景 
的形象，在那里，文化的典型产物在不可能的地方之间流动，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永久的和被封锁的东西。人类学作为一种现场出售旧货场所的形象描绘出我们 
目前的全球化情境。”的确，如果我们愿意长久地、仔细地査找，我们就会在未曾 
料到的地方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珍宝。陈旧的标准不再保持。民族志学并不产生 
出永久的真理。对于客观主义的承诺现在受到怀疑。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在今天 
是一种公开的挑战，而对于纪念主义的信念则已是一种过去的事情。 

这个第一时期的遗产开始于19世纪末，当时，小说和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明 
显分离的话语系统 （ Clough , 1992, pp . 21-22； Clough ，1998 ) 。 然而 ，带着对生活故 
事和用“如实反映生活一个侧面”的方式来看待民族志学材料的强调，芝加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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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正寻求发展出一种保持叙述生活史方式中心性的解释的方法论。这导致了大 
量文本的生产，在这种文本中，作为写作者的研究者被给予了表达对象故事的权 
力。这些文本运用普通人的语言，在直截了当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 
的形式下写作。它们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文学的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版本，这种 
版本经常引起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的感应的幻想。像大萧条时期 
青少年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电影一样 （Roffman & Purdy ， 1981 )，这些描述使主 
题传奇化。它们将不正常的人变成一种社会学版本的银幕英雄。这些社会学的 
故事，像其电影副本一样，当个人通过经典道德故事的三个阶段，通常有着幸福 
的 结局: 先是处于仁慈阶段，然后被魔鬼诱骗并堕落,最后经过苦难而得到救赎。 

现代主义的阶段 

现代主义的阶段或第二个时期，以规范的工作为基础而与传统时期有所不 
同。社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如实反映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民族志学者仍 
然是有价值的。这一阶段从战后那些年一直扩展到1970年代，同时在目前许多 
工作中仍然有所表现（相关评论见 Wolcott ， 1990,1992,1995 ; Tedl OC k ， 本书第17 
章）。在这一时期中，许多文本寻求使定性方法形式化（例如 ， Bogdan & Taylor , 
1975 ; Cicourel ，1964 ； Filstead , 1970; Glaser & Strauss , 1967 ； Lofland , 1971,1995 ； 
Ix>fland & Ix > fland , 1984,1995 ；Taylor & Bogdan ,1998) ①。现代主义的民族志学者 
与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者尝试对重要的社会过程，包括在教室背景与社会背景中 
的越轨与社会控制进行严格的研究。这是一个创造性的酝酿时期。 

横跨不同人文学科的一代新的研究生遇到了新的解释性理论（民族方法学、 
现象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他们被吸引到定性研究的实践中，这种实践将使 
他们表达社会下层阶级的状况。后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认识论范式发 
挥着作用。研究者试图使坎贝尔和斯坦利 （Campbell & Stanley ，1963 ) 的内在效 
度与外在效度模型适合于有关研究行动的结构主义的和互动主义的概念。他们 
返回到芝加哥学派的文本中，以此作为灵感的来源 （ Denzin ，1970，1978 ) 。 

来自这一时期的一个规范的文本是《穿白大褂的男孩 》 in Becker 
et al . ,1961; Becker ，1998) 。这一工作坚定地确立了在 20 世纪中期方法论对话 
中的地位，它试图使定性研究像与之对应的定量研究一样严格。因果描述是这 
一研究的中心。这一多种方法的工作将开放式的和半结构的访问与参与观察和 
对资料的标准化、统计形式的仔细分析结合起来。在一篇题为《参与观察中的推 
断与证明问题》 （ Pro 6 /em q /"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 的经典论 
文中，贝克尔 （ Beck er ，1958/1970) 描述了准统计的运用： 

参与观察有时 候以一 种标准化的形式来收集资料 ，以便 于将资料转化 

成正规的统计数据。但是，实地中的紧急情况常常阻止这种适合统计假定 


①对于这一传统在1980年代的延伸和详尽的细节，可见: Lincoln & Guba, 1985;对于最近的发展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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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的收集，所以，观察者只得采用一种被称作“准统计”的方法。虽然有 

这种含蓄的数量化，但他的结论并不要求精确的定量分析（ P. 31 ) 。 

贝克尔指出，在资料分析中，定性研究者从统计语言中获得了某种提示。研 
究者为有关某种结论在实际中应用于一种特定情境的可能性或者应用频率的论 
述寻找概率或支持 （ Becker ,1998, PP . 166-170) 。在现代主义的时期，这样的工作 
为自己披上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论述的语言和花言巧语的外衣。 

这是严格的定性分析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学中，它起始于《穿白大褂的男 
孩》，结束于《扎根理论的发现》 （ Discow/y o / Grounded Theory , Glaser & Strauss , 
1967) 。在教育学中，这一时期的定性研究是由乔治 （ George ) 和斯平德勒 （Louise 
Spindler ) ，亨里 （Jules Henry ) ，沃尔科特 （Harry Wolcott ) 和辛格勒顿 （John 
Singleton ) 定义的。这种形式的定性研究仍体现在斯特劳斯和考宾 （Strauss & 
Corbin , 1998) ，及瑞安和伯纳德（见本书第29章）这样一些人的工作中。 

“黄金时代”增强了定性研究者作为文化传奇人物的形象。受普罗米修斯人 
权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反面角色和外来人视为主流社会的英雄。在自我和社会 
的不确定性中，他们包含着一种信念，一种“生死为之”的解放的理想。他们适当 
地表达了有关自我和社会的一种悲剧的并且常常是讽刺的观点，同时把一长串 
左派文化传奇人物连接起来，其中包括埃默森 （ Emerson ) ，马克思 （ Marx ) ，詹姆斯 
( James ) ，杜威 （Dewey ) ，格拉姆西 （ Gramsci ) ，以及小马丁 • 路德 • 金 （Martin 
Luther King , Jr . )( West ， 1989 ，第 6 章）。 

当这一时期结束时，美国社会中到处呈现的都是越南战争。1969年，紧接着 
这一政治潮流，布卢默 （Herbert Blumer ) 和休斯 （Everett Hughes ) 在旧金山召开的 
美国社会学年会上遇见一群被称作“芝加哥非正规军”的年轻的社会学家，分享 
了他们对“芝加哥年代”的回忆。洛夫兰德 （ Lofl an d ，1980) 这样描述1969年的 
会见： 


创造性产生的时刻-学者的与政治的。旧金山的大会不仅见证了布 

卢默一休斯（ Blumer - Hughes ) 事件， 而且见证了 一场“反革命”……一群人第 
一次来到大会……谈论有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女性的众多问题…… 

这 一 学科在字面上似乎将塞满新的 . 思 想：标 签理论 （labeling theory ) 、 民 

族志方法学、冲突理论、现象学、拟剧分析 （ dramaturgical analysis ) ，等等 
( p . 253)。 

这样，现代主义的阶段到此结束。 

类型棋糊时期 

在第三个阶段 （1970 —1986)，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类型模糊时期开始时，定性 
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拥有了充分的范式、方法和策略供他们使用。理论的范 
围从符号互动主义到建构主义、自然主义研究、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现象学、 
民族志方法学、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 
以及各种种族的/人种的范式。应用的定性研究获得了一定地位，同时，在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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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各种应用中，包含于其内的政治和伦理也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主题。研究 
的策略和报告研究结果的形式也广泛变化，从扎根理论到个案研究，到历史学 
的、传记的、民族志的、行动主义的，以及临床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 
的各种不同的方式都是可用的，这些方式包括定性访问（开放式的和半结构的） 
和观察的、视觉的、个人经历的，以及文献的方法。伴随着叙述的、内容的、符号 
语言学的方法在阅读访问和文化文本中的运用，计算机也进人这一领域，并在下 
一个十年中充分发展成为定性资料分析的助手。 

格尔茨 （ Geertz ) 所撰写的两部著作，《文化的解释》 （77^ Interpretation of 
CuZture , 1973 ) 和《本土知识 》 （LocaZ Knowledge , 1983 ) ，划定了这一•时期的开始和 
结束。在这两部著作中，格尔茨认为，旧的功能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 
对人文学科的总结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的视野。这种新 
的视野将文化的表征及其含义作为它的出发点。格尔茨号召对特定事件、仪式 
和习俗做“丰富的描述”，并提出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对解释的说明①。在所 
写出的解释中，观察者没有特殊的发言权。理论的中心任务是从本土的情境中 
理解其意义。 

格尔茨继续建议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了。社 
会科学现在转向人文学科寻求模型、理论和分析方法（符号语言学、解释学）。出 
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传播形式 :读起 来像小说一样的文献 （ Mailer ), 装成民族志 
模样的寓言 （ Castaneda ) ，看起来像旅行见闻一样的理论论述 （ Levi - StmussK 与 
此同时，也产生了其他一些新的方式 ：后结 构主义 （ Barthes )、 新实证主义 
( Philips ) 、新马克思主义 （ Althusser ) 、微观一宏观描述主义 （ Geertz ) 、戏剧的和文 
化的仪式理论 （ V . Turner ) 、解构主义 （ Derrida ) ,民族志方法学 （ Garfmkel ) 。社会 
科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模糊的、解释性类型的时代来到了我们面前。 
像艺术品一样的随笔取代了科学的论文。现在所争论的焦点是作者在解释性文 
本中出现的问题（0 6<； 1^，1988)。研究者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再有关于文本的确定 
的规则，包括作者在其中的位置，它的评价标准，以及它的主题的时代，以权威的 
方式来发言？ 

自然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范式在这一时期中获得了权力，特 
别是在教育学，在沃尔科特 •（ Harry Wolcott ) 、埃里克森 （Frederick Erickson ) 、格萨 
(Egon Gusa ) 、林肯 （Yvonna Lincoln ) 、斯泰克 （Robert Stake ), 以及艾斯纳 （Elliot 
Eisner ) 的著作中。到1970年代末，出现了几本定性研究的期刊，包括《文化与城 
市生活》（价6咖 h/e aW re ) ,也即现在的《当代民族志学杂志 》 （/crnmoZ £>/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 ，《文 化人 类学》 （ Culture Anthropology ) ，《人类学与教育 
学季刊》 （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y ), 《定性社会学》 （ Qualitative 
Sociology ) 和《符号互动》 / nteroc ^ m ) ，以及“符号互动研究” （ 

Symbolic Interaction ) 系列丛书。 

①对于格尔茨带给深度描述这一术语的许多含义和实践，格林布莱特 （Gre en blatt，1997， PP . 15-18) 提供了 
一个有用的解构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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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連的危机 

—场意义深远的决裂出现在1980年代的中期。那个被我们称作第四个时期， 
或者表述的危机时期的年代，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 （ArefArqpoZ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Marcus & Fischer ，1986) ，《经历的人类学》 （ 7 %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 
Turner & Bruner , 1986) ，《书写文化 》（ Writing Culture , Clifford & Marcus , 1986) ，《工 
作与 生活 》 （tForfc ami Zii ^， Gee rtZ ，1988) 以及《文化的困境》 （7 %e Predicament of 
CuZiure , Clifford , 1988) 一起岀现了。这些著作将研究和写作变成更加反身的，并且 
呼吁将有关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争论作为研究的问题。他们清楚地表达了格尔茨 
关于1980年代早期这一领域中“模糊类型”解释的结果①。 

人们在寻求有关真理、方法和表达的新模式 （ Rosaldo , 1989 ) ，人类学中的经 
典规范 （ 客观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谋、由固定的仪式和习俗所建构的社会生活、 
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的纪念碑）的侵蚀已经完成 （ Rosaldo , 1989, f > p . 44-45； 
Jackson , 1998, pp . 7-8) 0 在这一舞台上，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和有色的认识论争 
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诸如效度、信度以及客观性这样一些以前被认为是已经 
澄清的争论再一次成为问题。与因果的、线性的理论相反，典型的和解释性的理 
论作为作者向旧的真理和意义模式的不断挑战，现在更加常见 （Rosaldo , 1989 ) 。 

斯托勒和奥尔克斯 （Stoller & Olkes , 1987, pp . 227-229) 描述了他们在尼日尔 
的桑海 （ Songhay ) 部族的田野工作中是如何感觉到这种表述的危机的。斯托勒 
观察 到：“ 当我开始写作人类学的文本时,我遵循着长期训练养成的习惯，我‘收 
集资料’，一旦‘资料’被排成整齐的一叠时，我‘就将它们写好，。在这种情况 
下，我将桑海部族的侮辱性行为简化为一系列整齐的逻辑公式。”斯托勒慢慢地 
不喜欢这种写作的形式，这部分是由于他了解到“每个人都对我说了谎……我这 
么辛苦地收集的资料都是无价值的。现实给我上了 一课： 被访者例行公事地对 
人类学家说谎 ” （Stoller & Olkes , 1987， p _ 9 ) 。这一发现又引出了第二个发现—— 
遵循着民族志现实主义的习惯，他将自己从文本中删除。这使得斯托勒产生出 
一种不同的文本类型,一种传记，在这种文本类型中，他成为了他所讲的故事的 
中心人物。这种故事，也就是他在桑海部族中的经历的描述，成为 一种在 他自己 
的世界与桑海部族巫术的世界之间的战斗。因此，斯托勒的旅程代表了一种对 
抗第四个时期中的表述危机的尝试。 

克拉夫 （Clough ,1992) 详细阐述了这种危机，同时对那些认为新的写作形式 
代表了摆脱危机的一种方式的人进行了批评。她 指出： 

当许多社会学家对民族志学把写作看作“民族志研究计划的 中心” 

(Van Maanen ,1988, p . xi ) 的批评进行评论时，写作的问题仍然是与方法或 

田野工作本身所不同的问题。因此，通常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只是写作的实 


①这些著作忽视了在这种对话中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的贡献，并将其最小化 （Be har, 1995, p. 3; 
Gordon, 1995, p.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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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一种有关写作的自我意识 （ P . 136)。 


应该分析的正是这种关于写作与田野工作之间差别的主张 （ 在本书的第36 
章中，里査德森相当清楚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写作中，实地研究者对道德的和科学的权威提出了要求。这种要求使得 


现实主义的和实验的民族志文本起到了经验科学有效性的来源的作用。它们表 
明，只要是在作者的记忆里，或者在虚构的实验中，或者在戏剧性的读物中，真实 
的有经验生命的世界仍然是可以捕获到的。但是，这些著作具有将人们的注意 
力从某种方式上引开的危险，在这种方式中，文本从性别的角度在具有社会差别 
的领域中建构地位不同的个体。它们也使“经验科学的霸权”永存 （1992， P .8) ， 
因为这些新的主体写作技术成为“生产知识/权力……与……资本/地位这一中 
轴的支点” （ Aronowitz ,1988 ， p . 300; 引自： Clough , 1992， p . 8 ) 。 这样的实验遭遇 
到——后来又撤离出——经验科学与社会批判主义的差别问题。它们经常在充 
分便用一种“拒绝经验科学特征” （ Clough , 1992, p . 135) 的新的文本政治中遭到 
失败。这种新的社会批判主义“将干预信息经济学、单一民族国家政治，以及大 
众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一种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干预” （ Clough ， 
1992， P .16)。 当然，这是由文化研究所占据的领域。 

在本书中，里査德森（第36章）、泰德洛克（第17章）、布莱迪（第37章）、埃 
利斯和博克纳（第28章）发展了上述观点，他们把写作看作一种通过连续自我反 
省阶段的研究方法。作为一连串的写作表达，实地研究者的文本出自实地的经 
历，通过中间的工作，到后来的工作，最后成为研究文本。这种文本是民族志的 
和叙述的经历的公共展示，因此，田野工作和写作相互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清楚。 
在最后的分析中，写作与田野工作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差别。这样的两种视野互 
相渗透，贯穿本书的每一章。在这些方式中，表述的危机把定性研究转向新的、 
批判的方向。 

三个方面的危机 

今天，民族志学者的权威在攻击之下依然保存 （ Behar ， 1995, p . 3; Gupta & 
Ferguson , 1997, p . 16； Jackson , 1998 ； Ortner , 1997 , p . 2) 0 在人文学科中，定性研究 
者遭遇到表述、合法化以及惯例三个方面的危机。嵌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的对话中（见本书第2章、第36章），这三方面的危机被贴上了多种不同的标 
签，被以不同的方式称呼，并与社会理论中批判的、解释的、语言学的、女性主义 
的以及修辞学的转向相伴随。这些新的转向使得定性研究的两个关键假设具有 
一定的问题。第一个是定性研究者不再能够直接地捕获鲜活的经验。这样的经 
验被认为是由研究者在社会文本的写作中创造的。这就是表述的危机。它遭遇 
到不可避免的表述的问题，但是，就是在一种直接将经验与有问题的文本链接起 
来的框架中也是如此。 

第二个假设使得评价与解释定性研究的传统标准成为问题。这就是合法化 
危机。它包括一种对诸如效度、概括性、信度这样的术语的严肃的再思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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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已经在后实证主义 （ Hammersley ，1992 )、建构主 义一 自然主义 （Guba & 
Linchon , 1989， PP . 163 -1 83 ) 、女性主义 （ Olesen ，本书第8章）、解释主义 （ Denzin , 
1997 ) 、后结构主义 （ Lather , 1993； Lather & Smithies , 1997 ) 以及批判主义 
(Kincheloe & McLaren ， 本书第10章）的对话中再理论化。这一危机提出的疑问 
是，在当代的、后结构主义的时期中，如何来评价定性研究？这前两个危机又形 
成了第三个危机，这一危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社会仅仅只是或者始终只是一种 
文本，那么，影响世界的变迁是可能的吗？显然，这些危机相互交叉和影响，对于 
它们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见本书第7章、第9章、第34章）。 

第五个时期，即以实验的民族志写作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在为理解这些危 
机而努力。人们在探讨构成民族志的新的方式 （Ellis & Boch ner ，1996)。 理论像 
来自田野的故事一样被阅读。作者努力地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人”，尽管他 
们现在由于对新的表述的关注而将这些方式结合起来（本书第4章）。一些以前 
沉默不语的认识论者开始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冷漠超然的观察者的概念 
已经被抛弃。更为主动的、参与式的，以及行动导向的研究开始出现。对宏大的 
叙述的寻求已经被更为本土的、适合特定问题和特定情境的小规模理论所取代。 

第六个时期 （ 后实验的）和第七个时期 （ 未来时期）来到了我们面前。小说 
式的民族志、民族志的诗作，以及多媒介文本在今天是被认可的。后实验主义的 
作者们希望将他们的作品与一种自由民主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一大群来自于多 
种不同学科的新作者积极地探索一种道德的和神圣的定性社会科学的要求 
( Jackson , 1998;本书第6章）。 


从这一简要的历史中，注意，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它是有些武断的，我们得出 
四个结论。第一，每一个较早的历史时期在目前仍然有其影响，或是作为遗产， 
或是作为研究者继续遵循的或者反对的一套实践。现在，这一多元的、断裂的定 
性研究历史可以使任何特定的研究者将一个研究项目与上面所描述的任何一个 
历史时期中的一种规范的文本联系起来。这一领域中多元的评价标准为吸引人 
们的关注而相互竞争 （ Lincoln ，待出版）。第二，定性研究的领域目前表现出一种 
选择的困窘特征。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策略，也没有这么多的分 
析方法供研究者利用和使用。第三，伴随着新的考察方式、解释方式、争论方式 
以及写作方式的相互辩论和对话，我们处在一个发规和再发现的时期。第四，定 
性研究行动不再被放在一种中立的或客观的实证主义视野内来看待。阶级、种 
族、性别以及民族性影响着研究的过程,使得研究成为一种多文化的过程。现在 
我们转到这一问题上来。 


作为过程的定性研究 


三种内在相连的、不同类型的活动定义了定性研究的过程。它们可以依照 



1 导 论:定 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 23 


不同的标签来判断，这些标签包括理论、方法、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 
在这些术语背后，有着研究者个人的经历，研究者是从一种特定的阶级、性别、种 
族、文化以及种族社区的视角来说话的。这种具有性别的、多文化特征的研究者 
带着一套观念 ，一 种说明他或她用特定的方式（方法论，分析）考察的一组问题 
(认识论）的参考框架（理论，本体论）来接近世界。这即是说，研究者收集与问 
题相关的经验的材料，然后分析它们，并撰写有关它们的结论。每一个研究者都 
在一个明确的解释性社区的范围内发言，这一解释性社区以其特定的方式，为研 
究行动配置多文化的、性别化的成分。 

在本书中，我们在五个标题下，或者说从五个阶段，来论述这些不同类型的 
活动: 研究者与作为多元文化对象的被研 究者； 主要的范式和解释性 视角； 研究 
策略; 收集与分析经验资料的 方法； 解释的艺术、实践与政治。在这些阶段的每 
一个内以及在每一个阶段的背后，都有一些对研究者的传记般的说明。这些个 
体从一个解释性社区的内部进入这一研究过程。这一社区具有它自己的历史传 
统,它制定了一种明确的观点。这一视角引导着研究者采用特定的观点来看待 
他们所研究的“他人”。同时，还必须考虑研究的政治与伦理，因为这些考虑渗透 
在这一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人 

自从解释性形式在20世纪早期的现代社会中产生以来，定性研究就一直受 
到一个双面幽灵的折磨。一方面，定性研究者认为，合格的、有能力的观察者能 
够客观地、清楚地、精确地报告他们自己对社会世界的观察，包括对他人经历的 
观察。另一方面，研究者坚信，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一个真实的对象，或一个真 
实的个体，能够以某种形式报告他的或她的经历。在这样两种条件下，研究者可 
能将他们自己的观察与通过访问、生活史、个人经历、个案研究以及其他文献所 
得到的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掺合在一起。 

这两种信念导致定性研究者穿越不同的学科去寻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将 
允许他们准确地记录他们自己的观察，同时也能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赋予其生 
活经历中的含义。这种方法将依赖于个人对所研究的个体给岀的意义的口头和 
书面的表达，这种表达作为了解这些个体内在生活的窗口。从狄尔泰 （ Dilthey ， 
1900/1976) 开始，这种对方法的寻求在人文学科中导致了一种对定性的、解释性 
方法的长期关注。 

最近，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前提及其信念开始受到攻击。后结构主义者 
与后现代主义者在帮助我们理解不存在了解个体内在生活的清楚的窗口方面作 
出了贡献。任何注视总是经过了语言、性别、社会阶级、种族以及民族的透镜过 
滤的。不存在客观地观察，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世界中，以及在二者之间，只 
有处于社会场景定位中的观察。对象或者个体，对他们的行为或者动机很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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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给出充分的 解释;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他们是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做 
的说明或者故事。没有一种单独的方法能够抓住正在发生的人类经历中的所有 
微妙变化。因此，定性研究者发展出具有适应性的内在相连的解释性方法，总是 
寻求用更好的方式来增强他们对所研究的经验世界的理解。 

表 1.1 描述了在定性研究过程的五个阶段中我们所看到的联系。除了一个 
阶段外，在所有这些阶段背后都有一些对研究者的传记般的说明。这五种活动 
或者实践的水平通过研究者的传记在向前发展。我们这里按顺序将它们简要列 
出，并在本书导论中的这一部分更充分地讨论这些阶段。 


笫 一 阶段： 研究者 


我们的上述评论指出了传统的和应用的定性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复杂性 ，一 
种社会场境定位中的研究者进入到这种视野中。这些传统将研究者置于历史 
中，同时指引并限制着任何一项特定研究中所要完成的工作。这一领域一直具 
有差异与冲突的特征，同时，这些特征也是其最持久的传统（本书第3章）。作为 
这一复杂的和矛盾的历史的承载者，研究者也必须面对研究的伦理与政治（本书 
第5章）。人文学科中价值无涉的研究时代结束了（本书第2章、第4章）。今 
天，研究者们努力发展出具有语境含义的和超语境含义的伦理，以应用于所有形 
式的研究行为及其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阶段 ：鮮幹 性范式 

在“所有的人类都受着高度抽象的原理的指导这一普遍意义上” （ Bateson , 
1972, p .320) ，所有的定性研究者都是哲学家。这些原理将有关本体论（人类是 
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现实的本性是什么？）、认识论（探索者与认识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和方法论（我们如何才能了解世界？或者如何才能获得有关世界的知 
识？）的信念结合在一起 （ Guba , 1990, p . 18; Lincoln & Guba ,1985 , pp . 14-15; 本书 
第 7 章）。这些信念形成了定性研究者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种世 
界中的行动。研究者“被限制在一个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前提网络之内，这些前 
提——不管最终的真实或虚假——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确认的” （ Bateson , 1972， 
p . 314) 。 

包含研究者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前提的网络可以称作是一种范式，或 
者一种解释框架，一组“基本的指导行动的信念” （ Guba ， 1990, p . 17) 。所有的研 
究都是解释性的，它受着一组有关世界和应该如何理解与研究世界的信念和感 
觉的指导。某些信念被认为是已承认的、无形的、唯一假定的，而另一些则是有 
很大问题的和有很大争议的。每一种解释性范式对研究者都提出了特定的要 
求，包括他或者她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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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研究过程 


第一 阶段: 作为多元文化对象的研究者 
历史与研究传统 
自我与他人的概念 
研究的伦理与政治 
第二阶 段:理 论范式与视野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 
解释主义、建构主义、诠释学 
女性主义 
种族化叙述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模式 
文化研究模式 
酷儿理论 

第三阶 段:研 究策略 
研究设计 
个案研究 

民族志、参与观察、表演民族志 
现象学、民族方法学 
扎根理论 
生活史、证据学 
历史方法 

行动研究与应用研究 
临床研究 

第四阶 段:收 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 
访谈 
观察 

人文产物、文献与记录 
视觉方法 
自我民族志 
数据管理方法 
计算机辅助分析 
文本分析 
焦点小组 
应用民族志 

第五 阶段: 解释与表达的艺术、实践和政治 
判断合适性的标准 
解释的实践与政治 
作为解释的写作 
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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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一般性的水平上，四种主要的解释性范式构成了定性 研究: 实证的与后 
实证的、建构一解释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的），以及女性主义一后结构 
的。这四种抽象的范式在特定解释性社区的具体层次上则是更为复杂的。在这 
种层次上，它可能不仅被看作是建构主义范式的，而且也是多种不同的女性主义 
的（非洲中心的和后结构主义的）①，以及特种族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化研究 
的范式。这些视野或者说范式，将在本书第 n 部分中讨论。 

第 n 部分中所考察的范式在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模式相反的和相同的 
(有些是在这些模式内）方向发挥作用。它们都在相对主义本体论 （ 多元建构的 
现实）、解释性认识论（认知者与认知对象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以及解释性的、 
自然主义的方法的范围内起作用。 

表 1.2 展示了这些范式以及它们的假定，包括它们评价研究的标准，以及每 
一种范式所采取的解释性或者理论性陈述的典型形式②。在第 n 部分中，对这些 
范式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探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实证主义的和后实证主义的 
范式。它们在一种唯实论的和批判的唯实论的本体论与客观主义认识论的范围 
内，依赖于实验的、准实验的、调查的以及严格定义的定性方法论来发挥作用。 
第 2 9章发展了这一范式的基本要素。 

建构主义的范式假定一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论（存在着多元的现实），—种主 
观主义的认识论（认知者与对象共同创造理解），以及一套自然主义的（在自然的 
世界中）方法论程序。它通常按照扎根理论的或原型理论 （ pattem theories) 的标 
准来表达研究发现（本书第 6 章、第 19 章、第 29 章）。诸如可信性 （ credibility )、 
可转移性 （ transferability ) 、 可靠性 （ dependability ) 和可确定性 （ confirmability) 这样 
一些术语则取代了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和客观性等常用的实证主义标准。 

女性主义的、种族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文化研究的和酷儿理论的模式给予 
唯物主义的一唯实论的本体论以特权。这即是说，现实世界在种族、阶级和性别 
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民族志学者通常也使用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自然主义 
的方法论。经验的素材与理论的论证是以它们是否有助于解放的方式来评价 
的。所应用的可能是来自于性别和种族社区（例如非裔美国人）的标准（情绪性 
和感觉、有同情心的、个人的责任、对话）。 

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与社会文本、它的逻辑以及它的缺陷相关 
的问题，这种社会文本曾经充分地表达了具有鲜活经验的世界。实证主义与后 
实证主义的评价标准被其他一些术语，包括反身性、多声音文本所取代，这些文 
本扎根于受压迫的人们的经历中。 

文化研究和酷儿理论范式是多元聚焦的，同时带有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以及后现代敏感性中抽取出来的多种不同的内容 （本书 第 U 章、第 12 章、第 36 
章）。在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化研究与一种更为结构化的文化研究项目之间，存在 


① 奧利森 （Olesen， 本书第8章）确认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三种趋势:主流是经验的、立场与文化研究，以及后 
结构的、后现代性。她将非洲中心模式和其他有色模式置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的范畴下。 

② 当然，这些是我们对这些范式和解释风格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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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张力。前者强调鲜活的经验（含义），后者强调结构和物质的决定性（种 
族、阶级、性别）及其经验的效果。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这两面都是必需的， 
并且也的确都是批判的。文化研究和酷儿理论范式战略性地运用方法——即将 
其作为理解的手段，作为产生出对地方统治结构的阻力的手段。学者们可能进 
行封闭的原文阅读和文化文本的谈话分析（本书第8章、第11章、第31章），也 
可能进行本土的民族志、开放式访谈和参与观察。其焦点是关于种族、阶级和性 
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历史的特定情境中扮演什么角色。 

掌握了范式和个人历史，将焦点集中到一个待考察的具体经验问题上，研究 
者现在就可以转到研究过程的下一个阶段——即考虑研究的一种特定策略。 

笫三 阶段： 研堯的茉略与解释牲范式 

表 1. 1展示了一个研究者可以运用的某些主要的研究策略。第三阶段从研 
究设计开始。普遍认为，研究设计包括清楚地聚焦于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 
“什么样的资料对于回答特定的研究问题来说是最合适的，以及什么样的策略对 
于获得这样的资料是最有效的 ” （LeCompte & Preissle , 1993 , p . 30;本书第13章、 
第14章）。一个研究设计描述了一组灵活的指导方针，这组指导方针首先将理 
论范式与研究策略相连接，其次将它与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相连接。研究设计 
将研究者置身于经验的世界中，同时将他们与特定的场景、个人、群体、机构以及 
所有相关的解释性材料，包括文献和档案相连接。研究设计也详细说明研究者 
将如何处理表述与合法化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研究的策略由研究者在从范式到经验世界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大量的技巧、 
假定和实践所组成。研究策略使解释的范式开始运转。同时，研究策略也使研 
究者与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特定方法连接起来。例如，个案研究依赖于访问、 
观察和文献分析。研究策略在特定的经验场所，或在特定的方法论实践中来实 
施和依靠范式，比如在将一个个案作为研究的对象的实践中。这些策略包括个 
案研究、现象学的和民族方法学的技术，还有扎根理论的运用，以及传记的、自我 
民族志的、历史的、行动的和临床的方法。这些策略中的每一种都与一批复杂的 
文献相连接，每一种都具有一个单独的历史、典型的成果，以及使策略运转的首 
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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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解释 性范式 


范式/理论 

标准 

理论的形式 

叙述的类型 

实证主义的/后实 
证主义的 

内在效度、外在效度 

逻辑一演绎的、扎 
根的 

科学的报告 

建构主义的 

确实性、可信性、可转 
移性、可确定性 

非洲中心的、鲜活的经 

主 观的一 形式的 

解释性的个案研究、民族 
志小说 

女性主义的 

验、对话、有同情心的、 
有责任的、种族、阶级、 

批判的、立场 

散文、故事、实验性的 


性别、反身性、惯例、情 
感、具体场所 


写作 


非洲 中心的 、鲜活的经 



种族的 

验、对话、有同情心的、 
有责任的、种族、随、 
性别 

立场、批判的、历 

史的 

散文、神话、戏剧 

马克思主义的 

解放的理论、可虚构 
的、对话的、种族、阶 
级、性别 

批判的、历史的、经 
济的 

历史的、经济的、社会文 
化的分析 

文化研究 

文化的实践、惯例、社 
会文本、主观性 

社会批判主义 

作为批判主义的文化 
理论 

酷儿理论 

反身性、解构 

社会批判主义、历史 
分析 

作为批判主义的理论、自 
我的民族志 


第叨 阶段： 收集与 分柝较 舲材科的方法 

研究者有好几种收集经验材料的方法①。这些方法将在第 IV 部分中介绍。 
它们的范围从访问到直接观察，以及人工制品、文献、文化记录分析和运用视觉 
材料或个人经历。研究者也可以运用多种不同的阅读与分析访谈资料或文化文 
本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内容分析、叙事分析以及符号语言分析策略。.面对大量 
的定性材料，研究者寻求管理和表达这些文献的方式，这时可以运用数据管理方 
法以及计算机辅助分析模型。瑞安和伯纳德（本书第29章）以及维茨曼（本书第 
30章）讨论了这些技术。 


① 对于传统上被描述为数据的资料来说，首选的术语是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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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A 阶段 ：鮮幹 与评价的艺术和政治 


定性研究不断地创造和解释。研究者不是仅仅带着小山般的经验资料离开 
实地，然后轻易地写出他的或她的研究发现。定性的解释是建构出来的。研究 
者首先创造出一个由田野笔记和来自田野的其他文献所组成的实地文本，这就 
是罗格 （Roger Sanjek,1990,p. 386 ) 所说的“标定指数” （indexing) 以及普拉斯 
(Hath, 1990， p. 374) 所说的“田野工作”。作为解释者的作者从这一文本出发到 
达一种研究的文 本:基 于实地文本的注释和解释。然后，这一文本又再次被创造 
成为一种初步的解释性文件，这一初步的解释性文件中包含着作者最初的理解 
他所了解到的情况的试图。最后，作者写出了面向读者的公共的文本。来自田 
野的这一最终的叙述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 形式: 忏悔的、现实主义的、印象派的、 
批判的、常规形式的、文学的、分析的、扎根理论的，等等 （Van Maamen, 1988) 0 

理解某人发现的解释性实践既是艺术的又是政治的。现在存在多种评价定 
性研究的标准，我们看重的是那些强调置于情景的、相互联系的标准，以及民族 
志经历的原文结构。不存在单一的解释性真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存在 
着多种解释性社区，在每一个社区中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评价和解释的标准。 

项目评价是定性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所，定性研究者可以以一种重要 
的方式影响社会决策。由格林伍德和列文（第3章）、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第 
2 2章）、米勒和克拉布特里（第23章）、钱伯斯（第33章）、格里尼（第38章）和里 
斯特（第39章）撰写的文章回顾并讨论了应用性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丰富 
历史。将理论、方法、实践、行动以及政策聚集在一起。定性研究者能够分离出 
目标人口，表明某种项目对某些群体所形成的直接影响，同时也能够将这种背景 
中反对政策变化的活动的限制分离出来。行动导向的与临床导向的定性研究者 
也能够为那些被研究的“他人”创造出说话的空间。评价者则成为人们听到这种 
声音的渠道。钱伯斯、格里尼和里斯特在他们所撰写的章节中明确地阐明了这 
些主题。 


架起连接不同历史时期的桥梁 :接下 来的将是什么 


埃利斯和布克纳（第 2 8章）、格杰双氏（第40章），以及里查德森（第36章） 
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后“后” （post) 时期——后一后结构主义、后一后现代主义、 
后一后实验主义。虽然这对于解释性的民族志实践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不 
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事物将再也不会与以前相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中，凌乱的、不确定的、多声音的文本，文化的批判主义，以及新的 
实验工作将变得更为普通。同样的，田野工作、分析以及原文之间表达的形式也 
更为灵活。我们将本书的这第五、第六和第七个时期作为我们最后评论的主题。 
确实，正如诗人所说，中心不再被把握。我们能够思考的是新的中心应该包括 



30 含 定性研究（第 1 卷 }: 方法论基础 

什么。 

这样，我们又回到原地。回到我们的桥梁比喻上来，后续的章节带着研究者 
往返于研究行动的每一个阶段。像一座好的桥梁那样，各章提供了双向的交通， 
来往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解释性社区。每一章分别考察了相 
关的历史、论战以及与各种范式、策略和方法相伴随的目前的实践。每一章中也 
提供了对未来的估计，即从现在起到未来十年，乃至21世纪更远的年代中所将 
出现的特定的范式、策略和方法。 

在阅读后续章节时，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定性研究的领域是由一系列 
的张力、矛盾和跨踏来定义的。这种张力在广泛的、令人怀疑的后现代敏感性与 
这一项目的更传统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概念之间往返。后 
续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这种张力中来描述和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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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I 壓幽 

界定领域 

PART I LOCATING IhE FIELD 


本书的这一部分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定性方法的历史和传统开始}然后转向 
行动研究，以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继续探讨研究者的社会、政治、道德责 
任以及定性研究中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历史和传统 


第2章和第3章揭示了传统的和应用的定性研究观点的深度和复杂 t |。 这些观 
点被 bricoleur 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加以继承，这些研究者是根据手边的材輯随意理解 
的①。这些传统把调查者定位在一个历史的（和组织的）话语之中，该体系彳 | 导和约束 
着理解活动，这些活动在任何具体的研究中都存在。 

维迪奇和莱曼展示了民族志传统如何从古希腊人经由十五六世纪的_方人对原 
始文化起源的兴趣，发展到殖民地人种学，再到20世纪在美国和欧洲的转_，殖民地 
人种学是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帝国相联系的。在这段历史中性研究的 
使用者信奉着一小部分信念，包括客观主义 （ objectivism ) ,把经历溶入背_加以理解 
的渴望，以及从理论上理解他们所观察现象的愿望。 

这些信念用第1章讨论的殖民主义 ( colonialism ) 、对纪念主义 （ monumentalism ) 的 
信奉，以及永恒文本 (timeless texts ) 的生产，补充了实证主义传统。这种殖|模式把定 
性研究定位于种族和性别的话语之中，它们赋予了白人女权制特权。当然 | 正如我们 
在介绍性章节指出的，近年来这些观点受到了大量攻击。维迪奇和莱曼，以及拉德 
森一比林斯（第9章)说明了早期的定性研究者陷入这些沉闷体系的程度 。 j 

格林伍德和勒温扩展这条批评主义的路线。他们非常清楚，学者有责任从事具有 
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的工作。学者、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总体上 | 卩以改变。 


①关于是应用性还是非应用性定性研究传统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每种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 
史,都具有理论和社会变迁方面的重要意义。好的理论研究应该具有应用方面的意义和相关性。 | r 时应用研究 
和行动研究被认为是非理论的，但正如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在第22章所说，这个结论是可以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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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理念推动的行动研究，以及致力于实践和社会变迁的调查，是完成这种转变的 
工具。 

行动研究者幵展一系列严格的、实质性的实践，带来了公民领域激进的、民主化变 
革。这些实践包括合作性的对话、参与式决策、包容性的民主商议、最大化参与和代表 
所有相关各方 （Ryan & Destefano, 2000, p. 1;也可 参见: Stringer, 1996, p. 38) 。 行动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把调查转变成了实践或行动。研究的主体变成了调查过程中的 
共同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研究变成了旨在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实践——实际的、反 
思的、实用的行动。 

这些问题起源于合作参与研究者的生活——它们并不是来自于宏观理论或者为 
了宏观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行动研究者一起创造了实际有用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共同界定了研究目的和政治目标，共同建构了研究的问题，共享知识，研磨共同的 
研究技能，形成解释和实施具体的社会变迁策略的执行文本 (Conquergood , 1998) 。 

20世纪的学术研究经常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在格林伍德和勒温看来，这种失败 
有几个 原因: 不能创造所谓实证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来开展有用的社会 研究； 由外 
部企业来界定大学的需求和价值，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企业和私人部门研究机构 
的研究基金的 不足; 臃肿的、无效率的内部行政结构。 

格林伍德和勒温并没有拒绝科学的实践，相反，他们呼吁对科学研究的内容重新 
进行明确阐述。他们以实用为基础的行动研究，并不是要退出规范的科学调查①。这 
种形式的调查把科学重新界定为合作的、沟通的、社群主义的、强调与事物存在相关背 
景因素的、合乎道德的工程。格林伍德和勒温撰写的章节是一个对公民的社会科学、 
注重实效的科学的呼吁，这将导致21世纪大学与社会、国家以及社区关系的激进的 
再造。 

反思性、社会责任和研究伦理 


法恩，韦斯，维森，王（第4章）和克里斯琴斯（第5章）继续呼吁一种有责任的 
(committed) 、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科学。法恩和同事认为，大量的定性研究对"他 者” 
(other) 的殖民话语进行了再生产，也就是说，他者被按照研究者的眼睛和文化标准加 
以理解。他们回顾了导致研究者代表他者讲话的传统，尤其是与信仰体系相关联的传 
统，这是由维迪奇和莱曼提出的。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该研究是以150个穷人以 
及工人阶级的男性和女性、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为对象的， 
他; 111 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写作故事” （writing-story) 0 这些故事揭示了凸现出来 
的伦理和修辞的困境。这些困境非常棘手，研究者在力图去为这些穷人和工人阶级的 
利益相关者写作，和他们一起写作，以及以他们为主题写作时会遇到。 

这些是第6章和第7章研究的问题。他们讨论了声音 （ vo i ce ) 、反思性 


①在下面和第41章，我们会发展出一个神圣科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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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ibility) 、“ 种族” （ race) 、知情同意 （ informed consent ) 、好的和坏的故事 （ good and 
bad stories) 等这些论题。声音和反思性是首要的。法恩及其合作者力图弄清,如何在 
文本中给自己和他们的利益相关者定位，包括是否应该讲述那些负面地反映正在工作 
的穷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保守派喜欢有关穷人如何通过欺骗获得福利的故事的情况 
下。他们回避了这些故事。他们也力图弄清，如何进行有关“种族”的写作，这是一个 
漂浮不定的故事，也是自我和其人格历史不可磨灭的一个方面。 

法恩和同事给回答者的每一个访谈支付了 40美元。一旦这些访谈被转录，谁是 
它们的拥有者呢？它们是谁的故事呢？当你给故事付钱以后，被告知的同意又意味着 
什么呢？谁在同意什么呢？谁被保护了？被告知的同意能够防止公开的、共享的、合 
作的关系形成吗？同时，研究者如何移动到连字号的另外 一边、 变成利益相关者的支 
持者？他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用法恩和合作者的话 
来说，在许多有色人种不再相信白人或学者会给他们或者他们的社区带来任何好处的 
情况下，如何以一种及时回应城市贫民的需求的方式写作呢？ 

一个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框架 


克里斯琴斯把定性研究定位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知识的框架之下。他首先考察了 
实证主义的启蒙模式、价值中立的调查、功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在价值中立的 
社会科学中，专业协会的伦理规范变成了道德原则的传统形式。到1980年代，美国每 
个主要的社会科学协会，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同时通过了联邦法案，颁布了 
国家方针），强调了几个指导方 针:知 情同意、不能欺骗 （ nondeception )、 不能有身体的 
或心理的伤害、保护隐私和保守秘密，以及收集和展示可靠的、有效的经验材料的承 
诺。制度评审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简写 IRBs ) 实施这些方针，包括保证 
知情同意总是存在于以人为主题的研究中。然而，克里斯琴斯指出，正如法恩和同事 
们所说，在现实中， IRBs 保护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 

几个事件对启蒙模式形成了挑战，包括纳粹的医学实验、图斯克基 （ Tuskegee ) 的 
梅毒研究、 1960 年代的 Camelot 工程、米尔格莱姆 ( Milgram ) 在心理实验中对实验对象 
的欺骗、汉弗莱 （ Humpheiy) 对同性恋的欺骗性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家在越南与军事行 
动的共谋。此外,对欺骗、剽窃、数据篡改和误传的指责，一直持续到今天。克里斯琴 
斯详细论述了这种模式的不 足:它 为欺骗、侵蚀私人空间、欺骗研究对象、怀疑研究对 
象的道德价值和尊严创造了条件（也可参见本书第 25 章; Cuba & Lincoln, 1989, pp. 
120-141) 0 

克里斯琴斯呼吁，用一种建立在女性主义社群主义 （ feminist communitarianism ) 价 
值基础上的伦理替代这种模式。这是一种演进的、正在出现的伦理框架，它是一种对 
以欺骗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的 IRBs 体系的有用的矫正方法。它假定，社区在实体论和 
价值论上是先于个人的。这种社区具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该研究建立在关怀、共同治 
理、友善、爱、亲切和道德上正确这样一些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应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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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并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它们应该有足够的深度，以便让读者形成关 
于被研究世界的批判性理解。这些文本应该展现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缺失。它们应该 
产生社会批判,并导致抵制、授权和社会 行动； 它们应该刺激社会世界积极的变化。 

在女性主义社群主义模式中，以及格林和勒温倡导（也可参见本书第22章）的行 
动研究模式中，参与者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去表达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应该研究什么，应 
该采用什么方法，以及什么发现是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这些发现应该怎样实施，这种行 
动的后果应该如何被评价。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模式认识到了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话语致力于相互理解，以及对道德义务的提倡。 

一种神圣的、存在主义的认识论把我们放在了一种与地球、自然以及更大世界的 
非竞争、非等级的关系之中 （Bateson， 1972, p.335)。 这种神圣的认识论强调授权、共 
同治理、关心、团结、爱、社区、契约、具有道德的观察者，以及公民改革等价值。正如克 
里斯琴斯观察到的，这种伦理的认识论揭示了理性的、启蒙科学所排斥的道德价值，它 
是建立在宣称“所有人类不分阶级和种族都拥有尊严和神圣地位” （Christians, 1995, 
P . 129) 这样一种哲学人类学基础上的。这个立场产生了一种强调生命、人类尊严、真 
实讲述和非暴力的普遍人类伦理 （Christians, 1995, pp. 12-15) 0 这种伦理建立在地方 
性经验以及文化上规定的元规范 （protonorms) 基础之上 （Christians, 1995， p. 129 ) 。这 
些元规范提供了“植根于普遍的人类团结之中的关于‘善’的概念” （Christians， 1995, 
p. 129;也可参见 Christians, 1997, 1998)。这种神圣的认识论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中 
种族、阶级和性别是作为重要的压迫体系运作的，并对此提出了质疑。 

因此，克里斯琴斯扼要论述了未来激进的伦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超越了一 
般的中间道路的伦理模式，该模式集中关注定性研究中与背叛、欺骗和伤害相关的问 
题。克里斯琴斯所呼吁的合作社会科学研究模式,使研究者不是对无关的学科（或制 
度）负责，而是对那些被研究对象负责。这继承了批判、行动和女权主义的传统，把研 
究伦理和有关被压迫者的政治有力地联系起来。克里斯琴斯的框架对现有伦理和社 
会科学话语进行了再组织①。 


通过克里斯琴斯,我们认识了一种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它呼吁研究者和被 
研究对象建立合作、信任、非压制的关系。这种伦理假定，研究者有义务认识到个人责 
任、个人表达和关怀的价值、移情和分享情感的作用 （Collins, 1990, P .216)。 


①在克里斯琴斯的框架下，主要有两种伦理模 式:功 利主义的和非功利主义的。然而,无论过去还是最近， 
研究者都采用了五种伦理立场中的一 种:绝 对论者 （absolutist) ，后果主义者 （consequentialist) ,女权主义者，相对 
主义者，或者欺骗。这些立场经常是相互混合的。绝对论者认为，任何有助于对社会自我理解的方法都是可接受 
的，但只有公共领域的行为才应该被研究。欺骗模式认为，任何方法，包括谎言和歪曲的运用,在真理的名义下都 
是正当的。相对主义者的立场认为，研究者有研究他们想研究的东西的自由，伦理标准是个人意识的问题;克里 
斯琴斯的女性主义社群主义框架详细论述了一个强调相互尊重、非强制、非操纵、支持民主价值的,注重前后关系 
的后果框架 (contextual-consequential framewor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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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认为，它的使命是分析和理解社会中模式化的行为、社会过程以 
及个人和集体参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态度基础。它预先假定为了实施与使命相 
关的任务，社会学家必须 具有: 

1. 感知并把他或她自身的经历置于背景中研究的能力，以及对他或她 
没有直接经历的生活或社会制度背景进行超经验的概念化的能力。要求社 
会学家对知觉感知能看见和不能看见的事物都有着敏感性和好奇心，同时 
要有足够的自我理解能力，使得对他人角色和价值的移情作用成为可能。 

2. 把他或她自己从组织化群体的特定价值和特殊利益中分离出来的能 
力，以使他或她能够获得一种不是建立在事先价值基础上的理解能力。对 
每一个人和群体来说，意识形态和信仰界定了好和坏的区别，并导致了曰常 
判断和决策中非社会学的，但是常规的倾向性。在民族志中，社会学家的任 
务不仅是要成为这些思想和行动的一部分，而且应该在更高的概念化层次 
上理解它们。 

3. 与现行规范和价值保持足够的社会距离和个人距离，从而能够客观 
地分析它们。通常情况下，自我客观化的能力足以产生定位特性，这是个人 
想要成为民族志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需要具备的。 

民族志的定性研究要求具有一种对社会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允许社会学 
家去观察自我和他人的行为，去理解社会过程的机制，去理解和解释为什么行动 
者和过程会是它们现在的样子。任何关于合适的民族志调查方法的有意义讨 
论，都预先假定了这种社会学态度的存在（参见 Adler ， Adler , & Fontana , 1991 ； 
Hammersley , 1992)。 

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产生于对理解“他者”的关注。然而，它们也致 
力于理解自我。如果因循着符号互动主义的信条，承认他人仅仅可以被作为与 
自我关系的一部分加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运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 
的不同方法，该方法在定义上重新创造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他者——的关 
系，把观察者设想成是拥有自我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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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研究任务既要求观察，也要求把这些观察结果与他人交流 
(有关描述该过程如何完成的著作，参见 Johnson , 1975 ; Schatzman & Strauss , 
1973;也参见 Pratt ， 1986 )。 产生于这些过程的关系不仅是最终研究成果特性的 
决定因素，而且是社会学方法的竞技场，社会学方法很容易对习俗化的理解进行 
处理，关于过程的资料永远不能在总体上加以描述，因为这些“田野故事”本身就 
是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每时每刻的经验是难以重述的。 
作为目标来说，对收集资料方法的总体描述将会改变民族志的参考框架，进而替 
代达到结果的方法。当研究方法的精确性比实质性社会学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 
的时候，这种替代就会发生。 

事实上，对特定研究方法的描述通常是作为反思性解释进行的，也就是说， 
报告是在研究完成后写作的。这个经常发生但没有被认识到的事实阐明了一部 
分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行动暂时和它们被如何完成的描述是分离的。 
这些有关方法论的论文是对民族志现实的重新构建。它们使用了最原始的经 
验，然后把它浓缩为一系列想象。尽管这些想象是为了描述实际运用的研究方 
法，却成为了教科书理想的范例。 


我们可以比较被假定为“科学的”社会学家的世界和诸如画家、小说家、作曲 
家、诗人、舞蹈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这样的艺术家世界，这种比较有助于澄清论 
点。欣赏绘画、聆听音乐、阅读小说、朗诵诗歌、观看对弈，或参加芭蕾舞表演，一 
个人体验了一个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如同戈夫曼 （ Goffma n ， 1959, p . 107) 所说 
的“前台”。这种方法看来似乎天生要采用已经完成的形式 （ Coffman ， 1949, pp. 
48-77 ) 。 更适当地说，我们可以认为，作曲、写作、绘画、表演，或者无论哪一种方 
法，都是创造者技能的内在部分，没有这个方法，创造就不能实现。如果艺术家 
被问到，“你是如何做的？把你的方法告诉我”，他或她的答案需要事后重新构造 
的行 动：描 述那种方法的方法。然而,最初的生产仍然保持了它原始的完 整性； 
无论从后来关于它是如何完成的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它都是不能改变的。关 
于社会学方法 ，罗伯特 • 尼斯贝特 （Robert Nisbet,1977, P .3 ) 回 忆说： 

在我致力于探讨现代社会学的某种来源的时候发现，在上个世纪中，给 
社会学提供了持续挑战和理论基础的不是什么重大主题，而是时至今天仍 
然受宠的“科学的方法”。我指的是那种倡导统计分析、问题设计、假设、证 
明、回答和理论建构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关于方法论的教科书和课程中得到 
了广泛描述。 

从尼斯贝特的敏锐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 
该研究所独有的，不能按照它实际发生的进行描述或重复。社会调查者可能选 
择不同材料作为他们的资料——历史学家的文献、人口学家的定量报告，或者民 
族志学者对社会中某一部分的直接感知，这些并不能改变社会科学家是观察者 
的事实。作为世界的观察者，他们也参与其中，因此，他们是在一个中介框架 
(midiated framework) 中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史赋予了他们符号和 
文化意义的框架,他们把这个框架带人了观察之中。隐藏在每种研究方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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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单个观察者提供背景的个人因素 （ Clifford , 1986 )。 在这个根本意义上， 
所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定性的，都是同样客 观的； 定量数据或数学程序的运 
用，并没有消除成为社会研究基础的主体间因素。客观性并不在于方法本身，而 
在于研究问题的适合程度，以及研究者不论数据和直觉会把他们领向何方，也仍 
有要继续研究该问题的愿望 （ Vidich , 1955 ;也可参见 Fontana , 1980; Goffman , 
1974 ) ①。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定性的——因为观察者处于研究过程 
的中心，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每个观察者特殊的现实呢 
(Atkinson , 1990) ?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按照该项工作是否给我们传递或“诉说”了什么这 

个标准来自己判断-换句话说,它是否和我们的现实联系在 T - 起②？它能帮助 

我们把自己的线索组织起来吗？它和我们关于世界的想象产生了共鸣吗？或 
者，它是否提供了一种进入后者的有效方式,从而促使我们重新考察我们长久以 
来认为自己生活世界里真实的东西？ 

如果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问题，那么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标准判断社会学研究 
的价值呢 （ Gellner , 1979)?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判断他人工作的价值，接受它，或 
者如果它不能传递关于世界的有意义东西，就拒绝它。当然对一个人有意义的 
东西并不必然对另一个人是有意义的。 

在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世界范围内共同价值的瓦解以及建耷在—致同意 
基础上社会的解构，促使人们认识到存在着许多相互竞争的现实，这个事实产生 
了社会学原先没有碰到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状况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该条件 
下，被认为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待世界的理论观点的数量，取决于现有科学世界 
观的数量。至于调査中潜在的研究主题，它们的前景仅仅受到宗教信仰、职业和 
专业意识形态，以及引导或扰乱他们生活的其他世界观的限制。在本书写作期 
间，一种新的认识论观点引起了人们关注，它剥夺了所有已经被接受的话语特 
权，使得话语本身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主题③。 

定性研究的历史说明情形并不是始终如此 （ Douglass ， 1974 )。 在过去，许多 
调查者研究的问题，是他们对一种宗教信仰或种族信条的忠诚或反对所赋予的， 
或者是他们对具体的民族目标或社会经济方案的认同或反对而产生的。接下 
来，在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历史解释中，我们会说明，该方法的使用是如何被 
个人观察者的观点以及曾经指引着定性研究的主要假定偶然化的，这些假定现 
在已经失去了原有作用了。然而，我们先行者的信仰、信条和希望，并没有完全 
从社会学家的精神地图中消失 （ Luhmann , 1986 )。 它们仍作为人们甚至没有意 
识到的背景存在，成为了所有人熟悉的社会学思想 工具。 昆德拉 （ Kundera , 


① 关于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基本相似性的讨论，参见: Vidich & Bensman( 1968,第13章）。 

② 这里我们只是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和认识论中的一个严肃问题进行注释，并说明一种可能的方法。如下 

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C. W. Smith，19 7 9; Rabinow and Sullivan, 1979; G. Morgan, 1983; Fiske and Shweder, 
1986; Hare and Blumberg, 1988； Ashmore, 1989； Minnich, 1990； Bohman,1991； Sadri,1992, pp. 3-32 105-142 •’ 
Harrt,1984 0 ’ ' 

③ 这种新理论提出的许多问题在 A. 洛丝 （ A. Rose,1988) 收集的论文中得到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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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在《小说的艺术》 （ m e Art of the Novel) 中指出了我们当前困境的核心 问题： 
“如果上帝走了，人类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行星没有任何主人，它们正穿 
越空间，具有人类无法承受的轻盈。” （ p . 41 ) 

在社会科学运用观察方法的整个阶段，研究者无形中——或者在某些情况 
下明确地 —— 带着希望和信仰所界定的问题，进人到他们的研究当中。通过集 
中关注这些问题的实质和他们预示的思想，我们把对这段历史的讨论，限定在人 
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民族志研究中使用的定性方法，也就是个人观察者使用的 
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观察。我们的历史沿着一个连序谱前进，它开始于早期民族 
志学者与新世界的第一次遭遇，结束于我们同时代人的工作所面临的理论和实 
际问题。 


早期民 族志: 对他者的发现 

希腊术语 et / inos 表示了人、种族或文化群体 （ A. D. Smith ， 1989, pp . 13-18 )。 
当 ethnos 作为一个前缀和 graphic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术语 ethrwgrphic 时，是指描 
述人类学 （descriptive anthropology ) 的分支。更广义地说，描述人类学是用于描述 
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民族志学是指对民族和民族意识的文化基础进行的社会 
科学描述 （ Peacock , 1986 )。 描述人类学和民族志都被认为是与理论无关的，仅 
仅关注于描述^然而，民族志学者的观察总是受到世界精神观念的影响，这些观 
念决定了什么资料是突出的，什么不是突 出的： 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客体而不是 
另一个客体，揭示了观察者价值取向的纬度，以及价值所负载的兴趣。 

早期民族志产生于西方人对文化和文明起源，以及这样一个假定的兴趣，该 
假定认为，这些同时代的被西方人认为没有文明的原始民族，事实上是连接西方 
和其史前开端的“人类伟大链条”活生生的复制品 （ Hodgen, 1964, pp. 386-432 ) 0 
这样的民族志模式产生于 15 和 16 世纪，是哥伦布 （ Columbus ) 以及后来的探险 
者，在被称为新大陆的西半球和南部海域岛屿文化的航海产生的基本 问题。 

对生活在非西方环境中人类的发现，引发了欧洲知识分子从未想象过的宇 
宙论难题。他们感到，有必要把新的事实整合到已经被接受的知识和理解中 
去①。因为，圣经，尤其是《创世纪》，被认为是理解地理历史和创造过程的唯一 
有效来源。它把人类的起源置于伊甸园中^ 1 定位在今天称为中东的地方，所 
有人类都被认为是来源于此的。后来，依照洪水民族志学 （ Numbers ， 1992) 的说 
法，来源于世界范围内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诺亚及其家庭的后代。要把哥伦 
布在新大陆遭遇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泰诺人 （ Taino ) 、阿拉瓦人 （ Armvak ) 和加勒比 
人 （ Carib )( Keegan , 1992 ； Rouse , 1992) 和圣经的解释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尤 
其是哥伦布的“发现”揭示了基督教兄弟关系以外的他者的存在，这就提出了这 


①接下来的论述 参见: Lyman, 19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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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问 题:在 前哥伦布时代，这些人类的祖先是如何到达美 洲的？ 任何认为他 
们不是从欧亚大陆或非洲移民过来的论文都被认为是异端，是在宣扬人类可能 
不只产生于上帝创造人的行为。 

一般来说，全球范围内人类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把如何解释种族、文化和 
文明的多样性起源、历史和发展问题，摆在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面前 （参见 
Baker ， 1974； Barkan , 1992； Trinkhaus & Shipman , 1993)。 不仅宇宙论者有必要 
解释“他者”①的存在，而且学者有义务去说明，欧洲人和这些“他者”在道德价值 
方面的差异是如何存在的、为什么会存在。事实上，如此丰富的价值、文化和生 
活方式，对有关基督教学说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构成了挑战。诸如残杀婴儿、同类 
相食、用人做祭品以及最初出现的男女乱交现实，重新提出了文化价值间的矛 
盾，以及这些矛盾应该如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 Oakes ，1938) 。 

这些价值冲突问题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劳动分工中的征募、组织这些实际 
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可以在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ome de Las Casas ) 与德塞普尔 
维达 （Juan Gines de Sepulveda ) 在 Valladolid 委员会的争论中发现。“德塞普尔维 
达，这个为了把西班牙人奴役印第安人的行为合法化，而运用了亚里士多德 
( Aristotle ) 的自然奴隶学说的人” （ Hosle ， 1992, p. 238 )，事实上在与德拉斯卡萨 
斯的争论中获胜了。而后者坚持认为，现在被称为美洲本地人的民族，是“拥有 
自己的传统、尊严和权利的完全同样的人类” （ Marty , 1992, p . xiii )。 如今，也许 
正因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新认知，普遍主义价值与相对主义价值之间的紧张，仍 
然是西方民族志学者没有解决的难题 （ Hosle , 1992) ②。在实践中，它变成了这 
样一个 问题： 观察是被什么价值引导的？选择要么是民族志学者的价值，要么是 

被观察者的价值-用现代的说法，要么是主位 （emic ) ，要么是客位 （etic ) 

( Pike ， 196 7 ; —个精彩的讨论请参见 Harre , 1980, pp. 135-137 )。 这里存在一个 
更深层次、更基本的问题 ：当他 者的价值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时，怎么可能理 
解他者呢？当西方的基督教价值不再是真理的保证，并因此不再是判断充满自 
信的有效观察的基准时，这个问题开始困扰民族志学。 


① 这种取向与修昔底德 （Thucydides, W2)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0 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用的是不一样的。他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他把自己从参战各方的规范中分离出来，从不明确表示自己 
的价值。他的书让许多试图找到他的根本主题的学者很困惑，不能理解为什么该书充满了含糊性,总不给他们一 
个明确的观点。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各种观点， 参见： Khto, 1991, pp. 136-152；Kluckhohn, 1961, pp. 4,34-35, 
55’ 64-66；Humphreys, 1978, pp. 94, 131, 143 , 227-232 , 300-307；Grant, 1992, pp. 5, 45, 148-149。 ’ 

② 在讨论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时，霍斯勒 （Hosle, 1992) 写道: “当然，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并不容 
易：即 使伴随西班牙征服者的牧师谴责了实施的暴力，他们是有责任 的吗？ 在特定意义上说，他们的到场是否把 
该事业合法化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一种虚伪的宗教出场，他们对基督教作出了贡献。他们满口是博爱，却是 
残忍的罪犯的宗教。当然，如果没有传教士，可能会有更多的暴行发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不过这种伪善至少 
可以给被压迫的人声明某些权利的可能性。公开的残忍可能更真诚些,但真诚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真诚的残忍 
不能产生任何积今的东西。另一方面，伪善却表现出了征服它的力量。” （ p . 236 )如果这些有用的话，霍斯勒对基 
督教的辩护则揭示了关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的争论中仍然存在的困难，并对这个问题留下了悬而未决的 
解决方式。也 参见: Lippy, Choqu e tteandPool e (199 2 )。 关于卡 萨斯一 塞普尔维达的争论及其对美国人种史学和 
人种学的意义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 Hanke, 1949/1965, 1959/1970,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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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心态与他者的持续 

在民族志学职业化之前,世界种族与文化的描述和评价是由西方传教士、探 
险家、海盗以及殖民地管理者提供的。他们的报告可以在全世界的教堂、国家和 
地方档案中找到，绝大部分报告是由占领文明的代表写成，或者是从占领文明代 
表的角度写成的，这些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当代民族志学者并不知道的。他 
们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使这些世界文明化（关于这个问题的中肯讨论，参 
见 Ginsburg ， 1991，1993)。一些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探险者、传教士和 
管理者，对那些“原始人”的实践活动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观察者 
的基督教价值观是很明显的①。对被这些观察者（比如 Degemndo , 1800/1969) 
研究的社会来说,作者的民族志报告是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理想颠倒的镜子。这 
些早期的民族志，展现了和他 们的研 究目标一样多的西方世界。这也许可以解 
释为什么这些民族志没有被当代的人类学家重新分析和利 用：现 在的民族志学 
者希望把自己和西方征服的历史分割开来，而把早期的民族志作为毫无希望的 
偏见加以拒绝（参见“定性方法座谈会”，1993)。近年来，他们开始认真对待本 
地人对西方“发现者”的解释,而剥夺了西方发现者提供报告的特权，并把他们去 
中心化了 （ Abeyesekere ， 1992 ； Salmond , 1991 ; Todorov , 1984)。 

在后来殖民地管理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通过这些资源，我们 
可以看出早期民族志文献对这些民族征服的影响（比如 Olivier , 1911/1970)。 人 
种学 （ ethnology ) 起源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老海上帝国的管理者写作 
的报告 （ Maunier , 1949)。 这些帝国为业余的，以及后来专业的民族志学者提供 
了很多机会，不仅可以考察“ 土著”文化的主人②，而且可以管理影响民族“文化 
进步”的生活状况 （ Gary ， 1911/1970, pp . 79-85)； 对这些海上帝国来说，欧洲人 
的兴趣通常在于，利用土著的劳动力、利用他们的土地发展榨取性的产业，或者 
在帝国主义者的竞争中根据军事战略优势建立基地（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 
Aldrich , 1990； Boxer , 1965 ; Duffy , 1968 ; Gullick , 1956 ； Suret - Canale , 1988 a , 
1988 b ) 。 因此，在殖民地管理者手下发展出来的人类学，对土著的文化适应以及 
间接规则的文化保存效果没有兴趣。他们的方法被称为多元主义的发展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 M . G . Smith , 1965) 0 只要土著人本土的领导人能够支持 
殖民当局有限的利益，殖民地多元主义就或多或少地把土著人置于这些领导人 
的权威之下 （ Lugard , 1922/1965)。 这种倾向在殖民社会 （ Boeke ，1946； 


①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主教科德林顿 （Codrington,1891) 的名为《美拉尼西亚人》 （ 的民族志 

研究。他的研究给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哈夫迈耶 (Havemeyer,1929) 关于美拉尼西亚人的章节提供了唯一的来源。 
参见科德林顿 （Codringt 0n ,197 4 ) 名为 “Mana” 的对《美拉尼西亚人》的摘录，也可参见库珀 （Kuper,1988, PP . 152- 
170) 的批判性讨论。 

② 一个能够说明人类学家对传教士对本地人生活所做工作的灾难性后果感到绝望的好例子，可以在里弗 
斯（ Rivera , 1922/1974 ) 出版的著作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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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土方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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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ivall , 1956) 中心创造了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被多种地方文化群体所包 


围 （ Boeke ，1948) ，一些群体成员不由自主地被拉入到市场经济当中，并承受身 
份被边缘化的后果 （ Sachs , 1947)。 

在殖民地区从事田野研究的民族志学者，可以根据他们对文化和（或者）政 
治民族主义以及自主的态度分成几类 ：一些 人成为了民族文化解放和反殖民起 
义的 斗士； 一些人尊重传统文化的自主权,但反对土著人为了寻求他们生活方式 
现代化而反抗殖民主义的任何倾向。后者中有一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赞美反 
殖民的运动，但是更希望看到本地人保持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些人可能想 
象资本主义以前的土著过着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 
述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事实上，恩格斯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来自于摩根 
( Morgan , 1877/1964) 的《古代社会》（如 cieret Society ). ,它是一个关于美洲土著的 
人种史学的原创性实证研究，把后者想象成古希腊人的“祖先”（有关批评可参见 
Kuper ， 1988)。其他人不再关心，如何通过对美拉尼西亚人、塔斯马尼亚人 
( Tasmanians ) 、班图人 （ Bantus ) 、婆罗洲土著人 （ Dayaks ) 的民族志解释，去证明 
“母权”先于“父权” （ Hartland ，1921/1969) ，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化适应。他 
们不能确定这个过程会有多长，以前被殖民化的主体接受西方规范的程度如何， 
由此再次使用“幸存者定律 ” （the doctrine of survivals ) 来解释持续存在的本土文 
花要素 （ Herskovitz ， 1958, 1966)。他们对某些本土民族宁愿用新生活换取旧生 
活感到吃惊 （ Mead ， 1956/1975)。这些多样化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在早期专 
业民族志学者的著作中很普遍，并给人类学提供了大多数理论争论的基础。 


文化与社会的“演进 ”：孔 德与比较方法 

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专业化以前，开明的民族志学者已经放弃了与残忍的征 
服者相关的任何态度，而代之以仁慈的演进态度。在人类学内部，殖民主义历史 
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相对主义，产生了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被社会演进理论 
部分代替了。运用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主义原理来理解社会和世界文化，把民 
族志学者从道德相对主义带来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承认存在一个有关 
价值的时空层级。这些价值共时性地在世界上可以找到的文化种类中得以呈 
现，但可以根据发展进步理论历时性地加以分类。 

这种理解西方的新方法，首先是由孔德 （Auguste Comte ) 正式论述的，很快被 
命名为“比较方法” （ Bock ， 1948, pp . 11-36) 0 根据孔德及其后继者的说法，有关 
文化和文明演进的研究，假定文化有三个阶段。世界上的民族和文化可以按照 
时间排序，从而形成“人类的伟大链条” （ Lovejoy , 1936/1960)。此外，这些阶段 
是可以说明的，它们在链条上有序地连接起来，标明人类社会从原始文化状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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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现代文明的过 程①。 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及社会指标，民族志学者可以发现某 
一特定民族属于“链条”上的哪一阶段，并因此赋予该民族在文化演进中一定的 
位置（关于孔德作为一个历史及演进理论家的讨论和批评，可 参见： R . Brown , 
1984, pp . 187-212) 0 这些不同的文化在民族志学者从事研究的时代共存，看起 
来是个困难的事实，但这些事实通过“不均匀演进 ” （uneven evolution ) 理论得到 
了解释。该理论在知识论的假设下，认为除去西欧以外所有的文化，都经历了某 
种形式被抑制的发展 （ Sanderson , 1990； Sarana , 1975)。在缺少成文的历史材料 
的情况下，民族志学者利用现场田野研究来解释史前文明的构造，同时提出了一 
个道德谱系。这个关于文明发展的历时分析继承了孔德的思想，通常以三个进 
步的、不可逆转的阶段为 特征： 原始状态 （ savagery ) 、野蛮状态 （ barbarism ) 和文明 
( civilization ) 0 被对应到这些阶段的民族，是与一种肤色一文化（ color - culture ) 等 
级的历时分析相对应的，并且充满了西方民族中心的偏见 （ Nisbet ，1972 ) 。 

在19世纪，孔德通过指明宗教发展过程中道德成长（孔德的术语）的三个阶 
段，形成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维模式。民族学者采用了孔德的比较方法， 
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原始”文化的演绎假设。这种强加的、 
预想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框架，使得民族志学者的工作简化了很多®。他们 
的任务变成了针对文化特点的分类员的工作。最后，这种方法在耶鲁大学收藏 
的人类关系领域档案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 HRAF ) 中被制度化了 ， HRAF 
成为了保存人类学资料库和几乎所有现存民族志文献的地方——在 HRAF 的抽 
屉里，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找到在类别上合适可靠的地方 （ Murdock ， 1949/ 
1965) 。耶鲁大学出版的种类手册，为民族志学者提供了指导他们观察的方针以 
及对文化特点进行分类的基 础③。 耶鲁的跨文化档案中的资料，以存在行动者 
的、有生命的社会世界形式展现了民族志学。他们是对截然不同的文化种类的 


① 因此，如果读者希望把默多克 （Murdock ,1934) 的《我们原始的同时代人》 （ Our Primitive Contemporaries ), 
作为“比较方法”的某一方面的例子，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始”文化的说明加以精读,他或她会发现，那18个 
占据了时间和空间的民族的民族志，按照地理学的安排，与作者是一致的，但——使用“原始的” （primitive) 这个 
术语作为描述性形容词——却使该书的标题从历史方面 （ 也就是历时的 ） 成为矛盾的修辞。可参见博克 （Bock, 
1966) 富有思想性的评论。 

② 需要注意这种民族中心表达模式的两个 例外: 萨姆纳 （Sumner, 1840— 1910), 他创造了“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Um) 的术语，他认为国会或法院没能做点什么来阻止在南方对黑人的 私刑： “在文明化的现代国家中， 
任何人被用火烧死都是不体面的。” （Sumner, 1906/1940, p. 471;也 参见: Sumner, 1905/1969) 维布仑 （Thoretein 
Veblen, 1857 — 1929 ) 使用广‘野蛮状态” （savagery) 和“无知和鄙俗” （barbarism) 这样的用语，经常把这些人的道 
德规则和金钱观，看成是高于那些坚持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的，并与他那个时代正流行的雅利安人 
(Aryan) 优越论进行 了争论（参见 Veblen, 1899/1959, 1914/1990, 1919/1961b; 也参见 A. K. Davis, 1980； 
Diggins, 1978； Tilman, 1991)。 

③ 人类关系领域档案被复制、交易、分配到了其他大学的人类学系，这不仅增加了文化研究的标准化和一 
致性的因素，而且增加了民族志学者放弃短期进人该领域的可能性。这种正流行的方法在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 
特森 (P a tterso n ，1982) 的两项研究得到了说明。帕特森是在默多克61个拥有奴隶的社会“样本”（从总共186个 
社会中）基础上进行该研究的。这些社会是按照地理位置排列的，但为了服务于一篇论文，它们被暂时重新排列 
了，该论文试图探讨奴隶制度变化和功能上的起源。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并不惊奇地发现，在研究的结尾， 
帕特森 (Patt ere o n ，1991) 相信他能够说明“图皮南巴族人、古希腊和罗马人、美国南方人，在时间、地点、社会文化 
发展水平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并揭示了这种复杂的文化特性的坚韧性”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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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收藏，代表了民族志方法的对立面。 


20世纪的民族 志：孔 德主义与冷战 

20世纪的两个发展破坏了各种“殖民的”人类学观点和演进理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终结的30年内，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终结了西方世界 
进行全球殖民主义的直接形式。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对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 
反殖民攻击，直接导致了对“原始人”思想以及整个人种学思想的批判 （ Montagu , 
1968) 。实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已经开始不考虑“原始”社会， 
并开始放弃演进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曾经论证他们是最先存在的。 

一个新的术语-不发达的——开始替代“原始的”。殖民权力及其支持者 

变成了学术起诉的被告，他们被认为应该对新命名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负责。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美国“黑人文化”及其他有色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WiUis ， 
1972) ①。民族学者发现，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在受到攻击。这些价值取向导 
致，他们以及深受他们尊敬的先行者与帝国政府在镇压和剥削当地民族中的合 
作，或者是与美国军方及其在越南的“绥靖”方案合作。人类学家开始集体的、学 
科内反省 （ Nader , 1972) ②。世界历史方向的变化，促使人类学家重组民族志方 
法。因为根据定义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原始人可用于研究了，新命名的“不发达” 
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经常指责人类学家应当对它们的现状负责，因此，进入 
部落社会比以往困难得多。随着田野工作机会的减少，人类学开始求助于语言 
学研究、耶鲁档案馆的资料库，或者对美国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出现的民族志。 
人类学绕了个大圈，回到了出发点，回到了对它自己社会的研究，从而来进行更 
“原始”文化的调查。语言学和资料库拥有丰富的文献和历史档案，借给了他们 
研究的文本。这些趋势开启了民族志学运用现代主义——后来是后现代主 

义-方法研究外来民族、调査在西方工业社会中生存的外来文化承载者的 

路径。 

然而，尽管人类学深受非殖民地化运动的震动，并且受到了进人传统的田野 
工作地点的严格制约，但是，冷战给了社会学以现代主义形式复兴孔德和斯宾赛 
( Spencer ) 的演进学说的机会，可以把它们和自然神学结合起来，后者发端于美国 
清教徒。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 的两卷本社会发展研究恢复了加尔文教徒——清教 
徒的形象，并把后者运用到对“他者”的研究中去，这些“他者”是没有包括在西 


① 对第三世界民族的概念化，对“发达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社会的概念化,参见: WotBley , 1964 
1984 0 

② 资本主义导致了欧洲的海外帝国和美国自身的“聚居区殖民主义” （ghett0 colonialism) 的欠发达，这种观 
点成为了一种塑造后传统的民族志学理论的假设，甚至信念（参见： B l auner ， 1972； Marable, 1983;也参见： 
Hechter, 197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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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督教的兄弟关系之中的。在美国与前苏联几十年的竞争期间，根据美国认 
为达到了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准，被选择的民族和社会被安排在了一个图表 
当中； 其他的民族、文化和文明，被假定为正在向美国这个“第一个新民族”描绘 
的方向移动 （ Lipset ， 1979； Lyman , 1975 )，或者正遭到某种前进的抑制。发展规 
划坚持着这样一种 思想： 经济进步是工业化固有的，民族建构应该与资本主义、 
民主化的逐步扩展以及有序地提供个人权利相一致。尽管与特加特 （ Teggart ， 
1941) 及其后继者 （ Bock , 1952, 1956, 1963, 1974； Hodgen , 1974； Nisbet , 1969, 
1986； Lyman , 1978； Kuper , 1988 ) 有关的社会历史思想学派对比较方法提出了尖 
锐批评，但孔德的观点在帕森斯的著作及其宏观社会学的追随者中仍然存在。 

冷战期间的社会科学文献包括这样一些标题，比如海尔布伦纳 （Robert 
Heilbroner ) 的《伟大的攀升 》 （ 〜 Great Ascent ) ，奥甘斯基 （ A . F . K . Organski ) 的《政 
治发展阶段》 （ 77 i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 以及罗斯塔 （ W . W . Rostcw ) 的 
《经济增长的阶段》 （7 %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0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民主的社 
会秩序替代了早期关于文化演进的最终阶段的想象。世界上采用美国的社会、政 
治、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其他民族的变革，成为了社会科学家衡量人类“前进” 
程度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分析 家一民 族志学者提供了一个评价“他者”（在1947年 
以后，这包括前苏联以及那些“不发达”世界的民族和文化）进步程度的新手段 o 20 
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宇宙论、道德、经济、军事等问题的学者，宣称拥有把善意的 
基督教化的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权利，并开始对共产主义的崩溃、前苏联的解 
体，以及前苏联在东欧的联盟解组而欢呼 （Gwertzman & Kaufman , 1992)。但是对 
有些人来说，产生了一种新的 忧虑： 担心这些事件是否标志着历史自身的终结 
( Fukuyama , 1992) ①。 

冷战的结束和前苏联的解体，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唤醒了民族主义 
者,增强了民族意识。在这样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世界，尤其是对那些希望把自 
己和其他种族、民族区别开来的人来说，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了 一个新的口号。文 
化相对主义带来的困境，被一些新的问题代替了，这些问题产生于假定最初的血 
统是十分明确的。民族志学者现在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到了不可比较的，但相互 
竞争性的价值困境当中。 


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 志学：一个本 土的“他者” 

在美国，新教加尔文派的拓荒，开始于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之后。清教徒深 
信自身的正义以及要把上帝的王国传播到这片“新大陆”的使命，他们首先把印 
第安人纳人到自己的信仰盟约中来。但是，由于错误判断了印第安人的可塑性 
以及他们对外来世界观的抵制，清教徒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 Calloway ， 1991 , pp . 


①关于来世论的、千年的、神圣的、世俗的“末世论”，以及其他的按时间排列事件的模式, 参见：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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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0 ； A . T . Vaughan , 1965 )。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他们继续努力 （ Coleman , 
1985 ； Keller ， 19 83 ； Milner & O ' Neil, 1985). 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政治和法律 
政策，以及美洲土著文化的民族志研究，都产生于这个失败，并影响了这个结果。 
结果，北美洲的几个土著部落在民族志、道德和文化方面，被保留在欧洲移民的 
领土和定居的白人美国社区之外。 

17世纪到19世纪——也就是跨越美洲大陆进行西部扩张期间，关于印第安 
文化的民族志报告，是从欧洲一美洲征服者和他们的传教士同盟者的角度来写 
作的 （ Bowden ， 1981 )。 印第安人以一种特殊的“差异性”形式存在着，他们的差 
异性甚至比曾经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后代更大。有关这个事实的 
一个显著社会指标是，他们在保存自己的思想和群体方面受到限制。在传统的 
学术课程里，对本土美洲人的研究是“原始”民族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然而，对 
欧州和亚洲移民以及美国黑人的研究，则是社会学的“少数民族”课 程和“ 种族和 
民族关系”课程的制度化特征。 

在美国，民族志理论从被传教士和军事征服者书写转换到专由人类学家来 
书写。这种转换发生在史密斯一索尼安 Smithsonian 协会人种学部建立之后 
( Hinsley ， 1981 )。 然而，各种印第安“部落”的民族志学，更早是由为印第安人事 
务局 （ BIA ) 服务的人种学家写作的 （ Bieder ， 1989; 可以在 McKenney & Hall , 
1836/1972 ； Schoolcraft , 1851/1975 找到史密斯一索尼安以前的美国印第安人民 
族志的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一些理论家希望用与《圣经》里创世纪和洪水神话 
相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美洲印第安人起源、建构他们的祖先，对这些理论家来说 
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出现形成了另外的问题 :他们 在法律中的反常地位 （ R . A . 
Williams ， 1990 )。 印第安“部落”在政治上认为自己是分离的、独立自主的民族， 
在一定的时期内，殖民当局和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然而， 1883 年最高 
法院重新确立了他们的法律地位。首席法官马歇尔 （ Marshall ) 宣布，印第安人在 
法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说，他们形成了“一个驯服的、依赖的民族”，他们与 
联邦政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监护”关系。联邦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来处 
理与印第安人相关的事务。在这个决定的限制和约束下，印第安人事务局开始 
管理印第安人的相关事务。美国的民族志学发展出了关于本土美洲人的特殊 
观点①。 

印第安人事务局和史密斯一索尼安协会雇佣了民族志学者担任各种机构的 
职员，研究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观察者的研究重点不是印第安人的转化 
问题，而是如何叙述他们的文化——仪式的记录、亲属体系的描绘、技术的描述、 


①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民族志学集中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殖民地的土著居 
民。人类学家对中美洲和南美洲文化的兴趣是考古学取向的，是为了填写“史前记录”和充实博物馆而设计的。 
一些民族志的工作是在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岛屿上开展的 （与夏 威夷的怕奈斯主教博物馆有关）。米德在美属的 
萨摩亚群岛 （Somoa) 工作，是最早在太平洋群岛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非传教士人员之一。她的工作部分是为了批 
判美国清教徒的性观念，夸大叙述了大洋洲的实际状况，最终遭到了他人的反驳 （参见 : Freeinan , 1983 ; Holmes , 
1987; Mead, 192871960a, 193071960b, 1949/1960c, 1935/1960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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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品的收集，所有这些都是从世俗的、管理的角度来进行的①。印第安人事 
务局所持观点的理论支持是文明/原始的两分法，它已经认为，印第安人是没有 
文字的。事实上，这个“驯服的，依赖的民族”的部落土地和保留地，成为了民族 
志学者收集早期原始生活阶段状况的活生生的人类学博物馆。在这个国家中印 
第安人大量居住的地方——尤其是西南®——和考古学研究的手工艺品很多的 
地方，孔德的演进理论被用于寻找现存部落的祖先，他们可能在古生物学的研究 
成果中找到印第安人的起源。然而，西南部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论的地方，它不 
仅把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联邦官员区别开来，也把人类学家彼此区别开来 （ Dale , 
1949/1984 ； Dockstader , 1985)。 

“原始人”的生活世界被认为是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见、描述和理解史前 
的过去。这种观念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 （ St . Louis ) 世界博览会 （the St . Louis 
World’s Fair ) 得到了人种学的认可。当时，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传教士弗纳 

(Samuel Phillips Vemer ) 允许奥塔本加 （ Ota Benga ) - -个来自刚果的矮 

人——被作为活生生的原始风格标本加以展览。一年以后，奥塔本加在一个动 
物园的猴馆被展出 （Bradford & Blume , 1992)。1911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伸 
(Alfred Kroeber ) 把亚以 （ Yahi ) 部落的最后幸存者伊升 （ Ishi ) 放到了加利福尼| 
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在伊升死前两年，他一直居住在博物馆，像他之前 的奥& 
本加一样，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造物品 ，一 个被陈列的原始人，一个被 
文明人，看成可以和美国博物馆里印第安人立体模型相比较的事物（参见 
Kroeber , 1962, 1965 ;同时代的报纸和其他媒体的解释，可参见 Heizer & Kroeber ， 
1979)。 

尽管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确立了大多数人种学者工作的方案和观点，但它 
并不被早期的田野工作者认为是正统学说。在这些异端的人种学家中，最重要 
的可能是富兰克.汉米尔顿. 库欣 （Frank Hamilton Cushing , 1857— 1900 ) ，他在 
作为人种学家为史密斯-索尼安协会工作期间，成为了祖尼人萨满教的巫师 （Zuni 
shaman ) 和战争领袖（参见 Cushing , 1920/1974, 1979, 1901/1988 , 1990; 也可参 
见 Culin , 1922/1967) ③。 库辛的案例之所以凸现出来，是因为，尽管他是祖尼人 
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仍然是一个力图从本土视角描述祖尼人文化和世界观 
的专业人种学家。此外，库辛参加了 R • S • 库林 （ R . S . Culin ) 那篇异端论文的 
工作，该论文认为，美洲是亚洲的摇篮,在哥伦布时代之前,祖尼人的祖先迁移到 
了亚洲，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 
文明反过来又经过了几世纪传播到非洲和欧洲 （ Lyman , 1979, 1982 a , 1982 b )。 

保罗 • 雷丁 （Paul Radin ,1883—1959) 并没有尝试把自己变成一个土著，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理日本人的重新安置中心的人类学家和接受了关于保留 （reservation) 训练的人 
类学家，使用了同样的理论。关于那些人类学家从美国印第安人转向日裔美国人的原因, 参见: Leight 0n ，1945 ; 
Wax, 1971; Spicer, Hansen, Luomala, and Opler,1969; Myer, 1971; 以及德林农 （Drinnon, 1987) 的猛烈批评。 

② 关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民族的代表性民族志， 参见： Schwatka, 1893/1977; Nonlenskiold , 1893/1979； 
McGee, 1899/1971； Spier, 1933/1978;Kluckhohn, 1944；Eggan, 1966, pp. 112-141。 

③ 最近泰德洛克 (Tedlock,1992) 对祖尼人的民族志研究进行了反思并赞扬了库辛在那个部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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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温尼贝戈印第安人 （Winnebago Indians ) 的民族志研究 
(参见 Radin ， 1927， 1927/1957 a , 1937/1957 b , 1920/1963, 1933/1966, 1953/ 
1971 b ， 1923/1973, 1956/1976) ①。雷丁认为，深刻学习一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和 
符号系统，才能从一种局内人的观点看待这种文化。他在报告中评述了温尼贝 
戈人的神话、仪式和诗歌，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英文翻译。由于库辛和雷丁的著 
作被作为美国印第安人民族志学的标准典范，因此，他们的观点能够用于重新理 
解早期民族志学者的工作，并使得未来的田野调查者能够理解美国印第安人民 
族志学的文化界限，同时成为人种学知识的批判社会学的一个出发点 （ Vidich , 
1966)。但是，他们的工作也认识到了文字出现以前文化的史实性，以及参与者 
从他者的观点来理解他者世界存在的问题。正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和韦伯 
( Weber ) 理解社会学的概念所说的，库辛和雷丁超越了价值不可比较的问题。 

作为市民的他者的民族志 学：少 数民族聚居区、自然 
地区和小城镇 

加尔文教徒拯救和（或）包容印第安人的使命，可以在后来力图把城市中黑 
人、亚洲人和欧洲移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纳人到新教教义的道德和社区价值的 
努力中，找到对应的地方。这些移民把他们天主教、犹太教，或者佛教的宗教文 
化带到了美国。近来被解放的黑人生活方式与美国白人市民的生活方式并不一 
致，这些问题是较早定居的群体担心的原因。他们担心美国新教文明未来的完 
整性 （ Contosta ， 1980, pp. 121-144； Hartmann , 1948/1967； Jones , 1992, pp. 49- 
166)。 最初把这些群体纳人进来的努力，集中在新教徒在移民和少数民族聚居 
区布道和传播“社会福音”的工作上 （ Holden , 1922/1970； Woods & Kennedy , 
1922/1990) 0 ， 

大约在内战后三十年，新的城市居民的绝对数量如此之大，文化如此多样 
化，以至于单靠个人努力已经无法了解，这时不得不求助于统计调査。统计调査 
提供 了一种方法，来确定在任何一个地方每一宗派、国籍和种族会有多少居民， 
并描述每一个群体在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 C . A . Chambers , 1971； Cohen , 1981； 
McClymer ，1980) 0 通过这种方式 ，“他 者”被转换成统计上的合计，并以^格^ 
式的普査，对外来生活方式加以报道。这些报告最初是由美国东部城市的各种 
教会赞助的，它们是统计调査的先驱，后来才开始由社团赞助的对移民和黑人的 
调査，以及在1911年大 范围进 行由政府赞助的对欧洲人、亚洲人、墨西哥人和其 
他 移民劳工调查 （Immigration Commission ， 1911/1970)。教会调査以及后来社团 
和社会学的后续调査，被用于实施针对新来者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群的“道德改 
革”和社会适应计划。现在社会学中的定性研究可以在这种基督教的使命中找 


①雷丁 （Radin， 1935/1970, W36/1971a) 也在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了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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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起源（参见 Greek ， 1978, 1992)。 

这个活动并不是努力把外来因素纳人到在双方意愿下成立的社区。杜博依斯 
(Du Bois ) 的 {费城 黑人 》 （The Philadelphia TVe ^ ro , 1899/1967) 是对该市第七区的调 
査，它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院领导者苏珊 .B • 沃顿 （Susan B . Wharton ) 支持 
下完成的。对沃顿、杜博依斯及其同事来说，“对社会事实的收集和分析是和科学 
活动一样的宗教活动，是一种救赎黑皮肤人群的祷告方式 。” （Vidich & Lyman , 
1985, P . 128) 这项由杜博依斯指导的研究包括了 5 000个访谈。它的目标不仅是 
描述，而且试图通过教友派信徒到社区，改善费城黑人的状况。杜博依斯著作最后 
几页的贵族阶级语调，暗含家长式作风的善行，而这是第一个社区民族志研究的 
基础。 

教会和社团资助的调査方法一直统治着社会研究，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 
期（参见： Burgess , 1916) 海伦 （ Helen ) 和林德 （Robert Lynd ) 开始他们的中镇 
( Middletown ) 研究。林德是个新被任命的新教牧师。他很关心工业化的美国基 
督教社区的道德状况，被教会委员会选中考察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国社区的生活 
方式。由于突然进人到两人研究小组的状态，林德夫妇向人类学家威斯勒 （Clark 
Wissle r ，1870 — 1947) 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请教了如何进行这样的调 
查，以及一旦数据收集上来该如何报道①。威斯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文化 
清单，这是人类学家用来组织田野资料的标准的内容列表（参见 Wissler , 1923, 
第5、7章）。那些内容——生活、建立家庭、训练年轻人、从事宗教和社区活 
动——成为了林德和他们的著作 （ Lynd , 1929/1956) 的组织原则，并给他们的调 
査提供了一系列提示。尽管中镇研究是给教会提供用于制定教会政策信息的， 
林德夫妇却以社会人类学家的方式进人到中镇社区。正如威斯勒 （ Wissler , 
1929/1956) 在给这项研究的公开出版物所写的序言中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 
人类学是关于野蛮人的古怪信息，到目前为止这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学的大部分 
观察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像人类学家接近原始部落一样 
进人到了一个美国社区。”（第 VI 页）在中镇中，人类学家的“他者”找到了进入到 
美国社会学实践和目标的路径。此外，从中央教会当局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来看， 
他曾经被认为是市民的“兄弟”，结果实际上变成了“他者”一——个在印第安那 
曼西 （ Muncie ) 的普通居民。 

1929 年《中镇》出版后不久，发生了大萧条。林德夫妇被委托去做一项对曼 
西的再次研究。 1937 年，这部名为《转变中的中 镇：关 于文化冲突的研究》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 A Study in Cultural 的书出版了。这项调査不 

仅反映了这个城镇的变化，而且也是两个民族志学者视野中的变化。在大萧条 
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林德，这个教会的改革论者，开始转向前苏联寻求解决资本 
主义显著矛盾的答案，这些矛盾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集中地显现出来^这种新 
的政治取向不仅反映在林德夫妇观察的事物当中，也反映在他们如何报告他们 


①威舫勒 (Wissleisl^/weea, 1938/1966b) 在一生对美国人种史学和民族志学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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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观察的事物。第一卷没有提到鲍尔 （ Ball ) 家族对“公司城”的控制、对鲍尔州 
立大学的家族慈善赞助，以及对地方图书馆和医院、银行的控制。《转变中的中 
镇》包括了“ X 家族: 商业阶级控制模式”一章，还有名为“繁荣与萧条中的中镇银 
行业制度”的附录。林德夫妇相信，美国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失败了， 
他们放弃了在《中镇》中使用的民族志范畴，而替代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的范畴和概念，这是他们最近亲身获得的从而把社会学的焦点从宗教价值转向 
了政治价值。 

在下半个世纪，《转变中的中镇》会成为社会学民族志的标准典范和受到高 
度赞扬的著作。林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代学生，在那里，伦理倾向的政治激 
进主义代替了明确的基督教价值和语言。随着许多哥伦比亚训练的青年（还有 
他们在城市学院志同道合的学生，这些人许多后来成为了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激 
进化，马克思主义给对美国社区具有人类学倾向的民族志观察者，提供了一种相 
反的观点。然而，在《转变中的中镇》出版将近50年之后 ，一 组非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家开展了对中镇的第二次再研究，又把关注点重新集中在探讨亲属关系和 
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这是早期民族志的主要特征，并把它和更早的美国社会 

学取向的惯用方法-对新教徒虔诚的关注-结合起来 （ Caplow , Bahr , 

Chadwick , Hill & Williamson , 1982 , 1983)。 

即使在林德夫妇的原创性研究之前，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学，已经受 
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视。由阿尔比恩 • W • 斯莫尔 （Albion W . Small ) 领 
导的芝加哥第一代社会学家认为，他们执教的学科应该影响美国的命运。美国 
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兄弟友爱的国家，信守一种所有人共享权利和适当价 
值的观念 （ Vidich & Lyman ， 1985, P .179)。 斯莫尔力图寻求一种社会学方法，让 
新教教义的价值和道德有力地影响芝加哥新的种族、人种和宗教聚居区的居民。 
然而，这种明确的基督教态度在芝加哥大学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罗伯特 .E . 
帕克 （Robert E _ Park ) ，欧内斯特 .W • 伯吉斯 （Ernest W . Burgess)，W . I . 托马 
斯 （ W . I . Thomas ) 和路易斯.沃思 （Louis Wirth ) 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指导 
教授，帕克的女婿罗伯特.里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 成为了该大学人类学印 
重要人物，在此之后，斯莫尔的这些观念被抛弃了。帕克对“自然区域 ” （natural 
area ) 的世俗概念化，替代了基督教对城市中非教会地区的关注。罗伯特.里德 
菲尔德的观点与帕克不同，他明确指出，应该从道德上提升“小社区 ” （little 
community ) ，这给大城市的小社区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形象。 

帕克 （ Park ，1925/1967 ) 把城市看作一个社会实验室，它包含了民族、生活方 
式以及竞争性的、对比鲜明的世界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在帕克看来，对一个由 
他者组成的城市来说，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它的固有特征。在他和伯吉斯的指导 
或鼓舞下，涌现了一系列民族志研究，对城市中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进行了非同 
一般的描述。这些研究频繁地考察了那些在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以外或以下城 
市群体的生活方式。除了描述这些群体经常互不相容的价值之外，这些民族志 
学与早期传教士的研究特点并不相同。帕克和同事们忙于证明他们所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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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之间各种形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正在城市中凸现（参见 Burgess & Bogue , 
1967)。 

帕克对城市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是一些“自然区域”在建筑上的市政界限，形 
成了一个个类似马赛克的小社区，每一个都和别的有着显著区别，但每个都或多 
或少是它所在种类的典型代表。帕克 （ Park , 1952 a ) 观察到，“每个美国城市都有 
它的贫民窟、少数民族聚居区、移民区，这些地方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不同的外来 
文化。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游民居住的贫民窟，在那里生活比其他地方更自由， 
更冒险，更孤独。这些被称为城市的‘自然区域 、”（ p . 196)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 
系的城市民族志学三十多年来一直集中描述这些“自然区域”，比如犹太人聚居 
区 （ Wirth ， 1928/1956)，小意大利 （ Nelli , 1970 ) ，波兰裔侨民 （ Lopata ， 1967； 
Thomas & Znaniecki , 1958, pp . 151 1-1646) ，小德国 （ Park ，1922/1971 )，唐人街 
( Lee , 1978 ; Siu , 1987； Wu , 1926) ，黑人住宅区 （Drake & Cayton , 1962； Frazier , 
1931, 1937 a , 193*7 b ) ，黄金海岸和贫民窟 （ Zorbaugh , 1929 ), 流民群体 （ N . 
Anderson , 1923/1961 )， 单屋居住者 （ Zorbaugh , 1968) ，文化的和社会的不同政见 
者 （ Ware ，1935/1965) ①，黑社会的城市生态学 （ Thrasher , 1927/1963 )，自杀者躲 
藏的城市地区 （ Cavan ， 1928/1965 )，吸毒成瘾者 （ Dai ，1937/1970 ), 精神错乱者 
(Faris & Dunham , 1939/1965 )，以及房地产交易的社会和经济动力学 （ Hughes , 
1928; McCluer , 1928； Schietinger , 1967)。帕克 （ Park ，1952 b , 1952 c ) 的取向是 
孟德斯鸠式的 （ Montesquieu ) ，他强调城市应该给那些共享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浪 
漫”和“魔力”的人提供自由。 

另一方面，帕克的一些学生追随着沃思提出的思想，喜欢把思想和行动中自 
由的形式——也就是对“分割化的”人格和特殊角色行为的鼓励，对非人格性、次 
级关系、厌烦享乐的态度的培育 （ Roper ， 1935 ; Burgess & Bogue , 1967， pp . 231- 
244) ― ■和 他们认为那些居住在农村、在种族和民族上同质性的小城镇中的人 
所拥有的、具有人格安全感的东西——也就是，从对习惯的遵从中得到的满意 
感，产生于熟悉的面对面接触的舒适感，完全人格的安全感，对初级关系的共处 

能力-相对比（参见 Bender ， 1978, pp . 3-27； Redfield & Singer , 1973;也可参 

见 M . P . Smith ， 1979)。对那些把“民俗社会”理想化，以及把它和对“小社区”的 
理想化混和在一起的人来说，“原始人的”原始主义、牧歌式的宁静、小城镇、即将 

到来的乡村城市化 （ Dansereau , 1961； McKenzie , 1968) -以高速公路的修建、 

年轻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的趋势（对该现象的早期记录，可参见 Weber , 1899/ 
1967) 、汽车 （ Bailey ， 1988； Rae , 1965 )、电话 （ Ball ， 1968； Pool , 1981)、收音机 
(Gist & Halbert , 1947, pp . 128, 505-507) 对乡村社会习俗的破坏为先导——不 
仅是变化的征兆，也是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征兆（参见 Blake , 1990； Gusfield , 
1975; Ungeman , 1980； Tinder , 1980)。 另一方面，对那些以亲身的田野经历为 
基础得出结论的民族志学家来说，美国不公平的阶级结构的过程和异常现象，已 


①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在芝加哥大学实施,但却带有这个学派方法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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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深嵌在这个国家小城镇的语言和风俗之中。同样有一种预示性的观察 :美国 
杰弗逊式的理想，在那些宣称是安全堡垒的社区中得到了公开宣扬，但并没有得 
以实施。正如霍林斯黑德 （ HoUingshead , 1949/1961 ) 在对“埃尔姆镇 （ Elmtown ) 
的青年”进行民族志研究后指出，“美国的阶级体系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但 
是）社会具有那些人认识到的法律以外的纬度……正是文化使人们面对阶级体 
系这一事实，这远离了美国信奉的理想。” （ PP . 448 , 453) 

遵循着这一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是在一种对19世纪小城镇价值的怀旧之情 
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价值美国过去曾经拥有，现在已经不存 在了。 在其鼎盛 
时期，社会中所有的人亲如兄弟姐妹。 

然而，不论是帕克认为的他者关系，还是霍林斯黑德寻求的没有阶级的兄弟 
关系，都不能解释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拒斥 。 E • 富兰克林_弗雷泽 （ E . Franklin 
Frazier ,1894—1962) 强调美国黑人的“他者”关系正是为了突出这一点。在帕克 
和杜博依斯教学的基础上，弗雷泽从对黑人聚居区各种生活方式的分析入手，开 
始了他在芝加哥的社会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该聚居区与更广泛的社 
会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分离与孤立。在他后来对“黑人资产阶级” （1957 a ) 的评 
价中，他把这视为是黑人中产阶级面对有限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时不可避免的、但 
悲剧性的结果。在对大量以大学为基础的黑人中产阶级观察的基础上，弗雷泽 
展现了黑人中产阶级对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仿 效：他 关于该主题的专论同 
样可以被认为是对白人资产阶级的研究。弗雷泽的民族志研究是建立在几乎终 
身观察基础之上的，不仅是对这个具体阶级的观察，而且是在观察哈勒姆 
( Harlem ) 和芝加哥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的居住者，南部农村和北部城镇黑人家 
庭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中的黑人年轻一代（参见 Frazier , 1925, 1957 b ， 1963, 
1939/1966, 1940/1967, 1968)。 

弗雷泽的著作暗含着，在民族志的描述和理解中，个人经历的重要性。他的 
方法论和研究地点选择可以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民族志学家—— 
索尔斯坦.维布伦 （Thorstein Veblen ) 相提并论。维布伦在美国大学社区的研 
究，比如《美国的髙等教育 :关于 商人对大学行为的备忘录》 （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es by Businessmen ) 中，利用自 
己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他对美国大学中 
发生的官僚政治变化，进行髙度组织化、预见性考察的原始材料①。弗雷泽和维 
布伦的全部作品，实际上都是以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作为资料的定性研究的例 
子。在这些研究中，是不可能把研究方法和使用的理论以及使用它的人区分开 
来的。这种方法是民族志研究的最终理想。 

威廉姆 • 福特 • 怀特 （William Foote Whyte ) 给芝加哥大学的民族志研究带 
来了新的转折。怀特使正式设计的研究成为其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并把它称为 
“参与观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怀特提供了报告他对居住在波士顿北部边 

①在那个报告中，他是第一个看到大学校长作为行政上“博学的统帅” （captain of erudition) 的新角色的人， 
并开始设计大学的公共关系，以便保护大学的知识形象，并促进商业基金会对美国大学体系的筹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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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研究发现的机会，这是他在《街角社会 》 （Stmt Comer 
Society) ( 1943 a , 1955, 1981) 中所写的。这项工作的最初动机本来是改善居住在 


贫民窟大众的生活状况，结果变成了参与观察研究技术的典 范:怀 特住在意大利 
人社区，采用了很多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方式），成为 “ Comerville ” 男孩的一员①。 
尽管怀特描述性地展现了他关于 Comerville 的发现，但他的理论立场仍然是不言 
而喻的。该书具有谜一样的性质，因为怀特从他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角度展 
现着他的资料。也就是说，怀特既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他自己著作的一个对象。 

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也充满了定性研究的倾向。直到1929年，该大学的人 
类学和人种学一直包含在被称为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部的“历史社会学”下面。人 
类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最初是由弗里德里克 .A • 斯塔尔 （Frederick A _ Starr ) 指导 
的，他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的负责人 （ Diner , 1975)。斯塔尔初次到日 
本之后，变成了一个崇拜日本的人，他被委派带一些阿伊努人 （Ainu people ) 到 
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展览 （ Statler ， 1983, pp . 237-255)。1929年，独立 
的人类学系成立了。但是，它反映了社会学家托马斯和费尔斯 （ W . I . Thomas & 
Ellsworth Faris ) (参见 Faris ， 1970, p . 16) 而不是斯塔尔的倾向。在新系成立的前 
一年，里德费尔德发表了论文《对墨西哥的捷普兹特兰的研究计划》 （4 Plan for 
the Study ofTepoztlan, Mexico, 1928)。 里德费尔德借用了滕尼斯 （ TSrmi eS ，1887/ 
1957) 的二分法——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并利用了冯威斯和贝克尔 （Von Wiese 
& Becker , 1950/1962, 1932/1974) 的神圣的一世俗的连续谱,强调了“民俗文化” 
和后来称为“小社区”的价值 （ Redfield , 1962, pp. 143-144； Redfield , 1930, 
1941，1960, 1950/1962 b ； Redfield & Rojas , 1934/1962 a ) 0 

里德费尔德认为,大城市是一个不快乐、不满意的他者聚集地，他反对与城 
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相关的价值。他赞美那些拒绝融人到全球范围内的、都市世 
界的、非工业化的民族和小社区的生活方式。他在1958年，也就是他去世那年 
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与外星来客的想象性对话。里德费尔德 
(Redfield ,1963) 谴责了冷战时期的状况，那个时期是以毁灭对方为特点的，并对 
无法阻止以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无法阻止把田园牧歌和前现代等同在一起感到 
绝望，对都市中的非村社生活感到悲哀。里德费尔德的倾向在气质上具有卢梭 

的风格。他给一代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乡村视角-种寻求保存和保护古老 

生活方式的后传教士态度。他是清教主义反城市生活的变体。清教主义认为， 
小规模的、面对面的社区比其他的都好。对那些追随着里德费尔德思想脚步的 


①1992年，当对怀特研究的种族文化和民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之后，一个讨论会广泛地评论了这个事 
情(参见 《街角 社会》的修订版,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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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学者来说，这些村社价值是原始人性的代表①。 

1958年，维迪奇和本斯曼出了他们对纽约北部的一个乡村社区——“斯普 
林戴尔 （ Springdale )” 的民族志研究，这为民族志学对小城镇、原始主义的公社和 
原始价值的浪漫情怀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形象②。正如他们的标题替示的，这是 
“大众社会里的小城镇”③。此外，这个现状是其他美国城镇的典型。斯普林戴 
尔令人神往的地方主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治，都是对过去时代的幻想。 

作者在专著出版十年后的修订版弓 I 言中指出，“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小城 
镇（间接地是美国社会的所有部分）不断卷人到中央机器的过程，以及整体社会 
的过程和动力学 。” （Vidich & Bensman , 1968, p . xi ) 

在报告他们发现的过程中，维迪奇和本斯曼扭转了方向，把神话学 
( mythology ) 纳入到美国社会学思想中礼俗社会一法理社会 （ Pareom ， 1937/ 
1949，1973)、民俗的一城市的连续谱分析中来 （ Ducan ， 1957； Firey , Loomis , & 
Beegle , 1950； Miner , 1952)。 尽管对他们的研究有一些争论，还有人指责他们没 
有采取足够措施隐瞒该城镇中主要市民的身份，他们的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也常常被忽视，但他们的观察结论——也就是说，在美国发生了中产阶级革命， 
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优势，改变了美国城市和城镇的特点和文化，“远离农村 
的城镇政府、商业、宗教、教育方面超级官僚机构在制定着政策，而乡村世界只能 
用愤怒来回应” （ P . 323 ; Bensman & Vidich , 1987) ——对一直统领着社区生活田 
野研究的旧范式构成了挑战。 

到1963年，罗兰德 .L . 沃伦 （Roland L . Warren ) 注意到了他称之为“美国 
社区中的‘大转变’ ”的现象，并且指出，劳动分工的发展、利益和协会的日益分 
化、与更广泛社会的系统联系的增加，地方职能向营利性企业、州和联邦政府的 
转移、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既是变迁原因也是变迁结果的价值上的转变等，是 
如何伴随着“社区凝聚力和自治程度下降的”（参见 Warren ， 1972, pp . 53-94)。 
事实上，社区民族志学不仅不得不面对城市和郊区对城镇的蚕食，而且还要扩大 
视野，把州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对美国以及第三世界城镇和村庄的影响也纳入进 


① 里德费尔德的观点找到了进人城市社区、民族飞地，或者美国小城镇研究的途径,这些研究是由人类学 
家或芝加哥的社会学家实施或指导的 （Hannerz, 1980; Lyon, 1987; Suttles, 1972, pp. 3-20)。 生态学研究的复兴 
开始于莱曼和斯科特 (Lyman & Scott) 1967年的 著作; 也 参见: Ericksen, 1980。该研究植根于空间的使用是社会 
建构的思想。早在 19M 年，当时埃默尔 （M. C. Elmer) 还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前途光明的研究生，写了一篇城市社 
区社会调查方面的博士论文，它反映了 I社会福音运动和社会学学科中从教会到“科学”调査传统的 转移; 七年以 
后，斯通 （Stone , 1921) 以《调查运动的起源》 （ 77ie Origin of the Survey Movement) 作为他在芝加哥的博士论文，他宣 
布，新的研究取向的转变正刚刚起步。1913年，在同一所大学，阿尔 伯特.贝利. 布卢门撤尔 （Albert Bailie 
Blumemhal) 把《小城镇的社会学研究》 (4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Small 7Wn) 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Faris, 1970, pp. 
135-140)。 然而，在帕克之后，芝加哥社会学系人种学研究的中心，开始转向城市中的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的组织 
(例如 :N. Anderson, 19邛），有些人关注在大城市中如何重构礼俗社会(参见: Fishman, 1977; Quandt, 1970)。 

② 小城镇和大城市的民族志学或多或少采用了与宏观政治一经济取向一致的方法。这种取向被维迪奇和 
本斯曼所强调 （P. Davis ,1982; Wallace, 1987; Arsenault, 1988; Campbell ,1992; Moorhouse,1988； Reid,1992)。 

③ 维迪奇 (Vidich,195 2 , 1980) 早期促进了对所谓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提出并重新构想， 
认为这些研究需要关注全球殖民主义的后果以及它与被殖民化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的敌对状态。关于他在各种殖 
民当局下对贝劳 （Palau) 的人类学研究和对斯普林戴尔研究的联系，参见: V idich，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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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Toland , 1993； Marcus , 1986)。斯坦 （ Stein , 1964) 在他关于美国社区研究60 
年的反思中指出，“关键在于，研究贫民窟和郊区的学者（他也许加上了小城镇） 
要求对美国社区演进以及正在凸现的问题和格局有着某种整体把握。” （ P . 230) 
如果美国社区的研究者采用冯吉尔克 （von Gierke , 1868/1990 ] 或者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 ) 的研究取向，也许从一开始就会对滕尼斯理论的“卢梭式”变化 
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 （ McKinney ，1957) ①。 

关于同化的民族志 学:他 者仍然是他者 

另一个基本范式的失败，影响着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民族志研究。到20世 
纪 60 年代以前，许多关于民族和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观点，集中在美国多元化民 
族的同化、文化适应和融合过程及其发展。研究美国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志学 
者，受到了以“熔炉”为中心的思想和观念的支配，他们普遍受到帕克种族周期理 
论的影响，预期每个人最终会被同化。最初，这些学者力图在一个连续谱上绘制 
出每一个民族的位置，该连续谱从“接触”开始，经过连续的“竞争和冲突”、“适 
应”，最终被“同化”（对帕克的周期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参见 Lyman , 1972, 
1990 b , 1992 b )。 帕克早期认为，种族周期是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到 1937 年，他 
已经开始对这个观点感到失望，但他的学生和后继者并没有放弃寻找一种模式 
或过程，来使种族关系以及相伴而生的问题最终有一个好的答案。 

当美国特殊民族的种族史对帕克设计的顺序构成挑战的时候——例如，当 
埃茨以奥尼 （ Etzioni ,1959) 对犹太人聚居区的再研究显示，即使在美国定居很多 
年后，犹太人的宗教和风俗也是不能去 除的； 当李 （ Lee ， 1960) 发现，即使在恐华 
的偏见好转之后，唐人街以及他们旧有世界的核心的制度仍然 存在； 当伍德 
( Wood , 1972) 详细叙述路易斯安娜的李托延特 • 克里奥勒斯 （Letoyam Creoles ) 
如何在美国定居十代后，仍然不能侵蚀他们的民族传统或这些被边缘化人群的 
民族身份（也参见 Woods ，1956 ) ;当克莱默 （ Kramer , 1970 ) 证明了少数民族社区 

在适应美国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变化-种哀叹同化失败或对美国民族文化的 

未来表示忧虑的不和谐音产生了 （ Christopher ， 1989 ; Schlesinger ， 1991 ； Schrag , 
1973)。 ' 

甚至在社会大众和评论家宣称 “ WASP 衰退” （ Schrag ，1970) 、“ 不可熔化的 
人种”兴起 （ Novak , 1972) 的时代来临之前，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重新检验他 
们关于美国种族划分的假设，重新思考他们和先行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发现。 
195 2 年， 内森. 格拉泽 （Nathan Glazer ) 促成了汉森 （ Hansen , 1938/1952) 那本关 
于“第三代回归定律 ” （Law of Third Generation Return ) 的著作再版，这本书曾经 


①开展小城镇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英国方法没有采用滕尼斯的理论立场 （Abrams & Wrigley,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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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了①，这鼓舞了学者们新的研究兴趣。在现代美国，是否存在孙辈移民保 
留、重新介绍、重新发现或者发明他们祖先的风俗的现象，他们是如何做的，又是 
在多大程度上做的 （Kivisto & Blanck , 1990)? 莱曼 （ Lyman , 1974， 1986) 把参与 
观察和文献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显示了唐人街的团结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 
与持续的社区内冲突，以及造成忠诚和口角的传统群体网络相关联的。克莱默 
和勒文特曼 （Kramer & Leventman , 1961) 描述了一个美国犹太人三代人间解决冲 
突的图景，尽管第三代已经变成了“富裕的聚居区小孩”，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许 
多，但不是全部的民族宗教传统。阿尔巴 （ Alba ， 1985, 1989, 1990) 重新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种族幸存的现象是否在美国发生，如何发生。他指出了该 
问题的表现、再现和瓦解的几个纬度，并进行了几次对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研究。 
这个群体经常被从事民族志研究的社会学家选作支持、反对、修正或重新论述以 
往关于同化的论文的例子（例如，参见 Covello ， 1967 ; Gans , 1962 ； Garbaccia , 
1984; Landesco , 1968 ； Lopreato , 1970; Tricarico , 1984 ； Whyte , 1943 a , 1943 b ) 0 

对同化理论的再思考导致了一种方法论的批判，并对假设的实质表示了怀 
疑。1950年，西摩 •马丁 • 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 指出，“从本质上说， 
关于周期不可避免的假设，不论它们是种族关系的周期还是文明的兴起或衰落， 
都是根本无法检验的。” （ p. 479 ) 更早的研究种族群体的美国民族志学家尝试着 
建构与他们的田野调查发现相一致的更冗长的、替代性的周期。罗斯和博加杜 
斯 （ Bo g ard us ，1930, 1940； Rose & Bogardus , 1940) 提出了加利福尼亚多样化的日 
本社区中三个与众不同的周期。马索卡 （ Ma ? UO ka ，1946) 警告说，在美日本人的 
文化适应需要三代，第三代才是“真正的种族问题”的受害人。这些都证明了对 
同化理论的失望。包括布朗 （ W . O . Brown , 1934) 、格里克 （ Glick ，1955 ) 、里伯森 
( Li e bers 0 n ，1961) 、金洛克 （ Kinl oc h ，1974, ！> p . 205-209) 在内的其他人得出了与 
1937年帕克的重新论述相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同化仅仅是持续的种族间互 
动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同时，孤立、服从、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运动、脱离都应该 
被考虑到。 

一些人试图把帕克原创的不再被相信的周期决定论从经验批评中拯救出 
来，于是转向了政策建议或劝告性呼吁。沃思 （ Wirth ,1945) 强烈建议采用一些 
方案来减轻少数民族群体在反复尝试被民主的美国接纳时遭到的 挫折; 李 （ Lee ， 
1960, pp . 429-430) 转变了她对帕克预言不加批判的拥护，而转向悲哀地呼吁中 
国聚居区的居民做到这一点——即尽快同化自己（也可参见 Lyman , 1961 — 
1962, 1963)。还有一些人把帕克的周期理论当作“逻辑上的”而不是“经验上”， 
来解决该理论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弗雷泽 （ Frazier , 1953) 认为，帕克 
理论中的那些阶段并不是按年代顺序发生的，而有可能在时空上共 存：“ 他们代 
表了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社会学分析的逻辑步骤。”什布坦尼和克万 （Shibutani 
& Kwan , 1965) 在审查了许多对种族和民族社区进行综合的或零散的研究之后认 

①也 参见: Glaze r ，195 4 。 “汉森法则” （Hansen ’ s Law) 是肯尼迪 （Kennedy , 1944 ) 和赫尔伯格 （Herberg， 
1960) 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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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管作为描述性理论，帕克的观点有许多例外，并由此影响了它的有效性，但 
他的阶段说“为研究移民被融人到已经建立的社会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处理资料 
的有用办法” （ 参见 J 3 P . 1 16-135 ) 。格什文德 （ Geschwender , 1978 ) 走的更远，他认 
为帕克的种族关系周期理论是“对‘理想类型’序列的抽象模型，它尚待进一步发 
展” （ P .25)。 

1918 年，爱德华.拜伦.路特尔 （Edwrd Byron Reuter ) 把美国的种族问题定 
义为，“占据着同一块领地的、同时又是不可同化的成员之间，如何达成和维持彼 
此满意的工作关系的问题。” （ p . 18)。 社会学研究表明，没有种族或民族群体穿 
越了周期路径达到完全同化，在这些研究的半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 
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成为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人种学人类学家贝 
里 （ Berry ， 1963) 确定的 位置。 他的田野调査最终包括对拉丁美洲各民族的研究， 
以及以前一直没被美国吸纳的种族混血儿社区的研究（也参见 Lyman , 1964)。 
贝里和蒂施勒 （Berry & Tischler , 1978 ) 指出，种族关系的周期理论并没有足够的 
证据表明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观察到 ，“一 些学者……对存在一种普遍模式 
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种族关系中包含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致于 
每一种状况都是独特的，把这些现象一般化的努力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 p . 156 ) 
尽管贝里的论文没有刻意去指引这个方向，却确立了后来很多民族志的基调，它 
们很少在理论上有所进展，而是提供了更多少数民族和其他人类群体日常生活 
的细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里，对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 
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的民族志研究也大量怀疑，美国是否会发生民族文化 
融化的过程，它何时发生，谁会受益。对北部和南部黑人奴隶和自由民的民族志 
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表明，早期社区分析中使用的工具不够细腻，它不足以让社会 
学家洞悉到那些文化风格和社会实践，从而把非洲裔美国人和社会中其他部分 
区别开来（例 如 ： Abrahams ， 1964, 1970, 1992； E . Anderson , 1978； Bigham , 
1987; Blassingame , 1979； Duneier , 1992； Evans & Lee , 1990； Joyner , 1984； 
Liebow , 1967; 关于总体看法，参见： Blackwell , 1991)。 其他的批评家观察到，对 
“美国困境”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对政治学、市民权利、历史给予足够关注 （BoxhiU ， 
1992; Button , 1989； Jackson , 1991 ； Lyman , 1972； V . J . WiUliams , 1989)。 面对民 
族和种族意识的日益高涨 （ Cornell , 1988； Martin , 1987； Sando , 1992) ， 对返还美 
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所有物的选择性需求 （ Berio , 1992； Clifford , 1990； Messenger , 
1991 ; Milson , 1991—1992；** A museum is set ” ，1993) ，印第安人向美国法庭求援、 
寻求赔偿和谈判的权利 （ T . L . Anderson ， 1992； Jaimes , 1992) ,政治联盟，还有把 
美国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人联系起来的对民族历史世系的 
追溯 （ Forbes ， 1973, 1988； Gutierrez , 1991 ； Tobias , 1990； Vigil , 1980) ，对文化保 
存和假定被孤立的美国民族和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不得不让步了。对墨西哥裔美 
国人，早期是通过研究农场工人的民族志进行的历史制度研究，到20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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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成为了新的后现代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①。一直被民族志社会学家研究的美国 
的亚洲民族——也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增加了最近的抵达者，包括朝鲜人、 
泰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例如，参见 Chan , 1991; Hune et al . , 1991 ； 
Knoll , 1982； Nomura et al . , 1989； Okihiro et al . , 1988； Takaki , 1989)。 与研究 
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民族志学家的例子相似，对美国亚洲人的研究中，问题和方法 
都在开始凸现——从关于是否存在同化和文化适应现象、如何测量它们的争论， 
到一些后现代的主题，比如美国的亚洲人的种族话语的特点、内容和意义（例如 
K . J . Anderson , 1991; Okihiro , 1988)。东部的印度人、緬甸人、大洋洲人、马来 
人，以及其他过去被称为“东方人”的民族，开始宣称与更早确立的亚洲人群体有 
着共同的理想 （ Espiritu ， 1992； Ignacio , 1976； Mangiafico , 1988)，但是他们坚持 
认为,应该在美国社会保持每个民族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完整性，以及选择自己道 
路的权利。因此，民族志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例如 ， Hune et 
al . , 1991 ; Leonard , 1992) 0 

1980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庞大的《哈佛美国种族群体百科全书》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 Ethnic Groups , Themstonn , 1980) ，该书不仅包括 
单独的“非洲人” （ Africans ) 和“美国黑人” （ Afro - Americans ) 的词条，还包括研究 
美国印第安人1?3个部落的个人论文，以及研究从苏伊士 （ Suez ) 以东来到美国 
的每个亚洲民族的报告。阿巴汉姆逊 （Harold J . Abahamson ) 的词条“同化和多 
元主义”，事实上宣称，美国社会学已经从最终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个民族同化，并 
把同化与美国化等同的梦中醒来，“美国社会……是一个不仅具有许多种族背 
景，而且具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反应的复合体……并不存在单一的反应或适应。 
多元主义和同化的多样风格，意味着种族划分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 （ p . 160;也 
可参见 Gleason , 1980； Novak , 1980; Walzer , 1980) 

目前，多元主义已经进入到范式的核心阶段②。但是，即使这种取向，也没有 
消除或解决美国多样化的种族和民族产生的问题。西摩 • 马丁.利普塞特在40 
年以前，批判了帕克关于同化是不可避免的周期理论。1993年，他们指出，“种族 
和民族划分是专家失败地参与变动中的社会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 ” （Jalali & 
Lipset ， 1992-1993, p .585)。 此外，现在社会思想中流行的多元主义的胜利，模糊 
了对基本问题的认 知： 每个民族和种族群体提出了更多自我约束而不是竞争性 
的主张。 


① 说明这些研究的演进阶段的专题论文， 参见： Blackman, 1891/1976; P. S. Taylor, 1930/1970, 1983; 
Gamio, 1930/1969, 1931/1971 ；Bogardus, 1934/1970；Galana, 1964, 1970, 1977。关于在新墨西哥的社区研究，参 
iSL:Gonzalez, 1967； Sanchez, 1967; Forrest, 1989。关于亚里桑那 参见: Sheridan, 1986。关于得克萨斯，参 见: Rubel， 
1971。关于印第安那，参 见: Lan e &Esc 0 bar,1987。 关于芝加哥, 参见: Padilla, 1985。关于一般性的、历史的研究， 
参见: Burma, 1985; Officer, 1987； D. J. Weber, 1992。关于从种族一阶级到后现代分析的转变, 参见: Barre ra ，1979, 
1988。 

② 后续的工作 （ 比如 Fuchs, 1990； Keyes, 1982； Kivisto, 1984, 1989; Ueberaon, 1980； Liebeison & Waters, 
1988; Royce, 1982； Steinberg, 1981； Waters, 1990) 强调了种族和民族划分的多元主义、偶然性，以及志愿的和社 
会建构主义者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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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民 族志： 后现代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使用民族志的方法。但是，他们过去使 
用的主要框架都被当代民族志学家抛弃了。现代世界社会和意识的社会 一历史 
转型，改变了过去民族志学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随着对被现在认为是孔德、滕尼斯、威斯勒、里德费尔德、帕克、帕森斯的相 
互关联的、世俗的、来世论的遗产几乎每一个方面的放弃——也就是，认识到“比 
较的方法”和原始主义人类学，由于充满欧洲中心的偏见和不适当的方法论，具 
有天生的 缺陷； 小社区的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的政治经济无法抗拒的力量推翻 
了； 发现同化现象并不是必 然的； 认识到种族团结和聚居区的维持会有一个很长 
的时期 （ 有时候把深嵌的内部不和谐与对外部展现的社会文化的团结结合 起来； 
有时候作为“虚幻的民族”，或者作为公开宣称的种族文化独特性的空壳存在，它 
掩盖了文化适应现象，该现象已经侵蚀了存在的各种基本形式，或者作为不完全 
清晰的论断而存在，它宣称一种没有被“熔炉”完全溶化的民族意识）——民族志 
学和人种学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张出现了①。 

民族志学不必再服务于进步理论的利益，该理论倡导瓦解每个民族的精神 
气质; 不必再描绘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道德上的优越性，或者描述精神上的安全 
感，而这些都被假设在没有文字的村落、非西方民族的民俗社会、树木遍布的小 
社区、美国的小城镇，或者美国的都市或世界大城市中的民族聚居区是可以找到 
的。民族志学也不必再描绘每一个传统的、以天赋因素为基础的地位群体，沿着 
社会文化所决定的路径,最终到达大众的、阶级的、市民社会，并在该过程中重组 
时代的精确位置。 


从这些概念和理论上的约束解放出来之后，民族志学和人种学第一次可以 
把他们自己反对“生活形式”的“生活 ” （life ) 革命——齐美尔 （ Simmel , 1968 ) 预 
示为即将到来的、悲剧性的20世纪的文化革命——的思想付诸行动。齐美尔预 
言，他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将会反对婚姻和卖淫，因为他们认 
为二者都是性爱的形式，并希望把性爱从它本身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与此 
类似，新的民族志学家宣布，他们会从历史意识的重负中获得自我解放，减轻忧 


①在人类学中，向新理论的转变包括由小斯托金 （George W. Stocking, Jr. ,1983,1984, 1985, 1986, 1988, 
1989, 19?1)主编的七卷论文中,对民族志学和人种学几乎每一方面的重要的重新评价。里德费尔德的儿子赞扬 
了向古代经典的转变，以及它们同现代和后现代人类学的关系（参见 J. Redfield, 1991)。 



64 方诛 定性研究(第 l 卷） :方法论基础 

虑的影响 （ 参见 Bloom , 1979 ) ①，而心满意足地成为世界堂吉诃德式各种图景的 
见证人和报道者，这种世界是在宗教和世俗社会理论的废墟上凸现出来的（参见 
Kundera , 1988)。 

民族志学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自我定义的取向和实践，以及把后现代主义 
理论引入其中，是最近才不规则地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序运动。索尔仁尼 
琴 （ Solzhenitsyn ，1993) 曾经指出，“没有与早期创造的有机联系，新的艺术作品就 
不会存在” （ p . 3 ) 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志的 
新发展中将要看到的。 

民族志方法论解放运动的一个开端可以在彼特.曼宁 （Peter Manning ) 的学 
术论文“分析归纳 ” （Analytic Induction ， 1982/1991 ) 中发现。曼宁力图把民族志 
学建立在更坚实的符号互动主义理论基础上，希望强化它与“芝加哥学派”经典 
. 时期的联系。他首先警告社会学领域的实践者，不要运用“用来处理诸如行为心 
理学、经济学、医学，或者自然或物理科学等其他学科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他把 
分析归纳看作一种程序，可从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 和弗洛 
里安 • 兹纳涅茨基 （Florian Znanieclci ) 关于科学方法的著述中找到渊源。他注意 
到，这种方法已经或多或少精确地被经典的芝加哥民族志学家托马斯 （ Thomas ) 
和兹纳涅茨基 （ Znaniecki ) ，罗伯特. 库利. 安杰尔 （Robert Cooley Angell ) ，阿尔 
弗雷德 • 林德史密斯 （Alfred Lindesmith ) 和唐纳德.克雷西 （Donald Cressey ) 使 
用过。与演绎、历史一文献、统计这些方法不同，分析归纳是“一种非实验的定性 
社会学方法。为了证明普遍的、二般化的因果联系，它对个案进行了彻底的考 
察”。案例方法是定性社会学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 

因果关系概括的普遍性——在曼宁提供的作为该方法范例的例子中 ( D —— 
是最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来自于根据事先阐述的假设对单一个案的研究，这些 
假设如果与事实不符，可能需要重新论述。在研究了“少数量个案之后”，（重新 
论述的）假设获得了“实践的确定性 ” （practical certainty ) 0 某个否定性的个案被 
用来反驳假设,要求对假设进行重新论述。在获得“确定性”之后，“为了论证，还 
要考察定义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个案，以便决定最终的假设是否对它们适用，，。如 
果适用，那意味着假设出了问题，因为“科学的概括是由条件陈述构成的。当现 
象出现的时候，这些条件总是存在，而当现象不存在的时候， 该条件就不存在”。 
曼宁指出，这个过程的两个关键之处是对调查现象的定义，以及形成试验性的假 
设。然而，最后曼宁承认，分析归纳并不满足科学关于“理论要理解、预测和控制 


① 一个知识和道德方面的影响是，产生了忧虑、反责和美化的努力，以使申辩、开释或逃脱它给那些人带来 
的负担。那些人相信，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左派的、反主流文化的取向，也就是,谴责后现代主义的卓越的哲学创建 

者海德格尔和迪曼-同情希特勒政权和纳粹主义，并是他们的支持者。关于这个远未解决的问题的争论， 

参见： Habermas ,1983; Farias, 1989; Neske & Kettering, 1990； Ferry & Renaut, 1990; LyotanJ, 1990； Rockmore, 

1992; Demaa,1992； Hamacher, Hertz, and Keenan ， 1989;Lehman ，1992。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主要贡献者_米 

歇尔. 福柯 （Michel Foucault) ，担心他的性偏好和乱交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其哲学观点。关于该问题的各种观点， 
参见： Poster，1987— 1988; Foucault, 1992; Eribon,1991 ； Miller, 1993; Nikolinakos,1990 ; Paglia,1991 。 

② 曼宁使用的一个程序上例子来 自于: Cressey, 1953,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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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要求。在仔细而全面地研究了方法论上的不同观点者对该程序的批评 
之后，曼宁认为，“分析归纳不是一种预测 手段； 它并不能清楚地建立因果 联系； 
它关于普遍性陈述的论断很可能不能经受有原则的检验”。事实上，曼宁走的更 
远，他指出，“根据学科最苛求的理想标准,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的、方法论的观 
点，分析归纳并没有列举归纳或模拟公理的方法有力”。曼宁的论文看来似乎要 
从科学的角度排斥民族志学的内在方法。 

曼宁对分析归纳弱点的评价，“来自于对实证主义演绎模式的科学努力，该 
模式获得了被选择群体的关注”。这个模式的支持者力图根据该模式的标准建 
立社会科学的术语和边界。事实上，尽管几乎没有什么美国学者太多了解社会 
科学中关于认识论争论的长，历史或其不可解决性，但是，这些争论中的问题正 
是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最主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参见 Rorty , 1982, pp . 191- 
210 ) 0 

在为分析归纳辩护的过程中，曼宁援引了索罗金 （ Sorokin ,1965) 未被认可的 
早期批评，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什么被认为是 （ 适当的）方法论，受到时尚、 
流行和癖好的影响”。曼宁继续称赞分析归纳方法，认为它是“资料和概念的可 
行来源”，可以帮助调査者挑选出“特定事件的细节，并把它们与那些一般的、理 
论上的事物区分开来”。戈夫曼 （Erving Coffman ) 当然是一个社会学实践者，他 
的方法论取向与分析归纳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他走得更远。在为自己民族 
志社会学的标签辩护的过程中，他既反对系统建构也反对列举归纳。1961年，他 
写道，“当前,如果社会学的概念要受到善意对待的话，每个概念都要被追溯到它 
最好能运用到哪里，它会导向何方,并揭示其家族的其他概念。也许，不同的外 
套能比单一绚丽的帐篷让孩子穿上更好的衣服” （ p . xiv ) G 十年后，戈夫曼 
( Coffman ， 1971) 完全抛弃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科学主张，“这似乎是一种讨人 
喜欢的魔幻之术，是一种假设如果你仔细考察了可以被归结为科学的行动，科学 
就会形成。但是，绝对不是如此” （ p . xvi )。 

随着对人种学过去的目标兴趣的减退，到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学（参见 
Vidich , Lyman , & Goldfarb , 1981) 和人类学（比如 Clifford & Marcus , 1986 ； Fox , 
1991; Mangnaro , 1990) 的主流理论中产生了对认识论和隐藏的或秘密的政治用 
语的不满（参见 Diamond , 1992； Horowitz , 1967)。由此，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既 
能被用于开展研究项目，又可以把每个学科的资源都看作能够被批判性调査的 
主题。于是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满足了这种需求。 

在论文的末尾，曼宁暗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在战后和冷战后的美国集 
中体现，“在存在主义的时代，自我建构像理论建构一样，是社会学方法的一部 
分”。他后来感觉到，发展出形式主义和符号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原因在于，每 
一种建构都被看作与他人密切相关，每一种建构都被认为是给身体 （ Cornwell , 
1992; Featherstone , Hepworth , & Turner , 1991 ； Feher , 1989 ； Sheets - Johnstone , 
1990， pp . 112-113; 1992) 和自我 （Kotarba & Fontana ，1987； Krieger , 1991 ； Zaner ， 
1981) 、个人的客观世界 （ Umwelt ) 和他人世界 （ Umwelt 的概念是由 Gurwitsc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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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来的）提供了扭曲的镜中形象 （mirror image ) 0 但是，一些人把批判作为民 
族志学的方法加以接受，而拒绝新形式主义，对这些人来说，这却开启了一个新 
的调査领域——呈现。因此，一些最好的后现代民族志集中关注展现真实生活 
的媒介 （ Bhabha ，1990 b ； Early , 1993； Gilman , 1991 ； Trinh , 1991)。 之所以从活 
生生的经历转向被呈现的事物,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活生生的经历被认为 
是亲身经历的，要求在建构“有说服力的虚构 ” （persuasive fictions ) 时，把呈现的 
主题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 （ BaudrUard ，1988 a , pp . 27-106 ； Norris , 1990)。 

后现代民族志学家把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当作既成事实：当前，是不可能 
把自由漂流的生命，从约束它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的 （ Stmthem ， 1990)。后现 
代社会学派的民族志学家 （ Sociologist - ethnographer ) ，以及他们研究的对象，处在 
一个摇摆不定的世 界中： 一端是对消逝的美好时光的虚幻记忆,一端是不可能实 
现的乌托邦千年之梦。从这样一个位置来看，不仅调查者的立场是有问题的 
( Lemert , 1992; Weinstein & Weinstein , 1991 ), 而且被调査者也是有问题的。事 
实上，每个人都“被大众传媒、异化现象、经济、新的家庭和儿童照顾体系、对社会 
世界的技术化，以及核毁灭的威胁所触及了” （ Denzin ， 1989, P .139)。 如果人类 
学家一民族志学者要依照后现代理论前进，他或她必须一方面较少害怕“走向原 
始” （ Torgovnick ，1990) ，另一方面，要与以前所有来自“原始世界”报告中的欧洲 
中心论作斗争 （ Beverly ， 1992； Bhabha , 1990 a ； Dirlik , 1987； Turner , 1992； West , 
l " 2 ) 。库兹米克斯 （ Kuzmics ，1988) 指出，对这些民族志学者来说，“文明理论的 
‘演进的渐进主义’ (evolutionary gradualism ) 不能解释文明的同时出现，我们需要 
更彻底地面对‘野蛮状况’ （ barbarism ) ” （ p . 161 ) 。 

正如分析归纳论的提倡者所建议的，让我们从对新理论——后现代——的 
定义开始。斯普里特奈克 （ Spretnak ,1991) 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她提出 
了一个综合的、有用的 定义： 

分离、替代和浅薄的盟约统治着解构的后现代美学，因为毫无根据 
( groundlessness ) 是这种敏感性认识到的唯一常量。世界被认为是“社会生 
产”的压抑的迷宫，是一种被文化推拉，并弥漫着“权力体制”的虚假的自我 
建构。价值和伦理被认为像“历史”一样是任意的。“历史”被解构的后现 
代主义者看作是一组事实，或者是他人为服务于自我而对事实的选择。解 
构的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所有的“元叙事” （ metanarratives ) ，或者在想象中 
对现实的普遍呈现，而坚持认为 ，人类 存在的每个方面都是文化创造的，是 
在特殊的、不能被一般化的、地方化的环境中被决定的。然而，即使是特殊 
化的意义，也被认为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 pp . 13-14) 。 

斯普里特奈克的定义让我看见后现代民族志学者是如何前进的。后现代主 
义民族志学者进人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或她被要求在方法论上 
变成分离的、可替代的。这样的民族志学者事实上被按照齐美尔 （ Simni e l ，1950) 
的“陌生人” （ stranger ， 也参见 Frisby , 1992) 和帕克 （ P ar k ， 1929/1969 a ) 及斯通奎 
斯特 （ Stonequist , 1937/1961 ) 的“边缘人 ” （marginalized person ,也参见 W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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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69, p P . 245-284 ) 被 重新建构了。理想型的民族志学家是能够悬置自我 
身份 （ in-spite of-themselves) ，像他们这种社会科学家需将自我定位成其研究对象 
的居住地和生活世界的新来者开始研究工作（参见 Agar ， 1980; Georges & Jones, 
1980 ； D. Rose, 1989 )。 他或她是一个居民 一 学者 （citizen-scholar, Saxton, 1993) 
和参与观察者 （ Vidich ， 1955 )。 为了追求“深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s ， Geertz, 
1973) ， 民族志学对于老的传统和目标，尤其是对有效概括和实质性结论的追求， 
暂时顾不上了。这种“深度描述”会反过来使得“深刻诠释” （ thick 

interpretations ) -把民族志学加入到传记和活生生的经历中-成为可能 

(Denzin, 1989, pp. 32-34) 0 除了地方的民间历史进人到该学科使用的有关动 
机和行为的词汇以外，历史被从民族志工作中消除掉了①。因为，要跨越后现代 
的划分 （ Borgmann ， 1992 ； I. Chambers, 1990) ， 要求放弃所有已经建立的和预想 
的价值、理论、角度、偏好和偏见。民族志学家必须把这些相提并论，把它们当作 
任意的 、偶 然的，而不是支配的、导向的 （ Rosenau, 1992, pp. 25-76) 0 因此，后现 
代主义民族志学者采纳了德里达 （ Derrida ， 1976, 1981 )、利奥塔 （Lyotard ， 1989 ) 、 
博 德利拉 （ Ba U drilla r d ， 1981 ， 1983, 1988b) 的目标，为了所有关于知识的批判性 
怀疑主义，要剥夺所有已被接受的文本和已建立话语的特权。这样做使民族志 
学者替代并解构了他或她自己在地位等级中的位置，因为这些地位等级经常掩 
盖了它们作为二分法的特性（参见 Bendix & Berger, 1959 ;关于对二分法的后现 
代分析，参见 Lyman ， 1992a )。 所有这些都被赋予了偶然性——语言的偶然性、 
自我的偶然性，以及社区的偶然性 （ Rorty ， 1989; C. Taylor, 1989 )。 

对人类学家来说,新形式的民族志学开始于对他们不可减少的局限性的认 
识:在 一本专著中，民族志信息的表达是一种“文本”，并因此而容易受到后现代 
视角带来的与文本有关的整个批评手段的影响②。民族志事业被认为是经常由 
一个未适应文化的陌生人来承担的任务，他被一种诗意和政治的不稳定混合物 
所引导，尽力去理解外来文化。首先，民族志学现在被认为是一件作品——它不 
能被用来呈现或再现以前的民族志学宣称的老的和新的意识形态 ：对直 接经历 
的没有更改、没有过滤的记录，对“他者”文化的精确描述。 

后现代的批评已经造成了当前人类学的某种危机。在对其他危机的反应 
中，一种新的自我一他人的意识站到了前台，反思性的要求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 
民族志的文学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特征，以及职业的要求，这些迄今为止都没有 
被注意到。 一 些学科领头人，比如克里福德 • 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 、玛丽•道 
格拉斯 （Mary Douglas ) 、克劳德 • 利瓦伊一斯特劳斯 （Claude Levi - Strauss ) 、维克 
特 • 特纳 （Victor Turner ) 已经模糊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过去的区分，并对主张严 
格的精确、坚定的事实叙述、无偏见报道的基础形成了挑战，这些基础原本表明 
了彼此区分的界限。 

重读古典民族志学的经典著作，现在成为了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要挖 

① 关于历史学和民族志学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参见: C 0m aroff& Comaroff， 1992; Natanson, 1962。 

② 接下来可见克里福德和马库斯 (Clifford & Marcus,1986) 的论文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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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那些著作,发现它们被隐藏的真相和限制的障碍，必须设计一种结构主义者的 
新方法。这些经典现在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并在方法论上受到表 
达它们的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然而，这些民族志学并不能被今天和明 
天的人类学家转移到该学科可抛弃的、孩童时期的历史垃圾桶里去。考虑到几 
乎没有人会遵循类似于马林诺夫斯基或者鲍德梅克尔 （ Powdermaker ) 的职业轨 

迹-也就是，或者花费几十年生命与没有文字的大洋洲民族居住在一起，或者 

把接近地观察一群南部非洲人的民族志任务转向另一部分，居住在被隔 离的密 
西西比小城镇的黑人中间，然后转向另外的人，或者仔细考察好莱坞的电影工厂 

是如何成为“梦工厂”的-当今和不久的将来的民族学家很可能就做一种民族 

志学-种申明自己具有人种学家的称号和把大量的学术生命花费在田野之 

外的权利。 

此外，职业上的考虑并不是影响民族学的唯一因素。这个“领域”本身就被 
曾经“原始的”民族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步伐压缩了。由于这些原因，重读老的 
民族志学成为了一种替代性方法，可以去体验该学科最初的研究方式，然而，批 
判它们给民族学家提供一个让他或她远离现代主义者弱点的途径。除了专题民 
族志学和那些选择城市和工业化背景下的后现代社会学民族志学家的研究领域 
的人类学家之外，人类学民族志的任务可能成为专用于阅读文本和写作批评。 
这个“领域”可能位于某人的图书馆或某人的研究之中。 

在假设了后现代民族志学者的认识论立场和失去了特权的社会地位之后， 
社会学版本的新民族志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它与社会变迁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表现现实的适用范围。 

布洛维 （Burawoy et al _ ，1992 ) 在他们“被解放的民族 志学 ” （ ethnography 
unbound ) 的概念和“扩展的个案方法 ” （intended case method ) 的作用中提出并回 
答了第一个问题。他们把民族志学者引向了观察事件发生的宏观政治、经济和 
历史背景,并在后者中发现了控制和抗拒的基本问题 （也 参见 Feagin ， Orum , & 
Sjoberg ， 1991)。邓津 （ Denzin ，1989) 是一个后现代民族志学方法的领导者，他用 
两种尽管相关但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般性问题。他给民族志学者的建议是，他 
们首先应该沉浸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在通过努力实现对这些生活的 
深刻理解之后，产生融人背景的再生产以及对对象讲述的故事的琿解。最后，民 
族志报告将展现对经验和理论的完整综合。“最后的解释是多元表达的、对话性 
的。它建立在对本地人的理解基础上，仅仅是清楚表达了那些理解中隐含的东 
西。” （ p . 120) 邓津在策略上走出了认识论的死胡同,是把后现代状况作为展现新 
型民族志学的好机会。这些认识论上的死胡同，可以在 一 些观察中得到体现，比 
如贝里对在一个种族民族多元主义社会中，进行有效的一般化的可能性的怀疑 
主义，或者对由于社会学家提倡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模式而导致对结果的种类 
和性质的怀疑论 （ T . R . Vaughan , 1993, p . 120) 0 实际上，邓津鼓励一种与在本 
体论上是荒谬的，但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有意义的民族志态度 （参见 Lyman & 
Scott ， 1989)。因此，他主张，世界现在已经进人到了第四个纪元 （继 古代、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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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现代之后），最新的纪元是“后现代时期” （ Denzin ， 1989, p . 138)，进而进行了 
方法论上的论述。对这个时期适用的民族志方法，是致力于“理解这个历史性的 


时刻如何在有趣的个人生命中把自己普遍化的” （ P . 189)。方法和实质在共同的 
认识中结合起来了，在同样世界上的每个人共享这种认识，并对它做出反应。对 


共同条件的研究和对不寻常反应的揭示，成为了后现代时期脆弱但不落俗套的 
社会学方法的经纬。 

后现代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个历史时代。关于前者，正如齐美尔注意到的 
所有形式，它引起了对抗的和反叛的趋势。然后，它也遭受了倒数第二个文化悲 

剧-不能把生命从它的所有形式中解放出来 （Weinstein & Weinstein , 1990)。 

然而,在这个时代，社会学家一民族志学者不会仅仅观察那段历史，他或她也会 
参与到对自由的永恒追求中去，成为人类生命的“痛苦、愤怒、情感经历、大大小 
小的胜利、创伤、恐惧、忧虑、梦想、幻想和希望”的伙伴和报道者。这些构成了这 
个时代的民族志学——该领域的真实故事 （Van Maanen , 1988)。 

民族志学的方法已经变得髙度精确和多样化了，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原因也 
增加了。新的民族志学不再与曾经引领和关注早期民族志学者工作的价值相联 
系，它们涉及大量扩展了的研究主题，仅仅受到现代生活中经历种类的限制。民 
族志学的观察所依托的观点与现代生活中生活方式的选择一样伟大。我们希 
望，民族志方法技术上的精练有助于找到更好的理解现代世界的新问题。 

尽管在某种层面上讲，所有的研究都是独特的个人事业——不是神圣的知 
识积累的一部分——但它总是受到对调查者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的引 导：我 
们都是自己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当我们自己的研究经历的独特性 
与我们先辈的理论和同辈人的研究相关联时,这些独特性就具有了重要价值，对 
他人也有了意义。只有当民族志学者意识到激发他们的思想来源，并愿意去面 
对它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实现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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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动研究 
重建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0 



O 戴维 * J •格林伍德默顿•勒温 


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本章的核心 
内容，特别是影响科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主 
张把行动研究作为局部地改变大学内部结构的手段同时也作为一种方法去加强 
大学中社会研究人员与大学之外广大支持者的关系。在进行这些讨论时，我们 
讨论了学术过程的一系列标准前提，其中包括明确而且广泛采用的应用研究和 
纯研究的’区别，社会研究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差异。我们认为，除了在概念 
上的差别外，这些二分法并不具有意义，它们不能作为社会研究实践的指导性 
概念③。 

我们关于学术界的批判是直率的和不妥协的。我们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获得 
清晰性，但是我们认识到，世界并不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一样简单。一些社 
会科学家的确有效地整合了实践和理论，有些社会科学家有效地连接了大学以 
外的环境，一些多学科的项目和团队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功，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家 
洞察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的复杂组合是社会科学改革的中心。然而，由于学院式 
的社会科学的当前结构，大量基于大学的社会研究具有彻头彻尾的反实践导向。 
这又影响了大学管理者的内心结构。我们相信，除了正在增长的实践导向的社 
会研究者群体的努力，在大学系统的绝大部分，几乎没有人对在基本层面改变现 


① 作者注 :这一 章是三篇文章的综合和扩展 :“行 动研究、科学和社会研究的新合成” （Greenwood & Levin 
1998a) ，“大学的重建 :寻找 知识发展过程的不同整合” （Greenwood & Levin,1998c) ,“行动研究导论 :社会 变迁的 
社会研究” （Greenwood & Levin, 1998b) „ 

② 由于林肯和邓津，以及非常有帮助且具有挑战性的批评者、读者博尔达 （Orlando Fals Bonk) 和史密里奇 
(Linda Smirich) ，这一章节的准备成为了一次特别富有成果的知识体验。所有的评价都是有用的,而这个过程的 
最后阶段尤其有益。林肯不让这些问題漏掉，她认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她用巧妙的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压迫” 
我们。 在她的督促下，我们用有效的方式，通过体现三方电子邮件对话，不断思考以澄清了我们的论述。这些讨 
论既澄淸了我们的论述，又使我们对大学的批评真正令人满意。读者将是这个过程的受益人。 

.③这个观点也许会因为显而易见而使有些读者感到惊讶。然而，常常令人惊讶的还有学术同仁和社会研 
究的使用者把应用研究和定性方法融为一体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上的非理性推论，这种假定 
认为,因为应用研究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定性的。 



存安排有紧迫 感®。 

即使读者同意我们对学术性机构和社会科学的极具批判性的描述，还是很 
有可能会不同意由这些描述导出的行动暗示。我们知道，在其他机构有很多出 
色的人，他们在出版物、教学，以及对学校改革的压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我们个人并不相信仅靠这种必须但有限增加的个人努力，对获得必须的改革来 
说是足够的。在我们看来，当前的情况被各种强大的力量所决定，需要更系统化 
的，更对抗性的和多国的改革努力。有鉴于此，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和通 
过网络和其他很多全球同挤一起工作，我们仍然寻求通过我们的写作和工作达 
到更直接对抗。我们的不妥协的批判只有在我们相信情况真的会改变，才会使 
我们有伦理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做下面的事情并且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对建设 
性社会过程的贡献，而不只是一声哀叹。 

我们相信，各种不同的、差异很大的大学可以由现存机构建立，而且他们可 
以扮演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使我们认为现在的大学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做得并不 
好，但没有证据表明，将有一个新的机构在培养这些批判的、反思的、文化的和社 
会性忙碌的新骨干年轻人方面能替代大学。我们深刻关注这些批评和社会相关 
研究的努力被大学里面的自产系统化 （ autopoctic ) 和自我参照 （ self - referential ) 的 
学术性活动所破坏，这些学术活动都是被职业机会主义和试图成为老师模仿者 
而非原创的思想者的学生所控制。现在的教育制度对模仿性的学生，而非拥有 
对社会整体具有广博的、独立的理解的有创造性的、批判性的和分析性的专业人 
士有利。大学的核心挑战是从传统的讲课模式转向基于解决实际生活、开放式 
问题的学习机制。 

为什么我们认为学院式的社会研究者对更髙标准的社会责任负责是恰当的 
呢？总地来说，社会科学家在同大众和私人资助者争论时,声称他们的学派和活 
动是总体上有益于社会的。我们只需要看看众多的职业社会科学协会的宣言就 
可以看到其正当性。此外，许多学院的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和自己同 
一专业的同事对话的中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了他们从大学训练中开始的 
职业社会化情形。作为结果,他们都表现出对他们工作结果的应用缺乏关心，或 
者直接摒弃应用这些结果，他们要么争论说如果和超出大学的世界联系会损害 
知识分子自治，要么，如果他们是实证主义，认为这样的联系威胁他们的“客观 
性”。为了批评这种行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学院式社会科学正当性的宣称和这 
些学派成员的日常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上。 

虽然我们倡导行动研究是从学院化社会科学到有社会意义的任务转化的有 
前途的方法，但我们并不是仅仅基于行动研究在道德上的优越性。我们讨论的 

①读者会注意到，我们认为,社会研究必须对变迁、多样化的观点和回应的复杂性有开放的心态。因而我 
们认为行动研究是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研究。所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倡导多元论,因为我们没有对我们的学术 
同仁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姿态。不管这个批评的逻辑，我们反对它是因为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科 
学使命的观点，这和总的正当性完全一致，即社会科学家从这些学科开始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同 
仁们一致说，社会科学因为它对社会的理解和进步的贡献而存在和被资助。我们简单地指出，这些传统的学术化 
的社会科学家的实践违背了他们声称的原则，而行动研究则对这些原则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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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于，主张行动研究可以带来传统的社会科学曾经许诺的有效的知识、理论 
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行动研究把学院派社会科学宣称要做的事情做得更 
好。因此我们倡导行动研究作为传统社会科学实践在学术圈的成果斐然的替代 
品。看来学院派社会科学仅有选择是,继续坚持他们对扮演有用的社会角色没 
有任何义务，或者因为他们只是不愿意做，或者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工作怎么才 
能应用。显然，承认这些会造成制度性和财政方面的后果，但至少可以扫清现在 
的困惑。 


大学的历史 


为了理解当代大学里面社会科学的两难困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需要了解 
一些大学历史的知识。下面的讨论是简洁和肤浅的，但是包含了我们讨论的核 
心成分。 

我们的大学起源具有修道院的色彩，他们擅长于作为髙等学习中心，这个源 
于由教堂赋予修道院的功能。虽然最初大学是用来提供更高级培训神职人员的 
教会机构，时间长了，就成为世俗赞助者和教会共同的机构，用来培训医生、律 
师、公证人、工程师和其他世俗的职业人士。欧洲最早的大学出现于13世纪（例 
如博罗尼亚大学、萨拉门哥大学）。 

和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大学形式最相像的大学主要是普鲁士的发明，它的建 
筑和赞助人是威廉•梵 • 洪堡 （1767 — 1835) ，他不是孤单的文化英雄，他用非常 
清晰的方式描绘大学的设计和逻辑‘。洪堡的大学重建的一项重要的操作原则是 
关于研究和教学的联合。大学教员和学生应该能够学习和进行研究，因为大学 
教育应该是基于研究，而不是基于未经检验的教条。洪堡的大学课程包括历史、 
哲学、古典语言，以及政治经济学，突破了以前的大学逋常没有的对学科的跨越。 

在洪堡的系统中，思考和探索的自由是大学生活规则的中心，这个观点是我 
们讨论的中心内容。自由的提问意味着研究不能受理论和政治的限制。为了保 
证这一自由，洪堡大学把决定什么可以教、可以写，什么不可以教、不可以写的最 
终决定权交给学校系统，而不是教会或政治的权威。同事们在被完全告知并在 
求知欲 （ 而不是教会当局或政治领袖）的驱动下，被赋予互相规范其他人知识方 
面的行动的权力。 

_这种大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机构迅速成为西方社会最“先进”的知识 
中在很短的时间内，洪堡大学模式在课程设置、研究实施和教育社会精英等 
方面具有近乎无限的控制力。这些社会精英因而成为大学的支持者，大学一精 
英关系变得非常有自我强化力 （ 参见： Bomdieu , 1988 ) 。大学变成了使“市民”管 
理和实施民族国家增多的一个重要设置 （ Reading S ，1996)。 

学院系统以及与它相关的同行审査机构致力于从理论教条和政治操纵限制 
中获得知识分子自由。虽然强调此问题显然很重要，但采用的解决方案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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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削弱大学和强力精英之外各个群体社会的联系起很大作用。 

大学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立基于个体或群体的能力和兴趣，进行自由 
和自我定位的研究的一种环境。这也导致了大学研究过程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教 
会和政府，却付出了使研究议程在学术圈内高度自我参照和自产系统化的代 
价①。随着研究的主题和适当的研究框架在研究共同体的建立，研究被给予鼓 
励，但是研究机构和大学外面各种社会部门的需要和兴趣之间的联系被减弱了。 

虽然这种分离只是确保自由思考和研究的副产品，这还是创造了大学和资 
助大学的外界社会之间持续的紧张的根源。很多大学或者通过直接的资助，或 
者通过税收利益，使用大量的公共资源来资助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毫不奇 
怪，社会总地来说也会偶尔想到，他们应该为自己对教授们的投资和给予的自由 
得到更有用的回报。由于自产系统化的研究程序给知识分子自由重要保障的同 
时，也为无用的研究及与重要的公共社会事务分离的学术野心打开了大门，这种 
情况的出现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我们知道，大学并不是像洪堡的理想模型设想的那样完全独立于社 
会。教授们从社会中纳人大学，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即使不是直接的，也 
会从总体的社会生活中考虑题目和议程。学生们也来自大学边界的外部，必须 
对大学教的东西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后能够在更广阔的社会里面应用。除了许 
多虚假的对学术界外部的世界毫不关心的研究之外，大学研究的题目和知识分 
子的话题的历史和主要社会力量联系得非常紧密：战争、移民、种族主义、变迁的 
性别角色、种族冲突、武装力量、信息系统等（参见 Chomsky et al . ,1997) 0 

另外的影响来自政府和大企业对学校的可观的投人。这些实体长期把大学 
看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场所，并分配财政资源苯维持大学。毫无疑问，他们因而可 
以利用对基金的控制来强调感兴趣的项目并调控大学研究。政府和企业界也会 
控制大学操作的常规环境，比如对大学账目进行审计，设定大学操作的法律框 
架，要求评估大学的工作和大学机构本身。各种科学基金和其他的国际基金机 
构像各种大的公共和私人企业部门一样，具有通过资助研究的条款参考来使大 
学研究集中的能力。 

上面的这些都不足为怪。无论如何，有趣的是，西方的大学被绝大部分当代 
学术界看作是公共和私人部门对大学的控制与大学的同行审查系统之间的妥协 
的结果^像勒万廷 （ Lewontin , 1997 ) 指出的，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强势的基金会利 
用用来保证大学研究独立性的同行审查制度来对申请进行评估，并且在研究者 
们、大学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金。从而政府和企业界设置研究议程，并且使学术 
化研究者和他们所在的大学在获得和使用资金的两个过程中相互竞争和监督， 
这实在是一个奇异的，需要更好理解的现象。 

同行审查制度，虽然非常重要，但显然不是明确的自由的来源。在各种学科 
内都有统治性的范式和方法、关键因素，以及强势的学派 （ Freidson , 1985; Kuhn , 


① 术语自产系统化指的是社会场景的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的特点，在这种场景中，社会性的互相依赖的个 
体小圈子在整体上没有考虑他们所处的场景中的社会利益的情况下,生产一个对彼此和彼此表现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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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不符合这些研究范式的研究计划将得不到资金资助，所以，同行审査制 
度主要是保证了研究处于学术化职业中的精英 （ 和年龄大的）成员的控制之下。 

这是两种明显矛盾的组织原则——外部控制和内部自治——的奇妙混合。 
计划书和审査程序的复杂性是所有成功的学术化研究者和大学管理者都懂得如 
何完好航行的迷宫。大学中的很多研究生训练花在学习怎么操作这个复杂系统 
上了。 

国防相关资金在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研究中的角色广为人知，但是大量的和 
国防无关的资金也流向了大学。据联邦政府所说，大学现在储存了“大约60%的 
联邦基础研究费用……30%的应用研究和……大约7%的发展（基金）” 
( Lewomin ， 1997 ， PP . 20-21)。这些钱并非均等地分配到各类别的大学。例如，在 
美国，前十名的大学现在控制了联邦研究和发展资金的95% ( Lewontin ,1997, 
P- 25)。 

此外，大部分学院和大学还以其他形式依赖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大学或者 
直接受到国家或州的税收支持，或者享受到重要的税务利益。在美国，私人部门 
基金会 （ 基金会的成立使私人部门在税务方面受益）和私人捐助者可以因为对大 
学捐钱而在税收方面得到好处。从而，大学、政府、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很紧密。 
同行在设定研究议程方面的自产系统化角色只是一个幻想。能够获取的一些自 
由行动来自大学管理当局对外面获得大的资助研究项目的管理费所做的内部再 
分配。管理当局可以通过对一些研究操作从外部得到的钱的再分配来支持那些 
无法养活自己的特定学科。但是，这种再分配在高度企业化的研究者和部门之 
间制造了各种内部紧张和敌意。 

这显然是一种复杂和对立的情景。一方面，大学通过实施政府和其他大学 
外机构强调的主题的研究获得合法性和资金。另一方面，同行审查程序给其他 
(往往是竞争）大学和研究所评估研究计划书的过程以竞争动力。对抗、隐私信 
息等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常被使用。成功的学术化研究主管们不得不非常具有政 
治上的精明。他 h —点也不像公众心中典型的教授形象，是“林中婴儿”一样纯 
洁和没有经验的人，他们的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一样不是。 

尽管非常复杂，这个系统总体来看是平稳的运行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这 
种学术化的资本主义的自产系统化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多数社会群体的要求。 
学生、学生家长、普通大众、私人部门和政府对大学表达不满成为普遍现象，而且 
不仅仅来源于那些被大学假想的“自由”意识形态所冒犯的政治上的保守派。在 
大学企业精神一自产系统化研究的全然的复杂性之外，我们认为大学和赞助者 
之间的分离，尤其是，和过去曾经作为大学的主要赞助来源的私人部门，以及在 
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社会成员的疏远关系，是持续增长的不满的关键因素。 

社区、小_体 、少教 氏族和其他面临问超的弱势人埤 

很多群体对大学研究的焦点没有显著的影响力。社区成员、小规模组织、少 
数民族和其他无权的人或穷人，他们需要在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寻求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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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括诸如贫困、沉溺、种族主义、环境退化等——场景下的日常问题的解 
决方案方面寻求帮助。一个大学是不是比其他大学拥有更多的政府资金，或者 
在年度商业周刊的大学评比中有更高的排名，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看重的 
是他们是不是能从在做的研究中得到帮助，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显著度检验、厚 
厚的研究摘要以及其他学术视角的声望不是他们兴趣的中心——研究的结果 
才是。 

这些社会群体，属于社会权力体系中中间和底部的部分，和大学的联系很 
少，而且几乎不会影响大学的研究议程。鉴于施加在大学研究方向上的政府和 
大型私人部门的压力，在大学里面，和社会相关的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就不足为 
奇了。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人不能在解决他们最有压力的问题方面获得大学的帮 
助。如果幸运，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学，并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加人精 
英的行列。但是他们明白，总地来说，他们不能指望从绝大部分学术化研究者那 
里获得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直接帮助。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保护性税收和资金投入是公共投 
资，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他们逐渐地把这种感受以“美元的价值”等于孩子 
的教育成本的形式传达给他们的民选代表。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因为在选 
举出来的立法者所需要满足的选民名单上，这些投票者的排名并不靠前。尽管 
如此，他们的确投了票，的确付了学费，他们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被听到了。 

大有业机构 


奇怪的是，大学工作的最强有力的资助者和受益者也走进了一个和大学的 
矛盾关系中。在我们前面论述过的情况下，企业和大学之间陷人麻烦的联系显 
得令人困惑。毕竟，大的基金会设立主要的研究议程，而职业的学术化协会和出 
版界给这些议程不假思索的支持。私人部门还进一步集中讨论这些大学研究者 
的议程之外的事情，包括雇佣他们作为私人部门的私人顾问，以获得学术收人之 
外的好薪水。 

尽管他们在支持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方面仍然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有证 
据表明，多数企业、各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当权者变得在关键的方式上和大学 
分离。虽然资金仍然从这些来源流入髙校，许多企业对大学为他们培养的人才 
方面不满。毕业生的有效雇佣是高校成功的必要条件，反映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企业在员工培训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部分这类投资是因为髙 
度竞争的商业气候的结果，这种竞争把在企业内部的继续学习作为生存的前提。 
一段时期以来，大学通过校内培训和付费的企业咨询,控制了企业培训的相当大 
部分市场。现在，大企业逐渐开始更力卩多方面地寻求自己的培训资源，而不是依 
赖高校的供给。他们或者创建自己的培训机构或者雇佣专业的企业培训咨询 
公司。 

这些培训努力看起来有两种不同的元素。一种是对刚雇佣的新的大学毕业 
生。我们知道的大部分企业主管认为对新毕业生的培训远不充分。尽管一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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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培训实际是对特定公司的“企业文化”的社会化，一些培训则是对大学课程 
里缺少的实践工作经历的弥补。虽然这些情况是混合的，而且公司内部的培训 
都很近似，培训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了对现在的毕业生所接受过的训练的不满。 

另一种培训元素的中心是企业人事的内部培训。这样看来，大学输给了企 
业的培训中心 （ Eurich ，1985) 、培训公司，以及——在美国——社区学院。因而行 
使政府政治优先权——最终包括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权——的主要企业现在 
开始寻找自己的机制和其他的组织来提供以前由大学所垄断的各种培训。 

虽然这些大学自身的弊病不是致命的，但是各种力量的组合表明，大学一企 
业一政府的研究连接将会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记得，企业和政府之所以资助高 
校研究，不是因为慈善或者对心灵生活的责任，而是因为实践立场。使大学获得 
资助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基础构造和一群作为低成本的研究员的研究生。这使大 
学成为和私人部门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单位比较起来廉价并且髙效的研究场所。 
这些研究机构在他们需要雇佣并维持全职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非常昂贵。相 
比之下，大学有学费，税收利益，州和联邦的拨款，还有捐赠收人来维持学校，并 
因此能够提供比私人部门和政府更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是近年来，用来管理研究过程和预算日益复杂，减低了大学对私人部门和 
政府兴趣的反应能力。为了管理研究，许多大学创造了明显昂贵且效率很低的 
管理机构。大学雇佣大量的人和膨胀的研究成本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大学以外 
的很多私人部门和政府研究的资金运作更廉价更有效率。不足为怪的是，具有 
经营头脑的学术化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把研究资金从大学拿走的 
私人研究组织同样也雇佣了大量在职的和前任的大学员工，把他们作为付费的 
咨询专家或全职雇员①。 

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这种从大学核心研究机构分离出去的运动已经有些时 
曰了，现在则迅速地扩展到了组织发展、领导培训、群体动力、项目评估等领域。 
这些项目日益被市场化的、向大学教授提供好的合同条件的私人公司所掌握，进 
一步降低了大学在校内的研究能力。 

如果上面的描述是准确的，当代的大学现在只满足了特定的一些社会利益， 
而且没有满足他们的重要资助人。大学严重依靠政府和社区、学生和家长的善 
意，依靠资助的税务优势，我们怀疑大学这种情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社会的主 
要部分为什么要继续支持大学的理由并不清楚。大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其他地方 
更便宜地完成他们的研究。兴趣没有被注意，需要没有被满足的社区和社会变 
迁的成员将来对大学的支持会逐渐减低。 

虽然惯性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现状，但并不能持续很久。如果大学不改 


①我们非常惊异地发现，最近二十年以来，关于大学的规模、增长和大学管理性结构的成本的文献是如此 
的少。这好像是学术社会有目的的对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闭上了眼睛。有鉴于此,这些判断主要是根据比较老 
的信息而做出的。我们的确认识到，一些管理性的增长是变化的社会所致，例如信息技术的激增和提供更广泛的 
学生服务就是 如此。 但我们也强烈认为，管理性结构增长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大学内的权力等级结构和大学 
研究作为“生意”的集中化造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研究管理的操作既无能，又以在大学研究 
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共同生产和持久的关系为代价，追求短期利益。 



变他们自己，以对社会的大众有更多元有效的回应，我们认为，相当部分的公共 
和私人的资助不仅将会而且应该枯竭。 

作为资深的学术化研究者，我们知道许多大学管理者和教员的满足和自大 
不能使他们预见到这一风险。我们期望大学能很快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但我们 
不相信，当前大部分具有组织能力和机构领导能力的人能够做出有效的反应①。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已经述及了围绕大学比较广泛的历史和政治经济背景，现在我们转而 
讨论复杂的环境对社会科学的总的影响，这是本章研究的兴趣中心②。我们的目 
标是描述行动研究在联系大学社会研究和大学的主要社会赞助人中扮演的角 
色，从而对积极地重建大学与社会关系作出贡献。科学家们、工程师和人文学者 
们怎么应付这种挑战在于他们如何考虑，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讨论至少给他们 
提供了进行反省的一些有用要点。 

在社会科学的开始阶段所知道的，并被从亚里士多德到17世纪初之间许多 
社会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参见 Toulmin ,1990) ，到现在比以往都更显而易见。瞄 
准社会进步的社会研究不是一个“纯”社会研究的次一级的对等物。社会变迁导 
向的社会研究，尤其是行动研究，是社会研究想要获得有用的结果，带来有用的 
社会变迁，重建大学和大社会的联系所必须采用的形式。 

相比之下，现在基于大学的社会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行动，宣称要通过探讨尽 
可能地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以某种形式使社会研究更“科学化”，体现对社会结构 
的科学研究。在否认任何关于实践方面的思索的检验需要的同时，建立了对社 
会过程的解释。 

高校社会科学是付费的，受到的社会影响只在于彼此影响和课堂上年轻一 
代的全职学者的活动。这些学者和他们的信徒们对社会变迁没有什么兴趣，除 
了“搜集”数据的探险外，不经常冒险到校园以外。他们根据被专业组织内最有 
声望的成员制定的知识和职业议程来选择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回应学术圈以外 

① 我们准备进行的讨论根本不新鲜。通过弗赖里 （Freire, 1970) 和霍尔 （Hall,1975) 关于成人教育领域的 
研究，通过博尔达 （Bonk,1991) 在参与性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坦登 (Tandon,1997) 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研究，早 
就开始了这个批判。博尔达最近还在哥伦比亚组织一次行动研究者的纪念性会议，参加者超过1 800人。很大 
比例的与会者来自大学,而且大学和自由的社会研究之间的有问题的关系也被从多角度进行了探索。这个会议 
的很多成果被博尔达 （Bonk,1998) 发表，更多地出现在由蒂莫西 • 派奇 （Timothy Pyrch) 编辑的《文化、组织和社 
会研究》 （Sfadks in Cultures ， Organizations and Socie^es) 特刊里面。 

② 意识到欧洲公立大学和美国公立大学之间差异的读者会疑惑，这个讨论对欧洲的情况如何应用。两者 
有重要的差别，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差异巨大。欧洲的公立大学，失去社会参与的程度，和他们把教员和经费丢 
到政府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那里的程度相近。而且，他们逐渐的失去了学生，学生都到处理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大 
学去了。虽然公立大学面对的是不同的竞争情景，但他们还是处于竞争之中，而且由于他们对公共基金的依赖， 
他们在来自多种政治群体的批评面前非常脆弱。因而最终，各地的大学都必须为满足广阔的社会群体需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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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当他们从事他们的研究和精炼自己研究方法的时候，研究只有很少的机会 
能影响绝大部分校园外的人，或者，他们的工作会让学术圈外的当权者感到 
失望。 

人人都知道大学的社会科学实践的种类很 多：定 量的、定性的、混合方法、实 
证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等。大学的奇异之处在于， 
尽管多年来对实证主义的摧毁性批评，任何人看待这种由主要机构和基金会资 
助、学术管理者给予特权的研究的时候，会认为这些研究是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 
(参 见： Sch eu rich ,1997) 。就这样，实证主义有赖于其对社会的脱离，在我们看来 
并非偶然。这是把学术社会研究从社会变迁系统的排除的产物。 

卖钲主义 

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者使用这样的 语言： 客观性 （ objectivity ) 、距离 
( distance ) 和控制 （ control ), 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进行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关键。 
虽然我们坚定地相信在有用的目的和适当的条件下，定量研究的价值，我们也注 
意到，实证主义版本的定量研究是对不想成为社会研究“主题”和不想被社会研 
究者批判的掌权人提供了一种社会性便利。用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幌子，实证主 
义社会科学自我缺席了争论的社会舞台，在这里，由官僚主义、独裁主义和不平 
等产生的问题被清扫，或者通过数字而非词汇来清洗出不平等。 

新近学术新一代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已经破坏了实证主义的概 
念和方法论基础，但是对取代实证主义者的实践和传统社会科学、大学管理者和 
校外的基金会之间舒服的安排，却很少付出努力。我们经常惊异于传统社会科 
学家能够对实证主义明确的强烈批评，却继续接受和实施许多实证主义方法的 
元素①。另外，有很多（虽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所 
有知识都是知识论的妥协，因而对任何事情知道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是 
对社会涉人的一种同样的无意识的自我放逐。 

走牲研先 

尽管定#研究具有明显的价值，我们相信对它的批评依然适用。虽然看起 
来定性研究能够对社会变迁做非常有效的研究，然而一些定性研究包括社会批 
评，绝大部分陷入了职业内的斗争，或在追求分析最新的文献趋势中疲于奔命， 
这种趋势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分析和支持的需要都不符合。虽然抱着反实 
证主义的态度，定性研究在任何重建社会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基本的方式方面仍 
没有成功。而且它的很多追随者对定量研究的敌视也减弱了它的可信度，即使 
是贫穷和被压迫的人，也知道在和当权者斗争的时候，应该用所有能用的争论、 
方法和数据来帮助自己。 

①参见朔伊尔里奇 （Sch eu rich，1997, 第3章）对伊利 奥特. 米什勒 （Eilliot Mishler) 关于后实证主义访谈的 
批判部分所进行的出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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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知道对定性研究 / 定量研究的区分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定性研究的 
繁荣成果，我们并不准备给定性/定量研究的区别给予特别关注，因为我们没有 
发现这种划分改变了我们关于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分离的判断。没有应用 
的检验，任何研究取向都不可以确定其理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不管它的重心是 
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此外，行动研究是固有的多方法研究，包括科学实验、定量 
社会研究、定性研究方法等对解决手头问题必要的尽可能多的专业方法。有效 
的行动研究不能接受任何研究形式的预先限制。 

应用研究与虼研先 

应用研究和纯研究这样一个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早就是非常有问题的区 
分，却被广泛采用并产生误导。在美国，国会最近试图把国家研究基金限制在 
“应用”科学研究（出于国会自己让人困惑的原因，国会相信该研究更“有价 值”） 
方面。结果，科学家们不得不费心地弄明白怎么把他们做的工作用应用的语言 
表达出来。总地来说，大部分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相信这个区分在实践上是行 
不通的，而且他们都试图避免使用这种区分。把基础研究改名为应用研究，并没 
有使他们的行为模式有多少改变。 

如果说在基础科学中，这种二分法是有问题的，在社会科学中则问题更为严 
重，因为能够让实证主义者宣称他们“科学化”的原因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不 
是“应用的”而是“纯的”①。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在模仿他们想象的是“真的”科 
学的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真的，，科学家的行为并不适合。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应用研究/纯研究的划分既没有用又有误导性，并且在损害 
社会科学。 

把社会研究重鉀走义为行鲂研究 

在我们看来，回答我们上面提出的两难问题的答案是行动研究。我们把行 
动研究定义为，由共同合作的专业 （ insider - professional ) 研究人员在知识的生产 
和应用中——以增加社会变迁中的公平、健康和自主为目标 一 对研究的效度 
和研究结果的价值进行检验的研究。对我们来说,行动研究是能够使这一议程 
充分发展的唯一形式。在行动研究中，社区或者组织的管理者和职业的研究者 
合作，定义目标、构建研究问题、学习研究技巧、汇集知识和努力、实施研究、解释 
结果，并且应用得到的知识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迁。为了有效地理解和行动，行 
动研究模糊学科界限，而且把跨越学术圈和社会的界线作为操作的基本原则②。 

尽管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者对行动研究有一些防御性的反应，我们对将来 
社会研究中的根本性改变怀着希望。我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变化不会很容易达 
到，而且这样的变化在学术圈内外不会很平静和顺利的进行。学术化的社会科 


① 奇怪的是，解释主义者对他们的优越性的宣称是建立在解释主义是如此的纯粹，以 至于“ 不可应用” 
样的基础上的，因而他们从另一方面支持应用和纯粹的划分。 

② 关于行动研究杰出的见解和论述，参见: Brown & Tand<m，1983。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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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已经发展了拥有同行审査系统的很强的职业化结构，而且他们现在的形式已 
经进人到绝大部分学术机构的新陈代谢组织。改变从大学社会研究到行动研究 
的平衡会形成对职业组织霸权和学术分工的挑战，而这两个都是声名狼藉且难 
以改变。而且，显然，社会变迁导向的社会研究会使许多当权者感到不快。他们 
一定会为了防御而抵制这样的研究，尤其是在肖尔 （ Shor , 1996) 所说的“保守的 
回归”的年代。所以，我们会强力推行，但是不会盲目乐观。 

为了在本章剩余的部分说明行动研究，我们会在很短的篇幅内做以下四 
件事： 

1. 在哲学上巩固我们关于行动研究的讨论。 

2. 描述大学和它的研究机制对促进行动研究的各种敌意的方式。 

3. 调査这样一群社会力量，他们进行着当前形式下最有可能贏得出路的研 
究，即做持续分析的、政治上消极的社会研究。 

4. 给出简略的基于大学的行动研究的例子。 

简要的做这些事情，意味着讨论的结构可能很清晰，但表述上，没法充分展 
现很多证据。 


为什么是行动研究 

就像我们曾经在上文指出的那样，行动研究拒绝在社会研究中对实践和理 
论的分离。社会研究要么是应用性的，要么就不是研究。像“纯研究”和“应用研 
究”这样的术语暗示了对纯研究的和应用研究的工作可以有所区分，这样的区分 
在我们看来，会使社会研究变得不可能。对行动研究者来说，社会探索的目的在 
于在释放社会变迁方面得到知识和行动。对社会研究的检验，在于它是否在行 
动的管理者、组织，和/或者社区的自决社会变迁中起到支持作用。对我们来说， 
世界划分为我们支持和实践的行动研究，以及我们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方面 
反对的传统社会研究（细分为纯研究和应用研究，并由职业次群体组织化了）。 

行鲂研先不是科学的退却 


因为在传统社会科学的组织中实证主义框架的统治地位，我们常听到，我们 
的观点被机械地认为是从科学方法退却到了行动主义。而且在走强硬路线的解 
释主义者看来，我们是如此的天真，以至于不理解在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基础 
上，我们投人任何的行动过程都是不可能的。传统社会科学的操作假设是，相关 
和联系会自动导致科学性效度的损失或者失去面对主观性的悬崖的勇气。 

卖用主义者的 I 础 


这些争论是欺骗性的。在实用哲学中可以发现社会研究的一种不同立场。 
杜威 （ Dewey ) 、詹姆斯 （ James ) 、皮尔斯（ Peirce ) 和其他人提供了与行动相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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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研究的有趣并富有成果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 参见 Diggins , 1994) o 实用主 
义把联系理论与实践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核心的反思过程是和涉及在特定场景 
下使用物质和社会因素的行动结果联系起来的。经验来自于人和人所处的环境 
的持续互动，因此，这个过程既包括了探索的主体也包括了探索的客体。行动是 
有目的，并且是在力图创造期望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知识的创造过程建 
立在探索者的规范、价值和兴趣之上。 

效度的宣称被确定为“有保证的”，是通过在具体场景下的具体行动使不确 
定的情况变得确定的探索过程的结果。研究的逻辑建立于探索过程本身，而且 
它指导知识的产生过程。 

作为行动研究者,我们强烈提倡在社会研究中使用科学的方法，并强调创造 
有效的知识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参见 Greenwood & Levin , 1998 b ) 0 这种探索是社 
会民主过程的基本元素。杜威尤其把自己的知识能量聚焦到民主参与上。在他 
看来，参与精神是有意义的知识创造过程的核心要素。 

这些实用主义立场的总的特点为行动研究方法建立了基础。两个中心参数 
清晰地显现出来 :通过 行动和场景中的实验来产生知识，以及既是方法又是目标 
的参与式民主。两者在现在的大学结构中都没有得到满足。笛卡儿把精神和身 
体分离开来，把实践从反思分离，把科学从行动分离。研究的问题由职业的标准 
来形成，忽视了真实生活问题情况的整体属性。 

共于科学的行动研究理抡 


现在所有的人都该知道，社会研究和对原子、分子、岩石、老虎等的研究不 
同。所以，我们对如此多的传统社会科学家还在强调窭实现“科学化”就要切断 
和观察事物的所有关系感到惊异。这还是没有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获得大量社 
会科学研究经费和在社会科学出版（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方面有统治地 
位的领域。这些实证主义的教条显然是错误的，导致对可信信息的生产、有意义 
的解释和社会研究中的社会行动的偏离。这引起了批判的产生，甚至来自传统 
社会科学内部①。因而教条的坚持，表明它的嵌入本身需要关注。 

我们相信，干预大学组织和职业学术圈子，以及广泛的行动研究会根除这种 
教条。更简单地说，行动研究潜在的认识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思想，它们只是因 
为传统社会研究者 （ 有意或无意的和他们切断的社会利益）在社会变革中将大学 
拒之门外而曾经被广泛的忽略了。 

行场研究患么垄合理论和卖我 


行动研究力图通过职业研究者和地方管理者合作，寻找并实施对管理者非 
常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给定情景中的适当问题。我们把这称为共同生成 
的探索，因为它建立在职业的研究者一會理者的合作之上。可以把行动研究描 


①对这种盲目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见于最卓越的社会科学思想家（亚 当. 斯密、 卡尔. 马克思、 
马克斯 • 韦伯、爱米尔 • 迪尔凯姆、约翰_杜威等）的理念核心。当前对其批判的有力来 源是: Sch eu ric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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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如下： 

1.行动研究，通过所有参与者的贡献都被认真考虑的合作的沟通过程，参与 
者和研究者共同产生知识。在探索过程建立起来的意义导致社会行动，或者这 
些对行动的反思导致新的意义的建立。 

2•行动研究把存在于当地群体中的经验和能力差异看作是对研究/行动过 
程进行丰富的机会。 

3. 行动研究产生有效的研究结果。 

4•行动研究是以情景为中心的，它力图解决在情景中的真实生活问题。 

我们对这些要点简要地做如下 解释： 

(1) 共同生成的探索 :行动 研究的中心是共同形成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训练有素的职业研究者和富有知识的地方管理者为了定义要研究的问题、收 
集和组织相关的知识和数据、分析结果信息、设计社会变迁干预而一起工作。职 
业研究者和地方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使用所有参与者的知识和他们独特的 
社会定位的差异来合作性地形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的。职业研究者往往带来其 
他相关案例的知识和方法，并且对组织研究过程富有经验。权威人士对手头的 
问题和问题发生的背景拥有广泛并长期的知识，并且还知道怎么以及从哪里可 
以获得额外的信息。他们还对过程提供了紧迫性和集中性，因为这是他们急于 
解决的问题的中心。这些参与者一起创造了有力的研究团队。 

(2) 本土知识/专业化的知识。行动研究建立于本土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互 
动。虽然传统社会研究和咨询认为专业化知识优先于本土知识，但行动研究并 
不这样认为。行动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专业化知识重要而且有价值，但 
本土知识是任何研究必须的元素。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拥有多年经验的当地的管 
理者，才拥有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来设计有效的社会变迁过程。行动研究并不是 
对本土知识传奇化而贬低专业化知识。正是因为两种知识对它来说都很重要， 
所以这是共同生成性的探索。 

(3) 效度/可信性/信度。行动研究并不宣称脱离具体场景的知识,也无意去 
获取这样的知识。在行动研究中，可信性、效度和信度是由地方当权者裏否愿意 
按行动研究的成果来行动，也就是把自己福利押宝在自己想法的有效性上来衡 
量的，也是由行动后果与他们期望的符合度来衡量的。因而情景性知识，本体论 
和效度对行动的保证在行动研究中具有中心地位。核心的效度在于实际从事的 
社会变迁活动的可使用性，对它的检验是这个实际解决方案能否达到解决问题 
的要求。 


和斯蒂芬 • 图尔敏 （Stephen Toulmin ) —样，我们提倡重新建立自17世纪笛 
卡儿模式出现以来进人错误方向的西方知识的历史，这个模式把知道方式（实践 
智慧）从理智、抽象和距离等科学技术世界中分离出来。行动研究把社会研究转 
向实践智慧，以通过对现象的行动“知道如何做”，并且反对非行动的科学技术世 
界和对主体的假想的距离 （ Toulmin ，1990 ;Toulmin & Gustaviesn , 1996) 。 

(4) 情景一中心的知识。情景中心的知识怎么才能做到有效的传播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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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潜在的接受者呢？行动研究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行动研究的中心 
探索是和在特定地点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管问题是社会的、组织的 
或者是物质的，行动研究的结果必须是切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可以看出他们 
发展的解决方案能实际解决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行动研究探索过程因而和行 
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在特定情景下探索和行动的联系，行动研究强调在整 
体环境中把人类探索者作为行动的主体。 

对行动研究的挑战是把行动研究结果用没有参加特定项目的人（包括其他 
的面临类似但不相同情景的管理者）可以理解和相信的方式进行抽象和传播，而 
由此使他们可以产生他们自己的、有效的行动过程就更为困难。这正是因为知 
识包括本土知识和分析，是共同产生的，是深深植根于当地情景中的，在个案之 
间比较结果和创立归纳的确是个挑战①。 

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把比较性的概括和抽象理论化的领域拱手让给传统社 
会研究者的充分理由。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归纳从场景中抽象出来，把均值从 
个案中抽象，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 
应用。尽管对这种研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工，我们发现这样的理论性收获 
非常可怜。从根本上对归纳和学习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尤其是像许多解释主义、 
建构主义和本土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能震惊我们的一种索然无味的知识 
姿态。 

行动研究认为，归纳意味着任何独特的和归纳背道而驰的个案会使归纳无 
效（ Lewin , 1948 ) 并需要重新形成归纳。相应地，实证主义则用试图把特殊个案 
排除在外以维持已有的归纳的方法来处理。研究者常常找出可以忽视特殊个案 
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对可以颠覆他们归纳的机会表示欢迎。 

格林伍德在蒙卓根劳工管理企业——也是该行业最好的企业，进行行动研 
究的时候，切实感受到了这些（参见 Greenwood & Santos ,1992) 。因为“办公室故 
事”使这个企业不能成功，这些西班牙人不擅长工作和挣钱等,20世纪60和70 
年代蒙卓根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蒙卓根文献试图解释这个个案。巴斯克文化的倾 
向性、领导者的魅力等都被用来解释这些可能被忽视的例外，即这家普通的资本 
主义公司所庆贺的没有受到假想的强大竞争者影响而正常运行的耀眼事例。与 
认为重要的例外是新知识的最有价值的潜在来源完全相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家 
不准备从这个个案中学习。 

怀特 （ Whyte ， 1991) 在他们的“社会发明”概念里面抓住了这个例外的生产 
力的思想。他建议，所有形式的商业组织都通过弄清楚巴斯克人独特的社会发 
明来解释他们的成功，从巴斯克案例中有所收获。认识到这点以后，研究者就可 
以开始弄清楚哪些是可以归纳并扩散到可以在又一次合作行动过程中检验其效 
用的情景中。当然，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这个比较的效度也被行动检验，而不 
是被看作是思维实验。 


①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 参见: Stak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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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上面的论述重申归纳，我们把归纳重构成一个反思的过程，而不是 
关于基于规律的解释的结构。基于我们关于知识是情景限制的立场，在不同的 
社会场景中利用知识应该采用两步走模式 ：首先 ，对产生知识的情景的理解很重 
要。这把知识本身放到了产生它的背景中。其次，把这个知识往新的环境的转 
移意味着对新的环境的情景的充分理解，对新情景和产生知识的情景有多少差 
别，包括对在新情景中应用这个真实知识的后果的反思。因而，归纳变成了反思 
的积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的人必须心里清楚在新的情景中，以前的知 
识是不是有意义。 

讲全这个案例，还需要更多的篇幅（参见 Greenwood & Levin , 1998 b ) ，但是我 
们相信，对行动研究不是社会科学的死胡同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行动研究是 
促进社会发展有效的知识和理论的严格方法。 

大学能促进涉及行动研究的知识产生吗 

我们相信，对上面提出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政治经济的和伦理的问题的 
回应,是对大学和社会上多重管理者之间关系的重建。我们相信,这些回答的部 
分是把行动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策略的中心。这是因为，像我们上面解释的那样， 
行动研究涉及用户（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的不同大小规模的社区、非政府组 
织等）对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明确关切，并且这个研究过程整合了和非大学的合作 
伙伴的合作性的教和学。我们了解这种基于大学的行动研究是因为存在大量成 
功的例子。从大量的例子中，我们给出下面的两个成功案例。 

蚩釗1:社会科学工程研先关糸和大学一工业企 Jt: 涤上工场 


这个项目由挪威研究院从 SINTEF 得到研究发展的合同； SINTEF 是位于特 
隆赫姆的挪威研究组织，和挪威科技大学有紧密的联系。这份合同聚焦在所谓 
的企业建模上，是一种为了提髙效率和重组组织行为、基于信息系统中心，以用 
来发展复杂组织过程模型的技术。 SINTEF 接到这个合同是作为一个大的旨在 
支持制造行业的应用研究和组织发展的国家行动的一部分。 

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关键要求是，企业建模的工程研究要与以组 
织、领导为内容的社会研究联系起来。这需要 SINTEF 内部的工程师和社会科学 
家按照比以往更强的方式进行合作。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不能把企业建模简 
化为技术性的努力，而是企业建模本身必须同时处理组织性的问题，因为它们的 
实施将会取决于在日常工作中，雇员们把模型作为“工具”的能力。 

在开始阶段，这个行动的焦点并不是非常清楚。国家研究组织的工具性目 
的是创立一个有用的企业模型，而非仅仅是一个让信息技术专家解决的难题。 
研究的 焦点： 工程的焦点是把企业模型看作是所有员工学习的机会，社会科学焦 
点在参与者变迁过程方面得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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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工场同意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合作者，该项目启动于1996年的早些时 
候①。这个位于特隆赫姆海湾的海上工场雇佣了大约1 000人。这个工厂在为 
北海油田勘探设计和建设大型复杂海上设施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个项目由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的联合小组来共同管理。关键的研究者是 
两个工程师和两个社会科学家，都是 SINTEF 的雇员。这样配置是期望由于他们 
在一个项目工作,跨越职业界线的合作会自动出现。 

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不是如此简单。在项目开始的阶段，唯一出现的合作仅 
仅是团队成员同时在公司的同一个地点出现。部分原因是，团队中的两名工程 
师在公司中呆了很长时间。他们作为咨询研究员和公司有长期的接触，在此之 
前，他们曾以工程师的身份做海上工场的员工。结果是，在项目早期活动中，工 
程师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在运行这个项目，而社会科学家相当被动。工程师们 
的工作具体在关于企业模型的基于计算机实物大模型方面，而且，由于这是公司 
计划中兴趣的焦点，他们相应地获得了来自工场高级管理人员的很多关注。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把注意力投人到对公司进行的总的调査并用民族志 
的方法，来了解这个组织和公司的社会真实。这对社会科学家们掌握这个公司 
的情况来说非常重要。对公司的人来说，基于研究的知识产生没有什么意义，因 
为公司和团队里面的工程师对这个工作既不理解，也不重视。 

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一次机会来自于一次研究会议，在会上发布了从车间层 
次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③。研究会议的后果是，抓住了当地单位和管理层的注意 
力，部分地清楚显示了社会科学家具有在公司提供显著的学习机会和合作计划 
的技巧。这也是第一次研究者把组织里面相当大数量的、各个层次的员工纳人 
到同一个知识产生过程。 

由于这个经历，大学和海上工场的合作开始深入。此时，公司正在发展一个 
领导培训项目。通过社会科学家，公司领导学到了关于运作类似项目的其他经 
验，这帮助他们根搪自己情况做计划。他们能比较好地在他们自己的培训项目 
中配合全组织发展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社会科学家设计的其他项目帮助过他 
们。此外，他们感到，如果项目里面的公司参与者能够因为他们的参与而获得大 
学的正式学分的话，将会是一个优势。作为结果，这个项目是由大学和公司的对 
话而设计完成，并由一个社会科学家来执行。这个项目还会给愿意通过正式考 
试的参与者正式的大学学分。领导培训项目成为了提高参与者正式技巧水平的 
努力。而且大学的文凭给了他们在工场情景外的认可。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为公司和大学之间亲密合作如何获得双贏结果的范 
例。大学的人可以在真实生活情景中检验职业性和教学法，而公司从大学和通 


① “海上工场”是化名。 

② 勒温 （Levin) 能够全程观察这个项目是因为他是这个项目的地方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他收集到了在项 
目开始的时候,工程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有多少的情况。 

③ 研究会议是行动研究的民主化方法，是用来把一群问题拥有者聚在一起的反思、分析和计划行动的过 
程。更详细的描述 参见: Greenwood & Levin，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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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学联系到的其他公司那里得到了尖端的知识。作为有趣的副效应，工场的 
领导决定邀请临近工地的管理者参加。他们意识到，工场自己的前途依赖于他 
们和邻居以及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他们决定，提升合作的一个方法是分享他们 
的项目，作为他们互相依赖关系和他们对彼此成功的共同支持的象征性姿态。 

在项目的过程中，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有了进步，并创造了新 
的见识。在这个方向的关键的第一步是重新设计工场的管道制造设备。这个工 
作程序的重组过程,是通过工人的参与而合作性地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来自车 
间的工人们直接接触到了公司的工程师使用的、基于计算机的生产计划和日程 
表。与通过车间主任获得的系统过滤传达到他们的信息不同，车间工人们可以 
利用信息系统并决定如何管理生产过程。如果不是作为团队产生的 SINTEF 的 
工程师、社会科学家，以及伙伴公司的相互理解，这样的组织形式根本不会出现。 

建立在这些经历的基础上，发展企业模型的完整方法的再概念化逐建形成 
了。在企业模型方面传统的工程是，专家（例如工程师）收集信息，进行分析，根 
据模型需要的样子作出专业的决策。而海上工场的企业建模的新方法是在参与 
的所有员工都畅所欲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只是参与方向上的适度的 
一步，但却是潜在的很重要的一步。公平地说，如果社会科学家没有通过参与过 
程呈现出对组织和领导方面的实质性知识，在参与性方面的改变就不会出现。 

随着公司的人和研究者之间更多的互相信任，社会科学家的边缘地位逐渐 
变化，而且公司开始同样的倚重社会研究者。例如，公司未来主要的挑战之一， 
是如何在不破坏公司士气的同时，有人情味地削减雇员。这个变化有两个原因， 
海上工场公司的重组以及新的工程和生产程序导致的对劳动力需要的减少。工 
场邀请了研究者，通过让他们对这个困难问题从全世界范围提取知识和多元的 
视角，来认真参与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支持、改变或者扩展了公 
司关于对其减小规模的挑战的理解，这往往是新的，而且是关键的知识。 

研究团队还被要求协助做工场学习气氛方面的工作。这包括为了提高工场 
的继续学习能力，而对各阶层员工的大量访谈。访谈的结果被反馈给相关的员 
工，为了把结果报告给员工并通过和工人的本土知识的比较检查研究员的推论， 
研究员们同这些员工进行了对话。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从社会科学循环起源 
的学习模型如何能应用到本土学习过程，而且这个结果于研究者对他们的学术 
发现的力量和价值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许这个项目最有趣的是公司和大学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海上工场的资 
深执行官成了富有成果的公司和大学关系的有力支持者。在公开的阐述中，他 
表扬研究者为公司带来了相关而重要的知识，而且解释说他可以看到这种关系 
是越来越重要的。虽然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历经了多年的磨合，但是现在，他有需 
要大学就会作出反应。虽然由于有不同的评价和兴趣出现，没有理由把这种关 
系浪漫化，这种关系看来还是如此强健，进一步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最后，只有通过多学科长时间的行动研究，这种结果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 
中，研究的价值和行动的价值都得到了尊重，而且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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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蚩列2:在大学冷的组积改革合作研究 

这里,我们报告的例子是最初在康奈尔大学开始的行动研究，是大学的主要 

课程-物理学导论的改革结果。这个努力的主要参与者是米 歇尔. 雷诺兹 

(Michael Reynolds ) ，他把这个工作写成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教育方面的博 
士论文 （ Reynolds , 1994) ①。大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等级制度和本位行为的防 
御力量，由学生、助教和讲师发起的变迁非常罕见。 

在项目开始的时候，雷诺兹是在一门为准备进入医学院的学生必修的人门 
物理学课程做助教。这门课不仅具有在通往医学职业的非常激烈的竞争过程关 
键的守门作用，而且使学生力图在课程中表现优异，因而教员和大学拥有对这些 
学生的生活相当大影响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几乎不管教的多么差，听这门课的 
学生都 是有保 障的。 

虽然提供了不止一门的物理学课程，但这个课程对学生的医学预科要求尤 
其关键。因为这门课程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综合改革，过去和现在都是按 
“自我辅导”的形式进行的。这意味着学生（有限制的）按照自己的进度对课程 
材料进行学习，在一个学习中心做实验，并求得建议，按照单元 （ 通常由很多单 
元）进行考试，直到他们达到掌握材料和分数要求。虽然这门课因形式灵活而有 
吸引力，但它也成为学生中声名狼藉的课程。在标准化的全国考试中的表现很 
差，学生和教员的士气也相对比较低，物理学系对这些都很关注。 

教员结构包括一名负责教授，一个实际上是主要课程管理者的资深讲师，几 
个研究助理。在其中，雷诺兹作为一名助教在课程中工作来支持自己的博士教 
育。听说了行动研究并发现这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以后，他建议教授和主管的讲 
师进行行动研究评估并对课程进行改革。在格林伍德的帮助下，他们从副校长 
为学术项目而设立的办公室那里获得资助，以支持他们的改革努力。 

接下来是在雷诺兹技巧性的指导下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长期的过程中， 
涉及本科生、助教、讲师、教授以及雷诺兹的博士委员会。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对学生面对这门课程的主要困难进行评估，然后涉及对修订的课程的新课文和 
试验性考试的挑选。雷诺兹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持续而耐心的指导。最终，教授、 
讲师、导师、助教以及学生通过众多会议和讨论在重新设计课程方面进行合作。 

他们的一个发现是，让课程变得难以实行的原因之一是这门课处于一种非 
常自发的状态。物理学有了新概念和理论，就加到课程里面，但是没有用来检验 
哪些材料需要被删减或巩固来为新东西腾地方的全面系统。结果成了一门越来 
越过度冗杂的课程，以至于学生发现课程越来越难以对付。通过向所有管理者 
提交所有课程，以及检査对可能的新教材的选择，这个小组能处理这种问题。 


① 格林伍德是雷诺兹的博士委员会的成员，并始终和他一起参与这个研究。不过，这里呈现的思想、过程 
和解释，是由雷诺兹，而不是格林伍德归纳的。由于雷诺兹现在在为中学改革而辛苦工作，他没能对他的工作进 
一步写出文章，所以我们鼓励有兴趣的读者直接参考他的论文 （Reynolds, 19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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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对实质和权威问题的冲突，这让所有涉及的人倍感压 
力。但是他们还是在一起并继续这个过程，直到他们完整地重新设计了这个课 
程。然后进行了试验，结果是学生在全国考试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学生对课稈满 
意度提髙。 

于是雷诺兹根据他的详细实地记录和日志写出了这一过程，并草拟了他的 
论文。为了征求意见和修订文章，他向他的合作者提交了这个草稿，并向他们解 
释了自己准备做的修订。他还向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让他们的书面评价 
加在论文后面的一章，署上真实姓名或者笔名。 

这个过程的反复给论文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并巩固了小组自己的学习过程。 
最后，许多合作者参加了雷诺兹的论文答辩并参加了讨论，据我们所知，这是康 
奈尔大学首次发生这样的“合作性”答辩。后来，这种有合作者参与的答辩又在 
另一位博士候选人身上再次出现 （ Grudens - Schuck , 1998 ) 。 

有趣的是，虽然这个过程对参与者来说非常沮丧,但这个结果却对学生有明显 
的好处。有一个建议要求把这种方法扩展到康奈尔大学其他课程的改革，虽然在 
这个案例中得到了伟大的成功，但学校当局却未承诺这一 过程。 

也许一门课程的改革与社会变迁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认为这个案例具 
有预示性的意义。它说明，在有牢固的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的组织、大学，从劣势 
群体发起的基于行动研究的改革是有可能的。各类管理者的知识价值被显现，而 
且让学生好的共同兴趣维持大家在一起进行改革的探索。这种改革的可能并且成 
功意味着那些否认大学可以进行重要改革的人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 这也表明，如 
果没有更广阔的支持策略，一个单独的成功并不能对持续的制度变迁有所增益。 
所以，这是个成功，但只是孤立的个案。 

我们意识到，以上两个案例只是来支持我们的主张的大量案例资料的一小部 
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案例至少给读者带来对我们思路的总的感觉。 

结论 ：如果 行动研究成为大学社会研究的中心，大学 
和学术化知识分子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 

吻卢糸蜣化和参与式评估 

如果行动研究成为了大学研究策略的核心，大学将会按照和现在情况大不 
相同的方式联系社会。他们将会变成在广阔范围行动的社会参与者，内部的学 
术化的自产系统化并不会就此终结，但是它的作用会剧烈的缩减。对教员和管 
理者审査的实施必须涉及和职业同辈、学生一样重要的外部管理者的评估。我 
们从美国大学的扩展划分的历史知道，外部管理者对大学人事的评估是可能的。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种评估在行动研究的框架中也很少实施。发展对大学表现 
的参与性的评估策略对这个过程而言是本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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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自产系统化的反作用力在大学的不同部分会有不同的经历。对许多 
工程、应用科学、管理、社会服务等学科,这个变化不会太显著，因为他们总是在 
与外部的社会管理者合作。对传统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变化就比较深远。在 
作出总的社会卷人的宣称后，他们需要在让校外管理者满意的过程中展示他们 
工作的价值。对极端的解释主义学者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学者，这种变迁是一 
种真正的震撼。几十年来，他们宣称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和对社会采取了统治性 
的批判姿态，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社会行动，人文学者应该从基础的层面 
质疑他们工作的价值①。人文学科的许多要素（例如批判理论、话语分析、伦理学 
等）对这个变化来说相当重要。差别在于，这些观点的价值需要在大学外部管理 
者而不是职业同事的小圈子里面有效的体现。当然，一些人文学者早就开始有 
效地承担这个角色了，这也表明这是有可能的（例如， Harbermas , Hans-Georg 
Gadamer , Charles Taylor , Richard Rorty ) 0 

氏主化研先 

这些变化的中心是对民主化研究的彻底挑战，它把外部管理作为知识产生 
和评估过程的完整要素，而不是试图延续宣称大学是社会中唯一合格的研究社 
会的场所，学者应该把他们的技术拿到大学之外，在更广阔的知识产生和评估过 
程中作为职业的研究者和合作的支持者参加研究过程。这对大学和学术化学者 
来说并非是全新的角色，但是，在我们的理想情景中，它应该是重要的任务，因为 
自产系统化的学术活动曾经被沉淀下来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靠着社会的支 
持，大学也许能获得更多的管理者的认同，使得基于大学的研究者可以抽取出部 
分的研究领域。于更有效地回馈社会来说，这些领域中所需要的智慧及与社会 
联系的程度尚且不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类研究取决于不断提出的问题，问 
题的产生却受制于既缺乏基础知识又缺少技术的合作性的行动研究。为解决这 
些循环出现的问题而向大学捐献，并通过进一步的行动研究来展开研究结果是 
站得住的，尤其是建立在包括大学和外部管理者之间民主的对话过程的情况下。 
这类工作的一个完美的最新例子是拉舍 （ Lather ) 和克里斯史密西斯 （ smithies ) 的 
《混乱的天使 》 （Troubling the Angels , 1997) 0 

收编 

我们可以想象，有些读者会马上发现最后一段“收编”的怪异之处。大学自 
产系统化的隐含的核心思想是把知识分子的工作从审査制度和强力的社会利益 
的直接控制中脱离出来。而我们看起来像是建议大学收编他们自己。毫无疑 
问，大学被项目权力收编的危险一直存在。但是，在我们看来，使行动研究成为 
大学同社会关系的中心，一个要点是打破现有的社会科学的收编模式。像我们 


①有趣的是，大学的语言和写作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做得很成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学生服务的。他们 
普遍受够了与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相比缺乏声望的情况。也许这种声望的等级结构可以被我们所建议的变化所 
颠覆,至少是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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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指出的那样，大学现在是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行动者的雇佣之下。 
虽然大学也为这些管理者的利益工作，大学还是特别忽略了更广泛的和更大的 
没有权力和资金的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群体的利益。传统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 
者很少打破这种形态，因而大学现在仍然是被收编的，而且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的被动性很清晰地显现了这一点。依我们的立场来看，做出更广的行动研 
究的承诺，来支持作为合作伙伴和共同学习者进人项目的社会管理者，通过从为 
少数人到为多数人服务的转变，打破现有的被收编的形势。 

这样能够自动地避免被收编吗？当然不是，但是这能带来关于研究主题的 
谈判和关于要支持或避免项目的争论更加公开。最后，我们关于行动研究的经 
验告诉我们，合作并不像给大学生产和沟通相关知识的能力方面带来的急剧变 
化一样，导致很多的收编。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发现了作为一个行动研究者，在 
理论上、方法论上和经验方面受到的最困难的挑战。我们的合作者为了帮助他 
们达到目标，经常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更好的知识。所以我们发现行动研 
究比自产系统化的大学研究受到更多知识方面的挑战。和我们项目所产生新的 
知识的要求比起来，保持我们研究作为优质研究的完整性算不上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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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OM? QUALITATIVE RESEARCH,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RESPONSIBI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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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经历中，谈论别人的母亲似乎是一种生活的形式 ，一 种曰常 
活动。无论 男辟还 是女孩，对我们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游戏或者表演而已。 
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扣帽子”、“攀比”、“吹嘘”亦或仅仅是“列举”，多数 
是很可笑的，只是一种与现实相距甚远的荒诞幽默罢了。比如说，“你妈妈 
多胖啊，把食物链的正常运转都打断了！”，“瞧你妈妈灰头土脸的，活脱一个 
幽灵！”以及“你妈妈多蠢啊，她竞然把‘衣领污垢’ （ ring - around - the - collar ) 当 
成小孩子的游戏！”，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掌握这些可笑的比喻还真得花 
点工夫才行，它是一种意图媒乐而非损害别人的艺术形式。 

你可能认为，我会对这些侮辱进行还击，或者至少准备好随时去应对那些 
针对我妈妈、我的家庭、朋友及他们家庭的歪曲和诽诱。但是，当我进了大学， 
阅读到相关的报纸、专著、教材时,我发现，许多学者、记者、政策制定人或政客 
等都在某种层面上进行着类似的活动。在我的经历中，我很少听到过像加利 
福尼亚州湖畔郡的福利执行长官汤森 （ Lawrence Townsend ) 所说的那么尖酸刻 
薄的话，他说，“每次当我看到街头那位衣衫楹楼的妇人时，我就奇怪，享受子 
女补助计划的母亲为什么在更年期以后就不能再继续生育并享受补 助呢? ”曾 
经有小孩子对我讲，我的头发毛乎乎的，像成千的非洲人在对他们的黑色权力 
行礼。不过，倒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整个家族——特别是我的妈妈——都 
患了 一种“乱发症”。然而自1965年以来，参议员莫伊尼汉 （Patrick Moynihan ) 
却是这样讲的，像是一个垫在母亲背后提供随时服务的靠枕，莫伊尼汉的叫嚷 
被许多分析家和硃治家重复引用，其中包括迪奈什.丹索扎 （Dinesh D ’ 
Souza ) 这样的极右立场的男士（ Kelly , 1997 , pp . 1-2) 。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会讨论到在国家执行着惩罚性监控和审査的时代里，我 
们该怎样把穷人、工人阶缉的生活中穷困的后果描述出来。在与朋友和同仁的 
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它们或可被称之为伦理学、困境以 
及研究等。一些人以为我们所做的是无用功，还有一些人则相信我们正在大声 
地揭示出这个时代的许多症结所在。有许多人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隐藏在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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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一半遮半掩的帷幕之下，但我们必须尝试将研究者与责任的公共话题转向 
对社会正义的研究。 

由于我们处在穷人团体和右翼时代的社会政策之间，并希望寻求两者的认 
真对待，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对社会研究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思考是相当 
重要的。当涉及现代穷人、工人阶级和妇女，尤其是有色人种的那些不合理的表 
达时，我们的书写实际上是在用某些人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的。这些人包括社 
区组织者、政策制定者、地区行动者、公共舆论以及研究生们。 

这一章陈述的是一种具体的-或许是最新的-对关于法恩 （Michelle 

Fine ) 所称呼的“连接性工作”的分析。 

在冲突的条件下，许多定性研究实际上表达了关于“他者”的殖民性话 
语。这篇文章尝试回顾以往的定性研究课题是如何实现“他者化”的，并讨 
论了试图打破“他者”状态的行动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出现。首先，我们考察 
了在日常生活的政治中自我一他者的连接，也就是说，那些通过他者的发现 
而使个体认同得以分离或者融合的连接。当我们重新思考研究者如何针对 
或服务于他者而言说时，也同时禁锢了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创造，掩盖了渗透 
在自我一他者连接的冲突。由此，接着我也会讨论定性研究者是如何通过 
相关的方法、伦理、认识论等一系列问题来认识“连接”这一问题的。 

我们并非简单地反思那些由多个自我（犹太人、亚洲人、加拿大人、女性、男 
性、异性恋、同性恋）所共同创造的经验性材料，尽管很显然它们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可以 参考 : Weis & Fine , 印刷中）。相反，我们在这里集中了关于怎样表达责 
任问题之一系列批判意识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说，要转变针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 
公众意识和日常看法，将生活与激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连接起来，以及建构一种可 
以打破和重构责难受害者 （ victim - blaming ) 观念的故事与分析。 

在写作时，应当反对那些陈腔滥调，我们认为大声表达出自身观点的政治性 
和学术性将是十分有益的。 


反思性的波动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中并不 
清楚，它保护了特权，也将两者的距离安全化并掩盖了冲突 （Fine ， 1994 ， p . 72 ) 0 
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把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自我视为潜在的干扰者的倾向，认为自 
我是可以分离、中立化、最小化、标准化和控制的事物。这种研究者的立场可以 
从社会科学历史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里看出来 （ Madigan，Johnson & Linton , 
1995 ) ，它们宣称要果敢地放弃主体或个人性的经验（ Morawski * Bayer ，1995 )，尤 
其是研究者的经验。就像贝哈（ Behar ，1993 ) 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试图揭示他人 
的状况，但却几乎没有或很少揭露过我们自身。我们把他人当作可以攻击的对 
象，但是我们自身却总是保持着不被攻击” （ p . 2 乃 ） 。当我们隐藏在所谓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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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下面时,我们的被访者则不得不承担着表达事实的任务。 

当然，研究者在文本中从来也没有完全消失过，但怎样在其中将自我（及政 
治性的反思）纳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 Billig , 1994, P . 326)。 简短的个人介绍或者 
信息常常有助于研究者权威的树立和表露，并且最终产生了“自我得以净身抽 
离”的文本 （ Okely ， 1992 ， p . 5 ) 。 但是反过来，如果文本中充塞着对研究者的主体 
性反思，也会不自觉地掩盖了参与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分。 

应当指出的是，当我们呼吁将研究者的主体体验引人以前被视为对象事实 
的文本中时，对于不同情境的研究者来说其意义也是不相同的。当研究那些被 
边缘化人群的经验时，研究者具有相对的特权地位，相对于沉默对象而言的反思 
性模式需引起特别的关注。此外，很容易使反思性成为克拉夫 （Clough, 1992 ) 所 
称的“强制性之内在体验的外化” （P_ 63)。以罗萨尔多 （Rosaldo.R. ，1989)的话 
来说，“如果古典民族志的缺点是研究者和对象之间从相互分离到相互远离，那 
么现今的反思性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者来说，则日渐丧失对文化上异者的 
认识” （P.7)。 然而，从另一种不同的、交叉的视角来看 ，一 些批判性的种族理论 
家（比如， Ladner， 1971 ; Lawrence， 1995 ; Mat SU da，1995) 曾指出，对于那些我们一无 
所知的有色人种而言，“作为文本的创造者和解释者，我们宣称自己的主体存在 
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Lawrence , 1995 , p. 349 ) 0 哈拉韦 （Haraway , 1991 ) 也指 
出，“视角其实常常是一个权力问题——又或是嵌于我们虚拟化实践中的暴力问 
题” （P. 192) 。谁有资格获得权力——或是否适当——以使他们可看到和讲述出 
隐藏在制约中的东西？在对穷人的意识形态攻击年代里，它是书写和再现我们 
社会责任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在这个恶的时代中，我们努力寻求一种反思形 
式以阐述我们对表达和责任的关注。 

文本主题 

在这一章的附言里，我们节录了米歇尔 • 法恩和洛伊斯 • 韦斯 （Lois Weis ) 
所著的关于20世纪穷人和工人阶级城市居住者的书——《未知的城市》 （ 77^ 
Unknown City ) ，并对相秀材料进行了反思。在这本著作中，他们把都市青年的声 
音、政治、失望以及希望放在了中心地位。对这些男性和女性——非裔美国人、 
白人、拉美人、穷人和工人阶级——进行了 口述史的描述，包括他们的奋斗、胜 
利、激情、被工作或失业所充塞的生活、学校、家庭、精神、性爱、街头或家庭暴力 
以及不会再重现的社会运动等。我们的分析指出，这些青年人，男性和女性，建 
构了对美国民主的一种未知、未闻以及消极的表达形态。在23 ~35岁之间的这 
些人，他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 X —代成员①的那种典型的权利意识，在媒体的报 
道和分析中，他们成为社会问题的起因，以及都市犯罪的源头，同时，他们也被描 


①“X代”一般认为指美国婴儿期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大致出生于1965—1980。一译者注 



述为福利改革的起因所在以及道德败坏的核心。尽管当代许多社会政策的设计 
主要是为了 “对付”他们，但我们的调査显示，在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美国人的背 
后，他们也需要充分地表达自己。 

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群体为主题的书泛滥起来。但是 
这一群体的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不为社会所认识，他们曾经被明确视为 
“道德典范” （ Roman ,1997), 而今却隐匿于书外，无人问津 （ Franklin , 私人交流， 
1997年10月14日）。当我们的国家离他们的需求、渴望、力量、呐喊渐行渐远之 
时，我们也同时抛弃了 一代人。在全球性企业重组的境遇中，在曾经熙熙攘攘的 
工厂的废墟之下，几百万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继续成长着,他们亦复活了 
美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公共安全网已全然破损，在其社区甚至家里， 
暴力活动正日益增加。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指责自己或互相指责。国家从社会 
事务中退岀，企业远离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当责难需要变成救济时，美国却令 
人吃惊地缺席了。时值复兴公民权号召，坚定行动、福利以及移民政策之动力风 
起云涌之时，我们却从未听到穷人和工人阶级中那些男性和女性的声音。 

《未知的城市》一书所揭示的不仅是存于穷人和工人阶级成员的共同心声， 
也深入刻画出20世纪末期美国都市社会的特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 
和社会政策之设立标榜减少不平等，促使社会团结，但至90年代末，我们反而生 
活在一个民族、种群、社会阶级和女性之间分裂深化的国家里。引导我们对《未 
知的城市》做研究的目标是希望揭示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之断裂性的共同特征，亦 
即我们所称的“差异的社区”，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低收入的人们却过 
着食不果腹的日子。更进一步，我们试图将这些声音置放于有关社会政策的论 
辩中心而非他们目前所处的边缘地位。本章有意识地重新反思本书之写成过 
程——20世纪末期很少有人关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境况，当我们投身于表达他 
们所发生之事的战斗之中，我们历经了怎样的困难和抗争。在地方性的经济和 
曰渐压缩的公共领域之下，我们试图寻求重新呈现那些男性和女性，他们生活中 
的快乐和失望、愤怒和欢笑、绝望和诉求。 

我们希望回避关于民主和本质主义分类之狭隘的框架，但从泽西城 （Jersey 
City ) 和布法罗两个地方收集的资料似乎趋向于将我们带到这样的划分之中。包 
括我们所熟知的具有社会建构特征的种族、阶级和女性阅读、教育以及书写等 
(参看 Fi ne ， P 0 we ll ， Wei S & Wcmg ，1997) ，其中充斥着权力和复杂性，以及惯常的 
引用等。你可以听一听与泽西城和布法罗的非裔美国男性的访谈，它们的确明 
显不同于对白人、拉美人、非裔美国妇女的交流方式。但实际上，无论是那些独 
特性的材料、每一群体的历史性积累，或者是各种类别的巨大差异，都需要得到 
知识和政治的尊重。所以，我们所要讲述的，应该是那些生存于贫穷境地人的 
“普遍性的故事”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族群中的“特殊的故事”。同时，我们通 
过后结构的理解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和可能性，当游历于各种“差异”之间的细微 
区别时，我们也时时回到“共同性”的事实基础上（如经济、国家和身体）。 


4 为了谁——定性研究、描述和社会责任 117 


对研究的建构 


共于社区 

也许多数令人困扰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组成了一个 
社区？我们该怎样去表达像布法罗或者泽西城那样的社区呢？它们尽管拥有不 
动产、街道门牌等诸如此类的实在地理状态，但我们却很少用心理、社会共享的 
记忆或想象的方式去对待它们。 

从理论指向来看，我们所收集的各种叙事证明了社区生活正发生着深刻的 
断裂。以种族/族群、女性、阶级、代别以及性征等划分的细微民主差异在现实中 
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在地方邻里或种族/族群团体中，女性、性征以及代际划 
分等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本来应该表现出来的内部连续性（可参考 West, 1993 )。 
比如，在似乎“相同”的地方，非裔美国人用折磨和恐惧来指称地方政治的实践， 
而白人则更可能抱怨的是犯罪率的上升，还常常讨论谁的姐夫是警察之类的话 
题。泽西城的白人怀念它们“过去的好日子”，并渴望着有一天可以搬到巴约纳 
(Bayonne) 去，而同一区的非裔美国人则对那些所谓的“过去的好日子”全无眷 
恋，照例在巴约纳惹是生非，没想那么多。 

在历史上工作没有保障、经济困窘的时期，内部的分离、说闲话、指责以及猜 
疑等破坏了工人阶级和穷人社区的团结。虽然他们在生活上亦常有相互依赖， 
但彼此的通力合作甚少。在家庭中，性别和代际之间常常充塞着歧见与冲突。 
完整意义的社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支离破碎的幻想，且很容易受到外部威胁和 
内部分裂的攻击。尽管可以用阶级划分来概括这种情况，但我们认为，只有排除 
了种族/族群、性别、'性征等方法造成的差异后，才可以拿阶级的一致性作为划分 
的基础。不过，如果同时用人口统计和变迁史来分析的话,城市之间的共性也是 
惊人的。 

我们可以不去纠缠社区的概念问题，只将它看作一个可以共享生活体验的 
地理空间，并以此来描绘两个城市社区——泽西城和布法罗里人们的生活。或 
者，也可以随便地出版一本关于非裔美国人、白人、拉丁裔人的著作，指出每一个 
群体都生活在一种与其他人完全无关的社会世界里。尽管我们的一些资料倾向 
于后者，但我们的理论和政治取向要求指向前者，寻求他们之间共同的基础，共 
享的语言，以及共有的经验。我们的论文则试图在这两种视角里去讲述共同的 
以及特定的问题，不是要偏向哪一方。我们认为《未知的城市》一书可以有两种 
章节的安排形式，一是凸显某一群体 （ 比如非裔美国男性群体）的特殊经历，另一 
个便是探讨穷人和工人阶级群体在其生活中的相似经历（如教育、母亲的生活、 
犯罪）。在叙述中，我们描绘出了每一个社区的大致状况，并区分出“其中”差异 
的分析层次。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在城市社区内或者之间——我们则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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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致性和差异性、固定的边界和开放的边界、价值共享的社区和争议不断的社 
区之间移动。 

共于种族 

凯利 （ Kelly , 1997) 把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描述为“对黑人的人道捍卫和对那 
些无视复杂性的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斥责” （ p . 4 ) 。其实，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过 
这种复 杂性： 比如盖茨（ Gates , 1985) 用优美的笔调描述了种族，字里行间使用了 
各种引语。戴森 （ Dy Son ，1993) 则反对把一些概念作国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界 
定，无论是皮肤的颜色还是语言；克伦肖 （ Crenshaw , 1995) 对种族和性别的交叉 
进行了理论化，•霍尔 （ Hall , 1981) 和迈克尔_奥米 （Michael Omi ) 以及怀南特 
( Wina n t ，1986) —样，描述了种族认同在不同情境中的状况。与这些理论家相 
仿， 我们的被访者既把种族视为、用作或者设想成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幻象，也 
认为它们是社会体验和经历方面基本的、不可抹却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的一 
些被访者，如同我们以下将要引用的，都认为“种族”内在地建构了认同的边界， 
提供了一种与复杂性不同的，没有太多否定意义的叙述。 

芒 （ Mun ) :你父亲的情况如何？ 

卢萨 （ Luisa ) :我 的天！我父亲可是一个你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看到 
的疯狂的波多黎各人。 

芒： 你妈妈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卢萨： 我妈妈，妈妈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的，但是在我妈妈的那个年 
代里，一个爱尔兰和德国血统的妇女与一个中国男人私奔，在那些日子，就 
像……哦，不，没有那些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的祖父不得不为了我的祖母 
离开了他的家庭，然后他们才可以在一起，也因此，他的家庭里再没有人承 
认他。 


芒： 因为他结婚的对象是…… 

卢萨 ：对， 他与我的祖母结婚。 

芒： 那你母亲的立场呢？ 

卢 萨：那 就是我母亲的立场。 

芒：你 祖父这边呢？ . 

卢 萨：我 的祖父，他在越南，二战时候的一场战争，哦，我忘了战争的名 
字。那场战争彳艮大，这个我知道。 

芒 ：朝鲜 战争？ 

卢 萨：对 ，好像是这个。我只是不记得是什么。对，他还有勋章，每样事 
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芒： 所以你看起来很不一样。 

卢 萨：是 ，我是个混血儿。 

芒：你 有中国血统？ 

卢萨 ：对。 我有爱尔兰和德国、波多黎各和意大利，我有很多血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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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混血儿。 

芒： 我有点奇怪。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从中东过来的。 

卢 萨：从 中东？ 

芒: 是啊！ 

卢萨 ：哦， 天哪！不。我只是像，但我真是混血的。我什么都像。我带 

着所有这些不同人的特点，它们一直都是这样。我对天发誓，没有骗你，真 

的没骗你。 

当在泽西城和布法罗开始我们的访谈时，我们对种族问题采用的是一种后 
结构式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依循霍尔 （Hall ,1997) 的思想，承认人为的建构、展 
示，以及植根于种族观念的激进“渊源”（或许有大约1/32的血液）。基于此，我 
们构造出一种访谈约定，慷慨地邀请被访者像我们一样做“种族”的游戏。我们 
用了许多灵活的方式，要求他们描述特定时间和情境下的种族认同，比如当他们 
填写审核表时，当他们逛超市时，当他们一个人或者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等。有 
色人种的被访者尽力表现得有礼貌并配合我们的“游戏”，但是，三个小时以后， 
他们开始被这些问题所激怒。白人的被访者则或是以为我们视其为种族主义 
者，或是避免认同为白人——相反，谈论到做一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是人 
类。毋庸置疑，问题“游戏”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许多人以为种族“应该”不会造成差异①。我们也想写那样的书，它并非来 
源于自由主义的鲁莽，而是来自于对阶级、种族和性别分析，对“应当是什么”的 
郑重政治承诺。然而当我们聆听访谈资料时，被访者对生活.故事的叙述完全融 
人那些激进的话语中，一旦读者阅读到这些材料，他们就会得出那是一个“匿名” 
的激进的群体。诸如个人的暴力故事、家庭结构、叙事方式、人们赚钱的历史、自 
发的唾弃男性及家庭（公开的）暴力、物质资源的获取机会、与亲属和国家的关 
系、政策互动的描述等，所有这些都要透过“种族”来讨论。 

“种族”还是一个后结构主义和活生生的现实需要进行对话的场地。“种 
族”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建构。但是，在激进的社会里，“种族”深刻影响了日常生 
活、认同和社会运动的结果，多数人也在这样的方式下成为“他者”。当面对一个 
具有深刻种族背景的读者，怎样去描绘“种族”这个概念始终困扰着我们。种族 
的分类是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的？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实际上固定了这种 
本质主义的地位特征。那么，应当在理论上视其为有问题的，并由此探讨它对日 
常生活的有形影响吗？不错，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但它与种族主义又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日常生活和社区中，它也有着巨大的权力。对于我们与之 
交流的被访者来说，“种族”的确存在——它充塞于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①法律学者威廉姆斯 (Williams,1997) 讲述了她学龄前儿子的故事，他似乎分辨不出物体的颜色。比如，当 
问他草是什么颜色，他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那并没什么差 别啊！ ”后来，威廉姆斯发现，“在他们以白人为主 
的学校里,好心的老师勇敢地以及重复地让他们确信颜色并不会造成差别……而在进一步的了解中发现,老师之 
所以感到有必要第一次便在课堂上告知学生，是因为它的确造成了差别，且以可预料到的痛苦的方 式:一 些孩子 
一直激烈地反对黑人也可以成为‘好人’ ” （ P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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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认可“种族”的现实存在时，如何能够同时在理论上动摇这个概念呢？ 

可以举一个虽小但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关于“种族”可能出现的“抽样问 
题' 我们要在两个城市中找到“同样是穷人”、“同样为工人阶级”的非裔美国 
人、拉丁裔人，以及白人青年，这样我们可用种族/族群而非阶级来进行相互的比 
较。而结果怎样呢？不可思议。尽管我们确实找到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白人， 
.但他们贫穷的范围和程度与非裔美国人的样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小心翼 
翼地对种族社区进行筛选，但我们试图寻找可比较性的愿望仍然为影响有色人 
种的贫穷和工人阶级家庭之“活生生的现实”所破坏。 

获知和同意 :谁获 得信息和谁得到同意 

分析框架或多或少总是不清楚的，由此，我们需要转到访谈本身。我们努力 
实现对穷人男性和女性的叙事建构上的伦理性，每一次访谈我们支付 40 美元。 
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同意呢？为了谁的目的呢？芒便经常面对这种困境。被 
访者的知情同意 （ informed consent) 则需在其中 注明：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有关青年人在高中阶段及以后的经验认知方面的访 
谈，并对探讨其高中阶段发展出的关注、态度以及（从那时到现在）期望尤为 

感兴趣 . 我与（访谈者的姓名）同意参与此项关于1980到1990年期间在 

泽西城长大的青年人的都市体验研究。访谈将被录音、转录以及写在书上。 
被访者的姓名将不会出现在访谈内容中。 

知情同意的确立基于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冲突背景。尽管确立知情同意的目 
标首先是为了保护被访者，但我们仍然需要提前告诉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而 
且如果他们愿意亦可随时退出，不过知情同意也有效地减轻了制度或者机构的 
监督责任，给研究者更多的对研究过程的控制力。莱克斯 （ Lykes ， 1989) 对这种 
研究过程的标准化进行了评论，她写道，“当反思对这种（被访者知情 同意） 形式 
的运用时，我发现它揭示出了一种复杂性 ，一 方面我的角色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 
者，另一方面在权力不平衡情境中研究对象之间合作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 
(P.177)。 她继续 指出： 

访谈的知情同意作为研究项目中保护主体的机制得到引入，反而亦成 
为一种障碍，使我不得不面对研究的需要和要求之间的裂缝。这种裂缝产 
生于大学内部，产生于信任与不信任的系统之中，以及产生于已经成为共同 
合作一部分的共享和连接之中。 

在工作进程中，我们逐渐了解到知情同意的引入需要分析足够多的、我们日 
常简单称之为“资料”的内容——比如对参与者的叙述。无论什么时候，当芒拿 
出知情同意，他和被访者之间的（明显的）融洽关系似乎就此建立。许多人会问 
他，“这是做什么用的？ ”而当需要芒做出解释时，他却常常不知如何处理，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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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搪塞过去。与官方的那些协议相反，芒在一些情况下则是先把访谈提纲拿 
出来，然后再展示知情同意的协议。但即便如此，许多女性也只是像签署其他协 
议一样匆匆签过，并不留意去看整个协议的具体内容。这种明显的冷淡或许反 
映了她们对程序性事务的态度。这些被访者——接受福利的妇女——常常被要 
求看一些令人费解和技术性的科层表格，而且经常要求她们只填好自己那份就 
行，别管其他人的责任。 

知情同意促使我们直接面对着被访者和我们自身之间那种明确的分化关 

系。它成为一种天然的工具-种意识——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责任和位 

置; 并击碎了那种两者之间友谊和互惠的错觉，它让“连接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无论芒怎样艰难地试图弥合“差异”，找到一个可以执行研究的共同基础，我们的 
参与者对同意协议的回应总是提醒我们要消除所有试图代替差别的人为尝试。 

斯泰西 （Stacey ,1991 ) 曾经指出，由于研究过程有可能导致研究对象处于被 
操纵和背叛的危险地位，故（女性主义）民族志依赖人际关系、参与以及补充。她 
论 述道： 

那些不真实、变异，又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背叛被访者的状况是田野研 
究内生的情形。无论表现出怎样地热情、乐观，田野研究者总是存在于当地 
人面前，其社会工作经常表达了对一种关系系统的入侵和干预，在这种关系 
系统中，研究者比研究对象更容易和方便地撤离。这种关系的不平等和潜 
在的欺骗是逃避不了的 （ P . 113)。 

当芒结束了他与里贾纳 （Regina ) 的访谈之后，多西 （Dorcy ) 找到他说，她也 
想参加到研究中去。芒则告诉她，他与杉（ Melissa ) 和戴安娜 （ Diane ) 完成访谈之 
后就可以轮到她了。于是，接下来的大约三个星期，只要芒从多西旁边经过，她 
就 会问： “什么时候该我啊？”芒则常常以对待要求访谈的人的那种例行之回答方 
式告诉她 ：“ 你就是下一个，下个星期，可以吗？”“你要确定 哦！” 多西笑着说。她 
的重复以及友好的姿态，加上清脆的笑声和略带羞赧的表情，便是一种坚定的要 
求：“ 我想你所说的是该轮到我了。” 

在他们最开始的访谈中，多西和芒在216房间里面对面地坐着。芒以他常 
用的开场白说 ■，“ 谢谢你的参加。你知道，我正在与女性就她们关于福利的体验 
进行访谈，但我尽量希望得到她们生活的一种全貌。这是一份知情同意的协议， 
你可以先读一读。如果你同意遵守上面所写的内容，就在上面签字。如果你觉 
得有任何的不妥，只管说出你不想做即可，行吗？”她签了字，于是录音访谈便开 
始了。 

芒：当 你成长过程中……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多西 ：哦， 我成长……成长得很好……我的母亲，父亲都好。在我12岁 

那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你知道的，他便 . 他便一直在那里看护着我们。 

我的母亲，她很好。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爱我们并照顾我们……我们 
需要的东西 . 她帮我们摆脱困难 . 对。 

芒： 你有几个兄弟和姐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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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西：对 不起？我没听清。 

芒： 兄弟和姐妹。 

多 西：哦 . 嗯……三个姐妹。我有三个姐妹和五个兄弟。我的 . 

一个兄弟死于艾滋病，在1991年的……11月，他死于艾滋病。 

芒：你是多少 （What number are you ) ? 

多西 ：25 了。 

芒 ：我的 意思是，你在家里的排序。 

多西：哦，我在 . 我在中间。 

芒 ：（ 笑） 

多西： （ 笑）……我排行中间••…•中间的孩子。 

芒 ：这样 好吗？ 

多西： 挺好。 

芒 ：我的 意思是……怎么好？ 

多西： 我的上面和下面都有啊,但是还是挺好的。 

芒： 你指什么呢？ 

多西 ：嗯？ 

芒： 上面和下面？ 

多西： 因为就像这样，最大的可以最先得到东西，最小的则可以在排行 
中间的之前拿……最多东西。（访谈继续） 

一开始，你可能认为这个摘录与对其她女性的访谈无甚差别。但如果往深 
处看——尤其听了录音带——多西的犹豫、单音节的发音以及说话的勉强都值 
得注意。这与她在访谈过程以外，以及大多数接受访谈的其他女性的讲话截然 
不同。在那天的最后，芒在他的田野日志中写下了这个简短的备忘。 

今天与多西访谈。前两个星期里，她一直要求我与她访谈。而当我今 
天与她谈铥时，她却老是给我一些简短的回答，说话时也轻声轻语的，我几 
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她不清楚的声音加上老说“我不知道”简直让我快疵 
掉了……她还拒绝详细地述说她的故事、讨论她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选她……我本来可以选择玛丽 （ Mary ) 或者安妮 （ Annie ) 的。. 

当想到被访者的玩笑和姿势乃是为了发展一种友谊时，芒有种受骗的感觉， 
并奇怪是否多西的友好不过是一种有意贏得他的信任的表演姿态而已。 

斯泰西 （ Sta cey ，1991) 认为在田野研究中，被访者与研究者共享的生活、爱情 
或者悲剧归根到底是所要收集的资料——“是人种学加工厂中的谷物，而这个加 
工厂拥有真正的碾磨谷物的权力” （ P . 113 ) 。当女性被访者获知并同意做访谈 
时，这是否意味着她们的故事 （ 她们选择——或者被迫——与访谈者共享的生活 
内容）将不再属于她们了？比如，是否芒会把她们的问题反映给福利机构的某些 
工作人员？他是否打断了群体之间或之内女性的种族敌对主义，抑或仅仅收集 
这种描述的事实？当罗西塔 （ Rosita ) 告诉访谈者她看见她的男朋友与项目执行 
官德伯拉（ Deborah ) 粘在一块，而德伯拉就是给访谈者提供研究的人，这时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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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呢？又当从焦点访谈群体中得知罗西塔被其中一个督导员性骚扰时，该怎 
样恰当地处理呢？芒发现他总是处于一^ h 允许随心而人的组织和一个很难获得 
被访者的忠实与信任之间的矛盾之中。在许多这样的情形之下，他都战战棘親， 
如履薄冰，避免陷人这种似是而非的状况，并记录下观察资料 （ Roman ， 1993)。 
但是，就像斯泰西所说的,人种学方法更可能使研究对象凸现出来，受到宰 制：斯 
泰西认为，访谈者和被访者的关系越亲近，危险性就越高。不过，与这种观点相 
反，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女性和男性都认识到并很高兴地揭露出访谈过程中的权 
力不平等。他们认识到我们可能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关注以及担心拿给读者、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这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他 
们（以及我们）知道我们具有阶级和种族优势来这样做。所以，他们“同意”。他 
们既是清楚的也是明白的。 

接下来是“故事” 

从对担心“同意”到担心我们会收集到“糟糕的故 事”： 

芒： 现在你是否感到你说的话不被信任，所以你需要其他人来讲，你需 
要律师或精神病学家来说你是正常的，对吗？ 

塔拉 （ Tara ) :对 ，那是因为 DYFS (青年人和家庭服务组织）的原因。 

芒 ：但是 你无法让他们 . 

塔拉： 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只凭你的话就去做的。你需要- 

芒：你 需要其他人为你说话吗？ 

塔拉 •.是 的， DYFS ， 对。 

芒： 那么， DYFS 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们呢？ 

塔拉： 因为当你有孩子时，他们说我让他们的生活很危险，因为我确实 

这样，但我在 . 我在监狱里，我在精神病房。他们不得不尽量为了孩子， 

那时我无法照顾他们。 

芒：哦 ，那么 DYFS 带走了你的孩子？ 

塔拉 ：对 ，因此 DYFS 把孩子给了他们的父亲。我现在要告他们。 

芒：尽 管这样，起码孩子有人养了。 

塔拉 ：那也 是我的意思。他们有了家庭。他们可能恨那里，他们不能忍 
受。我的孩子说他们更差了。 

芒：他 们恨父亲吗？ 

塔拉：不，他们不恨父亲，他们恨他们的祖母，_他们恨继母，他们恨祖父。 
他们不喜欢他们的祖母。 

芒： 他的妈妈吗？ 

塔拉 ：对 ，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姑姑，他们的叔叔。 

芒：他 们很多都是波多黎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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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 他们都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我的孩子一直像是被抛弃一样，因为 
他们不喜欢我，所以也不喜欢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的意思是,7 _岁的 
乔治，乔治生活的7年，只见过他祖母六次。尼克尔，则在她生活中的3年 
里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你知道，我的孩子们被丢 在家里 ，他们什么事都不 
晓得。 

从我们访谈的内容里，我们能得到什^么呢？特别是在穷人和工人阶级被右 
派、国会妖魔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热门的”信息？被访者往往不能，或 
者是拒绝把这些有问题的社会/家庭模式从宏观结构上，进行理论的、经验的和 
政治的联系，而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 

自决的个人主义霸权导致自我意识的，特别是对“糟糕故事”的一种强加性 
的理论 （ 通过我们），而它们超过了多数被访者所表达的希望。比如，当接受福利 
的妇女事实上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采用骗取福利的方式时，——“的确，他每个月 
来一次，给我一些钱。我也许不得不采用欺骗的方式，但是我的孩子们需要钱 
啊！”——我们该怎样解释呢？当然，我们不是指那些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而去吸 
毒 的人; 大多数人是非常称职的母亲，但他们为了孩子的这种愿望却被忽视了。 
而忽略这些信息就是否认贫穷、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影响。对这些事实的报道比 
研究逃税、毒品的使用、精英们对孩子的忽视等冒着更大的风险。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一些问题如社区和家庭暴力的复杂社会根源、社会福 
利依赖的经济负担，以及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爱、希望和痛苦等，很少有人愿意去 
反映。那么我们又如何像窥私癖一样去展示这些肮脏的事物呢？历史学家斯科 
特 （ Scott ，1997) ，在他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书《蔑视与怜悯 》 aM Pity ) 
中，把今天左翼和右翼都使用的“破坏性的黑色灵魂”不正当的用法放在历史的 
视野中考察。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不当用法的传继呢？如 
果白人的穷人和工人阶级也被描述为“破坏性的”会不会好一点呢？同时，把当 
前和历史上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浪漫化甚至否认，难 
道不是不道德的吗？而这些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国家、经济、社区或者家族等 
的原因有关。由此，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 ，我们（即社会科学家）为了宣称 
对压迫和不公平的反对，必须历数这些损害吗？其次，在重写——也就是，干 
预——对“他们”损害的“常识性”的描述（并且，当然，也包括我们）中，以及反过 
来在提供一种民族性的破坏、侮辱或对正义的要求话语中，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访谈结束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探讨怎样最好地去描述故事，因为它们 
造成的损害可能比好处要多。比如发现被访者在童年时期曾经受到身体和性的 
侮辱，并对其成年造成过阴影，以及那些仰仗福利支付而生活的人等，如何表述 
这些故事依赖于谁去阅读/探讨它们。这样的担心也导致许多人在他们的收人 
上“说谎”，所以他们自认为是“骗取福利”的人。还有一些关于被访者，特别是 
白人，用污蔑和辱骂的方式来描述有色人种的 故事； 一些关于种族/族群之间，女 
性生活中暴力的深入访谈资料等。那么，我们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上句这样 



4 为了谁 — 定性研究、描述和社会责任 125 

的话呢——“警告！滥用资料威胁我们的集体民族健康！” 

有一些学术作品中谈到过这种忧虑 （ Cross , 1991 ; Hooks , 1990; Lather , 
1991) ，但是很少人讨论到或者与行动主义者一起来重新设想为了社会正义来进 
行社会研究 （Austin ,1992; Lykes ， 1989; Saegert ，1997) 。现在到了我们都需要搞清 
楚该如何说应该说的东西时候了，而不要危害到个体以及利于那些不正当的社 
会描述。 

对于糟糕的故事，我们的担心是会刻意去避免它们而去搜寻“好的故事”。 
当进行访谈时，研究助手们会聚在一块讨论这些故事。我们会讨论被访者没有 
表露出来的事情、被访者的生活、“一些好笑的事情”、我们的痛苦感受、我们对材 
料的初始理解等。描述的词汇包括“有趣”、“没意思”、“跟常人生活没什么两样 
嘛”、“你肯定早就听过这些了吧！”，当然还有“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 
“精彩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呢？ 

精彩的故事可以被看作在其内容的层次和内容的涵意上具有突出的寓意。 
寓意，就像詹姆斯.克里福德 （James Clifford ) 提醒我们的： 

表示用一种虚拟的叙事连续地指代另一种观念或者事件模式的实践。 
它是一种“解释”自身的表达……（它）具有一种激发读者（或听者）联想到 

另一个故事的倾向，重复或者替代以往的一些故事 . 对寓意的认识强调 

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某种程度上，真实的描述是“令人信服的”或者是“丰富 
的”。而此时，它们便是一种扩展的隐喻，以及具有连贯（理论的、感知的和 
道德的）附属意义的联合模式……寓意将特别的注意力放在文化表达的叙 
事特征上，放在建立表达过程本身的故事上。 

我们担心那些看似精彩的故事结果却有可能导致对穷人的整体误解和表 
现。实验者常常不可避免地形成“实验者的偏见”，和他们一样，定性研究者也带 
着对研究对象的误解和“偏爱的虚构” （ Clifford , 1986) 。我们进人到一种寻找故 
事的场景中，可能偶尔会“不自觉地以那种产生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行事” 
( Suls & Rosnow ,1988, p . 168)。通过寻找精彩的故事，我们可能进人到一个领域， 
在这里，对他者的建构似乎是善意的，却导致了表达 （ representation ) 的政治学以 
及变成对穷人负面描绘的一个部分。 

对于我们来说，“好故事”的基本特征并不仅仅是辅以“社会问题”的标签， 

像是无家可归者、福利，以及/或者性侵害-个被骚扰、调戏或者被问题所纠 

缠的受害者等。回过头来想,我们承认也曾经试图找寻那些“反抗者”，他们扮演 
着对国家和/或经济关系的批判角色。在芒对接受福利的妇女的访谈中，他总是 
希望她们乃是一种完美的批判者，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结构性的罪恶和国 
家的伪善。需要指出，这些受到深深压迫的男性和女性们指出了那么多霸权和 
责难受害者 （ victim - blaming ) 的现状是很有意义的。关于“他者”的判断，用一种 
主导贫穷、种族主义和性暴力这些引起悲哀的受害者的广泛的文化话语，故常常 
激起她们的共鸣。在我们许多访谈中，接受福利的贫穷妇女指责其他的妇女，认 
为她们是“福利王后”、“不负责任的母亲”以及“铁石心肠的官僚”等。我们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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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者的形象浪漫化——他们渴望大声地反抗不公平以及试图用一种集体的方式 
行动——结果事实上又返回到我们自己的理解上。 

一旦我们从被访者那里收集到“精彩的（以及不那么精彩的 ） 故事”时，下一 
个困难的阶段便是对资料的解释、表述以及分析。我们有时会有意识地或者故 
意地从这些“精彩的故事”中走出来，但当为了支持某种固有模式，确证某种意识 
形态和右翼势力的花言巧语，以及重新证实主导性的表述时，它们也可能变成为 
“糟糕的故事”。就像赫塔多和斯图尔特 （ Hurtado & Stewart ,1997) 论述的那样，某 
种有害和恶意的观念与态度的重复亦会给那些受害者造成痛苦。在这种情况下， 
当大家都知道某种观念且具有压迫性时，所需要的是最少的文献，同时让我们自 
身和他人都到一个非常髙的分析深度的标准，在日常生活的种族主义和世俗的 
关注里，我们的研究带有导致被访者承受痛苦的高度风险性。 

如果访谈充满了关于贫困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味的琐事时，它们并不能像 
“精彩故事”般吸引我们的注意，此时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好吧，我一个月拿了……得到了 424美元，行了吗？食物票是270美元， 

我领了 . 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所以我领了……我领了 270美元，我把它们 

分成四份。这就是我在食物上的花费。只够我和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不 
会吃那么多，我也是……我一天只吃一顿。我只吃晚餐。早上我不俄，我不 
吃早餐的。我喝一杯咖啡或者热巧克力。我的小女儿吃的比较多。不管怎 

样 . 一个星期在食物上要花费65美元。我每天出去买肉，买她们的早 

餐、午餐和她们的学校快餐。不管什么时候 . 我晚上工作 . 我工作是 

. 如果接到电话我就去，去清扫别人家的房子。我做这些。你知道，她们 

的父亲给我一些钱。所以我做所有我能做的……你知道，无论什么，你知道 

吗？铲雪 . （笑） 我不在乎。你知道，给我一些钱，只要我的孩子们得到她 

们所需要的。但是基本上，她们的父亲对我帮助最大。你知道，他要来了 
……哦，我的爸爸也这样做，我不要依赖他。他要来了，他会查看我的橱柜， 
我的冰箱，我的衣橱。他 会说： “好吧，你看你这有什么！ ”。然后，我就这样 
说，“我很好，约翰尼等会儿要回来了。，’他就说，“别这样！ ”然后巴拉巴拉地 
说一些。然后，他就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她们的父亲经常回来看看冰箱， 

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我总是让 . 我的孩子们有食物，那样很好，你知 

道吗？她们永远不会挨俄。你知道，我 . f 艮自己说这些，但是如果我 .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们挨俄，我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真是该死 
啊！我的孩子们不会挨俄的，你知道吗？我会做该做的。我在胡扯。人们 
能够……我的朋友们无论需要什么，都会告诉我。我有……有两个朋友，她 
们为了孩子，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谢天谢地，我不得不谨慎一点，我从 
来没有欠过钱，不过我不得不欠的话，我也会的。如果那样做可以养活孩子 

们 . 我的意思是，如果她们的父亲 . 许多接受福利的人，她们的丈夫简 

直是渣滓。她们不在乎。如果她们有父亲，我猜，如果这样的话……在我做 
这些以前，我会尝试各种其他办法。但是，如果那样做真的对我的孩子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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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也愿意去做。只要能养活孩子们的吃穿，什么事我都会做，你知道，要 
给她们挡风遮雨。我不会在乎地狱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你知 
道吗？ 

当我们听到和读到这些叙述时，研究者（我们）被引向——实际上，是通过符 

号而获得」-种奇怪的、荒诞的、强烈的感觉。当我们反映关于贫穷的叙事 

时，我们却感到有义务去小心翼翼地探询材料中这些枯燥无味、世俗的部分，那 
些大量的篇幅都是让人难以产生兴趣的 ：世俗 的内容，“她们” （ 被访者）的所作 
所为“我们”（研究者）也是这样做的——送孩子上学，读报纸，开电视，休息，看 
医生，希望孩子从学校到家里安全无虞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形式——显然 
更加难以表现出贫穷和歧视——常常被关于贫穷的人种学描述所摒弃。她们并 
没有多少可读性，只是日常生活的惯例。不过，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需要非常小 
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只选取那些热门性的主题。 

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故事 

访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科学中具有批判性特征的三角测量 
( triangulation ) 方法,把一种数据的层次加到另一种数据上面，提供更具有说服力 
的基础。在定量数据分析中，三角测量方法运用于两种情况 ：一是 用一种量表内 
的多个项目去测量同一个 对象； 二是用两个不同的量表去测量同一个对象。在 
心理学，或者偶尔在社会学中，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将定性方法作为定量 
方法的补充。 

然而，在研究中，我们的主导方法仍然是叙事，但是也在政治性活动中使用 
调查方法。在此，我们并非寻求对数据或方法进行简单的、连贯性的综合。我们 
坚信应该依赖多元化的方法，并努力去采用、对比和选择不同种类的数据。同 
时,还应当找出对政策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来。法恩和韦斯 （Fine & 
Weis ，1996) 曾经讨论 过： 

方法并非是被动性的策略而已。它们创造、揭示，以及展现出不同类型 
的特性。具体一点说，如果对个体的访谈引致非常悲观的故事材料，问题几 
乎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同时被访者也认同这种受害事实，并处于无助的状 
态，那么，同样在特定的群体里同样是这些人，被访者从工人到母亲，到朋 
友，到情人，到姐妹，到精神治疗师，到儿子，到消防员，到一次性的雇佣者， 
再到福利接受者等，他们的绝望却开始消失，出现一种解决的可能性，他们 
的认同也在增加。在具有相对安全、信任、舒适特征，以及少数自由空间中 
由我们参与形成的反霸权的情境中，那种自我的模糊和缺乏公正性的意义 
展现了出来。在这种存有相似意向的社区中，人们走到一起来，分享彼此的 
苦闷、寻找希望，我们从中看到和听到了一种不同的状况，这里充满了奋斗 
的精神、可能性，以及在个案资料中缺乏的那种活力。 （ pp . 267-268) 



我们认为，不同的方法论可能表明的是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视角，他们对福 
利、工作、教育以及暴力等的理解，一致性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后结 
构主义者强调冲突、异质性和多元性，在这种观念之下，产生出了多层次的故事 
以及各种声音的表达，相互之间的争论、不一致、支持、对话、辩解以及冲突等。 
一旦考虑到女性和男性的主体性，并把他们看作是多元的、变化的、冲突的和对 
立的，那么，“资料的得出”就自觉地依赖于参与者的社会位置和对方法的认识论 
假设。我们赞成巴纳尼 （ Bh av nani ，1993) 的观点，他提出，多样化方法和对差异的 
信诺 （ 尤其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 ） 应当形成争论的核心，并在政治上进人 
社会科学中，由此，我们“不能与主导性的、强化不平等的表述站在一起。基于对 
权力和职位的关注，研究者必须注重研究行为的微观政治……当给出所有知识 
的片面性时，差异的问题不能被悬置，而是要建立在研究之中” （ P . 98) 。邓津和 
林肯 （Denzin & Lincoln ，1994 ) 认为： 

定性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多元性方法 （ Brewer & Hunter ，1989 ) 。 然而，多 
元方法的使用或者三角测量的方法，反映在问题上对现象进行深入理解的 
尝试。真正的客观现实永远无法得到。三角测量的方法并非一种工具或者 
一种确认有效的策略，而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替代 （ Denzin , 1989 a , 1989 b , 
p . 244; Fielding & Fielding ,1986, p .33; Flick ， 1992 ， p . 194)。 在一个单独研究 
中，多元方法、经验材料、观点以及观察者的结合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对 
于任何一个调查来说，可以增加其严格性、广度及深度（可参考 Flick ,1992, 
P - 194) ( p . 2)。 

在谁的声音中 

马克 （ Mark ) ，一个白人工人阶级的被访者告诉 我们： 

那是另一个对象，黑人，哦，我一点都不反对黑人，嗯，你知道的，不管你 
是黑人、白人、黄种人，无论什么颜色，什么种族。但是，我不喜欢黑人运动， 
我也有黑人朋友在那里。我对他们说了，他们也表示同意。你知道的，他们 
考虑的是他们自己，有白人垃圾出现的地方就有白人，有黑人垃圾出现的地 
方就有黑人，所有的种族都是如此。但是，只要他们没有工作，他们马上叫 
起来，你知道的，他们便大声地嚷嚷种族歧视。 

我们要表达的是谁的声音呢？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也在表达那 
些多样的、经过编辑的、从被访者那里获得的叙事。这些叙事中，特别是从工人 
阶级和穷困的白人那里得到的，包含着敌意，有时候奇怪地指向“他者”——有色 
人种、女性、街角黑人等。作为理论家，我们要避免那些天真的信念，认为这些声 
音应当站在它们自身的立场上，或者说，那些声音不应当被理论化。然而，我们 
发现我们自身也在对这些声音进行着有差异的理论化和情境化工作。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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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些在历史上被压制的声音——比如工人阶级白人妇女、男性以及有色人种 
的女性——我们展现出代表他们的用语，但也许很难用许多“我们”自己的理论 
去包含它们 （W e i S ,Maru Sza ，&Fine，1998)。 白人男性似乎很明显地竭力指向非 
裔美国男性，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困境。而当我们试图展示他们的声音时，我们进 
行了大胆的理论化,把它们放在广泛的情境中，以防止“他们”对“他们”进行重 
新的构造 （Weis & Fine ,1996; Weis, Proweller，& Centrie ， 1997 ) 。 

它开创了一个过去很少人注意到的话语空间，那么，这是一个需要革新的认 
识论上的双重标准，还是一种确定的叙述形式呢？赫塔多和斯图尔特 （Hurtado* 
Stewart ,1997) 在一篇题为“透过眼镜去 看：白 人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启示”的引 
人注目的文章中提出，女性主义学者应当自觉地回避（比如，不去过多地引用）那 
些文章中具有霸权性的观点，同时要毫不犹豫地为反霸权性的论点提供文本空 
间。尽管如此，我们也认为批判性地分析白人男性针对我们、“他们”以及经济和 
社会关系等所提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尽力去阐 
释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关于“其他人”的立场。 

不过，许许多多关于表达的问题也产生了。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去 注意： 
①在精心组织收集到的资料过程中，怎样展现研究者自身？②怎样展现叙述者？ 
他们中许多是很好的社会批评家，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些人只是为了表达 
对地位的不满而滔滔不绝。③怎样展现“他者”？他们被叙述者加油添醋地批 
评，比如个案工作者被指责为小气鬼，得不到那些接受福利妇女的 尊重； 白人男 
性指责非裔美国人要为社会犯罪 负责; 警察则被有色人种社区的人所鄙视，他们 
在警察那里受到很多不公待遇。那么，是否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群体的行动、无 
辜或者共谋进行理论化呢？当白人男性对有色人种妇女进行污蔑性的评论时， 
我们需要表达有色人种妇女的观念，并进行抨击，以及重构这些表述吗？如果不 
这样做，那么我们不是仅仅贡献了污蔑性的表述资料么，社会科学历史上这种让 
人生畏的资料不是已经存在了么？ 

若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考察这些参与者，而权力的差异和攻击俯拾皆是， 
那么理论家如何得到被访者意识和叙述的整体性呢？同时，又如何能够把他们 
放在社会历史情境中，却罔顾社会科学中的要求、定论以及穷人和工人阶级道德 
期盼呢 （Roman，1997)? 对于这些困境并无简单易解的答案。在《未知的城市》 
一书中，我们试图将那些叙述情境化，把它们当作在经济、社会和种族情境中的 
表述，这样叙述者不会为其所在群体背上包揪，但是实际上，总有某个时候，在叙 
述中，“他者”——有色人种、个案工作者、男性、女性、邻里等——被一种污蔑性 
的方式所描绘。由此，我们要发动重新表述的战斗。我们努力去弄清楚怎样表 
述以及怎样在情境中表现叙述者、我们自身，以及叙述者滔滔不绝谈论的对象 
等。从历史学家斯科特 （Scott,1992) 、卡茨 （Katz, 1995) 、凯利 （Kelly, 1997) 和斯 
科特 （Scott， 1997 ) ,社会学家拉德纳 （Ladner， 1971 ) ，文学评论家塞吉威克 
(Sedgwick) ,以及心理学家克劳斯 （Cross, 1991) 那里，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二元性、 
这些分析的类别、“他者”以及冲突、谴责等，了解它们是怎样以及为何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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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的，同射我们还可以知道在社会科学对“责难”的关注中，是谁正在受到保 
护 （ Opotow , 1990) 。不过，读者也经常对我们在文本中使用的语言，以及对似乎 
冷酷无情的社会工作者的描绘感到惊讶。目前，我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并希望 
其他对理论和经验资料的关系进行思考的他人给予我们协助。 

什么样的诉说是安全的一由谁来说 

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合格的撰写者呢？考虑这件事情要比只是感觉或想 
象困难得多。我们要贡献或付出什么呢？我们对自身的期望变成约束自己 
的条件，难道我们的阶级、文化特征以及白人男性所要求我们表达的是为了 
让女性变的和我们具有一样的特征吗？ 

白人男性这样说 :如 果你想在右手主导的世界里获得立足之地的话，你也 
许可以擦掉脸上的色渍，也许把自己的骨头漂白，别用舌头说话，不用左手写 
字，也别去护理你那有色的皮肤，不要嚷嚷不休。 （ Anzaldua ,1981, p . 166) 

我们在过去的六年中收集到了许多关于社区、经济、种族关系、个体生活的 
故事，它们受到那些陈腐的或正变得陈腐的公共政策与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些 
相似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曾经与我们的资料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现在正在逐步分 
离，从我们讨论的社区主题中抽离^■如公共学校、福利、社会服务、公共住宅 
等。当公共领域的批评消失，或者更恰当地说当批评的目标缩小或转移时，把批 
评定位在某个方面似乎是一种学术时间的浪费。最坏的情况便是它将与右翼分 
子实现合谋。然而，批判主义也是很激烈的。 

塔玛拉 （ Tamara ) :我再 也不想与孩子们的父亲在一起了。那时侯，他给 
我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还跟我说，“如果你不想和我在一起的话，我不会帮 
你去照顾孩子们的！ ”不过，他并非真的这样做，我还是很感谢他。但是我意 
识到“好了，麻烦来了！我要去工作……要得到福利！”因为我每月要付 
$640的房租，对一个两居室的公寓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你知道吗？社会 
福利只给我$424,所以我不得不补上这个差额。再加上我有一个电话。我 
还为女儿装了有线电视，又一笔钱！好了，我知道，我没法自己赚钱。什么 
事情我无法自己一个人扛。我不得不求助于福利机构。我也这样做了，就 
像……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愿意坐在那儿。我不喜欢等待帮助。我不喜欢 
他们问我问题，你知道吗？ 

芒：什 么样的问题呢……? 

塔玛 拉：嗯 ，他们问我是不是性爱频繁，问我和他上了多少次床，你知道 
吗？我跟那个家伙说，“对不起，那好象跟你没关系！”我拒绝回答问题。因 
为对我，如果，他们问你……他问我跟黑人、白人还是波多黎各人睡觉。我 
的偏好是什么。对于我，那种问题简直是…… 

芒：这 是一种形式，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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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拉：不，他不仅仅是问问题，你知道吗？我拒绝了他。他好象不高 
兴，他说，“我们必须要问你这些。”我就像是，他们简直是“胡说八道”！你 
知道，他们只是想，他们只是问这些。他问我一天有几次性生活，你知道，真 
的就好象问我洗澡了么，是否是干净的，是否用淋浴这样的问题。我并不认 
为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用淋浴。他还问我一生中有 
几个男人，是否不止一个。我转过身，冲他说，“我又不是你妈！”我从来没听 
过这样的问题——（笑） 

芒： 我也没听过。（笑） 

塔玛拉 ：他们 问我奇怪的问题。 

芒 ：那么 ，情况是怎样的呢？ 

塔 玛拉： 真是很窘迫。对于孩子，比如医疗补助，还是很好的。对孩子 
来说，你知道，有了医疗补助，他们可以想到哪就到哪。他们付这些钱。而 
对于成年人，我想说的是，我有出血的毛病。我要看医生。自从12月份，我 
就开始出血，他们告诉我的。我一直去通过福利机构到妇科医生那里看病。 
医生说，“正常的，正常的。别担心，正常的。”所以，上星期我准备好去。过 
去一段时间总是有些困乏，真的虚弱，我太倒霉了。我要去看妇科医生，我 
自己付的钱。谢天谢地，医疗补助也对那家医院实行定点。但是，我还是不 
得不为我做的检查付了 $700。（笑）我必须得做这些检查。要么做检查，要 
么就出血等死了，你知道的。（笑）但是，许多医生，我问过她，他们过去也常 
常使用医疗补助。我问她，“为什么现在你不继续使用医疗补助呢？”医生是 
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他们不用付钱了。这个医生说她一直在等那些享受医 
疗补助的人们，以支付其本人两年、三年的账单——已经很久了，她仍然在 
等着。 - 


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的责任并非去批判公共部门或者克服政策之分裂 
状况，而是要坚持实现对公民更好的服务和责任。也就是说，社会研究者必须要 
给市民创造一种“未来将会怎样”的想象与希望，同时要求复苏一种负责任的公 
共领域,其构成核心应是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市民们。由此，我们可以对类 
似“做了什么”这种批评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 
易做到的。比如许多人希望等着利用我们的叙述以便达到废除福利依赖的目 
的； 泽西城的市长布雷特 • 舒恩德勒 （Brett Schimdler ) 则渴望可以在城市里通过 
学校代金券的立法，在这个城市里，公共学校并无良好的 声誉； 而当查里斯•默 
里 （Charles Murray , 1984) 把穷人妇女描绘为懒惰的、不负责任的时候，他是想要 
骗取我们的描述。如果右翼势力很强大，且一直希望将攻击性的言论吸纳进去， 
那么，为知识分子、批判家和纵深的讨论创造一种安全空间或许是天真的愿望， 
但它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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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的空间” 

在进行《未知的城市》的研究时，那些成长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社区的青年男 
女会告诉我们他们怎样看待经济 机会; 他们怎样扭转个体性和集体性的未来状 
况，尤其涉及教育 权力； 他们怎样概念化那些不断缩减的公共部门、经济、劳工， 
以及 军队； 以及他们怎样反思那场进步的社会运动，而正是它历史性和戏剧性地 
影响了他们先辈及其自身的生活机会。同时，我们发现公共领域正在日渐消失， 
但城市中也出现了反霸权的可能性，以及由这些青年男女所发起的批判、集会和 
表达愤怒的行为与场所等。在他们的失望之中蕴涵着希望，而它需要在“安全” 
的空间中得以孕育。这些空间是1990年代末由穷人和工人阶级所创造和使用 
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它或者对它进行描绘，而非将这种避难所和包含可能性 
的狭小角落浪漫化呢？如果人们在生存中伴随着希望和乐观的情怀，那么是否 
破坏也终被赋以正义或者得以管制呢？ 

在这些空间中，我们被遨来提供矫正、抗争以及“家”的营造。它们并非只是 
一系列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安排，而是理论的、分析的，以及空间的转置 
( displacement ) ——针对一种组织中或社区中的分立或分裂。个人的梦想、集体 
的行动以及批判思想则悄然而入，并得以重新构设。在这些空间中，并无屏障/ 
隔离墙等严格的限制，而是常常被一系列 （ 想象中的）边界所保卫，在这里，不允 
许社区的侵扰和国家的监控。陈腐的社会构造在此被急剧地改变。当青年男女 
经常面对着对其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和性征严苛的公众表述时,他们也利用这 
些空间去打破那种服务于审査的公众形象，而发明出新的形象表述。 

这些空间包括了非裔教堂一在此年轻人思考怎样“从街头返回”以“救赎 
年轻的孩 子们; 男女同性恋中心——由工人阶级里青年人和青春晚期的少年们 
自觉地成立的，当他们的地理和文化情境否定他们的性别表达时，他们在此寻求 
认同和 网络; 贫穷的母亲亦或父亲走到一起来，在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贫穷 
歧视的文化里，他们可以讨论各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 欢欣； 文化艺术的工作项 
目——在此，不同种族与族群的男女自觉加人进来，为了共同创造一种空间 、一 
种图景、一种对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憧憬 （ Weis & Fine ，待出版）。 

这些空间的创设，来自于共同体成员的热情和关注，而很少由“上层”所建 
构。或许它们不过是昙花一现，又或者可以持续存在，但它们能够恢复那种由更 
大范围的文化所破坏的认同感。因而，也许有机会建立一种被主流文化和地方 
族群抛弃的认同与共同体。在这些空间中，还存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关于青 
年人的故事,这些年轻人重新振作了起来，但不可否认，都市贫困中，社区生活的 
内部和边界仍然遭受着威胁和压迫。 

在法律意义上，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书写干扰了这一隐 
秘的空间。我们的存在是否影响抑或打断了“自由空间”的正常生活。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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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窥视隐私的癖好是否打破了本来设想为 （ 尽管没有某种承认）“自由”的 


圣洁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展现两个不同的事件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个事 
情发生在地下办公室中，新泽西的社区行动者在这儿碰头，讨论地方政治问题。 
我们被邀请来参加第一次的交流，但是我们的存在显然导致了某种不自然的感 
觉。我们悄悄地走开了——这对他们是比较好的，也表现了对他们的尊重。也 
有相反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被邀请到一些聚会里 （ 比如， EPIC 的父母小组、黑人 
教堂、社区中心、男女同性恋俱乐部），在那里，成员、督导以及其他人渴望我们记 
录下他们的焦虑，他们希望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面貌、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用 
处、那些“少女母亲”的精神和宗教信仰是如何强烈，以及同性恋者是怎样井井有 
条地进行组织的等。他们曾经欢迎我们进入到他们的空间里，并“试探”我们的 
能力——我们的阶级、专业地位以及社会网络等——以及我们是否愿意去书写 
和证明那些被媒体和主流文化所忽视的、其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于责任 

关于研究者的主体性 （ Fine , 1994 ) 问题，我们阅读了一些资料，还撰写了许 
多内容。我们的义务是使这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连接”清晰化，它意味着我 
们要在写作中不断质问我们是谁，因为我们也在共同生产着原以为只是“收集” 
到的资料，同时，我们要设想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将会怎样接受、歪曲以及误读这 
些资料。现在,我们意识到批判的民族志学者有责任探讨我们的认同问题，它包 
括为什么我们要质问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要选择什么去发表、怎样组织我们的 
资料、学术的视角是针对谁的、当我们做研究工作时，谁是受到保护的谁又是不 
受保护的，等等。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共同体生活，我们在研究中的参与责任是 
什么？作为这种讨论的一部分，我们还试图解释为了得到以及建设一个激动人 
心的共同体和社会运动,我们是如何与他们一起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此外， 
我们将努力向前推动不断进化的政治进程，在此，我们共同分享多种资助/行动， 
同时关注共同体中的行动主义是如何重新塑造研究工作的。 

因此，在泽西城和布法罗，我们可以将国家政策和地方经济/社会转换对青 
年男女的信仰系统、世界观及社会意识的影响方式记录下来。对个体的访谈使 
我们得以积累许多这方面的信息。通过对焦点群体（比如在男女同性恋俱乐部， 
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教堂，在 EPIC 父母小组，在拉丁裔无家可归棚屋区，在青 
少年的 pre - cap 学院等）的研究，我们也已能够营造出一种情境，使被访者可以一 
同进人到对他们所做成就的分析中，比如，他们对“下一代非裔美国孩子”的承 
诺，对“按照祖母的方式来行事”的拉丁美洲之精神仪式的承诺等。一位持行动 
主义信念的修女与一位地方领导人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与 
他们项目中的男女群体走得更近。推动这些焦点群体提出问题，找到方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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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对项目的重新塑造。一个筹备服务于“边缘”少年（标签！）的大学项目也 
希望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募资的评价。在 EPIC 小组中，我们得知由于我们所介 
入的一些个体与群体工作，使一些成员的工作活动得到了提升。对于这些妇女 
来说，小组的访谈提供给她们一种行为方式，把她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优势结合起 
来，同时当面临贫困处境中的养家糊口困难时，也鼓励她们进行积极的行动。事 
实上，洛伊斯 • 韦斯就曾被要求为 EPIC 小组建立一个长期的基础。 

更进一步，通过5年的研究过程，我们已经跨越了研究者一被研究者这样的 
机械连接，而进人到一个行动者的社区中，将我们的工作应用到支持地方政策和 
社区努力中。在关于特伦顿和泽西城中国家对地方学校的接管、监控等问题上， 
米歇尔 • 法恩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社区群体中进行倡导，指出只有鼓励和扶持有 
意义的地方参与才能够打破国家所保持的 控制； 芒则在接受福利的妇女中开展 
项目的合作，这些妇女渴望得到的是同一种物品在每个月不同时期以及社区中 
不同市场上的价格 问题; 洛伊斯 • 韦斯对 EPIC 小组的持续募集资金提供了陈述 
和 证实； 此外，在泽西城，我们把从拉丁美洲人社区中得到的普查和定性资料提 
供给了城市委员会的成员们。当我们的研究生在爱尔兰社区、非裔美国人教堂、 
服务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邻里中心、邻里艺术中心等进行论文工作时，他们也在 
不同社区中进行了深人的参与。所有的这些空间里，研究生们“回到” 了他们所 
工作的社区。在社区中，针对从我们的数据中得到的许多问题，研究者与关键的 
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大量的对话。 

我们常常认为1990年代的社会调査不仅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而且改变了 
人们的常识，让大家得以了解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目前的社会运动以及共同体 
日常的生活等。然而，不应当想当然地相信知识对于现实的“应用”。对于学者 
来说，决定在什么程度上使其工作变得有用，这是社会科学生活中一个（或者另 
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的一些同行热烈的欢呼这种知识的“应用”承诺，而一些人则认为我们 
不过太天真，以为自己的研究可以影响到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的政策 制定； 还 
有一些同行则将他们的研究直接指向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可以参看 Gittell , 1990, 
1994； Lykes ,1994； Mullings , 1984； Piven & Cloward , 1971 ； Powell , 1994 等的研 
究）。而我们还同时不断听到一些同行们的呼吁 （ 右翼或左翼），他们假设，如果 
一个人对政策感兴趣、参与或者去推动它，那么这个人的研究便是不可信赖的， 
他们的倡导、承诺、热情或者责任将使其研究受到歪曲。这种观点或许在某个时 
候会削弱，但也会以一种动听的声音重新回到学术界里。当然，我们所要做的是 
抛弃这种观点。学术界中，一些学者将我们的研究看作是深深地嵌人在共同体 
生活中的（他们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剥夺性的概念），但我们仍然要求学者们走到 
一起来，中肯地认识我们对那些冗长故事的反应和 态度： 这是科学吗？这是鼓吹 
吗？它仅仅是持有偏见的进步性研究吗？它是政治还是政策呢？ 

我们必须要尽力去发现知识的支撑点、其责任和义务，由此，研究可以将公 
众的和政治的话语进行剖分，转变那种使穷人和工人阶级男女承受痛苦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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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和物质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真地承担起对这些共同体的责任来。 
法恩和洛伊斯目前则正在引导他们的研究生，与地方共同体-起——而不是相 
关或者触及——进行工作和努力。 

指出另一个社区研究中的“基础争论”也是很重要的，它关注的是两种认识 
上的对峙，一方将历史上受压迫的群体看作“受害的”和“受破坏 的”； 另一方将 
他们看作是“反抗的”和“强大的”。它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和危险的两分法—— 
我们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发现那些进行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贫困研 
究、残疾研究以及最近的酷儿理论工作的同行们，他们跨越了这种知识上的分 
割，在这里，突破了两种“选择”而要求（假定只有一个）适合的认识。对这种争 
论我们深感忧虑，但更忧虑的是提供了一种固定的选择。如果受害的故事没有 
反抗、复兴或者能动性，它们便是有缺陷的以及片 面的； 这些学者否认个体所具 
有的那种能够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取得生存的丰富主体性。然而，相反的观点 
也会导致单调乏味。现在不断增长的流行故事是关于个体英雄 式的： 尽管存在 
很多困难，他们依然能够顽强地成长，而否定了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下所承担的生 
存压力。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那种只注重社会非正义和反抗的写作者，他们认可的 
是非正义结构的持久性，以及能动者的权力性行为。他们欣赏行动者的勇气，关 
注个体反抗行为所受到的限制，但是他们拒绝“受害者”只是无权的这种想法。 
要知道，这些男性和女性的强大力量并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承受过压迫。个体和 
集体性的力量不能作为反对穷人和工人阶级人群存在的证据——比如他们会 
说，“看到了吗？事情并非那么糟！”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知识的状态，在这里结构 
性的压迫、热情、社会运动，以及力量的证据、健康、“破坏”等都可以被认可以及 
理论化，而不需要消除掉任何复杂故事的基本特征，在非正义的反抗中也包含着 
都市生活的贫困。 

在此，我们用非裔美国男性被访者的话来做结——我们是从教堂和一些精 
神生活的共同体中寻找到他们的——他们证实了这一点，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只有信仰和希望能够拯救我们的共同体。我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只有信仰能让我们坚持。”在痛苦、绝望以及生存的希 
望中，这也是共同体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在光明的一面则很少看到它。 

结论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希望发出伦理上的呼吁，或者更直接一些，叫做伦理的 
指示。它需要一种精神，要求我们进人并为那种开放的、关于研究者责任的对话 
做出贡献，当然，同时要意识到，为“谁”的责任将永远是也应该是极其重要 
的——因为“谁”并非统一的总体，也不是单一的构成、同一性的社区、群体或者 
一系列的“他者”。此外，今天我们的书写情境在明天将会改变，人们对文本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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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也会随之改变。 

之所以论述伦理责任是因为我们不想仅仅为了朋友或有关朋友而 书写； 我 
们希望书写能够以某种方式重塑人们关于贫穷、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常 
识”。进而，我们也考虑到了社会正义和将里査德森 （ Richardson ，1995) 所称的 
“书写的故事”出版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通过下面的观点，我们希望对社会分析 
进行重新评价和考察。 

童#表面上舒成糟糕的故事 

第一个指示是社会研究者要敢于结合理论的严格性和政治的敏感性讲述出 
核心的真理。在此，我们意指“糟糕的故事”和“好的故事”一样，常常是片面的 
或值得倾听的。无论被访者似乎很近或很远，他们所揭示的都和隐藏的一样多。 
当看到右翼势力对本国的教育、健康照顾、福利及移民等进行攻击时，我们更加 
辞信，进步的行动者和研究者们需要认真地去审视——而非用浪漫的形式去掩 
盖——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将糟糕的故事模糊化不会糊弄到任何人。事实 
上，“使糟糕的故事”窒息只会阻碍我们真正希望讲述的压迫故事。发达的资本 
主义、种族性的社会关系、激烈的性别关系以及同一性的社区生活等，对于所有 
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已经产生了许多 （ 不公正分配）破坏性后果，这也不是什么秘 
密了。在缺乏正义与公平的环境里，人们会进行那些被认定为非法、不合伦理或 
不道德的活动，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没有理由去责难受害者。问题层出 
不穷，尽管其出现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如何将生存、破坏，以及压迫性的社会/经 
济关系融合在一起迫切需要我们去解释。而怎样鼓舞和激励为“未来之幸福”而 
进行的社会运动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此，实际上当讲述许多种类的故 
事时，我们也会犯错误。这些故事总是与历史、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等连 
接在一起，它们无须被美化也不应标其为病态，而应重新考察过去的状况，重新 
构想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社区中未来的情形，以及用批判的思维重新审视优势人 
群的生活、关系及其社区。 


矣子反思 


第二个指示乃是我们要求那些初级或有经验的研究者们，或者所有介于两 
者之间的人，当他们跨越社会分析的不同阶段时，应当给他们自己提出一系列问 
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列在下面，它们并无特别的顺序，亦很少有明确的答案。在 
我们只是忙于书写这个世界却并没有（必要）准备去听的时候，我们坚信它们应 
当被提出来。 


1•我是否将个体的“声音”和“故事”与它们位于其中的历史、结构、经 
济关系连接起来？在此我们所指的并非一种线性的适合，亦非简单的决定 
性过程，而仅仅要意识到人们的表述与围绕着他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存在 
关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访谈者本人从来不去谈到它。理论工作便是明 
晰这些关系，发掘出定性叙述或者李克特 （ Likert ) 量表中的定量会如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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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历史体系和物质条件中。 

2. 我是否运用了多元化的方法，以能建构许多不同类别的分析？在《未 
知的城市》一书中，我们发现对个体和特定群体的访谈产生出许多不同类别 
的叙述——它们都不比对方更真实，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尤其当个体对未 
来，以及他们对在其中的位置所表达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时。我们逐渐 
理解到对回答为何及有怎样的不同形式进行理论化是很重要的，我们并非 
去寻求简单的一致性，或者轻易便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种冲突，或者一种叙 
述比另一种更真实。相反，我们要努力在可能非常不同的回答之间建立一 
种理论的关系，同时理解到“三角测量方法”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 
不同的人的确经常看起来是同样的，然而又有区别的。同样的人则可以做 
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将这些看作“冲突”的、无用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 
能导致我们忽略了个体和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3. 我是否描述了普通的生活？如我前文所述，我们要抵制撰写记录时的 
那种诱惑，即渴望寻求一些奇怪的或者极端性的资料。编码的过程往往会 
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多数的记录所展示的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的枯燥细 
节，包括与朋友、亲属、邻居、孩子及电视等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尽管这些描 
绘很少具有震撼力，但它构成了穷人生活的大部分，不应该被列入需要删减 
的部分。 

4. 是否一些被访者/选民/参与者与我一道去作评论，并对我的阐述进 
行解释、表达不满或者挑战？以及我接下来该怎样呈现这些反对/赞同？这 
并非是要号召移交我们的决断权，而仅仅是希望对话、协商性阐释，以及形 
成多元解释的文本，将挑战亦融入文稿中。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对特定群体 
的参与观察或者个案访谈过程中。 

5. 对于被访者表述的理论化工作，我可以有多大的偏离？也即，考虑到 
法恩和韦斯 （ Fine & Weis ，1996 ) 所称呼的三重表达问题，你是否努力去理解 
你对那些表述及没有表述的事物/叙述所做的工作？你是否努力向读者去 
解释作陈述时被访者的地位？你是否努力去重新塑造被访者为求社会正义 
或非正义而“指责”或者信任的人（一个社会工作者，被访者的母亲或者黑人 
等）？再次说明，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非要求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须回答 
“是”——而研究者们 （ 包括教授或者研究生）必须向他们自己问这些问题， 
并且理解为什么一些回答必须是“否”。 

6. 我是否考虑到这些数据该怎样被用于进步、保守或压制性的社会政 
策？数据是否被人们听到？被误读？或者不恰当的理解？对于可能产生的 
滥用，是否需要增加一个警示标签？ 

7. 我可以返回到哪里以隐藏自己的表达以及减弱阐释的责任？也就 
是，在“他们”的叙述或者“他们的”的参与性阐释之间，你把自己的权威隐 
藏到哪里？ 

8. 我担心谁将看到这些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谁被认为应受攻击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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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或者被曝光？我要在发表以前将他/她/他们展示在文本中吗？如果 
不，为什么呢？我可以将他/她/他们的评论作为结束语来展现吗？我的担 
心是什么？ 

9. 对于表达出来的事物，我有什么样的期盼？从你个人的经历中，提出 
来什么样的问题？你是否高估或者低估了它们？ 

10. 在何种程度上，我的分析可以对“常识”或主导性话语提供一种替代 
选择？不同的读者对于呈现的分析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以上任何问题都并非为了限制学术资格或坚持有一种回答它们的“正确方 
向”。相反，这些问题通过协助我们意识到对书写的可能影响来扩展我们的研 
究，包括 ：不同 读者的推动力、幻想、预测以及可能的反应，同时还有我们所承担 
的责任，由此期望一种文本及其所等待/面临的“常识”之间的关系。通过问这些 
问题，我们也提出许多研究主题，迫使我们去处理研究中的一些困境。在此我们 
又一次 重复: 并非所有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应该清 
楚为什么要用某种方式来作答。 

一些誊示 


在反思之后，我们认为特别是对那些书写有关贫穷的微观政治之结构关系 
问题的作者来说，应当撰写并发表一个题为“警示的 神话: 通向对于分析的误读、 
不恰当理解、滥用之路”的文章。也即，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神话，它试图警示读 
者们怎样不以某种方式读我们的研究——比如，不要用福利欺诈的故事作为例 
子，以削减支付或重建一个福利监督 系统; 不要因为对穷人社区的恐惧的探讨而 
去激发建立更多监狱的 支持； 不要以穷人社区在公立学校所表达的愤怒作为一 
种理由，去集会要求保证服务于少数相对优势地位者的政策。我们推荐使用许 
多这样的警示标签，但同时也预料到当没有这些聱示时，分析被误读的可能性会 
比运用到我们赞同的结果之可能性要高。 


在多 元的超材下教會学生 


我们用最为恳切的伦理指示作为这一章的结束 ：即我 们有伦理责任从学术 
界那种普遍性的公正立场中退出，教育我们的学生通过对“书写故事”的自我反 
思，在某时或同时用多元的题材去分析、书写和发表他们的研究——包括政策言 
论、经验主义的表述，以及更可亲近的手册式语言、快件、社区小册子等方式。也 
就是,如果我们诚切希望学生能跨越方法的限制，参与到社区的斗争、将社会 
(非）正义的境况理论化，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发生在不同地方为了社会变迁的反 
抗和运动——法庭、立法办公室、媒体、社区基础的组织、教会群体以及学术界 
等——也由此透过了不同的文本来表达。 

我们也充分地意识到对于非终身任期的教员来说，用我们所建议的方式为 
读者书写可能造成的结果。任职评审委员会以及与之相连的外部评审者，他们 
也许不会将传统研究（包括定性分析）以外的书写方式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任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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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为教授的成果计算在内。对于初级的教员来说，在传统的研究共同体中建 
立信任是很重要的。 然而， 当一个人为学术性读者而书写时，他/她也有可能同 
时选择以多种方式去这样做。我们并非强迫研究生和初级教员放弃学术性期 
刊、专著等书写方式，只为了广泛意义上的读者。目前，尽管学术界正处于变迁 
之中，但这种变动是缓慢的，同时阻力亦相当之大。 

将这种警示保持在心中，把作为研究者责任的反思也体现在我们所有的文 
本里。如果没有那样的反思，而以中立或研究者的公正为名，那么我们就会丧失 
对社会的责任，学术界亦会在道德权威日渐破产的时代里，停留在另一种没有灵 


魂的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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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ETHICS AND POLITICS IN QUAUTATTVE RESEARCH 


O 克里福德 * G • 克里斯琴斯 


以一种极端的二分法为基础，使得启蒙思想形成了一个派别。思想史学家 
通常把这种分化总结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或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这三 
对范畴都是对传承于伽里略 （ Galileo ) 、笛卡尔 （ Descartes ) 和牛顿 （ Newton ) 关于 
宇宙论的合理解释，但却没有一个能揭示出启蒙思想的核心所在。启蒙思想的 
最深根源是一种普遍的自治意识，它推崇个性，宣扬人的我行我素，把人们从各 
种要求忠诚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自豪地意识到人的自治的同时，18世纪的思 
想家还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人类掌握 
着自然规律，并由此体现出人的个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自然界中的解放使 
得大量自认为独立于任何权威的自治个体产生，发轫于文艺复兴,成熟于启蒙运 
动时期的自由思想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①。 

■ 显然，人可以从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来理解自治。在启蒙世界观的建构中， 
自然科学的影响力在人们的解放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数学、物理和天文学 
方面的成就使人类得以支配自然，而在此之前一直是自然支配着人类。通过理 
性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方式在自然和人类中应用，科学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人们的 
生活会越来越幸福。而诸如犯罪和卫生状况恶劣的问题，也不再需要压制性的 
神学解释，而被认为可以得到世俗的经验解答。 

同样，根据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相分离的激进观点来提出问题，人们也可以 
理解自治的自我。通过把“是什么 ” （What is ) 和“应该是什么 ” （What ought to 
be ) 的知识分离开来，启蒙运动把价值问题置于边缘地位。并且启蒙运动中所有 
形式的唯物主义都把理性与信仰、知识与信念相分离。就像300年前罗伯特 • 
胡克 （Robert Hooke ) 帮助建立伦敦皇家学会 （ London’s Royal Society ) 时所坚持的 
那样：“该学会将回避任何有关宗教、修辞、道德和政治的讨论。”那些隐含在应 
该、限制和命令中的人的旨趣部分仅仅是不再显现，而事实上仍然对启蒙思想起 
着一种束缚作用。当然，那些认为启蒙思想把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人已经认识 


① 就该问题更为详细的讨论, 参见: ChrirtiaiB et al. , 1993,pp. 18-3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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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重要难题。同样，精神领域会很容易陷入神秘与直觉之中^如果精神 
世界中没有什么约束力量的话，它将会听任于神学家的投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 
都接受了启蒙运动的信念,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不长久的。 

然而启蒙运动的自治信条却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个人的自主性居于中心地 
位，这样带给我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把人的自由与道德秩序加以整 
合。而在努力解决这一谜一样的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启蒙运动拒绝牺牲个人自 
由。即使在18世纪当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时，它所抱的态度也不是解决 
问题，而是对自治的无条件坚持。鉴于这一时期君主专制的政体和压制性的基 
督教体系，启蒙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对自由的顽固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启蒙运动 
始终都坚持这样的假设，即应该把人的自由与道德秩序相分离，二者永远不可能 
有意义地结合在一起。 

让一雅各 • 卢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 是这种极端自由的最坦率的倡导 
者。他认为理性的实质是人们对自己个性的自由和自主，这是理性最有价值的 
方面。卢梭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拒绝同时接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牛顿的机械 
宇宙论及洛克的利己主义，而且还不仅仅满足于把自由分离出来并神圣化，至少 
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Oiscowrse cm 或《社会契约论》 

(Social CbmmcO [在该书中他辩驳了霍布斯 （ Hobbes )] 中是这样。 

卢梭代表了启蒙运动中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流派。由于倡导内在的、 
自发的而不是先验的、假定的价值观，一直到19世纪他都有广泛的追随者。虽 
然他承认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却推进了一种非凡的自由思想——不仅与上帝 
或教会相脱离，而且从文化或任何权威中解放出来。自治成为人类的核心与宇 
宙的中心。卢梭对平等、社会系统、价值论和语言的理解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比 
起那些满足于一种贬值的、消极的自由的人，他更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些因果关 
系。然而他发现唯一能够忍受的解决方法是人的一种高贵品质，即善意地享受 
自由，并因此可以设想，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人和某种道德秩序和谐共存。 

价值无涉的实验主义 


通常，关于社会科学特点的讨论是围绕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展开的。 
然而，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并不是它们如何模仿自然科学，而是它们如何成为启蒙 
运动中主流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理论中，自由国家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 
出现的时候，就赋予了公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自由，他们不必遵从午教会或封 
建秩序。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在18和19世纪为人所知的关于人或道德 
的科学，被认为是开启心智和解放想象力的“文科 "（liberal arts )。 在社会科学和 
自由国家在历史上出现并同时存在的时候，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以倡导经验推理 
的“事实、技巧与技术”来支持国家与公民 （ Root , 1993 ， PP . 14-15)。 

与个人自由高于道德秩序的假设相一致,社会的基本制度被设计为“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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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观念间确保中立” （ Root , 1993 , p . 12) ，禁止国家强求或鼓励公民认同某种 
宗教传统、家庭生活方式、仪表或艺术表现方式而压制另一种。鉴于在当时的历 
史环境中不再广泛而深人地树立共同的道德观，人们认为偏重道德问题并坚持 
社会理想的做法是达不到其预期目标的。“对于一个其成员信奉多种宗教，从事 
多种不同的职业并认同多种不同的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来说”，价值中立是合乎逻 
辑的选择 （ Root ，1993， P . 11)。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自由启蒙哲学 
的思想，教育、科学和政治同样如此。只有把自治和道德秩序重新整合，才能为 
今天的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替代性范式①。 

畲余的社会科学哲学 

在约翰 • 斯图尔特 • 密尔 （John Stuart Mill ) 看来，“中立对促进自治是必要 
的……不能强迫一个人做好人，国家也不应该干涉公民的生活 方式； 对公民来 
说，自己所做的很差的选择也比被国家强迫所做的很好的选择要好” （ Root , 
1993 ， PP . 12-13)。 密尔在《自由论》 （ O re Zifcerty , 1859/1978) —书中认为，按照自 
己的想法和目的来筹划我们的生活是作为自治的个体必须具备的条件。“个性 
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幸福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组成 
部分”。 ( p .50 ；Copleston ， 1996 , p . 303 ， 注释 32 ) 这种建立在至高无上的个人自治 
基础上的中立，是他的《功利主义》 （ Utilitarianism , 1861/1957) 和《逻辑系统 》 M 
System 0 / Lo # c ， 1843/1893) 中的根本原则。密尔认为，“功利原则要求个人应享 
有充分的自由，除非这种自由会伤害别人” （ Copleston , 1996, p . 54) 0 除了使经典 
功利主义获得最大的发展以及和洛克一起建立了自由国家理论外，对于作为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归纳式研究的基本原则，密尔还描绘岀了大致的框架。按照 
经验主义的原则，他把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 的归纳方法作为一种解决 
问题的方法论加以完善，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 

按照密尔的观点，三段论对人类知识没有贡献什么新的东西。如果我们推 
论 ：由于 “所有的人都会死”，韦灵顿 （ Wellington ) 爵士属于人类，所以他会死，那 
么这一结论对前提没有任何发展（参见 Mill ,1843/1893, II ,3,2,p. 140) 0 关键性 
的问题不是重新组织概念世界，而是把迷信与真正的知识区分开来。在追求真 
理的过程中，概括_综合对于从已知的东西归纳出未知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密尔试图建立这种逻辑的函数，把它作为从已知的推理，而不是对推理中形式一 
致性规则的验证 （ Mill , 1843/1893， DI )。 当命题是从经验中推断而来，我们所有 
的知识素材全都由经验提供，并严格遵循归纳的方法时，我们就可以接近科学的 


①鲁特 (Root, 1993) 是社会科学哲学家中唯一一个把社会科学与自由国家的理想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人，联 
系的基础是这两种制度都“试图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保持中立” （p. xv) 。就像他所详细阐述的那样 :“虽 然自由 
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家理论，但其原则可应用于任何一种社会基本制 度上; 因为人们可以说，诊所、公司、学术协会 
或职业的作用并不是对一个人应该追求的生活类型提出要求甚至建议。中立可以作为这些制度运作的一种理 
想,就像它对国家所能起的作用一样。人们可以说，它们的作用应该是为学生、病人、委托人、顾客或会员所追求 
的任何类型的生活提供便利，而不是鼓励某种生活类型，同时压制另一种。” （p. 13) 鲁特对密尔和韦伯的解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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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了①。他为物理学建立了四个实验研究的 模式: 一致、不一致、残余和伴生 
变异原则 （Mill ,1843/1893 , m,8,pp. 278-288 ) ,并认为只要假定了自然是由同一 
性建构起来的唯实论立场，那就只有它们才可能是实验验证的方法②。 

在《逻辑系统》 第 六卷的“关于道德科学的逻辑”中，密尔 （ MiU ， 1843/1893) 
把归纳法的经验主义作为研究“构成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科学方法加以发展 
(VI ， 6 ， 1 ， P .606 )。 虽然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按照因果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 
但他还提醒人们要反对充满预言的宿命论观点，“社会规律是假设的和建立在统 
计基础上的概括 ，它们 在本质上承认有例外情况” （ Copl eS t on ， 1966， P . 101 ； Mill, 
1843/1893 ， VI ， 5，1 , P . 596 ) 。 被经验证实有用的有关人的行为的知识，对群体比 
对个体有更强的预测力。 

密尔的实证主义很明显地贯穿于他的经验研究中③。在孔德的基础上，他把 
事实定义为“感知的永久可能性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 ) ” （ Mill , 1965 b , 
p .198), 并相信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用来表达形而上学的实体④。与休莫 
( Hume ) 和孔德一起，密尔坚持认为形而上学的实体是不真实的，只有感知现象 
的事实存在，在感知背后没有本质或终极的现实 （ reality ) ,因此密尔 （ Mill ,1865 a , 
1865 b ) 与孔德主张社会科学家应把精确的数据 （ data ) 作为事实的源泉，从中可 
以得出在经验上有效的规律。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就是产生实际效益的唯一 
的知识类型 （ Mill , 1865 b ， P . 242) 。事实上，社会的救济措施就是根据这种科学知 
识制定的 （ P . 247) ⑤。 

与其效果论伦理学一样，密尔的社会科学哲学也是建立在手段与目的的二 
元论基础上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公民和政治家负责表达目的，科学负责达到 
目的的手段。科学不属于道德范畴，它讨论的是手段问题,而不用金钱或权威来 
支配目的。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在实质和内容上必须是无偏见的，并受到不确定 
的行动过程中的风险与利益的严格限制。文科的实践规则“应该是规范式的，但 
不是道德或政治规范，其指向应是反对坏的科学，而不是坏的行为” （ Root , 1993， 
P - 129) ;对研究不能用对或错，而只能用真或假来 评价； “科学只有在应用的时候 

① 虽然密尔在描述归纳的准则和方法中遵循他所称的“道德科学的逻辑”，在关于自然的同一性和假设所 
有现象都服从因果关系律方面他持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信条。他的五个归纳原则反映了牛顿的宇宙论。 

② 密尔的功利主义基本上是几种学说的混合物,这几种学说是本瑟姆 （Bentham) 的最大幸福原则、大卫 • 
休莫的经验哲学与作为一种道德利益的功利概念，以及孔德的无法认识自在之物和知识局限于感知的实证主义 
信条。在其很有影响的《逻辑系统》一书中，密尔 （Mill，1843/1893) 的突出特点是把法国的实证主义（由孔德发 
展）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结合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③ 实证主义中对这一复杂性的详细阐述——包括它与密尔等人的联系， 参见: Lincoln & Cuba, 1985, pp. 19-28。 

④ 密尔的现实主义在其《对威廉姆 • 汉米尔顿爵士哲学的分析 》 of Sir WUliam Hamilton's 
Pfci/oMp 知 ）（1965b) —书中得到最为显著的发展。在他看来，我们在共同的外部世界中的信仰植根于这一事实， 
即我们对物质现实的感知中“有关他人或其他有知觉个体的与有关我们自己的一样多” （P. l%;Copleston,1966, 
p. 306,注释97)。 

⑤ 密尔把他对相反的演绎或历史方法的运用特别归功于孔 德:“ 当我在孔德那里发现它时，它对我还是一 
种全新的 思想; 倘没有他，我不会很快（如果曾经有的话）就获得它”。 （P. 126) 在区分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 
方面，密尔明显追随了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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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具有政治性 ” （ Root , 1993， P . 213 h 鉴于密尔的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倡导 
中立性是出于对“个人或群体自治的关心”（这也是社会科学努力服务的对象）。 
这种中立性观点应该“把人们看作是有思想、有愿望、积极主动的个体，他们为自 
己的选择负责”，并根据多数决定原则自由选择自己的道德生活观念 （ Root , 
1993 ， p . 19)。 

韦伯的价值中立 

20世纪的主流社会科学家在主张伦理与社会科学无关时，都一致会引用韦 
伯写于 1904 至 1917 年间的文章。鉴于韦伯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方 
面的地位,他对政治判断和科学中立的区分也被视为权威的观点。 

韦伯区分了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他认为在发现问题阶段，“个人的、文化 
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观是无法消除的……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内容的选择 
……是在价值观的基础上作出的”，他们希望其研究能促进这些价值观的发展 
( Root , 1993, p . 33) 。 但是他坚持认为在研究的实施阶段社会科学应该是价值无 
涉的，研究结果不能表现岀任何的道德或政治判断，教授们在进人演讲大厅时应 
该把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外套一起挂起来。 

“ 一种对道德漠不关心的态度，”韦伯 （ Weber , 1904/1949 b ) 写道，“和科学的 
客观性没有关系” （ P. 60 ) , 他的意思从价值无涉/价值关联的区分中可明显地看 
出来。社会科学要成为有目的的和理性的科学，必须满足“价值关联”的要求。 

社会科学中对问题的选择是由所研究现象的价值关联性决定的……“价 
值关联”一词指的只是对特殊的科学旨趣的哲学解释，这种旨趣决定了对经验 
分析中某一特定主题和问题的选择 （ Web er ，1917/1949 a , pp .21-22)。 

社会科学中促进科学问题形成的因素事实上总是由实践性“问题”提供 
的。因此，个人对某一科学问题的认识是与其特定取向的动机和价值观相 
一致的…… 

没有研究者的评价意识，就不会有主题的选择原则及有关具体现实的 
有意义知识。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意义的确认，任何分析具体现实 
的努力都绝对是毫无意义的 （ Weber ，1904/1949 b ， pp .61，82)。 

韦伯 （ Weber , 1904/1949 b , p . 72) 认为，自然科学寻求的是支配所有经验现象 
的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那些我们的价值观认为有意义的现实。自然 
世界本身就表明了应研究的现实，而“伴随我们接近现实的文化价值观”则使得 
社会世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 1904/1949 b ， P . 78 ) ①。然而，即使价值关联原则对 
社会科学有指导意义，韦伯认为还要有前述的价值无涉原则。自然科学中的主 
题使价值判断毫无必要，而社会科学家通过有意识的决定可以从其论著和演讲 

①迪尔凯姆 （Durkheim) 对自然与社会世界中因果关系的态度更为明显与直接。在他主张行为的社会学原 
因高于心理学原因并且不相信动机可以引起行动时，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事实与个人 
行为间的因果联系（参 见: Durkheim , 1966, pp. 44， 297-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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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除“合意性与不合意性” (desirability or undesirability ) 的判断 （1904/1949 b , 
P -52) 。 “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是，研究者与教师应无条件地把经验事实与自己的 
政治评价分离开来这一内在的简单要求。” （ Web er ，1917/194 S > a , P . 11 ) 

韦伯对社会科学中价值判断的反对是由实践环境所引发的。如果教授们把 
自己的专业工作局限于科学知识，普鲁士的大学就更有可能获得学术自由。由 
于大学的聘用由政府官员控制，教授们只有压抑住自己对政策的约束和批评，官 
员们才会放弃他们的控制。 

在德国的政府和工厂中，由受过良好训练善于解决方法问题的人所占据 
的职位很少。韦伯认为，促使德国国力提高和经济繁荣的最好办法是训练一 
个精通方法问题而对目的保持缄默的新的管理阶层。在韦伯看来大学的任 
务，就是提供这样的训练 （ Root , 1993, p . 41； Weber , 1973， p . 4>8 ) ①。 


韦伯对价值无涉实用性的讨论以及把它明确局限于研究报告阶段的观点， 
使得他的价值中立思想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不是一 
个像孔德那样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追随密尔的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反对 
实证主义者把发现问题与检验过度 割裂； 而与密尔相比，他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 
论; 与密尔的自由政治哲学相比较，他的国家主义是有偏向性的。然而，韦伯的 
价值中立观点以基本相似的方式反映了启蒙运动的自治思想，在坚持区分价值 
关联与价值无涉的过程中，他把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也分割开来。他引证了 
根植于人类理性的经验验证和逻辑 推理： “作为一种规范的实践规则的有效性， 
与一个经验命题的真理价值在特征上是绝对不同的” （Weber ， 1904/1949b ， 
P . 52) ，“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可能不会圆满得到一个完全正确的科学证据”，但那 
很可能是“由于错误的资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 1904/ 
1949 b ， P .58) ②。韦伯与密尔一样，认为经验科学解决的是手段问题，他对于灌输 
政治和道德价值观的反对与告诫，预设了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对立 （Weber ， 1917/ 
1949 a , pp . 18-19 ；1904/1949 b , p . 52)。 

就像迈克尔 • 鲁特 （ Root , 1993) 所总结的那样，“密尔倡导社会科学的中立 
是基于他的一种信念”，即科学语言是“用来认识现象和努力发现其规律的，，。韦 

伯同样认为“理所当然地，可以有一种科学语言-种真理的集合——它排除 

Xif 行为的各种价值判断、规则或指导” （ p . 205) 。在他们二人看来，道德中立的科 
学知识是独立存在的。对于二人来说，“由于价值问题无法得到理性的解决，，，所 
以需要中立性，而且他们假设社会科学中的中立有助于“政治的和个人的 自治” 


① 作为韦伯曾抵制过的滥用的一个例子，鲁特 (Root, 1993, pp.41_ 4 2) 提到了柏林大学授予路德维格.伯 
恩哈德 (Lud W g Bernhard) 经济学教授一事。虽然伯恩哈德没有大学教师证书，教育部还是在没有经全体教师投 
票的情况下给予了他这个职位（参 见: Weber, 1973，i>p. 4-30)。用希尔斯 （Shils, 1949) 的话来说，“他所关注的大 
量特殊的、具体的事情成为（他的1917年）文章的基础——他深人到经济学理论假设的不懈努力，他对于学术自 
由的伦理激情，他坚定热情的国家主义政治信仰,以及他对于知识分子诚实的不断 要求” （ p . v) 。 

② 1923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SSRC)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它努力把学术专家的意见与政策研 
究联系起来，以及它对精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偏爱方面， SSRC 反映并补充了韦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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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229) 。韦伯所主张的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关联，与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保持科 
学中立这一更大的启蒙理想并不矛盾。 


功利主义伦理巩 


除了它的现世 （ this-woridly ) 人文主义，功利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与科学思 
想的相容性，它符合启蒙运动的理性文化所培育的理性计算原则。 

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用强有力的证据使某种伦理观点合法化，他 
们计算某一或另一行为给人类带来多少幸福，并选择在整体上具有最大利 
益的那一种。什么是人类幸福这一问题被认为在概念上是不成其为问题 
的，是一个在科学上可以建立的事实领域。人可以抛开所有的形而上学或 
神学的影响，它们使伦理问题成为在科学上无法确定的问题 （ Taylor , 1982, 
p . 129) 0 


功利主义伦理观以实际经验数量的计算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显赫地位。它遵 
循的程序要求是如果“每个人的幸福算作1的话……那么正确的行动方针应是 
满足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的愿望” （ Taylor , 1982, p . 131)。 自治理性是道德争议 
的仲裁者。 

把道德推理与人类幸福的计算结果等同，功利主义假设有“一个独立的、坚 
实的道德领域和一组决定我们在道德上应做什么的因素”。这种“对道德的认识 
论上的化约与同质化”把赞美与鄙视的定性语言（如正直、健康、自由、犯罪、不诚 
实、放纵）边缘化了 （ Taylor ，1982, PP . 132-133)。 功利主义者认为，这些语言所指 
的主观要素“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们表现的是我们的感觉方面而不是事 
物的存在方面” （ Tayl or ，1982， p . 141)。 这种片面的理论不仅要求我们把全体的 
幸福最大化，还要考虑与它相冲突的其他不相关的道德要求，如平等分配。这种 
“不喜欢对比性语言”，“在认识论上过于追求细节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属于一 
种单因素模型”。然而，功利主义吸引人的是它“借助……理性选择理论为政策 
的精确计算提供了可能性” （ Taylor , 1982, p . 143) 。 “ 它把所有的道德问题描绘成 
相互分离的主要依靠技术解决的问题” （ Euben ， 1981 ， P . 117)。 但对它的批评者 
来说，这种精确性忽略了不能被计算的东西，是一种“虚假的有效性” （ Taylor ， 
1982, p . 143) ①。 

在手段与目的的二元论假设下，功利主义理论中的道德领域是外在的，所有 
值得评价的东西就是它们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把证据建立在初次印象基础上 


①在目前的职业伦理学中,我们通常把效果论与彻底的功利主义区别开来。我们对幸福最大化的观点已 
不抱希望，但“仍然试图仅根据效果来对各种行为过程进行评价，希望在我们的效果描述中说明每一件值得考虑 
的事项”。然而,用泰勒 (Taylor) 的话来说,即使这种宽泛的功利主义观点“仍然是从存在角度来对某些利益加以 
规定的”。道德的定义同样是限制性的，这种定义偏爱推理计算模式，阻碍我们认真考虑道德的所有方面并进行 
合乎规范的政治思考 (Taylor, 1982, p. 144)。就像林肯所说的,功利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倡导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利益，而小的人类群体 ( 如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则身处‘多数人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她正确地提出“自由 
主义的趋势是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对压迫重新加以思考” （Yvonna Lincoln, 个人交流，1999年2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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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言行”中对某人很重要的东西的真正表现程度 
并不重要。效果论者的伦理和政治观从存在的角度来规定对内在东西的评价 
( Taylor ， 1982, p . 144)。伦理观的外化被看作是对经验程序的价值中立性的 
保证①。 

伦理准则 

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中，道德原则的常规形式是专业和学术协会的伦理 
准则。到了 20世纪80年代，各个大型学术协会都确立了自己的准则，其中有四 
个准则是大家共同强调的，它们对运用归纳法的科学（这种科学以指向大多数人 
目的的手段为研究内容）起着指导作用。 

1. 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 0 与其对个人自治的信奉相一致，遵循密尔 
和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坚持认为，研究主体有权被告知他们所参与的实验的性 
质和后果。对人的自由的真正尊重一般包括两个必要 条件： 主体必须是自愿同 
意参与——也就是说，不受身体或心理上的 强制； 他们的同意必须建立在全面 
的、公开的信息基础之上。“纽伦堡法庭条款 （the Article of the Nuremberg 
Tribunal ) 和赫尔辛基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 都声明 ：必须 告知受试者实 
验的持续时间、方法、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目的或目标。” （ Soble , 1978 , p . 40； 
Veatch ，1996) 

理性主义伦理观对该原则不言而喻的特征并未提出质疑，然而在对它的有 
目的的应用方面却不断产生争议。就像庞奇（ Punch , 1994 ) 所说的，“在很多实地 
调查中，知情同意——完全暴露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目的——将会断送掉许多 
研究项目，这一两难问题看来是无法解决的” （ p . 90) 。与手段一目的模型中手段 
的优先性相符合，庞奇对伦理准则应作为实地调查前的一种指导方针，但是不影 
响充分的参与这一总的结论作了反省。“对准则的严格应用”可能会“限制和束 
缚”大量“无害的”和“不成问题的”研究 （ P . 90)。 

2. 欺骗。在强调知情同意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伦理准则还一致反对欺骗， 
甚至那些对罪犯、小学生、精神病人的合理欺骗的家长式作风的论证也不再是可 
信的了。自斯坦利 • 米尔格莱姆 （Stanley Milgram ) 实验以来不断曝光的欺骗事 
件给予了“禁止有意歪曲”这一道德准则特殊的地位。布卢默 （ Bulmer ，1982) 对 
此持特别强硬的态度，他把该准则总 结为： 欺骗“在伦理上是不正当的，在实践中 
是不必要的，对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社会学也是毫无益处的” （ P . 217； Punch , 
1994, p .92) 0 

该原则的直接应用就是要求研究者在设计各种实验时要避免有意的欺骗。 


①鉴于实证主义研究的性质，珍宁斯和卡拉汉 (Jemiings & Callahan, 1983) 总结 道:只 有很少一部分伦理问 
题被人们考虑到，并且它们“倾向于融人专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中。……知识分于的诚实，个人偏见的压制，对 
资料的仔细搜集与准确报告，以及坦率承认经验研究中科学可靠性的局限 —— 这些基本上是唯一可能出现的问 
题了。而且，由于对这些伦理责任不是特别地有争议(起码在原则上），毫不奇怪地在这一时期 (20 世纪60年代） 
那些关注伦理学的人和社会科学家都没有投人很多的时间去分析或讨论它们” （p.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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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科学事业之外建构伦理学，该原则是不可能得到切实应用的。如果对知识 
的探究是必须的而欺骗在道德上又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条标 
准就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在心理学和医学中，如果不忽略这些欺骗，有些信息是 
难以获得的。对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具有明确的实用原因时， 
允许少量的欺骗行为存在。反对欺骗的行为准则事实上要做这样的重新 定义： 
如果“从欺骗性实验中所获取的知识”对社会具有明显的价值，那么“在实验过程 
中对人们不得不采取的欺骗行为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缺陷” （ Soble ,1978, p . 40 ) 0 

3. 隐私与隐秘性。伦理准则坚持要求对人们的身份和研究地点提供防护措 
施。为防止不必要的暴露，作为基本保护措施的隐秘性必须得以保证。所有的个 
人资料应保密，并仅在匿名的情况下公开。行业规范一致认为,没有人应承担由不 
适当的研究实践而导致的伤害和尴尬后果。“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 
伤害来源是”个人隐私的暴露，研究对象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损害 （ Reiss , 1979, p . 73； 
Punch , 1994， p . 93 ) 。 

由于启蒙运动的自治思想在哲学人类学中的发展，神圣的内在的自我成为 
建构独一无二的人格的基本要素。在洛克那里，这一私人领域已经获得了无可 
争议的地位，民主生活就是在这些独立的个体之外组织起来的，是一个有谈判的 
契约和有疑问的交流构成的次级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中，以人们铭刻 
在心的自治思想为中心，对脆弱而又特殊的个人隐私的侵犯行为是令人无法容 
忍的。 

尽管签名对保护隐私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无懈可击的隐秘性已被证明是不 
可能的。假名和假地址经常被内部人 识破； 有的在研究者看来无危险的事情却 
被参与者认为是对他们的误导甚至 背叛； 在书本上看来是中立的东西在实践中 
经常会引起冲突。在对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或卫生组织进行研究时，什么样的隐 
私内容不应该被暴露？如果有爱寻衅的媒体对研究报道得有些过火，那么谁应 
该受到谴责？在“对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隐私的没有形成共识或一致”的时候， 
把保护隐私写入准则是没有意义的 （ Punch , 1994 , p . 94 ) 。 

4. 精确性。 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也是社会科学准则中的一条主要原则。伪造 
和骗取资料、省略和杜撰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在该领域中，在实验和道 
德方面最有价值的东西 （the coin ) 是具有内在和外在效度的数据。工具主义者 
认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用测量程序所下的定义本身就确立了用来对其进行 
道德评价的目的。 

«度审査委员会 

作为资助的条件，各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坚持要求凡从事的研究涉及人类 
受试者的协会都必须建立审查与监督机构。制度审査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 IRBs ) 体现了功利主义对研究范围、假提、研究程序方面的要求。 

1978年，美国成立了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中的人类受试者的全国委员 
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三条宽泛的伦理原则来作为具体规则建立的基础，这就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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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著名的贝尔蒙特报告（*心 Belmont Report ) 中的尊重个人、仁爱和公正原则， 
这是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制定的道德标准。 


1. 尊重个人这一准则反复强调受试者自愿参与研究并对实验的程序和 
可能出现的后果有充分的了解。在更深的层次上，尊重个人合并了两条基 
本的伦理原 则：“ 第一，个人应被看作独立的 个体； 第二，不具备完全独立能 
力的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 

2. 仁爱原则要求研究者要保护受试者的健康。仁爱行为有双重含义， 
即完全避免伤害和在为获得有重大价值的利益而要冒一定风险时，应尽可 


能地减小伤害。“在特定的研究项目中，调查者和 IRBs 成员必须预先考虑 
到利益的最大化和降低调查研究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一般而言在科学研究 
中大型协会的成员应该认识到知识的进步和医学、心理治疗及社会方面的 
发展进程中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与风 险”。 

3. 公正原则坚持对研究的利益和责任都应公平分配。某些群体（如受 
益者、被收容者或与众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容易支配或其可利用性而被滥 
用为研究的受试者，就是一种不公正现象。在受公共基金赞助研究“治疗设 
备和方法时，公正原则要求不能把好处仅提供给那些能支付得起的人”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1995 ) 。 

这些原则反复强调了价值中立经验主义的基本主题——个人自治，利益最 
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以及外在于科学手段的伦理目的。建立于这些主题基础之 
上的策略性方法反映了与伦理准则相同的指导方 针：知 情同意、保护隐私和不欺 
骗。1989年，议会通过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NIH ) 新法案并成立了研究监察 
委员会，使 IRBs 的权威性得到提髙。此时的重点是放在对资料的杜撰、伪造和 
歪曲行为的监管上。篡改、捏造和剽窃仍属于美国政府规定的不良行为类型，并 
又在1996年的新报告中增加了反对未获准许使用机密情报、省略重要资料和蓄 
意妨碍 （ 即对别人资料的物质性损坏）的内容。 

借助 IRBs ，密尔、孔德和韦伯的思想开始盛行起来。通过推理的方法（这些 
方法由服务于一个公正政府的价值中立的学术协会所操纵 ） ，价值中立的科学可 
以用伦理标准来加以说明。在概念体系方面， IRBs 试图产生收益与成本的最佳 
比。 IRBs 表面上是保护符合其草约要求的受试者，然而，倘若社会科学、学术团 
体和国家的功利性职责是相互联系的（密尔认识到了这种联系并促进了它的发 
展），那么， IRBs 实际上保护的是自己，而不是社会中广大的受试者群体 
( Vanderpool , 1996，第2 ~ 6章）。 

筠前的危机 

密尔和孔德都以自己的方式 假设： 通过发现有关人类生活状况的事实，经验 
性社会科学可以造福于社会。迪尔凯姆和韦伯都相信，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可以 
帮助人们去全力应付“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 ” （Jennings & Callahan , 1983 , 
p .3)。 1865年，美国社会科学学会成立，其宗旨在于把“真理的现实要素”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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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重大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Lazaraeld & Reitz ，1975， p. 1 ) 。由于“纽伦堡审判 
所揭露的事实（它讲述了纳粹分子对集中营犯人所做的‘医学实验 ’） 和曼哈顿 
计划中一些杰出科学家所扮演的角色”，仁爱的神话被打破了 （Punch， 
1994, p.88) 0 

随着对塔斯基奇梅毒 （Tuskegee Syphilis ) 研究和威娄布卢克肝炎 
(Willowbrook Hepatitis) 实验所导致的身体损伤事实的揭露，信任危机进一步加 
重。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队在一项名叫卡米洛特计划 （Project Camelot) 的研 
究中企图用杜会科学来测量和预测革命与造反行为，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对 
并被迫取消。米尔格莱姆 （Milgr am ，19 7 4) 对不知情受试者的欺骗和汉弗莱斯 
(Hum P h re y S ，1970，1972) 先在一个公共厕所,后在同性恋者家中对同性恋者的欺 
骗性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界滥用研究对象的丑闻。 诺姆. 考姆斯基 （Noam 
Chomsky ) 还揭露了社会科学家与越南军事行动的串通行为。 

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对研究伦理的热情关注、来自基层的支持以及伦 
理准则和 IRBs 机构的发展，被其拥护者认为具有控制不道德滥用受试者的作 
用。然而，在有关伦理准则的意义和应用方面的困境、难题和争论并没有减少的 
同时，对欺诈、剽窃和歪曲行为的指控仍时有发生。倡导者对稀缺的研究经费的 
争取一般要服从协会的控制，但要充分监督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大量的社会科学 
活动是不可能的。 

在赞成与反对对一种负责任的社会科学进行管理的理由背后，认识论上的 
结构性缺陷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知 1 11^吨3，1983， 1 )1).4-7)。社会研究的实证主义哲 
学对道德的定义坚持中立的观点，但这种世界观已遭到人们的怀疑。把人的自 
由与道德秩序相对立的启蒙思想模式也已丧失了价值。即使是韦伯的运用对比 
性语言（而非对立统一体）的较为温和观点，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修改这些伦 
理准则使其明确性增强而忠告性降低，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要求为大学 
毕业生开办伦理学讲习班、重新确定 IRBs 的任务以及强化政府的政策是必要 
的，但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在功利主义中，道德思考与经验程序被混同到一个推理证明的单向度模型 
中，并假定自治的个体能把理解自身及其周围社会世界的机制客观化，他们就会 
很深刻地认识到手段与目的的密切配合 （Taylor ,1982, p. 133)。伦理学的这种限 
制性定义说明了某些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如最小伤害），但那些不能进行实用性 
计算的则被排除在外。 

如在决策过程中，“情感与直觉”被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建立在“具体特 
性”基础上的“关怀伦理”不予关注 （Denzin, 1997, p.273； Ryan, 1995 , P . 147 ) ，权 
力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在精心选择的 
修辞学氛围和独立创造性的幻觉中，手段一目的系统基本上是在独自运行着。 

这种狭窄的环境已经不再能够很好地处理我们在研究社会世界时所面临的 
复杂问题。名声为社会科学家带来地位和声望。在肯尼迪 （Kennedy) 执政期间， 
政治学家亨里 •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丹尼尔.莫伊尼汉（ Daniel Moyn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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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院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反贫困运动的失败、福利方面的矛盾及城市 
住房研究的曲折，使得人们对统治着整个道德领域的实用性计算方法的局限性 
格外关注 ®。 

当然，即使在社会科学学科内部，成功与失败的程度还都有待于商榷。对经 
验主义主流来说，比令人失望的业绩更让人感到不安和受到威胁的是人们认识 
到中立性不是多元主义的而是帝国主义的。反思过去的经验，人们越来越认为 
在假定的价值无涉条件下的无偏见研究实际上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经验主义在 
方法上要保证相同的测量，而不考虑研究对象会如何建构真实的人生目的。但 
经验主义并不是一个各种思想汇集的中立场所，而是一种不加批判地假设“自身 
的优越性，并以这种优越性”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的“奋斗信条”②。福柯 
(Foucault, 1979, pp. 170-195) 更明确地提出••社会科学是一个权力领域，它通过把 
研究对象标准化为由政治权威设计出来的各种类型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 （ Root ， 
1993 ，第 7 章）。平等自由主义不是中立的，而是代表了诸多理想中的一种，而且 
它本身和其他道德是不相容的。 

这种假定“道德中立、客观观察可以正确地获知事实”的非情境化、非情景化 
的模型，忽略了“与性别、性取向、阶层、种族、民族及国籍有关的权力关系的作 
用”，它是有等级的（科学家一研究对象）和偏向于父权制的，“它掩盖了观察 
者一民族志学者与社会和文化的‘统治机构’相牵连、相包容的方面”。科学家 
“披着”大学学术权威的“外衣”进人“地方社区从事研究” （ Denzin ， 1997 ， p. 272 ; 
Ryan, 1995, pp. 144-145 )®。 在民主社会中对专家意见的质疑得不到支持，虽然 
这一民主社会原则上是属于公民的，但他们并不享有这种专业知识 （ Euben ， 
1981, p.120) 0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伦理观 

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和女性主义伦理观与规范伦理学的个人自治及理性 


① 就像泰勒 (Tayl or ，198 2 ) 所说的，“现代对功利主义的争论不是它是否解释了部分道德动机，而是它是否 

垄断了对所有事物的解释。”“临终关怀”是当代 Calcutta 的一条道德规则,尽管在生命尽头的临终者与（功利主义 
的）计算毫无关系” （P. 134)。 ' 

② 这里重新陈述了人所共知的对有关个人权利的民主自由主义的异议：“自由主义不是所有文化都可能 
遇到的一个问题，而是某种文化领域的政治表现，并与其他领域很不相容。自由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声称完全的文 
化中立，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斗争信条。就像当今经常争论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同某些文化强加于别的文化之上 
以及操纵着这种强加行为的假定的优越性有很大的关系。西方自由社会被认为在这方面负有最大的责任，部分 
由于他们过去的殖民统治，部分由于他们把一部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群边缘化了 。” （Taylor et j >1994> 
pp. 62-63) 

③ 在该段中，邓津称赞史密斯 （Smith , 1987, p. 107 ) 提出了“统治机构”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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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假设发生了彻底的决裂 （ Koehn , 1998 ) 。赫勒 （ Heller , 1988,1990，1996 )、泰 
勒 （ Taylor , 1989，1991 ； Taylor et al . , 1994) 、佩特曼 （Pateman ,1985,1988，1989 ) 、魏 
斯髙格罗德 （Wyschogrod ,1974,1985,1990, 1998) 和威斯特 （ West , 1989,1991 ) 的 
社会伦理观，与吉里根 （ Gilligan ,1982，1983; Gilligan ， Ward , & Taylor ，1988)、诺丁 
斯 （ Noddings ,1984,1989 ,1990) , 赫尔德 （ Held , 1993) 和本纳比 （ Benhabib , 1992) 
的女性主义伦理观是在根本上重新建构的伦理学理论 （ Code , 1991 ) 。社会伦理 
观没有寻求所有派别都会求助的中立原则，而是依赖一种复杂的道德评判观点， 
它在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吸纳了有机整体、日常经验、道德信念、荣辱感的 
内容。这是一种哲学的方法，它把道德置于人类生活的总目的中，而这一总目的 
是人们在相同背景下和跨越文化、种族与历史的界限而共同拥有的。理想上，它 
将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一种新的职业角色和规范核心 （ White ， 1995 ) 。 

吉里根 （ Gilligan ， 1982,1983; Gilligan et al . ,1988) 把女性道德声音描绘成一种 
关怀伦理观。这种道德发展观的根本在于把人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用同情和关 
怀解析人们之间相互矛盾的责任，并彻底反对仅仅避免伤害的标准①。在《关怀》 
( Caring ) 一 书中，诺丁斯 （Noddings ,1984) 彻底抛弃“其原则模棱两可和多变的伦理 
学” （ P .5) ，坚持人性关怀应该在道德决定中起主导作用。在伍德 （Wood ,1994) 看 
来，“自我的相互依赖感”形成了关怀伦理观的基础，“在和他人的关系中……协作 
行动”时，我们从相互依赖的行动中获得了慰藉 （ PP . 108,110)。 林达.斯坦纳 
(Linda Steiner ) 的女性主义在给感情、亲密关系、养育、平等与协作过程以及移情作 
用赋予精确性的同时，批判了伦理学中的公正和拘泥于形式的传统。女性主义伦 
理观的自我意识还鉴别了压迫与失调的微妙形式，并教会我们“质疑谁的利益被认 
为是值得考虑的 ” （Steiner ， 1991 ， p . 158 ; Steiner ,1997) 0 

在厌恶抽象的计算伦理观的同时，塞格弗里德 （ Seigfried , 1996 ) 还提出要反 
对吉里根一诺丁斯的思想传统。通过把女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性 
别是由社会建构的，她批驳了“把女性和照顾、养育，男性和公正、独立简单划等 
号的做法” （ P . 206) 。 以性别为基础的道德事实上使一种性别附属于另一性别。 
在她的社会伦理观中，性别 （ gender ) 由生育 （ engendering ) 所代 替：“ 成为女性或 
男性不是用具体例证说明一种不可改变的特征，而是参与一种持续不断的对女 
性与男性的文化期望的商讨过程 。” （ p . 206) 赛格弗里德激励我们去关注社会道 
德,在这种道德中关怀价值观居于中心地位，但又被置于关系网络的背景中，并 
以“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交”的社会为目标加以建构 
( p . 219 ) 。 面对当今的不确定性、大规模谋杀、伦理观念混乱和超现实情况，赫勒 
和魏斯高格罗德是响应赛格弗里德的挑战，倡导社会伦理观的两个很有前途的 
人物。 

海勒 （ Heller ) 是社会研究新学派中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 派的哲学 
教授。她的三部曲围绕着一个她称之为决定性的问 题：“ 好人如何成为 可能？ ”发 

①吉里根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在多个领域的学者中引起争议，关于这种争议及相关文章，参见: Brabeck , 
1990; Card , 1991 ;Tong ，1989， pp. 161 -168 ，1993， pp. 80-157 ; Wood ，1994 ;Seigfried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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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社会伦理观的当代理论 （1998， P . 7) 。她不承认由外在于个体的规范、规则 
和理想构成的伦理学，认为只有在强制和困境条件下的异常职责行为（它们各有 
自己的方式）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 1996 ， P . 3) 。不断增长的认识、我们自己 
对行为准则选择的道德意义和他人的不断号召，把爱、幸福、同情和美重新引人 
一种现代的、非专制主义的但有原则性的道德理论中。 

在《圣徒与后现代主义 》 （Saireto twwf Postmoefemism ) —书中，魏斯髙格罗德 
( Wyschogrod , 1990) 声称反权威的斗争是合理可行的，但没有假定我们的选择是自 
愿的。她阐明了一种遵循伊曼纽尔 • 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 传统的关于自 
我与他人的社会伦理观（ Wyschognxl , 1974 ) ①:“ 伦理之存在在于他人对自己伦理立 
场的公开。”他人“作为道德存在的试金石，不是一个概念的依托物，而是一种活生 
生的力量”。他人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融合 ” （as a critical solvent ) 功會 g ， 他们的存在 
起着“引人注目的道德作用” （ Wyschogrod ，1990 ， p . xxi ) 。作为莱斯（ Rice ) 大学哲学 
与宗教思想教授的魏斯高格罗德致力于对道德的叙述，她认为为他人而活就是神 
圣的生活，其“主要特点是同情他人而不考虑神圣的代价”。圣徒们把自己的“身 
体和物质利益交予他人处置。……圣徒们不仅对传统的实践和信仰提出质疑，而 
且以更微妙的方式对叙事本身的法则提出质疑” （ 1990, pp . xxii - xxiii ) 。 

除了信仰系统中广泛的他人（他们“在现实中生活、受苦和工作”）取向，魏 
斯高格罗德 （ Wyschogrod , 1990， p . 7 ) 还査阅了历史故事以阐明人们是如何对他 
人的自我表现进行描述的。她主要关注在剧烈变迁和灾难面前社会表现共同体 
验的方式，并批驳历史学家把自己置身于“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之中”（1998, 
P .218) 。按照魏斯高格罗德的观点，对伦理学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是历史学家是 
如何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的（社会根据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而不是“将来 
的需要”来创造和维持希望 ）（1998， P . 248)，除非这种希望是明确的、可行的，否 
则它就是用来应付那些被控制者的。仅仅指向未来救赎的希望掩盖了权力的滥 
用和人类现时的需要。 

布伯 （ Buber ,1958) 在其著名的诗句（“起点即关系”和“关系是生活的摇 
篮”）中把人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概念 （ pp . 69,60,3) ，社会关系高于一切，“最 
基本的词汇就是你一我关系”。关系性现实、中介、相互联系、人际关系都是不能 
化约的现象，如果把它们分解为更简单的要素就会破坏它们原来的含义。鉴于 
关系的重要性，除非我们自愿帮助别人成功，否则我们就是放弃自己的福利。 

这些学者不是去推行一种抽象的理性主义，而是把道德秩序放在极为重要 
的地位，这种重要性表现在生物和肉体上而不是精神上。“在这方面，伦理…… 
就像天地万物一样古老。做有道德的人是在生命本身召唤下的一种原始运动” 

①伊曼纽尔 • 列维纳斯(生于1905年)是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和巴黎以色列师范学校的校长。用魏斯高格 
罗德 (Wyschogrod,1974) 的话说，“他延续了布伯 （Martin Buber) 和弗 兰兹. 罗森韦格 (Fraia Rosenweig) 的传统'是 
“第一个把胡塞尔的思想引进……法国现象学派的人” （pp. vii-viii) 。虽然魏斯高格罗德是海德格尔、黑格尔与胡塞 
尔的学生 ( 参见: Wyschogrod,1985) ——并曾与德里达、利罗塔德 (Lyotani) 、福柯及德勒兹( Deleuze) 论战一但是她 
的伦理研究并不是求助于传统的哲学论述,而是诉诸视觉艺术、文学叙述、编史工作及对死亡标准化的新闻报道中 
自我与他人交流的具体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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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thuis , 1997， P . 141 ) 。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就是 一例： 

人的表情是对他人、一次访问、一次聚会、一句话等事物意义的消极的 
反映，这不是被胁迫的，而是道义上的 责任。 我的世界如果和他人断绝了联 
系，我的满足感就会被打破。我早已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人，这是一种无 
法逃避的要求，是一种责任 ，一 种作为人质的状态。在我做出任何打算、决 
定或行动之前，正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表情来获悉自己的责任的 （ Olthuis , 
1997 ， p. 139)。 

人是生活在日常生活结构中的社会性的存在物。通过相互交流，多个个体 
一起创造了生活，并培养起彼此间对生活的道德义务。列维纳斯的伦理观假设 
并说明了一种激进的关于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的本体论观点 （ Levinas ，1981 ) 。 

而且，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当我面对他人时，我不仅看到了血和肉，还看到了 
第三种东西——人的整体。在对他人需要的反应中，通过人的表情建立起一个 
基线。在本纳比 （ Be n habib ，1992) 看来，这是互动的普遍性①。我们的普遍团结 
植根于这一原则，即“我们相互间有无法逃避的要求，我们不能抛弃它，除非以我 
们人类为代价” （ P eU k e rt ，1981, P . 11)。我们相互支持的义务规定了我们的存在， 
毫无异议地，对所有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就是把道德秩序放在中心位置 
( Christians ， 1997 a ， 1998 ) 。 

共户主义女性主义棋型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是邓津 （ Denzin , 1997, pp . 274-287) 为这一重要转折期起 
领导作用的伦理理论所贴的标签②，这是一种矫正个人主义者的功利主义的规范 
模型。它假设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社会优先于个人，人的身份是通过社会而形 
成的。我们出生在一个社会文化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们通过对话来商讨价 
值、道德义务和存在意义。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人们是绝不会获得满适感的，只 
有通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才能使人满足。 

① 纽斯鲍姆（ Nussbaum.1993) 用这些术语讨论了美德伦理观,主张一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模型,它可以不 
脱离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而在不同文化中应用。在她的模型中，所有文化都具有的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代表了 
要回答的问题和要作的选择——对别人的厄运或好运的态度、如何对待陌生人、財产管理、对身体欲望的控制等。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决定了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P. 247), 而我们对每一领域的思考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与 
该领域有关的一种美德的“肤浅的或象征性的定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跨文化地讨论每一领域中适当的 
行为 （Nussbaum , 1999) 0 

② 鲁特 （Root,1993, 第10章）也选择共产主义来取代主流范式。他认为，批判理论、参与研究与女性主义 
社会科学是共产主义研究方法的三个范例。该章提出了一种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中加以发展的更为复杂的共产 
主义观点,而不是把它局限于社会理论和实践政治学之中。在哲学共产主义者 （philosophical communitarians) 
(SandeUQSZJaylOTMMiWakCTMSSMS?) 中，卡洛尔，佩特曼 （Carole Pateman,1985,1989) 是鲜明的女性主 
义者，她的承诺主题构成了后面概括的多种声音表达原则的中心。该章中的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把批判理论 
并人了第三个伦理要求——賦权与抵抗。尽管着重点不同，我还是同意鲁特 （Root,1993) 的结 论:“ 批判理论总是 
对特定社会的批判,他们力求发展的价值观是该社会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批判理论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 
X才批判理论家们来说，选择或接受一种社会理论的标准是从该理论所批判的社会成员身上反映出的该理论的反 
身可接受性。” （PP.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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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洛克和密尔的自由主义把个人追求与共同利益混为一 
谈，道德主体在对事物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需要以社会义务与社会关系为背景，对 
于什么东西是好的、值得保留的这一问题，人们无法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自己作 
出决定，只有在形成人的身份的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才能确定。公共领域被看作 
是由特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多种种族身份与世界观相互贯穿构成一个社会结 
合体，而且每一种都被真诚地容纳，其地位不分上下。在假设两个层次的二元论 
时，共产主义并不只是口头上谈论自我的社会性质，它还把个人自治与社会福利 
联系起来，认为合乎道德的行动指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行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是 
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与保持同一性的内在要求。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使社会生活能够成功——使人们相互间能 
够达成共识，其目标不是令人厌烦的数据本身，而是社会改革。一个得到大家共 
识的观点是,通过培养我们个人的推理和恰当决策能力，科学研究可以增进社会 
的 利益； 研究在设计阶段应是合作性的，在实施阶段是参与 性的； 伦理准则不是 
在学者办公室的文件中，研究报告也不是为委托人准备的，参与者本人应有发表 
意见的机会。与功利主义者的经验主义相比较，针对这些问题的真正的道德观 
反映的是社会的看法，而不是研究者或赞助机构的专家意见。 

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中，参与者对研究应如何实施有发言权，并对实施 
过程进行干预，“在决定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 
否有效或可接受，以及如何应用或贯彻研究结果方面均有发言权或参与权” 
( Root ，1993 ， P . 245)。这种研究扎根于“参与、共同支配……及友好关系”。鉴于 
它相互合作的特点，它服务的对象就是“它的研究对象群体，而不是知识生产者 
和政策制定者群体” （ Lincoln, 1995, pp . 280,287； Denzin, 1997， p . 275 ) 。“ 人们主 
宰自身的存在”这一准则体现了它的全部特征 （ Den Z in ,1989 , P . 81 ) 。 

对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人类所具有的推理能力使其能够“明确表达由 
地方社区和群体所熟悉的、具有一定立场的道德规则”，道德推理的发展是由于 
人们“能够在社会情境中共同理解彼此的观点”。植根于情感体验而非正式共识 
的相互关怀与理解，是道德推理能力成为可能的基础 （ Denzin ， 1997, p. 277； 
Denzin ， 1984， p. 145； Reinharz ,1993) 0 

地方社区是多元的道德和社会存在的空间，而“每一个道德行为都是一个偶 
然的成就”，在对其评价时应依据这样的思想，即一致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而不考 
虑其性别、年龄、种族或宗教 （ Denzin , 1997, p .274； Benhabib , 1992 , p .6) 0 利用道 
德秩序我们抵制了那些制造分裂的和排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 

解释能力 

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中，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力的解释。 
与追求工具性效率的实验主义相比，该范式试图探索多元的社会世界。这种强 




5 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159 

调解释力的鲜明观点取代了公认的强调技术、外在和统计精确性的空洞无力的 
观点。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政治家的需要把社会问题简化为金融和管理问 
题，而是使人们自己能够与其日常经验达到和谐统一。 

解释能力意味着要重视建立在文化复杂性基础上并具有多重解释的生活 
( Denzin ,1989, pp .81,77) 0 民族志的记述“应包括深度、细节、情绪性、细微差别 • 
和一致性方面的内容，以便读者形成一种批判意识。这样的文本在描写上还应 
适当避免种族、阶层和性别方面俗套的东西” （ Denzin , 1997 , p . 283 ； Christians , 
Ferre & Fackler ,1993 , pp . 120-122) 。 

从共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观的视角来看，当论述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就可 
以说它具有真正的解释力，这三个条件 是：代 表多种声音、增强道德洞察力和推 
动社会改革。与这里所倡导的以社会为基础的规范相一致，其中心点事实上不 
是职业伦理观，而是普遍的道德观。 

多种声杳与4文化表达 

社会和政治团体是建构日常生活的多重空间，自我就置身于这些具有决定 
意义的性别、种族、阶层和宗教背景中与他人进行对话交流。与契约主义的观点 
不同，人们不是给予国家默许或义务，而是相互间承诺和守诺。研究叙事反映了 
守诺行为藉以发生的多种声音。 

在佩特曼的共产主义哲学中，对社会政治团体并不是首先从契约方面来理 
解的。承诺是同意个体“自由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 （ Pa teman ， 
1989, p . 61 ； Pateman , 1985 , pp . 26-29) ，通过承诺我们承担了一种义务。当人们承 
诺时，他们就有义务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承诺并不是主要通过政治契约面向权 
力机关的，而是公民之间的行为。如果义务是来源于诺言，那么人们对单位中的 
其他同事，对社会实践中的参与者就负有义务，因此，只有在参与性民主的条件 
下才会有自我承担的道德义务。 

佩特曼对道德作用的性质颇有 见地: 我们首先是在社会关系中了解自己，然 
后才与行动分离成为思想 者的； 只有克服传统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心灵与肉体、 
理智与情感的二元论，我们才能把存在视为“个人间的相互关系” （ MacMurray , 
1961 a ， p . 38 ) ;道德承诺产生于行动，并且还要在行动中得到具体化与检验；从对 
话的视角来看，利用行动与日常语言遵守诺言并不是过高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存 
在方式不是内源性的而是来自社会。 

利用……我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学到的丰富的表达方式，我们成为完 
全的行动者，能够理解自己，并因此确定自己的身份…… 

我对自己身份的发现并不是在与人隔绝的状态下想出来的，而是通过 
与别人的对话（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内在的）得来的。我自己的身份主要 
依赖于我与别人的对话关系 . 

在现实的文化中，关系被看作是自我发现与自我肯定的关键点 （Taylor 
et al .，1994， pp .32,34,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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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道德关系是水平方向的并且义务是相互的，就会发生跨文化的肯定与 
遵守诺言的行为。然而当代多元文化的对抗增加了风险性，使得问题不再那么 
容易解决。当前民主日程上最迫切和最折磨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治上承 
认明显的文化群体。“不承认或错误承认都可能导致伤害，可能成为一种压迫的 
•形式，即把某人拘禁于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和艰难的存在模式中 ， （Taylor et al . , 
1994, p .26) 

然而，自由程序主义 （ proceduralism ) 不能满足人的这一重要 需求。 强调平等 
权利而没有对道德生活的详细的实质性观点，“仅仅是对明显的文化身份的一种 
非常有限的承认罢了 ” （Taylor etal . , 1994, p . 52)。 坚持中立而没有集体目标，最 
多带来有同等意义的个人自由、安全和经济保障。就像邦奇 （ Bunge ， 1996) 所说 
的：“ 契约主义是那些有权有势者，即那些起草契约而不是在契约上签字的人的 
行为准则。” （ P . 230) 然而，在以诺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特殊文化 、宗教 和公民 
群体的繁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作为人类的我们对此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在 
开头我们假设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表达，带着这一假设，社会 
科学研究承认与一般的人类尊严相一致的特殊文化价值观 （ Christians , 1997b ， 
p . 197-202)。 

道德闲卷冷 

社会是制度、实践和结构的体现，并被人在内心里看作是合法的。没有对有 
秩序的关系网络的忠诚，社会会变得不可想象。社会不仅是语言共同体,而且要 
求对共同利益起码有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由于社会共同体是道德的要求 
而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安排，道德义务建构了关系中的自我，我们的身份由我们所 
赞同或反对的东西来确定。按照泰勒的观点，我们只有通过道德的维度才能理 
解人的活动。正像马尔霍尔和斯韦夫特 （Mulhall & Swift ，1996) 所 写的： 

发展、维持与表达（我们的道德直觉与反应）并不是人类可以轻松地或 
令人信服地做到的事情……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上下左右的方位感可以被随 
意更改的人类生活一样，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不能在道德领域给人指引方向 
的人类生活…… 


……道德倾向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要用参考标准解决的问题本身是无 

法避免的 （ PP . 106-108 ; Taylo r ，1989， pp _ 27-29) 。 

自我仅仅在“对话网络 ” （Webs of interlocution ) 中存在，而所有的自我解释都 
或隐或显地“承认它们所有的关于道德及自身的观点都必然来自社会。”就像需 
要“建立物质空间的方位” 一样，道德参考标准是为我们指明社会空间方位的基 
础 （Mulhall & Swift , 1996 , pp . 112-113； Taylor , 1989, pp . 27-29 ) 。 

道德责任是从社会关系的要求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抽象理论的产物 。一 
个社会的共同道德观的核心是预先假设的一致性。然而，“被看作共同道德观的 
东西不仅是不精确的，而且是可变的……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 Bok ， 1995, 
P.99)。 道德义务必须用日常生活中易犯错误的、不确定的话语表达，在不一致 







5 定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 


161 


和不确定中，我们寻找解决争议和澄清疑惑的标准和知识，而互动型的规范理论 
可以增进我们共同的道德谈话。但普遍公认的理论对于公共道德的发展并不是 
必不可少的，公共道德不是“每个参与者全部的道德观……而是持有其他观点的 
代表人物间的一套协议，是普及范围较小的道德信仰” （ Bok , 1995, P . 99 ) 。莱因 
霍尔德 • 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 没有要求比历史根据更多的理论一致性，而 
是启发我们在坚持“ 一堆杂乱的非理论的协议” （ 即这里所说的公共道德）的同 
时，解决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冲突 （ Barry ，1967, PP . 190-191)。利用共同的道德 
观我们可以对问题逐步达成共识，并在互动中解决争议。用哈贝玛斯 
( Habermas , 1993 p .66) 的话来说,公共领域的讨论必须指向“相互的理解”，但允 
许参与者对最终有效性的宣称有“表态的言论自由” （ Habermas , 1990 ) 。 

共产主义者激发研究者参与到社会的持续不断的道德表达过程中去。事实 
上，文化的持续存在依赖于对其规范基础的确认和保护，因此，民族志文本必须 
使我们能够“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道德真理”；叙事应该通过说明那些对读者很 
重要的事物“对读者的生活给予道德上的指导” （ De nz in ，1997， P . 284); 共产主义 
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形成道德推论 （ B en habib ，1992, P . 10)。社会由叙事编织在一 
起，这些叙事促进了社会对善与恶、幸福与惩罚、生与死意义的共同理解。恢复 
并改变宗教词汇的形式有助于加深我们的人性。 

因此，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道德任务就不能被简化为职业伦理。首要的问 
题是道德秩序在社会结构中是如何自我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实践者认为什么是 
有道德的。对那些记述文化的人提出的挑战 是：不 要把道德视角局限在他们自 
己的伦理准则中，而是要根据日常生活来理解伦理观与道德观。 

抵抗与賦权 

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式中的伦理观引起了社会批评，导致了抵抗，并赋予互 
动的自我与他人行动的权力 （ Habermas , 1971 ， PP . 301-317 )。 因此，解释性研究的 
一个基本规范是使得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宗教、政治、种族、性别等）中的人文主 
义改革能够进行。 

保罗 • 弗雷勒 （Paulo Freire ) 从对话的视角谈到了重新构建权力意义的必 
要性： 

我认为最重要的、真正的改革，现阶段彻底的社会改革，要求的不是从 
那些现在拥有权力的人手中夺走权力，或仅仅对社会进行某些改造，或使其 

发生某些变化。 .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在于夺权而在于重新构 

建权力，也就是去创造一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拒绝把权力看作是形而上学 
的、科层制的、反民主的（引自 Evans,Evans & Kennedy , 1987 , p . 229 ) 0 

当然,研究者需要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压迫性权力集团与垄断（经济的、技 
术的和政治的）。由于弗雷勒的政治制度倾向，权力是他社会分析中的一个核心 
观点。然而与他相呼应的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拒绝把权力仅仅当作一个 
认知术语来对待，而把重点放在我们如何能够赋权于人们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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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主流观点不是建立在相互性基础 上的； 它是干涉者的权力，在实施 
中有对抗，追求的目标是控制。共产主义者则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其特点是 
相互性而不是统治性。从这种视角看，权力就是两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 
关系而不是统治，但这种关系又是亲密的与脆弱的——权力近似于嗜酒者互诫 
协会中的关系，在协会中对社团的服从使得个人能够获得控制权。在把我们从 
统治或敌对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囚禁于其中的解放策略中，对话是关键的要 
素。虽然权力的控制观不重视相互关系，但赋权模式对我们的人性极为重视并 
弥补了该方面的不足，在研究过程中对权力不加掩饰，并使其与团结相结合。研 
究者并不是在对权力玩语义游戏，他们芊人是很想越过这一障碍的。就像弗雷 
勒所强调的，只有在每个人都充分行使他或她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把公民的违抗 
看作是必然的情况下，赋权才会意味着某种变革 （ Freire , 1970 b ， p . 129 ) 。 

在弗雷勒的权力理论中，不容置疑的是被压迫者对文化的形成也起着一定 
的指导作用。如果需要解决某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易受伤害的人将必须起领 
导 作用： “革命实践不能忍受愚蠢的二分法，在这种二分法中，人民群众的实践仅 
仅是服从（统治精英）的决定” （ Freire ， 1970 a ， p . 120; Freire ，1978，第17页下面几 
页）①。得到一帮会计师、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支持的傲慢的政治 
家轻视非专家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与问题或问题的解决办法不相关的。正 
相反，除非被压迫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领导的对象，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自 
内向外的改革行动的。“只有从弱小的被压迫者中产生的权力，才会强大到足以 
把二者都解放出来。” （ Freire , 1970 b , p . 28) 

用弗雷勒的话来说，目标就是觉悟，即一种指导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与反省流 
的批判性意识。在压制言论的文化中，人们不加反驳地、听天由命地接受了压迫 
者的语言和存在方式，但批判意识可以训练我们人所特有的“讲述事实” 
(speaking a ture word ) 的能力 （ Freire , 1970 b ， p . 75 ) 。在社会政治控制的条件下， 
“被征服者的词汇、表达力和文化被剥夺了 ”（1970 b ， p . 134) ，通过觉悟，被压迫者 
获得自己的话语并相互合作地改造自己的文化 （1970 a ， PP . 212-213)。因此，研 
究不是传达专业数据，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为批判意识的催化剂。没有弗雷 
勒（[« ； ^，19701 } ， 1) .47)所称的“对现实的批判性理解”（即被压迫者“用自己的 
头脑来掌握有关自身现实的真理”），就只有默认现状。 

社会科学研究要根据上述的三个道德原则提供有力的解释，就需要满足一 
系列新的伦理要求。它仍然承认 IRBs 作为生活的必需，并要求严格的精确性， 
然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侵犯隐私、知情同意和欺骗都不 
再成为问题。在共产主义者看来，道德观念是由研究对象参与的，研究者以协同 


①相互关系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模型总体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对賦权原则非常重要。由于这一原因， 
批判理论被列人这里的第三个原则，而不是遵循鲁特的做法(参见前面的注释）把它单独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例 
证。鲁特 (Root, 1993, P .238) 本人认为，批判理论家们常常无法把“专家的理想”转变为他们的研究主题,或在研 
究的设计和解释上给予他们很少的发言权。没有向共产主义的互动性的根本转变,所有模式的研究都易于犯分 
配性谬误。 



的方式把这些定义引人他们自己的概念。 

结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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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巴和林肯 （Guba & Lincoln , 1994) 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最终必 
须在世界观的水平上来加以解决，“方法问题从属于范式问题，我们把它定义为 
基本信仰系统或世界观，它不仅在方法的选择方面，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 
本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指导” （ P . 105 ) 。具有外在性特点的传统伦理观提供给我们 
的是一个不完全的、不成熟的范式，需要在本体论上对其加以改造。对理论与实 
践的这一历史概述指出了对一种全新的研究伦理模型的需要，在这一模型中人 
的行动与道德观是相互作用的。 

“由于人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合乎道德的行动就是 
具有社会性的行动。” （ MacMurray ，1961 b ， p . 119 ) 在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个 
人的存在是社会世界的核心，我们只有以个人的形式才能对公共道德加以理解， 
它的基础和动力存在于人的社会本体论中①。“必须完全用个人与存在的视角 
来思考本体论，把本体论从淹没于物的境地中挽救过来” （ Lotz , 1963 ， P . 294) 。 
“只有个人本体论才是真正的本体论，而个人只有在作为本体的时候才真正是他 
们自己 。” （Lotz ,1963, P . 297) 

当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以实证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时，这种解释被认为是与参 
与者本人的描述不一致的。在问题分析中，研究者认为在语言形式、内容、研究 
成果方面比那些不是专家的目标受益人能够更好地掌握和更清楚地解释。自价 
值中立从密尔那儿起源时起，保护和提高个人自治一直被看作是它的哲学依据， 
但这种社会科学观点的不一致性现在已一目了然了。由于限制理性个体的积极 
参与，或把他们的自我理解判断为错误的，经验主义模型与理性个体（他们“在不 
同的道德观念间作出选择”并使其选择“值得尊重”）的理想发生矛盾。工具主 
义体系的检验标准“抹杀了价值中立保护的目 标：一 个由自己制定行为原则的、 
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体组成的社会” （ Root ， 1993, P . 198)。通过把人类生活与道德 
秩序重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本体论摆脱了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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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转型中的范式与视角 

PART n PARADIGMS AND PERSPECTIVES IN TRANSITION 


在导论的章节中，我们采用了古巴 （ Cuba , 1990, p . 17 ) 的看法，将范式逢义为一组 
指引行为的基本信仰。范式处理的是关于第一原则或终极原则的问题。它们是人类 
的建构物。它们定义了作为解释性摆弄修理者的研究者的世界观。这些信仰决不能 
根据它们的终极真理性来建立。与范式相比，视角 （ perspective ) 并不是那么固定或统 
一。尽管视角与范式可以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诸如一组共同的方法论预设或某一个特 
定的认识论等。 

—个范式通常包含四个概念 :伦理 （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 i |。 伦理所 
关心的 是:我 如何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认识论的问题是:我怎 
样来认识这个世界？研究者和已知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正如克里斯讀斯在本书 
第5章中所指出的，每种认识论都暗含着一种针对世界及研究者自我的伧理道德姿 
态。本体论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现实的本质以及世界中人类的本质。 I 方法论关 
注的则是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最佳途径。 

在本书第 n 部分中回顾了当前构建和组成定性研究方法的几个主要范式和 视角：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参与行动。与这些范式并行的视角还有女性主 
义（其形式多种多样）、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理论，以及文化研究。这 些视# 都分别建 
立起了自己的标准、预设以及方法论的实践，并将它们应用于自身理论框薄之内的有 
规范的研究之中 （ 本书第6章的表 6. 1和表 6. 2中列出了实证主义者、后实_主义者、 
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者以及参与范式的主要区别）。 

在第1章中我们已对每一种范式和视角进行了简要讨论，而在这里我们将对它们 
做更为细致的说明。但在展开讨论之前，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在近十年来，这些范式和 
视角之间的边界和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正如林肯和古巴在本书第6章中所发现的， 
各种范式间已出 现了" 杂交”的趋势。这也正是我们将本部分命名为“处^转型中的 
范式与视角”的原因。 

所有范式面 临的主要议题 _ 

林肯和古巴在第6章中提出，当前所有的范式都必须面对七个基本的关键 议题： 



价值论(伦理与价值观）、适应与通约（范式能否彼此适合）、行动（研究者在世界中做 
了些什么）、控制（谁开始了研究，谁提出问题）、真理的基础（基础主义抑或是反基础 
主义及非基础主义）、效度（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模型还是后结构主 义一建 构主义标准） 
以及声音、反思性和后现代再现(是单一声音的再现还是多重声音的再现）。 

在以上各个议题中，不同的范式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取向。当然，实证主义与后实 
证主义范式为其他那些范式及视角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对抗的背景。林肯和古巴对这 
两种传统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包括它们对幼稚的实在论的依赖，它们的二元认识 
论，它们在研究问题上的证实方式，它们对于信度、效度、预测、控制以及知识建模方法 
的重视和强调。林肯和古巴还讨论了这些范式在处理有关声音、赋权及实践问题上的 
无能。他们还间接地提到，这些范式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以下 问题: “事实"其实在本 
质上充斥着理论和价值，研究在本质上是互动的，以及同一组“事实”其实可能支持不 
止一种理论这一事实。 


建构论、解释主义及诠释学 


按林肯和古巴的看法，建构论采纳的是一种相对主义者的存在论（相对论）、一种 
交流的认识论，以及一种诠释学的、辩证的方法论。这种范式的使用者们常被引导着 
去生产一种对社会世界的重建的理解。传统的实证主义中的“内在效度"及“外在效 
度”标准被诸如"可信赖性”以及“真实性”之类的术语所取代。建构论者重视交流的 
知识。他们的工作与本书第22章中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所讨论的几种不同的参与行 
动方法有重合之处。建构论将行动与实践联结起来，在建立反基础主义论断的同时， 
也鼓励实验文本和多声音的文本的发展。 

在第7章中，施瓦特对解释主义、诠释学和建构论视角做了一个精细、复杂而且微 
妙的分析。他区分了每一种方法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差异，同时也指出它们在反对实 
证主义以及从互动的个体角度来研究世界这些问题上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正如 
施瓦特所强调的那样，与其说这些视角是以它们使用的那些确定了某种定位的、独特 
的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来区分的，倒不如说它们更多地是以其在认识和存在问题上的不 
同立场来区分的。施瓦特追溯了建构论与解释主义传统的理论和哲学基础，将它们与 
舒尔茨、韦伯、米德、布卢默、温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格尔茨、里克尔 （ Ricoeur )、 格 
根 ( Gergen )、 古德曼、古巴和林肯的著述联系起来。施瓦特指出，建构论传统是丰富、 
深厚而且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这些视角所暗含的伦理和政治之中。一个解释 
者必须不断地追问这样一个 问题： 在我所研究的这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女性主义 


在第8章中，弗尼尼亚 • 奥利森根据观察发现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是一个高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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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充满争议的领域。各种相互竞争的模型混杂在一起，但在冲突与争论背后却存在 
着一种共识 :即女 性主义研究一直是辩证的，而且一直承诺在世界中采取行动。奥利 
森代表了一种激情洋溢的女性主义。她主张“仅有愤怒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敏锐 
的学识来构架、引导和使用那些出于对纠正妇女在诸多健康领域中所受到伤害的兴趣 
而产生的激情”。 

在她为本书第1版所撰写的篇章中，奥利森 （ Olesen ，1994) 区分了女性主义方法 
的三个主要 流派: 立场认识论、经验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一文化研究。六年之后，由于 
整个研究领域变得更为复杂、理论上更为分化，研究流派也大大增加了 （ 参见表 8. 1) 0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它们分别与关于有色妇女的写作、质疑白人 
妇女、后殖民话语、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残疾妇女、立场理论以及后现代和解构 
理论等相联系。这种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一参与者关系成为了问题。它动摇了研究中 
"局内人一局外人”模型，解构了诸如“经验"、“差异”和“性别”之类的传统术语，同时 
为达到推翻压迫的目标，力图建立起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在这些话语中出现了五 
个新构建的问题，它们关注的概念有偏见和客观性、效度和可信赖性、声音，以及女性 
主义伦理等。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奥利森的精彩篇章为克里斯琴斯在第5章中提出的 
框架提供了具体的说明。 


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在第9章中，格罗丽亚 • 拉德森一比林斯将批判种族理论直接移入了定性研究方 
法领域。批判种族理论"试图说明在美国，那些构建和管理以种族为基础的法律、管 
理政策、选举政治……政治话语（及教育）的评价方式仅仅在表面上是种族中立、与肤 
色无关的（但实际并非如此）” ( Parker , Deyhle , Villenas , & Nebeker , 1998 , p . 5 ) 0 批判 
种族理论制定了一种种族认识论，它声称人们在世界中的立场或位置塑形着他们认识 
和存在的方式。这种立场消解了欧洲中心启蒙范式的文化的、伦理的和认识论的逻辑 
(以及种族主义）。 

拉德森一比林斯从近年来非裔美国人、亚洲大洋洲岛民、亚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 
以及美国本土学者的著作中抽取出"多重或双重意识"、“混血儿意识”，以及“部族秘 
密”等概念加以介绍。通过对这些理念的分析，他展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式如 
何使得少数族裔研究者产生破碎的种族化认同以及被排斥经验。批判种族理论家们 
尝试了多重解释策略，包括对自我民族志的故事讲述、个案研究、文本和叙述分析、传 
统的田野调查等，另外，最为重要的策略还有合作的、基于行动的研究以及对日常生活 
中种族、性别、法律、教育以及种族压迫的研究。 


批判理论 


多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模型现已被纳入定性研究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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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在林肯和古巴的范式框架中，这种范式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都清晰地表述了 
一种建基于历史实在论的本体论、一种交流的认识论，以及一种对话的、辩证的方法 
论。在第10章中，乔 • 金奇洛和彼特 • 麦克拉伦追溯了批判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历史 —— 从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近期向后结构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 
理论、批判教育学和文化理论的转变。他们还为新千年中的批判理论勾勒出了大致的 
轮廓，其起点是假设西方社会并非毫无疑问地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们认为批 
判理论应该拒绝经济决定论，并将注意力集中于传媒、文化、语言、权力、欲望、批判性 
启蒙，以及批判性解放等问题之上。与施瓦特一样，他们的框架中包含了一种批判诠 
释学。乔 • 金奇洛和彼特 • 麦克拉伦在杜威和格拉姆西 （ Gramsci )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对于文本及其与现实联系的批判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导致了一种“反 
抗”版的批判理论，它与致力于社会批判以及个人赋权的批判人种学以及党派性的批 
判研究有紧密联系。批判理论家力求生产出实际的、注重实效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文 
化的、有结构的，对它的判断标准是它被历史情境限定的程度以及它生产实践和行动 
的能力。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不能放入某个单一的框架之中。有许多种文化研究项目，其中有与伯明 
翰学派相联的，也有与斯图尔特•霍尔及其同事的著作相联的（参见 Hall , 1996)。从 
历史上看，文化研究是历史地自我反思性的、批判的、学科间的、精通高层理论的，它关 
注全球性和地方性问题，而这种关注充分考虑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 
日常的话语。它还关注"有关社区、认同、行动及变迁的问题” (Groissberg & Pollock , 
1998) 0 

就其一般形式而言，文化研究包含着一种审视，即审视人们生活的历史是如何被 
历代相传的结构所生产出来的。文化研究的各种版本都含有一种三重的 关注: 对于文 
化文本的关注、对生活经验的关注以及对文本与日常生活间可明确表述的联系的关 
注。在文化文本的传统中，一些学者将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作为一个使历史、意识形 
态和主观经验汇聚一堂的场所来加以审视。这些研究者们生产出了与特定历史时刻 
相联的受众的批判人种学。其他的学者们将文本作为生产、传播并消费霸权意义的场 
所来加以解读。在人种学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文本及其生产的后现代关注。 

文化研究项目的本质是开放的、无限制的，它持续地反抗着各种将单一定义强加 
于整个项目之上的企图。在这个框架中既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建构论、后实证主义 
范式流派，也有新出现的女性主义和种族模型。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被历史现实主 
义和相对主义所吸引，将它们作为自己的本体论。他们还被交易认识论 （transactional 
epistemologies ) 和辩证方法论所吸引。与此同时,他们又保持了对于一种行动导向的 
历史和结构框架的忠实。 

在第11章中，弗劳和莫里斯勾勒出了批判唯物主义文化研究项目的大致轮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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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种多样的女性主义、族性和批判种族研究、男女同性恋及酷儿理论、后殖民及文化 
传播研究，以及本土民族的学问。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碰撞和互动，这种碰撞和互动 


塑形了文化研究的各种现代版本，而且产生了对于文化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包 
括审美的、政治的、人类学的、表演的、历史的和空间的表现形式——的敏感。因此，现 
在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澳洲一亚洲文化研究,亚洲 一大洋 洲文化研究，拉美、墨西哥和奇 
卡诺人 （ Chicana ) ①文化研究，不列颠黑人文化研究，以及爱尔兰、英国、西班牙、意大 
利、曰尔曼和非洲文化研究的著作。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学生们少不得要和诸如认同、位置、全球化、本土、国家地位 
和差异这些意义复杂的术语纠缠一番。这些术语在媒体中一直存在争议，而且在那些 
由新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所定义和塑形的领域内以行动而非语言得到体现。文化研 
究的学者们审视了意义在各种媒体形态之间及其内部的移动，并由此产生了关于马多 
纳 （ Madonna ) 、埃尔维斯 ( Elvis ) ②、海湾战争以及安妮塔 • 希尔 （Anita Hill ) ③的研究， 
还有关于博物馆、旅游景点以及购物中心的"记忆工作”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人们 
可以愈加清楚地看到文化是一组由认同和社区的意义圈起来的彼此竞争和冲突的 
实践。 

界定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是不断变化的，目前要使这一领域成为一种正在形成的 
严肃的学科，尚缺乏一种公认的标准谱系。尽管如此,一些主导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诸 
如对于曰常政治和人际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在文本主义、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 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的争吵，以及围绕着现代公民身份梦想的无休止 
的争论等。 


性学与酷儿理论 


批判种族理论将种族问题和复杂种族主题的概念平等地引入了定性研究领域。 
随后就轮到酷儿理论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 是:对 关于一个未经反思的、统一的性 
(和种族化)主题的概念进行质疑和解构。在第12章中，盖姆森记录了主流社会科学 
如何被迫面对性的政治以及种族的政治这一故事的发展。他展示了关于性的研究长 
期以来就是与定性研究（生活故事、人种学）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将曰常生活中同性/ 
异性二元论彻底揽乱的方式，酷儿理论为关于男性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以及女性同性 
恋的多重话语创造了空间。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审视各个社会领域是怎样 （ 至少 
是部分地)被这种同性/异性二分法所构造的。他们必须 询问： 这种隐密的认识论是 
如何成为曰常生活中性实践以及物质实践的中心的？酷儿理论对这种认识论形成了 
挑战，因为它解构了统一主题的理念。同性恋成为了一个主题，成为了为调查如何创 


① 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的妇女或少女。 一 -^译者注 

② 马多纳和埃尔维斯均为美国著名歌星。——译者注 

③ 1991年,美国黑人女性(安妮塔_希尔）指控黑人大法官克拉林斯 • 托马斯 （Clarerice Thomas) 曾对自己 
实施性骚扰，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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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协商并改变群体边界提供的资源。由于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 
认识到自我及其认同是如何嵌入于制度和文化之中的，因此这两种分析在这个领域的 
研究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总_ 

如果一个研究者要成为摆弄工具的解释者，那么他就不应该对于本书中第 n 部分 
中出现的那些范式与视角感到陌生。研究者必须理解各种范式或视角的基本伦理、本 
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并能够将其运用于对话之中。不同范式和视角之间的差 
异在实践的、唯物的和曰常的水平上都有着显著的、重要的含义。只要不同范式或视 
角的信徒们不断地共同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同时尝试在他们达成共识的领域共 
同进行建设工作,那么范式之间的差异必将日益淡化。 

同样明显的趋势是，将不会存在单一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部分的而且是 
不完全的。正如林肯和古巴在第6章中所声称的那样，未来将不会存在所有社会科学 
工作者都认可的单一常规范式。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特征为多重性、意 
义之间的竞争、范式的论战以及新的文本形式。这是一个解放的年代，我们已从一个 
单一真理王国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从一个戴着单一色彩眼镜看世界的习惯中解放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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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间的争议、矛盾及正在出麵融合 mm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O 伊冯娜 • S . 林肯伊贡 .G . 古巴 


在为本书第 1 版所撰写的章节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各种研究范式为争夺正 
统性以及知识活动与范式的霸权所进行的斗争 （Guba & Lincoln , 1994) 0 我们所 
讨论的后现代范式（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①就与标准的实证主义和 
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存在着争夺正统性的关系，同时它们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争 
夺知识活动正统性的关系。在该文问世后的6年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已 
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在正统性问题上，我们经观察发现那些谙熟方法与范式文献的读者们在慎 
思熟虑之后已经开始对某些本体论与认识论产生了高度兴趣，这些本体论与认 
识论与那些在过去被当作常规社会科学基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 
差异。第二，甚至那些一直接受定量社会研究训练的知名研究者们（包括我们自 
己）也愿意更多地了解定性研究方法，因为那些在研究生院中接受指导的新的年 
轻学者们正不断地就定性研究方法提出严肃的问题，并寻求在定性研究取向的 
研究和论文写作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第三，与定性研究有关的文本、研究论 
文、研讨会和学习材料正在爆炸式地增长。事实上，社会科学已经呈现出一种向 
更具解释性、后现代性和批判性的实践和理论转变的明显趋势，要想忽略这种趋 
势是极其困难的 （ Bloland ， 1989 ,1995) 0 这种非实证取向已经创造出了一种语 
繞，在这种语境中，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可以躲避开各种竞争范式的支持者们的挑 
战。此外，我们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使用新范式研究的研究者数量每天都在增 
加。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无疑地说 :后现 代范式的正统性已得到充分确立，至少它 
已经与已被接受的范式和常规范式具备了同等程度的正统性 （Denzin & Lincoln , 
1994) 0 

就后现代范式中的霸权或支配权而言,很明显，格尔茨 （ Geertz, 1988， 1993) 


①批判理论有多种版本，包括古典批判理论,它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最为 紧密; 后实证主义陈述，它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脱离出来，但在对常规的严谨标准的坚持这一问題上仍是实证主 义的; 还包括后现代主义者、 
后结构主义者或带有建构主义取向的各种类别。可 参见: Fay ,1987; Carr & Kemmis, 1986; Lather， 1991;亦可参见 
本书第 22 章、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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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派间界限将日渐淡化”的预言已经飞快地得到了证实。研究方法论已不 
能再被看作一组可以普遍应用的规则或抽象物了。方法论已经无可避免地从特 
定学科的本质（如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特定视角 （ 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 
和酷儿理论等）之中产生出来，并和这些学科和视角交织在一起。因此，举个例 
子说,我们就可以阅读诸如奥利森（本书第8章）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 
或是阅读如盖默森（本书第12章）等酷儿理论家的著作，或者我们在将次级文本 
理解为一种学校教育实践中教师的赋权和民主化的同时也接受将教师视为研究 
者的论断 （ Ki nc hel oe ，1991)。 事实上，各种范式之间已经开始出现“杂交”趋势， 
以至于两个理论家可能在过去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现在在一种不同的理 
论纲目下看起来却像是在为对方的观点说话。举个例子说，我们自己的著作就 
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动研究的实践者们和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的影响。因 
此，仅仅声称范式之间存在着竞争还是不够的，更有益的工作应是去探索各种范 
式之间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表现出融汇，又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表现出差异、争议 
和矛盾。 


所有范式面临的主要议题 


在为本书第1版撰写的篇章中，我们将自己的立场归纳总结在两个表格之 
中。第一个表格是关于范式的公理本质的（当时我们所讨论的范式有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Guba & Lincoln, 1994, p . 109,表 6. 1 ) ，在第二 
个表格中则列出了我们认为可以用来区分这四个范式的最基本的议题 （Guba & 
Lincoln, p . 112, 表 6.2 )。 在本书中我们再次列出这两个表格，以帮助读者回忆起 
我们以前的论述。这些公理为已经存在的和正在产生的范式定义了本体论的、 
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这些都被列在表 6. 1之中。在我们所审视的议题之 
中，研究的目标、知识的本质、知识积累的方式、好的标准 （ 严谨或效度）或质量的 
标准、价值、伦理、声音、训练、适应和霸权等是经常会引起争议的议题，这些都被 
列在表 6. 2中。对这两个表格的审视将使读者重新熟悉我们在本书第1版中所 
做的处理。当然，如果读者还想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阅读原书中的有关 
章节。 

自从那本书问世后，至少有一组作者[约翰.赫伦 （John Heron) 和 彼特. 里森 
(Peter Reason)] 详细分析了我们的 表格， 并在表格中补 充进了 “参与/ 合作 ” 
(participatory/coorperation ) 范式 （ Heron ， 1996； Heron & Reason ， 1997 , pp. 289-290 ) 。 
这样，在本章中除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以外,我们还加乂 
了参与范式 [ 补充一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的诠释学阐释已深深地嵌 
入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建构主义）之中]。 



建构论 

实在论—— 

被本土化地、 

有针对性地 
建构的现实 

交流的/主观 

主义的/创造 

的发现 

诠释学的/辩 


批判理论等 

历史实在论——被社会的、政治的、 
文化的、经济的、伦理的和性别的价 
值所塑形的实质 现实; 随时间的发展 
而逐渐形成 

交流/主观 主义； 由价值调节的发现 


对话的/辩证的（方法） 


a 

批判实在论——“真实”的现 
实，但只能不完全地而且是概 
率性地理解 

经修正的二元论/客观 主义； 
批判传统/ 社群； 发现可能是 
真实的 

经修正的实验/操作（方 法）； 

批判多元 主义； 对假设的证 

伪; 可以包括定性方法 

实证主义 

天真的实在论——“真实” 
的现实，但可以理解 

二元论/客观 主义； 发现是 

真实的 

实验/操作的（方 法）； 对假 

设的 证实； 主要使用定量 

方法 

血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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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理解; 重建 

围绕着共识结合起来的个 
体重建 

更多知识和更复杂的 重建； 

通感 ( vicarious ) 经验 

可信赖性和真实可信性 

包含价值-成长的 ( formative ) 

内在的 ：揭露 的过程 倾向； 
特殊的难题 

作为多重声音重建推动者 

的“激情洋溢的参与者” 

再社 会化; 定性和定量; 历史; 利他主义和賦权的价值 

不可通约的 


批判理论等 

批评和 转型; 恢复和解放 

结构的/历史的洞察力 

历史修正 主义; 根据共性进 

行的普遍化 

历史 定位; 无知和误读的侵 
蚀; 行动刺激 

内在 的:揭 露的道德倾向 

作为倡议者和行动者的“变 

革知识分子” 

寻求承认和投入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解释 :预测 和控制 

经证实的、作为事未被证伪的、可能 
实或法则建立的是事实或法则的 
假设 假设 

增长——为“知识的大厦添砖加 

瓦”;普遍化和因果联系 

常规的“严谨”标准 :内部 和外部 
效度、可靠性及客观性 

价值无涉一否认价值的影响 

外在的 :欺骗 的倾向 

为决策者和变化的代理人提供信 

息的“公正无私的社会科学家” 

技术的和定 量的； 技 术的; 定量的和定 
实质理论 性的; 实质理论 

可通约的 

对出版、资助、提升与合同的控制 

nn 

研究目标 

知识的本质 

知识的积累 

“好”的标准或质 

量标准 

价值 

伦理 

声音 

训练 

适应 

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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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的目标是以赫伦和里森的补充为基础来重新组织这些议题，以反 
映当代的新思潮，并进一步展开我们的分析。我们所选择的议题既包括了我们 
最初的构架，也包括了赫伦和里森 （Heron & Reason ,1997) 所提出的补充、修正和 
扩充，此外我们还选择了自己认为在当前最为重要的议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对我们来说，“重要” （ important ) 有几层含义。一个重要的主题可以是引起广泛 
争论（甚至是激烈辩论）的——效度就是这样一个 议题; 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可以 
预示着某种新意识 （ 例如对价值角色的承认这样的议 题）； 一个重要的议题还可 
以详细地阐明了某一范式对另一范式的影响（例如女性主义、行动研究、批判理 
论和参与模型等怎样影响了研究者对于研究所实施的社区以及社区内在行动的 
构想）。此外，某些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还可能因为刚刚出现了与它们有关的 
新理论或延伸的理论以及（或者）田野工作导向的处理方法——声音 （ voice ) 和 
反思性 （ reflectivity ) 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 

表 6.3 是对最初的表 6. 1的重复，但增加了由赫伦和里森 （Heron & Reason , 
1997) 提出的参与范式的公理。表 6.4 中列出了七个议题，它还对老的表6,2中 
最初提出的部分议题做了更新。1994年版的表 6.2 中的“声音”在此被更名为 
“研究者的姿态”，而“声音”经重新定义后被插人了当前的表 6.5 中。除“研究 
者姿态”之外，所有关于参与范式的条目都是由赫伦和里森提出的。另外在一个 
他们所未涉及的地方，我们补充了一个自信能反映他们看法的符号。 

我们无意在此重述在本书第1版中已经反复讨论过的材料。相反地，我们 
将全力集中讨论表 6. 5中提到的 议题: 价值论、适应和可通约性、行动、控制、真 
理和知识的基础、效度、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表现。我们相信这是七个 
当前最重要的议题。 

我们一方面认为这些议题极具争议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它们为对话、 
共识和融汇的形成创造了知识活动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空间。观点的交织、多重 
视角的合并，以及借用或称现学现卖（其中借用似乎是非常有益的，增加了丰富 
性或是带来了理论上的启发）等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 
自己是社会建构论者，但在我们对嵌入于真实性标准[我们在《第四代评价》 
(Fo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 Guba & Lincoln ，1989) —书中对该标准进行了详细 
说明]的行动的呼吁之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体现于批判理论视角中的行动 
倾向。再如，尽管赫伦和里森不吝笔墨地阐释了他们称为合作范式的模型，但只 
要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不难发现某种带有后一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批判理 
论取向的研究形式。因此，那些谙熟多种研究理论或范式流派的读者们就会发 
现许多思想潮流汇集到了一张扩大的表格之中。正如劳雷尔.里査德森 （Laurel 
Richardson ) 所指出的，这意味着类型“是变动不居的，事实上应该成为类型的东 
西总是在改变和扩大”（私人交流，1998年9月2日）。她还注意到“甚至就在我 
们写作的同时，范式之间的边界就已发生变动”。这也正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格 
尔茨所谓“流派界限淡化”的范式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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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种比较松散的定义，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立场归人建构论阵营。我们 
不相信判断“真实性”或有效性的标准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标准 （Bradley & 
Schaefer , 1998) ，而宁愿相信它们是从社会公众关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有 
用的以及什么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关于行动和之后步骤的意义）这些共识中生发 
出来的。我们坚信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好的划分是由群体和个人围绕着这些现象 
进行的制造意义的行动组成的。这些制造意义的行动本身正是结构主义者或建 
构论者所最感兴趣的，因为正是这些制造意义/制造理解/归因的行为在塑形着 
行动（或互动）。在人们发现制造意义的行动是不完全的、不完善的（如歧视的、 
压迫的或不自由的），或者是畸变的（从可被证明是错误的数据中创造出来的）情 
况下，这些行动本身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还尝试着吸收了一些其他主要的非实证主义范式视角。这不是一个完 
全的总加，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本章中我们所希望做的是 
使读者们能够熟悉一些更大的流派、论断、对话以及启发性的写作和理论，最好 
是能使大家看到一些或许连作者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东西 ：比如 ，融汇在何时何处 
会成为可能？有建设性的和解会在何处达成？各种不同的声音会从哪里开始变 
成美妙的合唱？ 

价值论 

在早期版本中，我们是将价值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或现象学者们可能会有 
某种“立场”的“议题”放人表中的 （Guba & Lincoln , 1989,1994 ； Lincoln & Guba , 
1985 ) 。幸运的是，我们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保留了变得更聪明或是干脆改变主 
意的可能性。而现在我们也确实把这种可能性付诸现实了。现在我们对于“价 
值论”是否一定要与“基本信仰”组合在一起已经产生了怀疑 （ 但在表6 . 3中并未 
反映这一点）。在《自然主义的探询》 （ A^toratoic Tnguiry ; Licoln & Guba ,1985) 
一书中，我们讨论了价值介人探询过程的若干种方式，包括对问题的选择、对引 
导问题的范式的选择、对理论框架的选择、对主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选 
择、对语境的选择、对已经存在于语境之中的价值的处理，以及对展示结果的格 
式的选择等。我们相信这些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将价值作为 
区分实证主义、常规的研究模式和解释主义的研究模式的一个要点。 

在对当前迅猛增长的文献进行了“再阅读”之后，我们再次考虑了自己的基 
本理论，最后得出的结 论是： 实际的议题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大得多。如果我们 
能够再从头开始的话，我们会将价值——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价值论，即讨论伦 
理、审美和宗教问题的哲学分支——作为范式讨论的基本哲学维度之一部分。 
在我们看来，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伦理是嵌入于范式之中，而非外在于范式 
的（本书中克里斯琴斯撰写的第5章就提供了一个例证）。同时，这还将有助于 
我们去思考精神性在人类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并就此展开对话。颇可争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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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曾一度“从定义上被摒斥”于科学研究之外，其原因仅仅在于它也关注“宗 
教”问题。但如果宽泛地定义“宗教”，使之能将精神性包含进来，将使建构论者 
更接近于参与研究，同时也会使批判理论者更接近于建构论和参与研究 （ 批判理 
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从压迫中获得解放以及人类精神的自由，而这些都是深层 
次的精神性关怀）。既然如此，将价值论补充进基本议题之中就提供了一种使各 
种各样的解释主义研究模式得以更好融合的方式。正如里森 （ Reason , 1993) 、林 
肯和邓津 （Lincoln & Denzin , 1994) 在早些年所指出的那样，此处可以为里森对 
“神圣的科学”以及人类功能的深层关注提供正统性依据，也可以使劳雷尔.里 
査德森所谓的“神圣的空间”变成人类研究的权威地点，还可以成为精神性与社 
会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场合——甚至是唯一的场合。 

适应与可通约性 

实证主义者与后实证主义者们偶尔还会声称不同范式在某些方面是可通约 
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按照某种能使双方有可能同时实践的方式改造成对方的 
模样。我们曾辩称在范式的水平上或者在哲学的水平上，实证主义者与后实证 
主义者的世界观不可能相互通约，但是在各种范式内部，混合的方法论 （ 或策略） 
却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Guba & Lincoln , 1981,1982,1989,1994 ； Lincoln & Guba , 
1985) 。 因此，我们在《有效评价》（切 fecfiw Evaluation ) 一 书中 指出： 

最适合于反应性评价 （resposive evaluation ) 的指导性研究范式是 . 自 

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或民族志的范式。人们将发现定性技术是支持这种方 
法的最适当的典型研究技术。当然，有时候听众提出的议题和关注要求我 
们由诸多常规的方法中抽取出最好的方法来，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在 
这些情况下，反应性的常规评价者将不会在合适的方法应用上做任何让步 
(Guba & Lincoln ，1981， p . 36 ) 。 

我们一直试图澄清一个问题，虽然许多新自然主义的、民族志的、现象学的 
和个案研究方法的批评者们假定相反，社会科学中产生的“争论”并非是关于方 
法的①。直到1998年，韦斯 （ Weiss ，1989) 还在声称“某些评价理论家——最明显 
的例子是古巴和林肯——坚持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一项评价中将定性的和定量的 
研究方法合理地结合起来” （ P . 268 ) 。尽管我们早在《第四代评价》 （1989) 一书 
中就已 指出： 

这些尚未解决的主张、关注和议题成为了评价者信息收集的高级组织 

者 . 这些信息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信息。与许多人的错误 

理解相反，响应性评价从未排除过定性的方法，它所处理的是任何对未解决 

①如想更清楚地理解方法是怎样成为了范式的替身，或我们最初的（我们自认为是相当清楚的）立场是怎 
样被误置的,请参见: Lancy,1993i 或更近的 著作: Weiss ,1998,特别是第268页的内容。 





的主张、关注或议题构成回应的信息 （ p . 43 ) 。 

在更早时候我们还在《自然主义的探询》 （ Naturalists Inquiry ,!^ ) 一书中 
明确地 断言： 

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在自然主义范式中得到强调，并非因为这种范式 
本身是反对定量研究的，而是因为定性方法更容易把“人作为研究的工具” 
( human - as - instrument ) 。正因为自然主义范式和常规范式经常被（错误地） 
分别与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划上了等号，读者们应该特别注意到这种 
反定量姿态的缺失。事实上，信奉自然主义的调查者们可以有很多机会使 
用定量的数据——这种机会可能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 pp . 198- 
199) 0 

既然已经证明了我们当时并非 （ 现在也不曾）在谈论某种反定量方法的姿态 
或是有意识地排除过什么方法,而是在谈论范式所建构的哲学，那么我们就可以 
再次就可通约性提出问题 了：范 式之间真是可以通约的吗？有无可能将某一范 
式中的因素融人另一范式之中，使得我们从事的研究可以同时汲取这两种范式 
的精华呢？在我们看来，答案应该是谨慎的“可以”。特别是当不同模型（范式） 
之间共有着一些相似的或能够引起共鸣的公理性要素时更是如此。由此可 
见——举个 例子说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很明显是可以通约的。同样 
地，解释主义的/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建构论和参与研究之间也能够很好地彼此 
适应。只有在研究者们想在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模型的公理之中“挑一挑，选一 
选”时，可通约性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公理总是彼此矛盾和互斥的。 

对行动的呼吁 

要展示范式之间存在的争议,有一个最清楚的办法就是去比较实证主义/后 
实证主义的信徒们和解释主义者的信徒们对行动的看法，前者将行动视为对于 
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的某种形式的玷污 （ contamination ) ， 而后者则将研究结果中 
的行动视为研究过程的一个有意义的重要产出。实证主义的信徒们坚信行动要 
么是一种煽动的形式,要么是一种主观性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将对“客观性” 
这个目标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家们却总是在倡导不同程度的社会行 
动——从推翻某些特定的非正义实践一直到对整个社会的激进变革。对行动的 
呼吁——无论是就内部转型而言的（例如使自己摆脱虚假意识的控制），还是就 
外部社会转型而言的——在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批判理论家（包括女性主义和 
酷儿理论家）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然而，向行动最激烈的转变却发生在建构论和参与现象学的模型之中，在这 
种转变之中，从解释和理解向行动迈出的这一步或许是从概念上说最有趣的地 
方（ Lincoln , 1997， 1998 a , 1998 b ) 。 对于某些理论家来说，向行动的转变是对于一 
种普遍的不将评价结果付诸实用的潮流的回应，也是一种对渴求创造出新评价 


6 范式间的争议、矛盾及正在出现的融合 187 


形式的回应，这种新评价形式可以吸引那些会坚决贯彻提出了有意义行动计划 
的建议的支持者 （Guba & Lincoln , 1981 ,1989) 0 对于其他人而言，对行动的接受 
则是一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承诺（参见本书第3章、第5章、第20章。还可参 
见 ： Carr & Kemmis ,1986 ;Schratz & Walker , 1995) 0 

无论研究者所要回应的问题之根源是什么，将研究、政策分析、评价和社会 
解构（例如，对于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家长制形式的压迫的解构，这主要反映了女 
性主义理论化的 情况; 再如对嵌人于公共政策之中的“同性恋恐怖症”的解构）等 
与行动联系起来的这种变化已经开始成为大量新范式研究工作在理论上、实际 
中以及在实践导向水平上的特征。行动现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话题，它反映 
了各种范式的奉行者之间的持久争论。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者与其他 
新范式研究者们在对社会行动的授权——特别是对那些在研究者的帮助与合作 
下由研究参与者自己设计或创造、其目标指向研究参与者本人的行动的授 
权——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许多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研究 
者们仍然认为“行动”仅属于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外的社会群体（如决策者、立 
法者以及政府官员）的领域。奉行强硬路线的基础主义者 （ foimdationist ) 们假定 
行动的感染力会影响甚至削弱客观性，而客观性恰恰被认为是严谨的科学研究 
方法的特征。 


控制 

另外一个越来越成问题的争议集中在对研究中控制问题的讨 论:谁 来开始 
研究？谁决定研究中突岀的问题？谁来决定研究的发现由什么构成？谁来决定 
怎样收集数据？谁来决定是否将研究结果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公开？谁来决 
定怎样再现研究的参与者们？让我们说得再清楚 一些： 控制的议题深深地嵌入 
于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等问题之中 （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论 
述），但这只是对新范式研究者们而言的。对于那些奉行更为常规范式的研究者 
们来说，控制的议题已被有效地与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的议题隔离 
开来，因为后面这些议题都或多或少地威胁到研究的严谨性 （ 特别是客观性和有 
效性）。而奉行新范式的研究者们却已经认识到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一些显著的 
范式问题实际上是彼此重叠的，而且方法论与价值论也是在逻辑上彼此重叠的 
( Lincoln , 1995， 1997) 0 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于研究的控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问题，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研究者如何获得参与者们真诚参与的问题 
(例如古巴和林肯在1981年所描述的，他们如何在一项评估的进行过程中与利 
益相关者群体联系，并试图让他们不仅旁观而且参与进来）^ 

批判理论家们，特别是那些从事社群组织项目的人，常常会痛切地感受到让 
社群成员或研究参与者控制自己的未来是多么的必要。建构论者希望参与者们 
能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包括提出一些任何研究都感兴趣的新问题，以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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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使社群内部和外部的公众都能更广泛地共享研究成果的大致方案等。按 
照参与式研究的研究者们的理解，被当地语境中的成员们所控制的行动正是社 
群内研究的目标。对于这些范式的信奉者来说，控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煽动”的 
问题——“煽动”是一个多少带有欺骗性的术语，它常被用来在某种更大的元叙 
事中对研究的客观性、严谨性和公正性进行攻击。相反地，在新范式研究者们看 
来,控制是一种带来解放、民主和社群赋权的手段，是打破原有的权力不平衡，以 
使过去处于边缘的群体能够发出声音 （ Mertens , 1998) 或获得“人类的繁荣” 
(Heron & Reason , 1997) 的手段。 

围绕着控制而展开的争议，为人们观察一种我们称之为“向卫理公会派教徒 
提天主教问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说法是1980年代早期我们 
办的学习班中一个学员提出来的，我们用它来描述日益严重的提问无合法性的 
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参照框架根本不是为这些问题而准备的，因此问题变得毫 
无意义（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向穆斯林信徒提印度教的问题”，它从另一 
个意义上说明了不同的范式、不同涵盖性的哲学或神学之间其实是不可通约的， 
而某一框架中的问题在另一框架中只有很小的意义，或者根本就是无意义的）。 
范式的系统表述之间的互动使得控制与客观性的要求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了一 
起。客观性源自启蒙哲学对物理世界知识的规定，这种知识是被假定为与人们 
所能了解的知识彼此分离的 （Polkinghome , 1989) 0 但是，如果关于社会世界（与 
物理世界相对应）的知识本来就植根于个人所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逻辑的世界 
里制造意义的机制之中，那么这些知识就根本无法与认识者分离，而是植根于他 
或她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的或逻辑的设想之中 （ Polkinghome , 1989 ； Sanlner , 
1989)。 


范式中真理与知识的基础 

在人们对世界的经验之外是否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放的 
问题。在现代的（也就是启蒙的、科学方法的、常规的和实证的）研究者们看来，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对真实性的有缺陷理解“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真正 
的”真实性或实在。不仅如此，人们只有通过运用排除了人类理解干扰的方法， 
才可能接近这种真实性或实在。对于实证主义传统中的基础主义者来说，有关 
真实性的科学真理和知识的基础乃在于使用严谨的方法，用一种尽可能去除了 
人类的偏见、错觉和其他“幻象”的模板 （ template ) 去验证社会现象 （Francis 
Bacon ;转 引自： Polkinghome , 1989) 0 正如保尔金霍 恩 （ Polkinghome , 1989) 所清楚 
表述的： 


客观领域独立于认识者对它的主观经验之外，这一思想可以在笛卡尔 

的二元实在论中找到，它对客观领域和主观领域做出了区分 . 当真实被 

分裂为客观和主观两个领域之后，只有在客观领域内的东西才可以被“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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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了解。真实的知识仅限于物体及其在时间和空间领域中的联系。人类 

的意识也因其是主观的而被与科学隔绝，从而也不是真正可知的 （ P . 23)。 

现在，真理与知识的模板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它可以定义 
为理性过程的最终产物，可以定义为经验理解的结果，也可以定义为经验观察的 
结果，还可以定义为其他的什么。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的参照物都是物理的 
或经验的世 界:包 括与这个世界的理性结合、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它的经验 
观察等。实在论者一向以存在着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基本预 
设，在个别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同时是基础主义者，并同意所有这些定义的方式都 
植根于外在于人类心智的现象之中这样的观点。尽管我们可以思考它们、体验 
它们或观察它们，但它们却是先验的，我们可以谈论它们，但不能直接理解它们。 
实在论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基础主义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某些基础主义 
者 声称: 真实的现象一定暗示着存在某种可检验其是否真实的最后的终极标准 
(尽管我们可能很难决定这些标准是什 么）； 而非基础主义者们则倾向于认为根 
本不存在这样的终极标准，只存在我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之下所能接受的 
标准。基础主义标准是通过发现得到的，而非基础主义的标准则是通过协商得 
到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实在论者同时就是基础主义者，而许多非基础主义者和 
反基础主义者同时就是相对主义者。 

把现实主义与基础主义联接起来的本体论观点是一种与建构主义的假设前 
提相吻合的观点，它瓦解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互脱节的康德式范畴。这种本体 
论观点非常适合于新范式主义的研究者。批判理论家、建构主义者以及参与/合 
作的研究者们的首要兴趣点恰恰就在于主观的和主体间性的社会知识，以及由 
人类意识所生产的人类行动者是如何积极建构并合作创造出这种知识来的。不 
仅如此,新范式研究者们开始饶有兴趣地开发社会知识领域，依靠各种各样社会 
的、知识活动的和理论的探索来获取信息。这些理论探险 包括： 索绪尔式 
( Saussurian ) 语言学理论，它将词语之间的所有联系以及这些词语的含义视为一 
种处于某种语言系统之中的内部关系的 函数； 文学理论中的解构流派，它试图解 
除文本与任何本质主义的或先验的意义之间的联系，而将文本重置于作者与读 
者共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之中 （ Hutcheon , 1989； Leitch , 1996 ) ；女性主义 
( Addelson , 1993 ； Alpem , Antler , Perry , & Scobie , 1992 ； Babbitt , 1993 ; Harding , 
1993) 、种族和族性理论（1<； 011£ 1 0 ，1990，1997 ; 1^1^,1991),以及酷儿理论（本书第 
12 章），它们试图探索和揭示在统治和被统治的性别、身份认同、种族和社会世 
界之间存在的压迫和历史性殖民；后现代历史阶段 （ Michael , 1996) ,它指出真理 
是片面的，认同是不固定的，语言是一种模糊的指示系统，而方法和标准则带有 
潜在的强制性 （Ellis & Bochner ,1996) ;社会变迁的批判理论 （ Carspecken , 1996; 
Schratz & Walker ,1995) 等。在新范式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研究者看 
来，那种无穷丰富的调查领域 （ 必须）被严格地从先验主义的科学观中隔离出来。 
因为经过个人与社会群体创造，并经常再创造和共同创造而产生的精神、社会、 
心理、语言世界的丰富性，足以使研究者可以自由地择取文本，以压缩的形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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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他们与研究参考者的关系，用题字、再题、元叙述和其他修辞策略公开展现人 
类行动，然而人类行动被展现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被局部化、暂时化的问题是 


模糊不清的。解读题字形式的过程和元叙述的修辞方法是发生学或考古学的 
( Foucanlt ,1971 ； Scheurich ,1997) ，所谓发生学就是揭示那种沉积下来的、被作为 
真理接受的观点的源泉 （ Polkinghome , 1989， P . 42 ) 。 

新范式研究者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加人了有关基础的论战。批判理论 
家——特别是带有更多实证主义色彩且偏向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理论家 

们-倾向于基础主义的视角，但有一点显著的差别。他们不是将基础的真理 

和知识置于一些“外在的”外部真实性之中，而是倾向于将真理的基础置于造成 
压迫、不公正和边缘化的特定的历史、经济、种族和社会基础之中。认识者不再 
被描述为是隔离于客观现实之外的，而被视为在这些历史现实之中的不清醒的 
行动者（“虚假的意识”），或虽然对压迫的历史形式有所认识，但由于冲突而不 
能或不愿在这一历史时刻针对某些历史形式采取行动以改变一些特定的条件 
(“ 分裂的意识” ） 。这样批判理论的“基础”就是一种二元性 :社会 批评分别与积 
奋和解放的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意识相联系。社会批评可以独立于社会变迁而存 
在，但二者对于批判视角都是极为必要的。 

在另一方面，建构论者则更倾向于反基础的观点 （ Lincoln , 1995,1998 b ； 
Schwandt , 1996 ) 。反基础 （ antifoundational ) 这个术语表示了一种态度，即拒绝接 
受任何可用以认识普遍真理的永久不变的（或“基础的”）标准。正如作者之一 
所强调的，真理——以及任何对什么是有效知识的同意——都产生于某些利益 
相关社群成员之间的联系 （ Lincoln , 1995 ) 0 人们所同意的真理可能只是社群关 
于什么可以被接受为真理的协商的产物（尽管这种陈述本身也充满了 问题； 参 
见 : Guba & Lincoln , 1989 ) G 或者这种同意最终只是一种对话的结果，这种对话 
将,有关真理主张及效度的争论通过客观性和相对性这两个敌对的阵营送交“通 
过'某一话语参与者们的争论而形成的一种对效度的共同体的测试” （ Bernstein , 
1983 ; Polkinghome , 1989； Schwandt , 1996 ) 0 这种“交流的、实用的效度概念” 
( Rorty , 1979) 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就是依靠社群的叙述而产生的， 
其自身亦服从于使社群得以产生的历史的、世俗的条件。施瓦特 （ Schwandt ， 
1989) 也声称这些话语（或称社群叙事）能够而且应该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 ：道德 
的考虑、扎根于批判理论家们的解放叙事之中的前提、罗蒂的实用主义哲学、建 
构论研究的民主关注，以及参与和合作研究所关注的“人类繁荣”目标。 

围绕着基础主义（或在更低程度上说，围绕着本质主义）的争议似乎不太可 
能通过不同范式信徒之间的对话得到解决。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种“后现代 
转向 ” （Best & Kellner , 1997) ——它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强调自我认同 
的流动性而非固定性，并强调一切真理的片面性——将简单地推翻现代性的信 
徒们关于一种客观真实的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已经在物理科学中 
出现了。我们可以预测（尽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未必会看到），也许会有一天 ，一 
个受人类有限的主观实在唆使的客观实在的二元论思想会变得像“地球是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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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样诡异可笑。 

效 度：一 个延伸的议程 

在有关范式差异的对话中，围绕着效度所扩展的争论无疑是最为丰富多彩 
的 （Howe & Eisenhart , 1990 ； Kvale , 1989,1994 ； Ryan , Greene , Lincoln , Mathison , & 
M ertens ， l 998 ; Sch eu ri c h ， l 994 ,199 6 )。 效度与客观性不同。我们有相当有力的 
理论的、哲学的和实用的基本原则来检验客观性的概念并发现它所需要的东西。 
甚至在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它也被视为在概念上存在缺陷。但效度则是一 
个更令人头疼的建构，对新范式的奉行者来说，它既不可被轻易忽视，也不可被 
轻易定形 （ E ne rst ve dt ,1989 ; T Sc hudi ，1989)。 效度不能被轻易地忽视，是因为它 
指向了一个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的 问题: 这些发现是否足够真实可信（与某种真 
实性同构、值得信赖、与他人建构其社会世界的方式相联系），以至于我们在按照 
它们的推论行动时可以相信自己？更进一步说，我们是否有充足的信心根据这 
些发现来构筑社会政策与制定法律呢？与此同时，由于对效度的激进重构，研究 
者们不得不面对多样的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关于什么是严谨研究的 法则。 

围绕着效度的一个议题是方法与解释之间的合并。后现代转向认为没有任 
何方法可以带来终极真理，事实上它“怀疑所有的方法”，并认为越是这样做，他 
们的主张所带来的真理就越多 （ Richardson , 1994 ) 。因此，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 
某些方法较之其他方法更适用于研究人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Lincoln & Cuba , 
1985 ) ，但没有人会声称某一种方法 （ 或一组方法）就是通往终极知识的金光大 
道。但在新范式研究中，除了方法以外，解释的过程也同样承诺会带来某些本土 
的或扎根于文本的真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同时展开的论断。第一个是借用 
了实证主义的论断，它要求在运用方法时必须保持一定的严谨。而第二个论断 
则在认定某一解释较另一解释更为卓越以及在为某一项解释性研究本身确定框 
架和边界的时候，要求一种社群的赞同和某种形式的严谨——也就是说推理过 
程要经得起推敲，要与作者或读者已知的现实相符合。在我们真正理解事实上 
存在两种形式的严谨之前，我们就已经组装了一组方法论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 
是从一批早期有思想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者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些方法论 
标准之所以至今仍然可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 决非无足轻重的） 一 个原因 
就是它们保证了诸如“延长的约定”和“持续的观察”之类的议题会得到足够的 
重视。 

在最近的著述中，第二种形式的严谨引起了最多的重视 ：我们 是否是在解释 
上严谨的？我们能否相信由我们合作创造的建构可以提供对某些重要的人类现 
象的支撑？ 

人类现象本身也是争议的主题。古典的社会科学家们更愿意把“人类现象” 
限制在某些可以进行某种（科学的）概括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而新范式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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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则越来越关心某一种独特的体验，一个个具体的危机、顿悟或是发现的瞬间， 
以及那种在所有对常规的客观性、感觉和激情所构成的威胁中最重大的一种。 
什么会被算作是社会数据，这越来越依赖于赋予生活以叙述性质的人类经验所 
具有的经验的、具体的和情感的特质，而这种扩张正是社会科学家们所关心的。 
以埃利斯、博克纳（参见本书第28章）和里査德森（参见本书第36章）为代表的 
社会学家们以及以法恩（参见本书第4章）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我民族志 
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个人体验的方法非常关注，这既是为了挽救那种病入膏肓 
的定量化描述人类生活的社会科学抽象，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那些使得生活中 
充满冲突、变动和困难的因素。 

出于这种讨论的目的，我们相信接受一些对社会科学最偏激的定义亦并无 
不妥，因为范式之间的争议经常发生在这些对话的边缘。这些边缘部分正是划 
定边界工作开展的场所，相应地，这些部分也是最有希望能规划定性研究方法的 
近期发展和长远未来发展的地方。 ^ 


柘 准：是 有、何去何从 

在这些边缘部分上，围绕着效度产生了几种对话。第一种对话——也是最 
激烈的一种——是由施瓦特 （ Schwandt ，1996) 引发的，他建议我们“向标准学告 
别”，或者是对那些“决疑解惑、判断真伪对错的规则性规范”说再见 （ P . 59 ), 这 
些规范和准学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围绕着规范的迷信。然而，施瓦特本人 
却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标准“再 见”； 相反地，他与其他一些当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 
者一起将社会研究重置于一种新的框架之中，这种框架把专业的社会研究转化 
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形式，其特征为“不仅有常规的科学的考虑，而且有审美的、深 

谋远虑的和道德的考虑” （P. 68) 。当社会研究成为某种形式的实践哲学- 

种深深的质疑，质疑我们应如何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质疑我们所构想的人类知 
识与功能的潜力与限制^的实践时，我们就会对那些可能完全不同的判断社 
会研究的标准有一些最初步的理解。 

施瓦特 （ Schwa n dt ，1996) 提出了三种这样的标准。第一，我们应该找到一种 
社会研究，它“可以生产出补充和完善对社会问题的外行探索 （lay probing ) ，而非 
简单替换之的知识” ，一 种我们现在尚不知其内容，但可以从它那里寻求从不同 
的视角或角度来理解实践目的的知识形式。第二，他提出了一种“作为实践哲学 
的社会研究”，其目标在于“增强或培育研究遭遇中双方的批判智识”，这里的批 
判智识被定义为“参与道德批判的能力”。最后，他提出了我们可以将社会研究 
判断为实践哲学的第三种方式 ：我们 可以对作为实践哲学家的社会研究者作出 
判断，他（她）“是否获得成功可以根据他（她）的调査报告是否促进了人类判断 
的训练或标准化或者是否提高了实践智慧的能力来加以评估” （ pp . 69 ,70) 。 

但是施瓦特并不是唯——个想“对标准学说再见”的人，至少在他之前已经 
有人这么设想过。舒尔里奇 （ S C heuri C h ，1997) 就曾发出过类似呼吁，而史密斯 
( Smith ，199 7 ) 亦曾沿同一思路指出如果效度概念还要继续存在，并且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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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象学研究服务的话，就必须做大规模的重构工作（参见本书中第34章）。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保持标准，或我们作为科学研究群体应接 
受什么样的标准，而在于科学研究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这种本质是否应该经历某 
种转型，以及在某一转型计划中的标准基础应该是什么等。施瓦特 （ Schwandt ， 
1989; 1998年8月21日的私人交流）明确地表示转型和标准都植根于对话的尝 
试中。这些对话的尝试本身很明显地属于“道德话语”的形式。通过与对话体、 
实践智慧的理念以及道德话语的特定联结，我们可以看到施瓦特的许多工作都 
与批判理论、参与范式以及建构主义相联系并且对它们有所反思，尽管他本人一 
直否认真理的相对性 （ 有关建构主义、阐释学和解释主义形式的更详尽说明及批 
判，请参见本书中施瓦特所著第7章。他在文中清晰地说明了现实主义与非现 
实主义之间、基础主义与非基础主义之间的区别，其清晰程度远较我们在本章中 
所可能做到的为高）。 

让我们再回到嵌人于效度之中的中心问 题：当 我们拥有某些足够忠实地反 
映了某些人类建构的特定社会研究时，我们怎么能知道依据它来采取行动是否 
安全？或更为重要的，我们如何知道研究所涉及的社群成员依据它来采取行动 
是否安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关于我们应使用什么来对某一项 
工作进行专业的或业余的判断，还是有一些讨论的。下面我们就将讨论这种意 
义上的效度问题。 

作芴真輿性的故皮 

或许第一个非基础主义的标准就是我们为回应约翰 • K • 史密斯 （John K . 
Smith ) 的挑战（参见本书第34章）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标准中我们试图将标 
准定位于判断自然主义或建构论研究的过程与结果（而非方法的 应用；参见： 
Guba & Lincoln , 1989 ) 0 我们描述了社会建构论研究的五种潜在产出（评估是规 
范研究的一种 形式；参见 ： Guba & Li nco ln ，1981) ，它们分别根源于对我们已经尝 
试着描述并建构起来的范式的特定关注之中，并且与任何从实证主义遗产中延 
续下来的关注无关。而标准则根源于建构论范式的公理和预设之中——不超出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公理和预设外推和推论的范围。 

这些真实性标准——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就是真实 
的、可信的、严谨的或“有效的”建构论或现象学研究的特征——包括公正性、本 
体论意义的真实性、教育意义的真实性、催化意义的真实性，以及战术上的真实 
性 （Guba & Lincoln , 1989, f > P . 245-251)。公正性被设想为一种平 衡性； 也就是说，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视角、主张、关注和声音都应在文本中得到彰显。在我 
们看来，对利益相关者或参与者声音的忽略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偏见。这种偏见 
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对客观性的关注——这种关注从实证研究流传下来，它反映 
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盲点——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这种公正性更多地是被 
一些深思熟虑的尝试所定义的，这些尝试包括防止边缘化、在纳人问题上的肯定 
性行动，以及用有力的行动来保证在研究努力中所有的声音都有在任何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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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再现的机会，并保证他们的故事能得到公正和均衡的处理。 

设计本体论意义和教育意义的真实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确定一种意 
识层次的提升。而这些标准首先是由一个个研究参与者制定的，其次是由围绕 
着这些参与者或是这些参与者在研究中出于某些社会原因或组织原因而接触过 


的那些个人制定的。尽管我们没能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刻 （1989) 看到它，但在 


这一时间点上，按照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能够达到的水平，我们没有理由声称 
这些观点不能够构成对施瓦特（ Schwandt ，1996) 的“批判智识”的反思，或声称它 
们不具备参与道德批判的能力。事实上，我们最初提出真实性标准时带有强烈 
的道德和伦理意涵，而后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立场上 （ Lincoln , 1995 , 1998 a , 
1998 b ) 。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受到了批评者们猛烈的反对，甚至我们自己也 
只是到了后来才充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提议所暗含的意义（参 见： Sechrest ， 
1993)。 

所谓催化意义和战术意义的真实性，首先指的是某种给定的研究能够推动 
研究参与者一方的行动，其次是指它能够在研究参与者希望得到某些特定的社 
会和政治活动形式的培训时推动研究者 / i 平估者参加这种对研究参与者的培训。 
正是在这一点上，建构论研究实践开始表现出与批判理论行动、行动研究或是参 
与及合作研究等相似的形式，这些研究形式都以培养研究参与者创造积极社会 
变迁的能力或创造解放性的社群行动为基础。而奉行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 
社会研究者们也正是对这一点提出了最多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者的饪 
何行动都会引人主观性，削弱客观性，从而导致偏差。 

主观性和偏差的问题有着漫长的理论历史，在本章中我们只能非常简略地 
涉及各种有关的构想，它们要么将主观性纳入考虑范围，要么假定它是一种积极 
的学习经验,是实践的、具体的、性别的和情感的。就这个讨论而言，我们只需说 
一句就已足够 :有人 劝告过我们，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它是一种从未实际存在 
过的神话，只存在于那些相信认识过程可以与认识者分离的人的想象之中。 

反抗常梘鮮构的故皮 

里查德森 （ Richardson , 1994, 1997) 曾提出过另一种效度的形式 ，一 种有意 
“抵抗常规 （ transgression )” 的形式，或称晶体化。在尝试实验（即非权威、非实 
证）文本的写作，特别是写作诗和剧本时，里查德森 （ Richard SO n ，1997) 试着去“使 
现实、效度和真理问题化” （ P . 165) ，尝试着去创造岀一些新的联系，包括与她的 
研究参与者的联系、与她的工作的联系、与其他妇女的联系以及与她自己的联系 
等。她指出抵抗常规形式使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召唤一种另辟蹊径的社会科 
学…… ( 这种社会科学）意味着改变某人的工作与本人的联系，改变人们怎样去 
认识和谈论社会学的方式” （ P . 166)。为了解“抵抗常规看起来像什么，它的感 
觉怎样”，我们有必要“找到并配备一些方法以使我们能够揭示社会学中隐含的 
预设以及否认生命的压迫，并且重新审视和重新感受社会学。重新审视和重新 
讲述是不可分离的” （ P .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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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种效度的方法（以一种隐喻的意义表达）就是去审视一个水晶体的属 
性。通过下面这段引文，我们或可对如何描述并配置这种效度略窥 一斑： 

我提议在后现代文本中对“效度”的中心想象不应是三角状的-个 

死板的、固定的二维对象。这种中心想象应该是晶体状的，它将对称性、实 
质性与几乎有无穷种类的形状、物质、嫿变、多维度，以及切入的角度结合起 
来。晶体在不断成长、变化，但决不是无定形的。晶体是多棱镜，它反射出 
各种外在性而且在它们之间产生折射，创造出多样的色彩、模式和排列，并 
将它们按不同方向释放出去。我们能看见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角度。不 
是三角状化，而是晶体化。在后现代主义混合类型的文本里，我们已从平面 
几何转向了光学理论，在后者中，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晶体化在保持结构 
的同时又解构了传统的“效度”理念（我们能感觉到为什么不存在单一真理， 
我们了解到文本怎样保证了自己的有效 性）； 同时晶体化还为我们提供了对 


于主题的一种深入的、复杂的、贯通的部分理解。吊诡异的是，我们知道得 
越来越多，但却总在怀疑自己之所知 （Richardson ,1977, p . 92)。 

“固态对象”（晶体/文本）这种隐喻的提法是对效度的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隐 
喻，它可以转向多条通路，它反射而且折射了光 （ 光/意义的多种层面），通过这种 
反射和折射我们既可以看到“波”（光波/人流），也可以看到“粒子”（作为能量 
“束”的光/真理的要素、感受、联系、“流动”到一起的研究过程）。这种晶体隐喻 
的属性有助于作者和读者发现研究中过程的相互缠绕 ：发现 、目睹、谈论、讲述和 
再现。 - 

其池“抵抗索视”的故皮 

在提倡建立一种破坏现状的、“抵抗常规”的效度形式这个问题上，劳雷尔. 
里查德森并不缺乏同道者。拉舍 （ Lather ，1993) 试图寻找到“一种对话语的刺激 
物”，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散、循环和大量生产出对考虑到再现危机的权威的反实 
践……来割裂效度作为真理的领地，移置其历史的铭记” （ P . 674)。 除了催化效 
度 （ Lather ,1986) 以外，拉舍 （ Lather ; 1993 ) 还提出了将效度作为一种模拟/反讽的 
效度;一种利奧塔式的 （ Lyotardian ) 形似的/新范式效度，这种形式的效度 会“促 
进异质性，拒绝封闭” （ p . 679 ) ; —种德里达式的 （ Derridean ) 严谨/根茎效度，它是 
一种“通过传递、循环和多重开放” （ P . 680) 而进行的 行动； 一种感官的/境遇的 
效度，它“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境遇的、部分的尝试”，并“将通过参与实践和自我反 

身性的实践 . 将伦理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 （ p . 686) 。它们总合起来形成了一 

种打断的方法，一种分裂的方法，一种将“纯粹的”在场转化为一种干扰的、流动 

的、部分的和成问题的在场的方法-种后结构主义的和决定的后现代主义 

的话语理论形式，从而达到文本的揭露。 

作芴一种伦理联糸的故皮 

正如拉舍 （Lather ,1993) 所指出的，后结构形式的效度“将伦理和认识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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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 P . 686 ) ;的确，如帕尔默 （ Palmer ，1987 ) 也注意到的，“每一种认知的方 
法都包含了自己的道德轨迹” （ P . 24) 0 佩什金 （ Peshkin ) 则对诺丁斯 （ Noddings , 
1984) 关于“对正当性1_正明的追求常使我们越来越远离道义之心” （ p . 105;转引 
自 ： ？卽111^，1993， {) .24)的观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认知的方法是最为肯定 
地与我们所知以及我们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紧密相联的。相应地，林肯 
( Lincoln ， 1995 ) 曾尝试着去理解伦理与人际和认识论（作为一种真实的或有效的 
认识）相交的途径。通过研究，我们对于一些正在形成的、同样植根于认识论/伦 
理联系之中的质量标准有了初步的理解，并根据研究总结出了七个新的标 准:位 
置性，或称立场、 判断; 被社群或研究用来评定质量的特定话语;声音，或者说某 
一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多重声音的 性质； 批判主体性（或称深刻的自我反思 
性）； 互惠性，或者说研究中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互惠的而非等级森 严的； 神圣 
性，或对于科学怎样能够（或在实际上去）服务于人类繁荣的深刻 关注； 以及对那 
些有助于巩固我们作为拥有大学教席的学者地位的特权的分享。以上每一种标 
准都是从一组常常是分散的学科研究（诸如管理学、哲学以及妇女研究等）之中 
提炼出来的 （ Lincoln ，1995 ) 。 

声音、反思性，以及后现代文本再现 

在今天，文本不得不承担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即便它们已经被后结构主义 
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们指派去反思他们的再现实践,但再现实践本身却已变得问 
题重重。三个最吸引人但同时也是最痛苦的议题分别是声音的难题、反思性的 
地位，以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文本再现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些问题被展现于 
那种朝向各种直接、公开处理人类情感的叙述和文学形式的变动之中。 

声杳 


声音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对于不同的研究者都意味着许多 
事情。在过去的年代里，唯一适当的“声音”是“从无处来的声音”——即拉舍所 
谓的再现的“纯粹在场”。研究者们不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文本所创造 
的抽象现实，而且他们也同时日益清醒地意识 到：应 该让读者们“听到”信息提供 
者的声音——让读者听到来自信息提供者的真实的词句（有时还可以是一些准 
语言学的信号、口误、暂停、停顿、开始和重构）。在今天，特别是在那些有更强参 
与性的研究形式中，声音不仅意味着在文本中可以出现真正的研究者——以及 
研究者的声音，还可以让研究参与者为自己发言，这种发言可以通过文本形式来 
表达，也可以通过戏剧、论坛、“村镇会议”，或是其他一些由研究参与者们自己设 
计的口头的以及表演取向的媒介或沟通形式来表达。尤其是表演的文本，它为 
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的声音涂上了一层充满激情的直接色彩，使之远远超越了 
自己原来的位置和领域（参见本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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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娜 • 赫茨 （ Hertz ，1997) 将声音描 述为： 

一场尝试着寻求怎样能够在呈现作者自我的同时也写出被调查者一方 
并呈现他们的自我的斗争。声音有着多重 维度： 第一是作者的 声音； 第二是 
被调查者的声音在文本中的 呈现； 第三个维度出现于当自我成为被研究的 
对象之时……声音就是作者如何在一种民族志中呈现自我的方式 （ pp . xi - 
xii ) 。 

但是，比起常识性地理解“表现自我”来，知道如何表现自我要远为复杂得 
多。一代又一代在实证研究的“不带强烈色彩、不强调华丽辞藻”原则 
( Firestone , 1987) 下训练出来的民族志研究者们发现很难——甚至几乎没有可 
能——将自己有意识地、平等地“定位”于自己的文本之中 [ 即便如此，如格尔茨 
( Geertz , 1988) 所最终肯定地证明的那样，作者的声音几乎从未真正地缺席，甚至 
很少真正被隐藏起来]①。因此，特定的文本实验——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形 
式来撰写民族志的著作，劳雷尔 • 里査德森的诗作和剧作就是一些很好的例 
子——将是不无裨益的，这将有助于研究者克服那种以无实体的“我”的保持距 
离的、抽象的声音来写作的倾向。但这种写作尝试的确是很艰苦的工作。而这 
同时也是嵌入于反思实践与叙述实践中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就无法达到 
(部分）真理的声音。 


反思牲 

反思性是一种对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和“作为机器的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 
程 （Guba & Lincoln , 1981)。在我们看来，它就是早在里森 （ Reason ) 和罗万 
( Rowan ) 主编的《人类研究》 （// uma/i Inquiry 一书中就已讨论过的批判性 

主体性。它是一种有意识地体验，体验到自我既是研究者，又是被调 査者； 既是 
教授者，也是学 习者； 体验到自我是一个在研究本身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自我 
的人。 

反思性迫使我们不仅要认真考虑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认真考虑研究 
过程中的参与者，还必须认真地考虑我们自己、考虑在研究框架中代表了自我的 
多重身份 （ Alcoff & Potter ， 1993)。 举个例子说，雷恩哈兹 （Reinharz , 1997 ) 就争辩 
说我们不仅“将自我带人了田野中……（我们还）在田野中创造了自我” （P.3)。 
她建议说,尽管我们都携带着多重自我，但这些自我可以分成三个 大类： 基于研 
究的自我、携带的自我（历史地、社会地、个人地创造出我们立场的自我）以及在 


①举个例子，如果将本章与第36章、第28章进行比较，会发现在后面两章中，作者的声音是清晰的、个人 
性的、响亮的、内在的，与主体性互动的。尽管某些同事可以令我们惊讶地从指定的书中准确地辨别出我们写作 
的章节，但本章的风格更接近于一种保持距离的“现实主义”写作形式,而非其他章节中那种亲密的、个人性的 
“情感语气”。声音还可以作为被屏蔽的材料的功能而响起。本章中我们所选择的最重要的材料似乎要求一种 
更少个人性的语气,这可能是因为围绕着这些议题的“争论”似乎远远多于冷静的对话的缘故。这种“冷静”的语 
气似乎是滋生于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更安静的可以围绕这些有争议的议题展开讨论的空间的心理反应之中。我们 





情境中创造出的自我 （ P . 5 ) 。这些自我都在研究框架中扮演着角色，因此会发出 
不同的声音。反思性——同时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定性研究质量 
的敏感性——要求我们根据形塑着我们生活的二元论、矛盾和悖论是如何塑造 
和安排了我们的研究努力的来逐个审讯每一个自我。此外，我们还必须不断地 
询问自己 ：这些 二元论和悖论是怎样在形塑了那些产生于田野工作之中以及其 
后的写作和发现过程之中的身份的同时，也形塑了我们与被调查者的互动（我们 
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也逐步成为被调查者）呢？ 

有人曾将定性研究的特点归纳为一种“写上去” （ 田野笔记）和“写下来”（叙 
述）的配对过程。但克兰迪宁和康奈利 （Clandinin & Connelly ,1994) 已经说明这 
种对定性研究的双重文本阅读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许多文本正是在参与田 
野工作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正如里查德森 （ Richardson , 1994,1997 ;亦可见 
本书第36章）所指出的，写作决不仅仅是将某些现实加以转录的过程。相反，写 
作^包括对所有文本、笔记、呈现和可能性的写作——同时也是一种发现的过 
程: 发现主题(.有时就是问题本身）以及发现自我。 

最晚近的系统表述带来的消息可谓喜忧参半。好消息是在后现实研究中的 
多重自我——我们自己和被研究者——使得更为动态的、更困难的、更开放的和 
更复杂的写作和再现形式成为了可能。而坏消息则是我们所创造出的和遭遇到 
的多重自我使得更为动态的、更困难的、更开放的和更复杂的写作和再现形式成 
为了可能。 

后现代文本再现 

在科学方法的常规文本中存在两种与生俱来的 危险： 它们可能使我们误认 
为世界是很简单的（而其实并非如 此）； 它们也可能重新记录下一些持久的历史 
压迫的形式。换个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权威的危机（它告诉我 们说: 世界就 
是“这样的”，但其实世界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甚至是另外多种样子的）和一 
种再现的危机（它的目标是为了让那些被我们窃取其生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 
人们保持沉默，同时它还巧妙地服务于重新创造出这个世界——而不是其他一 
些可能更复杂但是公正的世界——的目 的）。 斯蒂姆普森 （ Stimpson , 1988 ) 曾观 
察到： 

与其他伟大的词语一样，“再现”是一个拼盘。就像一个混杂的菜单一 
样，它可以同时提供出几种意义。因为一个再现可以是一幅图像——可视 
的，口头的或可听的……一个再现也可以是一种叙述，一系列的图像和理念 
……或者 ，一 个再现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巨大的展现世界并使其行 
为合理化的计划 （ P . 223)。 

一种应对可能由文本带来的危险幻象（及其潜藏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 
去创造一种新的、可以打破（传统的）边界的 文本； 创造一种可以从中心移向边 
缘，并对中心进行评论和去中心化的 文本; 创造一种放弃封闭的、有界的世界，转 
而建立更为开放的、更少传统束缚的世界的 文本; 创造一种跨越了常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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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的 文本; 创造一种尝试着建立关于人类生活的而非关于对象的社会科学 
的文本。 

在尝试完成以上任务的试验之中，产生出了所谓“杂乱的文本 ” （Marcus & 
Fischer , 1986) 0 “杂乱的文本”并不是指印刷上的错误百出（尽管它们可能在印 
刷上是非线性的），它指的是那些尝试着去打破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二元论的文 
本，那些试图揭示人类经验的矛盾与真相的文本，以及那些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示 
( 哪怕只是部分地展示）人类怎样应对关于人类存在的永久真实，同时应对生活 
于那种存在中所必须面对的日常侵扰和悲剧的文本。后现代文本再现不断地寻 
找到并尝试各种可以拓宽人类经验中理解、声音以及故事性差异的范围的叙述。 
研究者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还应该同时是说书人、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应该去 
尝试着进行叙说、第一人称记录、反思性审问，以及对嵌人于再现实践中的各种 
暴政形式的解构（参见本书第36章， 另见 : Tierney & Lincoln , 1997 ) 0 

再现可能是当今围绕着现象学研究的争议中最为开放的一种，其原因正在 
于有关什么构成了正统研究的理念正在不断拓展，而与此同时，叙述的、戏剧的 
和修辞的结构形式又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和使用。另外，由于每一次研究 
或每一位研究者都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独特的视角，能限制差异和探索的可能 
性的就只有参加® F 究的人数多少以及令研究者感兴趣的社会和内心生活领域的 
数量大小。 

关于后现代再现实践，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它们将以大量不同的新形 
式露面，而且它们会不断寻找 （ 或要求大量地得到）听众,而这些听众中有许多并 
不一定在学术圈内。事实上，某些形式的研究甚至根本不会在学术世界中露面， 
因为它们的目标只是应用于即时的语境之中，服务于本土听众的消费、反思和使 
用目的。而那些为学术圈内的听众而生产出来的形式则将继续表现出不整洁 
的、实验性的特点，驱使它们的将会是与至今为止仍保持私密性和“非科学性”的 
社会世界沟通的需求。 

对未来的一瞥 

本章中所讨论的议题绝没有涵盖在近期或更为长远的未来中将被讨论的所 
有议题，但它们确实是一些最为关键的议题。随着各种各样新范式的不断产生， 
它们的追随者将会不断地寻找共同的基础或是寻找能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与其他 
范式的研究方式加以区别的方法，因此相关的讨论、对话甚而争议也一定会继续 
下去。 

在过去我们曾经表达过我们的一个愿望，即希望实证主义研究形式和新范 
式研究形式的实践者们可以找到某些解决他们之间差异的办法，这样可以最终 
使所有社会科学家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话语——甚至可以是几种传统——中再 
次共同工作。回头看来，这样的解决方案似乎没有多大可能性，而且看起来也不 



会太有效。这倒不是因为实证主义者或是现象学主义者都死守阵地，不肯做任 
何让步（这本身也是不太可能的），而是因为一些处于后现代时刻和后结构主义 
苏醒时刻的基本预设，包括不存在单一“真理”的预设（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只是局 
部真 理）； 认为在语言学和文本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来回运动所创造的再 
现只会给真实的人、事件和位置带来阴影的 预设; 认为身份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 
预设——这些预设将无可避免地使我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不可能存在某种单一 
的、可以使所有社会科学家都使用某些共同术语或达成共识的“常规”范式。我 
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其标志为多重声音、相互竞争的意义、范式间的 
争议，以及新的文本形式等。沿着这条推测的道路走下去，当将来我们记录它的 
历史时，会发现这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 :一种 从汉纳 •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 称 
之为“真理的宰制”中得到的 解放； 一种从只能听到西欧的声音的状态中得到的 
解放; 一种从世世代代保持的沉默中得到的 解放； 一种从仅以单色眼镜看世界的 
习惯中得到的解放。 

我们还可能进人一个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包含了更多精神性或灵性的新时 
代。我们强调在研究中反映生态价值观，强调在研究中尊重非西方生活的共同 
形式，强调在研究中充分的反思从而意识到我们的研究是被自身的历史和性别 
定位所形塑的，强调在研究中深入考虑“人类的繁荣 ” （Heron & Reason , 1997) , 
以上这些都可以将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通过一种促进自由和自主决定的方 
式重新整合起来。组织理论家伊贡 • 布伦韦克 （Egon Bnmswik ) 在研究人类组织 
的形式时，曾谈到过“有联结”和“无联结”的变量——即与其他变量有联系或明 
显没有联系的变量。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探索新道路的时期，在这些新道路上， 
我们的研究既是有联结的，又是无联结的，它是一种帮助我们找到兴趣交叉点的 
手段 ，一 种帮助我们找到既让我们自己存在也促进他人存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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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o 托马斯 • 


哲学话语和文化语中的标签( label ) 具有一种被德里达归因于柏拉图的播 
撒( phamiakon ) 的 特征： 它们既可以用来毒害和杀戮，也可以用来补救和治疗。成 
们需要依靠它们的帮助来确定一种风格、一种气质、一组共同的关注和重点，或 
是一种有确定形状的想象。但我们同时必须警惕，它们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或 
可能将那些原本变动不居的东西固定化。 

里查德 • J . 伯恩斯坦 （ Bernstein ，1986) 
定性研究是学术界中一场始于1970年代的改革运动的名称①。这一运动包 
含了对于在那些偏好实验、准实验、相关分析以及调査研究策略的领域和学科中 
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多重批判，包括认识论批判、方法论批判、政治批判以及 
伦理批判等。在这些学科和领域之内对这些方法论的内部批判，再加上从外部 
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争论中得到的洞见，都为反对派提供了充分的支 
持和推动力②。这些年来，这一运动已在学术界获得了一种政治上和智识上的地 
位。它已有了自己的杂志、学术协会、学术会议、大学中的教席，还得到了出版商 
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这一运动。 
不仅如此，考虑到出版商们对那些据称是全新的经过改进的关于什么是定性的 
论述所进行的大力宣传和营销，以及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声称 


① 当然，人类学家们和从事田野工作的社会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定性研究”。但在1970年 
代，生产和解释定性数据的方法在一大批其他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广泛流传开来。这里无法对这一历史进程 
展开详细说明，但似乎可以说在1970年代,几种学科的发展潮流汇聚到了一起，从而为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复兴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发展潮流包括对统计假设检验和实验的批评，对心理学中新兴的“自然主义”方法的日益 
增长的兴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一部分社会学家对于解释田野调査方法所重新恢复的重视,对结构一功能 
主义的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解释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哲学家群体之外日益清醒的对于已接受观点进行 
批评的意识。 

② 决非巧合的是，这一运动在美国的兴盛正好与越来越多的欧洲哲学家们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文献开始被 
译成英文相伴发生。例如，第一本论述理解的英语著作出现于1975年 （Outhwaite,1975) ;舒尔茨的著作《社会世 
界的现象学》 （ Oer rinn 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 最早是 1932 年的德文版，其英译本在 1967 年 出版; 哈贝玛斯 
的著作<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Zue logic der Sozudwissenschaften ) 最早是 1967 年的德文版，其英译本在1988年出 
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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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有时看起来更像一种“产业”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运动中还需要大量学术的和专业的政治手段，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特别 
是考虑到这一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智识发展时，政 
治手段更是必要的。当前围绕着学科专业组织、学科间的联盟、什么构成了“正 
统的”研究、谁掌握着关键学术刊物的编辑权等问题的争斗 （ Demin , 1997 ; Pru S ， 
1996; Sh ea ，1998) 部分地反映了在什么构成了人类研究的适当目标和方法这个 
问题上的混乱。在大学各系之间围绕着定性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展开的争论常 
常反映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争议，即不同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女 
性主义研究、历史学和文学——在智识劳动的目的、价值和伦理等问题上存在的 
争议。 

因此，定性研究作为开展社会科学批判的一个领域或场所，比任何一种社会 
理论、方法论或哲学来都更为宽广。这是一大群学者们的“家园”，这些学者们之 
间差异很大，平时还会很认真地彼此争执，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 
们都从总体上拒绝那种代表了社会科学“主流”的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的认识 
论、工具性推理以及解脱的哲学人类学的混合体。但人们如何进一步描述这一 
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那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兴趣对某些研究者来 
说，这个场所是社会科学中某些特定的值得赞美的德行——诸如对现象真实性 
的忠实、对生活世界的尊重，以及对日常生活中被粉碎得极细微的细节的重视 

等-得到支持和拥护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被以下事实所深深吸 引了： 在社会 

学和人类学中有着悠久历史的田野研究传统得到了复兴,并且被归人了“定性研 
究”的阵营 之中； 与此同时，来自上述传统中内部的批判则激发了对于田野工作 
者的兴趣、动机、目标、义务和文本的新的思考方式。另外一些研究者之所以会 
被吸引到这个领域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可以展开对人类科学目标的辩论， 
可以围绕了解社会世界有何意义这一议题进行探索。还有一些研究者可能对于 
社会理论有着最大的兴趣，因此他们会到这个场所来寻找围绕着符号互动主义、 
社会系统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优点所展开的争论的知识。最 
后，许多当代的研究者们似乎将这个场所看成了一个可以将那些被后现代主义 
和后实证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实验方法论和文本策略付诸实验的地方。 

在本章中，我主要把这一场所视为一个不同认识论争夺注意力，并以之作为 
开展定性研究的正当性依据的竞技场。我审视了三种哲学（这三种哲学的不同 
形式被许多说明定性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的著作所采用），它们分别是解释主义 
( inpretivism ) 、检释学 （ hermeneutics ) 和社会建构论，三者包括了关于理解人类行 
动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视角、不同的伦理承诺，以及在关于再现、效度、客观性等 

① 不幸的是，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定性研究感兴趣，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不想“与数字打交道”。这是一个 
双重的悲剧。首先，它基于错误的推理之上——定性研究的认识论本身从未禁止将数字作为数据使用;其次，这 
种取向建立在一种认为所谓的定性研究可能是比所谓定量研究更为“简单”的幻象之上。但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标 准去决定完成撰写田野笔记、实施访谈并记录访谈结果、解释各种各样的定性数据等工作时所需的思考和努力 
的水平是低于或高于去设计并实施一个审慎而且有意义的统计假设检验所需的思考和努力水平吗？这是很难想 
象的。 应该说 ，这两类研究工作需要的是不同种类的意识、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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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取向①。本章以对每种哲学的概览开篇， 
我还注明了它们是如何既彼此关联又相互争论的。然后我讨论了几种由这些哲 
学所引发的认识论议题和伦理一政治议题，它们表现了当前对定性研究的目的 
与正当性的关注的特征。 

不可否认，随后而来的将是一场在哲学的汪洋中开始的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它需要更多更为细致的注意，不仅要注意这些哲学本身，而且要注意它们之间的 
联系。我必须事先道歉，因为那些有哲学头脑的人会对我此处的不完善处理感 
到惊骇，而那些偏好方法论的人们则会急于转人下面讨论具体方法的章节。但 
如果我没有讲清楚下面这个道理——即如果仅将社会研究实践视为一种无关理 
论的、仅依靠方法论的威力就已足够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整地定义社会研究—— 
那将是我的失职。社会研究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践，一种在活动中转变了当初 
引导活动的理论和目标的行动。换句话说，当某个人参与到生产并解释数据来 
回答别人所做所说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然后将这些理解转化为公共知识的“实 
际”行动之中时，他（她）不可避免地会培养起对于什么构成了知识、知识如何被 
证明为正当的，以及什么是社会理论化的本质和目标等问题的“理论”关注。总 
之，行动与思考、实践与理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批判反思与转型过程中被紧密联 
系起来的。 


背 景:第 一部分 

解释主义与诠释学一般以人文科学中的“人文科学”或“理解”传统为特征， 
它们的产生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如狄 
尔泰、里克尔特 （ Rickert ) 、温德尔班 （ Windleband ) 、齐美尔 （ Simmel ) 、韦伯]对当 
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哲学 （ 以及其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回应。这场 
争论中的一个中心论点 是：人 文科学在本质上和目标上都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 


①这三种哲学决不是仅有的吸引了定性研究研究者注意力的哲学。例如，更为晚近的“定性”研究方法就 
坚实地建基于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之上。也就是说，它的方法论认真地接受了数据不足以决定理论、观察是充满 
了理论的，以及所有去认识的主张都可能出错等的暗示,而没有被吸引加人大陆哲学家们对于工具性推理和唯科 
学主义的批判、海德格尔哲学对于“存在”的关注、解构主义（无论是伽达默尔的解构主义,还是德里达的解构主 
义），以及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之中。有关女性主义的、新实用主义的、种族的以及批判理论的哲学将在本 
书其他部分中加以讨论。有人声称现象学是定性研究的基础认识论，但实际上，除非将现象学的概念简化到类似 
于漫画的程度，否则就没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去讨论定性研究与这种复杂、多面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现象学意味 
着一种远比将行动者的世界视为“就像它实际上是的那样”这种浪漫化的观点复杂得多的东西。不仅如此，在研 
究方法人门教程中的一些简单公式（例如，“以现象学为指归的研究者们试图理解不同事件的意义以及在特定情 
境中与普通人的互动的意 义”； Bogdan & Biklen, 1992, p.34) 常常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些定义掩盖了定性研究认识 
论之间的关键差别,那就是将什么定义为意义。我们可以同时明显地看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在哲学诠释学和解构 
主义方法中的踪影，但这两种踪影的表现又是完全不 同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对舒尔茨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影 
响，而后者的思想又成为常人方法学研究者和其他社会学家们的理论源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况时，现象学对 
于定性研究的影响的复杂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在本书第18章中对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议题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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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解释主义的辩护者们声称人文科学旨在理解人类的行动。实证主义的 
辩护者们以及科学统一论的拥护者们则坚持任何科学（如果它希望被称为科学 
的话）的目标都是为社会现象、行为现象和物理现象提供因果解释。 

当然，在新康德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不少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 
差异的精确本质的争论。直至今日，关于是否可以根据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目标之间的差异-是“解释” （ explanation ， erkaren ) 还是“理解” （ understanding , 

verstehen ) ——来对二者作出根本性区分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①。尽管去理解 
人文科学独特性的辩护者们如何将自己的哲学与上述议题联系起来是相当重要 
的，但为节省篇幅起见，此处我不准备对此做过多审视，而将直接聚焦于这些哲 
学自身的关键特征。在开始部分，我将首先对人类行动和意义的解释主义理论 
做一个速描，然后我将展示哲学诠释学如何批评这种观点，并且为人类研究提供 
了一种不同的理解。 


解释主义哲学 

从解释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行动 （ 社会行动）与物体的移动之间的区别就 
在于前者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这样，要理解某一特定的社会行动（如友谊、投 
票、结婚、教学），研究者就必须把握构成该行动的意义。说人类行动是有意义 
的，要么是说它包含了一种标明了某项行动种类的特定的有意图的内容，要么是 
说某项行动的意义只能通过它 所属的意义系统来加以把握 （ Fay, 1996； 
Outhw a it e ,1975；^ 因为人类行动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理 解的： 一个人可以决 
定说别人的眨眼不是眨眼[这是雷尔 （ Ryle ) 举的例子，格尔茨使这个例子广为人 
知]，他（她）既可以将一个微笑理解为一种嘲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 爱慕; 各种完 
全不同的物理运动可以被理解为同一种恳求行动，而对举起胳膊这样一个物理 
运动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如理解为投票、打出租车、要求发言等，这要取决 
于不同的语境以及行动者的不同意图。 

为寻求某项行动的意义，或者说，为理解某一具体行动的意义，人们必须按 
照行动者正在使用的特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一解释或理解（即获得 Verstehen) 
的过程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再现，并进而导致了解释主义哲学内部以及解释主义 
与哲学连释学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差别。要把握这种差别，有一种可能是最简单 
的方法，那就是考察对解释性理解进行定义 （ 或理论化）的四种方法，其中三种构 
成了解释主义传统，第四种则标志着哲学诠释学与解释主义传统的区别。 


①但是，与其说这一议题看起来像社会科学中解释主义/诠释学方法的辩护者们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 
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解释主义/诠释学方法的辩护者们内部之间的关注更为确切 （mi ey ,Bohma n ,& 
Sh US tennan，1991)。 参见塔利 （Tully, 1994) 所记载的格尔茨和泰勒关于这个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还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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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靖认同 

第一种对解释性理解概念进行定义的方法最早出现在狄尔泰的早期著作之 
中。狄尔泰声称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需要从行动者的内部去把握其主观意 
识与意图①。这样，理解就需要一种对于行动者的移情认同。这是一种心理重演 
行动——进人某一行动者的头脑去理解他（她）在动机、信仰、欲求、思想等方面 
都在想什么。这种解释主义的取向 （ 亦称为动机主义）在科林伍德 （ Collingwood ， 
1946/1961) 关于什么构成了历史知识的说明中得到了解释，它也是人们称之为 
客观主义和保守的诠释学的这些理论（如 Hirsch ，1976) 的中心部分。这两种方 
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相信解释者有可能超越或突破其自身所处的历史环 
境以达到再生产出行动者的意义或意图的目的（我已意识到在此处引入诠释学 
这个术语是有可能导致混乱的，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希望在解释主义和诠 
释学哲学之间划岀界限。但客观主义诠释学与解释主义共有着同样的认识论， 
而正如我下面要说明的,哲学诠释学并不同意这种认识论）②。 

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一种把握某一行动者意图的过程来达到解释性理解的 
目的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例如，格尔茨 （ Geertz ，1976/1979) 就 
辩称理解更多地来自于对行动者的小心 揣摩， 并试着去（通过观察和转换）弄清 

楚行动者认为自己在干什么。但无论如何，获得一种“内在”的理解-即行动 

者对于情境的定义——这样一种理念乃是理解定性研究目标的有力的核心 
概念。 

现象学社会学 

第二种弄清解释性理解这一概念含义的方法可以在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和常 
人方法学家们的著作中找到（我将在后面说明对话分析的近期发展情况）。受舒 
尔茨 （Schutz ,1962, 1932/1967) 著作的影响，现象学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理解日常 
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亦称生活世界，或 Lebenswelt ) 是如何建构的。它的目标在于 
把握我们如何将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解释为有意义的，并且“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 
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裉源” （ Outhwaite , 1975 , p . 91 ) 。在 
这种重构过程中常用的两个工具是索引和反思 （ Potter ，1996) 。前者表明某一词 
语或发言的意义取决于其使用的语境。后者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事实， 
即发言不仅在“说事儿”，而且也是在“做事 儿”； 一 项发言是建构一项演说行动 
的一部分。这两个概念是现象学社会学者和常人方法学者们用以理解社会现实 
和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建构进对话和互动的方法之一部分（如欲进一步了解此种 
视角，请参见本书第18章）。 


① 狄尔泰 （DiUhey，1958) 强调了对他人经验的心理重演的重要性。韦伯 （Weber, 1949) 认可了一种类似的 
理解概念，即“对于动机的理性理解” （P. 95)。狄尔泰在其晚期著作中淡化了移情认同的概念，转而更多地谈论 
对文化产品的诠释学解释。 

② 参见布雷彻 （Bl e i c her，1980) 和加拉格尔 （Gal〗agh er ，1992) 对区分这些诠释学类别的综述。 



7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 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209 


谱言游戏 

对解释性理解的第三种定义以对语言方法的分析为代表，它主要从维特根 
斯坦的《哲学研究》心 w ) —书中获取了灵感。这在彼特 • 
温奇 （ Winch ,1958) 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温奇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借用了一 
个概念，即存在着许多用语言玩的游戏 （ 检验假设、规定秩序、问候等），他还将这 
一理念扩展为在不同文化中建构的语言游戏。这些游戏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 
的规则或标准，以使得游戏对于参与者都是有意义的。按照一种类比的推理，我 
们可以说人类的行动就像演说一样，是受规则支配的沟通中的一个因素。更简 
单地说，人类行动是依靠一种它所属的意义系统（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就是“语 
言游戏”）才变得有意义的。理解的目标正是去理解这些意义系统（制度与文化 
规范、构建行动的规则等 ）（ Giddens ，1993 ； Habermas , 1967/1988 ； Outhwaite , 
1975)。 

共有的特征 

以上对解释性理解的三种构想方式构成了解释主义的传统。这三种方式有 
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 ，它们将人类行动视为有意 义的； 第二，它们以对生活世 
界的尊重和忠实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伦理 承诺; 第三，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们共 
有着新康德主义强调人类主体性（如意图）对知识的贡献，而同时又并未因此而 
牺牲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偏好。换句话说，解释主义者们声称完全有可能用 
一种客观的方式来理解行动的主观意义（把握行动者的信仰、欲求等）。解释者 
所再生产出来的或重构的意义被视为行动的原初意义。为了不至于对原初意义 
作出错误的解释,解释者必须采用一些能够使他们跨出自身历史参照系的方法。 
这些方法如果得到正确的应用，将使得解释者可以声称自己有一种作为观察者 
的纯粹理论态度 （ Outhwaite ,1975) 。一种保持距离的理论态度或科学思考的行 
动要求观察者保持一种中立的认知方式 （ Schutz , 1962) 0 这当然并不一定就会否 
定以下事实 ：为 了理解人类行动的主体间性的意义，研究者们可能不得不“参与” 
到他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去，这有可能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要求。. 

正如舒尔茨 （ Schutz , 1962， 1932/1967) 曾详细阐明地，解释主义一般包含了 
理解的两个维度。在初级的意义上，理解就是“一个复杂过程的名称，我们所有 
人都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这个过程来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以及与我们互动者的行 
动的意义” （ Bernstein ，1976, P . 139)。但理解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中特定的 
方法” （ Schutz ，1962, p . 57) ，—种社会科学家寻求对初级过程的理解的过程。因 
此，解释主义者的目标就是重建那些参与特定行动的行动者的自我理解。在这 
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假定研究者不能声称行动者搞清自己经验的意义的方式是 
与社会科学的理解无关的，因为行动者搞清自己行动意义的方式正是这一行动 
的构成部分 （ Giddens ，1993 ； Outhwaite ，1975 )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释主义认识论与诠释学认识论具有相同的特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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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都 强调: 如果要声称某人已经理解了某一特定行动，那么他（她）就必须把 
握人类行动产生 （ 或获得）意义的情境 （ Outhwaite , 1975 ) 。这一观点使用了“诠 
释循环 ” （hermeneutic circle ) 这一人们较为熟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人文科学 
所独有的方法或程序 ：为了 理解“部分”（特定的语句、发言或行动），研究者必须 
把握“全体”（由意图、信仰、欲求或文本、制度语境、实践、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等 
构成的综合体），反之亦然。格尔茨 （ Geertz ,1976/1979) 在他那被人反复引用的 
对于民族志理解过程的描述中，将诠释循环的概念描 绘为： 

将最为本土化的本土细节与最为全球化的全球结构以一种将双方同时 
带入视野的方法连续辩证地联结起来……我们在由那些使整体具体化的部 
分所构想出的整体与由那些激发部分的整体所构想出的部分这二者之间来 
回跳跃，希望通过一种持续的智识运动将它们转化为对彼此的说 
明 （P.239)。 


加芬克尔 （ Garfinkel , 1967) 对理解人们如何搞清自己世界的意义的主张也与 
此类 似：“ 不仅潜在的模式是从它单个的客观证据中演变出来的，而且在轮到单 
个的客观证据时，它也是在对于潜在模式‘已经知道了些什么’的基础上得到解 
释的。二者可以用来彼此说明。” （ P . 78) 

最后，解释主义预设了一种对于理解的认识论理解，那就是它把理解视为一 
种认识者（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获取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人类行动的意义）的 
智识过程。相应地，按照伯恩斯坦 （ Bem S tei n ，1983) 的解释，“理解的诠释学循 
环”这个 概念： 

从它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试图理解的文本、制度、实践或生活方式这个意 

义上说，是‘对象’导向的 . 迄今为止，解释者以及参与到理解与提问过程 

中的个人几乎没怎么被提到过，只是说过他（她）必须具备一种洞察力、想象 

力、开 放性和耐心以掌握 （ 理解）这门艺术-门通过实践获得的艺术 （ p . 

135) ①。 . 

这样，在解释主义传统中，解释者把要解释的东西对象化了（也就是对对象 
的监视和抵抗）。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者可以保证自己未受解释过程的影响，是 


①伯恩斯坦 （B el mt e in，198 3 ) 补充道 ：“如 果就那些需要遵守的明确规则而言，在获得或者追求这种 （理解 
的）艺术的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 （p. 135) 但是在解释主义传统内部，对于规则、程序或方法的认识 
地位还是存在争议的。在我看来，格尔茨、沃尔科特和斯泰克的著作都是说明个人如何达到理解的更为艺术化解 
释的极好例证。另一方面，哈默斯利 （Hammersley) 、戈夫曼 （Goffinan) 、洛夫兰德双氏 （Lofland & Lofland) 、迈尔斯 
和休伯曼 （Miles & Huberman) 、普拉斯 （Prus) 、西尔弗曼 （Silverman) ,以及斯特劳斯和考宾 （Strauss & Corbin) 的著 
作详细说明了一种更偏重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方式。这些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些生产和解释“理解”的方法将 
效度、相关性放在优先地位，并认为问题与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方法论关注的是提出关于类型、频率、数 
量、结构、过程、原因、后果，以及社会政治现象的意义的问题，并且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答案。这些 
答案主要采取了解释或说明这种现象的实质理论或中层理论的形式。但是加芬克尔及其他常人方法学研究者则 
提出了理解获得理解的方法的重要性的“第三条道路”，这些学者们声称行动者与观察者 （也 就是社会科 学家） 都 
应该被当作生产并管理(亦即完成)有组织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的“成员”，这样，举个例子说，社会学方法就 
不过是社会学家们实践其社会学推理的证据。 




外在于解释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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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诠释学 


第四种也是极其不同的一种代表解释性理解的概念出现于伽达默尔 
( Gadamer ， 1975，1977,1981, 1996) 和泰勒 （ Talyor , 1985 a ， 1985 b , 1995) 受海德格 
尔著作启发而提出的哲学诠释学之中①。让我们从解释主义的一个前提开始 ，一 
般说来，解释主义是以一个“注释家”为模型来为解释者的角色定位的。也就是 
说，它将解释者定位为一个使用诠释循环方法对文本（或人类行动）做批判性分 
析或解释的人②。科德曼 （ Kerdeman ，1998) 的下列解释是一种对伯恩斯坦观点 
的 回应： 


注释方法论将一个叙述 （ 或社会行动）中的怪异部分与作为整体的叙述 
对立起来，直到这些怪异部分得到说明或被弄清楚为止。一位解释者的自 
我理解既不会影响理解过程，亦不受理解过程的影响。事实上，由于解释者 
和语言学对象被视为彼此分立的，人们相信自我理解会导致偏差并且会妨 
碍解释的成功 （ p. 25 l ;亦可 参见： Gadamer ， l 98 l jp . 98-101 ) 。 

现象学观察者与语言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扮演着这种“置身于外的观察者” 
角色③。他们对于某些特定社会行动（或文本）的理解是纯粹再生产性的，必须 
以它们是否精准地、正确地、有效地反映了这些行动及其意义为基础来加以 
判断。 

这是一种关于解释者的任务以及他（她）所“生产”出来的理解种类的经典 
的认识论图景（或更为一般地称为笛卡尔式的图景），哲学诠释学通过几种方式 
对这种经典图景提出了挑战。首先，伽达默尔和泰勒的诠释学拒绝了解释主义 
者关于“诠释学是一种理解的艺术或技巧，其目标在于为人文科学建构一个方法 
论基础” （ Grondin , 1994, p . 109) 这样一种观点，这种拒绝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一 
项哲学计划。哲学诠释学辩称，理解首先并不是一个受过程管理或是受规则管 
理的 工作； 它其实就是成为人类的条件。理解就是解释。如伽达默尔 （ Gadamer ， 


① 这里我几乎完全地聚焦于哲学诠释学或本体论途释学，因为在本书其他部分中已对批判诠释学和激进 
诠释学的大致轮廓有所讨论。 

② 根据里科尔 （Ricoeur, 1981 ) 认为在诠释学解释中文本和人类行动之间有相似关系的看法,这里我是在 
可互换的意义上使用文本和人类行动概念的。 

③ 我必需再次 强调: 在这里,置身于外的观察者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它不意味着解释者就是在观察时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或是从某种单面镜中去观察的。这个术语想说明的是一种存在于主体（解释者）和解释的对 
象(文本、人类行动）之间的认识论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解释者是不受解释行动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释者 
是外在于解释行动 的）。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上面所提到过的理论 态度： 即认为认识者不是（或者不能够是）被限 
制在他(她）寻求理解的对象的领域之中的。关注对偏见的管理和迫踪、将主体性编成条目、保存一个反思性的 
流水账、同行述职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作（在定性方法论文献中的常见程序）都是与这种保持理论态度的命令有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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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所解释的，理解不是“人类的一种孤立行动，而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基本结 
构。我们总是把某些东西当成某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世界取向的原始‘既定 
性’，我们不能将其化约为更简单或更直接的东西” （ p . 87) 。 

第二，在解释行动中（也就是“把某些东西当成某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 
并未将那些被社会历史性地继承下来的偏见和成见视作一个解释者为获得“清 
楚”的认识所必须努力摆脱或控制的特征或属性。相信这一点是可能的，就是假 
设那些形塑着我们理解努力的传统及相关预判都是很容易受我们控制的，而且 
可以随意地置之不顾。但哲学诠释学则辩称传统并非一些外在的、客观的和过 

去的东西-些我们可以摆脱并保持距离的东西 （ Gadamer ， 1975)。相反地， 

如加拉格尔 （ Gallagher ，1992 ) 所解释的，传统是“ 一种进入所有理解的活生生的 
力量” （ p . 87 ) ，同时，“尽管事实上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在我们背后’运作， 
但它们却已经在我们前面规定了我们解释的条件” （ p . 91 ) 。进一步说，由于传统 
“对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理解世界起着形塑作用，想要跨出传统过程的努力 
就会像要钻出我们自己的皮肤一样困难” （ p . 87 ) 。 

这样，要达到理解就不能对自己的立场、预判、偏见或成见采取置之不理、逃 
避、管理或监控的办法。相反地，理解时需要加人个人的偏见①。如加里森 
( Garri Son ，1996) 所解释的，偏见正是那种“虽然是试探性的，但为了在日常的思 

考、对话和行动中确定自己的方向又必需要有的（预判） .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 

让我们自己摆脱所有的成见，而在于审视我们所持有的那些历史地继承下来且 
未经反思的成见，并改变那些使我们无法理解他人甚至理解自己的成见” 
( P . 434) 。我们“属于”某一传统，而传统又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解释，这一事实 
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在解释中再次展现出传统的偏见即可。尽管预想、成见和 
预判为解释者对某一物体或他人的理解提供了初始概念，但解释者在遭遇这些 
需要解释的东西时却需要冒这些成见的风险。 

第三，只是在与那些未被理解的、异常的、对我们提出呼吁的东西的对话性 
遭遇中，我们才可以开放地冒险并测试我们的预想和成见 （ Bernstein , 1983 ) 。理 
解是参与性的、对话的、问答式的。它总是为语言所束缚，只能通过一种提问与 
回答的_逻辑才可以获得（86111816111，1983 ; 0 1 0 1 1出11,1994 ; 丁37101'，1991)(2)。此外，理 


① 坦率地说，这一关于参与的概念需要比招认定位或简单地将“某人相对于要解释的对象来说的立足点” 
编出条目更多的东西。参与意味着以某人的姿态冒险,并接受生活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持续的临界体验 
(Derdeman ，1998 ) 。 

② 有人指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_格朗丁 （Grondi n ，1994) 为此撰文辩护说，伽达默尔 
坚持理解从原则上说是语言的,“因为语言包含着我们通过对话互相传递或希望互相传递的唯一的意义。正因 
为如，，诠释学允许自己使用这一句格言‘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里所强调的是‘可以，。理解本身是 
以语言形式出现的，而且处理的都是词句的事情，为了达到那通过语言而得到表达的‘存在’，理解必须能够使用 
语言的整体内容。理解的语言学本质较少地表现于我们的陈述之中，而更多地表现于我们斟酌字句以说出我们 
所思所想的这一过程中。对于诠释学来说，理解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固然是真实的,但意义不大。相比起来，理解 
存在于一个无休止的‘召集词句’以及寻找可共享语言的过程之中是更富有建构性的。其实，理解就应该被理解 
为这个过程” （P. 120)。亦可参见戴维 (D avey , 1991) 与史密斯 (Smith,1991) 关于伽达默尔对陈述、陈述性语言以 
及逻辑的批评是否得到了正当性证明的讨论。 




7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 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213 


解是在这种问答中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某位解释者通过他（她）对自己试图 
理解的对象的分析而再生产出来的。他（她）在“弄明白” 一项社会行动或文本 
的意义这一过程中所寻求的意义是暂时的、向前的，而且总是在特定的理解环境 
中出现 （ Aylesworth ， 1991 ; Bernstein ，1983 ; Gadamer ， 1975 ) 。 

这种对意义的另类定义与解释主义认为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以及意义从根 
本上说是可以由解释者来决定的理念大相径庭。哲学诠释学对意义持一种非客 
观主义的观点 ：“文 本（或人类行动）并非一个独立于对它的解释的‘外在客体’， 
它不能充当一个判断这些解释正确与否的审判官 ” （Connolly & Keutner , 1998 , 
P - I 7 )。 格朗丁 （ Gnmdin ，1994) 注意到“就其形式而言，理解更像是参与一次对 
话，而非去把握内容和智识上的意义” （P. 117) ①。换句话说，意义并非简单地被 
发掘出来，而是在解释过程中通过相互协商而得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诠释学反对那种关于意义的幼稚的实在论或客观主 
义，可以说它所认可的结论就是不存在一种终极的正确解释。这也是一部分建 
构论者所持的观点，但哲学诠释学认为意义并不一定是建构出来的 （ 即创造出来 
或组装出来的），而更多的是协商而得的 （ 即是一个达成妥协的问题）。伯恩斯坦 
( Bernstein , 1983) 对伽达默尔关于意义出现的前进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等特征的 
概念做了如下 总结： 

我们在理解和解释时，总是借助于我们的前瞻性预判和成见，而这些预 
判断和成见自身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伽达默尔告 
诫我们要理解就必须要有差异地理解的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解 
就是武断的和扭曲的。我们的目标永远应该是正确地理解什么是‘事物自 
身’（我们解释的对象）。但随着我们视界的不断变化，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有 
所不同，‘事物本身’到底呈现了些什么也就不一样了。仅当我们预设一个 
文本自身就含有某种意义，而且可以不受我们预判的影响时，我们才可以 
说： 这些对所有理解和解释所具有的正在发生的和开放的特征的分析都是 
歪曲的 （ p . 139)。 

最后，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从遭遇中得到的理解类型总是会马上成为一 
种“应用”。换句话说，在理解行动中，不存在两个分离的步骤——第一步，获得 
理解，第二步，应用这些理解。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在世界中获得的实践经验，也 
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部分地构成了我们在世界上所成为的形 
形色色的人。理解是“生活的”，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存在的。伽达默尔 
( Gadam er ，1981) 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 

像行动一样，理解总是存在风险的，而且从来没有留下过简单应用关于 
规则的一般性知识去理解各种陈述或文本的空间。在成功的理解之外，它 
总意味着一种内在意识的增长，这种意识是进入我们精神经验结构的新经 


① 亦可参见海克曼 （Hekman,1986, P . l 4 5ff) 关于人类行动的固定意义是维特根斯坦社会科学（例如， 
Winch, 1958)、舒尔茨的现象学以及常人方法学中的基本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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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理解是一种冒险，像其他任何一种冒险一样，理解是有危险的……但是 
……它能够贡献一种新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展我们人类的经验， 
扩展我们的自我知识，拓宽我们的视界，因为理解对任何东西的调节都是与 
我们自己的调节同时进行的 （ PP . 109-110) o 

将理解视为一种即时表现在实际选择之中、参与到实际选择之中 （ 因此它是 
对实际选择有兴趣的），并关注实际选择的道德一政治知识，这种看法是哲学诠 
释学的一个中心因素，它（至少是部分地）是从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引 
申出来的[如邓恩（ Dunne ) 、加拉格尔、史密斯和泰勒等]①。 

哲学诠释学并非“解决”误解问题或“解决”关于人类行动正确意义问题的 
方法论。伽达默尔 （ Gadam er ，1975) 反复强调过诠释学的工作“不是要建立一种 
理解的程序，而是要理清理解发生所需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从本质上说并不是 
解释者必须自动应用于文本之上的一种‘程序’或方法” （ P . 263 ) 。哲学诠释学 
的目标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去理解在理解本身的过程中究竟包括了些什么 
( Madison ，1991 ) 。 


背 景:第 二部分 

哲学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哲学（如解构主义、批判理论、某些女权主义，以及 
新实用主义方法等）的先驱出现于那场声势浩大的、意在摆脱对于意义和知识的 
经验主义的、逻辑原子论的 （logical atomistic )、指定的和再现的记录的运动之 
中®。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理性重建，使用的 
方法是对两种科学陈述 （ 一种是解释性陈述，即理论与假设，另一种是描述性陈 
述，即观察）的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在这种分析之中，理解的社会维度、文化维 
度和历史维度被视为是外在于科学的，因此它们与关于什么构成了真正的科学 
知识及其正当性辩护的任何有效的认识论说明都没有关系。逻辑实证主义工作 
的起点是将知识定义为对一种独立现实的正确再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它都 


① 在伽达默尔和泰勒的哲学诠释学里，理解同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以及它表现为个人的、实验的知 
识和推理的独特形式(被称为 phronesis, 或称实践智慧）相联系。后者 （alio edios gnoseos, 即“认知的另一种形 
式”）要求“一种辨别出‘何者为所需’的敏感、灵活和洞察力”，它与被称为 techne 的实际知识形式形成鲜明对照 
(Dunne, 1993,p. 56) 。伽达默尔通过以 phronesis 概念为基础对理解行动建模以及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对理解（诠 
释学）建模，将理解、解释和应用联系了起来 （Bernstein, 1993, p. 154ff ; G a damer,1981) 。 

② 这一“运动”在实用主义 (例 如米德关于社会自我和语言社会性的理论，杜威的认知行为主义）、科学理 
论[例如 Quine-Duhem、 汉森和库恩）、语言哲学(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奥斯廷和劳奇在普遍语言哲学 
方面的著作）、社会科学哲学(例如温奇）、知识社会学（例如伯格和拉克曼）、现象学（例如，海德格尔在 （存 在与 
时间》 中关于语言的理念）、常人方法学对一种作为经公开解释过的语言形式的情境行动的关注（例如加芬克尔） 
等领域中带来了令人眼花缀乱的大量相关发展。伯恩斯坦 （Bernstein, 1991 ,p.326ff) 确定了一组在非常一般的意 
义上描绘了各种后经验主义哲学特征的实用的本质主题，它们是 :反基 础主义、彻底的不可知论、对自我社会特征 
的根本强调、培养建立一个研究者群体的需求、对于极端偶然性的意识，以及对人们无法从大多数传统中脱身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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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只对建立起科学知识性的效度这个议题感兴趣。 

泰勒 （ Tal yor ,1987) 在其随笔《克服认识论» (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中辩 
称,逻辑经验主义 （ 或更一般地说，任何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从一组联锁的关于意 
义、知识、语言和自我的预设中为自己汲取了力量。它包含了一种语言哲学，这 
种语言哲学可以被广义地刻画为经验主义和原子论，因为它 预设: ①词语或语句 
的意义是由它们与世界上的事物或事件的状态之间的联系所解释的（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种指定的语言 观）； ②语言一定展示了一种规定着术语和语句之间可容 
许关系的逻辑结构（或句 法）； ③我们不应该将语言的描述功能和评价功能混为 
一谈甚至相互混淆，以免“使那原本只是某种特定的文化编码或道德编码的语言 
披上了一层客观地描述世界的外衣 ” （Smith ,1997, pp . 11-12) o 

这种语言哲学所支持的认识论是对于某种夕 f •在现实的图像式描述或概念的 
再现。语言与推理被理解为一种在发现和整理现实世界过程中使用的控制工具 
( Talyor , 1985 a ) 0 另外，再现的重点是自治的、参与的、认知的行动者，或如伯恩 
斯坦 （ Bernstein , 1983) 所描述的笛卡尔式的认识者①。确实，研究理论和知识理 

论从这种三方联结-种语言的经验主义理论、一种自我的原子论，以及一种 

再现的认识论的结合——之中汲取营养的方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多 
数当代的社会科学实践（至少是间接地）仍继续受到认为通过某些再现的认识论 
来说明意义和知识是最好的方法这一理念的影响 （ Shapiro , 1981; Taylor ，1995) , 
尽管已很少会有社会科学家还会再坚持一种关于再现的粗略响应理论，或是天 
真地接受再现是模仿的看法。 


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识论的目标在于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超越”再现主义者 
( representationalist ) 认识论©。他们的典型做法是使用一种日常的、无争议的、平 
淡无奇的建构论为起点，对这种建构论可做如下描述 :从一 种相当平常的意义上 


① 泰勒 (Taly 0r ，l995) 将此称为“第一人称单数的自 我”； “主要是作为再现主体的人类行动者。这里的再 
现首先是关于外在世界的再现，其次是关于人们所期望的或所恐惧的终极的描述性再现。这里的主体是单一逻 
辑的主体。我们与一个‘外在的’世界 一 ^包括其他行动者、我们和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我们自己的身体和他人 
的身体一处于联系中，但这种联系是通过我们‘内在拥有’的再现而得到的。这种主体首先是一个内部的空 
间，一种使用老术语学的‘心智’，或者说(如果我们使用当今流行的计算机化模型的话说）是一种能够处理再现 
的机制 d ”（M69) 

② 受篇幅限制，我决定仅集中讨论社会建构论及与其对立的心理建构论。在此我主要关注的是与那些在 
解释什么构成了公共知识时力图将社会政治因素与认识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当然，心理建构论也在强调知 
识建构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在个体的认知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社会科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社会建构论视角与心理建构论视角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着大量差异 （ Geig en ，1994a， 
1994b ; Phim ps ,1995，1997a，1997b ; P 0 tt er ，1996)， 本书中对这些差异难以详述。不仅如此，在术语学中存在的差异 
也是容易导致混乱的。例如，菲利普斯 (Philips) 区分了社会建构论和心理建 构论; 格根 （Gergen) 将前者称为社会 
建构论，将后者称为建构论。我在此使用了建构论者和建构论这样的术语来称呼这一连续谱中“社会”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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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我们相信心智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是主动的，那么我们就是建构论者。我 
们中的多数人都会同意说认识不是被动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将可感知的材料 
烙印在自己心智之中的过程——而是主动的，也就是说，精神对这些印象做了加 
工，至少建立起了一些抽象和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论想说明的是 ：与其 
说人类发现或揭示了知识，倒不如说人类建构或制造了知识更为恰当。我们发 
明了概念、模型和图表来弄清经验的意义，同时我们又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来检 
验和修正这些建构物。此外，这种建构还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维度。 
我们并不是孤立地建构我们的解释，而是以一种共有的理解、实践、语言等为背 
景来开展建构工作。 


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建构论亦被称为当代认识论中的视角主义 
( perspectivism ； Fay , 1996) 0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知识主张以及它们的进化都发生 
在一个对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概念框架之中。视角主义反对那种幼稚的实在 
论以及经验主义认识论，因为后者坚持认为存在着某种对经验世界未经调整的、 
直接的把握,并认为知识 （ 亦即心智）不过是对“外在”物的简单镜像反映。 

社会建构论哲学同样反对这种关于再现的幼稚的实在论观点。但它们在否 
认自己对关于现实的本体论有任何兴趣这一方面常常走得更远。例如，波特 
( Potter ，1996 ) 在近期著作中详细说明了认识论传统和对话分析传统中的建构 
论。他的观点建基于对语言和知识的再现理论的批判之上。他辩称“世界…… 
是按照人们谈论它、写作它和讨论它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 
( p . 98 ) ，但他坚持认为社会建构论根本不是一种本体论的教条，因此它不会对何 
类事件存在着以及它们的地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发表看法。他最主要的关注点 
是: 一个描述性的发言如何经过社会的 （ 也就是互动的）加工后改头换面，变得看 
起来似乎是稳定的、事实的、中立的、独立于发言者的，而且只是镜像地反映了世 
界的某些方面。举个例子，波特强调说“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真理可以 
被视为一种商品，它是被逐步建立起来的，会不断波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再 
现程序来予以加强或削弱” （ p . 5) 。对波特而言，社会建构论感兴趣的是发言是 
如何“工作”的，而他们 （ 这些发言）如何工作这个问题既不是对如何构筑对世界 
的精神反映的认知分析，也不是对词语和语句之间句法联系的逻辑分析或是对 
语义内容的经验分析，而是一种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以及对特定种类的话语表演 
中的修辞策略的分析①。 

与波特类似，邓津 （ Denzin ,1997) 辩称话语是一种构建再现与描述的物质实 
践。他赞许地引用了斯图 尔特. 霍尔 （Stuart Hall ) 的说法“人们不可能在某一特 
定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类型之外来体验这个社会的‘真实联系’ ” （ P . 245 ) 。 
同样地，格根对于所谓的“真实”也颇表怀疑。他主张社会建构论在本体论问题 


①在这种对于语言如何被用于完成某些事情的强调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与非正式逻辑中产生的某些 
议题相平行的议题，诸如不是在推理逻辑的意义上，而是在适合于不同论辩计划或对话类型的标准意义上进行的 
描述、评价、推论和争论 （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 Blair, & Willard, 1987; Wahon, 1989) 。当然，对于受到极端视 
角主义或能者的无限表演 （the infinite play of signiliere) 影响的社会建构论者来说，对争论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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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取的是一种沉默和不可知的 态度： 社会建构论对于“外在的世界”既未肯定 

亦未否定。在格根看来，社会建构论不过是“一种欢迎栖居的智识形式-组 

命题、论断、隐喻、叙事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 G ergen ，1994, P . 78) 。格根赞成 
一种关于社会意义的关系理论——“正是人类的互相交换,使得语言具备了表意 
的能力，这一点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 （1994 a , pp . 263-264) ——他还声称，社会 
建构论就是邀请人们与一些可能性和实践共舞，这些可能性与实践依靠联系的 
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保持自身的一致性。 

所有这些观点都与被称为意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意义现实主义的基 
本观 点是: 意义是可被发现的固定实体，它独立于解释者而存在。就这个问题而 
言，这些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与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对把意义视为客体这种做法有 
着广泛的批评，同时它们表现出一种对“意义形成”概念的亲和。这两种哲学都 
赞同语言的表现主义一建构论理论，从广义的理解看，该理论将语言理解为一种 
行动系列，我们在此系列中来表达和认识世界中“存在”的确定形式。在他们看 
来，语言从根本上说既非主要是一种在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客观过程中所 
使用的工具，也非“一种我们用以整理世界中事物的工具，而是那些使我们可以 
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语言使揭示人类世界成为可能” （ Talyor ， 1995, 
p . ix ) 。这样，社会建构论与哲学诠释学的鼓吹者们可能会在以下主张上达成共 
识: 我们是自我解释的人，语言建构了人（或者说,如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已经解 
释过的，我们栖居于语言之中）。 

但二者的相似性也就仅限于此了。尽管哲学诠释学从理论上反对将意义视 
为客体这个意义上说是“建构论”的，但它却相信语言（会谈与对话）有揭示意义 
和真理的潜力 （ Gallagher , 1992; Smith , 1997 ) 。伽达默尔和泰勒都认为，在解释这 
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真理”，但这种真理被构想为一种在实际解释实践中逐渐 
显现出来的揭示过程，而非如传统认识论所构想的是“一种在某个客观对象与某 
些再现的外在意义之间——对应的联系” （ Smith , 1997, p . 22) 0 与伽达默尔和泰 
勒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许多（但并非全体）建构论者坚持认为在解释这个问题 
上不存在什么真理。 

“弱”建构论与“强”走构论 

社会建构论有一个一般性的预设，即知识并非是客观的、无偏见的、不关心 
政治的，它没有排除情感的影响，而且包含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相反地，知识从 
某些意义上说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是政治性的，而且充斥着价值观 （ Rouse , 
1996)。这一预设同时适用于弱的解释和强的解释。对社会因素在建构正统的、 
正当的或者说是真实的解释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弱的或中度的解释可以恰到好 
处地拒绝对诸如知识、正当化、客观性和证据等这些在再现主义一经验主义一基 
础主义联合体中发展起来的概念的定义。但这种视角尝试着在另外一种认识论 
框架中来重铸这些概念，从而保留了一些判断解释是好是坏的方法。而对社会 
因素在什么建构了合法知识这个问题上所扮演角色的一种强解释或激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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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带来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怀疑取向，甚至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取向。 

“弱”建构论：一个说明 

朗吉诺 （Longino ,1990,1993 a , 1993 b , 1996) 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语境中提 
出了社会建构论的一个温和版本。她的目标在于发展“一种既揭示知识建构的 
意识形态维度，同时又为科学理论和研究项目的比较性评估提供标准的研究理 
论” （1993 a ， p . 25 7 ) 。朗吉诺辩称许多对科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包括立场认识 
论和心理动力学视角——都正确地指出了传统认识论的 缺陷： 过分排他地聚焦 
于证明科学知识正当性的逻辑，而忽略了发现的方法或直觉试探法的偏见。她 
给出了 一些例子说明直觉试探法（例如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意识 
形态等）如何“限制了假设在特定研究领域的活动中被接受”以及不同的直觉试 
探法如何使不同的假设被接受 （1993 b , p . 102)。尽管这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在（通 
过引入不同的直觉试探法来）帮助“重新描述获取知识的过程”这个意义上说成 
功地批判了经验主义，然而它们却止步于此了，因为它们无法为我们充分说明如 
何去选择并证明那些看起来是冲突的知识主张。总而言之，朗吉诺声称许多女 
性主义认识论在“描述”的意义上说已经相当充分了，但在“规范”的意义上（或 
称在“规定”的意义上）说还是不充分的。 

朗吉诺 （ Longino , 1993) 为如何使描述和规范相结合所开出的解决方案是她 
所称的“语境经验主义 ” （contextual empiricism )。 她为那种认为真实世界制约着 
我们的知识建构的温和经验主义进行了辩护，宣称基于经验或基于观察的数据 
构成了假设和理论效度的最难拒绝的基础。与此同时，她断言用来生产、分析和 
组织数据并将证据与假设联系起来的方法并非控制在一个自主的、无约束的、无 
实质的主体、认识者，或是理想型的认识行动者手中。相反地，这些事情都是“语 
境化”的，因为它们是由一种受主体间性决定的背景预设的语境所构成的，这种 
背景预设是“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在研究中得以表现的媒介，它们被精妙地铭刻 
于理论、假设，以及定义研究项目的模型之中” （1993 a , p . 263 ) 0 

因此，这些背景预设必须接受概念上和证据上的批评，而只要我们仍然死抱 
着知识是个人认知过程的一种产物的看法，这些批评就不可能存在。但在朗吉 
诺 （ Longino , 1993 b ) 看来，如果我们将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实践构想为一种社会过 
程,并承认客观性是社会互动的函数这一命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探索如何去有效 
地批评这些背景预设。朗吉诺继续解释说“对背景预设的有效批评要求展示和 
表达出其他可供选择的观点…… ( 这些观点）能使我们发现社会价值和兴趣如何 
在一些研究项目中得到昭示——若非如此,这些项目原本或许是可以被人接受 
的” （ p . 112)。她提出了一组必要的标准，它们可以使给定的科学共同体“获得 
批评话语不断变化的维度”，包 括：已 被认识到的批评路径/ 论坛； 共同体对批评 
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对批评的宽 容）； 共享的评估标准；以及智识权威的平 
等 （ P .112)。 


朗吉诺倡导一种社会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与社会文化实践相联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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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论题和价值论题与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论题交织在一起①。她似乎在走一 
条中间路线，虽然也承认科学知识部分地是社会协商过程的产物，但并未声称科 
学知识仅仅是社会协商的事情而已。同时，她公开赞同客观性，并强烈地维护研 
究理论的规范的一面，这样她就明确地避免了那种认为各种解释都各有所长的 
相对论观点。最后，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一样，朗吉诺不仅预设了一种有 
具体定位的认识的本体论，而且以它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这种本体论与其 
说是再现的，毋宁说是更为互动的、关联的和对话的 （ Rouse , 1996) 0 


“强”建构论 


这种取向发展的路径之一是这样 的：一 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从维特根斯 
坦的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温奇1958年对此给以了详细说明）中得到启发，开始以 
语言嵌人于社会实践或生活形式之中为前提开始研究②。不仅如此，规制着一种 
生活形式的规则给生活划定了范围，并使这种生活形式与其他形式相隔离。因 
此，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并以这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为参照，我们才能 
描述和解读一个行动的意义 （ Giddens , 1993 ) 。理性地评价信仰的标准完全依赖 
于语言游戏或这些信仰赖以成长的生活形式。这样，不同语言游戏的意义或生 
活的不同形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一旦这种观点与对根本概念差异的坚持（它 
在许多观点认识论中经常如此）相结合，就很容易导致认识论相对主义。费伊 
( Fay , 1996) 解 释道： 在认识论相对主义中，“在内容、意义、真理、正确等问题上不 
允许任何跨越框架的判断，认知的、伦理的或美学的信仰、主张、经验或行动的合 


① 这是一种努力和尝试，它试图将保持我们的知识主张提到了某些东西或是“有关”某些东西，而非仅仅 
是“能者的无限表演”这一概念的社会议题与经验议题交织在一起,史密斯 （Smith ,1996) 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另一 
个例子。 

② 这里我所关注的是不断强调社会因素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优先性的强解释,而非那些认为 
社会因素应被取消的观点。例如，在支持某种激进社会建构论观点的文本中，常常会引用尼采 （Nietzsche) 的激进 
视角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但它们对于社会建构论其实支持甚微。尼采 （Nietzsche,1979) 坚持认为意义（真 
理、知识）只不过是社会协商过程的产 物:“ ……因此，什么是真实的？就是一组变动的隐喻、转喻、人神同形同性 
论……它们经过长期使用后似乎对人们是固定的、经典的、必 修的; 真理是幻象，是一些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幻 
象的幻象。” （P. 174) 但对他来说，价值的社会建构必须得到承认并且被认真地批评,其目的在于为个人的价值建 
构开路并且为之提供正当性证明。这些所谓的社会真理，正如史密斯 （Smith, 1997) 所解释地，乃是“与生命相敌 
对的，这里的‘生命’指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能量的力量、一股拒绝控制着真理主张的概念分类的感觉特 
征潮流” （P. 17 ) 。尼采的目标是自我创造和自我转型。德里达 （Derrida, 1976, 1978) 似乎也持同样的观点，尽管 
对此我不敢十分地肯定。一方面，德里达对于任何呼吁或试图再生产出某些巨大的、更为包罗万象的框架的解释 
都表示出相当的批评(或怀疑)态度。他辩称读者个人有责任去释放或激活文本中的文本性，但这就意味着读者 
必须使他（她）自己对文本开放,因为任何对文本的新阅读都不仅仅是读者自身的行动。意义是在能指在包含了 
文本和解释者的文本性舞台上的表演中被建构起来的。但德里达声称对于这种解释过程不存在任何主观的和反 
思性的控制。这样看来，他似乎赞同对于意义的个人建构，但同时又坚持不存在意义或解释的主观区域 （Derrida, 
1976,1978)。肯定地说，我在此描述的观点与尼采和德里达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亲和性。这三种观点都在不同 
程度上预设了，就我们自己的主观价值和视角（或我们所处群体、社区、文化等的价值和视角）而言，我们所遇到 
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解释。这样，对这三种观点的认识论取向可以做如下归纳 ：“所 有的知识都是 解释; 解释永 
远是充斥着价 值的; 价值是对某些异质的、非认知的能力、过程或事件(诸如渴望的力学、历史，或权力意志）的终 
极表达，因此，真理的主张就是对这些非认知的能力、过程或事件的终极表达。” （Smith, 1997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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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被决定” （ P . 77 ) ①。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如格根和邓津这样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者明显地赞成语 
言游戏之间或生活形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他们同时又声称社会建构论哲学 
会以某种方式带来人类条件的改善。格根 （ Gergen ，1994 a ) 辩称知识是社会过程 
的产物，所有关于“真实的”、“理性的”和“好的”的陈述都是各种特定解释者社 
群的产物，因此这些陈述是颇可怀疑的。但他又将自己的社会建构论哲学与一 
种有关民主化、可能性和重建的议程联系起来。格根期望社会建构论应该首先 
成为一种扩展关于人类实践的对话范围并使这种对话更为民主的手段，一种使 
这些实践服从于某种连续的反思过程的手段。 

类似地，邓津 （ Denzin ，1997 ) 在为后现代主义解释人种学进行辩护时，坚定 
地拒绝了他称为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这种认识论“断言我们可以生产出对世 
界的精确再现，而且这种再现真实地描绘了真实经验的世界” （ P . 265) 。他为那 
种从定位于历史与文化之中的个人角度出发来研究经验世界的观点认识论进行 
了辩护。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某些惯于撰写道德的和寓言体的传奇的人种学实 
践表示赞同，撰写这些传奇的目的不仅仅是记录人类的经验，而且在于展示文化 
差异或唤起我们对于他文化的注意。在邓津看来，这些道德传奇是一种为读者 
赋权的方法，一种使读者发现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真相的手段。 

另一种类似的悖论在这两种强建构论观点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我们可以追 
问 格根: 既然我们并无标准来比较在各种各样的框架中哪一种是更好 （ 更为公 
正、更为民主等）的实践，而且我们从这种比较中既不会得到认识的收获也不会 
有损失，我们为什么要耗费心力来加人这种对话呢②？我们也可以追问邓 津:在 
从定位于历史和文化之中的经验的比较之中产生的解释这个问题上，难道道德 
传奇的创造没有预设一种 （ 道德）真理的存在吗？难道这样一种动向没有站出来 
说: 我们需要某些标准来厘清真正的道德真理并使之正当化，从而使这些真理与 
单纯的幻象或信仰得以区分吗？ 


总结 ：永久 的议题 


定性研究运动建基于一种对于理解他人在做什么或在说什么的深刻关注之 
上。解释主义哲学、哲学诠释学，以及社会建构论提供了投身于这种关注的不同 
方法。然而有几个持久的议题是跨越了这三种哲学的，每一个定性研究者都必 
须运用这些哲学（或其他哲学）的资源在这些议题上达成一致。其中三个最为明 


① 这只是从认识论现实主义迈向本体论现实主义的一小 步:如 果我们所能知道的现实都取决于我们特定 
的概念框架,那么现实不也就仅仅是它在我们概念框架中的呈现吗 （F ay ,1996；Smith ,1997)? 

② 在与泰勒 (Taly 0r ,198 8 ) 交换意见时，格根 （Gdger^WS 8 ) 驳斥了强评估的理念或是确定某些解释是否比 
其他解释更好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格根 (Geigen, 1994a) 还 ( 错误地)解读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后者同 
意存在某种类型的意义“本质”。在我看来，格根并没有充分地理解伽达默尔和泰勒关于传统不能穷尽作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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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议 题是: ①如何定义“理解”的真实含义以及如何证明“去理解”的主张是正 
当的？②如何根据广泛的设想来建立研究项目的框架？③如何去想象并占据研 
究者和被研究者（研究主体、信息提供者、被调査者、参与者、合作研究者）在作为 
一种“社会世俗性的”情境或事件的“研究”之中彼此联系的伦理空间？以及相 
应地，如何决定研究者在他（她）研究的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如何确定他们在社 
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认知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议题很明显是相互交 
织的，但出于分析的目的，在此将对它们做分别论述。 

理鮮以及使理 群合法 化① 

所有那些做了解释性转向 （ Hileyetal , 1991 ; Rabinow & Sullivan , 1979) 的定性 
研究者都有着一组共同的承诺。他们对唯科学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并拒绝那 
种关于不受约束的、控制的、工具性的自我的人种学 （ Smith ， 1997; Taylor ， 1995 ) 。 
他们始终坚持认为包含在理解他人过程中的认知要求不可能通过使用带有逻辑 
经验主义特征的基础主义认识论预设（例如，观察的中立性，经验的原初“既定 
性”，经验数据对于理论框架的独立性等）来得到满足。解释主义、所有形式的社 
会建构论（包括尼采的视角主义、新实用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以及伽达默尔的 
哲学检释学都“坚定地拒绝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任何根本的、不依赖于精神 
的、永久固定的现实，这种现实可以不通过人类建构的中介而直接被把握甚至被 
明智地思考” （ Shusterman ， 1991 ， p . 103) ，至少在人类研究的领域内是如此。换一 
种多少有些不同的说法，就是有关他人在做什么和说什么的知识一定依赖于其 
他意义、信仰、价值观、实践等提供的背景与语境。这样，事实上所有关于人类科 
学和理解的后经验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解释。 

但是在定性方法论中关于理解的认知要求并不仅限于以上关于解释是无可 
避免的主张。我们有必要阐明这种旨在服务于我们理解努力的解释性转向的后 
果®。广义地说，当前辩论的特征可以用两组不同的后果来描述。 

“强” 整体论 （strong holism ) 

一方面，存在着“强”整体论，它辩称鉴于我们总是通过解释来看（理解、了 
解）一切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事实上一切都是由解释组成的。根据 
知识是视角性的和语境性的这一事实，他们得出了一个很强的怀疑论的结论，认 
为完全不可能判断说某一特定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正确、更好或更坏。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证明一项关于他人正在做什么或说什么的解释是否 
正当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于这种证明为什么变得无关紧要，又是怎样 
变得无关紧要，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强整体论的特定类型。正当性证明之所 

① 可参见本书第34章中对于判断是否达成了理解的标准和认知要求所进行的更为详尽的讨论。 

② 这里开展的讨论非常接近于博曼 （B 0 hman，1991 a ,1991b) ，他首先提出了对强整体论和弱整体论的划分 
并倾向于 后者。 我并不一定同意他将伽达默尔、罗蒂、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标注为这样两种整体论的划 
分方法，但这种分类和厘清工作与我在此想讨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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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得无关紧要，可以是因为解释总是被视为“我们的”解释，从而成为一种仅仅 
反映了种族优越感的解释 （ H oy ，1991 ) ，也可以是因为解释总是被认为仅仅表达 
了一种个人的或政治的主体性，还可以是因为人们预设一项解释从来不能超越 
其自身范围，它无关乎对意义的正当性证明、揭示或澄清，而是“文本主义的”，被 
纳人了所谓能者的表演的更大游戏中①。受后现代人种学以及其他相关智识潮 
流的影响，大量关于定性研究的现代文献（如 Clough , 1998； Denzin , 1994,1997； 
Lather , 1993; Richardson ,1997) 似乎更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强整体论。类似地 ，一 
些从事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者——诸如拉图尔 （ Latour ) 、伍尔加 
( Woolgar ) 、诺尔一塞蒂纳 （ Knorr-Cetina ) 、巴斯 （Barnes ) 、布卢尔 （ Bloor ) ——也 
建立起了关于科学知识的强整体论主题。 

如何评价相互竞争的（或不同的、矛盾的）解释并在其中做出选择这一议题 
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构成了理性行为？在各种备选解释中做一个合理的 
选择又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在强整体论或怀疑的整体论中一个普遍的预 
设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普遍的固定标准来测量几个相互竞争的解释是否有说 
服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来区分好的解释和坏的解释，以 
及区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较少说服力的解释，无论这些解释是针对文本的，还 
是针对行动的，抑或是针对历史重大事件的” （ Bem S ti en ，1986, P . 358) 。在给定 
基础的标准不可能存在的前提下，强整体论者可以得出以下几种典型结论中之 
任何一种:①他们坚持认为要保持理性这一理念就需要解构;②他们赞同一种非 
批评的观点多元主义（例如，“多重现实”、许多被同等程度接受的解释等），这种 
多元主义不要求比较 评价; 或者是，③他们声称修辞学标准——某项解释是否去 
鼓励、劝说、强迫、容纳、唤起或取悦——是判断某个解释是否比其他解释更好的 
唯一适当标准®。 


弱整体论 （weak holism ) 


弱整体论或称非怀疑的整体论辩 称：我 们从关于他人的知识总是依赖于理 
解的背景这一事实得出这样一些相对主义的、怀疑的结论（甚至更为糟糕的 ，一 
些虚无主义的结论）是既无必要亦不值得的。弱整体论主张背景（所有理解的 
“仲裁”）还“没有强到足以成为一个固定的限度或是强到使人们完全不可能在 


① iD 拉格尔 （ Gallagh er ，1992) 这样解释德里达的观点：“解释仅仅在能指的可区分系统内部发生，而且无须 
乞灵于指^物的形而上学现实……德里达激进的表演原则是一种尝试，尝试去（从内部）揭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 
信仰和指示物的身份——客观性、主观性、呈现、存在、真理，或任何其他的在西方传统中运作的形而上学概 念。” 
(P.283) 

② 解构主义或激进社会建构论 （ 以及罗蒂的实用主义）并不把缺乏基础的标准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史密斯 (Smith ,1997) 解释 道:“ 相反，对基础的需求将激发一种野心，而这种野心正是哲学中传统的弱诠释学（解 
构主义） 所 希望克服的。据称以往哲学中的基础主义鼓励了一种对于‘他性’和‘不可通约者，的不宽容。而弱诠 
释学可以采用策略的形式来绕开或彻底推翻那种对于那种据信是可以使权力和控制得以实施的理性回答的需 
求。这种后现代策略的目标就是在思想中为那些据称未被推理同化的东西——如多样性、异质性和差异——提 
供空间。”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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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据为基础的解释之间进行标准化选择的程度。事实上这种评价总是可比较 
的、可能犯错误的、可修正的，因为随时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好的新解释，它既包含 
了旧解释的长处又避免了旧解释的短处” （ Bohman ,1991 a , p . 146) 0 

弱整体论试图说明什么是决定一项解释是否“有效”或正当的理性基础。但 
试图证明解释为正当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例如，如上面已解释过的，博曼 
( Bohman ， 1991 b ) 、费伊 （ Fay ，1996 )，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朗吉诺似乎都坚信 
以下观点 ：对一 项解释的正当性证明应当服从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以经验约束 
为基础的正确性这样一些认知规范。其他的弱整体论者则期望以实践推理为基 
础来重新定义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做比较判断并寻求用好的论证和 
推理来支持这些判断，而实际上又是如何做的” （ Bernstein , 1986, p . 358) 。例如， 
伯恩斯坦（ Bernstein , 1983,1986,1991 ) 的“非基础实用人本主义” （ 他发现罗蒂、 
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讨论过这个主题）给出了一个以习俗、实践、话语及实际 
真理等主题为基础的弱整体论的例子。伽达默尔 （ Gad amer ，1975) 辩称尽管理解 
行动不能被模式化为一种对客观对象进行确定分析以生产出一个最终的、完全 
的或确定的解释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从理解是一种实际一道德的知识这一事实 
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解确有规范的一面。泰勒在说明如何在彼此对立的解释之 
间做选择时，不承认存在任何对经验证据的诉求或是存在任何可以决定性地确 
认某项解释是否正确的固定标准。但他又发展出一套论断,认为相比较而言，扎 
根于一种实用理智的叙述形式以及与他关于事件只是对于我们人类才有意义的 
特定说明相联系的解释是更具优越性的。在泰勒看来，什么被认为是更好的解 
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种经过正当化证明的、由一个解释转向另一个解释的运 
动过程 ®。 

为鮮释牲项 IF 走隹 

定性研究研究者们共同参与的解释性项目到底有什么社会的和科学的目标 
或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几乎没有什么共识。许多定性研究者们将项目 
平等地定位在一个解放的议程和一个变革的议程之中。一部分新实用主义者、 
批判理论家，以及女性主义者则全力投身于旨在批判和摧毁不公正、不民主的教 
育和社会实践并使之转变的解释工作之中 （ Howe ，1998 ) 。 

其他的新实用主义者以及一部分哲学诠释学的捍卫者们则共同拥有一种普 


①史密斯 (Smith,199 7 ) 对泰勒的评价概念做了如下 总结: “某一特定的实际评判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这 
一运动 （ 即正文中所云对更好解释的选择其实是由一个解释向另一个解释的运动。一译者注）两端的解释性 
位置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大小。因此，是否得到理智的支持并不一定是根据某些固定标准——这种固定标准被认 
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必依赖于自我解释的语境或视界——来判断的……当特定的推理明显地展示了特 
定的、具体的案例中的认知收获或认知损失时,它就会很好地运作。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典型方法是通过确认并解 
决原初解释中的矛盾、指认出解释所依赖物的混乱,或是承认某些被解释所遮蔽的因素 “（ p . 61 )。 请注意这些可 
以产生清晰易懂的发言的办法并不是判断解释自身是好是坏的标准。在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被计为一种“认识的 
收获”时，不能孤立地考虑，也不能脱离实际的解释情境。我曾借用这种没有标准的弱整体论的理念来对评价判 
断做过详细说明 （ 参见 Schwandt,1996,19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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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启蒙信仰，相信批判性反思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他们更多地是将解释 
项目与对话、交谈，以及被理解为一种可自我变革的解释性交换的教育联系起 
来，而非直接地将其与政治变革相联系。他们更多地将产生于解释之中的理解 
视为一种对意义的参与、对某种传统的参与，以及从最终意义上说对某种对话的 
参与，而较少将其视为一种可由我们随意地将其“应用”于后续行动之中的东西 
( Grondin ,1994) 0 在他们看来，批判性的解放——从再生产的、霸权的、权威的结 
构中得到解脱 （ 或逃脱）——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批判性反思总是以自主 
性和权威性为特征的。如加拉格尔 （ Gallagher ，1992) 所解释的，对解释项目的这 
种构想方式并未否认解放以及后续变革的可能性，它所否认的只是绝对解放的 
可能 性：“ 解放是一个在教育经验中不断前行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批判反思的最 
终结果 。” （ P _ 272)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解释项目的解放性框架或是对话框架表示了髙度的 
质疑。他们转而选择将解释看作一种自发的演出或是一种揭示了诸如自我、认 
同、客观性、主观性、呈现、真理和存在等概念的多重意义的持续解码过程。 

这些建立解释项目框架的不同方法喻示着定性研究是一项充满了自由争论 
的运动，至少在内部是这样。它是研究者们的一种松散联合，大家似乎只有在共 
同反对我们前面称之为基础主义一经验论一再现主义信仰集合这一点上才能找 
到共同语言。 

种嗾的和政治的考4 

社会研究是一项实践，而非一种简单的认知方法。理解他人在做什么和说 
什么并将这些知识转变为公共的形式包括着道德一政治的承诺。道德议题产生 
于以下事实，即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总会受到某种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特定观点 
的支持。例如，泰勒、邓恩及其他学者辩称基础主义一经验主义一再现主义集合 
建基于一种超脱和客观化的取向 之上： 主体（认识者）操控着理解的对象并与之 
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不仅如此，社会研究实践的政治维度还与“合法性理由的政 
治学”——它被鲍曼 （ Bauman ，1992) 描述为现代国家兴起过 程中的中心问 
题- —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社会研究的实践 （ 包括定性研究，但决不仅仅是 
定性研究）也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现代性文化的核心力量一^技术化、制度 
化、科层化和专业化——的影响①。 

当代大量对于民族志现实主义的批判一-或更为一般地称作“民族志中的 
再现危机”——都受到了社会研究实践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引导，而非仅为 
社会研究实践的认知需求所引导。这中间的问题在于：如何回答基础性的 问题？ 
在我所研究的这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针对这一问题，至少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普拉斯 （ Prus ，1996) 的回答坚决地贯彻了超脱的解释主义 
传统，他维护着一种可能被某些定性研究者批评为常规的、现代性的，甚至是危 


①参见卡尔 （Carr，1997) 关于教育在20世纪中转化成为一种学校教育的过程是如何与一种解决教育研究 
的现代“系统的”方法相伴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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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观点，即把研究者看作一个“力图在田野工作和最终产生的文本中将研究者 
的武断降到最低程度的人……研究者的形象更像一条变色龙……他可以几乎没 
有困扰地适应环境，他的工作使他人的生活世界以一种尽可能完全而且不受阻 
碍的方式得以呈现 ” （ P. 19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津 （ Denzin ，1994) 的观 
点，他的目 标是： 

去创造一种凝视和理解的形式，这种形式要适合于我们称之为后现代 
的当代大众传媒电影社会。这种凝视从内部破坏了福柯所说的监狱中那种 
冷静的、分析的、抽象的、偷窥的和有纪律的凝视。这将是一种更新的、更温 
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凝视，它所追求和渴望的不是技术的、工具的知识，而是 
深度的、（存在主义意义上）存在的理解 （ P . 64)。 

人们应如何去理解普拉斯和邓津所描述的研究者伦理一政治取向之间的差 
异， 在处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伦理一政治承诺时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这部 
分地取决于他（她）为这一类的情境赋予意义时所使用的伦理框架①。这种观察 
将我们带人了伦理与道德哲学的领域，进人了一个已经超出了本章讨论范围的 
主题。就当前的目标来说,我们只须简单地指出目前围绕着道德认识论的标准 
框架正在开展相当活跃的、持续的对话与争论便已足够。 

简要说来，这一标准框架包含着下面的共同核心理念 ：①道 德是道义论的 
( 主要关注道德义务和承诺）；②道德观点的标志是公平性和普 适性; ③权力与义 
务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争论方式得到解决。这些理念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 
种对于道德的偏重形式主义的理解。这里的形式主义说的并不是那场广为人知 
的关于什么是更好的伦理形式理论的争论，而说的是在标准框架中，道德观点是 
按照形式标准来定义的。形式优先于内容，正如维特莱森 （ Vetiesen ， 1997 ) 所解 
释的： 

普适性、公平性和非人格性——这些有助于定义“道德观点”的形式标 
准——现在已成为某个给定项目为达到拥有实际道德内容的条件而必须拥有的 
特征。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使自己服从依赖于（这些）形式标准的判决与合意性 
解决方案的议题、问题、难题和两难处境……才可以有资格被称为是内容“道德” 
的 （P.4)。 

尽管萨特、布伯、马塞尔、列维纳斯、鲍曼和诺丁斯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有很大 
差异，但他们却都对标准框架中定义道德的方式表示了异议。他们都呼唤一种 
亲密的伦理、关怀的伦理、靠近的伦理，或是一种联系的伦理，他们还坚持道德的 
理论化必须依靠一种经验的基础，特别是我一你关系的经验。本纳比 
(Benhabib ) 将这种取向与那种标准的道德理论化方式的取向以如下方式进行了 
对比： “那些最使我们着迷以及最为打动我们的道德议题并非产生于政治和经济 

①理解如何去面对了解他人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研究者的角色和责任是怎样被那些宰制着大学的话 
语所塑形着的有关 (Derrida, 1983) 。这个主题在本书第3章中已被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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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正问题之中，而正是产生于我们与他人在‘血缘、爱、友谊和性等方面’的关 
系质量”（转引 g ： Vetlesen , 1997, p . 4 ) 0 这些联系要求的是被纽斯鲍姆 

( Nussbaum ) 描述为“关注”-“随时可以被他人的困厄所打动”、心甘情愿地 

“被他人的生活所触动” （ p . 162) ——的东西。再来就轮到规范性的关注了，它 
要求的是一种语境的和叙述的认识方法，而非形式的和抽象的认识方法。这里 
的语境既指每个个体特定的历史、身份和表意一情感的建构，也指在这些个体带 
着他们的历史、身份和表意的定义相遇时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因素是由叙 
述联系起来的。 

不仅如此，正如鲍曼 （ Bauman , 1993) 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这些关系是高度 
随机应变的和语境化的，道德行动本身“具有一种地方性的矛盾性，它总是以一 
种不确定的方式将区分关心与宰制以及区分宽容与冷漠的分界线串连 起来” 
( P . 181)。道德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无法解决的矛盾性意味着 
道德生活无关乎决策、计算和程序。相反，它是“一种无基础的、非理性的、不可 
争论的、未给出理由的，而且是不可计算的强烈欲求，希望向他人伸展，去爱抚， 
去为了些什么而存在，去为某种目的而生活，去使可能的发生” （ p . 247 ) 。 鲍曼 
( Bauman , 1995) 后来又补充说，从以这种观点看来，道德生活总和起来就是一种 
‘‘在有适度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偶然性之间的一串永无止境的解决 方案” 
( P .66)。 这里，“解决方案”的概念不同于经过计算的决策，它不是人们在运用 
某些原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没有固定的程序。 

在这种思考道德生活的思路中，完全没有关于道德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道 
德主张之中通过争论得到的解决方案的思想。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随后而来 
的规则，而是意味着表达和沟通。不仅如此,在这一框架中不存在关于那种目的 
论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认为道德进步是由一种关于社会乌托邦的想象力 （ 尽管 
这种想象力是不完善的）或是一种相信我们的价值和道德能力可以进化到更好 
的形式的信仰所推动的。 

在这样一个备选的框架中，伦理关系扎根于为他人而存在这一概念的基础 
之上。为他人而存在的联系优先于意图、优先于选择。在这样一个备选框架中 
的道德并不是志愿的。在道德行动者这一方，道德的取向优先于任何计算的行 
动； 它优先于目的性、互惠性和契约性。道德从一开始就不是某种先于道德行动 
的道德决策。它不是任意可选的。诺丁斯将这种道德的概念称为关怀 （ carin g )。 
但关怀不是一种去执行伦理的方法，也不是某项去形成某种专业服务伦理的特 
定原则。它是一种伦理取向，是意义和自身带有关系工作内在逻辑的价值得以 
生长的特定土壤 （ Thompson , 1997 ) 。 

关怀或为他人而存在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先于志愿的、不可移动的、非 
契约的、非互惠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正如维特莱森 （ Vetlesen , 1997) 所解 释的： 
“为他人而存在的核心既非正义亦非权利，既非那些被关注者的快乐亦非他们的 
幸福，它的核心是责任。这不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去承担的责任，也不是一 
种受社会、政治或法律制约的 责任； 它更多地来自于外部而非内部，它根源于行 



7 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 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 227 


动者之外而非行动者之内， （ P . 9 ) 他还补充说，有关正义、善良、快乐等的问题都 
是很重要的，但都是后一步的事，而且它们“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地，都没有将道 
德定义为现象，将责任定义为任务” （ P . 9) 。 

如果有人辩称上面简要介绍过的这种伦理和道德的形式化理论直接对应于 
某些“定量”研究方法论，而另一种备选理论则对应于某些“定性”的方法论，这 
将是一种非但不正确而且很天真的看法。将这种道德现象学和道德认识论中的 
工作与对定性研究（或更广义地说，所有的社会研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思考联 
系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这一工作确实说明了，要确定一个研究者应该 
怎样与他人相联系并随后代表他人的框架，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伦 
理一道德联系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采用正确的“凝 
视”研究伦理，或是采用正确的文本形式，或者是采用正确的方法论。那种解决 
难题的方法假设我们可以从批评和我们选择的方向中获取某些资源，这些方向 
以某种方式位于那种需要做出某种特定选择的特定场合之外。它减少了人类存 
在与有待解决的客观难题之间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有关联系与再现的问题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关了解和存在的神秘结合，这种结合在每一次研究者发现 
他（她）自己的情境中都要以全新的方式去面对。这种方法将“在我所研究的这 
些人面前，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的情境理解为一种需要某种特定道德知 
识的情境。 


结语 

我在简单勾勒这些知识（命题）时，本意并不在于提供某种模板或类型学以 
对当前定性研究的术语进行排列 （ 不仅如此，这里所讨论的所有主题都已远远超 
出了任何对定性研究的构想，它们已经是一种对于所有当代社会研究的关注）。 
将各种复杂的理论视角分门别类，再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这似乎是一种独特的 
美国式的倾向①。而这样去贴标签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将使我们对于那些持久 
的议题、共有的关注、在运动中纵横交错的张力点，以及那些每一个研究者在建 
立一个社会研究者身份时必须面对的议题都视而不见。在纠缠于这些知识（命 
题）预先将我们理解“开展”定性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的努力加以结构化的方法时，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哪种标签更适合我们——是解释主义、建构论、诠释 
学，还是别的什么。我们所面对的乃是每一个研究者的选择，选择自己希望怎样 


①当然，将定性研究作为一种不同于定量研究的独特类型的理念是本书中以各种方式描述过的那场运动 
的起源。在许多人(包括作者自己和我的很多学生）看来，这样一种区分现在是否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研究 
的意义和目的是颇成问题的。我的一个学生最近评论说，我们认为自己是通过学习方法论、通过建立对于定性研 
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某种形式的忠诚而成为研究者的。但是,她继续说道,所有的研究都是解释性的,我们 
面临着一大堆方法，它们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理解。传统的处理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的做法是将自己归属于某 
一组特定的方法（或是将自己归为学习“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的学生），但这种旧方法已经不再有用了。如果 
我们还想继续前进，就必须放弃这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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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O 弗吉尼亚 • L . 奥利森 


进人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更为分化且充满活力，并对其实践 
者、追随者和批评者提出了彻底的挑战。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对立的思想模式相 
互碰撞，不同的方法论和分析方法相互竞争，一度淸楚的理论间的差别 （ Fee , 
1983 ) 也变得模糊不清，对女性主义研究效力的争论大量出现，女性主义的定性 
研究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态势。这都是我在本章中要探讨的内容。 

这一章的内容来源于我为1975年女性健康会议所写的女性主义宜言。在 
这篇宣言中，我指出“愤怒是不够的”，号召运用直接的学术活动建构、引导和利 
用激情来纠正有关女性健康的很多领域中的严重问题 （ Olesen ， 1975, PP . 1-2)。 
作为一个早期在互 动一社 会结构传统中研究的符号互动论者 （ Denzin ， 1992, 
PP -1-2) ，我赞同互动主义和女性主义中的解构倾向，它们鼓励批判性、建设性地 
揭示特定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关于女性的理所当然的观点。这就避免了 
“严重的整齐划一”现象 （ Mukheijee ，1994， p . 6 ) 。我认为研究，不仅仅是关于女 
性的研究，可以通过借鉴理论性的评论和结合经验的、文本取向的定性模式进 
行。女性主义的研究，为其他的研究、行动和政策创造了超越和转变的舞台 
( Olesen , 1993) 0 我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是辩证的，运用不同观点的融合产生新的 
综合，这些综合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惯例和方针 （ Nielsen ，1990 b ， p . 29; 
Westkott ，1979， p . 430 ) ①。 

我将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趋势 （ Benhabib , Buder , Cornell ， & Fraser , 1995； 
Tong ,1989) 和定性研究中改变的、时常引起争议的主题 （ Denzin ,1997; Gubrium & 
Holstein , 1997 ; Gupta & Ferguson , 1997 ;Miller & Dingwall , 1997 ； Scheurich ， 1997) 进 
行探讨。对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进行定位，不能认为它只是暂时的智识主题和 
争论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影响了定性研究的许多方面，即使有时有些人的观 
点令人苦恼 （ Charmaz & Olesen ，1997 ； Devault , 1996； Smith ，1996 ； Stacey & Thome , 
1996； Taylor , 1998 ) 0 


① Xt 公共健康的女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见 : Lu P ton,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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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吸收了不同的理论性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并且影响了女性主义 
议程严重分歧的共同情境 （ 心理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见 Morawski ，1997 ) 。 
然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全球的、同类的和统一的女性主义，不管她们是否将自 
己界定为女性主义者，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都研究有问题女性的不同情境和形 
成这些情境的制度因素。这就涉及从问题到理论，从政策或行动框架到意识到 
特定情境的女性的社会公平问题 （Eichl er ，1986， P .68 ; 1997， PP . 12-13)。女性主 
义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来源于对女性的不平等，行动或深入研究的知 
识重建的研究中 （Olesen & Clarke ，1999 ) ①。这里谈到的许多问题，都处于批判 
种族研究和批判法律研究的突出位置——如威廉姆斯 （Williams, 1991 ) 利用文学 
理论对法律话语的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定中的主体间性 问题； 还有 （Mari 
Matsuda ,1996) 对种族、性别和法律的研究。 

我将简单地概括一下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范围和类型，以提供一些背景资 
料，这些只是对许多学科的现有文献的部分说明。这种概括为女性主义定性研 
究中出现的复杂性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并为女性主义学者现在争论问题的评论 
做准备。这也包括对（一些）偏见与可信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担心，以及在陈 
述、声音、文本和道德问题领域中的新的经验观点 （ 对他人 ） 陈述的需要。最后， 
我将以新世纪女性主义研究的成就、不足和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结束本章的 
讨论。 

我们必须记住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是多种多样的——对新的复杂的经验研 
究进行大量调査的同时，另外的一些研究者仍倾向于社会性别的普遍的和传统 
的观点。此外，即使在女性主义研究的 （ 经验的或传统的）同一流派中，从声音的 
处理到怎样准备政策的应用研究都存在分歧。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范围和主题 

有些人（包括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所发现的主观的或人际关 
系领域中最有用的，也是最有限的研究。这既反映了早期女性主义的兴趣在于 
女性的主观性，也存在着关于定性研究不能解决大范围问题的错误假设。运用 
更广泛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些有限的观点[莱因哈兹 
(Reinharz) 在1992年对此问题有具体描述]，并且出现了新的简短讨论的主题。 
通过对社会运动及政策和组织的大范围问题的调査，许多学科中 扩展的 女性主 
义研究从把主体放在显要位置的女性生活和经历的评价发展到对其关系的分析 
(定性的女性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见 Tayl 0r ，1998 ; Tayl 0r & Whittier, 1998 , 


①尽管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可能没有直接减轻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痛苦，然而这一研究可以促成法律、政策 
或媒介的活动 （Maynard,1994a)。 除了研究结果之外，研究管理对评价女性主义研究的程度提供了 基础: 它将研 
究叙述为反常的、没有权力的、没有媒介的吗？它包括研究的微观政治的细节吗？研究中的不同是怎样控制的？ 
它避免了重复的压迫吗 （Bh aV nani,199 4 ， P .30)? 坎西安 （Cancian, 1992) 发表了相似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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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这里短短的几页只能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教育和健康领域进行简短的特 
征描述，不可能涉及女性主义研究的每一个方面。教育领域的研究比较广泛，从 
雅克（人 0 1^ 1 *，1994)对教室活动的观察，到布里茨曼（81* 2 1^11，1991)的学生教师 
“社会化”的后结构主义分析，雷伊 （ Reay , 1998) 关于母亲参与孩子教育的社会阶 
级分析，蔡斯 （ Chase , 1995) 对妇女学校主管与控制的结构进行斗争的描述分析， 
以及法律学校的女性怎样“成为绅士”的研究 （Guinierjine & Balin ,1997) 0 

在健康和治疗领域，伦珀特 （ Lempert ) 的研究将受虐待女性的经历的报道与 
受虐待的解释和结构问题联系起来。伦珀特的清楚的主体观和布卢姆 （ Broom ) 
关于澳大利亚国家资助的女性健康诊所的出现怎样与女性主义者在健康照料系 
统中所秉承的原则相矛盾的论述形成了对照①。 


政策分析领域——定量的和男性统治的领域,仍然是不接受女性主义定性 
研究的地方，在以下两个方面也是如此 ：①特 殊政策问题的主旨、解释和出现； 
②政策完成的过程②。然而,有些关于女性政策问题的定性研究值得注意：通过 
对科学的和非专业出版物的内容分析，考弗特和麦克金雷 （Kaufert & McKinlay , 
1985 ) 指出门诊专家、医学研究者和关于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 
是不同的问题。成功的政策是女性主义者在不同的层次上仔细研究的复杂主 
题。在对埃伦里奇和皮文 （Ehrenreich & Piven , 1983 ) 关于女性处境的确定观点 
的纯理论批判中，布朗 （ Brown , 1992 ) 指出她们没有意识到控制问题。佩彻斯基 
( Petch es ky ，1985) 的分析揭示了在堕胎的讨论中怎样确定女性的健康问题。弗 
雷泽 （ Fr aser ，1989) 对女性需要和政府的解放或控制问题进行了话语 分析。 蒙提 
尼 （ Montini ，1997 ) 在对乳腺癌引发的许可运动的研究中发现医生影响了活动家， 
使她们偏离了想达到的政策目标。 


① 亨特、乔丹、欧文和布朗纳 （Hunt Jordan,Irwin, & Browner, 1989) 所做的关于女性健康的经典访谈研究 
改变了医学中关于女性病人的理所当然的观点;这些研究者发现妇女不赞同治疗的方式是因为她们自己的生活 
观念，并且女性不是“怪人” （cranks)。 这一发现与 安妮. 卡斯珀 （Anne Kasper, 1994) 对乳腺癌妇女的研究相似。 
托德 (Todd，1989) 证明了病人与女病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在不同的层次上,亚德隆 （Yadlon, 1995) 的分析表明护 
士比医生提供了更多的值得注意的照料，但也对病人施加了相当多的控制。关于更大范围问题的研究,亚德隆 
(Yadlon, 1997) 对乳腺癌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往往归咎于贫穷或瘦弱，而忽视了环境的或其他的身体外的原 
因； 内特尔顿 (N et tlet 0n ，1991) 对牙医业的散漫习惯的解构分析说明了理想的母亲是怎样产生的;戴维斯 （Davis , 
1995) 关于整容手术的研究强调了女性的困境;在对女性食物准备的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 （1991) ，德沃尔特 
(DeVauk, 1999b) 提出了“食物和健康的所有权”问题。 

② 政策研究提出了“仔细研究”的问题和运用重复选择的评论。女性主义研究者，像许多其他的定性 （和 
定量)研究者一样，发现在对她们开放的社会群体中接近回答者比较容易，而不是较高社会地位的立法者或选择 
的官员，斯泰西 (Stacey, 1992)xt 英囯医药局的分析是一个例外。然而，第二个原因存在于研究地方政策制定的 
失误中，这些地方（市政府、学校委员会、社区行动者组织）的进人可能比较容易。这些研究发展了史密斯 
(Smith) 的制度民族志理论 (Campbell & Manicom,1995) ，特别是坎贝儿 （Campbell, 1998 ) 分析了政策文本在加拿 
大照料家庭中怎样为女性主义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和有希望的指导。伊斯茨和埃德蒙兹 （ E stes & Edmonds, 
1991) 关于新出现的政策怎样变成结构的符号互动的模型为女性主义热衷于政策分析提供了价值导向。在政策 
分析中，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像通常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一样,作出了比过去更大的贡献。就像芬奇 （Finch, 
1986) 所说的，定性研究对我们理解结构和制定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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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_1 

出现的复杂性 
有色种族女性的作品 

永恒的白人问题 
后殖民的女性主义思潮 

女同性恋研究和同性恋理论 

残疾女性 
观点理论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 

复杂性的后果 
问题化的研究和参与 

局内人一局外人的不稳定化 

传统概念的解构 
经验 
差异 

社会性别 
新的框架问题 
“偏见”和客观性 

“效度”和信度 
参与者的声音 

提出理由/给予说明 

研究伦理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 增多的复杂 性和典型文本 


Anzald(ia( 1990 ) ， Collins ( 1986 ) , Davis ( 1981 ) , Dill ( 1979 ), 
Garcia( 1989 ), Green (1990), hooks (1990), Hurtado ( 1989 ), 
Zavella(1987) 

Frankenberg( 1993) , Hurtado & Stewart(1997) 

Alexander & Mohanty ( 1997 ), Heng (1997), Mohanty ( 1988 ), 
Spivak( 1988) ,Trinh( 1989,1992) 

Anzaldfia( 1990) ,Butler( 1993) , Kennedy & Davis (1993) , Krieger 
(1983), Lewin( 1993 ), Stevens & Hall ( 1991 ) ， Teny ( 1994), 
Weston(1991) 

Asch&Fine(1992) 

Collins ( 1990), Haraway ( 1991 ) , Having ( 1987 ) , Hartsock 
(1983), Smith (1987) 

Clough ( 1998), Collins ( 1998b) , Flax ( 1987), Haraway ( 1991, 
1997) ,Hekman( 1990b) ,Nicholson( 1990) 

Behar(1993) ,Ellis(1995) ,Frankenberg & Mani(1993) ,Lather & 
Smithies(1997) ,Lincoln( 1993,1997) ,Reay( 1996a) 

Kondo( 1990), Lewin(1993), Naples( 1996) ， Narayan(1997a), 
Ong( 1995) ,Weston( 1996) ,Zavella( 1996) 

0’Leary( 1997 )，Scott( 1991) 

Felski(1997) ,hooks(1990) 

Butler(1990,1993) ,Lorber( 1994) ， West & Zimmerman(1987) 


Fine( 1992a) ， Haraway (1997), Harding( 1996 ， 1998), Holland & 
Raraazanoglu( 1994) , Phoenix ( 1994) , Scheper-Hughes ( 1992) 

Lather( 1993) , Manning( 1997) , Richardson ( 1993) 

Fine( 1992a), Kincheloe ( 1997), Lincoln (1993, 1997), Mascia- 
Lees et al. (1989) ,0pie( 1992) ,Reay( 1996) ,Ribbens & Edwards 
(1998) 

Behar & Gordon (1995), Ellis ( 1995), Kondo (1995), Lather & 
Smithies( 1997) ,McWilliam( 1997) ,Richardson( 1997) 

Finch(1984) ’Fine & Weis(1996) ， Lincoln(1995) ,Reay(1996), 
Ribbens & Edwards( 1998) , Stacey (1988 ),D. L. Wolf( 19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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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 （ Clarke,1998) 称这些后期的研究为“中间分析 ” （meso analysis) ，指 
社会的和制度的权利怎样与人类的行动相协调 （ Maine S ， 1982 )。 克拉克的女性 
主义社会历史分析说明了诸如避孕工具生产这样的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这些研 
究将女性研究问题提高了对当代的和历史的男性统治的科学、政策制定和控 
制——不仅是女性的，也包括政策过程——的重要批判。髙登 （ Gordon, 1994 ) 对 
领取福利的母亲的社会历史分析是这类研究中最好的例子，她的分析指出了关 
于女性地位的陈旧的观点怎样进入了新时代，并误导了政策。 


新出现的复杂性 


如果任何特性都可以说表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或者说所谓的女性 
运动的第二阶段（至少在美国）以来的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特性的话，那么它 
将增加女性主义研究的复 杂性: 研究的特性，对被研究者的界定和与被研究者的 
关系，研究者的特征和所处的位置，以及研究中知识的创造和陈述。事实上，如 
果在产生的复杂性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的话，那就是知识问题。谁的知 
识？从谁那里，通过谁，为了什么目的，怎样获得的？如斯坦利和怀斯 （Stanley & 
Wise , 1990) 所说的，“简单地说，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批 
判的‘反动’ 立 场中脱离出来，进人探讨‘女性主义知识’是什么的领域” （ p . 37 ) 。 
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女性主义作 品有： 科德 （ Code ，1991 ) 的疑问“谁能知道？” 
( p . ix ), 哈拉维 （ Hamway ， 1991) 的存在知识的概念化，史密斯 （ Smith , 1987 ) 的日 
常世界的清晰度问题和一些关于女性主义定性方法的和方法论的文本 （ Behar ， 
1996 ；Behar & Gordon , 1995； Butler , 1986； DeVault , 1999 a ; Fine , 1992 a ; Fonow & 
Cook , 1991 ； Hekman , 1990 b ； Lather , 1991 ； Lewin & Leap , 1996 ； Maynard & Purvis , 
1994； Morawski , 1994； Nielsen , 1990 a ； Ribbens & Edwards , 1998 ; Roberts , 1981 ； 
Stanley ， 1990; Stanley & Wise , 1983； Tom , 1989； Visweswaran , 1994; D . L . Wolf , 
1996 a ) 。关于女性主义知识的政治交换 ，见： Hawkesworth ， 1989, 1990 a ，1990 b ； 
Hekman ， 1990 a ； Shogan ， 1990 。 

研究重点的增多分化了早期女性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主题。第一，麦金农 
( MacKinnon , 1982, p . 353 ; 1983 ) 的“意识觉醒”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基础的主张让 
位于更加显著的结构性的观点。科林斯 （ Collins , 1990) 意识到了多种知识的发 
展，在对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分析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这部包括戴维斯 
( Davis ，1981 )、迪尔 （ Dill ，1979 ) 、 乔 （ Chow , 1987 ) 、胡克斯 （ hooks , 1990 ) 、 格林 
(Green ,1990) 和安扎尔杜亚 （ Anzaldfia ， 198 7 ，1990 ) 作品的有影响著作结束了女 
性主义研究中常存的白人化倾向。此外，女性结构性的存在于变化的组织和个 
人情境的意识出现了，这种情境与产生知识的主观评价纠缠在一起，就像鲁泽克 
( Ruzek , 1978) 在早期对女性健康运动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第二，关于女性在 
社会生活的竞技场中不受重视的研究——如芬伯 （ Lorber ，1975 ) 关于女性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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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埃普斯坦 （ E P st e in ，1981) 对司法界女性的研究——导致了更加复杂的分 
析，如海因 （ Hine , 1989) 探讨了美国护理系统中排斥和对待非裔美国妇女的结构 
的、互动的和知识产生的因素。 

与这些研究同时发展的是最初将妇女称作家庭范围内无处不在的却不重要 
的劳动者的研究 （Able & Nelson , 1990; Finch & Groves , 1983 ； Graham , 1984,1985 ; 
Nelson , 1990) 0 后来，通过格伦 （ Glenn , 1990) 关于日本家务劳动者的研究，罗林 
斯 （ Rollins ,1985) 对家庭清洁的参与观察研究和罗梅罗 （ Romero , 1992) 对拉丁语 
地区家务劳动者的访谈研究，家庭服务、家务劳动和相伴随的知识情境中看上去 
陈腐但却是对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批判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都呈现出来了。 
其他的研究，如德沃特 （ DeVault ，1991) 关于家庭食物准备的研究，默科特 
(Mureott ,1993) 对食物观念的分析，霍克希尔德 （ Hochschild , 1989) 对家务劳动已 
经进入家庭意识的研究，更加证明了家庭范围内的社会性别知识产生的机制。 

因此，新岀现的复杂性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对理论学科 （Stacey & Thome , 
1985,1996 )、社会制度以及对女性生活和经验缺少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批判，发展 
到对批判的认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被研究者差异的 
逐渐认识，普遍化的“女人”概念的消失和对研究者自身特性的关注。当代女性 
主义研究的主流就是支持这些逐渐增加的、大多数被接受的意识。 

复杂性增加的促进因素 


有色种族女牲的著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之外，有色种族女性的研究形成了对有色种族女性的 

①这种转变已引起了令人烦恼的评论，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从早期的关注理解和减轻女性压迫的政治议 
程转到对女性生活或神秘的认识论问题的描述 （Glucksman,1994 ; Kell y ,Burton, & Regan , 1994, p. 29 ) 0 显然，认识 
论问题的广泛兴趣在那些寻求理解、提高或变动的女性主义观点的研究者中发展起来，但也有大量的研究倾向于 
对众多方面的干涉和改变。莱瑟和史密西斯 （Lather & Smithies,1997) 对艾滋病女性的参与研究将后结构主义观 
点与清楚的改革议程结合 起来; 普费弗 （Pfeffer, 1997 ) 对年轻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生活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计 
划的可能性问题。泰勒和道尔 (Taylor & Dower,1995) 对政策倾向的旧金山社区女性群体的研究，详述了女性的 
忧虑。奥利森、泰勒、鲁泽克和克拉克 （01 e se n ,T ay l or ,R UZ ek & Clarke, 1&7) 广泛地回顾了女性主义研究倾向于改 
善女性的健康。定性的女性主义讨论了女性性暴力研究中的困难，如研究者的性骚扰 （Huff,1997) ,跨种族研究 
(Huisman,1997), 控制自己的和他人的情绪 （Manley, 1997) 以及作为一个行动者和一名研究者之间的界限 
(Hippensteele,1997) 0 克拉克和我提出了“话语的结构和重要的实践作为必要的而不是确定的因素来处理” 
(Clarke* 01esen,1999a,p. 13) 。肯尼和金塞拉 （Kenney & KinseU a ,1997) 编纂的书中详细叙述了立场理论的政治 
的和改革的方向。此外，一些杂志(健康照料中的定性研究、教育中定性研究的国际性刊物、女性主义和心理学、 
护理研究的西方杂志、社会问题杂志、健康和疾病社会学、定性研究、定性社会学、现代民族志、女性主义研究、女 
性主义评论、性别和社会、社会问题)发表了女性主义的定性的改革倾向的研究。然而，文章长度的限制，使论述 
和改革观点的建构非常困难，使定性研究报告的详细叙述成为必需。关于学院与社区的联系，见《女性主义文 
集:女性研究资料季刊》 （feminist Collections： A Quarterly of Women's Studies ftesourees 。 Vol. 20, No. 3,1999) 中的一 
篇名为《学者和行动主义者之间活力的张力》 （The Energizing Tens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Activists)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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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置的理所当然规点的新的理解，并揭示了白人作为创造“他人”的因素的范 

围 - 如在英国的亚洲人 （ Puar , 1996 )。除了对差异的批判之外，科林斯 

(Collins, 1996) 和赫塔多 （ Hurtado, 1998 ) 的著作使女性主义的研究转向对女性压 
迫形成中的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互动的认识，研究者的经验研究也说明了这 
一点，如泽维拉 （ Zavella ， 1987) 关于墨西哥美国罐头厂工人的研究，凯普兰 
( Kaplan, 1997) 对黑人青少年妈妈的研究。同时，这些在传统的定性类型的研究 
对美国有色种族女性生活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阿扎尔杜亚的经验著作和 
研究引入了国界、跨国界和女性生活的流动性的概念——家庭的、国家的、性别 
的、国际的，增加了更多的维度和复杂性。虽然采用不同的形式，但女性主义研 
究者关于女性和移民的研究中出现了对国界和流动性的重要认识 （ Espin ， 1995; 
H 0 ndagneu-S 0 tel 0 ， 1992 )。 尽管已有这一作品，女性主义学者宾格和雷德 （ Bing & 
Reid,1996) 还是提出了反对白人女性主义知识滥用的问题，法律学者克伦肖 
(C rens h aw ， 1992) 在白人女性主义者关于 1991 年克拉伦斯、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 听诉会的讨论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 

与这些研究并存的是关于批判的研究，这不仅是有色种族女性与白人女性 
之间关系的结构问题，也是白人女性自身的问题。富兰肯伯格 （ Frankenberg , 
1993) 的访谈研究转变了研究中特权的、未予认可且名称不详的 类型提 出了研 
究过程中要考虑所有参与者的问题。赫塔多和斯图尔特 （Hurtado & Stewart , 
1997， PP . 309-310) 指出“白色人种”是事件的“自然”状态，要求白人的研究应该 
从有色种族人们的观点出发，发现她们所说的研究中的批判的、非支配的存在 
(Wyche & Crosby , 1996)。这些著作不只是对女性多样性的简单提醒，她们强调 
多重身份（和主观性）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的尝试性建构 （ Ferguson , 
1993)。 

后破氏女性主夂思砌 

如果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不断的白人批判动摇了女性主义研 
究的框架，那么，来自于后殖民地理论家的强有力的、复杂的研究和女性主义思 
想更加动摇了关于“女人”和“女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女性主义自身的 
定义。她们提出女性主义依靠当代民族主义背景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形式 
(Alexander & Mohanty ，1997 ; Heng , 1997 ) 。关于“他者”的不同影响（对被研究者 
采用压制性定义），她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模式不适合后殖民地女性的研究 
( Kirby , 1991 , p. 398 ； Mascia - Lees , Sharpe , & Cohen , 1991)。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 
如斯皮瓦克 （ Spivak ，1988) 的疑问 ： 由于精英思想的存在，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是否会发表意见或者会永远保持沉默。莫汉蒂 （ Mohanty ， 1988) 也提出了类似问 
题。除了这些问题，她们还提出了是否第三世界的女性或事实上所有女性都会 
被看作具有统一主观性的同类女性的问题。敏哈 （ Minh - ha , 1989,1992) 利用她 
影片制作人的专业知识，使女性作为他人 （ 和非他人）的流动框架成为系统的整 
体,通过弱化女性的概念，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假设，以及访谈的应用削弱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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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也指出了全球化中的问题，如国外制造业中的不安全 
的和剥削的工作环境以及国际性交易，都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主题。 


女同性志研究 


在斯坦利和韦斯 （Stanley & Wi se ，1990， PP . 29-34) 对较少关注女同性恋的批 
判中，女性主义学者放弃了在本质上无视女同性恋或认为女同性恋是可鄙的、有 
缺憾的理论研究框架。新的研究成果瓦解了女同性恋同质性的观点，如克里格 
尔 （Krieger，1983) 对女同性恋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斯蒂芬斯和霍尔 （Stevens & 
Hall，1991) 对医学怎样不公平地限制了女同性恋的历史分析，威斯坦 （Weston, 
1991 ) 对女同性恋家庭关系的研究，勒温 （ Lewin， 1993 ) 关于女同性恋母亲的研究 
[说明了母性（而不是性）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以及特里 （Terry，1994) 关于“越 
轨”的历史编纂理论化的研究。历史研究，如肯尼迪和戴维斯 （Kennedy & Davis, 
1993 ) 关于布法罗和纽约的女同性恋群体的叙述，安扎尔杜亚的早期 的研究 ，以 
及勒温 （ Lewin , 1996b) 对女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分析作品的编纂，通过揭示女同性 
恋群体中的种族和阶级问题以及女同性恋认同的多重基础，进一步区分了这些 
观点。 

社会性别的确切含义也受到了巴特勒 （ Butler , 1990, 1993) 的尖锐批判，她的 
女性主义的哲学分析可追溯到威斯特和齐默尔曼 （West & Zimmerman ，1987) 早 
期社会学叙述的主题。在两个例子中，由于不同的理论原因，这些学者指出性的 
认同只是表述行为的，而不是特定的或社会归因的，影响了统治女性主义思想数 
十年的社会性别的二元论观念。 

同性恋理论的出现，特别是那些拒绝被同性恋文化或压抑的异性恋文化同 
化的男女同性恋者成为同性恋研究的开端，这一理论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政治 
立场 （ I ^ win ，1996 a , pp . 6-9)。勒温 （ Lewin ，1998) 关于男女同性恋婚姻的研究说 
明了那些仪式怎样既反映了同性恋的适应又反映它的消亡。这种抵抗的态度所 
带来的暗示就是直接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对种族和阶级的复杂贡献的认识。 

成病女牲 


随着残疾人权利运动和残疾人女性主义者作品的出版，女性之间的不同认 
识也随之出现。“被社会贬低，排除在女性的活动领域之外，并且是不可见的。” 
(Gill , 1997, p. 96), 残疾女性在本质上是去个性化、去性别化的，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情况有时也发生在女性主义者之中 （ Lubelska & Mathews, 1997， p. 135 ) 。 吉 
尔 （Gill,1997) 回忆了杰出的加拿大女性主义者邦尼 • 克雷恩 （Bonnie Klein ) 遭 
受了致残的事故后，在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被当作局外人 （ P . 97)。 她还指 i 残 
疾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或兴趣抚养孩子，因此也就不是生育健康议程的一部分 
(p. 102)。 阿希 和法恩 （A SC h & Fine, 1992) 通 过回顾以往的研究中残疾女性的出 
现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指岀即使是对残疾女性表示同 
情的研究也仅仅因为她们的残疾才试图认识她们，而忽视了残疾女性作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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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母亲、朋友、运动员和活动家的角色。 

巩点研究 

女性主义学者从若干学科中获得的具有松散联系的理论观点 （ 早期提到的 
许多观点也可以这样进行归类），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即她们认为研究叙 
述和来源于女性经验的具有显著地位的女性知识中缺失或边缘化了女性 
( Harding , 1997， p _ 184 ) 。哈拉维 （Haraway ,1997) ——其科学史上具有影响的作 
品已经成为观点思想的基础和权威——恰当地对观点理论进行了概括，“观点是 
认识的一情感的一政治的获得，它巧妙地体现了现存社会的一历史的一身体的 
经验——通过充实的、世故的、话语的、物质的和共同的实践活动而构成” 
( p .304, n .32)® o 在社会学家多 蒙西. 史密斯、帕特里夏.希尔.科林斯，政治 
科学家南西.哈特索克 （Nancy Hartsock ) 和哲学家桑德拉.哈丁 （ Sandra 
Harding ) 的研究中，女性的本质的、一般化的概念消失于这种思想环境中:将女性 
置于具有经验和知识的情境下重现，特别是在劳动的物质范畴和种族的分层系 
统中。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知识的宣称都是社会的存在，并且许多社会 
存在，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和经济特权阶层底部的，不管是那些独特的女性，还 
是其他的女性，在获得知识的开端要好于其他人 （ 这不能假设研究者自己的生活 
或群体是最好的研究起点，也不能断言所有社会存在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对知识 
计划具有同等价值）。 

尽管根据立场观点的类别对她们进行了分组，但是立场理论家绝不是完全 
相同的，她们的不同的观点为定性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 （ Handing ， 1997, 
P_ 389 ) 。因而，在此讨论这些理论家，并通过这样一个必要的简短的回顾，认识到 
因细致的思考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是非常有意义的。 

多蒙西 • 史密斯关注女性的观点，并把日常世界概念化为一个有问题的，即 
存在于其中及其组织中的女性不断创造、塑造和了解的世界，是被外在的物质因 
素或表面的协调关系塑造的世界 （ Smith ,1987, p . 91)。因此，女性生活的“日常 
活动”就处于中心位置。为了解那个世界，研究者不必像社会学传统地划分主观 
和客观、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做法那样，将女性客观化。研究者必须能“以与确定 
的社会学策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与研究” （ Smith , 1992， p . 96 ) ，这些研究并不 
是存在于统治关系之外的。这就要求对研究者和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怎样“作为 
主体参与到统治的关系中”进行深入的反思 （ P .96)。 史密斯和艾利森.格里夫 
斯 （Alison Griffth ) 关于学龄儿童母亲工作的研究说明了在讨论中她和她的同事 
怎样发现了 19世纪 2 0年代和30年代关于母亲的北美演讲的影响 
(Griffth & Smith ，1987 ; Smith ， 1992 ， p . 97)。许多研究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人 
的研究发展和利用史密斯制度民族志的观点 （Campbell & Manicom ，1995) 去发现 
表面的协调关系怎样产生并被维持在制度领域，因而在微观和宏观事物的典型 


①女性主义法律学者的研究也采用了这种类型（例如 Ashe, 1998; Bartlett, 1990; Fry, 1992； MacKinnon 



问题之间形成了重要的联系 （ Smith ， 1990b， p . 10) ( 对史密斯的评论，见 Collins , 
1992; Connell ,1992 ) 0 

科林斯 （ Colli ns ，1990) 指出黑人女性的观点来自于黑人女性的物质环 
境和政治状况。从方法论上来说，这要求“选择的认识论，其‘具体知识的标 
准’和‘方法论的适当性’与黑人女性的经历与意识保持一致” （ O ’ Leary , 
1997 ， p . 62)。科林斯和贝尔•胡克斯 （Collins & bell hooks ， 1984 ,1990) 的 
著作改变了女性主义思考和研究的具体知识，脱离了任何普遍性的观念。 
科林斯 （ Collins , 1998 a ) 拒绝放弃情境的观点，并明确了黑人女性主义者思 
考的框架，在此框架中她将黑人女性的观点与交叉研究联系起来，“社会现 
象、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建构彼此相联” （ P . 205 ) ，然而，总是存在对权 
力和结构关系的敏锐的思考中 （ PP . 201-228) ，这实质上扩展了观点理论。 
就像科林斯认识到的，复杂性的思考是一项“令人气馁的工作” （ P . 225 ) ，在 
这样一个框架中进行定性研究同样使人失去信心。然而，利用社会复杂性 
的新的理解——以及权力关系的背景——将黑人女性主义的思想发展为批 
判的社会理论和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新形式是很重要的 （ P .228 K 

哲学家桑德拉 • 哈丁早就认识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三种类型，她称为 
“过渡期的认识论” （ Harding ， 1987, p . 186)。为了与哈丁关注的通常意义的 
现代性、一般的科学和女性主义科学问题一致，这些类型肯定了那些研究模 
式怎样与传统的科学和客观性问题相 联系： 

1•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包括两种类型 ：①“ 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 
(与目前的研究规范和标准密切相关） ；© 其次是朗吉诺 （ Lcmgi no ，1990) 的 
“前后关系的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影响的 认识； Harding ， 
1993, p . 53) o 

2 •立场理论，“主张所有知识的建立都具有社会烙印性，某些客观社会 
烙印化的知识要好于其他的知识” （ Harding , 1993, p . 56 ; 1998 , p . 163 ) 。 

3 ■后现 代理论，它使女性主义科学赞成的用多种经历讲述女性自己的 
知识的可能变得无效。 

这些仍然是寻找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不同类型的有用途径，但许多研究 
运用了几个或所有的三个要素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创造性地借鉴并改变她 
们研究的多种类型，“以避免破坏统治的社会关系及其系统的有限性” 
( Harding , 1990, p . 101 ) 。 

这里的问题是科学的恰当形式和是否“所有可能的科学和方法论…… 
都包含在现代的、男权的、西方的和中产阶级的形式中” （ Harding , 1990, 
p . 99)。哈丁提到，科学的其他形式也是可能的和适当的。她对女性主义研 
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的关注和产生“较少虚假故事”的尝试，使她拒绝依靠 
方法论规则严格控制过程，她提出了研究者应该批判地考察她们在进行研 
究时自己个人的和历史的约束 （ Harding , 1993 ， pp . 70-71 ) 。她指出，社会学 
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相对主义（仔细倾听他人的观点）与判断的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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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定信仰的不同系统和它们的社会起源而放弃许多主张）之间的批判性 
不同。她的解决方法是运用“强烈的客观性” （ Harding, 1991 ) ①。 强烈的客 
观性与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假定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 
是相互影响的。后面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她对“强烈客观性”的贡献。 

南西.哈特索克的观点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信女性的物质境况为她们 
提供了产生特殊和特权知识的经验，这些知识既反映了压迫也反映了女性的反 
抗 （ Hartsock ， 1983,1985,1998)。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的生活一样， 
她们的知识为统治批判和政治行动提供了机会 （ Hartsock , 1997 b ， p . 98) 。 这并没 
有假定这类知识是固有的、必不可少的，也没有假设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相同的经 
历和相同的知识。然而，在她最近的陈述中，哈特索克 （ Hartsock ,1990) 明确了观 
点的“具体多样性”的可能性 （ p . 171)。每一种观点都形成了不同的世界，每一 
种都表达了权利的不同影响，以及将观点理论与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 
的思考 （ Hundl 吐 y ，1997 ， P _ 41 ) 。 这样的知识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来自“个人和群 
体的互动”，并且总是变化的 （ Hundleby ,1997 ， p , 36 ) 。 就像哈特索克所提到的， 
“研究主体不是个别的主体，而是共同的主体或群体” （p . 371 ) 。 

观点理论及其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暗示没有不受到批判的。有些人非常 
焦虑观点理论的相对论的危险 （ Harding , 1987, p. 187 )，过分简单化 
( Hawkesworth ，1989， p _ 347 ) 和引起的效度问题 （ Ramazanoglu ，1989 ) 。另外也出 
现了对下面问题的批判实在论的可能性 （ Campbell ，1994; Lemert ,1992 , p . 69 ) , 
有色种族女性知识传统的忽视 （ Collins , 1992, p . 77 )，不同观点的评价叙述问题 
( Hekman , 1997 b , p . 355； Longino , 1993 , p . 104； Maynard , 1994 b ； Welton , 1997， 
口.21)，认同的不完全理解问题（1^„ 1€ ^， 199 2, 1) . < 58)，以及如果研究对无意识渴 
望的连续的调和和建构，那么作为研究基础的经验的潜在应用问题 （clough ， 
1993 a )。 其他人也提出带有不稳定因素的同性恋理论破坏了观点理论的可能 
性，观点理论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复制 （ Clough , 1994 ,p. 144) 0 

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理论家也没有保持沉默。史密斯 （ Smith , 1993) 与克拉夫 
( Clough , 1993 a , p .169； 1993 b ) 的对话突出了经验的中心性、愿望的位置和文本的 
重要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克拉夫提到了史密斯在将社会学解构为经验的统 
治性话语时走得还不够远，史密斯否定了这一点，指出克拉夫的观点过分倾向于 
文本而忽视了经验。海克曼 （ Hek man ，1997 a ,1997 b ) 在观点理论批判的回顾中 
谈到了如果女性的知识是特权的，那么真理是怎样建立的问题。来自史密斯 
( Smith , 1997 ) 、科林斯 （ Collins , 1997 ) 、哈特索克 （ Hartsock , 1997 a ) 和哈丁 
( Harding ，1997 ) 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观点理论已经并被不断地修正 （ Harding ， 


①伊冯娜 .林肯 （Yvwma Lincoln， 个人交流，1999年3月4日）提醒我相对主义的“扩展的连续统”， 
其范围从相信“事物活动”的激进的相对主义者到那些否认价值评佔的绝对标准，但是坚持标准应该在^ 
定情境中发展的人，这一情境结合了参与者的叙述，表达了有用知识的观点。这后一种观点没有抛弃特性 
的观点，而是利用这一方法去避免利用情境中的“科学标准”，在这种情境中，“她们以压迫的、无力的或权 
力重压的 方式行动”。 



1997, P .389)。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认为在将观点理论运用到她们的研究时，如 
果她们想避免误解和探究观点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新的关系，她们必须仔 
细阅读这些理论家最近的著作 （ Hirs C hm an ，1997) 。事实上，哈丁 （ Harding ， 1996 ) 
已经指出“后结构主义观点在运用观点理论对下面的问题进行系统地、批判地研 
究时非常有帮助:对权力关系的研究，对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由阶级、种族和其 
他文化力量形成的社会性别的研究，以及这些怎样通过结构的和符号的‘话语’ 
传播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观点对运用观点理论系统地、批判地研究权利关系的 
多样性，对阶级、种族和其他历史文化力量形成的社会性别的态度的多样性，以 
及它们是怎样通过结构的和符号的‘话语’传播的非常有帮助 （ P . 451 ) 。科林斯 
( Colli ns ，1998 b ) 提岀后现代的和解构的思想对黑人女性群体权威和社会行动的 
破坏性影响的同时，也指岀后现代主义的权力分析工具在挑战统治性话语和游 
戏的恰当规则时同样有用 （ PP . 143 ,154) ①。 

店现代的和鮮构的思想 

复杂性可能已经出现在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中，尤其是这里所讨论的许多 
主题之中，但是后现代和解构思想的多样的和富有魅力的智慧源泉，深化和增强 
了显现的复杂性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上面提到 
的主题中，有时成为研究的主要观点（如布特尔或敏哈的分析），有时预言了未来 
的复杂性（如富兰肯贝利对白人的解构性研究），有时反映了女性主义陈述的不 
适合这些思想模式的倾向和主题（如科林斯对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分析或卢因 
关于女同性恋文化的研究）。 

考虑到出现的困难多于受压迫情境中女性生活的片面故事，后现代女性主义 
者把“事实”看作是幻象的破灭。她们对世界的观点是一些故事或文本，这些故事 
或文本确定了权力和压迫的整体性，事实上“将我们看作决定性规则的主体” 

( Hawkesworth ， 1989 ， p. 349 ) 。 在女性主义研究中，这些主题出现在人类学、社会学、 
历史、政治科学、文化研究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也出现在教育和护理研究的经验 
派系中 （ 见澳大利亚杂志 -.Nursing Inquiry) 0 

具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强调描述和 
文本。对女性主义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复杂，许多学者运用来自阿尔图塞 
( Althusser )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文艺批判 （ Abel , Christian ，& Moglen , 1997 ) 、历史 
分析和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 （ Ferguson ,1993 ， p . 212, n . 3) 。与经 

① 除了这里引用的立场理论家的最初的文本之外，一些有用的解释性评论也可以在邓津 （Denzin, 1997)、 
克拉夫 （Clough,1998) ，以及肯尼和金塞拉 （Kenney & Kinsella,1997) 的研究中看到。哈丁 （Harding, 1997 ,p. 387 ) 
对立场理论的年 代表的 概括也有启发意义。 

② 关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献并不总是像那些开始探索或想加深理解的人那样容易获 
得。许多有用的研究是1998年的《女性主义研究》 的源泉。 尼克尔森 （ Nicholson , 1990,1997)、海克曼 （ Hekman , 
1990b) 、弗莱克斯 （Flax， 1987， 1990) 、罗西璃 （ Rosenau ， 1992)、勒莫特 （ Lemert , 1997)、査马兹 （ Charmaz , 1995 ) 对 

定性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深人的分析，科林斯 （Collins, 1998b) 对后现代主义对黑人女性主义 
者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深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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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妇女、工作和社会阶级的研究——如萨克 （ Sack ， 
1998 ) 对医院工人的调査和格雷泽 （ Glazer , 1991 ) 对护理职业中的种族和阶级问 

题的分析-形成对照的是在阿尔图塞的模式中寻找意识形态和主观性、欲望 

和权威形成的地位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研究 （ Clough ，1994, p . 75 ) 。 这也遇到了 
关于愿望怎样在文化产品中表达或怎样从文化产品中推理出来的令人困惑的问 
题，这些文化产品分布在通过影像的民族志叙述到女性主义研究者面对的超出 
了多数人简单认识的问题和深入的文化形式问题的运用① （关于 描述的女性主 
义唯物主义的分析 ，见： Roman , 1992) 0 

这些研究典型地应用了文化客体（比如电影）和它们意义的分析形式 
( Balsamo , 1993; Clough ，新 闻 ； de Lauretis , 1987； Denzin , 1992, p . 80; Morris , 1988 ) 
或对地点和情境的分析 （ Morris ,1998) 。 这些研究包括对客体和围绕着客体的话 
语文本的分析，以及“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化意义所塑造的现有的文化和经 
验的研究” （ Denzin , 1992， P _ 81 ) 。这些研究预见了沃克丁 （ Walkerdine ，1995 ) 提 
出的将媒体作为主观性产生场所的理解分析。 

关于社会性别和科学女性主义的研究将逐渐增多，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中，启 
蒙时期，现代和当代的神圣源泉作为一种文化被分解，显示出实践、话语和对女 
性生活的控制的暗示 （Haraway ,1991,1997； Martin , 1987,1999 ) ,也提出了反抗或 
干涉的途径。关于女性生殖地位的研究一直都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中心问题 
( Ginsburg , 1998； Gordon , 1976 ; Joffe ，1995 ； Luker ， 1984,1996) ，这一问题已经转向 
了社会性别和科学领域 （ Balsamo , 1993,1999； Casper , 1998 ； Hartouni , 1997 ) 0 0 
为这一研究借鉴了各学科的研究，因此不容易对其进行分类。这些研究通常以 
混合的形式、主旨和内容的形式出现，如哈拉维 （ Haraway ， 1997 ) 对技术科学的女 
性主义研究中，熟练地将小说、生物学、历史、幽默、宗教和视觉形象编织在一起。 
这些成果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不舒服的，或者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不仅对男性 
的统治制度,如科学，对女性主义自身也是如此。 

这些思想方式深化了新出现的复杂性：限制女性的场所 （社会性别种 族和 
阶级）和怎样限制女性，多重变化的身份和自我怎样取代了确定的身份 （ 自我） 

( Clough ^ l 992,1998 ； Ferguson ，1993 ; Flax ，1990 ； Fraser ， 1997 ， p . 381) 。她们强调这 
种从二元框架到女性经验、地位和空间的易变概念的转化 （Anzaldtia , 1987 ; 
Trinh ,1989,1992). 这种转化伴随着对话语、叙述、文本的强调，经验写作 脱离士 
研究叙述的标准形式，这是后面我要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和解构 
主义也关注这一问题，正如观点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未经检 
验地接受和坚持传统的实证的定性研究观点 （众 所皆知的女性主义的经验主 
义），这一观点被认为推动了女性主义的进程，但是，批评家们也指出这只不过是 


①寻求解构的或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符号论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否认对经验的关注 （clough , 1993a 
论述到，不管研究者多么亲密，经验总是产生于话语和文本中。文本是深人分析的中心，是社会批^ 
= 本模在这 -研究巾 ，酬 的重点是:①麵;@无赖_翻不麵败;③求細本能類不会因儿 
童期和成年期的社会化而 消失; ④性特征和文化生活及其描述的政治。 



8 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245 

重复了受压迫的结构而已。后现代的观点产生了不稳定的、令人焦虑的问题，即 
意义、文本、背景的变化和认同的不断增加没有为改革倾向的研究提供基础，而 
是巩固了现状，消除了结构性的权力，但也没有提岀问题或描述文化系统 
( Benhabib ，1995 ； Collins , 1998 b ； Hawkesworth , 1989 ; Johannsen , 1992- Mascia - Lees , 
Sharpe , & Cohen ，1989 ; Maynard , 1994 b ; Ramazanoglu , 1989 ) 。下面我将在女性主 
义定性研究的部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种影响产生的特殊问题。 

复杂性增加的后果 

有色种族女性、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同性恋理论家、后殖民地研究者、残疾 
女性、观点理论家和分析家采用后现代视角，结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和过程 
的理所当然的概念化和批判的主要概念，如经验、差异和社会性别。没有比上面 
讨论这两项研究更深人的了，即关于女性作为研究者的重新思考的研究和将女 
性主义研究者作为无所不知的、统一的、差距的和文本自由的客观知识的探寻者 
概念的重建研究，这里女性的社会性别为她们进人女性的生活和知识提供了保 
证。这种假设的消失将女性主义研究推向了对研究者特征和关于研究者研究影 
响的认识。 


研究者的属性 

研究者也有特性、特点、历史、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影响研究的互动的社 
会属性。林肯 （Lincoln ， 1997) 在她的评论中提到 ，“ 如果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而 
是许多可能性……作为民族志学者，我们就可以运用多重自我创造多样的文本” 
( p .42)。 然而，这些可能性不是静态，它们是结构和实践交互作用的反映。在这 
一脉络中，富兰肯伯格和曼尼 （Frankenberg & Mani ，1993 ) 借鉴文化研究，提出了 
推测的方法， BP “ 稳稳地掌握着对处于统治和从属矩阵之中的主体形成和文化实 
践的分析”并且“断言主体和她们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有效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关 
系，这种关系是复杂的、变化的和非‘自由’的” （ p . 306)。尽管她们是在后殖民 
地的和解构主义的脉络中进行描述，但推测方法的概念仍然适用于发现女性主 
义的研究机制，因为它认识到研究者和参与者是根据历史和情境来定位的。 

许多女性主义者描述了她们研究中的推测机制。基于她自己从工人阶级到 
中产阶级研究者的生活经历，雷伊 （ Reay , 1998) 在对母亲参与孩子早期学校教育 
的分析中反映了阶 级性; 菲尼克斯（ Phoenix ,1994) 关于青年社会认同的研究表明 
访问者的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假设过于简单；里斯曼 （ Riessman , 1987 ) 指出，访谈 
中种族和阶级的不同在获得理解的过程中怎样优先于 性别； 米伦 （ Millen , 1997) 
研究了当女性主义研究者与那些不赞同女性主义的女性一起研究时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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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关于女性立义研走者的研先影吻 


由于研究过程中存在多种观点、自我和认同，因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主观 
性变得非常重要，这种主观性成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模糊的现象学和认识 
论界限的指示。传统的研究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担心对主观性的强 
调，会导致“太亲密……而不能完全排除叙述和解释的主体间效度” 
(Komarovsky ,1988, p . 592;也可见 Komarovsky , 1991 ) 。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关于 
客观性、“效度和信度”及其中文本和声音的性质问题，后面将对此做简单讨论。 
不管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者开始出版反映这些模糊不清的界限的有争议的，有影 
响的著 作：贝 哈（ Behar ， 1993 ) 对墨西哥被调查者的生活和超越自己的民族、学科 
和个人领域局限的 分析； 埃利斯 （ Ellis ，1995) 对病危的研究及莱瑟和史密西斯 
(Lather & Smithies ,1997) 对艾滋病女性的研究。 

研究中研究者角色的观点也引起了重要的研究反思，即重新思考是否“局内 
人”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了解内部知识开拓了道路的重要问题，—个与科林斯 
( Collins ，1986 ) “ 局内人/局外人”的重要概念有关的观点 .• 扎维拉 （ZaveUa ,1996) 
发现她的墨西哥背景没有为她对工厂工作的墨西哥妇女的研究提供有效帮助； 
勒温 （ Lewin , 1993) 对女同性恋母亲的分析表明母性的重要性超过了性取向；纳 
莱延 （ IVar a y an ，199 7 ) 问道，“一个‘本土’的人类学家是怎样本土化的？”；康多 
( Kondo ， 1990) 讲述了以她日本人的身份在日本进行田野研究时的预想不到的， 
甚至无法控制的经历。这些研究和其他的一些研究，如翁格 （ Ong ， 1995 ) 关于中 
国女性移民的研究和奈普尔 （ Naple , 1996) 关于爱荷华州女性的研究，都对具有 
一种文化的某些特性的女性研究者，由于那种背景，能完全接触到那种文化中的 
女性知识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她们也困惑隐含的假设，即内在知识是统一的、固 
定的、不会改变的。威斯顿 （ We S ton ，1996) 与这些问题的斗争概括了这个问题， 

“ 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跨越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虚构的鸿 
沟。以我个人来讲，我二者都不是,但又二者都是。” （ p . 275 ) 。 

如果增长的复杂性动摇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曾经确定的观点，它也同样对 
女性研究者研究的一度理所当然的概念——经验和差异——产生了影响。 

经验 

尽管在经验研究和观点框架中研究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仍然将女性的经 
验作为关键因素，但也逐渐认识到只关注经验就不能考虑经验是怎样产生的 
( Morawski ， 1990; Scott , 1991 )，物质、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特点是什么。从解决问题 
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这项研究，即使是观点研究，虽然很 
少关注这个问题，但也是在复制而不是批判压迫系统。个人经验不是对知识的 
自我宣称（0’1^ 317 ，1997， 1 3.47)，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导致了直接关注实在主义 
而不依靠经验的风险。历史学家斯科特（ Scott ,1991) 谈到，“经验是一种解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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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解释” （ P . 779)。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分析了女性的经验和与经验相联系的物 
质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性别 环境： 霍克希尔德 （ Hochschild , 1983 ) 关 
于班机服务者怎样控制情绪的研究，格拉泽 （ Glazer , 1991) 对专业护理中种族和 
阶级的研究，休斯 （ Hughes , 1992) 对巴西东北部的母性和贫穷的研究，皮尔斯 
( Pierce , 1995) 对法律研究者怎样在法律机构的压抑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民 
族志研究。历史学家克尔伯 （ Kerber , 1998) 对女性法律义务和权利的分析也可 
以归人此类。 

差异 

对差异的认识 ，一 种使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研究者脱离了共享的女性中心认 
同的概念化运动，出现在刚刚讨论的研究中，但很快又让位于关注概念的最不受 
攻击的本质以及它的应用是否会导致男性中心的或帝国主义的“他人” （ Felski ， 
1997 ; hooks , 1990, p . 22) 0 对这类概念应用的讨论，如杂交、混合和混血，费尔斯 
基（ Felski , 1997) 认为这些隐喻“不仅认识到主体之间的差异、认同的整体观念的 
破裂和复杂化，而且通过对从属关系、相互借鉴、回应和重复的认识，以及从完全 
特权的立场 取消差 异指出了主体之间的关系” （ P . 12) 。 

理论家图亚纳 （ Tuana ,1993) 阐明了可能的共同兴趣和明显的差异之间的平 
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她们的研究中抓住这些 问题： 

经验的多样性是现实的，这些多样性通过不同女性的经验的交叉或类似与 
其他人的经验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与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类似事件相比，我们 
很少能发现不受经济状况、文化强制等影响的普遍共同经验，它类似一个有着相 
似性连续统的家族，允许经验之间的重大差异，例如一个上层阶级的美国白人女 
性和一个来自最低种姓的印度女性的不同经历。 （ p . 283 ) 

然而，在对这种见解的回应中，胡克斯 （hooks ,1990) 和科林斯 （Collins ,1990) 
仍然提醒女性主义研究者不能完全放弃一致性。她们宁愿将差异看成是独立 
的，而不是分裂的，知识的产生接受“来自他人观点的知识的存在和一致的可能 
性” （0’ Leaiy ，1997， P .63)。 这些观点反映了伽达默尔很少被认识到的“视野融 
合”的概念，“它引起了多重视角和辩证的观念，与观点认识论相比更进了一步， 
因为它指出了一种卓越的第三者的和新的观点或综合” （ Nielsen , 1990 b ， P . 29 ) 。 

社会牲别 

像经验和差异的概念一样，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社 
会性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这一概念的现代用法比“第二次浪潮”初期更复 
杂，更具差异性。追溯到凯斯勒和麦肯纳 （Kessler & McKenna ，1978 ) 的社会性别 
的经典的民族方法论框架的理论，包括巴特勒 （ Butler , 1990) 的表述行为的社会 
性别的哲学概括和劳伯 （Lorber ,1994, p .5) 关于社会性别是完全建构的论述，已 
经改变了研究的可能性。然而，早期关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在于寻求单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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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解释或特性 （Gilligan ,1982), 现在，在物质、种族和历史环境的复杂矩阵中 
的社会性别的产生和实现成为研究的重点。女性之间的不同，正如男性与女性 
之间的相似性一样，已经被认识到了 （ Brabeck , 1996; Lykes , 1994 ) 。社会性别作 
为原因解析、分析类别和研究暗示可以在霍克斯沃斯 （ H a wk eS worth ，1997 a ) 的研 
究中找到，也出现在康奈尔 （ Connell ，1997 )、麦肯纳和凯斯勒 （McKenna & 
Kessler , 1997) 、斯科特 （ Scott ，1997 )、史密斯 （ Smith ，1997 ) 对霍克斯沃斯问题的 
回应，以及霍克斯沃斯（ Hawkesworth , 1997 b ) 对那些回应的答复中。 


问题与张力 


前面叙述的变化趋势强调和改变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张力，产生了与研 
究自身的行动有关的新问题。而早期的研究问题是定性研究的传统问题（怎样 
处理“偏见”，效度怎样，等等），而新的问题是关于声音、文本和道德行为的不确 
定形式，这是我要简单讨论的内容。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和那些在某一观点框 
架中研究的人倾向于共享这些问题，而那些追随解构主义者道路的人则很少关 
注偏见和效度，而更多地关注表达和文本以及描述中的主要问题，尽管也有例外 
(Lather & Smithies ，1997 ) 。许多女性主义者借鉴并掌握了这些问题，她们有时沉 
默，有时强调，许多仍然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运用写作、描述、声音和表格的 
实验研究中。 


偏见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距离的消失以及对两者是相互依赖、非独立主体的 
认识 （ Britzman ，1998， p . ix ) 超越了对研究者偏见的传统批判 （ Denzin , 1992, 
pp . 49-52； Huber ,1973)，并导致对研究中研究者角色 （ Fine ， 1992 b ； Holland & 
Ramazanoglu , 1994； Phoenix ， 1994； Warren , 1998) 和参与者的反映的“强烈反思”的 
讨论 （ Appleby ， 1997) 。谢普尔-休斯 （ Scheper - Hughes ，1992) 所称的每个研究者引 
人到她或他的研究中的“文化自我”不再是要消除或控制的麻烦因素，而是—些 
资源。事实上，克里格 （ Krieger ,1991) 早期已经论述了自我的应用是定性研究的 
基础。如果研究者能对她们的计划进行充分地反思，她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去 
指导数据的收集、创造和解释，也包括她们自己的行动 （ Casper , 1997 ； Daniels , 
1983； Stacey , 1998) 0 布卢姆 （ Bloom , 1998, p .41) 走得更远，她指出女性主义研究 
者和她们的参与者知道她们是怎样交流的，这也是研究叙述的—部分。然而，研 
究者的反思需运用研究者背景中隐藏的或她们没有意识到的特性因素的调和。 
当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归纳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压迫的隐含结构 （研 
究参与者不是无所不知的）和压迫的隐含关系 （ 参与者可能忽视了她具有的特权 
异于其他女性）” （ P . 461 ) 时，格雷里克 （ Goreli c k ，1991) 明确了这些潜在的问题。 
谢普尔一休斯 （ Scheper - Hughes ， 1983) 也提出了在她们的研究中女性主义者对男 



性中心观点的无心复制。 

客观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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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偏见与主观性问题有关，并提出了客观性问题，甚至 
是最自由的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 （ Cannon ， Higginbotham， & Leung， 1991 ) 。 女性 
主义研究者放弃了关于客观性的传统的和僵化的观点，为这一永恒问题的研究 
开辟了新的空间。哈丁 （ Harding, 1993, p. 71) 指出观察者的经验是非常有用的， 
并提出了“强烈客观性”的观点，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成为批判的、因果关系的、 
科学解释的中心 （Hirsh & Olsen, 1995) ，她还呼吁对研究者的社会地位进行批判 
研究（见 Harding, 1996 ， 1998 ) 。 另外，哈丁 （ Harding,1991) 还提到 ，“ 强烈的客观 
性要求我们调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否定其存在或寻求对这种关系 
的片面的控制” （ P . 152 )。 她要求女性主义研究者将研究中的参与者作为“关注 
的背景” （gazing back) ，研究者从参与者的观点中找到她们自己的社会的现有计 
划①。这就超出了对研究行为的纯粹的反映，并要求对定性研究的个人的和组织 
间的知识产生机制进行坚定的深刻评价。正如霍兰德和拉马赞诺格卢 （ Holland 
& R a ma zan0 glu ， 1994) 关于青年妇女性行为的研究中所阐述的，没有使解释的社 
会本质中立的方法。她们论 述到： 

女性主义研究者只能试图解释这些背景，在此背景之上通过使决策过程的 
明确化产生出选择性的诠释，而在此过程中又产生了作为决策之基础的方法的 
金释和逻辑。这就要承认超出研究者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意识到在她们 
的资料中缄默和缺失的可能性 p. 133 ) 。 


哈拉维 （ Haraway , 1997, p . 16) 主张研究者超越强大的客观性分散研究，从而 
使研究者观察现象的方向转到多重的新的联合和可能性。 

将女性主义的客观性从经典的实证主义定义的束缚和早期的相对主义（所 
有观点都是平等的）的迷失中解救出来，哈拉维 （ Haraway , 1988 ) 认识到使研究者 
和参与者已经融合并处于现存知识、责任（避免重新产生女性压迫观点的需要） 
和部分事实的显著位置。在哈拉维经常被引用的句子中，“没有出处的观点”变 
成了与具体存在的参与者联系的“有出处的观点” [ 例如哈拉维所用的客观性的 
概念，见 ：贝 弗那尼 （ Bhavnani , 1994) 关于英国青年工人阶级的研究]。 

故皮和信皮 

与客观性有关的问题是叙述所反映或描述的研究者研究事物的程度。女性 


① 韦斯威斯瓦兰 （Vi S we S waran,1994) 对反思民族志和解构民族志做了有益的区分。反思民族志提出了自 
己的权威，面对研究者的解释的过程和强调研究者怎样对她知道的进行 思考; 解构民族志放弃了权威，面对解释 

^过程中的权力，并强调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知道我们的所知不是天真的。 

② 其他的关于决策是怎样制定的女性主义的叙述，包括芬奇和马森 （Finch & Mason,1990) 关于她们怎样 
寻找“反例”的详细的报导和里斯曼 (Riessman , 1990 ) 担心她对离异者报告的分析和社会学家的解释分析的忧虑。 
林( Ring, 1987 ,p.771), 继黑格尔之后,断言辩证的思想阻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界限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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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定性研究者关注效度，也关注形成观点的不同方法的“信度”问题 （ Denzin , 
1997 ， PP . 1-14)。对那些在传统的反映社会科学（事实能够被发现）的实证主义 
起源的脉络中研究的人来说，研究效度有确定的方法。那些轻视这些方法的实 
证起源的人，相信有获得反映定性研究特性的有效的方法。她们确定信度的方 
法是通过诸如追踪和成员的“合法性”的策略，以及反映后实证主义观点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包括与“真实性”一致的硬性的标准 （Lincoln & Guba , 1985 ； Manning , 
1997) 。 有些研究者担心是否她们的研究过于尊重或欣赏与她们一起研究的人， 
并且是否将其他人转变为她们自己的另外版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启 
示，如里查德森 （ Richardson , 1993) 所 说的： 

我质疑不同类型的效度，并提倡不同类型的科学实践。我所采用的科学实 
践的模式是女性主义的一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它模糊了类型，探查了生活经历， 
规范了科学，创造了女性形象，打破了二元性，有根据地描述了女性的劳动和情 
感反应，解构了情感自由的社会科学的神话，并为偏见、自我反思、张力和差异创 
造了空间 （ p . 695)。 

在推测效度的新方法中 （ Denzin , 1997 , pp . 9-14； Scheurich , 1997， pp . 88-92 ) ， 
莱瑟 （ Lather , 1993 ) 的违反效度 （transgressive validity ) 是最完善的女性主义研究 
的模型，一种在女性的解构主义模式中提倡颠覆性运动的模型（“保留这种形式 
去传播和结束标志它的符 号”； P . 674) 0 为了能获得导致批判的政治议程的转变 
空间之外的差异，莱瑟将违反的效度概括为四种类型：①讽刺效度 （ironic; 
validity ) 关注描述中的问题;②超越逻辑的效度 （paraJogic validity ) 寻求差异、反 
抗和不确定性;③根茎效度 （rhizomatic validity ) 在多种场合反对 权力； ④沉醉效 
度 （voluptuous validity ) 通过自我约定和反思从容不迫地寻求超越和权力 
( PP . 685486 ) 。 在这些大胆的分类中，莱瑟克服了许多人所说的合法化中的顽 
固问题 （ 研究的分析观点中研究者的不可避免的 复制； Scheurich , 1997， P _ 90 ) ，在 
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研究效度的固有问题提供指导时，这一形式仍然有女性 
解放的特征。莱瑟和史密西斯对艾滋病妇女的研究中指出了获得效度的策略， 
对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提出了质疑 （Lather & Smithies , 1997 ) 0 

声音、反思和文本的问题 

不管采用什么观点，一个持续的令所有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烦恼的问题 
是表达的问题，也是叙述的特性问题,正如蒂尔尼和林肯在她们对《陈述与文本》 

(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 Tierney & Lincoln ，1997) 的介绍中所说的“重新审查 
的出现” （ P. viii ) ， 赫茨编辑的《反思与表达》 （ Reflexity and voice, Hertz ， 1997) —书 
的撰稿人’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女性主义研究的开端和这—章 
前面提到的，去发现和表达女性声音的尝试。当有色种族女性和后殖民的批评 
家关注通过什么权力和什么方式参与者的声音才能被听到时，深化、扩展了这一 



8 新世纪的女性主义和定性研究 

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叙述是否只是重复了主要学科中出现的统治制度 
问题，如社会学 （ Smith , 1989， p . 43 )，和将女性生活的个人问题解释为社会科学 
的潜在的、压迫的、扭曲的框架问题 （Ribbens & Edwards ， 1998)。许多女性主义 
者已经提出了表达这一问题的方法，包括表达中心关系的相关的方法 （Mauthner 
& Doucet , 1998)、重建研究叙述 （ Brich ，1998) 和对较少权力的声音的描述 
( Standing , 1998 ) 0 

声香 

怎样使女性的声音，没有剥夺或扭曲的声音被听到，同样是令人烦恼的问 
题。借用文学手法去表达声音时可能存在着控制的隐含性问题 （ Masica-Lees et 
al . ,1989 ， P .30 )。 尽管研究者和参与者可能适应了访谈情景中的沉默和评论，但 
进行叙述的研究者仍处在较权威的位置 （ Phoenix ， 1994;St ace y ， 1998) 。 只是让录 
音机运转，呈现回答者的声音，也不能克服陈述的问题，因为访问的过程中已经 
调和了回答者的评论 （ Lewin ， 1991 )，并且研究者还要对文本进行最后的处理 
( Lincoln, 1997) 0 即使将这些叙述用于评论或者仅仅出于礼貌或将描述用于没 
有参与研究的回答者，如艾克、巴里和艾斯韦尔德 （ Acker , Barry & Esseveld, 
1991 ) 在她们的参与方案中所发现的那样，妇女们希望研究者做解释。而且，观 
众的选择也决定怎样发现和形成声音 （ Kincheloe ， 1997 ; Lincoln , 1993,1997 ) ①。 
法恩 （ Fine ， 1992b) 研究了声音应用的问题（描述的应用使个体的声音反映了群 
体的 观点； 假设声音独立于权力关系，研究者的失败使她们弄清了自己在声音关 
系中的位置，或成为“ 口技表演者”），并且极力主张女性研究者“清楚地表达如 
何、如何不，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形成和使用声音 （ pp. 217-219 ) ②。 法恩 （ 个人交 
流 ，1998 年 3 月 2 日 ） 也指出了法律中的声音问题（好像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解释 
没有触及它们）和通过理解声音产生的环境和支配的压力，批判地分析那些表达 
之间的张力。米勒 （ Miller ，1997 ) 的回应者对她的解释的抵抗使她提出了谁的知 
识和解释流行的问题。 

叙迷的特性 

声音的问题引起了叙述的形式、特性和内容的问题，以及民族志描述的作品 
中的理论问题 （ Britzman ，1995) 。如今，重要的经验作品逐渐增多 ，一 些建立在研 


① 声音的考虑和文本的准备或可选择的陈述提出了出版类型问题。在流行杂志中提出研究资料可能会影 
响那些不可能接触或看到学术资料中传统的或经验叙述的读者。目前，极少的影响任期、升迁，或利益的理论回 
顾过程提高了这些外行出版物重要性的认识。莱瑟和史密西斯 （Leather & Smithies,1997) 采用全部与女性讨论 
的方法对艾滋病女性的研究中，最早将她们的原稿发表在众多读者通过超市就能获得的读物上。 

② 早期的女性主义的叙述发展了新的方法来反映和表达声音，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都独立于法恩 （Fine, 
1992b) 讨论的问题（对于这类叙述的更多的内容见 Mascia-Lee et al. , 1989, pp. 7-8,n. 1 ) „两个相对照的例 子：肖 
斯塔克 （Sho S tak,1981) 对她的话和她的回答者尼莎的话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话式的叙述；而克里格 （Krieger, 
1983) 利用多声道设备记录了一个中西部同性恋社区中女性的声音。尽管克里格 （Krieger) 清楚地选择了叙述的 
材料，但她的表达是有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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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 ，一 些反映了女性主义研究者研究的髙度反思的和具有洞察力的解 
释。一些作者利用印刷文本进行研究，其他的则选择了叙述的方式。 _ 

实验法也在很多领域繁荣起来①。沃尔弗 （ Wolf ，1992) 在台湾人类学田野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声音的三种形式:一个故事、人类学田野笔记和社会科学的文 
章。贝哈 （ Behar ,1993) 打破了生活史研究的传统的人类学形式，使她的声音和 
她的合作者的声音在双重语态的文本中交织在一起。莱瑟和史密西斯 （Lather & 
Smithies ，1997) 利用分栏的文本形式表现了她们的研究叙述、回答者的 观点她 
们对自己的思考和她们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里査德森（ Richardson , 1992, 1997) 
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学诗歌和故事的书写和描述（关于文本实践的更详细的内 
容，见本书第36章）。艾丽斯 （ Ellis ，1995) 的叙述、展示和文本，都涉及情感的话 
题，如堕胎、家庭成员的死亡、黑人一白人关系的经历和配偶的死亡。这一研究 
有助于为情感社会学研究确定经验的和女性主义的基调。自我民族志，艾丽斯 
关注的形式，将主体研究者的强烈的个人的和情感的经历置于与更大的社会问 
题相联系的情境中 （Ellis & Bocher , 1992,1996) 0 个人的、传记的、政治的和社会 
的叙述都与自我民族志交织在一起，自我民族志反过来给它们以启发 （ Denzin , 
1997, p . 2000) ，如埃林森 （ Elling Son ，1998) 对医疗机构中交流的反思性叙述。这 
些观点将个人的和政治的叙述联系起来，并减少了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思考的 
批判 （ Patti , 1994)。 

同时，一些女性主义者创作了表演的文本——戏剧读物和剧本。麦考尔和 
贝克 （McCall & Beck er ，1990) 关于艺术世界的研究和后来佩吉特 （Paget ， 1990) 关 
于一名误诊为癌症的女性的令人心酸的剧本都是早期的例子。最近，人类学家 
康多 （Dorinne Kondo ) 的剧本《不光彩的行为》 （ Conduct ) ，关于学院中 
性和种族困扰的问题，围绕着改变“从纯粹的文本范式到表演的、短暂的、非话语 
的和合作的范式”，并试图介入到另一种康多 （ Kondo , 1995 ) 所谓的“完全不同于 
普通的学院式的普遍叙事的，有权力的参与形式”中 （ p . 51 ) 。 十多年来，以表演 
文本 （performance pieces ) 为特色的会议提上了女性主义和社会科学会议的议程， 
并吸引了许多有欣赏水平的，尽管不是能完全理解的观众。关于怎样评价这类 
研究的问题，对表演和戏剧作品深人思考的研究者已经开始研究 （Me William , 
1997) ，支持经验写作的评论家在讨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 （Bn)wn ， 1998 ) 。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道德规范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涉及许多道德问题，关于隐私、意见、秘密、虚伪和引起较 


① 在巴巴拉 （Barbara) 和泰德洛克 （Dennis Tedlock) 的努力下，最好的杂志《美国人类学家》 

通过了出版实验文本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几个社会学杂志早已赞同的新形式《定性研究》、《现代民 
族志》 、《中西部 社会学季刊》、《定性社会学》 OtoKiue Inquiry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Mid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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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域麻烦的欺骗，关注研究中正当的和公平的行为，避免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 
中或形成的文本中的任何形式的不利因素（不适当的压力，意想不到的公共注意 


和名誉的丧失）。在研究叙述中，女性主义者已经注意到道德问题，并将道德问 
题放在显著偉置,如法恩和韦斯 （Fine & Wei S ，1996) 对她们与贫穷的工人阶级回 
答者的研究的担忧，卡索尔 （Casoer, 1997 ) 关于胎儿手术的民族志研究的焦虑，斯 
泰西 （Stacey ,1998) 关于与回答者的关系和研究道德描述的说明 （Ribbens & 
Edwards ，1998 ;M. A. Wolf， 1996)。对一般的定性研究来说，这一点也是事实，即 
女性主义研究中所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特殊。一些研究者 
面对着强令交出她们的研究资料的威胁 （Scarce，1994) ，州法律为任何人获得基 
金帮助研究的资料提供了可能，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就有了对隐私和秘密的新的 
忧虑。在妇女的生产健康（特别是堕胎）、性取向和无家可归的妇女等领域研究 
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 

这些新的问题和早已存在的关于避免欺骗和诡计而完全告知参与者研究的 
目标、策略和形式的问题共存。早期的定性的或女性主义文学的撰稿人认为知 
情同意有问题，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包括成果的出版中，这些意见仍然还是稳 
定的、持久的。然而也很少注意到这些自由给予的意见会衰弱或改变以至于参 
与者对后来的研究表示好奇或甚至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May ,1980) 。尽管很少的 
女性主义研究经过指导，但还是存在着一个灰色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谨慎地限 
制或模糊了有关研究者生活和经历的个人信息 （D. L. Wolf，1996b, PP . 11-12) ,或 
其他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政治、金钱、社会阶级和种族，都进人了互动的复杂 
性中，这种复杂性是以参与者和研究者的自由主观主义和多重现实为特征的。 
前面的情况是一种研究策略，后面的是日常社会生活的特征。在这两种情况下， 
信息的缺失可能影响研究者和参与者信息的共同建构。 

深思的研究者抓住了早期的和新出现的问题，如前面讨论的知识和社会过 
程改变了理所当然的女性主义的假设。就像林肯 （Lincoln ，1995, p. 287) 深刻指 
出的，质量标准现在与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例如，研究者指导和获得关于数 
据收集、分析和陈述的明确、公开和坦诚的协商。这与问题和知识在哪里和怎样 
产生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开始 ，一 些人认为与女性的研究会产生友好的关系 
( Oakley, 1981 )，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对出现在女性主 
义定性研究主题中的道德问题变得敏感，也就是关于个体参与的问题。芬奇 
(Finch,1984) 关于研究者为了社会沟通对参与者饥饿的无意控制的关注，首先 
指出了斯泰西 （Stacey， 1988 ) 被广泛应用的文章和阿布-卢格霍德 （Abu-Lughod ， 
1990) 关于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方法论中的矛盾问题。斯泰西要求注意从把回答 
者作为一种方法到终结的和艰难的妥协的资料获得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 
回答者对报告的控制。然而,这些问题，就像威斯特利 （Wheatley, 1994) 后来指出 
的，是定性研究的特性，不能解决出现的所有道德困境。 

其他的道德困境存在于对“女性话语的盗用”中 （ Opie, 1992； Reay, 1996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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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回答者参与意义制定过程的研究中，琼斯 （ Jones , 1997) 遇到了道德困境。 
当合法化的问题或对女性理所当然观点的质疑与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一致时，就 
出现了另一个道德困境 （Kitzinger & Wil SOn ，1997) 。 护士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指 
出，另外的道德问题可能出现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进行研究时，这种情况下，职业 
和研究角色可能发生冲突 （ Field ，1991)。 

女性主义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观点是研究者比研究参与者更有权威，因为研 
究者是道德问题描述的作者。然而，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更近地看研究者与参 
与者的关系时，没有权力的参与者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认识到研究者 
的“权力”通常是部分的 （ Ong ， 1995 ) 、虚幻的 （ Visweswaran , 1997 ； M . A . Wolf , 
1996 ) 、稀有的 （ D _ L . Wolf , 1996 b , p . 36), 并混淆了 研究者的责任 （ Bloom , 1998, 
P.35) ，而当研究者跨出这一领域时可能就处于比较有权力的位置，因为她们会 
描述这一切。 

参与研究中的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问题和声音、叙述的问题都鲜明地出现在行动主义者的研究中。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和参与者相互合作使女性能够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生活 
和世界的关注主题进行研究。参与研究（本书第22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面对 
着研究者和也是研究者的参与者对女性的知识，女性的陈述，资料收集、分析、解 
释，以及叙述的模式和合作团体关系的质疑。赖特和克雷伯 （Light & Kleiber , 
1991 ) 对温哥华女性健康团体的早期研究，描述了她们从传统的田野工作者到与 
女性健康团体成员合作研究者的转变，以及缩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距离的困 
难。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也出现了 （ Renzetti , 1997)。权力持续问题是合作研究不 
能消除的利益竞争问题 （ Lyk es ,1989， p . 179)。麦金太尔和莱克斯 （McIntyre & 
Lyk es ，1998) 主张女性主义参与行动研究者应该对权力、特权和多种制度进行 
反思 D 

在这一意义上，参与者总是与研究者一起“做”研究，建构“资料”解释的意 
义。在一般的研究中，研究者进行解释，而在参与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与参与者 
一起从事这项工作 （ Cancian ， 1992,1996; Craddock & Reid , 1993)。 这就出现了评 
价问题 （ Lyk es ，1997) 和曲解的处理问题。在合作研究的基础上，米斯 （ Mi es , 
1993 ) 通过研究参与者的偏见 认同形 成了“意识偏见”的概念 （ p . 68 ) ，引起了研 
究者和参与者的批判的概念距离，从而辩证地促进双方曲解的修正 （Skeggs ， 
1994)。 

共于道德规范的女性主义研免 

女性主义在两个领域对道德规范进行了研 究:① 关于道德伦理存在的问题； 
②健康护理中的实践和情景。关于道德存在的研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吉里根 （ Gilligan ， 1982) 著名的存在争论的对年轻女孩的道德发展的研究 
(Benhabib , 1987 ； Brabeck , 1996 ； Koehn , 1998 ； Larrabee ,1993)。 这一历史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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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护理的问题（ Larrabee , 1993； Manning , 1992 ；Tronto , 1993) 和护理所被给予的 
重要概念的和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文献 （ Olesen ， 1997, p . 398) 的复杂论述。最 
近，理论家和研究者改变了伦理或道德行为是社会性别中固有的观点 （ 实在论者 
认为女性是“天生的”照顾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 构的； 认识到护理的特性 
来自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 Seigfried , 1996， p . M 5 ) 。这些新的关于护理的 
道德观点超出了对私人领域的个人关系的关注，而关注群体 （ Seigfried , 1996, 
P - 2 10)和公共领域中社会转变的可能性 （ T ro mo ，1993， PP . 6-9; 也可见本书第5章 
的相关内容）。 

女性主义者对健康护理系统中女性的道德 （ 或不道德）待遇的长期关注和研 
究已经发展到对新技术应用的研究，如帮助生产、遗传检验和所有民族中对老年 
人、贫困女性的平等照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 Holmes & Purdy , 1992 ； Sherwin , 
1992； Tong ,1997) 0 


未实现的议程 

像前面简单介绍的一样，在世纪之初，女性主义定性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多 
样的和具有高度活力的状态，也可以说没有一种单独的声音能占优势或特权地 
位。在这一领域中，理论的复杂性和观察的困难性决定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 
所研究的许多主题中，多种声音的存在是可能的。这并不是说这些观点超过了 
能深化和提髙她们将来对困难主题的研究批判。当然，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多 
样性是值得庆祝的，但不值得称赞。放弃强制的二元观点是正确的，这些二元论 
的观点提出了与传统方法的固有联系而反对所有绝对知识的主张。总体上来 
看，女性主义研究已发生了变化，正如理论家奥尔韦 （ Alway , 1995 ) 提到的，“试图 
在产生更少的失误，更少的偏颇和更少的荒谬的陈述的同时，不宣称有什么是绝 
对的和永远真实的” （ P . 225)。这一观点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存在于特定 
的结构和历史、物质时代情境中的女性最适合发展她们生活的陈述。后来的观 
点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是去理解——通过文本、话语和与女性的见面——女性生 
活是怎样联系的和建构的特殊的批判。 

然而，在女性主义定性研究领域仍然有一些没有实现的议程。其中，最重要 
的是深度发掘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意义是怎样出现和组合的，以及它们的不 
同影响，如科林斯 （ Collins , 1993 ) 对“真实母亲”的分析和艾伦 （ Allen , 1994) 对种 
族、民族和国籍的讨论。这一议程的复杂化是仍然没有完成前面提到的对白人 
的研究，有色种族的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的议程、情境和机制的实现。因此， 
史密斯 （ Smith , 1996) 建议利用对应关系去发现人们协调行动的方法,特别是“那 
些联系不同经验场所的社会组织的形式和关系” （ p . 194) ，提供了有希望的开 
始。埃斯皮恩 （ Espin , 1995) 在对移民女性的种族主义和性行为的分析也是这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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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仍然坚持资料收集、分析和经验活动描述的传统的女性主义的 
观点，另外，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也欣赏新的变化①。因此,不管将它们置于哪种 
研究潮流中，对所有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都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是陈述、声 
音和文本参与的不变的需求，以避免研究者的回答和代替参与者的陈述。这是 
一个通过研究资料或发现的简单陈述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也指出了研究者 
与参与者交错在一起的资料的共同创造中的固有的道德和分析困难。这不能回 
避研究者对叙述、文本和声音的责任，这一点前面引用的研究文本已经非常清 
楚了。 

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克拉夫 （ Clough , 1993 a ) 指出的 
“文本化不是指一个文本，而是在阅读和写作的活动中提出和抑制、设计和投入 
希望的过程” （ P . 175)。尽管这种观察是恰当的，但解决这个问题与选择和确定 
声音、文本等相比更加困难。不过，就像接下来要考虑的传统问题一样，值得更 
多地加以研究。 

与之并行的依据研究特性采取不同形式的问题是信度和信任的问题，换句 
话说，就是不采用实证主义者根据知识的、理想的、不变的特征去测量知识的可 
接受性的测量标准,那又怎样去说明提出的主张是较少错误的、较少荒谬的和较 
少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早的方法,在这里回顾的作者中，包括对女性主义 
研究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实践的一丝不苟的、公开的质疑，将研究的视角转向 
她们自己，并总是寻找张力、矛盾和复杂性（ Humphries ， 1997 ， p. 7) 。这种关注可 
能是不愉快的，像那些采用熟悉方法的人一样，它只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获得 
新的和实验观点的一种策略。这样的不断反思不是没有 困难： 沃瑟福尔 
( Wa SSe rfaU ，1997) 描述了她自己和她的参与者之间的强烈的、充满张力的不同； 
劳瑟姆 （Lawthom ,1997) 揭示了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研究者在非女性主义研究中的 
问题;戴维斯和格里门 （Davis & Gremm e n ，1998) 发现女性主义者的理想有时妨 
碍了女性主义的研究。 


情境和影响 


在这一章中，我已经强调了对女性生活情境，以及具有本土框架和历史、物 
质倾向的现有知识认识的重要性。因此，将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放在相互作用的 
情境进行研究是恰当的。 

学晚生活 

学院生活的传统结构-至少在美国——影响了女性主义的定性研究。虽 


①在一篇和密西根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的女性研究者合写的讨论里查德森的《游戏场》 （/ &沾 0 f Play 、 
的评论性文章中，勒姆珀特 (Lora Bex Lempert) 论述了进人实验空间的学者为那些进行社会转型研究和议程共享 
研究的研究者创造的智力的和描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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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改革和变化的早期动力多数出现在学院之外，但在最近几十年，女性主义定性 
研究中主要智力活动在传统的院系中出现，通常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 
科学、哲学和历史，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项目中和诸如教育、护理 
和社会工作等专业的项目中。在这些领域中，发现关注女性问题、观点理论应用 
等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不是什么吃惊的事儿。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以及支持它的 
女性主义的广泛存在，意味着髙度的差异性的观点和成熟的水平，也指出了定性 
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兼收并蓄，从不予考虑或敌视到对真实的、出色研究的赞美 
(取决于评价者对传统的或经验的观点的偏好）。这些反应如何转化成招聘、任 
期审查和刊物的采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个引起好奇的问题是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策略的范围问题，一些从传统 
的观点中借鉴来的并经过修正的观点又被借用到其他学科中。这就产生了从其 
他的领域中区分女性主义研究的问题。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前面提到的女 
性主义研究的标准会继续从方法论上将相似的定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区分 
开来。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是否会改变传统学科的问题取决于女性主义研究类型的 
复杂性和场所的结构特性。社会学和心理学固守实证主义的观点，这些学科中 
存在着阻碍或者促进女性主义转变的不同的理论观点 （Stacey & Thome , 1985)。 
然而还是可以看到，这类变化的研究观点是否能重塑社会学，如史密斯 （ Smith ， 
1974,1987,1989, 1990 a , 1990 b ) 对社会学的激进的批判和科林斯 （ Collins , 1986, 
1990) 对社会学中的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和永恒的种族主义倾向，或者如克拉夫 
( Clo Ug h ，1992, P .137) 提到的，放弃民族志的方法，关注“信息过程的每种形式中 
描述的重新解读”的解构的观点。在人类学中，贝哈 （ Behar ， 1993 ) 和阿布-卢格 
霍德 （ Abu - Lughod , 1990) 提出了这一章中讨论的许多有影响的、传统的人种学观 
点等基本主题（自己/他人的分离，主体/客体的界限），可以使这一学科从殖民地 
的和拓殖的过去解放出来 （ Behar ，1993， p . 302;不同的观点，见 Strathem , 1987 ) 。 
在心理学中，法恩和髙登 （Fine & Gordon , 1992, p . 23 ) 极力主张女性主义的心理 
学家在个人和政治的空间中进行研究，重建心理学，她们促进了行动主义的研 
究①。而格杰 （ Gergen , 印刷中）为修正心理学，系统地陈述了解释的、后现代的议 
程。她指出，在心理学中女性主义者对确定的方法而不是有计划的超级理论进 
行了本土的和部分的改造。尽管女性主义的心理学仍在转变中，莫劳斯基 
( Morawski , 1994) 预见了心理研究的基本的新形式的基础。 

像在其他的学科中一样，受财政限制的院系的困境影响了女性主义的定性 
研究。依靠兼职教员衰落的院系或项目，不是经验研究或传统研究转变的理想 
场所。这是现有女性主义研究者存在的平衡问题，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其他 
的学者，而不是女性主义者,进行指导并与之联系起来。 

①奈里根、佐那斯、武斯特和格莱德 (Nanigan,Zones, Worcester & Grad,1997) 以及鲁泽克、奥利森和克拉克 
(R UZ ek,01esen& Clarke,1997) 提出了女性健康中的行动主义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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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制友和出板卖戏 

十多年来，出版者已经出版了上百种女性主义的作品-些是理论的，一些 

是经验的，一些是实验的，一些是方法论的。学术论文和书籍的大量涌现，许多对 
定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复杂性的出现和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是许多人欣喜的原 
因。三十年前，只能提供相对有限的作品。尽管如此，还是提出了关于女性主义研 
究的质量和将来，事实上，甚至是对过去评价的令人担优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作 
品，包括女性主义学者对非英语国家的研究，已经通过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公司用英 
语出版了。市场压力显然使英语出版成为必然①。这也意味着获得出版的女性主 
义研究主要在美国或英国。这就导致对西方的、官僚社会所做的女性主义研究的 
无差别的观点和有限的或非实在的理解。 

幸运的是，不同的观点，如后殖民地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这些出版 
物消弱了关于“女性”的西方的和类似的假设。主要的女性主义杂志出版了来自 
亚洲、非洲、拉美、阿拉伯中东地区和西欧的研究者的论文，尽管这些出版还是少 
数。以女性主义书籍为特色的最主要的大学和商业出版机构已经出版了非美籍 
女性主义者的作品②。然而，就像莫里斯 （ Morris ， 个人交流，1999年4月15号） 
指出的，因为翻译和市场的问题，只出版了很少的来自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的研 
究成果，梅纳德 （ Maynard ，1996) 和史夫仁 （Andre Schiffrin ) 也对此进行了批评。 
甚至在美国或英国之夕卜用英文出版时，女性主义研究的专著也不会轻易引起西 
方女性主义者的兴趣，如内尔森和阿尔托德 （Nelson & Altorki , 1997 ) 的“阿拉伯 
地区女性研究的专题研讨会” ^国际女性主义会议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例如洪堡 
大学跨学科妇女研究中心资助的在都柏林洪堡大学召开的会议。 

在国际会议上可以听到一些这样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如关于女性健康问 
题的国际会议，一年两次在新西兰、丹麦、博茨瓦纳、泰国、埃及和韩国等地召开， 
并且相当多的参与者来自这些地区③。总起来说，许多国际性研究者的女性主义 
研究提供了补充主题以减弱英文出版物的分量和英语国家女性主义的优势地 
位。出版经济学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然而，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中增长的 
复杂性，像前面指出的，许多来自后殖民地的女性主义者的思考。国际性学者的 


① 在此，我有义务就这些问题与莫里斯 ( Meaghan Morris) 、邓津 （Norman Denzin) 、克拉夫（ Patricia Clough) 和 
林肯 (Yvonna Lincoln) 交换意见。在对这一部分有益地批判性阅读中，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和行动科学研究 
计划学院的乔治 (Annie George) 提出了一个问题:非西方国家的许多英文出版物在主要的数据库中没有被列出或被 
引用。 

、②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期英文的女性主义杂志有国际女性主义研究的内容，包括一期特别的《女性主义 
评论》 （ Mohammed, m%) 和《符号》 （ Signs) 的一个特别的栏目（“性别、政治和伊斯兰教”）。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主 
义者关于女性办公室职员 （ Ogasawara, 1998) 和中国香港及中国南部的工厂女性工人的研究 （ 。匕 1998 ) .是大学和 
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国际性研究著作的范例，就像与女性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国际性的学者的作品一样 （John ’ 
1996 jNarayan, 1997 ) 0 

③对于那些利用计算机资源和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女性主义者组织的大量的谈话内容和网站 
发布了在美国之外举行的国际性会议。然而，不管她们在哪里,计算机和网络资源都能有效地支持女性主义的定 
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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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和策略也将会引起注意，不但在开明的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之间， 
而且在关注出版利润的出版者之间。 

结论 

女性主义定性研究以一种比“第二次浪潮”开始时更强硬的姿态进人新世 
纪，因为理论家和研究者对研究基础进行了批判的研究，并尝试新的经验的和传 
统的研究观点。最重要的是，女性主义定性研究者比早期更熟知和意识到研究 
的陈述和管理问题，也为更多的敏感性提供了空间，这一章引用的许多文章已清 
楚说明了这一点。令人高兴的是，对掌握女性的生活、环境的许多问题有更成熟 
的观点和更深刻的理解，即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至少也对它们进行适度的干涉 
和改变。女性主义定性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正统的学 
说 ——经验的或传统的——将盛行，在我的观念中也不应该那样。所有的女性 
主义定性研究者，在解决女性的生活和情境问题时，应该坦然地描述她们自己的 
实践问题,就像这一章引用的许多研究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 

另外，我 认为： 

认识到知识的产生是连续的机制——新的框架被其他的框架取代，继而产 
生新的框架的不断循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知识难免偏颇。许多人可能发现 
这些观点的混乱性并视其为不能给任何行动提供稳定根基的倾斜性的连续结 
构。并不是没有行动、改革、转变或解放的平台，只不过这一平台是非常短暂的。 
如果一个人的研究被另一个持有不同的更有效观点的研究者推翻或改变，那么， 
这个人应该感到高兴并继续前进 •■… •对于女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新的主题，女 
性主义研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不断地产生，不断地受到关注以产生在关键问题 
上对行动的更具差异性的理解 （Olesen & Clarke, 1999, p. 356) ①。 

这些问题的范围比较广泛，所涉及的问题也非常迫切，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还 
有许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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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化话语与种族认识论 


RACIALIZED DISCOURSES AND ETHNIC EPISmlOLOGIES 


o 格洛利亚，拉德森 一 比林斯 


我思故我在。 


我在因为我们在。 


——笛卡尔 （1937) 
——非洲谚语 


当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时，他清晰地表明了欧洲人（以及欧裔美国人） 
之世界观和认识论所依赖的一个中心假设——即个体的心灵是知识和存在的源 
泉。相反，非洲人的谚语 “ Ubuntu ” 翻译成“我在因为我们在”，是指个体的存在 
(以及知识）是因与他人的关系而变化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以 
及经常相冲突的认识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 
这两种传统并非仅仅是“选择”或者“倾向”的问题，而是表达了在霸权和解放之 
间的一种需要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一强烈的话语表述非要制造事端，它指的是 
一种急需要做的事情。我选择探讨这种二元对立是为了揭露欧美知识传统的 
“有效侵略方式 ” （Ani ,1994) 0 然后，我将追溯受到来自欧美“真理权力”统治下 
的不同话语和认识论 （ Foucault , 1973), 为何两者既是反知识的也是解放的武器。 

需要强调的是，认识论的概念不止是一种“认识的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认识论是一种“认识的体系”，既有一个内部的逻辑，又具有外部的有效性。 
认识论和“认识方式”之间的区别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文学家创造了文学体裁 
之间的差别，由此一些著作可以称为“文学”而另外一些著作只能被冠以“民间传 
说” （ folklore )。 毫不奇怪，有色人种的文学更有可能被划入民间传说的范畴。这 
样，民间传说被视为比文学具有更少的严格性、更少的学术性以及或许更少的文 
化价值。可见，认识论基础的宣称是一个重要的确立合法性的力量。 

认识论与世界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舒加 （ Shujaa , 1997 ) 认为，世界观和知 
识体系是共生的——也即，一个人怎样看待世界受到他/她所拥有知识的影响。 
同时，一个人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也深刻地受到其世界观的影响。因此，人们 
生活和学习的境况塑造了他们的知识和世界观。由于学校、社会以及知识的结 
构和程序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创造出能将主导世界观及知识的生产获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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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在化的个体，所以要发展一种不同于主导性之世界观的过程，需要认识者方 
面积极的努力。主导范式的霸权使其在看待世界上比另外的方式具有更多的权 
力——它宣称自己是看待世界的唯一合法方式。在本章里，我认为存在着与主 
导性的欧美认识论相对的、发达的知识或者认识论的体系。 

透过欧美认识论传统对于种族的建构，我简要地论述了其意识形态的基础， 
并接着描述了那些在美国社会和世界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群所建立的传统是如 
何与欧美传统相冲突的。进一步，我还讨论了双重意识 （Du Bois , 1903/1953)、混 
合 （ mestiza ) 意识 （ Anzaldiia ，19 87 ) ，以及“种族隐秘 （tribal secret ) ” （ Warrior , 
1995) 等观念，它们由有色人种的学者所发现与揭示，旨在说明那种话语的、社会 
的以及制度结构的方式创造出了主流文化范式以外人群的“他者”意识。然后， 
我探讨了两种理论观念，“可变性 （ alterity ) ” （ Wynter ，1992) 和“批判种族理论” 
( Delgado ,1995 a )， 将它们作为考察种族和族群“他者”之学术研究的一个引题。 
最后，作为本章的结论，我探讨了这些替代范式对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意义。 

欧洲中心范式的文化逻辑 

如果通向何处与你过去的行进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话，那么，传统科学 

方法并不能告诉你应该通向哪里。 

罗伯特 .M . 皮尔西格 （ Pirsig ，19 7 2) 

安尼 （ Ani ，1994 ) 说，“掠夺富饶的万物、否定符号的重要性、将现象进行简化 
直至其仅仅变成一种客体，然后，你占有了知识。这就是欧洲认识论模式的开始 
以及结束” （ P . 29)。此种认识论的例证便是在西方形成的种族建构方式 （Omi & 
Winant ， 1994 )。它构成了关于种族的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真理统治权力 
( Foucault , 1973 ) 0 这些新的语言又变成了“公共”语言，它是知识体系，它所探究 
的客体乃是社会秩序，在其中认识者和探究者总是作为已然的主体而出现的。 

温特 （ Wynter ,1992) 认为，“作为影响被研究对象行为的‘沟通行动’，这种知 
识体系总是产生于秩序所赖以形成的‘价值和权威范式’ ” （ P . 21 ) 。中世纪欧洲 
的移民包含了所环围的欧洲、非洲和近东，植根于其的观点便认为“存在着三类 
种族，它们包括髙加索人、黑人以及蒙古人 ” （Haney Lopez , 1995 , p . 194)。这种三 
类种族的理论成型可见于康特.亚瑟 • 迪戈比纽 （Count Arthur de Gobineau ) 在 
《关于种族不平等的论说 》 （ibays on t/ie Inequality of Races ) 一 书中的也述，它用 
法语所写，出版于 1853—1855 年间。迪戈比纽排除了美洲人、印第安次大陆人、 
东亚和东南亚人以及大洋洲人（那些居住在欧洲人的想象以外的人）等，它反映 
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决定而非科学的解释。 

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 （ Appleby , Hunt & Jacob ,1994) 认为到18世纪，一个 
革新者的小群体建立了作为“新的真理基础”的科学 （ p . 15)。这个新的真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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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教所确立的老的真理观颇为相似，因为它把“一种与宗教相连的思维习 
惯——深信可以知晓先验和绝对的真理——转换成一种新的对自然世界的机械 
式理解” （P. 15)。最终，这种思维和确信的模式被其他探究形式所吸收。 

这一新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启蒙时期，认为科学知识是纯粹的、髙尚的，以及 
简约的。自然科学可以用它的定理来总结，能够运用实验方法去寻求真理。这 
种思维模式以此推论，每一件事情，从人体生物学到统治艺术都能够以及应当模 
仿科学。阿普尔比 （Appleby et al, 1994) 称其为科学英雄的模式，“因为它把科学 
天才当成了文化英雄” （P_ 15)。他们 指出： 

直到晚近时期，英雄科学观才占据了统治地位。英雄模式将推理等同 
于科 学：价 值无涉、公正，以及紧接着是世界进步的保证。科学从自然未身 
来规定它的特征，而自然被假设为由运动着的物质所唯一构成，因而它是 
“中立的”……内在地发源于启蒙时代的中立、价值无涉、科学的客观取向等 
对战后毐一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WJ . 15-16)。 

这种启蒙思维还渗透到了美国革命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中。然而，这些支持 
奴隶制的人——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及其他人，不得不为他们所承诺的自由、 
公正和平等找到合理的解释 （Zinn, 1980)。杰弗逊 （Jefferson) 在他的《弗吉尼亚 
州手记》 t/te State of 1784/1954 ) —书中，坚持黑人和白人永远 

不能住在一起，因为在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着“自然”所做的“真正的区分”。但我 
们知道，种族区分的概念并没有生物学的基础，也不存在任何群体所有成员所共 
同拥有的基因特征 （Lewontin,Rose， & Kamin, 1984) 。实际上，就连启蒙科学也 
阐明了群体内的差异比群体之间的差异还要大。目前关于种族的思想则认为， 
种族是一个社会的建构，同时，种族意义的诞生过程被称作“种族形成 "（racial 
formation) ( Haney Lopez, 1995) 。 

现在来看种族形成是如何运作的。洛佩兹 （Lopez, 1995) 写道 ：“在 1800年 
代的早期，在美国的人们把自己归属于拉丁美洲的国家以及种族。因此，一个墨 
西哥人也可能是白人、印第安人、黑人或者亚洲人。” （PP. 196-197) 然而，到1800 
年代中期，当美国西南部盘格鲁人和墨西哥人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偏 
见也发展起来了。这些社会偏见迅速变成了合法的，法律被设计出来以反映和 
使种族偏见具体化。科学 （ 以及后来的法律）的启蒙观念并没有与种族和阶级优 
越性的普遍化话语相分离。这种科学的启蒙话语允许主导性的文化去界定、分 
离，以及使他者客体化。 

朔伊里奇和扬 （Scheurich & Ymmg，1997) 提出认识论的种族主义概念，认为 
它存在于主导学术和知识产品的研究范式之中。一些有色人种的学者对这种认 
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并不仅仅是针对种族主义的，也针对着真理和事实的性 
质。罗萨尔多 （Ro S aldo，1993) 认为，他所指出的经典时期（大约从 1921—1971 
年）中，“带有距离的规范化描述获得了一种对于客观性来说的专断地位。它们 
的权威似乎是自证的，以至对于其他文化之语义真理的讲述而言，它们变成唯一 
合法性的形式……所有其他的构成形式被完全边缘化或者压制” （ P . 106) 。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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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形式获得了对客观真理的排他性权力时，民族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 
“对客观性所在的揭示，与它对真理的讲述一样都失去了可能性” （ P . 115) 。 

多元意识和多重危险 


每个人的单一文明化观念——隐含着对进步和技术的祭拜——让我们 
变贫穷和毁伤。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 1961 


尽管一些有色人种的学者试图在主导性的范式之内去发现合法性（参考 
Williams ， 1882—1883)，其他学者则从不同的认识论框架出发去描述主导性范式 
以外人们的经验和知识体系①。1903年，杜博依斯 （Du Bois ) 在《黑人民俗的灵 
魂》 （7 %e Souls of Black Fott ) 这本书中提出，非裔美国人“会感受到他的两种身 
份……两种灵魂，两种思想，以及两种断裂的抗争” （ 1903/1953， P . 5 ) 。历史学家 
刘易斯 （Lewis ,1993) 赞同这个概念，他 指出： 

分离的自我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它不仅具有革命性亦十分深奥。杜 
博依斯对两重意识的运用使人们可以看得更远和更深入。非裔美国人…… 
以此拥有了“美国世界的第二种视野”，这是一种直觉的能力，让他/她可以 
去看以及述说高度道德有效性的美国社会。 

杜博依斯的双重意识观念，在此并不能被看作一种边缘化和排他的可怜的 
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超越性的地位，可以使一个人对内部与外部——边缘和主流 
进行观察理解。 

杜博依斯的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的共 时性： 即他和非裔美国学者伍德森 
(Woodson ,1933) 对主流欧美学术范式的挑战与提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之 
形成几乎是同时的。马克斯 • 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 西奥多 • 阿德诺 
(Theodor Adorno ) 和赫尔伯特 • 马库斯 （Herbert Marcuse ) 是三 个主要的学者，它 
们结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坎特和韦伯的理论，并对“美国科学研究者想当然的经 
验实践”进行了挑战 （Kincheloe & McLaren ，1998， p . 261 ) 。然而，除了作为关注 
“黑人”问题的“黑人”知识分子外，杜博依斯和伍德森在学术的阵营中并不为人 
所知。他们对欧美学术界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富有批判性， 
但他们从来没有与霍克海默、韦伯、阿德诺和马库斯一样享有同样的礼赞。 

杜博依斯的双重意识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非裔美国人，亦同样可以应用于 
在主流范式之外被建构的任何人群。把这种对多重意识的全面论述当作对复杂 


① 这部分的标题取 自于金 （ King, 1988 ) 的“多重危险，多元意识 ” （ilfuft ㈣ e /oeopardy,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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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描述是很重要的。它并非试图把一种本质性的概念如“黑人”、“拉丁美洲 
人”、“亚裔美国人”、“本土美国人”等强加于特定的个体或者群体身上①。相反， 
这种讨论与认识论的视角得以发展起来的多样化方式有关。实际上，我们在此 
所引用的学者，并非是为了对特定的种族、族群或者文化群体进行一种判断。他 
们是一些例证，说明特定的学者如何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和认同地位之赋予而发 
展出来特定的认识论立场。 

安扎杜亚描述了她的分裂性认同，不仅源于其性别、阶级、种族、宗教以及性 
征，而且也源于她在美国一墨西哥边界的生活现实。安扎杜亚 （ Anzaldua ，1987) 
解释了她作为一个墨西哥美国人在边界之生活的复杂性： 

我和姐妹以及兄弟、朋友在一起时用我的“家乡” 口音。它们 [ Pachuco (称 
之为 Calo ) ，美一墨口音，奇卡诺西班牙语 （Chicano Spanish ， 指墨西哥裔美国人 

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译者注），北部墨西哥西班牙口 

音，以及标准的墨西哥西班牙语等]与我的心灵最为贴近。在学校、媒体以及 
工作的环境，我用标准的工薪阶级的英语。而在阅读西班牙和墨西哥文学时， 
我用标准的西班牙语和标准的墨西哥西班牙语 （ pp . 55-56)。 

安扎杜亚的研究,反思了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知识分子长期的知识历史 
(参考 Acuna , 1972； Almaguer , 1974; Balderrama , 1982； Gomezquinones , 1977； 
Mirande & Enriquez , 1979； Padi Ua ， 1987; Paz ， 1961 ), 已经成为伯纳尔 （ Bernal ， 
1998) 所说的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部分。墨西哥裔美国女性 
学者比如阿尔克恩 （ Al con ，1990) 、卡斯蒂略 （ Castillo , 1995) 以及德拉托尔和佩斯 
奎拉 （de la Torre & Pesq Uera ，1993 ) 编著的文集印证了这种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交 
叉性。 

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去假设存在单一的拉丁裔美国人（或者墨西哥裔美国 
人）。奥博勒 （ Oboler ，1995) 挑战的是，在“西班牙的”这种醒目的标签下，试图融 
合西半球讲西班牙语人的 做法: 他认为,这种标签掩盖了他们试图从一个比想象 
和建构还要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情形中去创造一个单一意识的内在的问题。他 
写道： 

在这种“西班牙的”伦理标签之下， 2 300 万不同种族、阶级、语言和民族 
起源、性别和宗教的人的不同社会和政治经验被同一化了。或许毫不奇怪， 
这个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政府机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 
的论辩的主题 （ P .3)。 

同样，美国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与那种对他们的通常看法做斗争。尽管有一 
种朝向“泛印第安主义” （ Hert Z b er g ，1971) 的运动，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的差异却是 
非常大的。对美国印第安人的那种广泛的一般化概述被本质化了。然而，美国 


①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我所指的是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以及白人等，但并 
非霍卞格尔 （ Holli nger ，1995) 所称的“族群五边形”的具体化。在过去的20世纪里，将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群 
体进行分离的边界已经渗透至深，创造了更复杂和更加多面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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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朝向印第安儿童的“文明化”和去部落化运动，通过学校广播而帮助不 
同的印第安群体意识到他们的部落经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分 
享着任何人的共同问题和经验（ Snipp , 1995) 0 洛马瓦伊马 （ Lomawaima ， 1995 ) 认 
为，“自从联邦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后，它的目标明显地 
教育印第安人非印第安 化:重 新确认殖民地的权威（如目标、保持等）、系统消除 
本土语言、宗教的对话（与基督教），以及使经济重新构建以朝向农业、小规模的 
手工业以及性别分化的劳动力。” 


沃里尔 （ Warri or ，19 9 5) 则询问，是否早期美国印第安学者的调査能够对当代 
美国本土知识分子批判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指出当理解第四世界形式的 
学术研究[比如 沃德. 邱吉儿 （Ward Churchill ) 和 M . 安尼特.詹姆斯 （ M . 
Annette Jaimes ) 的研究]时要非常小心，因为当它号召将美国印第安文化作为一 
种所有历史时期本土人群所共享的全球意识来理解时，会倾向于将其本质化。 

沃里尔的研究呼吁“知识分子的主权” （ P . 87) -种从主导性话语的专制和 

压迫中获得自由的地位。 

在亚洲太平洋岛国，有一种多元意识的观念。洛 （ Lowe ，1996) 用“异质性、混 
杂性以及多样性”表现了这种特点 （ P . 60)。她 指出： 

将作为一种组织工具的“亚裔美国人的认同”进行明晰化，提供了使不 
同的亚洲人群体可以理解其不平等的环境和相关的历史的同一性。“亚裔 
美国人文化”的塑造对于这种努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不同亚洲来源的社 
区，以及那些被排外和边缘化的制度与机构明晰化并得到赋权。然而，在某 
种程度上，亚裔美国人文化固化了其认同、压制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民族 

起源、一般化、性别、性征、阶级等的差异-它还会冒这样的风 险：不 仅低 

估了亚洲人之间的差异和混杂性，而且也许不经意地支持了种族主义的话 
语，将亚洲人建构成为同质性的群体。 

埃斯皮里图 （ Espiritu , 1992) 也提醒我们，“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认同范畴 
是在过去的30年里形成的。在那之前，多数亚洲后裔的移民人群“在文化上和 
政治上都认为他们与其他亚洲后裔群体是不同的” （ p . 19 h 实际上，在不同的亚 
洲群体之间以及内部存在历史的敌意，这使他们很难超越民族忠诚而成为同一 
性的群体。同时，在美国，亚洲移民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反亚洲情感。它导致一些 
亚裔群体“从对象群体中分离出去，而不至于作为其成员并承受任何可能的消极 
后果” （ P . 20)。 

特林 （Trinh ,1989) 和莫汉蒂 （Mohanty ,1991) 对亚裔美国人身份进行了后现 
代的分析，并挑战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任何一元式界定。他们解释了亚洲人在 
主流移民中被表达的方式，而非将其建构为一个虚构的团结。一个对亚洲人的 
歪曲和想象的最生动例子体现在黄 （ Hwang ) 的戏剧《蝴蝶 夫人》 （ M . Butteifly ) 
中，它表现了那种想象的特征——如大小、性情、柔顺——是怎样导致一位法国 
军方的后勤官员即使处于亲密的关系情境中对一名女性产生的误解。 

洛 （ I ^ we ，1996) 提醒我们“‘亚裔美国人’群体化不是一个自然和静态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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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它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统一体，一个由于假定的政治原因而情境化 的待殊 
的定位” （ P .82) ，但它同时也是由“变化的动力和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异质性”所 
构成的” （ P . 68)。 

所有这些群体（即非裔美国人、本土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 
的共同之处是种族化的经验。每一个群体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民族和祖先的起源 
而构成的，但是欧美认识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强迫每一个群体进人到一个本质 
化和总体化的单位中，它们被视为几乎没有内部的差异。然而，与此同时，这些 
群体的成员则将这些一元性的种族主义标签用于政治或文化的目的。用种族主 
义的标签来区分意味着认可群体成员乃作为局外人或他者而拥有一些共同的 
经验。 

边缘的生活 

人类学家潘迪安 （ Pandian , 1985 ) 指出，在西方共信犹太一基督教 （ Judeo - 
Christian ) 的地方文化中 （ Geertz , 1983 ) ，真正的基督教徒是中世纪自我改变 （self 
alterity ) 的隐喻，它指的是可以改变的自我的“他者”范畴，而对于其他文化中的 
“自我隐喻”来说，“他者”则有特殊的意涵。温特 （ Wynt er ，1992) 认为，作为“他 
者”的建构，它具有一种视角上的优势。此优势并非指从属群体所体验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上的劣势，而是指没有固定中心，并允许“广泛角度之视野”的方式。 
这种优势亦非源于种族/文化上的内在差异，而是一种被建构他者的辩证特点， 
正是此种建构规定了有色人种超越自我/他者规范的临界地位 （ King , 1995 ) 。金 
( King ，1995) 进一步指出，这种认识论方案比仅仅增加多元化的视野或者为中心 
提供某种支持更有益。此外，这一临界地位或者说可变点试图超越那种“要么/ 
或”之类的认识论。可变性并非二元式的，它具有多元化、各方平等的立场，这种 
立场或者是正当的，又或者是按照等级来排序。自觉意识到可变性的视角使我 
们不致对其他的视角比如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拉丁人等进行本质化及对相 
反认识的同一化 （ West ，1990 ) 。 

这些在临界地位上的人群，他们不会寻求从边缘移动到主流，因为他们明白 
主流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它需通过权力和不平等关系以将其拉向主流地 
位。这一临界观点与底层穷人和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的观点相类似。当穷人和 
工人阶级试图去领会主导性阶级的观念时，他们的视角与其自身的经验相关联。 
因为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人群依赖于主导阶级去获得诸如食品、衣物、住所及工 
作等，所以他们被迫学习主导性的实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那些打黑工 
的人如儿童照看工或者非裔美国保姆等，他们在主导群体的家中寻求其自我认 
同。在那里，他们通过模仿来获得某种信仰和行为模式。 

莱格西 （ Le geSS e ，1973) 认为，处于临界点的群体被强制性地进行自我改变， 
以达到主导文化模式所规定的理想状态。这种主导文化模式所建立的规则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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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的是为了制约社会中的思想与行动。因此，“问题是，在认识者已成为社会 
化之主体的模式下，关于社会现实的‘人类知识性质’应当是什么” （ Wynter ， 
1992 ， p. 26) ①。 

因此每一种秩序（或者优良的学术传统），其体系性的主流视角都与来 
自可变性视角之挑战发生激烈碰撞……目前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要坚定地维 
护着那些对于秩序存在来说具有批判性的制约内容。 


因此，临界性视角的任务便是揭示出，当主导性视角为了维持其权力关系而 
贬低主流之外的行为时,他们用来歪曲“他者”之事实的方式是怎样的。这种临 
界性的视角也是主导秩序可以自我界定的条件，“这种界定是要让我们得到增 
权，从我们特定的秩序的‘规定和约束’中解脱，从那种‘一般化理解的范畴’中 
得到解脱” （ Wynter ,1992, p. 27) 0 

批判种族理论 :对主 流正统的挑战 


种族化话语和种族认识论或者临界视角都有可能在其中被运用到的一种研 
究范式，便是批判种族理论 （ CRT )©。 德尔加多 （ D e lgado ，1995 b ) 指出： 

1970 年代的中期，伴随着贝尔 （Derrick Bell ) 和弗里曼 （Alan Freeman ) 
的早期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得以出现。这两位学者都对美国种族改革的缓 
慢步伐十分关注。他们认为法律诉讼 （filing amicus brief ) 的传统取向，是引 
导抗议和游行以及呼吁有良知之市民的道德敏感性，和以前相比反而效果 
更差，收获亦更少。不久后，其他法律学者也加入贝尔和弗里曼中，分享他 
们在传统公民权力斗争策略上的教训。 

批判种族理论既是被称作批判法律研究 （ CLS ) 的早期法律运动之产物，也 
是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结果。批判法律研究乃是一个左翼法律运动，它对传统的 
注重教条和政策分析的法律研究提出挑战，要求法律形式可以表达出社会和文 
化环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特征。 CLS 学者也对下面的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即认为“公民权利斗争表达了朝向社会转型的一种长期和稳定的过程” 
( Crenshaw , 1988 , p . 1334) 。 

克伦肖 （ Crenshaw , 1988) 指出，“批判（法律）研究者尝试着分析作为人为产 
物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话语，认为它的运行是为了再造美国社会并使其合法化” 
( P . 1350) 。 CLS 运动中的研究者将法律教条进行解码，揭示其内部和外部的不 
一致性，并揭示了“法律意识形态用以创造、支持及使美国目前的阶级结构合法 
化”的方式 （ P . 1350)。 CLS 对于法律话语的贡献是它对于社会中合法性结构的 


① 我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在富裕的白人家中做家政工作的。在他们的工作里，他们学到了中产阶级礼节、 
时尚和金钱观等。 

② 这一节的部分内容改 编自： Lad^m-Billings, 1998。 




分析。许多 CLS 意识形态是从格莱姆西 （ Gram SC i ，1971) 的研究中得到阐发的，同 
时依赖于格莱姆西的“霸权”观念来描述美国社会压迫性结构之持续的合法性 
( Unger ， 1983)。然而，对于物质和社会转型， CLS 并不能提供一个范式的策略。 
韦斯特 （West ,1993) 宣称： 

批判法律理论家从根本上置疑美国文化和社会中普遍性的占主导地位 
的自由主义范式。这种彻底的质疑主要并非是一种建构性尝试，以推动建 
立一种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概念，而是对在自由主义传统下，法律形式主义 
者、法律实证主义者以及法律现实主义者的那种不一致、断裂、沉默以及视 
而不见进行鲜明的揭露。批判法律研究更多的是对法律学校那种教育策略 
之合法性和权威的系统性攻击，而非宣告未来的一种可信和可实现的新社 
会与法律系统 （ P . 196)。 

CLS 研究者批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因为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理想社会，但 
是他们并没有在批评中将种族主义包括在内。因此，有色人种法律研究者的不 
满自然地导致 CRT 的出现。 

CRT 一开始就表达了其观念,认为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是正常的，不是异 
常的”，同时由于种族主义缠结在美国社会的秩序构成之中，故在这个社会中，它 
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既是正常也是自然的。实际上，贝尔在《井底的面孔 》 （Faces 
at the Bottom of the &«， 1992) 这本书中的前提假设便 是:种 族主义是美国社会中 
永恒的装置。因此，那些为种族社会正义而斗争之人的策略是暴露和揭示所有 
各种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形式。 

其次, CRT 有时运用故事讲述的方式而与主流法律学术研究相背离，通过这 
种方式它“分析那些塑造着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群，构成关于种族共同文化的 
神话、预想以及智慧” （ Delgado ，1995， p . xiv ) 。巴纳斯 （ Barnes , 1990) 写道，“批判 
种族理论家……将来源于‘他者’之共享历史的经验性知识与他们持续的斗争整 
合起来，以改变种族霸权之下日渐破坏的社会” （ pp _ 1864-1865)。因此，压迫性 
的经验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对于一个 CRT 视角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CRT 的第三个特征是它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坚持。克伦肖 （ Crenshaw ,1988) 
认为，自由主义的视角认为“公民权利的运动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但是总 
是努力向上的”，但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并没有理解目前法律范式的局限，而是 
强调渐进主义，试图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催化力量。 CRT 提出，种族主义需要彻 
底的变迁，但是自由主义并没有一种机制来应对这种变迁。相反，自由主义法律 
实践支持引用法律来争取获得有色人种公民权利的艰苦漫长过程。 

第四点， CRT 认为，白人一直是公民权利立法的主要受益者。比如，尽管积 
极的行动政策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受到攻击，但它也是一个对白人有益的政策。 
对数字的观察揭示出，采用积极行动政策的主要获益方一直是白人女性 （ Guy - 
Sheftall , 1993 ) 0 其争论的逻辑是这些妇女所赚取收入将会用来支持家庭内的其 
他白人——包括男性、女性和孩子。故总体上，对白人女性雇佣之保证于整体上 
对白人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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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批判种族理论的重要作品进行编辑时，编辑们就指出，不存在“所有 
人 （CRT 研究者） 都 赞成的规范学说或方法论” （ C rens h a w ， Got a nda ， P e ll er ， & 
Thonias,1995,p.xiii) 0 不过，这些学者在两个共同的兴趣点上依然是可统一 
的——理解“在美国，白人统治和有色人种服从的政体是如何被创造和维持的” 
(p. xiii ) ,以 及改变存在于法律和种族权力之间的连接纽带。 

在追求这些兴趣之时，法律学者譬如威禪姆斯 （ Williams , 1991 ) 和贝尔 
( Bell , 1980， 1992) 皆为早期批判种族理论家之一员，他们的观点亦可抵达一般大 
众。一些人或许认为他们之所以可发出广泛呼吁，是因为具有将强制性的故事 
纳人他们所置身法律问题的能力。由于叙述调査的日见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 
究者对故事材料的这种运用方式都抱有特别的兴趣 （Connelly & Clandinin , 
1990) 。但是，仅仅因为研究共同体可以接纳故事来作为叙述调査之一部分，并 
不意味着可以判定所有的故事知识建构与学科的发展的意义上都是合法的。 

劳伦斯 （ Lawrence , 1995) 宣称，尽管总地说来，在法学 （ 或者任何学科）的文 
献中并没有告知或记录下普通人的故事,但在法学中的确存在讲述故事的传统， 
他认为诉讼便是高度形式化的故事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虽未能进人到文献记录 
或研究中，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故事不具有重要性。法学或其他科学所具有的 
历史情境性质，使得那些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群体成员的声音被消除掉了。针 
对这种状况，许多 CRT 的学者在将边缘性的权力带入关于种族正义的法律话语 
中时，把重点放在这些“声音”的角色之上。批判种族理论家尝试将来源于共同 
压迫历史的有色人种的文化观点注人到他们的努力之中，意图重建在种族霸权 
的压力之下面临瓦解的社会。 

而直至晚近， CRT 几乎没有找到一条通向法律之外文献的途径。在我自己 
与泰特 （ Tate ) 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一些主题，将它作为对传统多元文化教育范式 
的挑战 （ Ladson-Billings & Tate , 1995) 0 我们认为，在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继续保 
持着缄默 状态； 国家被假设为建立在产权而非人权 之上； 可以把种族与财产的交 
织作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去解释社会和教育的不平等。后来，泰特 （ Tate , 
199 7 ) 提供了一种对批判种族理论及其前身的综合性描述，希望教育研究团体可 
以更加充分地理解 CRT 的意义，以及其在教育中的可能用途。在讨论中，他引用 
了卡尔默 （ Calmor e ,1992) 对 CRT 的界定。 

它是反对派学者的一种形式 . 它挑战着那种普适性观念，认为白人 

的经验/判断就是权威的标准，它约束着有色人种，并在规范意义上对适当 
的思想、表达、呈现以及行为进行衡量、指引、控制以及制约。如同法律学者 
的表述，批判种族理论对那种将种族和种族主义与法律相连的主导性话语 
提出了挑战。他们的任务是界定在法学中被掩盖和遵从的价值与规范…… 
批判种族研究者……希望证明，作为有色人种，（他们的）经验对于分析法律 
系统和种族服从来说具有合法性、适当性和有效基础。对于视角的转换来 

说 . 这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一实践 （ practice ) 的取向，也可称为实 

践行动 （ praxis ) ，发现在那些遵从这种实践的人之中具有一种关注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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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这一种优势出发，应当拿出一点时间来考虑法律、社会和文化是如 

何作为文本的-它不太像一种文学作品，而更像一个传统的黑衣牧师对 

诗歌或者圣经的引用，在其中权威的支持力量便依托于他的说教之中。在 
此，文本不仅仅是一个随意的故事。如同圣经，它们乃是对权威、先决力以 
及认可的表达。有色人种的人群日渐提出，大量的这些法律、社会和文化文 
本必频要受制于基本的批判主义并进行重新解释 （ PP . 2161-2162) 。 

尽管 CRT 已被用来作为理解法律（特别是公民权利法）的一种分析工具，但 
如同前文所述，它还没有被成功地运用于法庭和法律案例或学派的实践世界之 
中。实际上， CRT 所得到的首次公众曝光对兰尼 • 吉尼尔 （Lani Guinier ) 作为总 
统资格的公民权提名来说是失败惨重的。 CRT 的激进理论主张被看作是对“美. 
国方式”的一种挑战。吉尼尔 （ Guinier ，1994) 在作品中的相应表达被看作是与美 
国宪法中一“人”一次投票的观念是相对立的。她提出，在后南非的种族隔离时 
代，有必要保证作为少数族裔的白人具有政治的声音，尽管事实上在选举中他们 
的数目远超过其他人。同样地，她指出，在美国也许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来表达 
有色人种的声音，超越那种一人一次投票的多数人的规则。吉尼尔的观点意味 
着她不能得到承认，总统对于她的提名未置一词。 

CRT , 认识者和被认识者 

权力和一种范式的推动不仅仅是方法论的倾向。它还是一种手段，通 
过它去把握现实以及赋予其意义和预测性。 

雷•莱斯特 （ Rist ，1990) 

临界性、可变性、 CRT 以及整合种族化话语和种族认识论的新的定性研究形 
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释认识者 （ 研究者） 
和被认识者（主体、参与者、被调査者、合作者）之间的关系。科德 （ Code ，1991 ) 问 
道，认识者的性别在知识的建构中有影响吗？她得出肯定的结论。我认为伴随 
认识者的性别、种族、族群、语言、阶级、性征，以及其他的差异形式都会表明他或 
她与知识及其生产的关系。然而，纳拉亚 （ Narayan , 1993) 认为，假设由于研究者 
(作者是人类学家）是一个特殊种族或者族群的一员，她或他就有那种特殊的群 
体或者共同体的 emic 知识是危 险的： 

由此，“本土”人类学家被认为是局内人而不去考虑他们的复杂背景。 
种种“本土”人类学家之间的差异也明显地被忽略掉了。一个具有美国贫穷 
少数族裔背景的人，尽管存在偏见但尽力去接受教育，当研究她自己的社区 
时，她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精英群体的成员——拥有优秀的教育和财产 
继承，在海外学习人类学然后回国在弱势人群中做田野调查，这两者可以等 
同吗？对于特定地方的问题他们是否会比较敏感，并承认选择第三世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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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础的学者也许对于西方基础上的理论、书籍、政治立场以及书写的技术 
等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专业人员对他自身社会的研究来 
说，是否也是一个“本土”人类学家 （ P . 677)? 

如果我们接受一个群体成员资格所意味着的本质化观念，那么纳拉亚的观 
点有很好的说服力。我们知道我们用来论述的范畴亦带有界限划分。谁以及什 
么构成了群体成员的资格总是被论及。不过，寻求一种更好地表述本土和社区 
知识的研究取向仍然是值得去努力的。 

阿森特 （ Asante ， 1987) 在伍德森和杜博依斯的著作基础上，试图去塑造一个 
“非洲中心”的教育取向。尽管其他黑人学者对他的取向进行挑战，认为他是一 
个中心主义者以及一个种族“拉拉队的领队”，但阿森特 （ Asante ，1991) 自己的语 
言表明他对替代范式的寻找更倾向于从主导视角的压迫中 脱离： 

非洲中心性不是欧洲中心性的黑人版本。欧洲中心性奠基在白人统治 
者的观念上，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白人在教育、经济、政治等上的特权和优 
势。与欧洲中心性不同，非洲中心性不允许采取降低其他群体视角的种族 
中心的固化措施。进一步，欧洲中心性表达的是将欧洲人特殊的历史现实 
作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把欧洲的现实当成普适性的，即把白人的经验表 
达为应用于一般意义上人类的状况，而非白人的经验则被看做特定群体，并 
因此是非人类的 （ p . 172)。 

如我所述，阿森特 （ Asante , 1987) 主要的论点是有色人种的学者一直在寻求 
“ 一个与……西方标准之关系的立足之地，而西方标准则被作为强加于其他文化 
的阐释量度” （ P . 11)。他认为对于一个“灵活的参考框架” （ P . 11) 来说，它将允 
许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形成更具动力性和转换性的互动。 

同样，安扎杜亚（ Anzaldua ,1987) 提醒我们，主导性的文化被掌握权力的人所 
界定并经常作为一种专制力量而存在，反对“他者”对文化的界定。对于认识者 
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她的反映是希望朝向一个新的混血型的意识，这 
是一种边界地带的意识。她的工作以一种阿森特所提出的更具动力性的方式， 
代表着认同、表达和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她的研究以一种流动的、令人激动的方 
式在展览和艺术、散文和诗歌以及西班牙语和英语之间移动，并用多元性的方式 
展现了这种边 界性： 

因为我，一个混血儿 
不断地从一种文化中走出 
又进入到另一种去 

这是因为我同时在所有的文化中 （ P . 77) 

她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包含歧义的风格，来强调多元的认识论立场，在这种 
立场下，所有的人发现了他们自身，甚至对于那些抱持一元话语假设的人。 

当海沃特 （ High wa ter ，1981) 指出“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最大的距离不是空间， 
而是文化” （ P . 3) ，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进一步宣称表达的重要性，认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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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现实和描述现实的符号之间的复杂、无限的变化关系” （ P . 70) 。表达的 
概念能够（而且应该）被扩展到学术界。关于谁是研究者，为了谁去研究，学术研 
究者必须接受挑战。为了谁的问题不仅与辩护有关，更与谁能够行动以及行动 
者的展现有关。行动者则通过认识论和话语的形式来行事。 

范农 （ Fanon , 1968) 认为，尽管被压迫者为了他们的解放采取了各种反对压 
迫者语言的手段，但彻底的解放仍将来自于使用新话语的新的个体。这种新的 
话语代表了黑人女性主义者洛德 （ Lorde , 1984 ) 的主要观点，在她不断被引用的 
—篇文章中，她指出，“主人的工具将永远不会再被用来拆除主人的房子”。然 
而，其他的学者则提出，“主人的房子只能由主人的工具来拆除”①。在这种认识 
论上的摇移不定中——在旧的话语和新的话语之间——许多有色人种学者发现 
了他们自己。对于学者的承认、提升、任期和出版的机制主要被主导性意识形态 
所控制，而有色人种的学者发现他们自己也同时受训于这种主导性传统之中，他 
们亟需从中脱离。 

一边是有色人种被训练所做的研究，一边是他们本质上需要去做的研究，这 
两者的矛盾感情造就了德尔加多一盖谈 （ Delgado - Gaitan , 1993) 所描述的“局内 
人/局外人地位”之状况。一个人刚开始是个局外人，当逐渐获得足够的信任时 
即获得局内人的 地位。 但是这种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位移，则可以变成一 
种压迫和殖民化的形式。如同维利纳斯 （ Villenas ,1966) 所指出，“通过将被研究 
者之主体客观化，通过假设性的权威以及不去质问研究者的优势地位，民族志学 
者已经作为被研究者的一个殖民者在参与” （ p . 713)。罗萨尔多 （ R OS aldo ，1989) 
也警告，主导话语将“孤独的民族志学者”理解为“如夸父追日般寻找土著居民” 
( P . 30 ) 是很危险的。在土著居民中花掉时间后，照样孤独的民族志学者便回到 
他（或她）舒适方便的办公室，书写一个“真实”的文化记录。而出产“新研究”的 
学者则已经对自己及他们的研究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了②。西德尔一沃克 （ Siddle - 
Walker ,1996) 由此提出资料和“真正”资料之间区别的问题。有色人种学者的局 
内人地位可以让他们对被压迫人群通过保留及“歪曲”资料以保护自己也推翻主 
导范式的方式保持瞥惕。这些行动可以对被研究社区的猜疑进行反思，而非恶 
意看待。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过将我自己以及关于我的研究的故事告诉大家 
( Ladson - Billings , 1997) 0 这一话语之转向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自我陶醉方式，而 
是对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定位表示关切——我是谁，我相信什么，我具有什么 
样的经验——因为它对我研究了什么，怎样研究的以及为什么要做研究产生了 
影响。非裔美国儿童的教师实践是成功而且值得仿效的，而我对进行这一研究 
的决定则是政治性的（而非党派的 ）（ Lad son - Billing S ，1994) 。它也将有色人种社 


① 这一陈述由小盖茨 （Henni Louis Gates，Jr. ) 1997 年在 Wisconsin-Madison 大学举办的 Non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Literature 会议上发表。 

② 温特 (Wynter,1992) 将 I960 年代的族群研究——非裔美国人、美裔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墨西哥裔 
人、波多黎各裔人，以及拉丁裔的研究一^作为“新研究"来表达他们与旧的范式和正统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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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研究过程去神秘化，这些社区的成员常常被当做客体而很少是研究的受 
益者①。 

在我的研究中，打破了一些传统研究的约束。我通过低收入的非裔美国父 
母而找到那些优秀的老师，允许他们去设想自己对于课题之理论导向的责任，同 
时，我创造了一种研究上的合作，其中本人只是和教师们呆在一起的九个成员之 
一，而非作为专家/研究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这种变迁关系强迫我用一 
种更加自我呈现和接受攻击的方式来参与。在此过程中，我将自己所写的每件 
事的研究副本都发一份给其他成员。当我错误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时，他 
们会指责我，而当我写对的时候他们则表示肯定。在超过三年的过程中，我们成 
为一个朋友群体，共同关注非裔美国儿童的教育。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紧密的研 
究形式使成员要想欺骗或者隐藏自己的感觉变得很困难。这也表示研究资金的 
结束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结束。所以，七年以后，我们继续相互商讨，并互致祝福 
卡。我知道谁经历了丧亲之痛，谁从疾病中痊愈，谁的孩子上了大学，谁成了祖 
父祖母等。我的研究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我的生活也是研究的一个部分。 

渴望了解以及被了解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特征。不幸的是，有色人种的知识 
或关于他们的知识一直被欧美文化逻辑所压制、歪曲和否定，它代表着一种“对 
知识空间的攻击性掠夺,就像土地的掠夺一样，攻击者占有其他人的领土而宣称 
是他自己的 ” （ Asante ， 1987 ， p. 9 ) 。 

批判种族理论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处于一个对于研究者（及 
被研究者来说）的不同关系中。 CRT 的一些关键特征是故事讲述、相反的故事讲 
述 （ counter-storytelling) ， 以及“对自身的现实进行命名”等 （ Delgad 0 ， 1995a )。 定 
性研究中故事讲述的价值可以说明，同样的现象如何以依赖于故事讲述者的那 
种不同和多样化的方式去讲述。比如，当一个人类学者将男性婴儿生殖器的割 
礼描述为仪式时，罗森费尔德 （Bertha Rosenfeld) 讲述的也许只是作为她家庭的 
犹太教传统一部分，是对她新岀生侄子的一段精彩的表演罢了 （ Ladson-Billings, 
1993 )。 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谁的故事可获得合法性？谁有权力来塑造公众对 
于事件逻辑和价值的感知？人们或许认为在此呈现的例子是一种夸大其辞，就 
像霍莱斯.迈纳 （Horace Miner) 的经典 “Nacirema 中的身体仪式” （ Nacirema 是 
American 的倒写）表现的那样，但它的确是不同讲述者权力的一个代表。如威廉 
姆斯 （ Williams ,1995) 所 指出： 

要成为一个故事讲述者……就是假定对于一个人来说的那种令人敬畏 
的回忆的压力，同时，要在适当的时候，用笑声和眼泪、欢乐和悲伤、忧郁和 
激情来展现这些极为重要的角色。故事讲述者并非从来都在整体上属于他 
或她自己。故事讲述者在讲述及重新讲述关于部落的状况时，牺牲掉了每 
件事情。 

①在一次专业会议上 , 我的一个非裔美国妇女同事提出 , 非裔美国社区已经成为 “ 资料农场园”，研究者们 
收获了好处却对实质情形无所贡献。 




……故事是否正确地把握了 “事实”并非总是重要的。印第安的故事讲 
述者更感兴趣于故事中的“真理，，。同时，一个伟大的故事讲述者总是使故 
事中的“真理”符合时机的需要 （ PP . xi - xii ) ①。 


没有什么故事比西姆普森 （ o . J . Simpson ) 的谋杀判决那么广泛地引起人们 
的争论。起诉人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 个疯狂和有极强控制欲的人几年来对其前 
妻实施虐待，当得知她的浪漫情事后便杀死了她。他们把它当作一个一目了然 
的案子。他们提出西姆普森有动机这样做并且他们掌握有证据。但是辩护律师 
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他们认为起诉人的想象是不真实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 
义乃是洛杉矶警察部门的一部分。他们改变了案子的重心，将谋杀案变成在美 
国警察部门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和拉丁美洲男性）的一般化认识。尽管讲述 
大量不同的故事是多数法律案例的构成部分，无论刑法或者民法，但陪审团对这 
两个故事的反应则让白人和/或中产阶级美国人深受打击。 

对审判后的分析显示，尽管陪审团中至少有一个白人和一个拉丁美洲成员， 
但一个以黑人为主的陪审团并不能够让一个黑人名流获罪。还有分析则认为， 
陪审团并非有足够的智慧去做出正确决定。西姆普森谋杀案的判决紧随四个洛 
杉肌警察对金殴打一案之后。尽管整个国家（包括陪审团成员）都通过录像带看 
到了殴打过程，但郊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仍对警官的殴打案实施了从轻 
判决。在那次判决中，辩护律师则展示出如何对录像带进行各种类别分析能导 
致一个不同于真实观察的解释来。根据金的经历以及驾驶记录，辩护律师的故 
事让陪审团成员觉得是可信的。 

同样，研究文献中“故事”也会被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在 I 960 年代 
的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关于有色人种儿童乃是“文化剥夺”和“文化劣 
势”的故事 （ Bettelheim , 1965 ； Bloom , Davis ，& Hess ， 1965 ； Omstein & Vairo ， 1968 ； 
Riessman ， 1962 ) 。这是一种亚标准 （ substandard ) 的故事，将有色人种和穷人的儿 
童反常化，而将学校和社会中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表现作为规范的和正确的方 
式。在联邦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即来源于这些故事，它尝试去“弥补”有色人种儿 
童及其家庭的不足。 

西德尔一沃克 （ Siddle - Walk er ，1996) 提出了关于“好的”隔离学校的相反故 
事，它呈现了一个有色人种的工人阶级社区内完全不同的状况。实际上，在美国 
南部便存在相反的故事，尽管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和反对，有色人种依然协力工 
作，努力去保证他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大学、种族学 
院以及早期的种族研究项目便提供了这样的示例，它证明有色人种尝试建立自 
己的教育结构和话语，以挑战那种排外性的观念，这是其展示自身优秀之处的唯 
一■途径。 


①在关于门彻 （M enc h(i,1984) 的生活故事里，这种观念得到有趣地体现，它的题目是“我， Rigoberta 
Menchfi”。 后来，一名达特蒙 （Dartmouth) 的研究者参观了门彻的危地马拉村庄,发现与她的自传“不一致”和“伪 
造”的地方 （Sto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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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圣弗兰西斯科学院（现在是圣弗兰西斯科大学）的亚裔美国人研究 
项目按照民主和广泛的原则推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计划 （ Hiraba y ashi & 
Alquizola , 1994) 0 这一计划（与学院的种族研究计划相呼应）是第三世界的解放 
浪潮而引起的学生罢课所带来的结果。计划的目标是对所有“非白人”申请者实 
行开放和直接的人学，课程和人员雇佣的事务由社区来控制，实施自我管理。这 
种教育模式要以激进的方式从髙等教育那种管理严密、层级制以及科层形式的 
特征中走出来。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计划敢于展示这样一个相反的“故事”， 
表明它对于主流范式来说具有分裂性和动摇性。 


农场工人的孩子去做田野工作 

每一个安息日，我的主人都在公众场合给船员读祷文。当第一次看见 
他念的时候，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么惊奇过，我发现书在和主人谈话，我想 
是的，因为我观察到主人看着书，而他的嘴唇则不停地翕动着。我希望那种 
现象也发生在我身上。一旦我的主人读完以后，我就跟着他到放书的地 
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把书打开，用耳朵贴近它，非常希望它可以跟我 
说点什么。 

詹姆斯 • 格朗尼奥索 （James Gronniosaw) 


当我还是一个在费城玩耍的小孩子的时候，那里有许多非裔的美国男子（一 
些是我的家族中的人），夏天他们常常在街角等着农场工人的交通车。这辆破烂 
的黄色校车到黑人社区里寻找合适的工人，让他们到田间去做艰苦的拾马铃薯、 
草莓或其他季节性水果与蔬菜这样的劳动。 

当我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看到了站在街角那些有着棕色面庞的人们。这 
个时候，不是校车，而是一辆敞棚卡车会停在路边，里面的人去挑选一些等在街 
角的人，到建筑工地去做日间劳力。在一所国家最有名的大学不远的地方，是学 
校拥有的一个草莓农场，那里一群来来回回的农场工人就在非人道的和肮脏的 
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着。几年里，这个自夸家庭收入平均大约$300 000的社区里， 
我看到许多黄色面孔的人在日渐增加的餐馆厨房中做刷盘子和拖地的工作。有 
色人种和穷人的“真正”田野工作在学术文献中很少被充分地呈现出来。 

今天，当我试图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日渐增长的有色人种学者数量打动 
了我，他们选择回到进人那些田地、建筑工地、厨房中去，让他们自己的种群发出 
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视角、世界观和认识论。这些学者，就像格朗尼奥索（前 
文引用过）一样，他们正尝试让从属人群的生活“与他们对话”。由于厌倦了附耳 
去听主人书的讲话，有色人种的学者正书写新的文本，它来源于那些与他们相像 
的人群的生活和经验。这些学者比如格沃尔特尼 （ Gwalt ney ，1980) 、托里 斯一古 
兹曼 （ Torres - Guzman ，1992 ) 、涅托 （ Nieto ，1992 )、泰卡基 （ Takaki , 1989,1993 )、埃 




利森 （ Ellison , 1986) 、邱吉尔 （ Churchill , 1992, 1993) 、西尔克 （ Silko , 1977，1981 ) 、 
斯皮瓦克（ Spivak ,1988) 、胡克斯 （ hooks , 1984，1989， 1992) 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研 
究已开始重塑关于有色人种社区学术研究的面貌。也许更重要的是有色人种的 
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把工作放在对主流范式的批判审视上。学者如塞德 （ Said ， 
1979) 、安妮 （ Ani ，1994 ) 、默里森 （ Morrison , 1992 ) 以及黄 （ Hwang ,1994) 等用解构 
性的知识去改变“ （ 在一个）知识的‘考古学’中 （ Foucault , 1972) ……意识和（发 
展）认知的自治性，以揭示种族的信仰结构——以及其他的话语实践” （ King ， 
1995 ，p. 276)。 

例如，尽管科林斯 （ Collins ,1990.) 为说明黑人女性主义的立场而发展出一个 
理论类别，但这种类别同时也代表了对于欧美范式的一种批评框架。科林斯认 
为，对于具体的经验比如意义的标准而言，在知识评价中对话的运用代表着一种 
关怀伦理和个体责任伦理。在本文化里，科林斯要询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你 
讨论的是什么？我怎样知道你所关心的事情？以及，你是谁？然而，对主体的考 
察在实证主义范式中常常是缺失的，它依赖于一种客观性观念，即使往往无法获 
得这种客观性。 

有色人种研究者对其社区的回归以及对欧美范式的批判性审视，并非是号 
召一种对他者的那种浪漫的、“高尚的野蛮人”观念。相反，这一工作要揭示各种 
差异的复杂性——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吉尔罗伊 （ Gilroy ， 1993 ) 的研究则为种 
族、族群和性别的复杂与多元化理解提供了一个突出的 例证： 

关于国籍、放逐以及文化从属等的主题强调（种族化）主体必然的分裂 
性与差异化。这种分裂性近来则进一步与性别、性征以及男性主导等问题 
混合在一起，（种族与少数族裔）女性的斗争已经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 
题……由于在地方性与直接性层面的斗争中出现了内部共同体的对抗，所 
以它们作为分化的衡量指标尤为重要，这些主题在地方与世界上还在日益 
活跃着。 

种族化话语和族群认识论上的研究要点并不仅仅是将学术研究“有色化”。 
它要挑战霸权性的结构（和符号），它们还在各地维持着不公正和不平等。我们 
的研究亦并非要摒弃欧洲或欧美学者的工作，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研究 
局限性。我们从有色人种所获得的动力，是要提升定性研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种族化话语和族群认识论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个蹩脚但相当 
类似的对比来形容，那就是体育世界。早在1947年，“美国的最爱娱乐”——职 
业棒球——是白人的一种游戏。有色人种的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大的球队。有 
一次，一名黑人队员被选入球队，顿时引发了关于“降低标准”的讨论。然而，职 
业排球并未发生滑坡现象。将有色人种运动员——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亚洲 
人等——纳人进来，使更具竞争力及在世界上更加广泛地参与的比赛发展了 
起来。 

同样，有色人种的学者仍然为在学术界中无法表达自身而感到失落。常常 
被关注的问题是，有色人种学者会不会达到一定的标准，雇佣这些学者会不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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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制度的声望和地位等。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被系统地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以 
外，又如何能够发展出广泛的学术研究呢？ 一些人也许认为有色人种学者受制 
于种族化的话语和族群认识论，他们的学术发现因而是带有“偏见”的。但是，多 
元意识视角和从临界性出发的观点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体验 （ 在苛刻 
的信任中生存）的有色人种学者会有一种视角上的优势。如德尔加多 （ Delgado , 
1995 c ) 提出，“许多少数族裔成员讲两种语言，生长在两种文化体系中……那么， 
这样看来……在掌握和运用批判性的社会思想中，谁更有优势呢？谁倾向于同 
时用两种或多种方式来思考每一件事情呢？又是谁实质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他 
或她存在的一个条件来认识呢？” （ p . 8 ) 

定性研究的范式转换既与表达（ representation ) 有关，又超越了表达。它们将 
要发展出一种“对模糊性的包容”来 （ Anzaldiia , 1987)。实际上，安扎杜亚 
( Anzaldfla ，1987 ) 早已预言过这种情况： 


( 混血女性① ）（ La mestiza ) 发现她们无法将概念或观点保持在严格的边 
界上。人们期望边界和围墙将不合时宜的观点排除在外，而它已成为一种 
固定的习惯与行为模式。固定便意味着死亡。只有保持了灵活性，她们才 
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上延展自己的精神。混血女性常常不得不从习惯形式中 
走 出来； 从同一性的思维，以及试图用理性来达致唯一目标的分析推理中走 
出来，转变到一种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来，它的特征便是从系统的模式和目标 
中脱离，朝向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视角，去吸纳而非排除。新的混血意识开始 
发展出了 一种对差异和模糊性的包容态度。 

新的混血意识所带来的“礼物”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为接受此礼物， 
学者们必须摆脱那种严格范式的约束，建立一种与知识、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新 
关系。可变性——及临界性——并非占据着特权地位，毋宁说是一个具有优势 
的地位。它提供了一个创造“公共学术” （ J . E . King ， 个人交流，1998年4月）的 
机会，并以此促进了社会行动和转型。 

CRT 给批判的定性研究者带来什么不同 

科林斯 （ Collins , 1998) 指出，她不会用语言去“表现似乎客观且政治无涉的 
权威”，她所选择的语言“既是知识的也是政治的决定” （ p . xx i ) 。她引用法律学 
者威廉姆斯 （Patricia Williams ) 的话来问，“否定其自身的‘非人格’的书写究竟是 
什么？” （ p . xxi ) D 由此， CRT 要求批判定性研究者在一种自我揭示 （ self - 
revelatory ) 的模式下行事，并承认在其中双重（或多重）意识的作用。我决定将批 
判种族理论框架运用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它与我对政治的理解和我在黑人儿童 
教育方面的个人立场是密切关联的。我所有的“自我”都在这一研究中得到体 


①一般指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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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作为社区成员的自我、作为黑人妇女的自我等。这种纵横交织、多面向的 
研究不会导出技术一理性取向来的。技术一理性取向也不会虑及“知识的考古 
学” （ Foucault ，1972) ，而它对于挑战主流和边缘之间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 

CRT 所赋予我们的礼赠，是它毫不犹豫地挑战那些非人道和非人格化的学 
术研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某种差异。 
早在20年前，克龙 B 赫 （ Cronbach ,1975) 就试图指出定量和定性之间虚假的分 
裂。我们需要为之斗争的问题是范式性和认识论的。在这些范式以外，还存在 
着许多特殊的方法论视角。弗兰肯斯坦 （ F ran k ens t e in ，1990) 、内特尔斯和珀尔纳 
(Nettles & Pema , 1997), 以及威尔逊 （ Wilson , 1987) 都尝试运用定量方法去批判 
性地审视社会不平等问题。他们展现的大量及不一致的数值强调了人们的服从 
和被排除在社会外的状况。因此，参与观察、叙事调查，以及访谈等的运用并无 
特殊魔力。事实上，定性研究者也必须反对那种认为定性研究可以表达更多研 
究“真实”形式的观点。当考虑定性研究的不同例证时，我们必须留心“研究过 
程”中可能见不到研究者的情况。民族志学者作为一个大救星，讲述着一个人为 
的组织严密及通顺的故事。他们与电视记者不同，后者以普通大众的简单视角 
来引导一种访谈，而对于民族志研究者，问题、格式以及声音腔调等的评论都无 
法提供给他们①。 

在 CRT 中，研究者对自己以何种面貌出现非常在意，如同贝尔 （BeU ， 1987 , 
1992， 1998) 和德尔加多 （ Delgado , 1992, 1993) ，他们创造出具有可变性的自我，能 
够与权力进行直接的对话。贝尔，一个黑人女性，就是这种自我的体现。在德尔 
加多的影响下，出现了罗德里格，他也是贝尔半个伙伴，去反对主流的法律学术 
研究。 CRT 所带来的社会科学的个体性考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知识研究的神秘 
性。当威廉姆斯 （ Williams ， 1991) 在法律学校的合同课程上，将她受到奴役的最 
伟大的母亲的账单展示出来时，学生对于合同的原有观念顿时瓦解了，他们原以 
为合同乃是一种无涉人类感情和个体重要性的文件而已。 

CRT 帮助我们提出关于知识的控制与生产这样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有关 
对有色人种人群和社区的认 识:在 批判的定性研究者话语中，“种族”的位置在哪 
儿？在什么程度上批判的定性研究者要重新界定自由 主义？ 当我们拥抱那种关 
于人类的能动性的后现代视角时，它又怎样同时模糊了集体性努力的 需要？ 批 
判的定性研究以何种方式去“研究连接性”，或者以何种方式来表明“我们与研究 
情境以及被访者乃处于一种关系中，同时理解在那种关系里我们都是多元性的 
存在” （ Fine , 1988, p . 135)。 


①在完成这一章时，刚好播放完电视记者沃尔特与声名狼藉的莫尼卡•莱温斯基的访谈。我感到很震动， 
因为访谈以后，有如此多的人就问题的类型、沃尔特的询问方式，以及她所省略的问题等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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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回过头来反思这一章的论述时，人们或许认为我总是在讨论“学术研究” 
的主张与种族、族群的“混合”。其不足之处乃是缺少一种客观性和政治性的调 
査。对于我来说，奥特劳（0也^«^，1995)的论述可以提供一个合适的结语 ： 

为什么种族和族群与哲学有关系？简单来说，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活在 
这样的一个时期，其中种族和族群对于我们能够和希望实现的未来幸福而 
言，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它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根本性地审视那些具有基 
础性的确证 ：我们 是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从个体和集体 
两个层面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些关注在两千多年里，为许许多多西 
方的哲学（及同类的探索领域）提供了动力核心……最后，对于这些问题来 
说，它还深入地体现了一种个体性的维度……因为它们都以一种显著的方 
式构造着我的存在以及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并且由此限定了所有与我发 
生互动的人的生活。我是一个哲学家，讲授着学科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也以 
.一个种族/族群群体之一员的身份而从事这些工作的，这些种族群体在美国 
的存在……以奴役和其他形式压迫的浩劫而为特征的，然而却已被位列万 
神殿的西方哲学家中一些“最智慧”的头脑给合理化 （ rationalized ) 了。因 
此，不仅在实践生活中我主张种族和族群政治很少与基本性的因素有关，而 
且我还要同时与那种本质性的原因观念进行斗争，它们假定引致生活提升 
的启蒙有一种本源之所在……我要求自己要去对抗这些内在的错误观念， 
同时，也要求一种净化的知识和社会空间，在此我们走到一起，在包含正义 
的和平和谐的环境中工作和居住 （ pp . 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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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和定性研究的再思考 EQ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 乔 ， L •.金 奇洛. 波特.麦克拉伦 


批判研究的渊源 

自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始，在将近70年的时间中，批判理论一直致力于 
解构和批评社会现状。在此过程之中，它激发了高度情绪化的反响，其中，既有 
来自于支持者的热切拥护，也有反对者的猛烈抨击。这些彼此之间形成鲜明对 
照的反应，正好说明批判理论依然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反对批判理论，也可以为 
之辩护，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 
将研究意图定位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之内的定性研究，在我们看来，依旧在生成不 
无危险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所包含的信息和洞察力可以倾覆秩序，可能推翻真理 
所具有的至髙无上的权威。 

批判理论是一个被广泛引用却又经常被误解的词汇。它经常被归源于由法 
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理论传统，该学派由一帮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 
密切关系的理论家组成。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之中，没有任何人宣称曾经 
提出过系统的文化批评主义方法。起初，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是以与德国 
传统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话作为切人点的，他们特别强调与马克思、康德、黑格 
尔、韦伯进行对话。对这些批判理论家有利，并且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的 
是，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战后的德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激 
增，而与此同时德国和中欧的罢工和抗议却遭到失败，人们急切需要对现实进行 
重新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 
信念: 不公平和压迫塑造了现实世界 （ Bottomore , 1984； Gibson , 1986； Held , 1980； 
Jay ,1973) 。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侧重于关注资本主义本质的变化，分析了与这种 
变化相伴而来的统治形式的变异 （ Agger ， 1998; Gall，Gall & Borg , 1999 ; Giroux , 
1983,1997 ； Kellner , 1989 ；Kincheloe & Pinar ,1991； McLaren ,1997) 0 

法兰克福学派建立十年之后，纳粹统治了德国。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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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身份所面对的遭受迫害的危险，以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霍克海 
默、阿德诺和马库斯离开了德国。当这些批判理论家最终选择在加利福尼亚立 
足之时，他们为美国文化所惊异。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对美国社会科学研 
究者对任何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经验主义习气大为不快，他们力图挑战这种 
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即研究者能够描述并且对任何人类行为进行精确 
测量。这些理论家对美国渐进改良式的平等主义辞藻与现实之中存在的种族和 
阶级歧视之间的矛盾大为不满，在美国居留期间，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 
1953年，霍克海默和阿德诺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马库斯继 


续留在美国，给他在社会理论领域的工作寻找新的听众。大大超出他本人意料 


的是，他的名望高涨，成为了 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批判理论，特别是 
马库斯关于情感和性解放的著作，为新左派的主张提供了哲学基础。出于对心 
理和文化革命政治的关注，新左派极力鼓吹一种马库斯式的政治解放学说 
( Gibson , 1986 ; Hinchey , 1998 ；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7 ; Surber , 1998 ; Wexler , 
1991,1996 b ) 0 

亲身经历过 I 960 年代政治气氛的许多学者，都将学术注意力集中在批判理 
论之上。由于被晚近才起源于资本主义所哺育的后启蒙文化之中的统治形式挫 
败，这些学者看到批判理论之中存在一种方法，可以使学术工作从这种权力形式 
之中得到暂时的解放。他们对批判理论之中关于经验的社会建构的辩证观点印 
象深刻，开始将他们的学科看作是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权力关系和话语的体现，而 
这些权力关系和话语正是产生于这种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隐含在社会经验的 
建构本质之中的“可能性话语”向这些学者暗示，对社会科学的重建最终能导向 
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社会秩序。对人类行为的新的后结构主义式的概念 
化，以及关于人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决定他们自身存在的预言，为社会研究的解放 
形式提供了新的希望，这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强调历史发展的铁律， 
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改变的罪恶，而无产阶级经受着特权的奴役，同时也是社会变 
革的参与者。例如，当亨里 • 吉罗克斯 （Henry Giroux ) 和其他批判教育家在评论 

马克思主义学者鲍尔斯 （Samuel Bowles ) 和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 的观点-即 

学校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官僚制度再生产的工具——之时，他们认为， 
通过教师和学生在解放教育框架之下的协调努力，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学 
校能够成为反抗的阵地,具有民主的可能性，这与鲍尔斯和金蒂斯的决定论观点 
形成对比。吉罗斯 （ Giro UX ，1988) 特别指出，学校可以从培养年轻人的批判能力 
的目的出发，而非压迫的目的出发，转变成为讲授知识、道德和社会关系形式的 
机构。 


批判式的谦恭 ：我们 对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另类理解 


在涉猎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二十多年之中，我们被数以百计次地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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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理论这一问题给予更加确切的解释。我们发现这一问题难以回答， 
因为: ①存在诸多批判理论，而不仅仅是一种；②批判的传统常常处于变化和进 
化的过程 之中； ③批判理论力图避免过分的确切性，因为批判理论家之间存在观 
点不一致之处。指出该理论所具有的一些固定的特点，违背了这些理论家的意 
愿，他们没有为社会政治和认识论信念规划蓝图。在给予如上这些否定性的回 
答以后，现在我们试图从新千年开始之际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研究的本质之中“概 
括”出一点独特性。请注意，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主观分析，很多才华横溢的批判 
理论家将会从我们的归纳之中发现众多问题。 

在这一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我们初步阐述一种概念重建了的、世纪末的批判 
理论，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这一理论屡遭“后式话语” (post¬ 
discourses ) 的批评和攻评 （Bauman , 1995 ； Carlson & Apple , 1998 ； Collins, 1995 ; 
Giroux, 1997 ； Kellner, 1995 ； Roman & Eyre ， 1997 ；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8 ) 。 在 
此背景下，概念重建之后的批判理论质疑如下假定，该假定认为，一些国家是无 
可挑剔的民主和自由社会，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国家^在整 
个20世纪，特别是从1960年代早期以后，与其说这些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是平等 
和独立的，不如说他们已经适应并且习惯了统治和服从关系。关于这个世纪后 
半期的技术和社会变迁给信息的生产和获得提供了新的形式，批判理论家辩称， 
自我导向问题和民主式的平等主义应当被重新评价。进而，遭受“后式话语”（如 
后现代主义、批判式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攻讦的批判理论家认为，个人关于他 
们自身和世界的观念所受到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影响，比先前所想象的还要深 
刻。20世纪晚期以来，媒体上充斥着西方文化，关于社会和信息环境的这一变 
化，批判理论家需要以新的方式研究和分析个体的建构过程 （Agger， 1992; 
Flossner & Otto ，1998 ； Hinchey, 1998 ； Leistyna, Woodrum, & Sherblom, 1996 ； Quail, 
Razzano, & Skalli,2000；Smith & Wexler, 1995 ;Stinker, 1998) 。 我们将从如下几方 
面简要阐述我们对于新千年的批判理论的理解。 


批判理论的概念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社会理论如同一份地图，或者是一位导游，它引导 
人们通向某一社会领域。在研究语境之中，它并没有决定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 
世界的，而是帮助我们为了探析社会而设定问题和策略。批判理论特别关注权 
力和正义问题，还有经济形式、种族问题、阶级和性别、意识形态、话语、教育和宗 
教，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和文化力量与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批判式启蒙。 在这里批判理论通过分析一个社会之中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 
权力和利益竞争,识别特定情境中哪些人获得利益，哪些人有所损失。批判理论 
家宣称,特权阶层常常倾向于维护现状，以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种行为的 
动力进行分析往往成为批判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关于特权的研究则是以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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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性别和性为中心得以展开的 （ Carter ， 1998； Howell , 1998；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 ； Kincheloe ， Steinberg ， Rodriguez & Chennault ， 1998 ； McLaren , 1997 ； 
Rodriguez & Villaverde ,1999 ；Sleeter & Rodriguez ，1995 ) 。因此，对批判式启蒙的 
寻求即是揭示特定社会安排下的贏家和输家，以及该权力得以运作的过程 
( Cary , 1996； Fehr ，1993; King , 1996; Prayn ， 1994； Wexler , 1996 a ) 。 

批判式解放。为了寻求解放，人们结合成为一个以正义为导向的共同体，试 
图获得对其自身的控制。批判研究力图揭示那些妨碍个人和群体形成一些抉择 
的力量，而这些抉择对他们的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 
致髙度的自治和人的能动性。在新千年伊始，我们得谨慎地使用解放这一词汇， 
因为，如同众多评论家已经指出，没有人能够完全从其所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完 
全解放出来，而正是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产生了他们自身。同时，许多人已经质疑 
与之相伴而来的力图解放“他人”的傲慢之举。这些重要的评论必须得到批判研 
究者的认真对待。因此，当批判研究者在寻求那些在不经意之中塑造我们自身 
的力量之时，我们敬重那些能够从个人的经验之中推演出不同结论的人士 
( Butler , 1998； Cannella ，1997； Kellogg , 1998； Knobel , 1999；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8; Weil ，1998)。 

拒斥经济决定论。对批判理论进行概念重建之时的一个告诫是，正统马克 
思主义者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因素规定人类存在的其 
他方面的本质，而批判理论传统并不接受这一信条。批判理论家明白，在21世 
纪之初，存在多种形式的权力，包括如前所述的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分野的统治。 
当然，在讨论这一主张之时 ，一 个得到概念重建的批判理论也不能宣称经济因素 
对于塑造日常生活无足轻重。经济因素无法与其他方面的压迫区分开来 
(Aronowitz & DiFazio , 1994； Carlson , 1997； Gabbard , 1995； Gee ， Hull , & Lankshear , 
1996 ; Gibson , 1986; Haymes , 1995； Steinberg , 1995,1999；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9; Martin & Schumann , 1996； Rifkin , 1995) 0 

工具或技术理性批评。概念重建以后的批判理论，将工具/技术理性视为当 
代社会最具压制性的特征。这种“超级理性”形式沉迷于手段的考量，而不是优 
先考虑结果。批判理论家认为，工具/技术理性更加注重方法和效率，而不是目 
标。它止步于询问“如何”，而非“为什么应该”。在研究文献中，批判理论家宣 
称，许多唯理性主义学者是如此侧重于关注技术、程序问题以及精确的方法，而 
忘却了研究行为的人文主义目标。工具/技术理性出于对“正确”的方法的考量， 
常常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在此过程之中失去了对于价值选择方面的理解，而 
这种价值选择常常是包含在所谓的事实之中的 （ Alfino , Caputo , & Wynyard ,1998； 
Giroux , 1997； Hinchey , 1998； Kincheloe , 1993； McLaren , 1998； Ritzer , 1993； 
Stallabrass ,1996; Weinstein ， 1998 ) 。 

欲望的彩响。再结构化的批判理论欣赏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将其作为 
推进解放研究方案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批判理论家更加能够加深对于人 
类心智建构的复杂性的认识。这种精神分析帮助批判研究者洞悉无意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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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创造了对于渐进式变迁的抵抗，并导致了自我摧残 （ self-destructive ) 行 
为。传统精神分析将个人视为是理性而自主 （ autonomous ) 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 
析拒斥了这一倾向，从而为批判理论家反思各种形式的权力、身份、力比多 
( libido ) 、理性和情感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 工具。 在这一结构之中，心智不再 
脱离社会政治领域而独立存在，事实上，欲望能够被社会建构，并且可能被执掌 
权力者用于毁灭和压迫。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家可以通过激发欲望，以促进进步 
和解放事业。放弃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的领导以后，批判研究者意识到了存在于 
传统精神分析之中的家长制的痕迹，并寻求摆脱其小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论的 
以及憎恨妇女的 习气。 去除这些瑕疵之后，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帮助研究人员 
获得了对于幻想和想象力的角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文化结构和精神的意 
义的敏感性 （ Alford ,1993; Atwell - Vasey , 1998 ； Barrows , 1995 ; Block ， 1995； Britzman 
& Pitt , 1996 ； Elliot , 1994 ； Gresson , 2000 ； Kincheloe , Steinberg , & Villaverde , 1999 ; 
Pinar , 1998 ; Pinar , Reynold , Slattery , & Taubman , 1995 ; Samuels , 1993 ) 。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 念化： 霸权。 我们对于批判理论的概念重建，迫切需 
要对于权力运作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理解，而正是这种权力运作，支配并形 
塑了意识。批判理论家所考察的权力是一个极端模糊的概念，需要进行详细研 
究和分析。批判理论家之间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权力 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 
础性要素，它的运行规定了人类传统的压迫性和生产性本质。事实上，我们都被 
赋予权力，同时我们的权力又都被取消殆尽，通过权力，我们拥有支配能力，而当 
我们试图使用这种能力之时又受到限制。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集中探讨 
批判理论对权力的压迫性这一个侧面的关注，尽管我们知道批判研究曾经对权 
力的生产性一面进行过重要论述——其赋权能力，建立批判性民主制度的能力， 
促使边缘人群反思他们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能力 （ Apple , 1996 b ； Fiske ,1993； 
Freire ,2000 ； Giroux ， 1997 ； Macedo ， 1994 ； Nicholson & Seidman , 1995 ) 。 

在关于压迫性权力及其产生不平等和人类苦难的能力的文献之中，格莱姆 
西 （Antonio Gmmsci ) 的观点在批判研究之中具有核心地位。格莱姆西指出，20 
世纪的统治权力不仅通过身体的力量体现出来，而且通过媒介、学校、家庭和教 
堂等文化设施，以社会心理的力量贏得人们对于统治的赞同。格莱姆西式的霸 
权注意到了贏得大众的赞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在对个案进行逐一分 
析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研究。进行权力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教育家、社会学 
家，以及我们全体都被霸权化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领域是在有限的、不同的 
关于社会政治世界的各种学说基础上组合而成的。霸权被局限在有限的社会心 
理范围，从一个不公平的权力体系之中获得赞同——这种权力体系被合法地描 
写成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家注意 
到了霸权之下的赞同从来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因为它经常遭到不同群体所提 
出的不同方案的挑战 （ Grossberg , 1997； Lull , 1995； McLaren , 1995 a , 1995 b ； 
McLaren , Hammer , Reilly , & Sholle , 1995 ； West , 1993 ) 。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 念化： 意识形态。 批判理论家明白，霸权的形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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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识形态的生产隔离开来。如果说霸权是贏得其“服从者”的同意的比较强有 
力的工具，那么，意识形态霸权则包括文化形式、意义、仪式，以及同意社会现状， 
和同意处于这一社会现状之中的个人特定位置的请求。与霸权相比，意识形态 
使批判理论家超出了单纯的对于统治的解释，他们使用诸如宣传等词汇来形容 
通过媒介、政治、教育和其他社会文化产品等方式，强制性地促使公民接受压迫 
企图。概念重建后的批判研究认可更为精致的、暧昧的并且境遇更加独特的统 
治形式，拒绝将民众假定为愚笨的、易受控制的受害者形象的宣传模式。意识到 
这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者明白，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话语和实践塑造了我 
们对于现实的看法 （ Lemke ，1995,1998)。人们关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及自身在这 
—世界中的作用存在一个解释性的构造，当对这一构造得以形成的权力共谋进 
行细致入微的理解以后，我们关于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成为了 
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形式 （ Kinch e l oe ,1998) 。这种认知矫正了早先关于意识形态 
的描写，早先意识形态被描述成为一个整体的、单向度的实体，它被独裁的统治 
阶级以隐秘的方式施加于众。为了理解在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群体之间的斗 
争，以及资本各部门之间的冲突同时爆发的背景之下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批判理 
论家考察了不同社会场景之中这些冲突卷人不同观念、利益和方案的方式 一 
这些场景事先被认为外在于意识形态斗争领域 （ Brosio , 1994; Steinberg ,2000) 。 

批判理论与权力的再概念化 ：语言 /话语权。 批判研究者开始发现语言并不 
是社会的简单反映。它是一种不固定的社会实践，其意义的转换依赖于其所处 
的语境。与先前的理解相反，批判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如下事实，语言并非是中性 
而客观地描述“真实世界”。更确切地说，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语言并不是关于世 
界的简单描述，而是服从于对世界的建构。牢记着这些观点，批判理论家开始研 
究作为一种规则和统治形式、以话语形式出现的用语方式。话语实践被定义为 
一套默认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定哪些是能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谁能以权威的 
名义说话，而谁只能听着，谁的社会建构是有效的，谁的是错误的或者不重要的。 
例如，一份教育文献中，合法的权力话语在不经意之间告诉教育者，学生可以阅 
读哪些书，哪些教育方法应当得到利用，还有，哪些信仰体系和看待成功的方式 
可以得到讲授。在所有形式的研究之中，话语权力确认了特定的研究策略、叙述 
格式和表达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话语颠覆了语词意义的多样性，确立了一 
个正确的版本并将一种特殊的霸权/意识形态信息植入读者的意识之中。这一 
过程常常被认为是在施行言论禁锢。对于意识的建构有兴趣的批判研究者，非 
常留意这些权力的运作（ Blades , 1997 ； Gee , 1996； Lemke , 1993； Morgan , 1996； 
Me William & Taylor ， 1996 ; Steinberg ， 1998 ) 。 

聚焦于文化、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最后十年，文化对于理解权力 
和统治的努力来说，获得了新的重 要性。 批判理论家曾经争辩到， 文化必须被视 
为一个斗争领域，在这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往往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 Giroux ， 
1997 ；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7 ； McLaren , 1997 ；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7； 
Steinberg ， 1998 ) 。以各自领域的知识生产形式为基础，主流 文化和从属文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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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意义系统。大众文化，包括 TV 、 电影、光盘游戏、电脑、音乐、舞蹈以及其 
他产品，在对权力和统治进行批判研究之时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当然，在这 
一背景下，文化研究与以往相比，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它不仅考察大众文化， 
而且考察引导文化生产的潜在规则。文化研究者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 
文化运作的方式，他们认为在新千年伊始的文化认识论会与数十年以前迥然不 
同。新的文化和文化统治正在产生，尽管真实的文化和虚拟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曰渐模糊。对这种模糊效果的夸张性的宣传，导致了一种丧失传统的时间、社 
群、自我和历史观念的社会紊乱。来自于地方、国家和国际空间的电子图像的轰 
炸，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时空结构，震撼着我们对于我们各自所处的意识。这种 
符号和图像的扩散，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控制机制。反霸权的文化研究 
成功的关键取 决于: ①将关于超现实的叙述、图像和符号生产与政治经济性的权 
力结合起来的 能力； 以及②一旦这种关联被提示和描写出来，就能估计这一高度 
复杂的后果的能力，即描述出个体在现实空间中处于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性 
取向中的形象和标志 （F erguson & Golding , 1997 ； Gamham , 1997 ; Grossberg , 1995 ； 
Joyrich , 1996 ； Thomas , 1997 ) 。 

批判理论之中文化灌输 （cultural pedagogy} 的作用。 文化生产常常被认为是 
一种教育形式，因为其创造知识、形成价值观,并建构认同。在我们看来，这一限 
定有助于批判理论家把握统治和压迫的现状，从而用之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民 
主和平等的社会。最近几年来这一教育动态被认为是文化灌输 （ Berry, 1998; 
Giroux , 1997 ； Kincheloe , 1995 ； McLaren , 1997 ； Paillioter , 1998 ； Semali ， 1998 ； Soto ， 
1998)。 灌输是一个有用的词汇，但是在过去只被用于课堂讲授和学校教育。在 
使用文化灌输这一词汇之时，我们特别用之来说明特定的文化行动方式产生特 
定的看待事物方式的霸权形式。在批判理论的语境之中，我们关于文化灌输的 
观点是说，当前这个电子化的时代的新教育者是那些能够利用大众传播的财政 
资源的占有者。这一共同的统治教化过程能够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新千 
年的开始之际很少有人对之抱怨——这种信息政治并没有制造晚间新闻。在当 
代社会之中，我们能够想象，还有另外一种机构能够在信息和意义系统方面同时 
获得这种教化权力吗？如果基督教会充分强大，能够驱使教育性“商业单位”每 
隔几分钟就在电视和收音机上吹嘘让每个人都接受宗教信仰的重要性，那会怎 
么样？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天主教和卫理会教徒如果拒绝接受官方的解释 
( 真正的教义），即受到下地狱的惩罚，假设这一镜头一周七天都被用于向北美居 
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播放，毫无疑问，许多人将会感到受到侮辱，并将组织起来进 
行政治行动。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屈服于这种对于民主制度的共同的教 
化方面的威胁,人们悲观地看到精英们通过复杂的文化灌输，在政治体制和政治 
意识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批判研究者致力于揭示这一过程的细节 
(Deetz ，1993 ； Drummond , 1996 ； Molnar , 1996 ； Pfeil , 1995 ；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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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研究与解释的核心 :批判 诠释学 

批判理论取向的定性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特征，涉及对于信息的解释这一经 
常被忽视的领域。我们在1990年代进行批判研究的教学和写作的时候,这一解 
释性的或诠释性的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许多没有理论背景的从事定性 
研究的学生在课堂上，或者在他们的作业之中向我们请教，已经提及他们研究之 
中的资料解释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的特性。以批判理论研究为取向的批判动力学 


(critical dynamic ) 出现以后，在研究过程之中有很多环节，但是没有哪个环节比 
解释这一环节更加重要。在本文之中，我们在开始讨论批判定性研究之时，将对 
批判诠释学和知识生产的关系进行论述 （ Madison , 1988 ； Slattery , 1995 ) 。 

批判诠释学的传统 （ Grcmdi n ,1994 ; G rosS & Keith , 1997 ； Rosen , 1987 ； Vattimo , 
1994) 认为，在定性研究之中只有解释 （ interpretation ), 尽管有很多研究者可能叫 
嚣着辩护，事实是能够自明 （speak for themselves ) 的。解释的诠释性行为，要从最 
基本的层面上澄清所观察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沟通性的理解方式。不仅所有 
的研究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行为，而且，诠释学主张，对于其自身的感知也是一种 
解释行为。这样，理解的需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因为当遭遇不熟悉者之时 
经常要求创造意义，把握意义。当然，同样的情形也适合于所熟悉的人。事实 
上，在研究常常自以为很熟悉的文本之时，我们逐渐发现，有时候熟悉可能即是 
最为陌生之处。因此，不应感到惊奇，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客观的定性研究的写作 
也是一■种解释，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描述 （ Denzin , 1994 ； Gallagher , 1992; Jardine , 
1998 ； Smith , 1999 ) 0 

受诠释学传统和后现代批评的影响，批判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权威的 
原初界定。没有一种纯粹的解释存在——事实上，没有方法论,社会或者教育理 
论，或者其他话语形式能够宣称其取得了可以生产权威性知识的特权地位。研 
究者在就一些问题发言/写作之时，必须联系到世界的其他一些方面，如，总是使 
用“与……有关”的语式。作为世界的创造物，我们在一定程度被迫适应了这个 
世界，这种适应又使我们的理论和观点不能脱离这个世界。这样，无论我们是否 
愿意，我们注定要在这个世界所设定的边界和视界之内，以解释者的身份进行分 
析。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从诠释过程之中获得的解释能力仍然使我们达到一种 
新的理解和欣赏境界，这种境界又使我们能“将我们的解释方式”融人已经呈现 
于面前的经验之中。尽管存在语境障碍，诠释学家可以穿透关于非概念化事实 
的苍白而非充分的描述，对社会内容进行详尽的解说，这种解说是以其产生背 
景、生产者的意图以及建构过程之中所动用的意义为特征。这种详尽的描述/解 
释的出台，并没有循序渐进的蓝图或者呆板的公式。与学习任何艺术形式一样， 
学习诠释学分析，只有依照杜威式的建议——从实践之中学习。处于这种情境 
之中的研究者在实践这一技能之时,将紧扣文本进行解说，并将叙述过程与其语 


境动力学，以及其他文本联系起来，在讲述之时，则首先是以他们自己，然后是以 
公众作为阅听对象 （Carson & Sumara ,1997； Denzin ,1994； Gallagher , 1992 ; Jardine , 
1998; Madison ,1988)。 


解释的批判诠释学方法 


这些对于诠释性解释的本质的关注是在哲学诠释学的范畴下出现的。在这 
一领域的诠释学学者试图探讨并且澄清解释和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使批判式 
定性研究得以成长起来的批判诠释学，偏离了标准的诠释学方向，后者是从解释 
的目的和过程之中提出问题的。在批判理论推动之下，诠释分析的目的被发展 
成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试图揭示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权力动力。与批判诠释 
学类似，定性研究者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文本与其生产者之间，历史背景和现在 
之间，以及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之间架构起桥梁。达到这一解 
释性的目标非常困难，标准的诠释学领域的学者通过对知识生产和文化进行成 
功地解释,推动人种学家、历史学家、符号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情境分析人员 
参与这一桥梁架构过程 （ Gallagher , 1992； Kellner , 1995； Kogler , 1996； Rapko , 
1998)。 

以架构诠释性的桥梁为基础，诠释学领域 （ 解释者通过这一分析程序寻找形 
塑文本解释的历史和社会动力）之中的批判研究者热衷于来来回回地探究与整 
体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与部分直接相关的整体。这一方面还没有见到最终的 
解释，尽管这一领域的工作仍然在推进，且无须终止 （ Gallagher , 1992; Peter & 
Lankeshear ,1994 ；Pinar et al . ,1995)。 这一关于整体与部分的运动，与关于抽象 
与具体之间的分析潮流结合起来。这种动力聲在进行解释之时，关注宏观的社 
会力量（普遍性）和个人的日常生活 （ 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批判诠释学将 
具体、部分和特殊作为焦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些问题置于对社会力量、整 
体和抽象（普遍性）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进行理解。聚焦于部分预示着关注特 
殊性这一动向，这强化了我们依照社会和心理力量来对其进行理解的敏锐性，正 
是这种社会和心理力量塑造了他或她自身。他们对于部分和独特性的关注，通 
过将特殊性情境化，为诠释学观察事物奠定了基础,这种视角在传统的对于抽象 
的一般性的寻求之中被忽视了 （ Gallagher ， 1992; Kellner ， 1995; Miller & Hodge , 
1998； Peters & Lanksheax , 1994 ) 0 

诠释学领域的相互交流促使分析家依照新的理解对既存的概念架构进行 _ 
视。此时分析家对预设进行重新思考并重新概念化，以为研究特殊的文本提供 
新的研究方法。依据作者的观点进行诠释性理解，并不意味着重复他或者她对 
于最初问题的回答。在诠释过程之中，作者的答案只有促成了新问题的产生，才 
对于我们考虑和弄清一个特殊的文本现象是有价值的 （ Gallagher , 1992 ) 。在这 
样的背景下，诠释领域的研究者必须警觉已经变得模式化了的文本去熟悉化技 



310 定性研究（第 1 卷）： 方法论基础 

术。例如，关于巴比 （ Barbie ) 的外形的女权主义批评，以及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 
构建,在大众文化分析之中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巴比的其他读物都受到了抑 
制 （Steinberg ， 1997) 。 在检释领域内，批判诠释学分析家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许 
多案例之中，必须引进新的形式——对习以为常的去熟悉化的去熟悉化——以 
便使理解的水准更为深刻 （ Berger , 1995； Steinberg ， 1998 ) 。 

在诠释学领域内部，我们应该提出新的隐喻以形成新的分析方法，从而使我 
们打破熟悉的模式。比如，若将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梦想，可以帮助大众文化的 
批判理论家以一种梦的研究的心理分析形式，将解释行为再概念化。这样，批判 
理论家为了推进关于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可以借助于在对梦的征兆分析过程 
之中的心理分析工作，借助于心理分析通过可视化的形象和描述帮助人这一工 
作方式。当研究者将这些新的隐喻应用于诠释学领域之时，他们必须意识到，研 
究者是在不断将隐含的比喻引进解释过程之中 （ Berger , 1995； Clough , 1998 ) 。 这 
些隐喻是在解释本身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阶段、文化和语境之中形成的。这种 
意识非常重要，必须被引介到批判诠释学圈子的相互交流之中。如同杜威 
( Dewey ,1916) 在数十年之前所观察到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他们所在社会 
群体的价值观和视角，这些因素逐渐影响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群 
体所具有的价值观和视角帮助人们确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哪些 
应当被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哪些应当忽略。诠释学分析家必须认识到这一解释 
动力学，并确认他们已经被包含在对于理解的寻求过程之中 （ Madison ， 1988; 
Mullen , 1999 ) 0 

具有诠释学背景的批判理论家在从事研究之时，将杜威的观点牢记在心。 
他们承认，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个人思想和解释框架，都处于一定历史 
背景之中，尽管这些处于变化之中，尽管这些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潮流纠缠不清 
( Hinchey , 1998； Kincheloe ， Steinberg , & Hinchey ,1999) 0 于是，解释性视角的社会 
建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意识建构充满矛盾，是各种各样的在意识形态 
方面相互对立的力量相互碰撞的结果。把握了认同结构与解释性视角之间的关 
系之后，批判定性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自身主张的语源——特别是使这 
些主张得以形成的权力运作方式。经常隐藏在意识背后的语言、漫谈以及其他 
一些因素，在不经意之间塑造了研究者储存在他们研究工作之中的意义 
(Goodson ,1997) a 正是由于衷心接受这一观点，格莱姆西提出，批判哲学应当被 
视作是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他进一步说,关于自我的更高层次的理解的出发 
卓，即包含了一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由权力所驱动的社会历史力量的产物。 
他曾经写道，批判的观点内含有一种使其接受者对他们以往用以把握世界的意 
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能力 （ Coben , 1998 ) 。 

通过对杜威和格莱姆西关于自我生产的理论以及对批判诠释学和批判式的 
定性研究的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模糊性的、封闭式的解释过程是如何操 
作的。一旦我们明白“事实”并不是简单地需要特定的解释，我们将改变批判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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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的视 城：批 判研究的走隹 

如果研究者没有将这些考虑在内，就容易受未经检验的假定支配。由于所 
有的解释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众多批判研究者同时研究解释者 （ 通常 
是分析者本身）和解释对象是如何被时间和空间背景建构起来的。在这种背景 
下，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浮现出来。按照这种方式，研究者把批判社会理论带人到 
诠释学领域，以便理解那些在不经意之中即被烙刻上社会意义和价值观痕迹的 
隐藏的结构和潜在的文化动力 （ Cary ， 1996； Gallagher , 1992； Kellner , 1995 ) 。对 
解释者和文本进行社会、历史定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业，要求对支配性的意 
识形态力量进行细致的分析，这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将日常生活的微观动 
力和结构的宏观动力，如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度和阶级精英主义联系起来。众 
多批判定性研究工作的诠释核心，即是考察研究过程、主题和社会历史结构定位 
的相互作用。 

在考虑到解释过程的这些方面之后，分析家开始理解伽达默尔 （ Gadamer , 
1989) 提出的观点，社会基本架构影响研究者的问题，而这些又反过来影响了解 
释的性质。在明确上述定位过程之后，现代主义者所持的社会文本存在一个有 
效的解释的观点，将被彻底消解。研究者，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往往有许多他们 
所认同的观点、学术倾向性、社会或者政治集团 （ Kincheloe , 1991； Lugg , 1996 ) 。 
在这一点上，批判研究者宣称，并不要求研究者梳理世间所有联系，而应把提他 
们所认同的那些联系，并理解这种联系对于研究者探究社会和教育现象的方式 
的影响。伽达默尔将研究者所说的这些世界性的联系称为“视野” （ horizons ) ，并 
将解释的诠释性行为看作是“视野的融合”。当批判研究者参与视域的融合之 
后，他们就进人了文本的传统。在这里，他们将考察生产的条件和先前解释的环 
境。随之，他们将发现文本曾试图过度决定意义的方式 （ Berger , 1995 ; EUis , 
1998 ; Jardine , 1998； Miller & Hodge , 1998; Slattery , 1995)。 

诠释学传统将解释政治置于中心地位。和普通人一样，批判研究者创造历 
史，并且在他们从来不必亲自选择的意义结构中生活。正是理解了这点，批判研 
究者认识到，社会文化分析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对连接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这 
种经验的文化表达的方式进行剖析。这一工作包括将嵌人在文化表达之中的意 
识形态编码揭示出来。由于在这些文化表达之中运用的许多意义都是想当然 
的，并且这些意义以一种典型的未经识别的方式回归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这使揭 
示过程非常复杂 （ Denzin , 1992； Kogler , 1996 ) 0 越是优秀的分析家，越是能够揭 
示“无声而行” （ what - goes - without - saying ) 的领域里的意义，这一领域之前被认为 
是不值得评论的。 

在这个历史时代，传播的电子模式对于意义的表达和生产变得极其重要，而 
这种生产又确定了人类普遍的文化境遇，以及对文本的特定解释 （Goldman & 
Papson , 1994； Hall , 1997 ) 0 从很多方面，它被描述成是后现代条件所创造的二手 
文化，在市场上经过包装和修饰之后，通过流行和大众媒介不间断地传播。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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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指出，这一媒介化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正在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扩展 
到认识/认知层面。比如，印刷媒介的效果力图定位成为一种线性模式，倡导一 
种理性、连续、划一的 形式； 而与此同时，电子媒介所主张的非线性模式，则可能 
导致更具情感性的反应，从截然不同的方向上引导人们 （du Gay , Hall , Janes , 
MacKay & Negus , 1997 ；Shelton & Kincheloe ,1999) 0 因而，后现代条件下，关于电 
子媒介的影响以及对教育的冲击的定位，需要研究文化和政治过程的学者加以 
评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千年交替的年代，研究过程自身也必须得到评估 （Bell & 
Valentine , 1997 ； Berger , 1995; Bertman , 1998； Denzin , 1992； Kellner , 1995 ) 0 

枇列 诠释学 ：为枇 列研先莫走 I 础 


批判诠释学怀疑任何声称发现了终极真理，或者发现了文本和其他经验形 
式的本质的解释模式 （Goodson & Mangan ,1996) 0 批判诠释学更倾向于如下解释 
路径，这一路径假定人类经验的意义从来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对研究者是 
如此，甚至对那些亲身经历者也是如此。因为语言往往不太可靠，其意义不断在 
“修正过程之中”，批判诠释学明白，解释在语词上永远存在瑕疵，永远不能直接 
得到表达。批判诠释学试图寻求探明文本的实践，如科学研究和经典理论是如 
何运作以维护既有的权力关系，并支持现存的权力结构的 （ Denzin ， 1992)。当 
然，如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批判研究者，在近来的解释模式之中，以政治性的方式 
来处理私人性事务。批判诠释学将批判研究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在这里人们试 
图将个人遭遇的日常生活困境与权力、公正、民主等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典 
型是，在一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分析领域 ，批判 诠释学解构了社会文化文本，这 
一文本鼓励对无权者的常规生活方式进行贬低 （ Denzin ， 1992; Gross & Keith , 
1997 ; Ra P ko , 1998)。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诠释学也相对展开了对于如下文化文 
本的研究，这一文本使维护社会有权者的权利和特权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强化 
( Allison , 1998 ； Fine , Weis , Powell , & Wong , 1997 ； Frankenberg , 1993; 
Kincheloe et al . , 1998 ； Rains , 1998 ； Rodriguez & Villaverde , 1999) 0 

在将私人性事务政治化的过程中，批判诠释学通过对现阶段的衍生性主题 
进行分析，为唤醒批判意识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这些衍生性主题可被用于考察 
当代文化领域的意义制造权力 （Peters & Lankshear , 1994 ) 0 在从事定性研究的 
圈子之中，依然有人抵制这么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都或 
多或少地卷人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论战。批判诠释学承认流行文 
化在后现代条件下的这一中心地位，并寻求揭示，其是如何阻碍或促进那些为了 
实现民主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的 （ Kellner ,1995)。通过考察媒介文化在物质上所 
产生的影响，批判诠释学追踪分析了文化力量在政治方面对于听众的作用方式， 
即不仅塑造他们的政治信仰，而且形成他们的认同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7)。在这个方面,保罗.费采雷 （ Freire , 1985) 对于批判诠释学的发展所做的 
贡献极有价值。费采雷明白，文化衍生性主题在批判性的社会分析中处于中心 
地位，他假定,解释过程既是一个本体论（属于存在范畴）的范畴，也是一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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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属于知识范畴）上的行为。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作为人的使命，以及我们作 
为一种存在的基础，即是置根于对世界进行解释性的诠释，基于此，我们才能成 
为更完整的人。在认识论意义上，批判诠释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 
方法，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的存在条件，以及塑造这种条件的衍生性主题进行探 
索。于是，我们获得了一种能力，在对环绕着我们的文化进行命名的过程之中， 
我们既可以有目的地生活，也具备了一种对其进行评估的执行能力。在当前的 
电子社会之中，这种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文化领域的社会政治影响还没有 
得到命名，而在这一陌生而新奇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对使我们自身性格得以成形 
的探索方法缺乏考察。批判诠释学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7 ； McLaren , 1997 ; Peters & Lankshear ，1994) 。 

批判诠释学将解读世界作为对世界进行评估，并使之更加美好的一系列巨 
大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解到这点，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批判诠释学聚焦 
于统治及其对立面——解放。统治限制自我导向和民主社会的建设，而解放则 
使之成为可能。统治在意识形态上被合法化，但是批判诠释学者将其消解，这些 
学者将帮助批判研究者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主题是如何被纠缠于意识形态的过 
程之中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是批判诠释学促使世界更为美好的努 
力的一个主要目的。一旦我们的视野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合谋者所阻碍， 
我们为了一个民主社会而付出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 Gallagher ,1992) 。 那些种族、 
阶级和性别特权的权力拥有者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7 ) ，在接近资源方面有 
多种途径，从而能够强化意识形态，并表达意志，而那些没有这些特权的个人无 
法做到这点 （ Bartolome ， 1998 ; Carlson & Apple ， 1998 ; Denzin ， 1992 ； Gresson , 
1995 ； Hinchey , 1998 ； Jipson & Paley , 1997 ； Leistyna et al . , 1996 ； Peter & 
Lankshear ， 1994 ; Pinar ， 1998 ) 0 

“中立”的学术文化中的派性研究 

在有限的篇幅内，不可能对所有的批判传统都一视同仁地论述，这些传统曾 
经从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欧洲大陆的社会理 
论家，如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拉丁美洲思想家费采雷，法国女权主义者伊利 
加雷 （ Irigaray ) 、克里斯特瓦 （ Kristeva ) 和西苏 （ Cix OUS ) ，或者俄罗斯社会语言学 
家巴赫金 （ Bakhtin ) 和维果茨基 （ Vygotsky ) 等人思想中汲取灵感——这些人中的 
绝大多数均被当代的批判研究者列人参考文献的清单之中。今天，在许多领域 
都存在着批判理论家的学派，而且，即使是对这些学派的一些最为杰出者进行粗 
浅的评论，也需要很长的篇幅。 

已经有很多书籍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充满敌意的争论进行了描 
写，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要注意不同批判理论家学派的“包装”。批判理论不应被 
视为革命思想的通用法则，这些思想被客体化和简化为断断续续的公式化的口 



号或策略。很明显，在介绍这一经过我们进行概念重建的批判理论的独特版本 
时，我们对批判传统的界定已经非常宽泛，目的在于简化理解；然而，正如我们先 
前所断言,这会惹怒许多批判研究者。作为修正，我们决定把焦点放在各个批判 
学派思想潜在的共同点上，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当然，提出一个实际上并不 
存在的虚假的共同点或者一致性，总是件冒险的事情，然而在一些评论性的章节 
之中，这些情况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将批判理论家定义为那些试图将她或者 
他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或者文化批评形式的研究者或理论家，他们接受如下一 
些基本假定 :所有 思想都是以社会性或历史性的权力关系为 媒介； 事实永远不会 
被孤立于价值领域之外，也不会抹煞其意识形态的痕迹 形式； 概念 （ concept ) 和对 
象（ object ) 之间的，符号 （ signifier ) 及其所指 （signified ) 之间，并不存在永远稳定 
或者固定的关系，这一关系常常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为 媒介; 语言在主体 
性（意识到了的和未被意识到的认知）的形成过程之中具有中心 地位； 任何社会 
之中，总会有一些群体具有特权，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一特权产生的原因可能非 
常广泛，当下层阶级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自然而然、必要或者不可避免的时 
候，具有当代社会的特点的压迫就会不可阻挡地再产生 出来； 这种压迫有很多方 
面，而每次都只能忽略其他方面，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例如，阶级压迫和种族 
压迫），常常会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 最后，研究实践的主流，一般都会包 
含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制度的再生产，虽然绝大多数没有诉诸文字 （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 ) 。 

在现今学科边界模糊的潮流当中，文学理论家从事人类学研究，而人类学家 
撰写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或者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常人方法学家的分析，或者哲 
学家从事拉康主义式 （ Lacanian ) 的电影评论，这些现象并不鲜见。我们提交的这 
份观察，并非是为我们对待批判传统的肆意的折衷论寻找借口，而是要说明，任 
何将批判理论描绘成为非连续的分析学派的尝试，都不能捕捉到当代批判分析 
的杂交特性 （hybridity endemic ) 。 

熟悉批判理论家传统的读者，在本章之中能够识别出“新出现”的四种根本 
不同的从事社会分析的学 派：最 接近霍克海默、阿德诺和马库斯作品的新马克思 
主义批判理论 传统; 米歇尔 （ Michel ) 福柯系谱的 著述； 与德里达接近的后结构主 
义解构 实践； 以及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 （Lyotard )、埃伯特 （Ebert ) 和其他人相 
伴随的后现代主义。在我们看来，批判的民族志已经受到所有这些视角的不同 
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批判理论那里，研究者继承了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 
观念和工具理性的富于说服力的批判，特别是阿德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他 
在概念和对象之中加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矛盾关系。从德里达那里，研究者们获 
得了解构客观真理的方法，这种客观真理被称为“身体的在场”。对德里达来说， 
语词的意义是不断地滞后的，因为在一个给定的语言系统之中 ，一 个语词只有与 
不同的其他语词在一起才具备意义。福柯提醒了研究者探究暗含在权力关系之 
中的话语方式，以及权力和知识是如何辩证而连续地实践的，这种实践决定了哪 
些被认为是合理而真实的。我们曾将受到这些作家影响的很多著作的特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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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戏谑”而“反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 

在个人被赋权的情况下，批判研究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旨在以批判为名的 
考察,必须直面一个特殊社会，或者社会公共领域的非正义现象。因此，研究变 
成了一种促进转型的努力，由于贴着政治的标签，这种努力不至于尴尬，由于与 
解放意识联系在一起，这种努力不会让人害怕。尽管传统研究者固守中立性的 
藩篱，批判研究者在以更加美好世界为目标的斗争中，频繁坦陈他们的党派性 
质。传统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描述、解释或再现现实中的某一片段，而批 
判学者们将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形成政治行动的第一步，而这些政治行动能够矫 
正现实世界中已经被发现了的不公正现象，或者研究工作本身所造成的不公正 
现象。霍克海默 （ H or kheim er ，1972) 在论证批判理论和研究从来都不能够仅仅满 
足于知识增长之时，曾经简要阐述了这个观点（参见 Agger , 1998； Andersen , 1989； 
Britzman , 1991 ； Giroux , 1983，1988， 1997 ；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3 ； Quantz , 
1992 ； Shor , 1996 ； Villaverde & Kincheloe , 1998 ) 。 

批判传统之中的研究采用自觉的批评形式——自觉是指研究者力图逐渐觉 
察到意识形态强制性和认识论假定，这种强制和假定活跃于他们的研究之中，同 
时也活跃于他们自身主体性的、主体间性的，以及规范化引文的宣称之中。于 
是，批判研究者进人了对他们所持假定的讨论和公开检讨，这样，没有人会因为 
他们将认识论方面和政治性的成见带人研究领域而感到困惑。在详细分析之 
时，这些假设也会有所调整。导致这种调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者认识到这 
一假设并不能引向解放行动。这种解放行动的源泉，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有能力 
揭示岀表象世界的矛盾，这一表象世界被主流文化认为是自然而神圣的 （ Giroux , 
1983,1988,1997； McLaren , 1992 a , 1997； San Juan , 1992； Zizek , 1990 ) 。这种表象， 
批判研究者宣称，隐藏着不平等、非公正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例如，如果我们 
不把教室里的暴力看成是随机的或者孤立的事件，是异常的个体刻意违反某种 
社会病理学意义上的特定规范，而是将其描绘成犯罪和抵抗，那么，这就预示着 
潜伏在日常课堂生活下面的“政治无意识”，并非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实践无 
关，而是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玩偶城的孩童 :超现 实世界中的批判理论 


后现代文化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批判理论的传统观点不得不让步于兴起之中的后 
现代主义语汇。我们关于批判理论概念重建的观点，是我们促使传统的批判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 （ Kincheloe , Steinberg & Tippins , 1999 ) 。我 
们将首先分析后现代主义，之后再阐明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以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丧失合法性为标志的现今阶段，对理性力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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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已经失去，传统宗教正统地位已经被粉碎了，学者们持续地辩论后现代主义这 
个词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般会认为，它是继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划时代的概 
念。实际上，这一个新纪元是否是一个与“现代”阶段相断裂的阶段，甚至这是否 
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学者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种困惑之中，学者们 
关于“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在当前条件下运用的争论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一些 
批判研究著作已经将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作为20世纪末的一个别称而加以接 
受，这些著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开始探讨当批判理论遭遇后现代条件，即超现 
实世界之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超现实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信息社会，在全社会 
之中充满着不断增长的表达 形式： 如电影、图像、电子，等等。这些表达方式，已 
经深刻地影响了对我们的认同加以塑造的文化叙事的结构。生活的戏剧是如此 
髙频率地在电视上反映出来，以至于人们越来越能预言结果，并且认为这样的结 
果是社会生活“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 Fraser , 1995 ； Gergen , 1991 ； Heshusius & 
Ballard , 1996 ; Kellner , 1994 ； Morley & Chen , 1996 ; Nicholson & Seidman , 1995 ) 。 

随着许多后现代分析家，我们变成了模仿者，成了彼此模仿的混合体。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带着一种后现代的厌倦，带着无法避免的焦虑,走进生活，很少感 
动。电视、计算机、录像机和立体声耳机，带着一种曾经塑造过我们的认知和情 
感机能的表现形式侵扰我们，使我们的情感弥散开来，而那些表现形式的侵入方 
式仍然没有被充分地了解。在政治领域，传统主义转动着文化战车，排斥他们想 
象之中的精灵，如世俗人文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没有认识到后 
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对他们神圣的制度所带来的冲击。例如，核心家庭的重要性 
已经开始减弱，这并非是因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攻讦，而是由于随着电子通 
讯系统的出现，家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一些特定的信息模式使个体的家庭成员 
能够不间断地和特定的亚文化保持接触。由于各种沟通形式的影响，他们虽然 
身在家中，情感性寄托却已经超然其外了 （ Gergen ， 1991； McGuigan , 1996； 
McLaren , 1997； Poster , 1989 ;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6) 。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 
传统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来了解社会世界并对异文化进行判断。超现实向我们展 
示了一种# f 的文化形式，它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了一些相互孤立的技术，而是构成 
了象征权力的社会技术和关系。看待这些新的技术，不能脱离社会和制度背景，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它们得到运用并且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合发挥作用。对其 
进行研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之中“观察资格”是如何分布的，以及多样性的社会 
和话语是如何实践的，而正是这些实践，生产出了这些新的媒介文化 
( Buckingham ，1989 ； Hall , 1997 ； Taylor Saarinen , 1994) 。 

电子传播产生了新的文化空间形式，并且重构了对时间的体验。我们经常 
会受到一种对于媒体景象的虚假归属感的激励，而获得社群成员的身份。超现 
实世界的居民从早上6点的目击新闻“媒体人物”提供的共同声明之中获得了暂 
时的慰藉。“在三州社区之家捎来您邻居的新闻”，媒体策划人员试图软化超现 
实主义的锋芒，以弱化社会眩晕在情感上的影响。电视将其观众带到一个准虚 
拟的地方——超现实世界，与此同时，世界却没有被电视带人家中 （ Luke , 19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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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理论 


我们认为，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体很容易让人误解。虽然它 
们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将其完全等同起来。我们还认为，将后现代性与 
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或者断言，将这对词汇用比较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简单方 
法来进行对比，也是错误的。正如彼特斯 （ Peters ，1993 ) 所言，“这么做，等于把争 
论装进了严格的（而且幼稚的）现代主义术语学里面，而这种术语学包含了彻底 
的二元对立，特别强调一组术语与另外一组之间的相互矛盾” （ P . 14) 。我们使用 
后现代性这一术语来形容后现代状况,在这里，我们将超现实和后现代理论这些 
词汇看作对这种状况进行描述的涵盖式术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这些术语 
包含了反基础主义的涵义。另外，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之时,在非常一般的意义 
上还包含了后结构主义思潮这一涵义。 

后现代理论路线将拒斥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作为起点，这些假定包括启蒙 
理性式的、传统西方认识论上的，以及一些认为在讲义以外还存在“可靠”的表达 
现实的方式。自主的、先验的主题的神话被质疑，而惯例的概念被边缘化了，取 
而代之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文本分析。作为批判主义的一 
种类型和志趣所向，以及作为1970年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人类问题研究的一个 
核心追问，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反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反历史性，同时，使自身 
从反历史性的、先验的和自鉴的真理的不可能性之中解脱出来。颠覆了认为知 
识只有在反映了 “真实”存在的世界才成其为知识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真实是 
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或者符号的产物。进而，用什么来建立和引导科学实践和论 
辩的一致性，在这方面的规范性共识，已经成为认识论上不确定性的一个智识目 
标 （Pinar et al . ,1995； Shelton ,1996) 0 

后现代批判主义的出发点是，他们认为，意义是由“表示者” （ signifier ) 的连 
续性的游戏构成，对其进行批判的目标是解构西方式的关于真理的元叙事模式， 
以及隐藏在普遍理性的单线性进化的历史观背后的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后现代 
理论既寄托了人们的希望也反映了大家的担心，它既是批判理论家和政治保守 
主义的奇怪结合，也有对社会和制度关系的现状的玩世不恭的赞同，对意识形态 
操纵的猛烈批判，以及对知识得以产生出来的主体性实践的消解。 

戏谑和反叛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批判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对两股理论潮 
流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潮流曾被埃伯特 （ Ebert ,1991) 敏锐地描述为“戏谑式的 
后现代主义” （ P . 115) ——这种社会理论路径被严格限制在改变社会和政治体制 
上压迫性权力的能力之中。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通常专注于由“表示者”的连续 
性游戏，以及不同性质的要素所构成的现实。同样地，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参 



见，如， Lyotard , Derrida , Baudrillard ) 确立了解构西方式兀叙事模式的反身性片 
段，它断言“意义本身是自我分割且不可判定的”。 

我们力图论证批判研究者们应该对戏谑式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采取谨慎的 
姿态，因为，正如埃伯特 （ Ebert , 1991 ) 指出的，它倾向于重新记录现实，并将历史 
简化为对意义的补充，或者是文本性的自由浮动的轨迹。作为一种批判模式，它 
将追问止步于对特殊性和地方性压迫形式的关注，但是常常未能将对这一形式 
的分析与更为宏观的统治性的压迫结构联系起来 （Aronowitz & Giroux , 1991; 
McLaren ， 1995 a ； Sunker , 1998 ) 。 

有一种后现代社会理论，我们试图用来作为怀疑式的、光怪陆离式的后现代 
主义的平衡物，这种理论被称作“反抗性的后现代主义” （ Foster , 1983 ) ，“激进的 
批判理论 ” （Zavarzadeh & Morton , 1991 ) , “后现代教育 ” （Aronowitz & Giroux , 
1991 )，“反叛的后现代主义” （ Ebert ，1991 )，“积极的后现代主义” （ Slattery , 
1995 ) , “ 批判的后现代主义” （ Giroux , 1992； McLaren , 1992 b ，1997； McLaren & 
Hammer ， 1989 ) ，和“后形式主义” （ Kincheloe , 1993,1995 ;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3 ; Kincheloe , Steinberg & Hinchey , 1999; Kincheloe , Steinberg & Villaverde , 
1999) 。这些形式的批判并非戏塘式后现代主义的替代物，而是这种批判的继承 
和扩展。反叛式后现代主义给戏谑式的批判带来了一种物质上的干预形式，因 
为它不仅仅是基于文本理论的区别，也 基于 社会和历史的分歧。这样，后现代批 
判可以视为一种干预主义，一种对于西方文化变相的批判。埃伯特 （Ebert ,1991) 
之后，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力图证明“文本（意义）是物质性的实践，是冲突性的社 
会关系” （ P . 115 ) 。符号世界如同观念世界一样，常常充满物质性的冲突和竞争 
性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确认，“表示者”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 
机制，任何时候都与语境上可能的一系列“被表示的” （ signified ) 相对应。换言 
之，由于陷人了真实的社会和历史的冲突之中，分歧被政治化了。 

反叛式的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对话性的合作，涉及批判实践和后现代 
的髙度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选择了意义解放的策略，因此，批判理论 
为后现代批判提供了规范性的基础（也就是，对压迫性和自由式的社会关系进行 
区分的基础）。如果缺少了该基础，后现代批判总是会受到虚无主义和不作为主 
义的攻击。实际上，规范性的、没有扎实基础的后现代批判，无法提供一种在道 
德上具有挑战性，在政治上富有灵变性的行动方案。阿罗诺维茨 （ Aronowitz ) 、吉 
罗克斯 （ Giroux ) 、金奇洛 （ Kincheloe ) 和麦克拉伦 （McLaren ) 指出，如果后现代批 
判要给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的一种解放形式这一观点提供有价值的贡献，那么 
它就必须与那些现代主义的平等主义动力联系起来，而这种平等主义的动力促 
进了解放式的民主。做到这点，后现代批判能够扩展解放式民主的事业，而学校 
教育则通过促进对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全新的理解，通过联合那些由于种族、性 
别和阶级原因而被排斥的群体，对这一事业提供支持 （Arommitz & Giroux , 1991; 
Codd , 1984； Godzich , 1992； Kincheloe ， 1995,1999； Lash ,1990； McLaren , 1997 ， 1999; 
Morrow , 1991 ； Pinar , 1994 , 1998 ； Rosenau , 1992 ； Steinberg & Kincheloe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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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ber ， 1998； Welch ,1991； Wexler, 1996 a ， 1997； Yates , 1990) 0 


批判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甚至反学科性质的领域，这一领域 
是在对于文化的各种定义的相互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与传统人文主义研究不 
同，文化研究对将文化与高等文化之间划上等号表示 质疑； 作为替代，文化研究 
断言,_于文化生产的种种表达形式进行分析，应该与其他文化过程和社会历史 
结构结合起来。这一定位，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混杂了艺术、宗教、政治、经济和 
传播活动的大杂絵。在这个背景下，尽管文化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相互关联，但 
是其主要关注点并非流行文化，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研究的旨趣非常 
广泛，通常涉及包容性规则和排斥规则的产生与本质，正是这些规则主导了学术 
评价——特别是这些规则和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方式。主导学术评价的这些规 
则与知识的生产与研究规则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多 
重涵义的学术性的批判 （ Abercrombie ， 1994; Ferguson & Golding , 1997 ； Grossberg , 
1995 ;Hall & du Gay ， 1996； McLaren , 1995 a ; Woodward , 1997) 。 

在批判研究的历史上，理论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基地是伯明翰大学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了将批判理论和日常经验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当代文 
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曾论证，所有的经验在意识形态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宣称，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理论化工作，将产生形式化的、确定 
性的理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杰出代表是保罗.威利斯 （Paul Willis) ， 他 
的著作《学会 劳动: 劳工阶级的孩子是如何获得劳工阶级的工作的》 （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出版于 1977 年，比科林. 
莱西 （ Colin Lacey) 的《高镇规则》 （ Hightown Grammar ， 1970) 晚出版 7 年。他的这 
一著作以一种批判式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民族志研究的本质，激发了一股批判研 
究的高潮，大卫 • 罗宾斯 （David Robins) 和菲 利普. 科恩 （Philip Cohen) 在 1978 
年出版了《关节三明治：成长在劳工阶级城区之中》 （ Sandwich : Growing 
up in the Working Class City) ，保罗.戈里甘 （Paul Corrigan) 于 1979 年出版了《对 
出色的街道男孩进行教育》 （ Sc / iooZt>ig Smash Street Kids) ，迪克 （Dick Hebdige) 
于 1979 年出版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 Sufecu/tore: TVie Meaning of Style ) 。 

在维利斯的著作出版之后，还出现了批判女权主义研究，包括一本题为《女 
性抗争》（ Women Take Issue) ( Women's Studies Group ,197S) 的论文集。 1985 年，克 
里 斯琴. 格里芬 （Christine Griffin ) 出版了《典型女孩?》 （ Girls!) ，第一次 

扩展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的女权主义研究。《典型女孩?》被认为是对维利 
斯的《学会劳动》的回应，它分析了在男权制世界里建构起来的青春期女性意识。 
格里芬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性别研究小组的同事们认为，她们对男权制的认知 
是主体性生产过程之中的一种主要训导技术，这样，他们在跨文化研究的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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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了批判研究。除了对阶级进行考察，性别和种族分析也开始受到重视 
( Quantz , 1992) 。后结构主义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社会 
的基础。这样，男权不仅仅是妇女必须斗争的众多力量中的孤立的一个，它还影 
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实际上决定了妇女的生活（参见 Douglas , 1994； Finders , 
1997 ； Fine et . al . , 1997 ； Frankenberg , 1993 ; Franz & Stewart , 1994 ； Shohat & Stam , 
1994)。 

韦斯特 （ We S t ，1993) 更是将批判研究推进到了多文化领域，他仍将批判焦点 
集中在女性、第三世界和种族问题。他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 
主义和文化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更进一步洞察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 
在这个背景下，塞马里和金奇洛 （Semali & Kincheloe) 在《什么是本土性知识？来 
自学院的声音 》（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 Voice from the Academy , 1999) —•书 
中，研究了本土知识作为一种动力，为以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批判式的努力提供了 
资源。他们争辩道，批判研究者应当探讨这种类型的知识，以理解诸多西方学者 
未曾想象过的情绪、敏感性和认识论。在这个后殖民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塞马里 
和金奇洛借用本土性知识提出的观点，挑战学院派关于“正规科学”的观点，以及 
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被鉴定的信息的观点。这些学者将关于批判研究的对话引向 
新的方向，他们明白，评价本土性知识、发展后殖民抗争形式、学术改革、对研究 
和解释进行概念重建，以及为了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在概念上是不可分 
割的。 

在《作为一种仪式性表演的学校教育》 （ Sc/iooZing os a Ritual Peiformarwe ) — 
书中，麦克拉伦 （ McLaren , 1999) 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文化研究计划、批判教育学和批判的民族志结合起来。他把他的理论分析的 
基础放在后结构主义主张之上，这种主张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 
但是这种联系的形成受历史、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影响。界定学校生活的基本的 
文化叙事模式，学校试图使学生的街头文化和街头知识边缘化，学生对此进行反 
抗。麦克拉伦把学校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在这里象征资本被人们以仪式性的戏 
剧形式进行斗争。《作为一种仪式性表演的学校教育》持如此观点，研究者如果 
不通过种族、阶级、性别和其他结构性地位来进行社会分析，就无法对他们自身 
和他人进行内省式的把握。结构完整、血肉饱满的知识形式，以及学生们街头文 
化的节奏和姿势，与教室里所传授的抽象的、正式的知识截然不同。老师们认 
为，一旦知识是在学校教育文化之外非正式地建构起来的，就将威胁到普遍主义 
和武断的欧洲中心论关于髙等文化的理念，后一理念正是在学校课程教学基础 
上形成的。 

批判研究者致力于对批判理论进行概念重建，认识到这一工作与文化研究、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此时，他们面临着依照多样性 
和差异性对民主的理念进行批判式界定的后式话语 （ post - discourse ) 。传统的社 
群观念常常以启蒙价值观的名义,将统一性置于多样性之上。由于种族压迫、阶 
级和性别差异，以及下层声音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被排除在外，而这些社群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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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不愿意加人这些群体的，一般的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 
将这种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的梦想视为政治上的无能。这一时刻，开始出现了 
对批判理论的核心进行理论关注的女权主义运动。实际上，在女权主义批判之 
后，批判理论再也无法回归到原有研究范式，而在原来的范式之中，社会阶级的 
观点具有不可动摇的特权地位，并在种族、阶级和性别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中被 
提升到了的核心地位。由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理论概念重建， 
提升了差异化政治的地位，拒绝对他者进行病态化或者毒化。在这个背景下，共 
产主义更容易复活和复兴 （ Wexler , 1996 b , 1997)； 在被神圣化了的欧洲中心论的 
奴役下的外围群体，能够渐渐获得尊重，被“分类了的”研究对象潜在地获得了主 
体的特性。韦勒 （Kathleen Weiler ) 的《女性教育与 变迁： 性别、阶级和权力》 
(Women Teaching for Change : Gender , Class and Power , 1988 ) 是女权主义理论主 
导下的批判研究的范例。韦勒不仅表明，女权主义理论可以扩展到批判研究领 
域，而且还展现了解放的观念是如何在女权主义认识论下得以进行概念重建的 
(Aronowitz & Giroux , 1991 ；Behar & Gordon ，1995 ; Bersani ，1995 ; Brents & Monson , 
1998 ； Britzman , 1995 ； Christian-Smith & Keelor , 1999 ; Clatterbaugh , 1997 ； Clough , 
1994 ； Cooper , 1994 ； Hammer , 1999 ； Hedley , 1994 ； Johnson , 1996 ； Kelly , 1996 ； King & 
Mitchell , 1995 ； Logones , 1987 ； Maher & Tetreault , 1994； Morrow , 1991 ； Rand , 1995 ; 
Scott , 1992 ； Sedgwick , 1995 ； Steinberg , 1997 ； Young , 1990) 。 

聚焦于批判民族志 

批判研究者竭力从幕后走出，超越已有经验，揭示意识形态对自我导向欲望 
的压迫途径，直面在人类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的权力自身的再生产方式，这个时候 
他们使用了太多的研究方法。此时，拉舍 （ Lather ， 1991, 1993) 以其催化效度 
(catalytic validity ) 的观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催化效度是指促使研究对象对世 
界，以及研究得以成形的途径进行理解的程度，其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对研究进行 
改变。处于经验主义框架之内的非批判研究者或许会认为，催化效度是一种奇 
怪的观点。具有催化效度观点的研究，不仅展示了研究过程对现实加以改变的 
冲击力，还对这种冲击加以引导，以便使研究对象能够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 
导向。 

《后殖民主义 》 （■PostcoZoreiaZism ) (参见 McLaren , 1999 ； Semali & Kincheloe , 
1999) 一书所阐明的理论，涉及了关于知识主体和客体的分析的重要争论。这一 
著作开创了全新而且重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 
主义相关的问题上。批判研究者最近试图超越与西方人类学相伴随的客体化和 
帝国主义视角（从知识主体的殖民化的观点出发，对所谓的被调査者进行想象） 
努力，他们尽管用心良苦而且值得赞赏，但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 （Bourdieu & 
Wacquaat ，1992 ) 。正如富克斯 （ Fuchs ,1993) 早就观察到的，近来试图发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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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具有反身性的民族志写作方法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这方面所遇 • 
到的挑战，可以归纳为如下 问题: 知识的主体如何逐渐认识他者？研究者如何尊 
重他者的观点并且邀请他者发表意见 （ Abdullah & Stringer , 1999； Ashcrofu , 
Griffiths , & Tiffin , 1995 ; Brock - Utne , 1996 ; Goldie , 1995 ； Macedo ,1994； Myrsiades 
& Myrsiades , 1998 ； Pieterse & Parekh , 1995 ； Prakash & Esteva , 1998 ; Rains , 1998 ; 
Scheurich & Young , 1997 ；Semali & Kincheloe , 1999 ; Viergever , 1999) ? 

近期以来，民族志著作的自我反省方式是，试图将所谓的调査对象作为“参 
与者 （ participant ) ”来进行对待，以避免将他者对象化（通常指的是西方人类学家 
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种风险，即对殖民性的统治结 
构和后殖民主义统治结构的揭露，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在无意之间使这种结构得 
到维系并得到巩固，从而通过一种隐蔽的种族中心主义而重复着自由主义的价 
值。富克斯 （ Fuchs , 1993) 警告，用其他社会受强制方式的同样的方式来强迫研 
究者，这种企图可能会导致“个人自身世界的‘他者化’ ” （ p . 108 ) 。这种努力常 
常没有质疑既存的民族志方法论，因此当研究者的世界被进一步客体化的时候， 
会无意地扩展了其有效性和适用性。 

福柯用以处理这种两难困境的方法是，通过批判传统的自省式哲学，将社会 
理论从其自身文化的认 iR 论中间“分离”出来。然而，福柯陷人了以本体论观点 
看待他自己的方法论主张的陷阱，他取消了预设的与“内省”观相联系的理解观 
( Fuchs , 1993 ) 0 杜蒙特 （Louis Dumont ) 的进展稍好一些，他认为文化产物需要同 
时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考察。然而，杜蒙特试图通过识别超个人的意识结构和超 
自我的社会结构，来推动一种“不同社群之间的相互解释” （ Fuch s ，1993, p . 113), 
此时，他热切希望建立一种对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的统一框架。鉴于福柯和杜蒙 
特拒绝将他们自身纳人对象化的过程之中，试图“超越他们自身世界的绝对基 
础” （ Fuchs ，1993, p . ll 8)，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 将其自身作为一位 
社会行动者，整合到用以进行分析的社会领域。布迪厄是通过“将自己预先假定 
的民族志内容方法论化” （ Fuchs ，1993, p . 121) 来实现这种整合的。但是，这种观 
察者（人类学家）的自我对象化并非没有问题。富克斯 （ Fuchs ， 1993 ) 指出，在布 
迪厄之后，首要的问题在于“忘掉了与世界的理论关联和实践关联之间的区别， 
也就是把自己与客体对象之间维持的理论关联强加给客体对象”①。 （ p . 120)。 
在某种程度上，布迪厄的研究方法没有完全摆脱成为一种“客观主义的确认”的 
窠臼，但是,至少这是研究者对他自身自我理解的前提条件进行反思的一种热切 
尝试-种从事“民族志者的民族志”写作的尝试 （ p . 122)。 

后现代的民族志经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关注 
领域交叉，但是它在什么程度上提及剥削问题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关系，依然 

，①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所谓的“对象化的对象化”，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 
身作为对象来研究。为了贯彻这种“对象化的对象化”，布迪厄建议进行两次巴什拉式的决裂，第一次是和日常 
的常识观念 决裂; 而第二次是要和学术界的各种理论理性的观念决裂,清楚认识到理论生产条件本身所包含的各 
种局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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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质疑的。后现代民族志——我们在此想到了一些著作，如保罗 • 莱比诺 
(Paul Rabinow ) 的《摩洛哥实地研究的反思》 （ 作 /ZectioTis ora Fieldwork in Morocco, 
1977) ，詹姆斯 • 布思 （James Boon ) 的《不同的部落，不同的作者》 （ Tribes, 

OtAer Screes ,1982) 和迈克尔_陶西格 （Michael Taussig ) 的《萨满教、殖民主义和 

野蛮人》 （ Shamanism , Colonialism , and the wild Man, 1987 ) 等著作-都分享了 

曼加纳罗 （ Manganaro ,1990) 所强调的信念“人类学没有非政治性的，没有人类学 
能抽离意识形态进而能够脱离社会结构的影响，更关键的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 
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如果人类学的文本是政治性的，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 
题，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特定的人类学文本之中附加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属 
性” （ P . 35)。 

牛顿和斯泰西 （Newton & Stacey ， 1992— 1993 ) 指出，民族志当前的后现代文 
本实验将“文化的后殖民困境作为人类学对其自身进行彻底改造的机会” 
( P . 56 ) 。现代主义民族志，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构造了权威性的文化叙述，在 
不经意之中，不仅建立了西方民族志者对本土性学者的权威，而且延续了西方对 
殖民地文化的权威” （ P _ 56) 。他们争辩（跟随克里福德）道，民族志能够也应该 

争取避开殖民主义民族志周期性的讽喻模式-种田园诗般的、乡愁性、拯救 

性的文本，这种文本认为，由于西方侵略者的历史纪录，原始文化濒临消亡。这 
种“拯救性的文本”的叙述结构，将土著文化描绘成连续性的、真实的，忧伤地“逃 
离过去”的文化，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和非权威性，西方的继承者们代表了它的未 
来 （ P _ 56)。 

后现代民族志著作面临着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源于对地方性经验复兴的 
简单超越，对文化差异的非批判性地推崇（包括处于民族志学者自身文化内部的 
表面性差异），以及对诠释主义人类学所赞成的普遍性价值和全球特性的框架的 
借用 （Silverman ,1990) 。 我们所描述的反叛的后现代主义，能够帮助定性研究者 
挑战主流的西方研究实践，而这种实践是以一种基本的认识论和一种普遍有效 
性的知识宣称为外衣的，其代价是地方性的、被征服者的知识 （Peters , 1993 ) 。 这 
并非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一个是否挑战一种预设的选 
择，而这种预设提供了人们成为一个研究者所需要的标准化的判断。克莱潘扎 
诺（ Crapanzano , 1990) 警告，“人类学家既不能预设神秘的七弦琴，也不能想象荆 
棘之冠，虽然我坦陈，我听到了救世主保护他的子民的愿望之中的回声” 
(P.301)。 

康纳 （ C onnor ，1992) 认为克里福德的著作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作品”，而是对 
“符合民族志著述的激进性对话形式的艺术和文化范畴的内在性颠覆，这种颠覆 
发生在文化之间，同时也是跨文化的”，而克里福德的著作和巴泰勒 （Georges 
Bataille ) 、莱里斯 （ Michel Larris ) ,以及社会学学派具有密切的关系” （ p . 251 ) 。克 
里福德 （ Clifford , 1992) 认为他自己的著作是一种尝试，试图要“增加‘书写文化’ 
之中的参与者的数量和语汇……它并不是要求在多个作者之中实行一种简单多 
数式的民主，而是要求至少要放松执笔者/人类学家所独自掌握的控制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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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各个层级之间的讨论，以及在权力主导和非平等的条件下的话语沟通” 
( p .100)。 克里福德引用马库斯和费希尔 （Marcus & Fisher ，1986 ) 的著作，警告 
了现代主义民族志“表达精练化”和“转喻冻结”的做法，即用群体生活的某一方 
面作为该团体整体的 代表; 作为替代，克里福德力促以多场域性的民族志形式来 
反映“超民族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这些力量在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世界 
中穿梭，同时也构成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世界” （ P . 102)。不应当给文化提供固 
定而具体化的描绘性文本，它应该被更好地理解成转移、互换、分裂、定位和 
区隔。 

虽然批判民族志以一种不为传统民族学接受的方式承认了解放和历史的关 
系，虽然其检释目标是发现人类活动的社会文化条件和现行的社会政治结构的 
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足以重构社会系统。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必 
要的开端。我们赞成克拉夫 （ Clough ，1992) 的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叙事允许 
经验社会科学成为社会批判的平台和基础” （ P . 135) 。不仅仅要对民族志的田野 
方法，而且要对其阅读和写作实践进行批判分析。资料收集必须让位于“对每一 
形式的表达进行再解读” （ P _ 137)。正如经验科学的作者的叙述结构，民族志需 
要面对无意识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之中证明了其规范性表达的正当性，也是在 
这一过程之中导致了对于恋母情结或者著述欲望的拒斥，以及二元对立式的差 
异性的减少。正是在这个二元减少的过程中，男性的民族志学者最经常获得了 
一种特权，被认为是“经验实证主义的实际代表” （ p . 9 ) 。 

批判民族志关于效度的新问题 

批判研究传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开始认识到真理宣称总是不 
经意地处于或者暗含在权力关系之中。然而，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戏 
谑”流派所提出的主张,我们并不认为因为我们不能绝对地认识真理，真理就简 
单的等同于权力的运作。我们这么说，是因为真理牵涉到调整性法则，这一法则 
要求一些陈述比其他陈述更有意义。否则，真理就会变得无意义，如果这成立， 
那么解放实践就失去了目标，只是为了解放而解放。正如卡斯拜肯 （ Carspecken , 
1993， 1999) 的评论，每次我们行动的时候，在我们行为的每个细节，我们预先假 
定存在某些标准化或者普遍性联系导向真理。真理通过标准化宣称、主体间性 
宣称和主体性宣称，以及通过直指 （deictically )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性和固定 
性意义，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与意义进行内在关联。 

卡斯拜肯解释说，研究者们能够清楚阐述他人的规范化和评价性的宣称，如 
果他们生活在产生这种宣称的文化和话语环境之中，开始和这些主张的持有者 
用同一种方式看待这些宣称。普遍性宣称必须体现在每个特定的规范性宣称之 
中，问题必然是这些规范是否代表整个群体。在观察之中，当发现有限的普遍性 
宣称即和实践相矛盾的时候，权力关系即清晰可见。此处最为关键的是，根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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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拜肯的观点，在其他人的规范性主张或者所认同的主张之中，研究者能够确 
认，哪些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接受的，同时，他们能够忠于他们自身的主体 
性宣称，不让规范性的评价主张干预他们的观察。批判研究继续质疑规范性的 


和普遍性的宣称,这些宣称不能在表达性政治之外得到分析，脱离了这些宣称得 
以产生的物质性条件，或者外在于主体结构的阅读和书写行为之外。 

在他的著作《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 》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 1996) 之中，卡斯拜肯提到了批判认识论的观点，即一种对于权力和思 
想、权力和真理宣称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对什么是批判认识论中的“批判”进行 
简短说明以后，他通过梳理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社会理 
论，主要是胡塞尔和德里达的著作，阐释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并论述了 
主流认识论之中成熟的批判主义。卡斯拜肯将这种温和的建构主义思想化约 
为，我们已经做出的价值考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所见所闻，而批判主义研究只 
不过是将其自身置于“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之中。例如，某些建构主义者提出，批 
判研究需要做的一切，即是在社会正义的方向之下“偏执”于他们所做的工作。 
卡斯拜肯认为，这种形式的建构主义思想是不可行的，因为毫无疑问，它是以视 
觉为中 心的； 也就是说，它依赖于视觉感知去建构其理论基础。与主流民族志叙 
述对可感知的比喻的依赖不同，批判民族志，恰恰相反，强调沟通的经验和结构， 
以及文化的典型形式。 

卡斯拜肯提出，批判民族志要在本体论范畴之中做出区分（也就是说，主体 
性、客体性、规范性一评价性），而不是采纳由众多建构主义者所赞同的“多元真 
实性”的立场。他认可一种原则性很强的立场，即研究的价值取向不能决定研究 
的发现，要尽可能这样。此外，批判民族志学者应当使用批判认 识论; 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支持将这种认识论原则应用于所有研究者。在形成这种主张的过程之 
中，卡斯拜肯使许多批评者矫正了对于批判民族志的认识，这些批评者以往认为 
批判民族志忽略了有效性问题。 

为了建构一种全社会性的批判认识论，批判民族志学者需要理解人类经验 
的整体模式以及它们与沟通结构之间的关系。卡斯拜肯解释道，这一过程的初 
步工作包括考察研究者的偏见，以及发现研究者的价值取向。随后的工作包括 
通过收集个案资料整理原始记录，进行初步的重构性分析，生成对话性资料，发 
现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这种系统之间的关系去解释发现结果。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 的工作构成了卡斯拜肯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随着对卡斯拜 
肯所提出来的复杂步骤的每一步的讨论，即是对要研究路径进行明确阐释，以重 
构横向和纵向的有效性，并达至注重实效的分析视域。为了使理论与实践联系 
起来，卡斯拜肯使用了他对一个休斯敦内城区基础教育项目的分析资料,该项目 
主要用于帮助学生学习冲突管理的技能。 

另外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特点是卡斯拜肯的对沟通行为的说明和分析，尤 
其是他认为意义是具体的，而理解具有主体间性，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 
卡斯拜肯研究的出发点主体间性,综合了黑格尔、米德、哈贝马斯和泰勒的思想。 



他建议批判民族志要仔细地记录肢体语言，因为行为的意义并没有存在于语言 
当中，更主要存在于动作和行动者的身体状态之中。依据卡斯拜肯的观点，主观 
性是从主体间性之中衍生出来的（客观性也是如此），而主体间性涉及“感觉性身 
体”的对话构造。最后，卡斯拜肯强调宏观水平的社会理论、环境条件、需求和欲 
望满足方式的社会性构造、文化惯例对于学生的影响、经济剥削，以及行动的政 
治和文化环境的重要性。 

卡斯拜肯关于导向有效性宣称的路径的许多灵感来自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 
动理论。卡斯拜肯认为哈贝马斯抓住了语言和主体间性的前语言学基础，将语 
言置于主体间性概念之后。然而卡斯拜肯通过引人一个与泰勒 （Charles Taylor ) 
的研究大体一致的表达/实践模式，超脱了严格的哈贝马斯式的行动理论。虽然 
哈贝马斯和泰勒经常指责对方的立场，可是卡斯拜肯却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 
将两者结合起来。泰勒对理解的整体性模式和行为准则的强调为卡斯拜肯所接 
受，这对于将沟通理性的理论，与关于具体化意义的研究，以及有意义行动的隐 
喻性基础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这同时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将吉登斯关于部 
分/整体之间关系、虚拟结构、行为准则和沟通理性的观点综合起来。这也从另 
一方面表明，卡斯拜肯的研究既不同于哈贝马斯，但同时又和哈贝马斯的理论， 
以及关于意义和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保持了连续性。 


批判民族志的最新创见 

1990年代末期，除了卡斯拜肯对以批判为基础的民族志的睿智洞察之外，解 
构方法和反省性方法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 这一讨论是以特鲁巴 （ Trueba ) 和麦克 
拉伦 （McLaren ) 即将出版的著作为基础]。在韦斯威斯瓦兰 （ Kamala 
Visweswaran ) 的重要著作《女权主义民族志的神话 》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 1994) 一书中，她坚持道，反身性民族志，如同规范性民族志一样，止 
步于“宣讲模式”，向阅读者传授知识，而这些阅读者在共享性的话语之中具有确 
定的身份。与此相反，解构民族志通过持续不断地延缓或拒绝说明或者理解，实 
践一种“质问模式”。在解构民族志之中，阅读者作为阐述性主体①，并不具有一 
致的身份。尽管反身性民族志主张，民族志学者和被调查对象是不可分离的，民 
族志者仍然被视作是知识的统一主体，他们可以通过诠释性努力，在观察者和被 
观察者之间建立一致性（这与现代主义诠释学传统一样）。相反，解构性民族志 
常常会认可一种碎片化的、非稳定的、多方位的主体性（如后现代主义者解释传 
统），破坏了这种一致性。反身性民族志质疑其自身的 权威； 而解构性民族志取 
消了自身的权威。这两种批判民族志的方法，都可以被用于揭露研究拉丁美洲 
裔群体的民族志学者所拥戴的持续的欧洲中心主义权威。这两种方法的目标在 


①在话语分析之中，陈述中的主体 (the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 并不直接等同于阐述性主体 （the 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 ，如拉康所说，“作阐述的我和陈述中的我，并非同一个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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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都是批判主义 :也就 是说，将分析对象从牢固的、坚不可摧的、形形色色的 
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对主体性自身进行反思，将其视为一个与文本和情境 
相联系的永不封闭的，常常是局部性的、叙述性的承诺。这一方法能够帮助民族 
志学者瞥惕那些盎格鲁调査者对于墨西哥移民的诽谤式描述。正如贝哈 
( Behar ，1993) 指出，在经典的社会学和民族志对于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 
家庭的描述之中， 


充斥着类似于对黑人家庭的刻板形象进行描述的陈词滥调，一个独裁 
的、性欲旺盛的、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和一个温顺而谦卑的妻子带着一群孩 
子，这些孩子喜爱他们善良而穷困的母亲。这些陈词滥调在过去的几年之 
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受到那些 Chicana ① 评论家的批评，这些人已 
经超越了形形色色的对非裔美国人和拉裔家庭生活进行评论的“贫困 
理论”。 

批判民族志者对文化概念进行的推进，常常把文化看成一个复杂的生产圈， 
包含了无数交互性连接和相互之间的信息传输活动，如常规、仪式、行动条件、可 
理解性和意义创造系统、解释惯例、关系系统，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内部和外部环 
境（03!^«01{：611，1996)。在斯蒂沃特 （Kathleen Stewart ) 近期的民族志研究著作 
《路边空间 》 M Space on the Side o / KoW , 1996 ) 之中，她中肯地分析了文化的矛盾 
性特征，以及其流动性和难以捉摸的多层次性，她评 论道： 

文化，当从其生产形式和传播途径来进行考察之时，不能简化为社会价 
值观和信念的固化，或者生活经验在世界中的直接沉淀，而是积聚成为一个 
路边的空间，在这里具有社会性的事件能够呈现其自身。我们要“一睹尊 
容”……只能通过对日常生活化的事情的理想形态进行多层次的叙述。我 
们只有徜徉于不同文本类型之间才能对其进行描绘——这些文本类型包括 
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的、空想性的、社会学式的、超现实的。在 
这里没有最终的文本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将我们自己“置身”于文本之中，或 
者试图通过描绘“田野工作经验”，或者试图将研究对象的声音汇集起来，似 
乎他们能为其自身辩护，这些努力都无法解决诠释者/被诠释者之间，以及 
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话问题 （ p . 210 ) 。 

依照胡安 （ E . San Juan ,1996) 的观点，对文化——既包括语言文化又包括物 
质文化——的重新理解成为了任何解放政治的关键。胡安写道，作为社会过程 
和实践的文化观念,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物质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维持体 
系（经济学）、决策体系（政治学）、学习和沟通体系（文化）以及生产和哺育体系 
(社会再生产领域）——如果你赞同，这必然是任何进步性的和解放性方法的基 
础性原则，或者范式 （ P . 177 ； Gresson , 1995 ) 0 

在最近的民族志作品《焦灼的催 眠曲： 关于暴力的人类学的篇章》 


① Chicane， 同 Chicana, 是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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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labies :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 1996 ) —•著中，丹尼尔 （ E . 
Valentine Daniel ) 拒绝将人类学家概括成为“适应论者”[如哈里斯 （Marvin 
Harris )] 或“象征论者” [ 如认知论者，列维-斯特劳斯 （ Levi - Strauss ) 式的结构主义 
者，施内德尔 （ Schneider ) 式的象征主义者，格尔茨 （ Geertz ) 式的解释主义者），他 
认为文化“不再外在地等待被发现、被描述和被说明，而是这么一种事物，民族志 
学家要以解释者的身份才能进入其中” （ P . 198)。换言之，文化是人类学家和被 
调査者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共同创造。然而，即使是以这种方式对文化进行的 
概念重建也是有其问题的。正如丹尼尔本人指出，即使某人自认为是“文化共同 
创造的过程论者”，而不是“文化发现的本质论者”，他仍然得承认，他是在以理性 
为中心的传统之中开展工作的，这一传统或多或少将特权授予语言，而非行动。 

批判民族志已经得益于这种对于文化的新的理解，以碑这种为了文化批判 
而进行的新的学术融合的可能性，这种融合始于强调经验性、主体性、反身性和 
对话性理解的各个学术流派之间的渗透和混合。这些观点所带来的好处是，社 
会生活不再被认为是供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先验本体。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好处 
是,要以一种完全的客观化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任何描述或分析，都强调其意识形态定位。权 
力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卷人文化之中，进而主导统治和剥削实践的，而在日常社会 
生活之中这种统治和剥削却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批判民族志学者，如约翰和科 
马洛夫 （John & Comar 0 ff ,1992) 等，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按 
照科马洛夫的观点，霸权指的是“符号和实践、关系和区别：图像和认识论的顺 
序~—从得到历史性定位的文化领域来看——如同自然和已经被接受的世界的 
面貌，以及居住于其中万物一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 （ P. 23 ) 。这些自明的，同 
时也不应被点破的观点和实践据称为人们所共享，一旦其内在矛盾被揭示、揭露 
出来，并且被认为具有随意性和可变更性，那么就明确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观 
点”。这样，意识形态指的是得到明确阐述的世界观、统治性的叙事、话语控制， 
或者是集体性符号生产的组织化安排。主流的意识形态即是表达了社会统治阶 
级的意志。 

沿着这个论证思路，霸权“是不容质疑的，因而是不需要直接的论证”，而意 
识形态“更易于被认为是对立性的意见和利益，因而可以进行讨论 ” （Comaroff & 
Comaroff ,1992, p .24) 0 意识形态变成了特定群体的意志表达，而霸权则是一种 
常规或者构造，在整个政治共同体中得到共享和移植。霸权的运作则是通过沉 
默和不断重复从而植人主流的世界观。在附属性的、边缘化的群体之中可能也 
存在对立性的意识形态——无论这些群体是组织严密的还是松散存在的——不 
接受霸权的约束。因此，霸权从来就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它总有一些疏漏 
之处。 


结论 :全球 化和私有化世界之中的枇判研先 


批判性的后现代研究要求研究者们重新构造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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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意的方式，而是要求破坏那些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要求质疑那些显而 
易见的东西 （ Slaughter ,1989) 。反对性和反叛性的研究者，作为助产士，不能将他 
们的研究努力与先锋派学术所追求的情境切合性混淆起来，对后者来说，他们具 
有为被压迫阶级代言的名分，在实际上却并不需要回到他们所研究的劳工阶级 
共同体之中。更确切地说,他们要将工作置身于转型实践之中，这一实践有助于 
减少痛苦，缓和压迫。反叛性的研究者拒斥了都市批评家流露在著述之中的傲 
慢态度和显现在研究之中的武断措辞，他们关心这么一些问题，现状是如何演变 
而来的，特定的制度安排是为谁的利益服务，我们用以进行分析的框架来自于何 
处？事实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是什么”，所坚信的真理不再仅仅通过它们所 
对应的事实来进行检验。从事批判的后现代研究，即是在一个促使世界的穷困、 
苦难和政治欺诈日渐减少的梦想所勾画的粗略的方案的指引下，参与一个批判 
性的建设世界的过程。简言之，它是愤世嫉俗式的理性年代里的一个实用主义 
蓝图。批判性后现代研究的障碍是，要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及其对全球工人 
阶级的分化进行抵御，或者进行抨击，而这将使麦克拉伦更为赞同并仰仗马克思 
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美国受教育的左派不能提供一种抵御性的力量，以抵制资本的肆意运转，而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信念，要创造一个超国界的全球社会，民族国家不再是社会 
组织的基本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国家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 
和劳动分工，资本的民族性却在减弱 （ Robinson ， 1998)。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国性 
已经催生了文化实践的物质手段，并激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全球 
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来的不稳定性的加剧，来源于过度积累、过度投资、过度生产 
能力、过高的产量，以及全球金融威胁的新发展。其底线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以 
市场价格进行销售之时必须获得利润的回报。尽管全球的劳工阶级努力地抵御 
资本所推动的针 对他们 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动态而且持续地自动重 
新组织和重新启动其自身，以致它所积累的驱动力是无法停止的。市场管制的 
努力不能有效克服资本在全球的恐怖统治。现在需要做的是颠覆资本主义的基 
本法则，推翻资本自身的统治。资本主义的集中化、中心化和跨国化已经威胁到 
了资本运动的法则。我们不仅仅要从市场竞争的视野，还要从生产的视角出发 
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进行考察。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逻辑——社会劳动是价值的 
手段和尺度，剩余社会劳动是利润的来源——现在可恨地成为了公民权利的原 
型，影响着我们对于什么是“美好社会”的理解，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这 
种意识形态孕育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必要因素，它阐明，新的民族志研究 
方法不应该把全球资本主义看成是分析的终点，而是分析的起点。由于学校越 
来越多地受到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的公司的资助，而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继续引 
导教育政策和实践，美国人民面对着教育现实的祧战 （ Kincheloe , 1999) 0 文化教 
育逐渐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的结合成为了现实 （Giroux & Searles ,1996； 
McLaren , 1997) 0 虽然，作为研究，我们可能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感兴趣，但是我们 
应该确信,它对我们是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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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数年之中，批判民族志将面临着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尤其是因为资 
本主义已经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常识性的现实——即使作为自然本身的一部 
分——社会阶级这个术语也被敌意更少的词汇社会经济地位所代替。近期后现 
代民族志关注的焦点是不对称的性别和种族关系，尽管这个关注点是非常重要， 
阶级斗争却被作为了一个过时的问题 （Kincheloe & Steinberg , 1999 ) 0 当对社会 
阶级进行讨论之时，它通常被看成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在对“社 
会地位”而不是对“阶级斗争”进行讨论的语境下，后现代民族志已经确立了它的 
特权地位，它在功能上服务于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和社会生产的个人占 
有的社会.再生产逻辑 （ McLaren , 1995 b ) 。与以往相比，批判研究需要强调对客观 
性的、物质性的工作条件和劳动关系进行关注，以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法团主义国 
家的意识形态霸权进一步巩固。 

与全球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多种方式进行强化，这使 
我们回归到批判研究的本原。正如我们已经对男权制、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在人 
道主义旗帜之下研究者意识之中所具有的阶级精英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我们 
也希望将批判性的观点引入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考察——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曾 
经深人地主张推翻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削，以及全球统治精英的联合。在这种背 
景下，我们评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实践的重要的新进展，这些实践则完善并拓 
展了我们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志范围内所看到的许多令人兴奋的新方 
法。如果未来新的批判研究实践要有益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世 
界，他们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重要的动向。批判的范围已经开始调动它所预设 
的潜能。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发读者们确认研究的必要性并投身于艰苦的 
工作，使得批判实践更加接近其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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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伴随着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由“全球化”所引 
发的政策辩论，文化这一词汇的使用，逐渐被媒体賦予了一种与艺术和文学作品 
毫不相关的意义。当澳大利亚一位政治家宣布“重新安排工业政策实际就是重 
新塑造文化态度”（引自 Loosley ，1991) 的时候，他没有把文化定义成一种审美愉 
悦的范畴，1系列经典著作,或者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表达。他也不是在经济意义 
上把文化说成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业，尽管他可能曾经这么做过 （“Culture 
Fills ” ,1990) 0 更确切地说，他要表达的是指一系列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施加彩响 
的复杂的社会习俗、价值观和期望。这也是媒体巨头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 于 
1990年在澳大利亚的电视讲话中所宣扬的。伴随着澳大利亚历史上最糟糕公司 
的破产，一个金融失控和公司犯罪的年代结束了，墨尔本当地的 ABC 电视台的 
七点半报道请教默多克，“我们”应该如何去拯救我们的经济。默多克马马虎虎 
地回答说，“哦，你们知道 的:改 变文化。” 

默多克希望我们“了解”，他正在引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巧妙公 式:经 济问题 
需要“文化性的”解决方案,这一公式如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广泛 认可; 在其他地 
方，也被官僚、政治家、经济学家、记者、金融家，以及工会和企业领袖们所广泛接 
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仅是一个供诠释者（“评论家”）进行专业化辩论的 
深奥 话题。 相反，“改变文化”是挑战其他人日常工作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无论 
是在一个公司的架构内 （ 澳大利亚主要的混凝铜铁生产商首席执行官认为“改变 
文化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有点像 ARC 那么古老而涉猎广泛”)，还是在一个产 
业部门内部 （ 一位市场专家提供了 一份题为“为服务而改变文化 : 如何影响购物 
中心的服务文化的改变”的报告），或者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内（“休斯教授认 


①作者注 :我们应该向以下人表示感谢: Chua Beng-Huat,Larry Grossberg.Gay Hawkins, Vivien Johnson, Allan 
Luke,Brian Massumi,Twiy Mitchell, Elspeth Probyn, David Rowe, Darren Tofts, Keyan Tomaselli, Graeme IXimer, 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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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扶植文化出口 ’ ” ） ①。 

换言之，文化本身被想象成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媒介，在政治上居于强势地 
位的社会精英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改造和模塑。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经 
济评论家而言，改变文化首先意味着“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 品”； 全球化被 
普遍地看成是导致这种强制理性的无情力量。但是这个过程具有社会意义，而 
这些意义可能由于地域差异而有所 区别。 它意味着在工作场所改变行为细节 
( “工作实践”），进而改变居住和家庭生活的结构和组织。它可能意味着促使工 
人们更注重合作精神。在某些情形下，它也可能意味着为了获得“国际关注”而 
改善种族和性别关系。它可能会由于造成了“结果不平等”而激化阶级意识，因 
此,使人们更加接受贫困——特别是对那些在岗工作的人士而言。美学含义接 
踵而来。在澳大利亚，“集体的意识形态” （ Knight , 1990, P . 5) —直十分强大，承 
认这些改变意味着质疑关于我们现代历史的标准化神话的价值——平等主义， 
“互助精神”（团结），向上流动，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关于我们民族乐观、个性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想象，这种想象仍然流行在我们的社 
会之中 （ Morris ，1998 a ; Turner ,1994) 0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批评也不能完全从“艺术和文学”关注中解脱 
出来。1980年代末爆发了一场媒体辩论，涉及对于澳大利亚传统的茵家认同的 
不同方面的评价（享乐主义和“福利主义”是当时评论界最流行的 话题； 参见 
Robinson , 1989) ，此后十余年中，使澳大利亚社会民主得以持续一个世纪的经济 
和社会安排被拆除或者毁坏了。然而这一论战仅仅是东亚经济奇迹在“文化”维 
度产生影响的一个片断 （ Gamaut ，1989 ) 。评论家将“儒家资本主义 （Confucian 
Capitalism ) ”提升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对西方是一个文化教训，这使历史的文 
明社会理论遭遇数十年的冷落之后，回归到了主流（ Huntington ，1996 ; 也参见 
Chen , 1998 a )。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裙带资本主义 （Crouy 
Capitalism ) ”成为了同一群批评论家批评的对象，也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 
岀“文化改革”药方的依据（涉及数百 万人; 参见 Arndt & Hill , 1999) 0 

将文化对于经济生产力的所有其他次要的目标搁置一边，也抛开新自由主 
义的华丽的道德说教（和决定论），这一用法引人注目地凸显了文化这一词汇在 
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种使用方式。在这个背景下，文化也被认为是直接与工作 
及其组织联系在一起：与工作场所、家庭、邻里关系和街道之中的权力和性别相 
关; 与自我感和归属感得以形成的阶级、地缘和血缘的复杂关系相 关联； 和社会 
关系所承载和塑造的梦想和欲望相关联。简而言之，用威廉姆斯 （ Williams ， 
1958/1961) 的话说，文化是一个能够标识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术 
语，这一群体则是由话语和权力构造起来的 （ P . 16)。它不是一个社会区隔 
( Bo Ur die U ,1984) 和“良好”品味得以展现的独立领域。它是一个嵌人性的实践 
和话语 （ 文本、图像、谈话、行为代码以及将这些组织起来的叙事结构 ） 的网络，这 


①这些依次引自如下报刊 栏目： Swan Steels, 1989; —个购物中心会议广告，刊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 , \992 年8月 13日）；以及“贫瘠的表演” （Poor Performance ，19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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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 

认同与共同体 

文化是包罗万象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用法，正如罗萨尔 
多 （ Rosaldo , 1997， P . 29 ) 指出，一种理解文化研究的方式，即是这种关于文化的 
观 点：从 人类学到文学、法律、社会历史、传播、商业、媒介研究，以及其他更多 
领域“迅速传播”的结果。但是，认为文化是指社会群体的存在——其形成、维 
系，及其与其他群体的界限，以及不断重构的过程——的观点，又引发了一个 
严重的 问题： 这些群体所宣称的同质性属于什么类型？如果说，对人类学家来 
说“文化研究看起来不再作为一个客体化的事物，或者是一个自闭的、连贯的、 
模式化的意义领域 ” （Rosaldo ,1997, p . 29), 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质询，文化研究 
采用什么层面上的文化概念——是民族一国家层面的和/或“民族性”文化？阶 
级、性别、种族、性特征、族群，还是共同体层面的文化？答案是，可以采用以上任 
何一个层面的涵义，而且，这些涵义彼此之间很难彻底区分开来。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现在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答案。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和 
定性研究其他领域很多同事一道，就文化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社会位置及其变 
动、历史经验和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任何全面的关于文化研究的 
书目都会覆盖这本书之中的许多章节。然而，可以公正地说,文化研究的这些争 
论并没有改变既有的学科格局，而是直接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领域。即使是对主 
要出版物的最粗略的考察，也会发现文化研究的实质正是形成于形形色色的女 
权主义 （ Butler ，1990; de Lauretis , 1986; Grewal & Kaplan , 1994 ； hooks , 1981 ； Hull , 
Scott & Smith , 1982 ； Mohanty , Russo , & Torres , 1991 ； Prpbyn , 1993 ； Sheridan , 1988 ； 
Shiach ,1999； Wallace , 1978) 与阶级意识化的族群和批判式的种族研究 
( Anzaldua , 1987 ； Frankenberg , 1993 ； hooks , 1990； Jordan & Weedon , 1995 ； Matsuda , 
1996 ;Moraga & Anzaldua , 1981 ； Roediger , 1991 ； Ware , 1992 ) ，与男同性恋、女同性 
恋以及性取向特异的人群的研究 （ Bulter , 1993 ； Chang , 1998 ; Crimp , 1987 ； de 
Lauretis , 1991 ； Fuss , 1991 ；Sedgwick , 1993; Warner , 1993； Watney , 1987), 与后殖民 
主义和传播研究 （ Ang ,1999； Bhabha ,1994； Chambers & Curti , 1996； Chow , 1991 , 
1993 ； Clifford , 1997 ； Gilroy , 1993 ； Hargreaves & McKinney , 1997 ； Morley & Chen , 
1996; Pmkash ，1995 ; S P ivak ,1988,1990) ， 以及与本土人士的学术研究 （Bennett & 
Blundell , 1995 ； Bennett , Turner & Volkerling , 1994 ； Langton , 1993 ; Valaskakis , 1988 , 
出版中）相互影响，彼此交锋之际。 

通晓这段相互影响的历史和常常白热化的辩论之后，绝大部分的文化研 
究工作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将想象的社会同质性作为解释文化文本的基础 
是非常危险的。这持续推动着将文化作为一个裂变为原来各个组成部分的变 
化过程（如 Carby , 1982/1996； Chambers & Curri ,1996； Gilroy ,1987,1996； hooks , 



344 M 3：? 定性研究（第 1 卷） ：方法 论基础 


1992b; McRobbie, 1981 ; Steedman ，1986 ; Williams , 1985 ; Women’s Studies Group, 
1978), 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这些多样性和差异性界定了 “社会群体” 
(Frankenberg, 1997 ； Hall , 1996 ； Hall & du Gay, 1996 ; Lowe, 1996 ; Sedgwick, 
1990 )， 质疑那些整体性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假定文化过程的终点即成功形 
成一个整体而 且连续 的“社会”或者“共同体” （ Hunter ， 1988b )。 与此同时，这 
一推动力促使文化研究追问群体是如何“通过文化活动逐渐认识到自身是一 
个群体（作为一个体现个体和社会的利益、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特殊组织）的” 
(Frith ， 1996a， P . 111) ; 考察“认同感和欲望的深刻的矛盾情结” （ Hall ， 1996, 
P.444) ，这种情结能够横跨这种最严格的、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分工和不 
平等的结构关系，并使之更为复杂 （ hooks, 1992a ； Mercer, Ugwu,& Bailey, 1996 ； 
Muecke, 1997) ; 从而追求一种跨越流行界限的关联性和解释性的政治，而不是 
在髙度分裂的群体之间或者群体内部寻找“同质性” （ B en t e rmk ， M uec k e ，& 
Roe , 1996 ； Clifford , 1997 ； Grossberg, 1992 ； Haraway, 1991 ； Hayward, 1998 ； 
McRobbie ， 1994 ) 。 

这种批判和肯定的双重运动，逐渐使文化研究呈现不一致性，不仅带有一种 
“消极的世界主义 （evasive cosmopolitanism ) ” （ Willenmen , 1994 , p . 210) ,否认群体 
之间的实际分界线有效性与重要性 （burden ) ，将差异视为一种消费性物品，而一 
致性纯粹是一种虚构，并且和那些为评论家所担心的好战的文化民族主义、本质 
主义和特殊主义一道，经常讨论“文化的致命性问题” （ Hartman , 1997 ) 。例如，吉 
尔罗伊 （ Gilroy ,1992,1993) 既反对“表意多元主义 （notional pluralist )" ，也反对以 
“例外论 （ exceptionalist )” 的方法来解释黑人流行文化，他提出第三种视角 ， gp 
“反一反要素主义 （ anti - antiessentialism ) ”，认为黑人身份既不是一个可供任意使 
用的范畴，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种族本质，而是“语言、姿势、肢体符号和欲望等实 
践活动的产物”，这些实践活动包括种族主义的活动和影响。“种族化的主体 
性”，吉尔罗伊 （ Gilroy , 1993 ) 写道，“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从中想象性地衍生出 
来的” （ P . 102)。在一个不同的 背景下，萨凯 （ Sakai ,1997) 提 供了一 个关于“‘日 
本’的起源”的具有可比性的论证。通过分析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帝国民族主义均 
将“普遍主义”捆绑在“特殊主义”之上，他指出，以单一的语言、人种和民族所确 
认的同质性所具有的竞争力，是于18世纪启动转型的特定的制度的产物（参见 
Sakai ，1991 )，而不是这种转型的前提。 

尽管辩论起源于不同的学术领域，这些论点都和韦勒门 （WiUemen ) 的电影 
研究著作中的观点相似，即“共同体所主张的那种类型同质性”不仅仅是易变的 
和临时性的（如同后现代的真实性所具有的），同时也是一定实践的真实的而且 
相应而生的产物，这一过程则是分析家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一般不以一种哲 
学语式来进行一种本质主义的非此即彼的辩论 （ Fuss , 1989；也可参见 Grossberg , 
1997 a , pp . 18-19； McRobbie , 1997 b ) ，而是更多地对危险的政治冲突进行考察，这 
种冲突是在具体的背景之下，为了针对特定的人群而出现的，发生在不同的社群 
或者民族之间 （ Baker , Diawara , & Lindeborg , 1996 ； D . Bennett , 1998 ; Chen , 1998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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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 Russo , Sommer, & Yaeger, 1992 ； Teer-Tomaselli & Roome, 1997 ) 。 同时也更 
多地对历史性的斗争进行阐明，这种斗争发生在竞争性的叙事方案（如关于“认 
同”的方案）和复杂的社会经验之间，而这些方案和经验急待组织起来 （ Abbas, 
1997 ; Berlant , 1997 ; Bhabha , 1990; Chakrabarty, 出版中； Chow, 1998a ； Lilley, 1998 ； 
Morris, 1998a )。 因此，当诺波尔、珀因廷和塔巴 （ Noble, Poynting & Tabar,1999) 
从斯皮瓦克 （ S P ivak ， 1990) 处借用“策略性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将其扩展到文化 
融合研究之时，他们研究了生活在悉尼西南部的操阿拉伯语的处于特定的社会 
空间的年轻人，是如何通过变通性将自己认同成移民，或者是“黎巴嫩人”（一些 
人实际上是叙利亚身份），或者是澳大利亚人，从而应对不同的日常生活背 景的；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身份和环境的相互影响产生了奇特的实践化合物” 
(Noble et al. ， 1999 ， p.39) 0 

通过对日常生活之中约束性和激励性的物质场景 （ contexts ) (参见 
Grossberg ， 1993, 1998 a )® 的强调，文化研究实际上要以地理性的、历史性的因素 
来深人理解文化，如同人类学不断地与关于文化的审美性观点进行斗争之时所 
做的一样 （ Clifford ， 1988)。经验的空间和实践框架对于情景关系的分析是同样 
重要的，这种分析旨在寻求把握普通人的经历、事件和时机的复杂性，在这种复 
杂性之中“身份”得以形成和 改变； 正如阿劳 （ Allor ，1997) 在一篇关于 Montreal 
“主体”的论文中所述，以还原地方政治的本来面目为目标的文化研究“必须准确 
地关注生活形态的逐渐形成过程” ( P .25) 0 

定位文化研究 

人们广泛质疑“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一个领域拥有其统一的范畴的观点 ，一 
个原因在于1970年代以来复杂的国际背景，而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 
起来的。关于文化的局限和潜力的稳定的、专业化的共识没有轻易的出现，旧的 
殖民体系、隔阂和“情感结构” （ Williams , 1961 b , p . 64； 1979) 最近被经济全球化重 

①在文化研究之中,“场景”这一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从来不是指一种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的背景（在 
一些文化社会学中它存在这种含义），这种背景可以与“文本”或者其他研究对象分离开来。许多论文对文化研 
究和其他“研究文化”（参见 Rodman, 1997) 的方法进行了区分，格罗斯伯格 （Grossberg,1997a) 指出,其“激进的场 
景论”是“文化研究唯一”特点 （P.253; 也参见 Grossberg,1997b, 1998a)。 在这种用法中，“场景”并不是指环境，相 
反，它是指定位于文化之中的“日常生活的特定细节”，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的实践主体”和“特定的社会力量，制 
度和权力关系” （Grossberg.1993 ,p. 9) 。分析家的任务是逐一阐述这一定位过 程:“ 特定研究的场景不是经验性 
地事先给 定的; 它不得不由研究计划和处于危险之中的政治性问题加以界定。在特定时刻,场景可能非常狭小， 
如邻里关系，或者城市区域，或者甚至如一些存在种族问题的地方 髙中; 它也可以非常广阔,如冷战之后的全球资 
本主义。简单说，文化研究的场景可以是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具有场景性” （Gn» s berg，1997a, P .225)。 按照这 
种观点，文化研究首先是场景研究而不是“文化”的研究，而场景（包括对于场景的研究、理论化和概念的界定）是 
在社会实践之中产生的。接着要讨论的是,虽然什么都可以成为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文化研究实际上并不主张 
文化就是“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具有文 化性; 尽管文化被解释成实践的特定主体，文化并没有包含可以促 
进或者限制这些实践的社会经济力量、制度和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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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或者重新制造出来，仍然继续影响着事件的社会意义的形成 （ Appadurai ， 1996; 
Jacobs ， 1996 ; Jameson & Miyoshi , 1998 ; Said , 1993 ; Wilson & Dissanayake , 1996 ； 
Wood ，出版中），而新的斗争、对话和联盟正在形成，超越了以往强大的地缘政治 
甚至是语言界线。对于今天的许多学者而言，身份和共同体问题不仅仅由种族、 
阶级和性别问题构成，还包含了对于地域、文化记忆的深刻关注，以及这些学者 
进人“国际”论辩空间的形形色色的语汇，这种辩论空间不仅仅是被西方先行占 
据者统治着 （ Chen ， 1992; Tomaselli ， 1998b) ，还被英语所操纵 （ Cho, 1996 ) 。 在这 
种情况下，正如伯兰德 （ Berland , 1997a) 所观察到的，“文化和地域需要我们关注， 
不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具有确定性或权威性，而是因为它们脆弱不堪，并且充满争 
议” （ P .9)。 

在文化研究之中，如同在其他学科之中一样，全球化同时被作为一个事实和 
问题话题进行讨论，恰如丘恩 （Chun ,1994；或参见 Chua , 1998; Grossberg , 1997 b , 
1999; King , 1991 ;Massey ,1997) 所做的有益区分。无论我们赋予这个术语什么价 
值，有一点至少很清楚，在过去30年中，大范围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变迁已 
经推动了更高的教育和学术岀版工作 （ Cohen , 1993 ； Morris , 1998 b ； Readings , 
1996)， 这些变迁不仅影响了文化研究工作的主题，而且还为跨国性的学术运动 
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与以往相比，学者们有了新的机会和动机去 
在更加广阔和更加多样性的范围进行旅行、交谈、出版、比较和翻译他们的著作。 
然而，这些条件还包括大学生活的公司化和理性化，以及各国之间在制度性价值 
和程序层面上不断增长的相似性。在一些国家，上述条件甚至还包括由于人学 
率的提高，而国家向公立大学提供资助的减少，从而导致文化研究成为教育的一 
种“廉价”形式 （ St e edm an ，1992 b ) ，以及原先不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 
科被压缩成了一个单一而且不稳定的复合物。因此,对文化研究的“成功”抱有 
矛盾心理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 Ferguson & Golding , 1997 ; 
Grossberg ,1993 ； Kraniauskas ,1998; Morris , 1997 a ) 。 

然而，与英语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类似，文化研究由于其实践的背景的不 
同而千差万别。众所周知，提供一张文化研究领域的“地图”或者提出“概要观 
点”是很困难的，它不是简单的认识论上的拘谨（不承认“了解”的主张）的问题， 
而是源于实践上的限制 ：在该 领域总是有众多人从特殊的处境之中意识过来。 
例如，当凯利 （ Carey , 1997) 痛惜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乡土观念”的消逝时，他 
如同美国人一般抱怨今天文化研究是“非常差劲的空洞无物的学术领地”，他把 
该领域内新的国际主义解读成不过是“前后对照和相互引用的模式,虽然跨越两 
大洲但在任何一个校园之中的智识方面都影响甚微” ( p .2； 或参见 Carey , 1995 ) 。 
从我们所处的第三个大洲澳大利亚来看——很难忽视来自第四洲 （ 东亚和东南 
亚）的影响，而且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范式有效地控制了“某些”大学的系科—— 
在此凯利的观点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错误的。 

然而，在某些方面它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人们的普遍印象认为文化研究是 
英国和美国的事务（引发或者带动了少数外国来访的作者），这主要是由人类学 



( During , 1999 ; Grossberg , Nelson , & Treichler , 1992 ； Storey , 1996 ) 以及一•些分布广 
泛的历史与主题造成的 （ Brantlinger , 1990 ; Ferguson & Golding , 1997 ; Hall & du 
Gay ，1996； Harris , 1992 ； McGuigan , 1997 ； McRobbie , 1997 a ； Nelson & Gaonkat , 
1996) 。然而，从其他地方来看，这些著作并不显得“空洞无 物”； 相反，它们来自 
于一个强大的自我中心化的力量，甚至有时候人们会误以为它无所不在。于是 
问题在于，如何结合其他的定位方式去给凯利的“文化研究”进行地理学定位，而 
其他的定位方式有，例如陈 （Chen , 1 998 a ) 以“非殖民化问题”为中心组织的“亚 
洲腹地的文化研究”，吉比安 （ Gibian ,1997) 以对 Tabloid 杂志上刊登的活灵活现 
“大众文化”评论为基础进行的“北美”文化研究谱系，或者托马赛利 （ Tomaselli ， 
1998 b ) 的坚决主张，即各式各样的非洲文化研究“起源于‘历史相对论’；关于各 
个时期、各个社群的非洲研究将作为一个整体，在该领域所提供的框架之中得到 
复兴” （ P . 395)。 

绘制一张更大的地图是不能完成的，尽管它处于开始阶段。我们自身周边 
容易利用的地理性定位工作的突出之点就是所使用的范畴的灵 便性； 扫视一个 
领域，人们可以看到，民族形成地区，而地区又分为区域，而民族之内或者民族之 
间的又形成了共同体。因而，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 （Frow & Morris , 1993; 
Turner , 1993) 的文集，也存在澳大利亚一亚洲“交流”文集 （ Dever , 1997) ,存在 
“亚洲和太平洋评论”而涵盖澳大利亚的 文集； 其他的文集则是将澳大利亚与南 
^ ( Darien-Smith , Gunner , & Nuttall , 1996) 以及几个历史上也曾经是英联邦殖民 
地的国家联系起来 （ D . Bennett , 1998 )。 还有一些关于亚太文化研究 （ Birch , 
1994 ; Wilson & Dirlik , 1995 ) 、太平洋文化研究 （Hereniko & Wilson ，出版中； 
Wilson ，出版中）、拉丁美洲文化研究 （Garcia Canclini , 1995 ； Moreiras , 1999 ; 
Yudice , Franco , & Flores , 1992 )、 墨西哥文化研究 （Garcia Canclini , 1993 ) 和“墨西 
哥裔美国人”文化研究 （ Chabram-Demerscsian , 1999 ； Fregoso & Chabram , 1 9 90 ) 的 
文集和论文。连同英国文化研究 （ Turner , 1996) —起，我们还发现了爱尔兰文化 
研究 （Gibbons ,1996; Sharkey , 1997 ； Waters , 1996 ) 和“按国别”组织的关于法国 
(Forbes & Kelly , 1996) 、德国 （Bums ， 1995 )、俄国 （Kelly & Shepherd , 1998 ) 、西班 
牙 （ Graham & Labanyi , 1996 ) 和意大利 （Forgacs & Lumley , 1996 ) 文化研究的文 
集。我们发现“北欧日耳曼”文化研究 （Vainikkala & Eskola ， 1994 ) 和包括整个非 
洲大陆的非洲文化研究 （ Diawara , 1998 ； Tomaselli , 1998a ； Wright , 1998 ) 。 关于黑 
人文化研究的各种“评论”性定位式项目，是该领域之中地缘政治可流动性，以及 
包含在准确场景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最好范例 ：除了 关于黑人流行文化 （ Dent , 
1992 ) 的跨国性工作和黑人文化研究 （ Mercer , 1994) 之夕卜，还有关于不列颠黑人 
文化研究的国际性的文集 （Baker et al . ,1996) ;其他的论文把黑人经验看成是不 
列颠内部 （ Owusu ， 1999 ) 和美国内部 （Lubiana ， 1997 ) 的地域化的文化，以及这些 
地域化文化之间的流散 （ Gilroy , 1993 ) 。 

这些项目并不是在空洞无物的学院之中产生的，因此，它们积极发展了智识 
工作对其自身在历史、社会和地缘政治承诺中的情景性特征的感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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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阿皮亚 （ A PP iah ，1992) 的肯定，他将他父亲利用他的多种身份“作为阿散 
特人、加纳人、非洲人、基督教徒和理论家” （ P . 4) 的能力描述成为一项“遗产”。 
如果这种在自由性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远距离的文化研究所带来的位置感得到许 
多社会科学家的支持，对它进行理解而获得的“定位”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而直 
接的、相关联的 过程; 这也不同于传统所宣称的“语言和文学”研究，传统的主张 
将文化解读成为一个有边界的民族或者文明的表达。然而，民族的形成包含了 
一种对其理想的同质性形式进行界定的原则。审美哲学（有时候被受过社会科 
学训练的学者将其与“文本主义”混清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人对文化 
的思考，这种影响不仅通过阅读 （ Hunter ，1988 a , 1992) 和写作 （Clifford & Marcus , 
1986； Steedman , 1997) 的“自我形塑”教育，也通过“民族语言”的安排，这一安排 
在艺术和人文课程之中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文化研究拒绝给予“文学”特权，反 
对将“语言”和“文化”等同 起来； 文化研究质疑同质化的叙事，与产生于社会运 
动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亲密联系，将欧洲式的普遍性重新描绘为帝国支配下的 
地方主义 （ Chakrabarty ,2000)，它被作为一种来自于“英语世界之外”的学者的 
“ 挑战” （ Bennett , 1993 ) ，如中国研究 （ Chow , 1991, 1998 b ) 、法国 （ Chambers , 1996) 
和德国 （Bathrick ,1992) 研究，而受到欢迎,这里仅仅提及了少数几个案例。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无论在地理和历史上多么危险，文化研究都十分重视 
“设定”独特的目标以用于分析 （ Hebdige ，1988)。 然而，这种独特性的观点，不同 
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所带来的非透明性和不可转译性的价值 （ Harvey , 1989; 
Morris , 1992)； 这个观点的概念化，并非是要反对其他既存的“ 一般性”和“普遍 
性”。因此，麦克霍尔 （McHoul ,1997) 论证道，当我们转而注意“特殊文化对象的 
实用性和经验性（也就是说,非主要属性）地位所带来的限制性”之时，即可能正 
好存在一种一般性的模式，用以“发现文化对象的地方性特征” （ p . 15 ) 。最近， 
文化理论家们正在关注米 歇尔. 德塞都 （Michel de Cert eau ，1984)、 德勒兹和瓜 
达希 （Deleuze & Guattari ,1987). 阿根本 （Agamben ,1993) 的著作，已经使用“单一 
性”来描述“既非普遍性的 （ 即，概念上的）也非特殊性 （ 即，个体的）的存在模式” 
( Grossberg , 1996, p . 103 ;参见 Shaviro , 1997 ); 正如布莱安.马苏米 （Brian 
Massumi ) 的说明，单一性可以准确地“防止个体和它所认同的类别完全吻合” 
( PP - 123-124) ，此处所谓认同，被理解为使一个群体得以区分开来的公共属性①。 

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些相当困难的论证对于任何涉及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 
性的工作，都具有实际意义。最为直接的是，它们挑战了文化研究领域众多关于 
这些问题论战之中所使用的术语，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地缘政治框架之内。对 
于格罗斯伯格 （ Grossberg ，1996) 来说，他们提议使用一个“没有认同的归属性概 
念”，允许关系到集体行动、政治性认同和联盟之时采取新思考方式。他将美国 


①例如，德赛都 (De Certeau,1984) 在他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富有影响的研究之中设计了一个“单一性科 
学”；也就是说，“一种联结日常追求和特定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第 ix 页），然而,阿根本 （Agamben, 1993 ) '将其 
哲学描述成寻找一种路径,摆脱一种“迫使知识在个体性的不可说明性和普遍性的可理解性进行选择这一虚假 
的两难困境”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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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作为过去一个成功的范例加以引用，“单一性的政治”，他写道，“需要定 
义人们所归属之处，或者，在更根本意义上说，是人们的足迹所至” （ PP . 103- 
104) 0 普罗比因 （ Probyn ) 在她题为《无处可依》 （ Outside Belongings , 1996) 的著作 
之中号召，要进一步关注由“归属性期待”而带来的 运动; 她叙述生动、经验 丰富； 
她对 Montreal 城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归属政治之中的“断裂 
性片刻”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和经验性审视,使用单一性这一概念，用以“把握我们 
在各个特殊类别之间不断游弋的方式” ( P . 9) 。 

文化，文化研究和媒体 

在关于认同、位置和共同体的讨论之中，媒体的重要性，是文化研究中我们 
所要强调的第二个背景性特征。如果说，文化研究只对流行的媒介文化感兴趣 
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化研究便被说成是对20世纪下半叶传 
播技术的社会提升 （social uptake ) 的一个回应 （ Meyrowitz ， 1985 ) ，并且密切关注 
这一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对“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 

绝大部分关于现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地讨论过媒体 （ Dent ， 

1992 ; Grossberg , 1997 c ； McRobbie ,1994； Storey , 1994), 而绝大多数关于“流行”与 
“媒介”文化相互交融的文献,都竭力证明两者存在显著的 差异； 文化研究在流行 
和媒体的相互联结和交迭之处都非常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研究就是 
文化研究的“典型”，它们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 转换; 对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转 
换，以及媒体研究不同分支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是近年以来电影 （ Diawara ， 

1993 ; Friedberg ,1993； Naficy & Gavriel ， 1993 ; O ， Regan & Miller ,1994； Willemen , 

1994 ) 、杂志 （ Hartley , 1992 a , 1996 ) 、音乐 （ Frith , 1996 b ； Keil & Feld , 1994； Lipsitz , 
1994 ； Mitchell , 1996 ； Rose , 1994) 、音乐电视 （ Frith,Goodwin & Grossberg , 1993 )、 收 
音机 （ Johnson ， 1988； Miller , 1992 ) 以及，可能最受关注的电视 （ Allen , 1987； Ang , 
1996; Geraghty & Lusted , 1998; Hartley , 1992 b ； Mellencamp , 1990; Morley , 1992； 
Silverstone , 1990; Morley , 1992； Silverstone , 1994) 研究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关注的 
焦点。 

电视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是因为难以将美学形式的 
研究，与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的研究区分开来。电视最初是作为一种“驯 
服”的工具，在公众、公共、家庭和个人之中得到广泛使用，它似乎能够被平等地 
定义成为一种艺术、一个产业、一股社会力量 、一 套教育制度、一个销售媒介、家 
庭和内部装修的一种空间设计、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交易的一个场所、“生活”圈 
子或者消费网络的一个中转站（ Kowiniski , 1985) ,或者更近一些，家庭办公、娱乐 
和教育的一个潜在终端。哈特里 （ Hartley , 1998) 解释批判方法的含义：“电视是 
众多艺术之中的一个，它的功能决定形式，因此‘文本分析’对媒介所处的符号语 
言学环境提出了要求，而不是简单的个体性的展示或者剪切” （ P _ 42)。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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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语言学”的环境包括实践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关系 （ Tomaselli ， 
1996)，因此，对电视文本的严格解读，包含了一种对研究开始之际所给定的边界 
进行分析式的“超越” （ Pn > byn ，1999 b ) 。 

如果说形成 （ form ) 是一个无休止的，并且“正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文化研 
究就可以与“精读 （close reading ) ”技术区分开来，后一种技术有时应用于电影和 
电视解说，按照典型的文学评论,这是一种与诗歌并列的独立的文学形式。上述 
理解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媒体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网络 
之中，这些活动网络创造、改变和启动了媒体，但是没有将其包含在内。将历史 
悠久的“亚文化”研究传统置于一边 （Gelder & Thornton , 1997； Hall & Jefferson , 
1976 ，- Hebdige , 1979 ，- McRobbie ,1981,1994) ，对体育运动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成 
为一个有其自身指向的跨学科领域 （Martin & Miller , 1999 ； Morse , 1983 ； Rowe , 

1995 ; Whannel , 1992), 如同对科学文化的研究（ Haraway , 1989,1991; Ross , 1996) , 
以及对电脑空间和“技术文化”的研究 （ Aronowitz , Martinsons , Menser , & Rich , 

1996 ; Benedikt , 1991； Penley & Ross , 1991; Turkle , 1984)； 关于政治文化的日益增 
长的研究文献，正在形成另外一个研究领域 （ Berlant ， 1997 ; Chua , 1995； Clarke , 
1991; Feuert , 1995； Grossberg , 1992； Hall , 1988； Massumi , 1996； Morris , 1998 a ； 
Street ,1997)。 

与此同时，对美学形式的“精细”（即，详尽而仔细）研究没有被 放弃； 相反， 
它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的符号语言学“环境”扩充和丰富起来。例如，米伦凯 
姆普 （ MeU encamp ，1992) 扩展了对电影、媒体事件和电视情景剧的细腻的解读， 
以把握“灾难、丑闻、年龄和戏剧”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媒介文化之中这些关系围 
绕着女性被社会经济性地组织 起来； 布朗宁 （ Browning , 1995 ) 利用她舞蹈家所具 
有的肢体形式的语言知识，记录了巴西舞蹈文化的社会历史及其政治和宗教价 
值； 而科林斯 （ Collins ,1995) 的案例研究通过几个视觉性和表演性的媒体，以展 
示艺术和文化史的这些素材如何在信息技术的大量本土化利用过程中发生改变 
的，在媒体“泛滥”的经济之中这些素材是到处扩散而不是趋于消失。 

简而言之，文化研究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单一的文本，“作者”、产业、技术或 
者程序化的模式，而是倾向于强调循环在不同媒体之间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时 
间和空间之中的问题或者缺憾。为了做到这点，有些研究以多种视角检视一个 
广泛分布的媒体事件 （Dayan & Katz , 199 2 ;Wark , 1994) 或一个广为人知的媒体形 
象，这一事实促成了将该领域视为“麦当娜研究”的闹剧 （Bemon & Metz , 1999) 0 
当然，还有巴比 （ Barbie ) 的研究 （ Rand , 1995 ) ，戴安娜 （ Diana ) 研究 （Re : Public , 

1997 ) 和埃尔维斯 （ Elvis ) 研究 （ Rodman , 1996 )，更不用提及“海湾战争”研究 
( Kellner , 1992) 和“疯牛病研究” （ McCalman , 1998 ) 。 然而，正如默里森 
( Morrison ,1992) 的研究文集《安尼塔山 》 （Anita Hill ) 所详细揭示的，这类工作大 
多数并非是对这个或者那个流行事件进行故作羞涩的集中卖弄，而是一种批判 
性的媒体研究，这种研究作为一股力量，不仅遵照现存的社会冲突、欲望和权力 
关系行事，而且还持续性地帮助生产这些事件,有时还会将其改变。这一观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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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的暂时性的流行事件的严肃研究和产生于近年的关于艾滋病全国流行 
的政治的重大工作联系起来 （ Crimp , 1987, 1990； Emi , 1994； Patton , 1992, 1994) , 
而且甚至和生态危机和斗争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 （ Berland , 1994 ； Jagtenberg & 
McKie ,1997； Langton , 1998 ； Ross , 1991,1994 ； Slack & White ,1992) 0 

文化研究有时候产生超出学术圈子和跨越国界的论战，本身也间或制造了 
媒体事件。在1990年代早期的一阵关于美国学术界“政治正确性”的忙乱之后， 
《社会 文本 》 （Socid Text ) 杂志对“科学争端”问题的攻讦 （ Ross , 1996;参见 
Michael , 1996 ； Nakayama , 1997 ； Slack & Semati ，1997 ) 是近期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这些机会有效地推动学术界向非学术界的听众澄清他们的工作 （ Berube ，1994 ; 
Gates , 1992； Lumby , 1997； Morris , 1997 b ; Wark , 1999) 。然而，除了鼓励自我保护， 
由于“话语之争”得以发生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媒体圈对于“文化研究的形象”的 
争论还涉及利益问题 （ Perera , 1993 ) 。皮若拉 （ Perera , 1993) 分析了 1991年澳大 
利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一场重要的外交争端，这场争端起源于一家澳大利亚电 
视台播放了一场题为《大使馆》（虚构了一个“亚洲国家”，但明显类似马来西亚） 
的连 续剧； 她认为电视节目本身立刻充当了争论的“中介和对 象”； 媒体扮演了一 
个活跃的角色，将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联系起来，她指出类似的危机质疑了“文 
化地位和权威，而这种文化地位和权威在许多全球性的话语领域都需要进行澄 
清” （ 在这种情况下,海湾战争、鲁斯迪事件和后现代主义），但也必须将冲突放置 
到“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框架”之内进行理解 （ PP . 19-21) 。 

社群之间，以及跨社群边界的“话语之争”日益增长，部分是因为新通讯技术 
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收和比较不同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 
话语，这些话语涉及他们自身或他人的生活——有些时候这些话语不同于他们 
亲眼所见的东西。然而，这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普遍性、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文 
化”。相反，技术变迁 （ 及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因其所发生的环境的差异而具有 
截然不同的后果。例如，在一些国家，国家空间或话语网络的新颖性和持续性超 
过了“国际性”媒介产品的影响 （ 比如，美 国）； 奥里根 （ O ’ Regan , 1993) 论证道，在 
澳大利亚，直到1980年代引入卫星网络之后，随着联邦播放管制和媒体市场的 
变革，在以往具有很强地区性的媒体系统中，才开始强调“空间捆绑”和国家化。 
他认为，其中的悖论是，这种强调实际上将关于自我、政治和身份的“去情景化” 
思考方式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却逐渐培养了一种更具国家性和国际性的理 
念; 它既肯定却又否定了国家边界和区域自治，同时又鼓励“信息通道”的进一步 
发展（关于这些观点，也可参见 Berland , 1992 ； Carey , 1989 ) 0 

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有助于解释关于权力、财产和表达的公共辩论是如何 
曰趋激 烈的； 谁拥有，谁应该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代表了谁的意志，是如何表达 
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表达的？如果新的国家性的基本架构，实际上仅仅如同地方 
性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信息流一样，对文化和政治边界进行重新划分，那么，对 
图像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进行控制这一复杂的问题，即和整个政治、经济、法 
律和外交范围内的事务纠缠在一起，而后面这些事务在社群和社群之间，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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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治体系之中存在差异 （ Birch , 1994； Chua , 1995； Gaines , 1992 ； Im , 1998； Kang , 
1999 ； Ma ,1999； Wark ,1994) 0 与此同时，“涉及其他文化的有哪些话语，特别是 
在这些话语能被其他文化之中的成员见到的时候” （ Chow , 1991 , p . 19) 这一问题 
在政府、学院和媒介议程之间循环，而促使这一问题得以循环的技术性和地缘经 
济性的条件，恰恰使来自于既有体制之中的任何确定性的控制都成为不可能。 
在该背景下，“现代青年”和“儿童”是媒介不可控性的受害者和障碍这一历史性 
的、沉重的焦虑，将变得更为强烈 （ Davis , 1997； Grossberg , 1992； Jenkins , 1998; 
Johnson , 1993 ； Kim ， 1998 ; Stratton , 1992) 。 

这些发展已经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两股主要潮流。其中一股主要是历史性 
的，它研究过去的“话语之争”，而这些争论的起源、合法化、复杂化的过程各不相 
同，有时候甚至挑战殖民统治、国家政权建设计划，和/或特定社会形态之中的 
“国内的”、日常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分工 （ Chun , 1994； Dyer , 1997； Lort ， 1993 ; 
McClintick , 1995； Spigel ， 1992； Stam ,1997； Tomaselli & Mpofu ， 1997 )； 一项紧密相 
关的工作的主体，则如海利 （Healy ,1997) 所说，博物馆的“记忆工作”是现代公共 
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 （Bennett ， 1995； Crimp , 1995； Dibley ,1997； Marne , 1989) 。 第 
二股主要潮流则集中关注媒体现在和将来的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公共文化”，探 
讨其中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公民权责、民主和社群的新的实践 （ Gilbert , Glover ， 
Kapal , Taylor , & Wheeler , 1999 ; Hartley , 1996 ; Hawkins , 1999 ; Lumby , 1999; 
McGuigan , 1996 ； Miller , 1998 ; Moon & Davidson , 1995 ； Morris & McCalman , 1999 ; 
Robbins , 1993 a ； Wallace , 1990) 0 在实践之中，与我们所预期的“文化史”和“媒体 
研究”之间的显著区别相比，这两股潮流之间的联系更为 紧密： 哈特里 （ Hartley , 
1996) 关于现代性之中的新闻的研究是关于“流行性真实”的学术史，也是“后现 
代公共领域”的鲜明 宣言； 托夫茨 （Darren Tofts ) 描绘了电脑文化的史前史，并探 
讨了其与更为古老的“记忆交换”形式的连续性 （Tofts & McKeitch ,1998) ;而艾普 
特 （ A P t er ，1999) 历史性地分析了“虚拟的”公民权责对于生活在由法国殖民主义 
形成的“国家”领土上的人们的含义。 

旅游研究也许可以最好地描述族群和“象征”之间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关 
注政治和经济斗争，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实践者的兴趣。对许多地方性和区域性 
的经济体来说，旅游业的影响范围和重要性迅速扩大，关于其社会成本和生态影 
响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 C r aik ，1991 ; Lanfant ， All COC k ,& Bruner , 1995 ) 。这一背景 
下的一个重要影响即来自于本地居民要直接面对世界范围的成本和后果 （ Chiu , 
1995 ； Palmer , 1998 ； Teaiwa , 1999 ) 0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作为移民社会的技术实 
践、“建国”实验和种族灭绝宣传方案的目标 （Mickler ,1998), 土著群体曾经使用 
媒体发动一场他们自己的话语“战争”，以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 Michaels , 1986, 1994) ，通过发展他们自己的手工艺和旅游事业来增强自身的经 
济独立性（ Healy , 1999； Johnson , 1994) ，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处于窘迫之 
中，从而树立“信用”，教育公众并对土著形象进行更多的控制 （Johnson ,1996), 
通过这些手段，推进他们的政治斗争，以使他们能在国际背景，以及在地方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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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能够自决 （Bennett & Blundell , 1995； Fourmile , 1989； Langton , 1993; 
Meadows , 1996 ) 。 

虽然关于这种“符号”政治的实际效果常常存在争论，土著媒体的行动至少 
对澳大利亚公众所讨论的许多语汇进行了挑战（而且我们将证明，进行了改变）， 
这些语汇包括种族、殖民主义、文化价值、国家认同和历史、土地所有权，以及环 
境伦理——也就是说，他们有效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和智识生活 （ Muecke , 
1992) 。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围绕妇女形象而进行的女权主义斗争，以及移民 
团体试图改变盎格鲁一凯尔特式的澳大利亚的表达“规范”的努力。在这种背景 
下，它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设想，即人们能够争夺和改变媒体社会之中文化 
产业所传播的意义，而且，它可能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主张 （ Ang ， 1985； 
Chambers , 1986 ； Hall & Jefferson , 1976; Hebdige ， 1979; Fiske , 1989 a ， 1989 b ； Jenkins , 
1992 ) 。相反，人们实际上如此做这一事实，即是当代政治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研究得以实践。 

概念和方法 

莫斯 （ Mauss ，1970) 在其关于礼物的论文的开头 写道： 

在这些“早期”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每一现象都包含了组成社 
会结构的所有要件。在这些总体性的社会现象之中，如同我们计划给予它 
们如此称呼，各种制度都在寻求同时性的表 达：宗 教的、法律的、道德的和经 
济的。除此之外，该现象有自身的审美样式，而且它们展示了形态上的类型 
( P . 1 ) 。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我们认为，社会关系的类似之处被认为集中于复杂的现 
代社会之中的关键要素 （pressure points ) 之上，而不是出现在莫斯所谓的“古代” 
社会结构的微观表达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关键性要素呈离 
散状分布，这构成它们的复杂性，但是没有展现一个社会的整体性。文化研究没 
有使用“整体的社会现象”这一词汇，相应的概念可能是“场域”（截然不同的决 
策和指示的交汇点和交流点），尽管“事件”（片刻的实践，具有多种明确的时间 
和社会轨迹）的概念取代了“表达”的概念。 

这样，大型购物中心——举一个老套而重要的例子——并不是一个可供透 
视某一时代或者文化的组织状况的典型（它不是后现代状况或者消费资本主义 
的象征或者本质），它是许多异质性的事件得以发生的场所，也是诸多异质性的 
社会关系得以终结的场所当然，它是商品生产和运输的众多链条的末端，也是 
将其与消费者联结起来的4场体系的终端 （ 还是金融结构的终端，而这种金融结 
构是以上诸环节的基础）。这些环节既是区域性和全国性流通的一个部分，也从 
属于世界的流通环节（超市的“美食”走廊或熟食货架，都使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 
性本质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也唤醒了对于其发展历史的记忆，无论生产部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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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其覆盖的范围内充分本 地化; 在每一个案例之中，包装和表达的形式——例 
如“奇异的”或者“新鲜的”——都承载着特定意识形态和特定的审美策略）。从 
另外一个维度上说，购物中心是一种建筑结构，依照某一国际性的模版加以设计 
(锁定一个或两个大型商店确立大的格局，作为配套的有专门的停车场和步行交 
通体系，还有由专卖店、服务和设施等进行的组合），它构成了（或者未能构成）社 
区特定的存在和形象，按照设计好的方式运行，以展示与工作相伴随而来的报酬 
和欢乐 （ 或者，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它依据男性和女性对空间的不同反应，同 
时也按照成人、儿童和年轻人对空间的反应来设定标准化的区分手段。当然，它 
也十分明确地区分富裕的客户 （ 正是这一社区的主人）和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他 
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学龄儿童，还可能得到 接受； 其他人，如流浪汉和醉鬼，是不 
会被接受的）。购物中心的审美组织，取决于欲望的满足，以及身体在空间之中 
的组织，它是一种世俗性的、得到精心设计的空间强制形式。 

然而，它也是一种被投人实际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转向终端的空间，后者 
是建筑师、管理者和门卫所无法预见的。这或许是文化研究最为熟悉的一个课 
题:结 构往往是使用过程之中的一种建构，其用途没有包含在事先的预见之中。 
购物中心的表达空间是一种冲突性的空间，其意义是通过迥然不同的想象和需 
求得以逐渐规划和设计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自由，一种或许仅仅 
在上述复杂的相互作用约束之下的功能。但是，在明白了自由的表象是如何可 
能的这一问题自身不过是一个权力阴谋以后，文化研究的评论可望谨慎地将任 
何先验的价值强加于这种使用公共空间的能力之中。 • 

为了 了解隐藏在类似于购物中心这样复杂场所之中的独特结构，理论家（因 
为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项描述性的活动）愿意，或者必然，利用来自于许多学科 
的理论,或者跨越许多学科——而这些跨学科或者“多视角” （ Kellner , 1997) 的方 
法，概括了文化研究的工作方法的特点。这些学科视角包括 如下： 

•形式迥然不同的经济 理论； 与购物中心管理、商品供给和需求、雇佣的区 
域性模式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 方法; 关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更为理论化 
的论述。 

•美学理论，特别是与建筑紧密关联，同时也和广告和展览紧密联系的理 
论; 音乐学理论，或者社会音乐学理论，如关于莫扎特的作品或关于其现 
场表演的 讨论; 讨论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髙水平论文。 

• 政治理论，既包括一种与规划许可证，以及财产价值争端相关的“常规”形 
式，也包括一种微观的理论，关注空间之中的身体政治。这些首先利用了 
法律和城镇规划的理论，随后是福柯式的关于对肉身进行规训的论述，或 
者是象征互动论，或者常人方法学,或者是城屯地理学。 

•性别理论（其自身即为一个混合型的理论），4析性别关系是如何根据神 
话式的空间结构、不同性别的消费欲望、雇佣结构以及是否提供儿童保健 
等因素组织起来的。 

•人种学理论，以研究对于购物中心加以利用和进行反馈的独特性，理解其 


11 文化研究 355 


生动的经验。 

• 历史理论，可能讨论消费组织的变迁，也许分析从以“后现代”或者“后福 
特主义”为中心的消费到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变迁，或者分析共同 
体和公共领域的组织模式的变迁，并将其理论化。 

•或许是更为专门的一种文化研究理论，它将购物中心作为一种错综复杂 
的文本结构进行理解，将购物理解成流行文化的一种形式,这种流行文化 
与其他文化形式，以及构成“生活方式”的话语和实践状况直接关联。 


对上述学科的应用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政策话语，这种话语可能服务于购 
物中心的管理者和投资者,或者地方政府，也可能是对购物中心如何改变共同体 
的结构形式这一问题有兴趣的社群。最终，人们可能综合利用社会学、符号语言 
学和哲学来讨论这些使分析能得到明确阐述的立场——将评论家划分成参与者 
和观察者，实践者和反思性知识分子，并对这种非稳定的二元性进行调和，而这 
种调和正是在人们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带来的特权，以及所掌握的致使这种反思 
性成为可能的学科制度形式所赋予的特权基础上得以进行的，或许正是这种 
“自我定位”和限制性的分析时机，极为清晰地将文化研究工作与文化研究的实 
践者所采用的其他分析模式区分开来。不同于社会科学之中的诸多实证主义分 
析，文化研究倾向于向其研究对象加人一种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说明与文化研究 
过程自身所激发出来的问题相关——同时加入一种关于制度框架和学科规则的 
批判性的说明，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文化研究的规则得以形成。与此同时，文化 
研究并不是一种充斥着制造一幅详尽知识地图梦想的“多学科”形式，它没有包 
容先验性的空间（这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形式），正是在这种先验空间之 
中知识可以得到综合化，并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理论 （Deutsche, 1996； Morris, 
1992)。 

相反，文化研究包括了一种偏爱（在这一术语的两个层面的意义之上），它毫 
不隐瞒其非全面性，因而它是党派性的，坚持知识所具有的政治性。由于这一原 
因，在社会功能方面富于变化，甚至有时候相互冲突的批判实践的“分裂”，在文 
化研究领域，没有引发知识异化的讨论。虽然，关于智识工作的政治在文化研究 
之中并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被设想成为“ 一个整体”，我们还是要论证，文化研究 
的智识蓝图常常在一定程度上被标记上了社会关怀的印记 （T. Bennett, 1998b； 
Frow ，1995； hooks,1990；Robbins, 1993b；Ross,1989) 0 

关于虚构对象 （ 购物中心）的讨论，不仅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工作方法，还阐明 
了其基本原理。文化研究通常以一种看似古怪的方法进行，从独特性、细节、常 
规性的细枝末叶，或者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实着手，再进一步揭示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多重社会领域之中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领域使这些独特性得以呈现出来。 
购物中心是由一系列多样而相互重叠的系统（经济学的、美学的、人 口统计 学的、 
管理学的以及空间的系统，等等）组织而成，它是许多完全不同的学科的对象，并 
且这些学科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与其研究对象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说，它受制于 
不同类型的解读版本，也不存在一种总体性的原则，可以将各种版本的解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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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贯的整体。按照解读版本进行研究，意味着不同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特殊 
的解读版本，与具有该立场的使用者所采取的“通俗性”解读版本之间存在一种 
关系（解读版本和购物中心之中“要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解析实践相 
分离——然而，这种解析实践亦即其自身乐意而且有兴致“做的事情” ） 。这也是 
文化研究一个特有的 步骤: 一个相对化和民主化的步骤，试图确保讨论的目标不 
会和我们已经知道任何应该知道的事情的这一假设相互隔离，同时也确保每一 
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关系都会被连续考虑到。 

另一个讨论所有这些的方法，可能就是将其作为对于流派这一概念进行理 
解的一种方式。在文化研究的许多分析之中，学科和流派的混同与方法论的混 
乱有关，或许也和一些不安全感有关，这种不安全感源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 
的合法性，但是或许也和文化研究考虑其对象的方法相关,文化研究认为其对象 
是一种形式上的关系（一种网络性的关联），而不是一种实质上的关联。弗里德 
曼 （Freadman ,1992) 论及此问题之时 写道： 

随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业化，我们将自身置于一种写作和阅读 
的风险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采用一种仅仅只能称为单一性的“方法”…… 
如果我是对的，可以将社会性条件极为精当地描述成为一种由异质性的一 
般性的实践所进行的占用和授权，那么，解释的单一化策略将总是错失良 
机 （ P .280)。 

“社会性”概念包含了文化研究赋予文化概念的积极性、程序性的意义，这两 
者直接相关 :它们 都和意义结构的实践（而不是执行）有关——例如，类型和编 
码——也和既处于这种实践之外又和这种实践相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构造有关 
(关于常人方法学对于这一社会空间的建构和维系的理解，这里有一个清晰的 
类比）。 

文本概念被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使用之时，具有确定的意义。然 
而，文本概念发生了变化，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单方面建构意义的场所（著作、演 
出、电影，服装，等等），更不是一件单一的物品（一个“文本”），它起到了沟连各 
个方面的作用。如果购物中心是以文本性的模式加以构思的，那么这个“文本” 
就涉及了实践、制度结构以及它们所固有的复杂的中介形式，法律性的、政治性 
的、金融方面的状况，以及特殊的权力和知识流，还有特定的多层次的语义组织。 
与此同时，这种“文本”仅仅存在于内在文本的关系网络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 
建筑、社区结构和后现代空间的商业文化网络）。它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混合 
性实体，在这里没有具有特殊地位的，或者“正确”的解读形式。正是这一因素， 
而不是其他因素，促使文化探究关注它所分析的文本性结构的接受者或者使用 
者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是一种开放式的社会生活文本——因此，这也促使文 
化研究质疑其自身所进行的解读的权威性，或者终审性 （ Ang ，1991,1996 ; Hay ， 
Grossberg , & Wartella , 1996 ； hooks , 1992 a ； Morley , 1992 ； Morris , 1990 ； Stacey , 
19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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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学科性 

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概念，预告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那就是将文化作为一 
系列相互争论和互相冲突的话语实践，它与社会团体的形成过程和再构过程具有 
紧密联系——取决于一种理论上的悖论，因为它假定了一种对立关系 （ 在文化和社 
会之间，在表达和现实之间），这种对立关系是文化研究存在的条件，但是又是其必 
须竭力消解的对象。无论是取消这种对立关系，还是解决其紧张关系的努力遭到 
失败，都是文化研究工作的组成要素。如果话语溶人了真实 （ real )( 如果人们认为 
这些话语仅仅是反映了，或者退一步说,或多或少准确地代表了事实，而事实却是 
独立存在的,与话语所反映的真实不一样），这将会使真实的文本性建构 （ 作为叙 
事、愿望、复述）过程失去方向感。相反,如果真实仅仅是话语的加总（“除了文本之 
外别无他物”，正如漫画所讽刺的一样），那么文化研究事业将失去紧迫感。 

然而，文化研究事业没有将认识论上的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而是更多地关 
注社会过程，正是在这一个过程之中，真实的类型化和社会群体的类别化得以形 
成。在这里，社会这个词主要是在语言学和政治性的意义上使用，与权力关系纠 
缠在一起。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观点，为考察意义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纠缠关系 
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方式 （ Burchell , Gordon , & Miller , 1991 ； Foucault , 1980; 
Frow , 1988 ；Morris & Patton , 1979) 0 此外，格莱姆西“清晰度 （ articulation ) ” 概念 
发展 （ Grossberg , 1992 ； Hanczor , 1997 ； Laclau ,1977 ；Morley & Chen , 1996 ；Tormaselli 
& Mpofu , 1997)， 以及其他相关概念，都来源于阐释 （ enunc i at i on ) 这一语言学概念 
( Chambers , 1998，1999； Morse , 1998 ; 0 ’ Regan ,1992； Probyn , 1993 ) 0 

文化概念对于其他许多学科非常重要，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文化人类学和文 
化社会学。我们可能问，这一概念用于文化研究之时，其独特意义，或者不同的意 
义是什么？ 一种答案是,没有任何独 特性; 另外一种答案也可能是，文化研究不应 
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也许是因为文化研究太年轻了，还没有形成作为一门学 
科所要求的边界。而且，文化研究的形成——虽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来源于 
其对于学科性本身的反叛 （ T . Bennett , 1998 a , 1998 b ; Nelson & Gaonkar , 1996; 
Striphas .^ S ). 然而，文化研究者非常清楚其自身研究工作与其他研究领域工作 
之间的区别——“文化研究是什么并不重要” （ S . HaU , 1992, p .278) ——而且，它也 
许可以有效 地探讨 本研究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差异和重叠之处。 

最明显的差异是研究对象。尽管,人类学是由其自身与“处于不同时代的他 
者”的关系加以界定的 （ F a bian ，1983) ——他者同样是由一个迥然不同的时间结 
构里的社会文化性差异，特别是由所谓的社会组织方面的质的差异加以界定 
的——/文化研究则将与自身所在社会之中的普通文化（这是两个含义非常丰富 
的词语，然而可以用其代表一种时间点）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当代人类学也有 
一种类似的转向（ Auge , 1995) ，但是，这往往——例如,关于乡村社区或者工人阶 



358 "万卷方法 定性研究 （第 1 卷) :方法论基破 

级社区，或者无家可归者的民族志研究——将差异性持续性复制成为同一的结 
构,从而在本文化之中把握异域风情。文化研究有时候也陷人了这 - 陷阱，以此 
种方式对待亚文化，比如，将其作为主流文化之中的一种异类，或者具有破坏性 
的外来者,但是它在没有这种异国情趣化的资源的情况之下，推动对于文化组织 
的多样化形式的研究。 

另外，在方法论取向上也存在差异。尽管文化研究采用了很多由民族志 
发展岀来的进行田野观察和描述的技术 （ A n g ，1985 ; Brun S d on & Morle ， 1978; 
Radway ,1991； Skeggs ，1 997； Thomas , 1999； Willis ， 1977 ), 它对复杂的工业化社 
会的关注，意味着其他方法也可能是合适的。关于文化编码和实践的信息，除 
了通过与被调查者的讨论，或者参与观察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在 
很多案例之中，可以获得大量书面和电子版本的档案），有些时候，作者自身就 
是所研究的文化之中的成员。因而，文化研究往往大量使用文本分析技术，处 
理多种资料，采用更折衷的方法论，还要面对作者和所研究的文化之间更复杂 
的、有疑问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通过激化个人和政治距离以及个人和政 
治牵连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人类学问题的 （ Byrne , 1995； Field ,1991; Jackson , 1998； 
M . Z . Rosaldo , 1984 ； R . Rosaldo , 1989 ； Stewart , 1996 ； Taussig , 1997 ) 0 

至于文化社会学，文化研究当然要吸收其所使用的统计调查技术 （ Bennett , 
Emmison & Fnm ,1999) 。然而，文化研究更多关注文化的现实效果和形成过程， 
而能力、偏好和接近途径的分配问题常常是第二位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两个学 
科之间差异越来越集中，而不是趋于分散化 （ Alasuutari , 1995 ; Chaney , 1994； 
Denzin , 1992,1997； Long ， 1997), 这也同样适用于文化研究和社会文化史之间的 
重叠关系 （ Davis , 1983 ； Denning , 1996； C . Hall , 1992 ； Johnson , 1993 ； Pickring , 1997 ； 
Steedman , 1986,1992 a , 1992 b ； Steinberg , 1996 ), 以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地理学之间 
的关系 （Duncan & Ley , 1993 ; Fincher & Jacobs , 1998 ； Jacobs , 1996 ； Keith & Pile , 
1993； Massey , 1994 ) 0 最终，人们可能发现，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交叉之处，而近些年来，后者已经将其研究对象重新界定，已经包括文本 
性 （ textuality ) 分析及文本性的社会关系史，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文本和文本系统本 
身（ Armstrong , 1987 ； Barrell , 1991 ； Brown , 1996 ; Chambers , 1999 ； Grewall , 1996 ； 
Guillory , 1993 ； Mignolo , 1995 ; Radway , 1997 ； Suleri , 1992 ； Viswanathan , 1989 ) 。文 
化研究没有严格地拘泥于流行文化研究，而和民俗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包 
括对大众媒体研究的“民俗”取向，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没有必要。正如内尔森、 
特里彻勒、格罗斯伯格 （ Nelson,Treichler & Grossberg ，1992) 所写： 

文化研究没有要‘我们批判精英文化形式 - 或者仅仅追随布迪厄， 

简单地承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别是其自身权力关系的产 
物。相反，文化研究要求我们识别特定实践的运作过程，并探讨这些实践是 
如何连续性地划定正统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界线，而在一定背景之下这 
些实践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 p . 13)。 

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关系系统的构造和运行，而不是由这些过程所形成的范 



围。因此，文化研究一个特别的关注点是（它和许多后结构主义思想有许多共同 
之处） ：关 注边界和限制，尤其是关注这些界线的模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派和 
学科的混杂性。例如，哈特里 （ Hartley ,1992 b ) 指出，可能“混杂性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规范” （ p . 102) ，而他给一个国际电视评论提供的辩护 
理由是，除非是通过关系性的术语，否则，无论是电视还是国家都难以得到理解。 
奥里根 （ O ’ Regan , 1992) 将文化批评和文化政策都视为“可渗透性系统”，从而重 
新表述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而格雷斯 （ Grace ，1993) 考察了文化经营 
“高度商业化”过程之中产生的价值和效用、艺术和商业、美学和逻辑、“游戏”和 
“战争”之间越来越不确定的关系。 

这一关注的后果，并不是要将分析溶人全方位的描述（将“文化研究”视为 
“研究文化”），而是将关于文本性/文化性网络的描述，与促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 
的表述立场之间的关系置于显著位置 （Hartley ,1999) 0 这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表 
达性（这与类别结构对于文本性的组织和启动有关）和政治性（这与文本性的社 
会关系有关——也就是说，关系到言说者以及他们的话语结构所承载的某一社 
会身份和权威的相对地位）的问题。之前，则是基于对具体场景和特定事例的兴 
趣，在这些场景和事例当中，权威和作者身份问题之间的冲突已经得到缓解（或 
者没有缓解）和处理 （ 或没有处理）。这些并没有对明确关注跨文化冲突和后殖 
民斗争的研究形成限制，如，沃克 （ Wark ,1993) 在关于 Midnight Oil 乐队的论文之 
中，考虑到了流行媒体文化之中的权威 政治； 而钱伯斯 （ Chambers , 1998 ) 阅读了 
三部艾滋病日记（写于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此后与作者们所共同认同的“问 
题性的幸免于难者”观点达成了妥协，这些作者的主题是他们本人的死亡过程与 
结果，而读者的阅读行动则成为某种形式的悼念。文化研究的自我定位性的动 
力，也使出现在特定项目过程之中的知识分子的权威和身份问题成为一个显著 
问题。文化研究之中的诸多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一样，都对运用对话、 
合作和合成的写作和研究模式，以及在学术界和他们所工作的社群之间培育更 
为开放的关系有着浓厚兴趣 （ Frankenberg , 1993 ； Johnson , 1990 ； Langton , 1993 ； 
McRobbie ,1999； Muecke ， 1997； Owusu , 1999； Ross ,1997) 0 


系谱和潜力 


近几年来，许许多多批判式的论述开始清理文化研究的成就和困难，其中的 
一些研究提供了文化研究之中出现的“系谱”，将其视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 
( T . Bennett , 1998 b ； Brantlinger , 1990； Clarke , 1991 ； Crimp , 1999； Ferguson & 
Golding , 1997； Gilroy , 1987； Grossberg , 1997 a ； S . Hall , 1992； Harris , 1992； Rodman , 
1997 ; Williams , 1989) 。从某些意义上讲，系谱是对智识工作的误导，它们用于研 
究个人性 行为： 它们没有教育我们往何处去，应该去哪里，或者是试图要去的地 
方。然而，文化研究最为著名的不列颠系谱并非如上所说那么无足轻重，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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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接连不断地提供着有效的分析模式，以至于其他研究计划不用界定他们的 
研究渊源和关注点 （ McNeil , 1998； Tomaselli , 1998 b ; Wright ， 1998 ) 。这一影响深 
远的“不列颠文化研究”事业形成于1950年代，被认为是对公与私、主与次、“宏 
大”和“日常生活”的等级差别的挑战，在那个时代这些差别统治着英国的文化领 
域（和英国的学术教 育界; B enne tt ，1993)®。 随着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 
心（在这里，关于亚文化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与性别政治的研究在1970年代和 
1980年代早期开始引人注目）的成立，不列颠文化研究在文化理论之中坚持发展 
了能动性概念，将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计划。这意味着，不是要研究人们是如何 
被动地继承文化，而是要研究我们是怎么应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 ） 之中遭 
遇并使用到的文化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制造了什么“文化”。受后结 
构主义解读理论和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影响，这一转向导致了对于流行文化的 
重新定义，流行文化不再被界定为美学实践的某一“层次”（“低层的”），而是被 
界定为一个社会“论辩区域”，按照霍尔 （ Hall ， 1981 ) 的著名论断——这是一个不 
同兴趣争夺霸权的舞台 （ Hall , Critcher , Jefferson,Clarke & Roberts , 1979) 。 

这种对能动性和论辩性的强调，得到了当今世界大部分文化研究的认同。 
然而，我们认为，其他系谱和其他形式的智识实践，至少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形成 
了重要影响。加拿大思想家哈罗德 • 伊尼斯 （Harold Innis ) 关于技术、帝国主义 
和空间 （ Berland ,1997 a , 1997 b ; Kroker ,1984), 美国思想家卡里 （Carey ,1989) 关于 
空间和通讯 （Munson & Warren ，1997 ) 的先驱性工作，已经对将场所 （ place ) 研究 
和文化史关于媒味和文化政策的研究的结合产生了影响 （ Bennett , 1992， 1998 b ； 
Meadows ，1996; O ’ Regan ,1993) 0 福柯的两部著作具有特别大的影 响：与 其他可 
资利用的以语言和文本为中心的话语理论相比，《知识考古学 》 （Archaeology and 
/& un ^ et ^ e ，1972) 开创了一个更具有延展性和更为制度化的话语分析 模式； 《性 
史 》 （History of SexualUy ,191%) 第一卷就社会权力，以及性的概念重建方法，展示 
了一幅复杂的微观社会学图景。勒菲弗 （ Lefebvre ， 197 1/1984) 和德塞图 （de 
Certeau ,1984) 的作品，也探讨了将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实践加以理论化的文化研 
究 方法; 而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则针对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 遗留下来的 
文化和社会传统进行了强烈的反驳。 

纳人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清单可以被不断地扩充，也许由于文化研究是新 
领域这一标签，缺乏确定的方法论和得到明确界定的对象，它在试图界定其自身 
的特殊性时,综合而且积极地利用众多理论资源。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影响， 


①根据通常的叙述，这个挑战来自于学者所形成的“学问性的”一代,如特纳 (Turner,1996) 指出，这来源于 
“战后英国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以及成人教育的扩展，而这些正是战后重建的一种方式和福利国家的一种手段” 
(p. 44； Steele, 1997) 0 劳工阶级的子弟，如豪格加特 （Hoggart, 1957) 和威廉姆斯，将其任务理解为推广普通大众 
的文化，反对高文化的英国精英主义所具有的规范性价值观。后者培育了对前工业化英国民间文化的乡愁，而新 
知识分子则考察并确认了产业工人阶级的流行文化。但是，正如特纳所指出,这个教育现代化的阶段也恰好是战 
后“工业”性大众文化扩张的阶段一这些文化大多源于美国，或者受美国启发。早期对发展的批判性反应是模 
糊的和否定性的。嵌人在“民间”和“大众”之间的“流行”文化，成为了不稳定且富有争议的研究对象 （Frow, 
1995； Grossberg,1997c;Hall,1981;Miller & McHoul,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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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体现在它拒绝给予“专业”读者以诠释特权，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的经验 
维度的关注。格拉姆西式的将文化理解为论辩场所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 
多地受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 

而女权主义者对日常性的和“个人性”生活政治的理解，如同任何单个的知 
识分子的影响一样，具有根本性和长久性。关于文化（以及文化理论）的批判，对 
1970年代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波”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要概括这一个复 
杂且多样化的社会运动对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十分困难，我们可以指出女权主 
义这一潮流影响之下的两个后果。其中的一个趋势是，将“自我 （ self )” 视为是社 
会性的创造，而不是个人性表达的简单反映。例如，许多女权主义者往往将“个 
人性即政治性”的口号理解为，必须将国家的资源夺取过来，促使女性拥有更多 
机会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从而改变其生活，增进其利益。文化政策领域的工作 
则可以从女权主义以往的巨大成功之中找到先例（尽管它并不总是这样）。另外 
一个趋势是，假定日常性政治不仅要面对阶级、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性和 
性别的运作，而且还涉及它们对于智力生活和教育的影响。科索伊斯（ Curthoys , 
1988) 在1970年即主张，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公共生活已经被认为是历史的焦 
点，为什么公共生活完全被男性所占据” （ P . 4 ) 。而现在，文化研究则在更为广阔 
的范围之内继续这一质疑，它既是对教育的一种批评，又是一种教育学试验 
(Giroux & Shannon , 1997 ； Luke , 1996; McCarthy & Crichlow , 1993 ； Striphas , 1998 ) 。 

这里要指出的是，文化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一个 
反应，还从这些运动之中衍生出了许多主题，其研究前沿,其论辩方法，在某种程度 
上，其理 论侧重 点和具有特色的工作方法，都来源于对那些运动的考察。由于这一 
原因，在我们看来最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依然将兴趣集中于把握特定形式符号行动 
的意义和特定时刻文化实践的后果——该领域的实验“系谱”有时候可以帮助我 
们明白这些意义和后果——而不是提供一个案例以反驳相对陈旧的文化理论。文 
化研究 （ 正如我们所见）并没有敌视“理 论”； 理论工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实践 
形式。在这一全新领域之中出现的，仅仅是一场理论上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 
在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 
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之间——常常可以通过某种严格意义上的混合而在实践之中加 
以解决 （ D e ut sc h e ，1996 ; Grace ，1993 ; Nightingale ，1996 ; 0’ R e ga n ，1996)。 

我们试图指出，近年以来一个类似的趋势是“学科性”争论的强化，这些争论 
发生在“文本主义”和民族志的拥护者之间 （ Ang ，1996; Hartley , 1992 a ，1998 ; 
Morley , 1998 ；Murdock ,1995,1997), 以及政治经济学和“诠释性”文化研究之间 
( Gamham , 1995 a , 1995 b ； Gibson - Graham , 1996 ; Grossberg , 1995 ) 。虽然这些争论 
对于巩固其领域是多么有效和多么必要，其未来的方向或许会更为直接地取决 
于实验式经验主义，例如，普罗比因 （Probyn ,1998, 1999 a ) 关于食品、时尚和农业 
经济的 著作； 陈 （ Chen ，待出版）关于“ KTV ” 流行于整个台北市的政治一历史性图 
解 •，或 者埃姆伯利 （ Emb er ley ，1998) 关于毛皮贸易的文化政治研究。这些经验主 
义研究项目，非但没有“反理论”，还反映了学科性的区隔和融合这一复杂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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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明确阐明他们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它们都必须从近来关于文化这一普遍性概念的“理论性”批判 
实践之中进行学习和思考 （ Grossberg , 1998 b ； Massumi ,1996,1997; Readings , 1996； 
Spivak ,1993) 0 在本章开头，我们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学术界以及更为广阔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些批评则已经开始再次挑战文化研究自身的基础范 
畴和制度构造——或许，还有文化研究实践的必要条件。无论“文化”的未来如 
何，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经验主义研究的承诺，还是对于“研究”本身所处的社 
会和政治框架的不断质疑，都将继续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如此密切关注媒体 
社会之中“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不确定边界的领域而言，这一领域还关注 
“流行文化”影响实践、塑造现代公民梦想的多样化方式，关注制度性知识、欲望 
对于其研究目标的冲击，关注当代文化经济之中故事与空间、事件和场域、“历史 
制造”和“发生”之间的复杂而又具有广泛牵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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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世纪初期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探索和研究同性恋的生活时，这些研究 
者们面临着很明显的现实 I * 碍，即他们很难找到研究的参与者。那时同性恋被 
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遭到众多惩罚，当有些人怀有对同性的渴望并与同性交 
往时，他们需要恪守秘密，同性恋者的生活是脆弱的“双面”生活。敢而寻找同性 
恋者参与研究非常困难。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为争取同性恋者权利和自由的运 
动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这时,人们便认为寻找志愿者参与研究是件容易的 
事儿了。 

. 事实上，从某个侧面来讲，事实确_如此。尽管同性恋者遭受的侮蔑、惩罚 
曰益增强，同时他们要:£加严格地保守与同性交往的秘密，但是他们依然公开、 
坦然地居住在一起，他们也常常是有组织的社区成员。这使得寻找和研究同性 
恋者从此变得不再困难。然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性别研究的历史的某些方面 
类似于对妇女、种族的研究历史 :这种 历史与政治和社会运动紧密相联,并时刻 
警惕着不要将“科学”运用于对边缘化的抵制，特别是这种研究还非常青睐定性 
的研究方法一这一方法至少看起来较少对研究主体进行客观化，而更多地考 
虑文化与政治意义的建构，从而为各种曾被压抑的声音和实践提供了更大空间。 
因此，从这个侧面来讲，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始也标志着新的性别主体在政治和 
学术领域的出现。它使得这一鲜为人知的群体被公诸 于众。 

然而，这一研究主题出现的同时也正在消亡。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研 
究主题在许多方面显得问题迭出，令人费解。随着“酷儿理论”的壮大 （ 这一理论 
从社会建构者的视角出发，强有力地糅合了后结构主义对一体化的批判 ） ，同性 
恋主题自身自动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更不用说被研究 
了。正如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一样，抛开被自定义为其核心问题的性、种族、性 
别、国别或阶级，“酷儿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构的理论。这正是本文要讲述 
的核心 问题: 我们是如何从对性主题的存在 （ 唯一需要找寻和研究的主体）不假 
思索的偏信到同性恋研究的盛行（它充斥着同性恋者对自己生活的书写和描 
述），到开始怀疑性主题并非必须用于研究,并到现在的对性主体性的解构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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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述的这些可以构成一个故事，而且在本质和意义上与定性研究有着并行 
不悖之处和相似的历史。正如邓津和林肯所说 :早期 传统的对于稳定主体的“客 
观性”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置 
疑，并产生了“一个总是摇摆不定的中心 ” （Lincoln & De nz in , 1994, p .575)。 

笔者追述这些相关历史，目的在于指出一些对性别定性研究有巨大作用的 
主要驱 动力： 在这些动力的影响之下，对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去研究那些自称为 
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移性恋者 的人; 对于定性研究来说这意味着去最大程 
度地置疑对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移性恋者的社会分类的稳定性和文字表述 
的现 实性; 还意味着去探究“现实经验”在这种研究和描述当中的 地位; 对研究来 
说也意味着无章可循与制度化同时并存，特别是在一些政治与科研紧密结合的 
领域。 

性别研究的政治学 :定性 研究的推动力 

性别研究特别是同性恋研究，总地来说 ，一 直以来都与定性研究紧密相 
联——以此作为本章一个总的起点，笔者将首先快速地概括一下这一研究实践 
( 民族志、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历史研究等），当然这未必可以成为一 
个严密的体系。这一实践明显有别于定量研究，并经常置疑认识论对于实证主 
义的假设，其看似散漫却相当独特的研究重点在 于:对 文化意义的建构和阐释的 
过程、团体与个人的界分、社会互动、对日常行为实践的研究等。 

定性研究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政治背景，性别研究也是在这一背 
景当中形成的。尽管社会科学中性学流派早已存在，但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更 
强有力的和由来已久对实证主义科学和一些科研团体的置疑，那就是认为实证 
科学和一些科研团体的性学研究与自定义的同性恋者的旨趣出人很大。这些实 
证科学主义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耻辱的，并试图探究越轨性行为 
的起因，进而寻求治疗办法。这一置疑给定性研究开辟了内在的轨道。另外，定 
性研究由于重在分析意义的建构和日常的生活经历，它特别适合于研究行动目 
标的可视性、文化的挑战，以及自我的测定。最后，由于同性恋者的研究给其自 
身带来了新的理论上的发展——特别是其批判性地对性别分类和身份进行社会 
建构，并拓展了当代社会中同性/异性两性上的意义——它着眼于解释性的事 
件，使得它更适合于用定性研究去分析。 

与此同时，定性研究得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先前缄默的声音被融 
人到了该研究当中。这些声音与性学研究相互影响。邓津和林肯 （Denzin & 
Lincoln , 1994) 将定性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义为五个重要“时刻”，性学研究正是在 
这一复杂的过程当中而 诞生: 从传统的“对实地研究殖民化的解释”即关心“有效 
的、可信的和客观的解释” （1900—1950)； 到现代主义者尝试用正规的定性研究 
方法去阐释因果联系 （1950—1970); 然后过渡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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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模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观察者“在解释他们所描述的事物时不再享有特权 
了 ”（1970 — 1986); 接着 出现的阶段被称为“表述的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研 
究和描述变得更具反身性,并且认为“定性研究者能直接捕捉现实生活”的假设 
也不再盛行 （1986 — 1990) ;到了当代“后现代的时刻”，“宏观理论”和“超然研究 
者的概念”就被彻底抛弃了 （ pp . 7,9，11 ) 。 

显然，定性研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事实上，笔者讲述的 
所有一切也不可能成为永恒——这也正是本章所要讲述的中心议题。笔者用了 
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性特征”来强调尽管笔者所要讲述的领域大多是有关非异 
性恋的、性地位的形成、身份和行为具有非一致性，但人们对这些研究客体的认 
知也在如下重要方面发生了变 化：对 同性恋的研究已经不再完全等同于对男女 
同性恋者的研究，也不再完全等同于从同性恋者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对男女同 
性恋者的研究，以及最新出现的酷儿研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在很 
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同性恋研究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男女同性 
恋者、双性恋的、同性恋的、变性者诸如此类的词都被用来定义性和性别，人们的 
自我意识或者从自身固化下来，或者通过多样的社会过程而稳固下来。“同性恋 
者研究”（以及近来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变性等）这些概念亦主要被视为对 
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无论是从身份界定还是学科划分来讲，“酷儿” 一词已经成 
为一个更为复杂、难以达成共识和令人费解的概念 （ Grnnson ，1995) 。尽管有时它 
被用于描述“有色人种”，例如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但从政治维度 
上讲其意义更加宽广，它包括了性和性别之外的所有内涵。笔者在这里采用“酷 
儿”一词，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它体现了对同性恋身份界定的不稳定 
性。酷儿是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标志着无论从自身角度或具体行为来讲，它都是 
对性和性别的偏离，它永远处于变化当中。酷儿理论和酷儿研究不是将研究的 
焦点过多地放在对某一特定的人群上性别分类的过程和解构上。二者事实上与 
其自身的政治体系不可分割。 

卖证主义的#质兵糸 


特别是随着1960和1970年代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者运动的发展，性学研 
究从一开始就与矫正同性恋者病态的、受侮辱的社会地位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联 
( Adam , 1995)。因为从历史上讲，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直在强调 
同性恋是病态的、越轨的或两者皆是。许多后石墙时代 （ post - stonewall ) 的性学研 
究就算不是公开敌视性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至少也对此存在模棱两可的态 
度。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对性学研究因此是呈敌视态度的。 

最早的同性恋研究见于一些训练有素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性研究当 
中。他们从实证主义的模型出发，这样一来，寻求自然界使性道德化的客观真理 
的诉求就被掩盖了。虽然这些研究者通常从自由化的意图出发，旨在将性从宗 
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始终都认为同性恋是越轨行为，与常态背道而驰。 
他们的目的就是去破译治疗学的源头 （ Weeks ， 1985)。简言之，这些研究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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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者的角度出发，但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危险的，或 
是犯罪①。同性恋在官方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失常。直到1973年，经过 
诸多努力，美国精神病协会在对精神失常者的治疗与劳力统计项目中终于找到 
了“科学地”研究同性恋与同性恋被侮蔑、被矫正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政治联系 
( Bay er ，1981) ，从而改变了将同性恋视为是精神失常的认识②。毫无疑问，对于 
在政治上与同性恋运动有联系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探究和解释意义而 
非“事实”的研究者而言，定性研究通常更为研究者所欢迎，因为它在研究者与 
“主宰者的工具”之间保持了距离。 

当然，就对性实践和性观念的研究而言，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长期 
以来一直占据着有效而显著的地位。它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研究同性的活动， 
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更进一步去揭示非正常的性特征所具有的正态和可敬的 
一面:从 1940—1950年代的金塞等人 （ Kinsey ， Pomeroy , & Martin , 1948 ; Kinsey , 
Pomeroy , Martin & Gebhard , 1953 ) 到 1960—1970 年代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 Masters & Johnson , 1966) , 3 \ 1990年代的基于“性的社会组织”的大规模调査 
( Laumann , Gagnon , Michael , & Michaels , 1994 ) 0 例如，根据传记作者的记录， 
金塞报告的策略即通过堆积科技术语和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去“呼唤科学!” 
( Jones , 1997, p . 107) 0 金塞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性的续谱概念，揭示了广为流 
传的、典型的和所谓的越轨行为是如何通过提供“科学的证据以重新审视传统的 
道德态度”，进而去改变有关性的盛行提法的 （ D ’ Emilio , 1983, p . 33) 0 其结果 
是“婚前性行为、通奸、同性恋成为可被接受的体面话题” （ Jones ， 1997, p. 100) 0 
与此相似的是，胡克尔 （ Hooker , 1958) 的研究比较了心理学资料中男性同性恋者 
与相应的非同性恋者的样本，他的研究“实证地显示了同性恋者的‘正常性’ ” 
(Nardi & Schneider 1998， p .3) 0 

这种试图解开同性恋之谜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今天这些研究通 
常与个人的识别、政治的联盟和性的边缘化紧密相联。事实上，特别是在心理学 
领域,或更狭义上的政治科学和经济学领域当中，社会研究者经常尝试去挑战异 
性主义者，他们运用科学的工具和逻辑去解开同性恋者之谜 ：有研 究发现，同性 
恋者的子女与非同性恋者的子女相差甚微 （如： Patterson , 1992, 1995); 有些研 
究则尝试去发现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公众反同性恋的程度以及在这些人群当中犯 
罪的性质和广度 （如： Herek , 1989, 1997) ;还有些研究是去分析同性恋者的经济 
境况 （如： Badgett ， 1995)。这些研究一般是具有防卫性质的社会研究，用“事实” 


① 这事实上是一种表现同性恋者的压迫不同于其他边缘化的团体的重要表达方式 :例如 ，尽管在很多方面 
我们有对女性的一些固化认识（比如，女性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但女性的地位并不总是被视为病态的或非正常 
的; 或者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种族研究将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视为劣等的（包括认为他们更具有犯罪倾向），而黑 
人自身并不总是被视为有罪的和需要被矫正的。 

② 韦克斯 (Weeks,1985) 论述到，“为保护其自身，许多性学家成为了性规范的鼓动者。对科学的呼唤进而 
便成了一种使权力关系的参与合法化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对在科学上持中立态度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关于女 
性、性的变异性、性的越轨者或维护者）可以变成限定和划分性行为的依据 ”（p. 79)。 



去检验和置疑对一个看似同一的社会的假设①。正如男女同性恋者战略性研究 
机构对其自身使命所陈述的那样，这一组织是“去从事公正和独立的学术研究， 
并分析那些批判性地针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社区的公共政 
策”，“而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公正的、独立的研究去抵制（右翼的）谎 
言 ” （Institute for Gay and Lesbian Strategic Studies ， 1998 ) ^ 就算当自然科学的模 
型被用于性学研究，科学与同性恋者生活之间的历史性矛盾也不容忽视。 

早期对科学与性学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另一个反映是去调查“越轨者”本身， 
并将他们置身在自己的时空当中，脱离方法论上（有时是政治上）的影响。性学 
研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定性研究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的 趋势： 它“展示了实 
证主义的科学范式”，实地研究“外来的和奇异的”他人，“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 
文学的自然主义”并通常“将研究主体浪漫化了 ” （DenzinS Lincoln , 1994, pp . 7 , 
8) 。虽然上述研究使研究者更加接近被研究者的主体实践，但这种研究并不能 
一下子跳出政治的束缚。例如，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对男同性恋者定性的社 
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污点处理上 （如： Humphreys , 1970； Leznoff & Westley , 
1956; Reiss , 1961 )， 并将同性恋视为“越轨性世界的乱伦者、娼妓、罪犯、茶室、浴 
室和酒吧的一部分” （ Seidman ， 1996, p .7)。 然而，正如塞德曼 （ Seidman ， 1996 ) 
所 说:尽 管“大多数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同性恋视为不公正的歧视下的受害 
者”，社会学研究却“助长了公众对同性恋的这样一种认识，即与正常人、可敬的 
异性主义相比，同性恋者是异己的、怪异的人种” （ p . 7 ) 。然而，随着同性恋者运 
动的不断壮大，这些被视为奇异的人类也开始从事自己的研究，去研究和描述他 
们自身，这为性学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融会开辟了新的道路。 


运动与> •教碑 体研究以汊对«我的闲幹 


在1970至1980年代，受女性主义启示的女性研究和受民权运动影响的种族 
研究影响了对同性恋的研究，学者们所开辟的新的同性恋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研 
究者自称是同性恋者）开始“解析”同性恋者被“隐藏”的历史，“去重写同性恋者 
的过去” （ Duberman , Vicinus , & Chauncey , 1989 ;也见 Faderman ，1981 ； Katz , 
19 7 6)并开始记载经验的现实（如： Krieger ， 1983； Levine , 1979； Newton , 1972)。 
上述的这些研究多见于传统的历史和人种学研究当中，但它同时又与学术界以 
外的某种定性报告的假设交相 呼应； 在这些定性报告中，个人的阐述和经验的真 
理被用于去重写在历史上一 •直 被否认的同性恋者的主观性 （Jay & Young , 
1972)。事实上，更进一步地研究是出现在白人、男异性恋者的团体中，特别是从 
边缘者立场出发而写成的自传作品，例如比较经典的有作品集《这座桥使我回想 
起过去：激进的有色女性作品 》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 Writting by Radical 


①这些研究曾在指导制度化的异性主义 （heterosexism) 和同形异义 （homophobia) 上显得特别有用,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焦点,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定性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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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of Color , Moraga & Anzaldua , 1981) ①。 

这些与政治相联系的“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事业，不仅为定性研究另辟 
溪径，同时也隐约地对客观的科学研究给予了认识论上的批判。正如女性主义 
者和黑人中心论 （ Afroncentric ) 派的理论，它们都是以日常边缘化的经验生活作 
为建构理论的基石 ( Collins , 1990； Harding , 1987； Smith , 1974) 0 它们也开启了 
个人记述法的研究先河，进而对同性恋者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给予了新的阐释。 
这说明外行者的经历可以为我们看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独到的视角，而所谓的 
有关性的客观事实的东西，事实上只是白人非同性恋者的主观认识而已——总 
而言之，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上述的 
变化，我们还应该 看到： 在一个将女同性恋者侮蔑为不起眼的病态人的环境里， 
女同性恋者对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此的巨大挑战，而且也是对定性研 
究的一个普遍挑战。“旁观者”的客观性被认为增强了定性研究的信度，同时非 
本土的研究者又保留了“去描绘被研究者的权利 ” （Denzin & Lincoln ， 1994, 
p .8) 。对同性恋者自身而言，他们的声音也通过访问、民族志研究、自传和历史的 
重新建构而得以体现出来，仅仅依赖权威只可能削弱研究的客观性。 

上述不同的研究分支都吸取了对于自我的“实质性”假设。而在斯通沃尔 
( Stonewall ) 以后，在邻里和组织机构中对自我的各种观念的收集，都与相对新的 
“性的少数群体”运动密不可分 :不管 它们源于何处，性的差异是自然的 变化; 性 
的分类与那些自然的变化一脉 相承； 因而同性恋者便成为了一个与种族少数群 
体一样的少数派。例如，在1980年代早期，当学者们开始揭示和描绘同性恋者 
过去和现在台前幕后的生活时，人们便认为男女同性恋者代表了相似的个体，并 
且构成了时空当中一个稳定的群体。而正如埃普斯坦 （ Epstein , 1987) 和德埃米 
利奥 （ D ’ Emilio , 1983) 所说，同性恋的模式被视为“实质”和同性恋的社区被视为 
“少数群体”只不过是激进的政治运动的工具而已。1970到1980年代，种族的自 
我特征充斥于整个政治和研究领域。埃普斯坦 （ Epstein ， 1987 ) 认为，“它有明显 
的政治功效，因为它允许集会的方式特别适合于美国的状况，美国有着民权运动 
的斗争史，和基于种族和利益群体的竞争” （ P . 20 ) 。性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存在 
于模棱两可地趋向于实证科学的境地，而且回应于少数群体集会的美国政治传 
统。定性研究将会把性的少数群体共同的、鲜活的生活展示出来。重在研究真 
正的男女同性恋者的共同之处，这曾经是少数群体研究。 

建构主义者的转向 

上述这些方法是有效而合法的，特别是在一个对少数群体诉求具有敏感性 
和对非正常的性充满了神秘和陈辞滥调的政治环境当中。这些研究方法也是对 
他们自身假设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进一步增强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和其中心 
地位。正如克拉夫 （ Clough , 1994) 论述的那样 ：“认 为同性恋的身份及其行为具 


①很有趣的是，当双性恋运动在1980年代形成之时，许多有关双性恋的作品运用了个人叙述的描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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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性，只可能是要求我们去进一步探究这种特殊性和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建构 ( P . 143) 0 这最后导致了对同性恋行为或同性恋身份缺乏统一的认识”。 
像一些散点一样，多学科交汇的性研究已经开始融合,其主要的“实质主义的”前 
提假设也在迅速消亡。认为不同的性主体在实质上有相同的性核心（取向或倾 
向）的认识，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同性恋者与少数群体是相同的物 
种，因此具有与少数群体相同地位的认识也受到了置疑。与此相关的更加普遍 
意义上的认识 是： 自然界赋予的性有其“真理”，因而它可以与其他自然主体一样 
被研究，任何真理只要超越了与性、躯体和欲望的社会性连接，便会变得站不住 
脚了（见斯坦的对性“实质主义的批 判”： Stein ,1992) 。 

事实上，实证主义性研究的传统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被另一种研究策略掩 
盖了其光彩，这种研究策略对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假设适合于做性研究的观点 
持反对态度。正如许多行动主义者 （ activist ) 和一些研究人员采用了女性主义的 
视角一样，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者是与同性恋者的政治直接相关的 （ Phelan ， 
1989； Whittier , 1995)。同性恋学者将实证的研究方法批判为将性的社会秩序视 
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种批判的声音最早来源于做定性研究（符号互动、现象 
学和标签理论）的社会研究者的实地研究当中。这些研究者呼吁去区分社会的 
和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肢体和欲望被赋予了内涵，并被转化为富有政 
治重要性的社会类别和具有重要意义的集体行动种类的根基。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开展的普遍挑战，松散的性 
学研究也开始在“解构自然化”的推动下纠正其自身 ：性从 性质上讲不再是像植 
物或细胞一样被作为研究的固化 现象； 而是附着于个人、团体和社会的肌体以及 
欲求当中的一系列内涵 （Gagnon & Simon , 1973)。正如埃普斯坦 （ Epstein ，1996) 
归纳的那样，“我们反对性是生物给予的自然化的观念，反对弗洛伊德性趋力的 
模型，也反对金塞过分强调行动的 堆垒; 社会学家认为，性的意义、身份和种类是 
多学科相互协调后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简言之，性是被构造出来的” 
( P . 145)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证明了性意义的文化和历史系统的多样性（如 
Greenberg , 1988 ； Ortner & Whitehead , 1卵1 )，这一系统从将“同性的”作为一个 
整体去研究，到将“同性的” （ 和后来异性的）视为一个社会种属和身份“而被分 
析，其相对的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根基被予以审视 ” （Nardi & Schneider , 
1998 , p . 4;也见 McIntosh ，1968 ； Plummer 1981 , 1992)。 

尽管具有理论的取向，建构主义在方法上却注重分析适合于做定性研究的 
问题，并试图去“阐释或解释与人有关的现象 （Denzin & Lincoln , 1994, p .2), 
即 ：性的 类别是如何被建立和改变的，有何效果？与身份界定有关的同性实践是 
何以被建立或不被建立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 
性的分类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并研究被认为是与性的类别相关的事物 （ 比如同 
性恋者如何生活、同性恋的病源学等），同性恋的研究者也开始从政治、历史和社 
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分类和身份自身。给肌体和享乐赋予意义的各种各样的 
“性体系” （ Rubin , 1975) 也成为了焦点问题。例如，在一项早期研究当中，庞斯 



( Ponse ,1978) 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去解析“在女同性恋亚文化中的身份的社 
会构建及其意义”，随后的许多研究也具有与此相同的目的并采用了与此相似的 
方法。基于构建主义体系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解释性质，定性研究的方 
法——民族志的 （ ethnographic ) 、社会历史学的，等等——进而开始将自身建设成 
为热门学科①。而且由于“实质主义”有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性科学的假设 
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性学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距离也日渐加大了®。 

同时，在有许多学者卷入的政治运动当中，那些发现自己被定义于集体身份 
之外的人（劳工阶层的人们、有色人种、性的激进人群等）试图挑战与此相关的类 
别界定。这些挑战将问题聚焦于对性身份的有问题的建构上，对正在进行的对 
同性恋“少数群体”的批判性的解构上，以及对种族、性别和性身份关系的探讨上 
(如 Clarke , 1981; Hempjill , 1991； Seidman , 1993)。这些冲突表明，“我们”是 
谁，已经不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而成为一个比对同性恋少数群体研究所意 
想的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东西。一位重要的先驱在对同性恋的评论当中指出， 
男同性恋领域中的边缘人所强调的将性的特征或性欲置于首位的论断会导致错 
误的选择（比如对女同性恋者和黑人身份的界定），并会掩盖种族、性别、民族、 
性、体能和阶级之间的重要联系。 

这些受运动所驱动的取向用排他性和多样化为自己开创了道路，并逐渐转 
化为定性研究 ：比如 托马斯 • 阿尔马圭儿 （Tomas Almaguer) ,他回顾了人种学和 
传记学的许多作品进而去描绘奇卡诺男同性恋者如何通过两个孑然不同的性体 
系去规划其自身。这两个性体系即欧美体系和墨西哥/拉丁美洲体系。欧美体 
系强调直线式的男同性恋主轴，而墨西哥/拉丁美洲体系则以被动一主动为主轴 
贯串始终 （ Almague r ， 1991 )。 这一切正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 
线变得模糊起来”的时代 （Demin & Lincoln, 1994, p.9) ，许多对性多元化身份进 
行再理论化的呼声也出现在一些有色同性恋者当中。这些人活跃在诸如影视、 
文学研究领域或非学术界中（如 Harper 1991 ； Hemphill, 1991; Trujillo, 1991 )。 

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根基和多元身份的政治根基相互融合，二者都受到了福 
柯 （ Foucault ,1978) 和受福柯影响的历史研究（如 Greenberg , 1988) 的极大影响。 
福柯作品的有力介入加强了定性研究和性学研究的联系，并开创了将性身份予 
以理论化的新阶段。同性恋被视为一个当代历史和文化的“新发明”，而行为与 
身份相融合使得这一发明成为可能。福柯 （ Foucault ，1978 ) 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指 
出，虽然鸡奸曾被视为“ 一种被禁止的行为”和暂时的越轨，但是随着“大爆炸” 
式的19世纪的来临，同性恋便随之变成了一个“物种” 、“一 种角色 、一 种过往 、一 

① 建构主义者的思路和作品尽管对“实在论”的假设持质疑态度，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享有1980年代少数群 
体运动的 特征; 当我们追溯“同性恋”成形的过程并将其写人历史时，当我们摒弃了公认的同性恋主体时,“对于 
产生同性身份，并将同性恋奠基为新的少数群体的社会因子分析”便“将男女同性恋者的亚文化合法化为一个类 
似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少数群体” （Seidman, 1996, P .9)。 

② 对“实质的建构主义者”的论述并不罕见 （Stein, 199 2 ),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 
们探究同性恋的生物基础时，我们会发 现:尽 管实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没有与定性研究紧密相联，但建构主义者的 
性观念却很受定性研究的青睐，实质主义的观念也经常与实证科学紧密相联 （Bur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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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和一种生活方式” （ P . 43 ) 。 

福柯的作品《性史 》 （History of Sexuality , 1919 , ) 以前所未有的笔触论述了性 
“演说”的社会建构，置疑了科学知识是一种进步的论断，并鼓励人们去重新审视 
这一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性类别的界定。当机构性分析在某种程度 
上变得偏离正轨之后，对此进行的性演说也进而变为“我们自己的真理”，包括那 
些“反演说”，诸如少数民族身份，特别是科学的性研究——薄 I 在都成为被分析和 
解构的焦点。随着性的类别构建、宣扬、意义建构和界定成为调研的主要课题之 
后，定性的性学研究也便成为了那个阶段的研究焦点。 

然而那一阶段最初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研究方法和认识论的干扰。定性 
研究者在1980年代晚期所面临的权威和立法的危机（诸如 Clifford & Marcus , 
1986 ) 主要是由于在性学和其他领域受到了福柯的有力推动。福柯认为方法上 
的实践，诸如精神分析的个案研究等所有的方法都在它们特定的“真理王国”中 
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没有任何一种知识的建构是游离于政治关系之外的。酷儿 
理论和酷儿研究正是在对方法的批判和对认识论的怀疑的相互交织中脱颖而 
出的。 


“酷儿理论”以及对身份的批判 

随着性学的定量研究沿着自身轨迹的不断发展——尽管它有时也偏离或规 
避同性恋的定性研究①,“酷儿理论”的出现使得性学研究在1990年代进人了一 
个全新的阶段。由于深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并主要产生于以人文主义为 
根基的文化研究中，同时又与富有反抗、与常态抗衡精神的“酷儿”政治有某种联 
系，酷儿理论最初便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中崭露头角 （ Epstein , 1996； 
Gamson , 1995； Stein & Plummer , 1996)。酷儿理论借用了建构主义和福柯的视 
角，但同时又强调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即关注身份和与 
身份相关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关注对话与解构，并对“广义的阐释”持质疑态度 
( Kellner , 1988； Seidman & Wagner , 1991)。酷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定性研究领 
域中后现代主义时刻的到来，其中性取向，即“犹如新生事物，而先前被压抑或沉 
寂的声音开始出现在人们的对话当中 ” （Lincoln & Denzin , 1994, p .575) 有些令 
人费解，但这一取向同时也成为性学研究中最有力的推动力。除了诉求上的重 
心外，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本身，酷儿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检测和自身不断成 
型的过程。 


①离婚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因此1995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社会和行为科学性学报告中呼吁“在 
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建构性行为的重要性”，同时“帮助人们意识到性不是一个个体的系列组合，或与特定的 
举止和物理上的躯体相联的行为片断,而是代表了一系列的性行为和规范，这些行为和规范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意 
义及其重要性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di Mauro, 1995, pp.4-5) ——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二十年中多数的定性性学 
研究而言,它还是颇有新意的。 




386 定性研究（第 l 卷）：方法论基础 

酷儿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和挑战，极大地改变了定性研究的主要 
领域。一方面，定性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被拓 宽了： 研究不再只集中于同性恋者 
的生活和身份界定，或是同性恋和少数群体的身份研究，而是强调当代社会中各 
个侧面同性与异性之间的 区别。 比如，正像伊夫.考索夫斯基 • 塞奇维克 （Eve 
Kosovsky Sedgwick ) 在《不切实际的认识论 》 （Epistemology o / f/ie Closet ) 中所写的 
那样，若从广义上探 if 酷儿理论的根基，“对于当代西方文化某一个侧面的理解 
和认识不仅是很不够的，而且也破坏了酷儿理论的实质——因为这样不能将当 
代对同性/异性恋定义的批判性分析纳人其中” ( p . l)o 

这是对那些先于并使得酷儿理论成为可能的理论和研究的背离，它使得研 
究的目标“从解释当代同性恋现象到质疑同性/异性恋的运作，从极力关注同性 
恋现象到将异性恋视为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原则，从关注少数群体的政治诉求到 
关心知识与差异的政治主张” （ Seidman ， 1996, p .9)。 对所谓“反常态”的各种各 
样的解构和批判亦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和形态，认为“人性与异性恋是同义词” 
( Warner , 1993, p . xxiii ) 的观点已经成为酷儿研究所重点批判的东西。 

另外，酷儿理论在理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它的政治诉求常常被等同于是 
反同化主义的，反常态的和解构的 （Berlany & Freeman , 1993 ; Cohen , 1997 ; 
Duggan , 1992)。 如亚历山达所说，“‘酷儿’应该去挑战和模糊我们对于性和性 
别分类的理解和运用” （ Alexanders , xvii ) 。正如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被纳入“酷 
儿”政治的种属中一样，分享性和性别的差异性，比如，双性恋和移性恋越来越成 
为理论和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一现象已闻名于酷儿研究之中。这些研究事实上 
模糊了性与性别的界线（如 Epstein & Straub , 1991 ； Garber , 1995 ; Stryker , 
1998 ah 与这一显著变化同步而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方法论上的转移，它们动摇 
了定性的性研究的根基。 

对话、语 f 和身侉界走 

不足为奇，上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对 
男女同性恋者、移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实地研究，目前已经被对话分析通过文献 
回顾的形式视为是酷儿研究之外的东西。如1990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酷儿理 
论曾对“生活经历是可以被捕捉的，同时是可以被研究者所直接描述的”论断提 
出过质疑，酷儿理论相反将其视为是特定场景之下的语言活动 （ 包括进行“社会 
研究”时的对话），通过这种形式，性主体惲得以显现。塞德曼这样解 释到： 

酷儿理论不仅仅视异性恋和同性恋为一种身份界定或社会地位的标 
志，而且将其视为区分知识、语言的社会种属。这些知识和语言规划了我们 
对身体、欲望、性和身份的界定。这是一种常态的语言，正是它规定了更多的 

道德标准和科层政治 . 酷儿理论呼吁对同性恋的研究应当不仅仅是对少数 

群体的研究-它使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成为研究的主体-而是对通过 

性 （ 异性恋、同性恋）将“社会”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研究—— 
躯体、欲望、行为、身份、社会关系、知识、文化以及社会机构 （ Seidman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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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 12-13) o 


正是对知识、语言和对话的研究使得文学分析对于酷儿理论来说如此重要。 
事实上，正如克拉夫 （ Clough ，1994) 所说，对于酷儿理论者来说，“性别或性并不 
是一个文字现实，或是一个社会构建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学现实”，因此，如理论 
学家巴特勒 （Judith Butler ) 所指出的“对社会的重新解读把意想和现实、传奇和 
历史、争论与学术对话，以及社会科学与文学批判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所有 
这些都存在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之中” （ P . 155)。 

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出发，定性研究者对“现实”，比如说对男女同性恋者的调 
查，只是反映了男女同性恋者生活的一个缩影，而另一些主要的异性恋主义的机 
构，如军队或学校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以及研究方法也是相当肤浅的。事实上， 
后结构主义者将社会现象融入到文学现象当中，同时将社会作为一个客体去“解 
读”，就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了实地研究对个人的、集体的或机构的社会行为的研 
究界线。“基于后结构主义者将文化符号运用于文学实践之中”，塞德曼强有力 
地论述到，“也基于这些实践是从结构性的场景中凝缩而成的，我们因此反对对 
后文化主义的缺陷进行批判” （ Seidma n ，1993, p . 135)。尽管酷儿理论也没有明 
确的意旨，但酷儿理论的视角已经开始去重新定义究竟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称 
为是用文学武器武装起来的定性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先前也曾被实证的社会研 
究者视为是定性研究（如 Plummer , 1998)。 

当然，如果将对酷儿理论的关注从性的生活体验转移到“文化的语法现象” 
(grammar of culture ) ,即“语言和对话与权力、产出、组织以及多样的场景与机构 
的流通之间的关系” （ Tierney , 1997, pp . 9-10) ，这在某种程度上便要归功于文化 
研究中的知识分子霸权。性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社会主体的存在持深刻 
和明显的质疑态度，而这些社会主体是先于其松散的构造而存在的，这些社会构 
造的“实践”又是可以很容易地被研究和表现出来的。在关注知识、语言和性等 
的同时，酷儿理论也鲜明地反对“相辅相成的同性恋理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概 
念： 即对同性恋身份统一性的假设” （ Seidman , 1996， p . 11 ) 。 

对同性恋身份界定的批判贯穿于酷儿研究的所有论著 当中： 身份应当是多 
样的、不同的、不完整的、不连贯的、受约束的、非一体化的、非固定的和变化 
的——研究者很难在研究性主体时将其视为是固化的和随时随地便可供提取的 
社会种属。比如，巴特勒 （ Bulter, 1991 ) 曾说，“我总是被身份界定的问题所困扰， 
这些问题就像绊脚石，我需要去理解它们，推动它们，并把它们当作是不可避免 
的障碍” （ p. 14)。 她说，身份界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误” （ Butler, 1993, 
P.21)。 酷儿理论家沙思 • 菲兰 （Shane Phelan) 阐释到，“当我们还将女同性恋者 
视为是一个有意义的种属时,将女同性恋者再进行细分便遭到了反对，同时女同 
性恋者也被视为是一种批判性的性解构概念，而非具有单一的政治内涵的社会 
生活的集合体” （ P . 766)。 沃尔纳 （ Warner ， 1993) 曾 写到： 

男女同性恋者是被多重界线所定义的，因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即谁是而 
谁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便成了一个非但模棱两可，而且永久存在，且需要论 



证的问题。无论如何，被定义为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都是模棱两可的， 
有些时候定义也是因他们的行为所决定的……“酷儿”因此指出了在定义那 
些与酷儿政治有利益冲突的人群时所存在的困难 （ pp. xxv-xxvi ) 。 

身份界定，不应该被视为社会研究的起点，更不应该使研究者固步自封，停 
滞不前。事实上，基于后结构主义者的评论，社会主体的存在，首先是从社会主 
体对自身的意识开始的，而社会主体的构建也是经过了一个散漫的过程——如 
社会研究——以及持续不断的身体再现，或性及性别的“表演”。巴特勒 （ Butler ， 

1993) 写到： 

社会认知的散漫状况是先于社会主体的存在并制约着社会主体 的：认 
知并不是被社会主体所给予的，相反，认知促成了社会主体的形成。另外， 
认知的不完整性，并以这种不完整性所开创和动员起来的社会身份表明了 
社会主体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 （ P . 18)。 

因此，普拉默 （ Plummer , 1992) 曾言简意賅地论述到，“世界上并不存在必须 
被研究的客体……对男女同性恋的研究‘构造’ 了一个被用于分析的客体，而这 
一客体本身是非常扩散的、支离破碎的、重叠的和多样的：它使一个并不存在的 
实体得以形成” （ p . 11 ) ①。曾被早期性学研究认为是机构或主体的存在形式，也 
被酷儿“拒绝去命名一个社会主体”的理论攻击得遍体鳞伤 （ Sediman ， 1993, 
p . 132 ) 。当然，这种现象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性学研究当中——比如女性研究者和 
行动者在很多年里也曾面临过相同的问题 （ Nicholson , 1990 ； Spelman , 
1989) ——只是这一问题在当前的酷儿研究中显得特别突出而已。 

不足为奇，酷儿研究的上升势头也与其面临的冲突并存。许多冲突集中体 
现在普拉默 （Plummer ,1998) 所谓的“对男女同性恋者生活经历过度的咬文嚼 
字”上，这也就是说“对对话的分析超越了对真实的社会现象的分析”。他 写到： 
在经验世界，有很多研究是值得做的。过分注重对文本的分析是很有 
害的。到了我们该摒弃文本分析的时候了——而且是越快越好。尽管男女 
同性恋的研究越来越花里胡哨地在诗歌、小说及戏剧中崭露头角，却很少有 
研究真正关注过男女同性恋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 p . 611)。 

普拉默或许有些夸大其辞了。事实上，有大量的对男女同性恋生活的研究 
存在，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我所指称的“酷儿”，即完全摒弃或未被后结构 
主义论断所影 响：例 如有对公司里男同性恋者生活经历的研究 （Woods & Lucas , 

1994) ，有对本土美国文化多样性的探讨 （ Williams ，1992) ，有对媒体对男女同性 
恋问题覆盖面的分析 （ Alwood ， 1996)，还有对男女同性恋青年的研究 （Herdt & 
Boxer , 1993) 等。这些研究不仅仅在持续不断地论证学科界分问题，而且在澄清 

①正如普拉默 （Plummer,1992) 所说,对客体分析的忽略植根于建构主义者的论述当中，他们的论述先于 
酷儿理论而存在并为酷儿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与其他理论一同构建“男女同性恋主体”错误的统一体时， 
酷儿理论澄清了男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但又使得这一研究本身问题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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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重要的并存在分歧的问题，即性的定性研究到底可以和应该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在考虑到无可否认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边缘化问题、异性恋制度问题以 
及男女同性恋者共同面对的反男同性恋运动问题。但是，不管身份界定的问题 
是多么的复杂，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似乎在界定和认识他们自身 
时不存在任何问题。 

虽然定性的性学研究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但被酷儿研究所推动的 
“对日常生活经历”的研究已日益处于上升地位。在性学研究建构自身的同时， 
它也开始在其内部形成了不同派别。由于定性研究与酷儿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定性研究的重心已经与酷儿理论相互交织在了一起。酷儿理论对一体化 
的主体所带来的挑战也使得形而上学在转化成方法论时面临着困难。如果活生 
生的社会生活总是由一些对话的符号所组成，而后将这些社会生活视为生活经 
历去研究而非叙述，或者是作为自传去报道——这样好像是真实地再现了现实 
生活，这些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如果从自发的角度讲，性别自身是被“异性恋常 
规性”所创造出来的“文学现实”，是关于一些种属的传说，这些传说仅仅存在于 
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身体行为当中，那么，以此为基调的对性别自身的认识在研 
究中只会是去天真地复制“异性恋常规性”，而不是去终止它。如果男同性恋者 
与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是暂时的，是被漫无目的地制造出来的，是不稳定的，或只 
是行为上的存在，并且只代表部分的身份界定——如果它们永远都是被引用 
的——那么，研究者何以去研究性以及与性身份界定有关的人群？即使是将日 
常对话作为分析的客体，研究者又何以去研究它的运作——如果从定义上讲研 
究者不是被排除于这一客体之外？究竟从何种意义上讲 ，一 个研究者或作者是 
—个被漫无目的地构造起来的社会主体，或适合去做文本的解构，或去评论常态 
意义下建构起来的性？研究者究竟应当做些什么？ 


定性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笔者上述的关于理论和研究的各种流派——男女同性恋少数群体研究，建 
构主义者的性学研究，酷儿理论——在性学研究相当大的压力下共同存在，这些 
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客体、流派根基、实践规则以及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实体身 
份界定种属的不同假设。尽管它们都关注一些定性研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即 
意义构建和有关性的研究和政治间的关系问题，但每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对 
某些可以而且应该被做的研究有不同的内涵。总而言之，这些理论流派都有意 
无意地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质上的挑战。 

_儿理 论给走 性研究所帑来的矣质性批成 

正如其他一些以身份界定而发端的运动一样，男女同性恋研究特别是酷儿 
理论给学术研究中的更多传统领域带来了系统性的挑战。如果“闭门造车”确实 



是西方的思潮、实践和研究的中心结构特征的话，那正如塞奈韦克所说,我们必 
须批判性地对其进行分析。因此，当前性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不仅 
仅包涵了对研究领域中的男女同性恋主体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要更深刻地 
揭示每一个社会领域（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是如何被同性/异 
性这一二分的结构所构造出来的。对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接纳与吸收，必将给定 
性研究指出更有前途的研究新方向。 

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实践上还没有什么新的举措。人们正在进行的是对酷 
儿理论内涵的再反思，而这种反思同时也为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比如杜甘 
( Duggan , 1998 ) 就曾指出，要通过“动摇异性合理性而非自然化同性恋者身份”去 
“使政府酷儿化” （ P . 570 ) ,另外，法学研究者、政治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已经 
开始去探究种族、性以及性别符号的交叉对政府是如何的有用 （ Alexander ， 1991； 
Eaton , 1994) ，进而去进一步揭示政府是如何通过对法律对话的细致解构而达到 
使异性恋正常化的目的（如 Duggan & Hunter , 1995, pt . II ) 。 相似的有重要意义 
的社会导向也发生在其他的社会过程和结构当中，类似的分析所研究的不仅仅 
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是如何生活的，而且也包括研究特定的社会机 
构是如何使得异性恋在某种物质条件下合法化的。这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问题，即什么样的定性研究和分析是特别适用的。 

对蜣 一主体 的鮮构 


酷儿理论是对早先被性别、欲望所定义的自主的、连贯的自我（以及自我的 
集合体）概念的挑战。这些概念至少在我们看来，给性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形而上 
学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且具有正 
向的意义，但研究者们还是将身份界定的复杂性认为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 
其中一个研究策略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将身份界定自身作为研究重点的传统， 
并将不稳定性、多样性，特别是身份界定融合到研究和分析当中。社会学家 
阿琳.斯坦 （Arlene Stein ) 在其作品《性和敏感性》 （ S«c ami 沿 ty ，1997 ) 中讲 

述了“自我的故事”——即一些妇女在访谈中讲述了她们“在某些经历当中的自 
我关系，这样一来，女同性恋自我身份的界定便得以发展起来，这也使得故事讲 
述者自身成为整个记述过程的中心” （ P . 7 ) 。 

酷儿理论的影响扎根于研究课题的形成过 程中： 斯坦的研究并非是探讨“真 
正的自我”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讨论人们讲述的变化无常的故事是如何进 
行“自我界定工作”的。这些研究考虑到了“自我界定变幻无常的特性以及集体 
的边界”，如斯坦所说，“使身份界定非中心化的模式是女同性恋文化及其社区的 
影射” （ p . 201 ) 。事实上，对双性恋和移性恋身份界定的关注也是源于同样的驱 
动力，对复杂身份的分析——用斯特里克 （ Stryker , 1998 b ) 的话来说,就是要“动 
摇被自然化的以性别、化身与身份界定形式存在的异性恋合理化” （ p . 145) 。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脉络体 现在： 研究者所进行的以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曾 
一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在创造“集体身份”的最前沿。不是理所应当地假设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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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的意识是先于社会运动而存在的，相反，研究者们所探究的是集体的 
界线、旨趣和意识是如何建立和不断修正的 （ Phelan , 1989； Taylor & Whittier , 
1992)。酷儿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探究集体行为逻辑的渊泉和课题。在一篇讨 
论“酷儿”的文章当中，笔者自己也曾这样 写到： 

“酷儿”揭示了它自身与其他身份界定运动所面临的共同的两难选择 
( 比如种族、民族以及性别运 动）： 固化的身份种类是压迫和政治权威存在的 
基础……如果身份确实是比运动更加不稳定、具有流动性和结构化——如 
果人们认真地面对酷儿理论所引发的挑战，那么对于以身份界定为基础的 
社会运动而言 （ 如为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益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呢？酷儿理论要求我们去发展一个有关集体身份形成以及其与机构和内涵 
关系的更加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还应当包涵了将身份界定独立超脱出来 
的驱动力 （ Gamson , 1995， p . 391 ) 0 


当笔者将酷儿理论对身份界定的论述细加琢磨以后，笔者的研究脉络也得 
以另辟溪径——当然不会脱离定性研究的方向，因为定性研究包括了对日常生 
活身份的界 定:集 体身份是何时、为什么和怎样被解构和融合的，集体身份又是 
如何被特定的组织机构和交往环境所规划出来的 （ Gamson , 1996, 1997)。 

尽管这些研究在其数据收集和描述方式上都比较传统，但社会研究者们已 
经开始用酷儿理论去置疑这些描述方式。虽然传记写作的传统是描述政治行为 
和真正的性自我，但酷儿定性研究却日益将研究者权威性的声音放置到了许多 
相互竞争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声音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声音是“真正的声 
音”。认为男同性恋者的人种史是“将人种学家视为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是 
人种学研究显而易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Wafer , 1996, p . 261) 的观念并不能 
与后结构主义者的观念相吻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同性恋者身份是既非稳 
定的又非统 一的； 对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是“对深透在社区和身份界定领域的同 
性恋人种学的日益关注，和对身份界定不稳定性的日益认可，特别是在复杂的文 
化环境当中” （ Lewin , 1995, p . 327 ) 。人种学的研究，并不是对身份的揭示，而是 
被修正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与其他流派一样“是界定身份的另一种模式” 
( Lewin , 1995, p .332)。 

威斯顿 （Kath W es ton ，1996) 用集合个体阐述的方式去描绘可以被我们称为 
对性别过程的酷儿研究。威斯顿写到，“任何事情和任何人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 
式去被给以性别定 义”； 将同性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像先前的研究一样， 
使得女同性恋者更为人所关注，而是使得“性别的模式为更多的人所知” （ PP . 2- 
3 ) 。特别重要的，这样做还使得描述更具有实践的色彩，这样一来，作者对女同 
性恋的描述就显得不那么具有权威性了。因此，威斯顿通过自己的观察,将对许 
多不同女同性恋者的访谈集中了起来，这些被访问的女同性恋者有教师、作家、 
工人、护士、艺术家、舞蹈小姐以及来自于不同种族、阶级和宗教背景的女士。威 
斯顿还写到，“这种描述在描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人群时并不是做得非常 
好” （ P . 4) 。她的书旨在阐明上述的这些观点，并介绍相应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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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编辑和组织了这些访谈，进而探讨身份界定的问题。女同性恋 
者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是“雌雄同体的”或女同性恋的、妖媚的，也有一些女同 
性恋者很少用这些词或根本不用这些词。这一策略使得语言的历史从年代 
学向蒙太奇转变，这一转变也是为了打破关于使得女人得以成为女人、女同 
性恋者以及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的文化假设。评论与访谈之间的交 
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空间，以至于读者的身份可以在故事讲解者、人类 
学家、旅行同伴、理论家、旁观者等之间不停转换……同时也在差异和欲望 
之间划分界线。 

尽管上述的策略并不常见，但它给认真考虑同性恋者的身份界定问题的定 
性研究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研堯及理论化机构与对话 fq 的共糸 


最终的或者是最富有成效的挑战并非来自于酷儿理论以及男女同性恋的研 
究本身，而是来自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试图去调和其差异性的 尝试。 塞德曼 
( Seidman , 1993 ) 论述到，“在身份政治的维护者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者中，存在 
着自我和代理政治先人为主的状态。机构性分折和历史性分析以及完整的政治 
视角似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塞德曼还说，“在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中，自 
我和代理政治先入为主的状态已经转化到了去分析自我如何扎根于机构和文化 
的实践当中” （ PP . 136-137)。或者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说就 是：虽 然男女同性恋 
的研究，包括那些更加精细的植根于社会学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研究小视了散漫 
的酷儿理论——而酷儿研究是将社会生活作为文本，进行人性主义的 分析; 也小 
视了机构上的因素。散漫的和机构上的因素间的关系（它也是政治上行动主义 
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Gamson , 1995 ) 因此也被非理论化并不被研究了。这一困 
境曾被社会研究者（通常更多地受到机构性因素的影响）和人类学家（通常更多 
地受到谈话变化的影响）的专业划分以及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划分所夸 
大化了——这些划分也是在这一领域刚刚形成的。 

机构取向的男女同性恋定性研究与无明确取向性的酷儿理论相互交织，可 
以而且应该为定性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取向。当然这当中也存在着一定风险，不 
仅仅是在研究和理论上，而且在日常的政治 上：集 体行为在现存的“男同性恋 
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移性恋者”等社会种属的基础上，被用于抵 
制歧视 （ 或用于维护其他利益），或通过文化的干预去改变这些社会种属的边界 
和运用。这要求我们去缜密地探究那些同时发生的、相互之间有联系的社会过 
程，性欲的实践正是通过这些过程被赋予了制度上、文本上和实践上的形态。在 
不久的将来，定性的社会研究者将在填补不同定性研究取向间存在的沟壑上批 
判性地发挥作用，这些沟塾往往是让人觉得忧心忡忡,并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定 
性的社会研究者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文本和实践上，或是言谈和机构上进行取 
舍，也不仅仅是解决酷儿的变动性和同性恋的稳定性问题，而且体现在如何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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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面临的压力转化成创造新成果的源泉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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